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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至今日，我的专著《创造性心理学》终于脱稿，提交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78年，我从中小学教育第一线回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归队重新研究心理学，创造性或创新成为我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七五”期间，我承担了教育部重点教育研究课题“学习与发展——中小学生心理能力发展与培养”；“八五”“九五”期间，我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教育与发展——创造性人才的心理学整合研究”；2003年，我主持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的研究”；2011年，我又一次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与培养模式”，等等。在承担的众多课题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创造性心理学对于人类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一直想用我自己、我的团队和我的课题组研究的材料结合国内外的创造性心理学研究文献，撰写一部创造性心理学研究的专著，这就是《创造性心理学》问世的缘起。

《创造性心理学》于三年前开始撰写，但由于四年前我主持了教育部委托的重大课题“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研究”，加上年事渐高，时间紧、精力差给写作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然而由于众弟子的帮助和支持，即我们团队的共同努力，《创造性心理学》最终于2017年“五一”劳动节前定稿。我的团队和课题组的成员所涉及的创造性心理学研究，都被我一一收集到书中。凡是研究成果被我纳入《创造性心理学》中的，我都列出了他们的姓名，以表达我对他们的点赞与感谢。此外我还要对下面的事件再啰嗦几句，以表示感谢：没有金花的研究，就不会有本书的第六章；没有张景焕、贾绪计的努力，就不会有本书的第八章；没有俞国良、罗晓路的支持，就不会有第九章。我不会打字，只能够靠书写，因此我的弟子黄四林建议，在本书每一章的前面都印上一页我手写稿的照片，我答应了。也正因为我不会打字，所以我的团队成员就抢着为每一章打字并加以润色：第一章是罗良，第二章是邢淑芬和辛素飞，第三章是伍新春、孙汉银和刘霞，第四章是张叶，第五章是黄四林，第六章是金花，第七章是邢淑芬，第八章是贾绪计，第九章是黄四林、孙汉银和衣新发，第十章是胡卫平、刘春晖和张叶……除了自己的学术团队，我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乃至中国心理学界同仁对我写作的关心和支持，尤其是两位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黄兆信和邱江，他们为我的书稿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作为一个老人，我深感年轻的一代对老一代的尊师行动，这应该是一个老教师最幸福的事情，它体现了学术研究后继有人。

教育本身也是一种创造与创新的事业，我的教育理念是培养出超越自己、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事实上，我的弟子们远远超越了我，他们中间有的创建了国家重点实验室，有的开启了中国航天心理学的研究，有的深入探索心理的脑机制，有的在进行着创造性教育，还有人在对拔尖创新人才做深入探讨，这些都是我做不到的。我的信念表明：教育这个永恒的事业，创造自己崇拜的高足；沸腾的教师脑海，震荡着“秀才培养出状元郎”；终生无悔的追求，开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格局；永不消逝的志向，展示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我把拙著《创造性心理学》献给广大的人民教师！

最后，我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他们原谅我把书稿推迟一年；感谢《创造性心理学》一书的策划编辑周雪梅的努力，她也尽了一个当弟子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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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创造性：一个神圣的概念



创新（innovation）、创造性或创造力（creativity）既是当前国内外社会流行的词语之一，也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概念。它之所以流行或神圣，是因为创造性无论是对于人类个体与整个社会的演进和发展，还是对于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竞争和存续都至关重要。而人在创新或创造性活动过程中的心理特征，则成为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值得学术界探讨的问题，且越来越受到心理学研究的重视。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新的心理学分支学科——创造性心理学，已经形成并迅速壮大。如果在国际著名的心理学文摘数据库PsycINFO以“innovation”或“creativity”为关键词搜索，我们会发现早在1912年，美国《教育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就刊登了卡丽·兰森·斯夸尔（Carrie Ranson Squire）的文章，题目为“分级心理测验：联想、建构与发明”（Graded mental tests：Association，construction，and invention
 ），该文章也成为创造性领域的第一篇学术文章。1912年至1944年，该领域文章也仅有33篇，1960年为120篇，到1999年达到6 208篇，2007年则为9 430篇，2015年有18 615篇，2016年是19 769篇，截至2017年3月23日，此类文章竟达到了19 870篇。从中可以看到，如今我们这个世界是多么重视创新、创造性和创新（或创造性）人才
 
[1]

 ，这也是创造性成为当今时代要求的最强有力的证据。

第一节 创造性：从神秘的故事到科学的象征

《辞海》对“人类”做了如下解释：一般指更新世（pleistocene）以来的人。其特点为：具有完全直立的姿势，解放了的双手，使用复杂而有音节的语言和特别发达、善于思考的大脑，并有制造工具、能动地改造自然的本质。人类是社会性劳动的产物。从《辞海》解释的“人类”来看，我们可以这样扩充：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制造工具、改造自然、调节社会关系的功能；人类为了发展，必然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作为，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中表现出创造性来。创造性是人类的心智或智慧活动。

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基于人类心智（智慧、思想、知识、科学）发展的必然性，提出了三阶段理论：①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段”；②抽象阶段，又名“形而上学阶段”，人们以超经验的形而上学抽象地代替超自然的力量——神，来解释一切；③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一切知识、科学、哲学都以“实证”的事实为基础。他认为文艺复兴以前是神学社会，16—18世纪是过渡社会，19世纪起则进入实证社会。该理论提出的人类心智发展的三个阶段，也反映了作为心智活动的最高层次——创造性发展的三个阶段，即虚构阶段经过抽象阶段的过渡，最后发展到了基于“实证”的科学阶段。

我们暂且不去评价孔德的观点，也不以西方社会作为剖析案例，但有一点对我们是有启发的，中国人及中国社会从虚构的神话阶段发展到科学创造的顶峰，整整走过了五千年的历程。

一、发人深思的中国神话故事

处于“虚构阶段”的中国，神话故事极为丰富。神话是古代先民以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为基础，集体创造的部落故事。神话起源于远古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现象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古代先民与自然力的斗争和对理想的追求，反映了古代先民的创造力。

神话故事是一种文学体裁，在我主编的《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
 
[2]

 中，就有许多中国神话故事，现摘录五则故事。

故事一：开天辟地的盘古

在人们不知道宇宙起源以前，就有神话传说描述盘古开天辟地的创举。

相传，天地本来是黑暗混沌的一团，好像一个“大鸡蛋”。盘古就孕育在中间，过了一万八千年，突然山崩地裂一声巨响，大鸡蛋裂开了。其中一些重而浊的东西渐渐下降变成了地，轻而清的东西冉冉上升，变成了天。混沌不分的天地被盘古分开了。他手托着天，脚踏着地。天每天升高一丈
 
[3]

 ，地每天加厚一丈，盘古的身体每天也增长一丈。这样又过了一万八千年，盘古的身体长得有九万里
 
[4]

 高，像一根巨大无比的柱子，立在天地当中，使天地无法重新合拢，不再变得黑暗混沌。但因此，盘古也十分疲劳，终于倒下死去了。

盘古临死之前，天地又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他发出的声音变成了隆隆的雷霆，他呼出的气变成了风云，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右眼变成了月亮，他的身躯和四肢变成了大地的四极和五岳，他的血液变成了江河湖海，筋脉变成了道路，肌肉变成了田土，头发和胡须变成了天上的星星，皮肤和汗毛变成了花草树木，他的牙齿、骨头变成闪光的金属、坚硬的石头和圆亮的珍珠玉石，他流出的汗水变成了雨露。长在他身上的各类寄生虫，受到阳光雨露的滋养，变成了大地上的黎民百姓。这样，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又用他整个身体孕育了天地万物。

开天辟地的盘古，受到人们的尊敬。我国西南地区一些民族中，还流传着崇拜盘古的各种仪式和神话。传说南海有绵亘八百里的盘古墓，用来收葬他的魂魄。崇敬盘古，是为了让后人继承盘古的精神，不仅与天地搏斗，更要继承弘扬盘古探索天地、创造性地研究宇宙奥秘的精神。

故事二：炼石补天的女娲

中国上古神话中，有一位化育万物、造福人类的女神，就是女娲。

据说天地开辟以后，大地上虽然有了山川湖泊、花草鸟兽，可是还没有人类的踪迹。女娲想创造一种新的生命，于是她抓起了地上的黄土，仿照自己映在水中的形貌，揉捏成一个个小人的形状。这些泥人一放到地面上，就有了生命，活蹦乱跳，女娲给他们取名叫作“人”。就这样，她用黄泥捏造了许多男男女女。但是用手捏人毕竟速度太慢，于是女娲顺手拿起一截草绳，搅拌上浑黄的泥浆向地面挥洒，结果泥点溅落的地方，也都变成一个个活蹦乱跳的人。于是大地上到处都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女娲还使男女相配，让他们自己生育后代，一代一代绵延。在神话中，女娲不单是创造人类的始祖，而且是最早的婚姻之神。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宇宙突然发生了一场大变动，半边天空坍塌下来，露出一个个可怕的黑窟窿，地上出现一道道巨大的裂口，山林燃起炎炎烈火，地底喷涌出滔滔洪水，各种猛兽、恶禽、怪蟒纷纷窜出来危害人类。女娲见人类遭受这样惨烈的灾祸，就全力修补天地。她先在江河中挑选许多五彩石，熔炼成胶糊，把天上的窟窿一个个补好。又杀了一只大龟，砍下它的四只脚竖在大地四方，把天空支撑起来。接着杀了黑龙，赶走各种恶禽猛兽，用芦苇灰阻塞了横流的洪水。从此灾难得以平息，人类得到拯救，人世间又有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为了让人类更愉快地生活，女娲还造了一种名叫“笙簧”的乐器，使人们在劳作之余进行娱乐活动。

女娲是产生在母系氏族社会的神话人物。这个神话，反映出当时人类对自身起源和自然现象的天真认识。至今在我国西南的苗族、侗族中还流传着女娲的神话传说，人们将她作为本民族的始祖加以崇拜。崇拜女娲，补天精神倒是次要的，探讨人类繁殖、万物生长、如何优生优育等问题才是一个对后人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故事三：错奔月宫的嫦娥

唐朝诗人李商隐有两句诗，写了嫦娥在月宫里的寂寞生活和凄凉心情：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因为一念之差，离开了人间，长年住在冷冷清清的月宫里。

嫦娥原是天上的女神，因为丈夫羿奉了天帝之命到人间灭妖除害，她就跟随他来到地上。羿终日在外，为人们射落九个太阳，杀死怪禽猛兽，顾不上家，嫦娥就慢慢对他产生了不满。一天，羿从西王母那里求来长生不死的灵药。如果两人一同吃了这灵药便可长生不死，一人独吃，就能升天成神。羿把药带回家，交给嫦娥，要她好好保管，想挑一个吉日两人一块吃。但嫦娥觉得跟丈夫来到人间吃了不少苦头，灵药既然有升天成神的妙用，何不一人独吃呢！

一个晚上，嫦娥趁羿不在家，从葫芦里倒出灵药，全部吞下。顿时她的身体轻飘飘的，不由自主地飘出窗户，直向天上飞去。她边飞边想，如果到天府，众神要耻笑她自私，况且见了丈夫也不好办，不如到月宫暂时躲藏一下为好。谁知嫦娥一到月宫，脊梁骨不停地缩短，腰肚却拼命往外膨胀，最后竟变成一只丑陋的蟾蜍（癞蛤蟆）。因此许多古诗里，称月亮为“蟾宫”。

然而嫦娥最终并没有变成癞蛤蟆，依然是一个超群绝世的美貌仙子。只是她在月宫里非常寂寞，常年陪着她的只有一只捣药的白兔和一株桂树。后来多了一个被天帝罚做苦役的吴刚，他不停地砍桂树，桂树却随砍随合，让他永远不得休息。

月宫到底是什么样的？它是后人向往的地方，探究月球的奥妙，成了人类科学攻关的一个选项。

故事四：射日英雄羿

羿是一位擅长射箭的天神，即使是小鸟飞过，羿也能一箭把它射落。

传说中尧帝时候，有十个太阳一齐出现在天空，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旱灾。土地烤得直冒烟，禾苗全都干枯，甚至铜铁沙石也晒得软软的快要熔化了。百姓更是难受，血液仿佛在体腔里沸腾。怪禽猛兽纷纷从火焰般的森林、沸汤般的江湖里跑出来伤害百姓，弄得百姓苦上加苦。天帝知道这件事后，就叫羿到凡间去解救百姓。天帝赐给羿一张红色的弓，十支白色的箭。

羿奉了天帝的命令到了凡间，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他摆好架势，弯弓搭箭，对准天上的火球，嗖的一箭射击。起先没有声响，过了一会儿，只见天空中流火乱飞，火球无声爆裂。接着，一团红亮亮的东西坠落在地面上。人们纷纷跑近探看，原来是一只三足乌鸦，颜色金黄，硕大无比，想来就是太阳精魂的化身。再一看天上，太阳少了一个，空气也似乎凉爽了一些，人们不由得齐声喝彩。这使羿受到鼓舞，他不顾别的，连连发箭，只见天空中火球一个个破裂，满天流火。

站在土坛上看射箭的尧，忽然想到人间不能没有太阳，人类也离不开来自太阳的能量，急忙命人暗中从羿的箭袋里抽去一支箭，总算剩下一个太阳没有被羿射落。看来从尧帝开始，人们就懂得能源的重要。开发能源、造福人类，成为后人创造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故事五：逐日英雄夸父

“夸父逐日”是中国古老的神话，它体现了原始先民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的精神。

身材高大的夸父，立下宏愿，决心去追逐太阳，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夸父耳朵上挂两条黄蛇，手里也握着两条黄蛇，随身还携带着一根手杖。一天，太阳升起，他迈开大步追去，一直追到禺谷。传说禺谷是太阳休息的地方，太阳西落到这里洗浴后，就在巨大无比的若木上休息，到第二天再升起来。这时只见一团巨大的又红又亮的火球就在眼前，夸父已进入太阳的光轮，完全处在光明的包围中了。当他正在庆幸自己的胜利时，他感到极度口渴。于是他俯下身子，大口大口地喝黄河、渭水里的水，几下就把两条河里的水喝干了，可还是口渴难忍。他又向北方奔去，想去喝大泽的水，大泽是一片纵横千里的水域。可是夸父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死去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倒了下来。手杖丢落的地方，出现了一片枝叶繁茂、鲜果累累的桃林。

传说河南、陕西两省交界处的灵宝市东南，有一座夸父山，是夸父留在人间的遗迹，山的北面，有一座好几百里宽的桃树林。还传说湖南也有一座夸父山，上面还有夸父架锅的三块巨石。敬仰夸父，是因为夸父有追求光明、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志向和信念，以及他至死不屈的行动，他激励后人发明创造、追求理想。

上述五个神话故事，都是虚构的作品，但它们反映了古代先民的创造性，显示出古代先民在与天搏斗、与地搏斗和管理社会中的理想与追求，以及通过创造获得物质财富与对精神生活的向往。

二、神话成为现实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正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世界，越来越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正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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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好像在说：中国古代先民创造的神话故事正在中华大地上变成现实。无论是先进的制造业，还是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孕育技术产品并使之现代化的创造力必然是其成功的关键。

（一）“开天辟地”的中国新制造

“开天辟地”中的“天”，是指天空。天之苍苍，其正色邪？中国航天事业，是“开天”的象征。我们的“神舟”飞船，经历一号、二号等先后四次无人飞行后，从五号起直至十一号都是载人飞行，并且十一次全部成功。2016年，中国航天人交出的成绩单更加耀眼：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实施22次发射，将近40个航天器成功送上太空；首个海滨航天发射场建成使用；“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对接，载人飞行33天任务圆满成功，并开展科学实验，中国人朝着建立空间站的梦想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白俄罗斯通信卫星发射成功，我国整星在轨交付业务首次打开欧洲市场；“胖五”成功首飞，它是我国运载火箭升级换代的里程碑工程；中国卫星名动寰宇，“墨子号”——世界首颗量子科学试验卫星，“实践十号”——我国首颗微重力科学实验卫星，还有“风云四号”“碳卫星”和我国首颗0.5米级高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高景一号”发射升空。2017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计划实施以“嫦娥五号”“天舟一号”首飞等为代表的28次宇航发射任务，全年发射次数将再创历史新高。

“开天辟地”的“地”是指大地，即地球的表面层，“地”生养万物。“辟地”，有开辟、建设大地的意思。中国高铁、中国高速公路、中国航道通航里程、中国港口吞吐量、中国邮政快递业务量，均占世界第一。靠创新领跑时代，是“辟地”的象征。以中国高铁为例，2016年9月，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2万公里，超过世界其他国家高铁里程之和。高铁更“长”了，中国大地更“小”了。从20世纪末的6次大提速，到21世纪初的“四纵四横”路网规划亮相，再到2017年的版图再扩容，中国高铁跨越塞北风区，蜿蜒岭南山川，驰骋东北雪海，穿梭江南水乡。路网越织越大，车次越开越密。“和谐号”正以“辟地”之势让中国大地“越变越小”，让“说走就走的旅行”越来越多。高铁从陌生概念变为大众出行优选，累计安全运送旅客突破50亿人次。中国高铁的诞生、完善，犹如一场盘古辟地的涅槃之旅，拼的是 “掘地三尺”的韧性。而这样的转型升级，何尝不是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重大突围。

中国造桥事业，也算是“辟地”的创举。世界十座最高大桥，八座来自中国。2016年12月29日，杭瑞国家高速公路（国家高速编号为G56）的北盘江特大桥，地处云南、贵州两省交界处的高山峡谷，桥面距离江面565米，差不多相当于200层楼的高度，为当今世界第一高桥。不仅如此，中国桥的长度也在世界夺冠。珠港澳大桥海底隧道最后一节沉管成功安装，意味着这条世界上最长的深海沉管隧道打赢沉管安装的“收官之战”。至此，珠港澳大桥33节沉管全部沉放完毕，只待“深海之吻”——安装12米的最终接头——大桥便具备全线贯通的条件。珠港澳大桥是连接香港、珠海、澳门的超大型跨海通道，它集桥、岛、隧道于一体，全长55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也是中国建设史上里程最长、投资最多、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桥梁。

中国自主研制的水陆两栖飞机，是既“开天”又“辟地”的创造。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2017年3月11日宣布，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在研最大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AG600的研制取得重大进展——2017年上半年将实现陆上首飞，下半年将实现水上首飞。AG600是当今世界上在研的最大一款水陆两栖飞机，其最大起飞重量为53.5吨，机体总长36.9米，翼展达到38.8米。该飞机最大航程超过4 000千米，海上起降抗浪能力不低于2米，飞机可在20秒内一次汲水12吨，单次投水救火面积可达4 000余平方米，可一次救助50名海上遇险人员。它既能在陆地上起降，又能在水面上起降，可在水源与火场之间多次往返投水灭火。除水面低空搜索外，它还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降落在海上，实施水面救援行动。

（二）“女娲补天”的中国新创造

经过5年建设，2016年9月22日，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国国家基因库正式投入运营。中国国家基因库是今天中国人化育万物、造福人类的创举。该基因库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基因库。基因库是生命科学的国库，它是带着“留存现在、缔造未来”的使命诞生的。每个人一生中所有关键阶段的标本都应该永久保存起来：从出生时的干细胞，到20岁时的免疫细胞，到30岁时的生殖细胞。而国家基因库，就是储存这些样本和数据的地方，像我们的“生命银行”。类似中国的“女娲补天”，在西方神话中诺亚建造了一艘方舟，带着各种牲畜、鸟类等，躲避了大洪水，安然度过“世界末日”。一粒种子、一个细胞、一管血液、一口唾沫、一段脱氧核糖核酸、一条数据……这些不起眼的“现在”可能是构建未来生物科技和产业的砖石。在深圳开始运营的国家基因库，正是带着“留存现在、缔造未来”的使命诞生的。中国将拥有这样一艘“诺亚方舟”，承载着人类及其他生物的遗传样本和密码。

（三）“奔月嫦娥”的中国新制造

曾经嫦娥奔月是神话，而今“奔月”研究成为中国又一创造。号称“地球之女”的“嫦娥一号”“嫦娥二号”，直至“嫦娥五号”一次次让奔月神话成为现实。据《中国科学报》2017年1月23日报道：承担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中最后一步任务的“嫦娥五号”探测器，近日已完成着陆器推进子系统正样热试车，这标志着“嫦娥五号”研制工作中的关键一步取得成功。研制工作目前正进行探测器正样阶段的最后冲刺，开展总装测试阶段各项相关工作，“嫦娥五号”技术状态和质量受控，计划进展顺利。按计划，8.2吨重的“嫦娥五号”将于2017年11月底，由我国目前推力最大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发射。此次任务有望实现我国开展航天活动以来的四个“首次”：首次在月球表面自动采样；首次从月面起飞；首次在38万千米外的月球轨道上进行无人交会对接；首次带着月壤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

（四）“羿射太阳”的中国新创造

感谢尧帝，为我们保留了一个太阳，为人间保留了能源。而今中国的新能源，在全球新能源市场已占据领导地位。2015年，中国新能源投资占全球总量的1/3；2016年，中国面向海外的新能源投资同比增长60%，达320亿美元。中国新增风电装机连续5年领跑全球，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全球第一，中国是世界上核电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水电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均居世界首位，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一。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金融部主任汤姆·萨泽罗曾表示，中国在全球新能源市场占据了领导地位，这种领导作用是全球新能源走向未来的“稳定器”，世界欢迎中国的引领。

（五）追求“光明”的中国新制造

古有夸父逐日，追求的是光明、进步、真理，“逐”的是“一流”。当今中国继承夸父的精神，创造了一系列的产品。这些产品有的在数量方面从无到有，有的在质量方面从差到优，有的在国际声望方面从落后到世界领先，这里仅举三例。

一是中国超算。“神威·太湖之光”是世界第一台速度超过每秒10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它的峰值运算速度达到了每秒12.54亿亿次，持续计算速度可达每秒9.3亿亿次，功耗比为每瓦60.51亿次。这三项关键指标均居世界第一，而 “神威·太湖之光”包括处理器在内的所有核心部件全部实现了国产化，超算领域世界最高奖处理器用的就是中国芯。

二是中国手机。中国最早不会制造手机，而今中国的手机征战全球品牌，走向高端化。2016年全球销量前五的手机品牌中，中国品牌已占三席。中国手机厂商的市场份额在印度已经超过50%，在非洲已经超过40%，在欧洲市场也超过了20%。中国手机品牌正逐渐撕去价廉质低的标签，开发更加核心的科技，拥有了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并致力于打造更加高端的品牌。美国著名技术杂志《连线》刊文评论称：“下一个硅谷已出现在东方，中国的创新一代已准备好与世界顶级高科技品牌正面竞争。”

三是中国汽车。过去中国的汽车质量很低，好汽车靠进口。如今，中国汽车的制造质量比肩欧洲。第87届日内瓦车展于2017年3月7日正式向媒体开放。车展主席图瑞蒂尼先生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中国的自主设计、自主研发的确已经拥有了欧洲和美国等市场，产品与价格优势使得国际汽车品牌感受到了竞争压力。中国汽车吉利博瑞销量一举突破五万辆，成为能与德国神车帕萨特较量的中国品牌。2016年7月，史上首个24小时无保留的对比拆车直播，更是展现了吉利博瑞比肩合资甚至在配置、N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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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用料等方面优于合资的真实水准，为中国制造自信发声！

中国的创造，成为世界的奇迹。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经过近40年的奋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10.8万亿美元。如果从心智活动的创造性来分析，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社会尽管有大量的“科学阶段”的表现，但相对程度是处于“抽象阶段”。而近40年的变化，中国达到了科学创造的顶峰阶段，这个转变，被世界的经济学界、科学界和学术界称为“中国奇迹”。

三、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高频率地出现“创新”与“创造”概念

这个“中国奇迹”从哪里来？来自中国的道路或中国的途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革开放的决策。在这个道路中，整个国家把创造性、创新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我们的目标是建成“创新型”国家。2016年12月，在会见“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及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只有不断创新，中华民族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坚持创新、提高创造性或创造力，是发达国家惯用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时期。进入21世纪后，知识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一个国家知识经济的规模和质量，将决定它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在知识经济时代，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不再是传统的资源、能源和资本，而是新的知识、技术、工艺和新的价值观念。社会的主导型支柱产业也不再是能源、钢铁、农业，而是各种高新技术产业。在知识经济时代，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的价值观念将成为关键性的战略资源，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哪个国家在获取这种战略资源方面具有优势，就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优势；反之，哪个国家在这些战略性资源生产方面受制于人，就会在各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下风。总之，在知识经济时代，标志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将是其创造力，而确定一个国家整体创造力大小的是其创新人才的数量、质量与结构。

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欧美日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型国家纷纷把科技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试图进一步增强自己的科技创造力，力图在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中掌握先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近年来，为了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地位，美国出台了多项措施，以提升自己的创造力。1993年，美国成立了以总统、副总统、总统科技事务助理、各内阁部长、有关部门的领导及其他白宫官员为成员的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它是协调联邦政府各部门科技政策的主要机构。1994年和1996年，美国先后发布了《科学与国家利益》和《技术与国家利益》两份报告，系统地阐述了美国在新时期的科学技术政策，分别提出了美国科技发展的五大目标和技术发展的五大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建议，从而在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层面为美国科技发展做出计划。此外，美国还提出了多项具体的科技计划，这些计划的提出与实施，对美国的科技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不仅大力提升科学技术水平，还着力支持技术的商业化。从1995年到2000年，美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国家技术转让与促进法》（1995年）、《联邦技术转让商业化法》（1997年）、《技术专业商业化法》（2000年）等。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丝毫没有放松对创新与创造性的重视，又相继颁布了《美国竞争法》（2007年，全称是《为有意义地促进一流的技术、教育与科学创造机会法》）、《美国复兴与再投资计划》（2009年）、《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2009年）、《美国创新战略：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与繁荣》（2011年）和《美国国家创新战略》（2015年）。美国高度重视教育和教育改革，希望通过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出具有较强创造力的人才。2015年12月10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签署了名为《让每个孩子都成功》的新的基础教育法案，这个法案在继承2002年小布什总统签署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教育法案的一些核心要素的基础上，对其由来已久的弊病进行了大幅度的纠正，得到了较普遍的认可。

日本也非常重视大力发展新型科学技术，培养创新人才。1995年，日本颁布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提出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作为基本国策，强调要重视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的研发，从而在将振兴科技上升为法律的同时，为日本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1996年，日本政府根据《科学技术基本法》，制定了第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1996—2000）》。此后，于2001年、2006年和2010年，日本政府又出台了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1—2005）》、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6—2010）》和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1—2015）》。经过这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日本的科技实力与创新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2016年1月22日，日本内阁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该计划提出，未来10年，通过政府、学术界、产业界和国民等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日本将大力推进和实施科技创新政策，把日本建成“世界上最适宜创新的国家”。

近年来，法国政府根据本国经济、科技发展现状和特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计划以推进科学技术创新。2003年，法国出台了《国家创新计划》。该计划鼓励创建高新技术企业，强调要加强企业与科研部门的合作，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并实现欧盟为成员国确定的2010年国内研发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的目标。为此，法国从金融、税收等方面提出了设立单人风险基金公司、引导大学生进入研究和创新领域等多项措施。2005年，法国政府出台了“竞争点”计划，希望通过整合优势、突出重点、以点带面的方式促进法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从而推动法国经济的发展。2013年，法国又正式推出了名为“新工业法国”的法国再工业化战略规划，并明确了该战略规划的第一阶段包括34项旨在发展法国优势领域的新产品或新业务的计划和一项名为“2030创新”的创新支持政策。2015年，时任总统奥朗德主持，正式推出了作为“新工业法国”战略规划第二阶段重要举措的“未来工业计划”。这项“未来工业计划”明确提出了以工业工具现代化和通过数码技术改造经济模式为宗旨的“未来工业”即“新工业法国”的模型。

2002年，德国修订并实施了新的职员发明法。根据这项修订后的法律，高等院校的科研成果可以更快、更有针对性地得到使用，这有利于系统地开发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潜力。2004年1月，德国政府正式启动“主动创新”战略，其核心内容是促使经济界和科学界联合起来，在研发领域结成创新伙伴，从而研发出更多的高新技术产品。为了给德国的科学和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德国联邦政府和各州于2005年6月正式批准了“顶尖科研资助项目”以及《研究和创新协定》。据此，德国将投入巨资建立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建立一批世界顶尖的研究中心，着力培养青年科学家。2010年，德国制定《德国2020高科技战略》，立足于开辟未来新市场，并确定能源、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交通、航空、健康研究等新的重点关注领域。2013年4月，德国又推出了在世界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工业4.0”战略，该战略目标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或革命性的生产方法，旨在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空间虚拟系统—信息物理系统相结合的手段，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核心是智能工厂、智能生产、智能物流。

1994年，英国政府首次公布创新白皮书《实现我们的潜能——科学、工程和技术战略》。此后，1998年、2000年和2001年的三份政府白皮书，也公布了多份行动计划。这些白皮书和行动计划均以创新为主题，全面阐述了英国在21世纪的科学和创新战略，其核心目标是使英国在科学上领先世界其他各国，成为全球经济的知识中心。为了在全球创新经济领域取得成功，2011年12月，英国政府出台了名为《以增长为目标的创新与研究战略》，提出政府要从发现与开发、创新型企业、知识与创新、全球合作和政府的创新挑战五大方面采取措施驱动经济发展。为了使科技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英国政府又决定在2011—2014年的四年里，委托技术战略委员会，投资两亿多英镑打造9个技术与创新中心。

纵观世界各国在科技领域实施的创新计划，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创新能力对于一个国家科技实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所具有的决定作用。在这一国际背景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开始高度重视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更是将创新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八大报告出现了55次“创新”和9次“创造”的概念，频率之高是空前的，报告所阐述的要进行创新的领域覆盖面之广也是空前的。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部分提到了三个与创新相关的重要目标：①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②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③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报告在阐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在这一段中用了15次“创新”，对这一战略进行了阐述，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重大技术瓶颈。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报告还在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部分，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该纲要明确了“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有力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第二步，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为建成经济强国和共同富裕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了八大战略任务：推动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创造发展新优势；强化原始创新，增强源头供给；优化区域创新布局，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深化军民融合，促进创新互动；壮大创新主体，引领创新发展；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实现重点跨越；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筑牢创新根基；推动创新创业，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基础上，国务院又于2016年8月制定并印发《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具体明确了2020年之前科技创新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它是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重点专项规划，是我国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的行动指南。为了服务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国高度重视教育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2016年，国务院下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该方案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作为五项建设任务之一，同年还下发了《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旨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积极性，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氛围。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们建设小康社会，但不能满足于“科技小康”。在科技方面，尤其在重大创新问题上，我们必须要有科技大国和强国意识；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在传承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正在不断创造 “中国奇迹”。随着在更多重大创新问题上实现突破，中国将创造更多的“中国奇迹”，并且在人类发展史和创造史上，书写更多中国篇章。

第二节 创造性心理学概述

既然创造性或创新是心智活动，创造性必然会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因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研究创造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所以创造性引起了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与持续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性心理学逐渐形成了。然而，自从学者们开始对创造性关注，至今对创造性的本质等问题仍然没有统一的、让大家都能接受的观点。这既说明了对创造性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与丰富，又反映出创造性这一主题的神秘性与多维性。综合已有关于创造性的研究可以发现：对创造性的研究主要从过程、产品和个性三个角度来讨论。我们的研究团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一直围绕着创造性与创造性人才等课题进行研究与探索，积累了一些成果与资料，也形成了我们团队对创造性和创造性人才内涵的理解。

一、对创造性的解释

在心理学上，创造性或创造力是一个极富争议的概念。有人说其无解，有人说其有无数解，但也有人给出了操作性定义。即使是操作性定义，也多达百余种。由于研究者观点的分歧和侧重点不同，其采用的判别标准自然各有差异。

尽管众多定义存在分歧，但在对创造性实质的理解上，一般比较容易接受的观点强调了三个方面：过程、产品和个性。20世纪80年代前后就有研究者对这三种成分分别进行了分析：有人在论述创造性时着重强调过程；有人着重强调通过作品分析创造性的基础；有人则强调创造性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属于个人、个体或个性范畴。90年代前后，又出现两种观点：一是美国的布朗（Brown，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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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创造性应有四种成分，即创造性的过程（process）、创造性的产品（product）、创造性的个人（person）和创造性的环境（environment）。二是认为创造性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并提出了所谓多“P”的概念。从1961年美国的罗德兹（Rhodes）提出4P研究取向（Person——个人，Place——地点，Process——过程，Product——产品）到1990年法国的乌斑（Urban）提出的4P模型（Problem——问题，Person——个人，Process——过程，Product——产品），还有1988年美国的心理学家西蒙顿（Simonton，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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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6P创造性要素（Person——个人，Place——地点或环境，Process——过程，Product——产品，Persuasion——信念，Press——压力）。他们的共同点仍是过程、产品和个体（或个性）。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理论从某个侧面来研究创造性：把创造性理解为过程，则从人们的创造过程去研究创造性；把创造性理解为产品，则将创造性的研究对象视为产品的创造性特征；把创造性理解为个体差异，则可以从个体的创造性特质去研究创造性。也就是说，研究创造性的不同侧面，即“过程”“产品”和“个体”或“个性”揭示的创造性结论就有差异，也必然会出现局限性。这里我们不妨先从“过程”“产品”和“个体”或“个性”入手，对国际上不同流派来做一些分析。

强调创造性过程的研究者主要强调的是，人们在产生创造性时的认知过程或思维过程。从创造性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华莱士（Wallas）在1926年提出的，创造性的“准备—酝酿—明朗—验证”四个时期，到当前创造性问题解决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验证假设”四个阶段，都是强调过程，并构建了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华莱士的准备期，是指创造活动前积累相关的知识经验，收集包括前人对同类问题研究成果在内的有关资料；酝酿期，是指创造者对问题和资料进行深入探索与思考的过程；明朗期，是指新思路、新发现、新形象的产生时期；验证期，是对新成果加以检验，进行修正补充使之完善的阶段。而今天我们常提到的创造性问题的解决，是指按一定的目的，运用各种认知过程和知识技能，经过一系列的心理活动，产生创造的结果。它包括问题情境、动机激发、定势克服、变式与策略、顿悟与灵感等一系列过程。当代心理学家斯腾伯格等人（Sternberg et al.，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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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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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创造力的投资理论，认为创造者是那些把自己的观念低买高卖的人，低买就是寻求大家不知道或不感兴趣的观念，但这些观念有潜力，逐渐以高价卖出，最后产生另一种新观念，这也是一种主张创造性是一个过程的理论。

创造性的产品是指创造性活动最终产生的结果和成果，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创造性产品有认知性的产品，如调查报告、科学考察、社会动态等；有表现性的产品，如文学艺术作品等；有指导性的产品，如工程设计、改革方案、远景规划等；有科技实验的产品，如革新技术、创造、发明等。社会更关注的往往是创造性的产品，如果人们只关注某种创造性活动，毫无结果和成果的话，那创造性活动还有什么价值呢？所以麦金农（D.MacKinnon）在1975年说道：“对于创造性产品的研究是所有创造性研究的基础，要是这个基础再夯实一点儿的话，创造性研究就会取得更好的结果。”强调创造性的实质是产品是有道理的，因为产品是基础，这是创造者在创造性活动中的外化表现和价值所在。

创造性的个体是指创造性活动的主体。任何创造性活动都是由人来完成的，于是有些研究者指出，创造性是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拔尖的创新人物在创造性活动中，都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于是从早期创造性开始到现在，创造性的研究都关注创造者的智力因素（创造性思维）和非智力因素（创造性人格）的特点；创造发明家的传记研究，也正是去分析有关创造发明家的个性特点，进而运用这些拔尖创新人才的特点去预测被试的创造性水平的高低。早在1961年，罗德兹（M.Rhodes）不仅强调了创造性由创造性个体所决定，还把这种相关研究作为分析人们创造性高低的一种方法。

二、我们团队的创造性观

从上面对已有研究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对创造性的本质主要存在过程、产品和个性三种倾向的争议。显然，这些观点都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创造性，也就是说，创造性要么被认为是一种心理过程，要么被认为是一种复杂而新颖的产品，要么被认为是一种个性的特征或品质。我们能否把这三者结合起来探讨创造性的实质呢？1984年、1986年，恩师朱智贤教授与我把创造性定义为：根据一定目的，运用一切已知信息，产生出某种新颖、独特、具有社会意义（或个人价值）的产品的智力品质。之后我们团队一直都采用这个定义。例如，我于1990年出版的《学习与发展》，董奇教授于1993年出版的《儿童创造力发展心理》以及2009年我们团队完成并出版的教育部社科重大攻关项目的成果《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都坚持使用这个定义。

（一）对我们团队定义的初步分析

我们团队的定义最先强调的是：根据一定目的，运用一切已知信息，产生出某种新颖、独特、具有社会意义（或个人价值）的产品，这个过程，是一种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过程，是创造性思维的过程。什么样的产品呢？某种新颖、独特、具有社会意义（或个人价值）的产品。显然，这是对产品做了概括。但是，我们没有停留在产品上，而是从“种”与“属”的关系来看，最后锁定的是“智力品质”，即既强调创造性是心智活动，又阐述创造性的个体差异。众所周知，个性特征包含智能、气质和性格，智力与能力属于个性，智力或智能的个性差异，叫作智力品质，因为思维是智力或智能的核心，所以智力品质又叫作思维的智力品质或思维品质。由此可见，最后我们落实的是“个性”，也就是创造性的个体或创造性的人。

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定义。这里的产品是指以某种形式存在的思维成果，它既可以是一个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论等精神产品，也可以是一项新技术、新工艺、新作品等物质产品。很显然，这一定义是根据结果来判断创造性的，其判断标准有三，即产品是否新颖、是否独特、是否具有社会或个人价值。“新颖”主要指不墨守成规，敢于破旧立新，前所未有，这是相对历史而言的，为一种纵向比较；“独特”主要指不同凡响，别出心裁，这是相对他人而言的，为一种横向比较；“有社会价值”是指对人类、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如重大的发明、创造和革新；“有个人价值”则是指对个体的发展有意义。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史实际上是一部灿烂的创造史。

毋庸置疑，个体的创造性通常是通过进行创造活动、产生创造产品体现出来的，因此，根据产品来判断个体是否具有创造性是合理的。另外，产品看得见、摸得着、易于把握，而目前人们对个体的心理过程、个性特征的本质和结构并不十分清楚。因此，以产品为标准比以心理过程或创造者的个性特征为标准，其可信度更高些，也更符合心理学研究的操作性原则。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根据产品或结果来判定创造性是切实可行的方法和途径。此外，我们之所以强调创造性是一种个性、一种智力品质，主要是把创造性视为一种思维品质，重视思维能力个体差异的智力品质（林崇德，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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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而言之，创造性是根据一定的目的产生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具有新颖性成分的智力品质。

尽管智力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然而谁都不可否认，创造性是人类的心智活动或智慧活动，是思维的高级形态，是智力的高级表现，是人类发展最美丽的花朵，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高素质。要了解与认识创造性的概念与实质，还得先从智力入手。智力属于个性的范畴，其核心成分是思维，其基本特征是概括。智力是创造性的基础，是创造性的必要条件，尽管它不是创造性的充分条件。

无独有偶，心理学家德雷夫达尔（Drevdarl）指出，创造力是个体产生任何一种形式思维的结果的能力，而这些结果在本质上是新颖的，是产生它们的人事先不知道的，它有可能是一种想象力或是一种不只局限于概括的思维综合。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苏联有部分心理学家把创造力与幻想等同起来。创造力本身就包括由已知信息建立起新的系统和组合的能力，此外，它还包含把已知的关系运用到新的情境中去，以及建立新的相互关系的能力。与此同时，创造性活动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尽管产品不必直接得到实际应用，也不见得尽善尽美，但产品必须是存在目标追求的。这种产品可以是一种艺术的、文学的或科学的形式，或是可以实施的技术、设计或方式方法。这一点对于更好地理解创造性的定义是很有帮助的。

虽然产品的新颖性、独特性和价值大小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的标准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此可以判断没有进行过创造性活动、没有产生出创造性产品的个体就一定不具有创造力。有无创造力和创造力是否体现出来并不是一回事，具有创造力并不一定能保证产生出创造性产品。创造性产品的产生除了具有一定创造性的智力品质外，还需要有将创造性观念转化为实际创造性产品的相应知识、技能以及保证创造性活动顺利进行的一般智力背景和个性品质，同时它还受到外部因素，如机遇、环境条件等的影响。由此可见，犹如智力有外显和内隐之分，创造力也有内隐和外显两种形态。内隐的创造力是指创造性以某种心理、行为能力的静态形式存在，它从主体角度提供并保证个体产生创造产品的可能性。但在没有产生创造产品之前，个体的这种创造能力是不能被人们直接觉察到的。当个体产生出创造产品时，这种内隐的创造力就外化为物质形态，被人们所觉知，这时人们所觉知的创造力就是主体外显的创造力了。

（二）对创造性过程、创造性产品和创造性个性的理解

根据我们团队的创造性观，基于我承担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与培养模式”的研究，我们对创造性过程、创造性产品和创造性个性提出如下看法。

其一，关于过程。

创造性过程有着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认知活动参与，需要建立不同的知识系统。传统的知识与创造关系，有张力说和地基说两种。前者强调知识可以是创造者的创新基础，也可能由于定势妨碍人的创造；而后者则强调知识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犹如地基与大楼之间的关系。不管怎么说，知识是创造性或成就的前提。当代的知识与创造关系理论更为丰富，研究了图示知识、联结知识、样例知识、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元认知知识等在创造性思维中的作用，研究了专家和新手由于知识不同产生创造性思维的差异特征。

而我们团队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则强调了智力或认知材料，即内容或知识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并指出：①智力的材料、内容或知识的发展是由具体形象向抽象方向转化的；②智力的材料、内容或知识的不断抽象化或认知表征的不断概括化，是人的智能包括创造力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③不能忽略视觉表征、听觉表征和言语表征与物理表征、语义表征和概念及命题表征的区别，应该区分不同水平表征形式，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本质区别上来讨论其在创造性上的意义；④理性认知或抽象思维的材料主要有三种，即语言（语义、概念和命题等），数（标点符、运算符、代码符等），形（几何图形、设计图、草图、曲线、示意图、形象和情境的表述等），这构成创造性的材料或知识的形式等。

“根据一定目的，运用已知的一切知识（信息），产生出产品”的创造性过程，在我们课题中主要关注三点：一是创新人才的成长过程是一个认知或智能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要研究创造性人才，尤其是各类拔尖创新人才，如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企业领域不同的拔尖创新人才的认知过程或智能特征及其发展过程，也就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创造性过程的特征及其实质；二是按课题立项的要求，我们主要研讨了大学生创造性的培养模式，所以我们要揭示大学生的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的特点，以及这些知识与创新人才成长的关系；三是创造性思维过程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过程，所以我们探讨了大学生提出创新问题、解决创新问题的过程。

其二，关于产品。

创造性产品是创造性研究的基础，分析创造性产品的特征，就成了对创造者研究的出发点。研究创造性产品主要是剖析创造性产品与普通产品相比有什么特征，这些特征不管是传统的研究还是现代的研究，都要从产品的新颖性、独特性与对社会和个人的意义或价值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创造性产品特征的重要意义在于满足研究者建立外部标准的需要。

其实，分析创造性产品特征的更深层次原因是要揭示创造性产品所隐含的创造者创造性思维的表现。这方面具体的研究工具主要是评定量表，常见的有成人评定量表、教师评定量表、学生作品评定量表等。例如，教师评定学生作品的“创造性产品语义量表”，要求教师判断学生作品的新颖性、问题解决的有效性、精密性以及其他综合性特征。我们课题组胡卫平教授的“青少年科技创造力评定量表”涉及物品非常规用途、问题发现、产品设计、产品改进、问题解决、科学实验和创造性想象等多项特征。

“产生出新颖、独特、有社会意义或个人价值的产品”的创造性成果或结果，在我们的课题中主要关注三点：一是创造性人才成长过程是创造者成果或产品呈现和完善的过程，所以我们研究了三类不同领域，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企业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的成就或成果形式与特征，进而探索他们创造性产品的形成过程；二是探讨了大学生创造性培养模式，我们要研究大学生对产品的新颖性、独特的程度与社会意义和个人价值程度的理解或评价水平；三是产品有物质的、精神的，所以我们用言语与图形材料等对大学生“产品认知”进行问卷调查，揭示了不同专业大学生对不同产品的倾向。

其三，关于个性。

创造性产品从哪里来？来自个体、个人或个性，每个产品的背后是活生生的人，是充满着智慧且有智力品质差异的人，这就构成对创造性人格的研究，且成为创造性心理学及其测量研究取向的重要内容。对于人格与创造性的关系，创造性心理学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探讨各个领域创造性水平高的人的人格或个性特征。例如，比较高创造者与低创造者人格特征或个性特点的差异。个体人格因素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具体有人格或个性的内外倾向性与创造性的关系，个性心理特征和个性心理倾向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个性心理动力特征与创造性的关系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的人格结构模式，尤其是“大五”模型（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和尽责性）与创造性的关系。

二是探讨完整的人格或个性因素。当然，不同心理学家有不同的归类，如进取心、信心、果断、独立、冒险性、竞争性、挫折性、动机、情感、兴趣、需要、好奇心、想象力、挑战性、探索性、意志等与创造性的关系。在研究中我们不可能把这么多因素都考虑进来，而是按照不同心理学家的个性或人格的结构定义或理论，分别进行不同组合来探讨各因素与创造性的关系。

三是探讨不同领域的创造者所具有的不同的人格或个性的特征。我们看到的资料中涉及科学领域（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等），艺术领域（画家、雕刻师、建筑师甚至是文学家等），社交领域（管理部门、社会学、心理学等），企业领域（各国大企业家等）的研究报告，从中可以看出不同人格或个人特征与各种不同活动领域的创造性的特殊相关，也就是说，不同人格或个性特征往往反映了不同领域创造性本身的特殊性。

“智力品质的人格或个性特征”在我们的课题中主要关注五点：一是由于“不同领域的创造者所具有的人格或个性特征是有差异的”的结论，所以我们对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和企业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的人格或个性特征展开深入的研究，确定其差异性，尤其是分别探讨他们各自在智力品质方面的特征；二是为了培养各专业大学生人才，我们对大学不同专业的大学生的人格或个性特征，尤其是智力品质的表现做深入的探讨；三是为了进一步建立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我们研究了大学生对智力品质与创造性关系的认识，以增强大学生智力品质的认识机制；四是为了探讨动机系统与创造性的关系，我们深入研究了大学生创造性与自我决定动机支持之间的关系，以揭示创造性与个性动力系统的内在关系；五是研究创造性的脑机制，以揭示智力品质的神经科学基础。

三、我们团队对创造性人才的理解

相对论的提出者爱因斯坦、裸体雕像《大卫》的塑造者米开朗琪罗、《命运》交响曲的创作者贝多芬、《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本草纲目》的编著者李时珍，无疑都是创造性或创造能力突出的典型。用今天的语言来说，他们都是杰出的“拔尖创新人才”。然而，有创造性的人并非都能成为这样的“大家”“大师”或“巨匠”，这就涉及如何理解创造性的人才或创新人才。

（一）创造性人才的层次

党中央文件多次指出，培养和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创造性的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一大批创新拔尖人才，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这段话至少包含两重意思：一是培养和造就创造性或创新人才极其重要，它关系到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二是创造性或创新人才是分层次的，分三个层次。这对创造性或创新人才的分类是客观的、科学的。

最广泛的层次或第一层次是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创造性的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人人都有创造性，我们要关心每一个劳动者的创造力或创新能力。在过去的心理学中，创造性的研究对象仅仅局限在少数杰出的发明家和艺术家身上。实际上，创造性是一种连续的而不是全有全无的品质。人人都有创造性思维或创造性，人的创造性素质及其发展仅仅只是类型和层次上的差异。因此，不能用同一模式来看待社会成员和培养每个学生的创造性。由此可见，我们应该提倡创造性或创新的大众化。创造性教育或创造性人才培养模式也要大众化，尤其在大学、中学、小学里人人都可通过创造性教育获得创造性的发展，只不过人与人之间的创造性有差异罢了。

第二层次是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创造性的专门人才。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各行各业的创造性人才或创新专门人才，即“行行出状元”的人才。这类人才的创新最佳年龄或创新第一高峰期在25～35岁。在第七章我们会展示国内外的重要数据，着重提出创造性为什么会表现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期。我们将会用国际上重要的智力理论“流体智力”观与“晶体智力”观来分析。因为在20～35岁这两种智力都已处在较高的水平且都能得到较好使用，并且都有助于创造性的发展。这就是各行各业专门人才成长的年龄特征，它有助于我们研究创新人才成长规律与培养模式。

第三层次是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这一大批仅仅是时代的需求，实际上相比于前两种创造性或创新人才要少得多。所谓拔尖创新人才，我们认为至少要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从发展顺序来看，它属于创造后期，是在上述的最佳创造期的基础上，经过质疑反思、勇于竞争、不怕挫折，一步步由时空、社会、实践的检验，直到最后获取重大的成果；二是从产品质量来看，其原创性的成果具有重大发现发明和社会影响，甚至有历史意义；三是从在同行中地位来看，应该是所在行业或专业的领军人物。在国外，诺贝尔奖获得者、杰出的总统和部长、有名声的企业家常作为拔尖人才研究的被试；在我国院士、德高望重的社会科学家和有声望的企业家常作为拔尖创新人才的被试代表。

我们团队根据对创造性人才的认识，针对自己的“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与培养模式”的研究任务，着重探索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有关文件强调，要推进科技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重要支撑，必须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是应对国际经济形势深刻变化的必然选择。可以看出，探索建立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从而建立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要求，也是当前对教育改革的迫切需求。

具体来讲，我们在2003—2009年承担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的研究基础上，2012—2017年又承担了一个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与培养模式”，我们进一步通过以下几方面来研究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一是创新人才的特点研究；二是创新人才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三是创新人才成长阶段的再探索。探究创新人才的成长阶段，回顾性地研究他们的思维、个性、代表性的实际创造成就及个人成长经历，能够揭示其创造才能的形成机制。总之，只有深入了解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才能更好地确定、探索他们的培养模式。伴随着创新人才的成长，在不同年龄段如何进行培养值得心理学工作者深入研究。因此，我们团队采用了多年龄段的研究方式，从小学、中学、大学以及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相结合的模式等方面，进行创新人才培养的实验研究。

（二）创造性人才成长的环境因素

我们团队坚持如下观点：创造性人才成长的外因是创造性的环境，其内因是创造性人才的心理结构。创造性人才的成长必须要有一个创造性的环境。

环境是指周围的条件。当然，环境的概念非常宽泛，广泛的环境泛指存在于有机体之外，并且对有机体产生影响的一切要素之和。与有机体没有联系的外部世界，对有机体来说，无所谓环境。从受精卵开始，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从未间断过。布朗芬布伦纳认为，个体的行为不仅受社会环境中生活事件的直接影响，还受到更大范围的社区、国家、世界中的事件的间接影响。因此，他把个体的社会生态系统划分为五个子系统（Bronfenbrenner & Morri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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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微系统，指与个体直接的、面对面水平上的交流系统，如家庭、学校、同伴群体、工作场所、游戏场所中的个人交互作用关系；②中系统，是几个微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③外系统，是指两个或更多的环境之间的连接与关系，其中一个环境中不包含这个个体；④大系统，是指与个人有关的所有微系统、中系统与外系统的交互作用；⑤长期系统，是指个体发展过程中所有的社会生态系统，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然而，对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科学学科来说，环境的内容存在明显的差异。

对生物学家来说，环境是指生物生活的周围的气候、生态系统、周围群体和其他种群。例如，毛泽东当年提出了农业八字方针：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这里内因是什么？农业发展，不管是水稻、大豆还是玉米，都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子是内因，另外七个字实际上就是外因——环境。如果一点儿水都没有，那干巴巴的种子永远是种子；而土和肥，是促使种子成长的根本性外部条件。我们平时经常说“庄家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就说明，对于生物学来说，环境也就是周边的生活和气候、生态系统、周围的群体（包括其他的种群），对生物的成长起着作用。

对社会科学来说，人是社会化的动物，人建立了社会，而社会的实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社会环境就是具体人生活的周围情况和条件。一个创新人才的成长，要靠周边的生活情况和生活条件、科研情况和科研条件以及人际关系等一系列的环境。当然，创造性人才的心理结构是内因，属于个体变量，环境变量是外因。外因与内因共同作用，是创造性人才成长所必需的，没有环境和文化的支持，即便最伟大的天才也将一事无成。如果心理学强调心理是脑的机能，客观现实产生心理内容的话，那么创造性既是一种产生于脑的机能的现象，同时又是环境和文化因素的产物。

创造性环境是指创造活动的背景因素，它既包括创造活动所必须具备的物理环境（如场地、设备、器材等），也包括人文环境（如团队、文化氛围、组织管理、资料等）。因为创造活动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它从来不是孤立发生的，所以成功的创造必须具有必要的环境条件。在创造性环境因素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创造型人才的成长需要以下几方面的支持。一是需要一个民主、和谐的环境，而民主和谐的环境包括文化环境，如文化、传统、时代特点等，某种文化环境或某种传统文化比其他文化环境更能促进创造性的发展。这种能较好促进创造性发展的文化环境和这种文化所赖以生存的时代，被人称为“创造基因”（阿瑞提，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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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教育环境，包括家庭、学校，特别是教师、导师等，创造性教育是创造性研究的一种归宿，是创造性人才培养的一种必然（林崇德，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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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社会环境，包括政府环境、行政支持、社会条件、社会支持及其对创造性的重视程度。四是创造性所在的微环境或小环境，包括单位的性质、职务、所处地位、人际关系合作或协作状况等，民主、和谐的小环境，不仅为个体创设了一个从事创新的良好条件，也形成了一个创新的团队。五是资源环境，如投入、硬件条件，也包括自然环境等，几乎国际上的创造性资料都强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资源环境的重要性。诚然，影响创造型人才培养的环境并不仅仅限于这五种，个体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正是通过不同环境的作用成长、发展起来的。总之，我们要进一步营造鼓励创造性或创新的环境，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注重培养一流的创造性或创新人才，使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各方面创造性或创新人才大量涌现。

第三节 创造性的研究取向

创造性的研究取向，主要指在创造性研究领域，不同研究者所持有的基本研究信念、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等方面的综合体。它涉及创造性过程、产品、个体、环境多个方面，核心都是为了从不同角度揭示创造性的实质，探索创造性的理论机制和实际应用。

一、认知心理学取向

一般而言，认知心理学是用信息加工的观点来解释人的认知过程的科学。认知心理学研究取向对创造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造性思维领域。

（一）创造性思维的特点

按思维的智力品质分类，思维可以粗略地分为再现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前者是一般性思维活动，后者是人类思维的高级过程。人们通常把创造性思维和发明、发现、创造、革新、写作、绘画、作曲等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创造性思维不仅具有一般思维的特点，同时也具有不同于一般思维的特点。只有了解这些特点，才能有的放矢地选择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探索。具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其一，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活动联系在一起，其结果是产生具有社会意义或个人价值的新颖而独特的思维成果。因此，新颖性和独特性是研究设计的出发点。

其二，思维与想象的有机统一。创造性思维是在现实资料基础上，进行想象加构思才得以实现的。创造性想象构成了研究创造性思维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三，在创造性思维的产生过程中，新形象和新假设带有突然性，于是对顿悟问题的探讨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其四，发散思维和辐合思维的结合。一题多解与一题一解是密不可分的，发散式加工研究是目前创造性研究中最常见的课题。

其五，分析思维和直觉思维的统一。它既具有逻辑性，也不排除直接的、突发的、领悟的认知。

（二）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取向

按照常见的创造性思维研究与我们的研究，我们认为创造性思维涉及四个方面的取向。

一是从发散性加工与辐合性加工入手研究创造性思维，特别是研究创造性问题的解决，这是创造性思维研究采用的最广泛的取向。较多的方法是采用心理测量学和实验法开展研究，我们团队也对此开展多方面的研究。例如，我们采用横断方法与纵向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设置实验组与控制组，研究了小学儿童运算过程中思维灵活性品质发展与培养问题（林崇德，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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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团队还曾采用自编的《青少年创造性思维测验》，利用测验法对中国青少年创造力的发展开展研究（沃建中，王烨晖，刘彩梅，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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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是利用计算机模拟系统探讨知识认知结构的创新结构特征。按图1-1进行研究，探讨知识经验在创造性思维中的作用。

[image: ]


图1-1 认知结构

国际上主要以此探讨创造力与知识的关系，我们团队的衷克定则在研究中小学物理教学与创造性关系中探讨了这个问题（衷克定，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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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是研究顿悟问题解决。人面临复杂事物或问题解决情境时，对复杂关系豁然贯通的过程或阶段称为顿悟，这是创造性过程中灵感的一种表现形式。创造性问题的解决往往是突然发生的，可以理解为一个包含预期目的与整个问题情境在内的新的“格式塔”或结构突然出现在人的意识中。这是目前对创造性问题解决研究的较多的一种途径。我国罗劲教授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他通过系列行为和脑成像研究揭示了创造性顿悟中“新颖性”和“有效性”特征的脑认知机制（Huang，Fan，& Luo，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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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创造性顿悟过程中“破旧”和“立新”的脑认知机制（Zhao，Zhou，& Xu，et a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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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是对创造性想象的研究，常常采用编创造性故事、绘制创造性图画、发散思维和远程联想等任务。通过对创造性想象的研究，来探讨创造性思维的特点。在国内外研究文献中这方面研究材料很多，我国中学、小学、幼儿园把它作为创造性培养的一种途径。

（三）简评

创造性是心智或智慧活动，研究创造性思维是研究创造性的最佳途径。在创造性思维研究中，既可以系统研究，也可以研究某种形式、某个内容和某些过程。尽管在心理学界至今还没有形成令人满意的研究体系，但以点带面，获得的却是创造性的某些特质。当然，在认知心理学取向中，创造性思维加工与常规认知加工有什么区别，创造性思维与一般思维有何不同，这些问题在国内外心理学界是有争议的。它有待学术界去不断改进、完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创造性思维过程的信息生成、提取、选择与监控等加工过程，以揭示创造性的实质。当然，我们多次强调，智力是创造性或创造力的必要条件，但不能与创造性画等号，不能成为创造性的充分条件，所以，研究创造性思维是研究创造性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却不是唯一途径，它的研究不能成为创造性研究的全部。

二、人格心理学取向

人格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格。人格（personality）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它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的能力、情绪、需要、动机、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等方面的整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给人以特色的身心组织。人格心理学对创造性的研究取向，主要集中在创造性人格领域。

（一）创造性人格的特点

按人格的分类，其中有一种叫创造性人格的种类。常见的是高创造者的人格，但从历史延续来看，往往被称为天才的人格。创造性人格有哪些特点呢？从大量的文献综述来看（黄希庭，2002；Pervin & Joh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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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创造力的个体与创造力较差的个体间似乎存在许多认知与性格特征上的差异，而这种独特的剖面图最为显著的整体特征是它的复杂性。创造性天才常常表现出一些很不稳定甚至有时自相矛盾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下面六方面。

其一，创造性个体几乎总是比一般人更加聪明，智力至少要高出一个标准差，但超过这一阈限水平，智力的增加可能对应也可能不对应更高程度的创造天才，如我们第二节所述，智力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其二，创造力更多的是指一种认知风格而不是单独的智慧能力，创造性个体能够想象出完全不同的概念或刺激间的许多不寻常的联系。

其三，拥有知觉、认知的丰富性，表现为非凡的通才，能在多个成就领域做出贡献。

其四，创造者深爱他们所做的事情，对其所选择的创造事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精力和投入，或为“工作狂”，且能很好把握工作之间错综复杂的“事业网络”。

其五，创造性个体倾向于表现出高度的独立性、自信性和自主性，常常无条件地拒绝顺从传统规范，而显示出一种断然的反叛气质。

其六，创造者，尤其是创造性天才，似乎比普通人表现出更高的神经质特质，甚至有更高的精神病发生率。但是奇怪的是，创造者似乎具有高水平的自我或其他心理资源，能够控制这些有害的力量。

（二）创造性人格的研究取向

研究创造性人格主要从以下三种取向入手：心理测量法、传记法和历史测量法。

一是通过心理测量法了解创造性人格的特征。常见的量表有16种人格因素问卷（sixteen personality factor questionnaire，16PF）、形容词核查表（adjective check list，ACL）、发现才能的团体量表（group inventory for finding talent，GIFT）、发现兴趣的团体调查表（group inventory for finding interests，GIFI），以及你是哪种人（what kind of person are you，WKPY），等等。

二是通过传记法了解创造性人格。搜索和研究与创造性人物有关的传记资料，以分析其人格特征及其他创新特点和成长规律。传记资料可以是自述的或他人叙述的，也可以是原始性传记或研究性传记等。由于传记资料较系统地记载了创造性人物的行动与经历，对研究创造性人格发展规律很有帮助。但由于传记的内容多属追忆，难免有失实之处；而传记内容又受作者意图所支配，未必都如实而全面地反映创造性人物的人格特征，因此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三是通过历史测量法了解创造性人格。运用历史测量法研究创造性的开创者是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历史测量法通常用在杰出创造性的发展心理学、超常创造性的差异心理学和杰出创造性的社会心理学中。从发展心理学去研究创造性人物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对创造性人物的人口学研究，如出生顺序、智力早慧、童年经历、家庭背景、教育训练、角色榜样和导师等；另一方面是对创造人物的创造性表现做分析，如职业生涯中创造性作品的量与质的关系、作品的写作或研究年龄、创造性与早慧智力、寿命和出生率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既可做定量分析，又可做定性分析，从而揭示创造性人物的人格发展特征。从超常创造性的差异心理研究创造性人物的个体差异，即人格特征。例如，为了描绘出杰出科学家的人格特征，将16种人格因素问卷应用于生平数据。从杰出创造性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创造性人格及其创造性产品，如通过揭示艺术作品对其他人的影响而获得信息。历史测量学家还从创造性人物的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四个更高水平的背景去揭示创造性人格特征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规律。

（三）简评

在创造性人物或人才的发展中，有时创造性人格比创造性思维还重要。因此，创造性人格研究在创造性研究中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创造性人格的三种研究方法，即测量学取向、传记法取向和历史测量法取向是重要的研究取向。此外，我们还看到国际上的相关研究。例如，研究者从日常成就对杰出创造者人格进行分析；从儿童期的创造力对成人期的创造力的影响来探讨创造性人格的作用；从认知特征与性格特征的交互作用来揭示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效应；从科学创造力与艺术创造力的交互作用了解创造性人格在不同领域的表现；从创造力发展中的先天与后天发展的关系认识创造性人格的发展条件；从创造力的个体或人格因素对环境的决定作用来理解创造性人格与创造性环境如何统一，等等。由此可见，研究创造性人格的方法很多，然而，所有这些创造性人格的研究方法，都处于探索阶段，都不能说是成熟的研究手段。

三、心理测量学取向

心理测量是用心理测验作为测量工具的一种研究方法。心理测量，可用于了解个体差异。创造性是智力品质，所以心理测量学取向的对象应该是创造性的智力品质或创造性的个体差异。心理测量的工具是创造性研究采用的最普遍、最主要的手段。

（一）心理测量创造性研究的特点

心理测量的前提是数量。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1874—1949）等人曾提出，凡客观存在的事实都有其数量，凡有数量的东西都可以测量。创造性水平有高低，能否数量化，能否测量呢？答案是能。从20世纪50年代，吉尔福特（Joy Paul Guilford，1897—1987）开始直到现在，创造性的大多数研究都是靠心理测量技术来完成的。

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在心理测量技术上，如何改进测量工具，使创造性测量能够有效，即准确地测量出个体的创造性。具体应考虑如下四方面。

其一，心理测量的基础是心理测验。心理测验的种类及功能涉及面很广，因为心理测验是判定个体差异的工具。个体差异包括很多方面，并可在不同目的与不同情境下去研究。创造性个体差异的研究重点是测验创造性的人格和认知情感。

其二，心理测验是标准化测量的工具，测量的内容、步骤的规定、评分标准及测验分数数量化的方法都是根据创造性的特点来实施的，有关测量水平的四种量表，即命名量表、次序量表、等距量表和比率量表，也要根据创造性的具体研究内容加以修订。

其三，创造性心理测量依据创造性测验得分高低的差异，但分析这种差异时要格外慎重，不要轻易与创造性层次挂钩。

其四，创造性思维测验与智力测验的相关研究。创造性人格测验与人格特质的相关研究都是很重要的，但它们之间不能确定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二）心理测量研究创造性的取向

运用心理测量研究创造性主要涉及以下四方面。

一是对创造性思维的研究。从吉尔福特开始人们就应用测验研究创造性认知加工过程，其中突出的测验是发散思维的测验。吉尔福特的弟子托兰斯（Torrance）的创造性思维测验（TTCT）被广泛应用。此外，发散性能力测验（the structure of intellect，SOI）、复合远程联想测验（compound remote associate problems，CRA）、完形闭合任务（gestult closure task，GCT）和线索积累任务（accumulated clues task，ACT）等都是较著名的创造性思维的测验方法，且效果不错。

二是对创造性人格和行为特征的研究。应用心理测量方法，通过比较被试的创造性测验得分高低，找出创造性高低人群之间不同的人格特征。这种人格和行为特征一般用人格测验进行测量。当关注点是两者的关系时，可以考察人格与创造性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寻求高创造性人格特征。我们团队的孙汉银2016年在其《创造性心理学》一书中提出高创造性人格的八个因素：好奇心、对经验的开放性、模糊容忍性、冒险性、意志力、独立性、自信、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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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是对创造性产品特性的研究。对创造性产品的分析研究，不仅可以探讨创造性产品与一般产品之间的异同点，更重要的是可以揭示创造性主体的特征。对创造性产品的测量，在方法上主要采用外部评定。例如，创造性产品语义量表（the creative product semanic scale，CPSS），要求评判者对作品的新颖性、解决问题的实效性和精密性等特点加以评定，而评判等级指标严谨、客观，具有可靠性，是外部评定的重要基础。

四是对创造性环境属性的研究。对创造性环境属性的测量最早出现在管理领域，后来发展到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它们测量的是创造者对于所在的组织或集体环境的主观知觉，以确定影响个体创造性的环境变量，并探讨环境与创造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以便证明环境因素的改善有助于提高主体的创造性。主要的测量工具有西格尔的“支持创新量表”（Siegel scale of support of innovation）、艾克瓦的“创造性气氛问卷”（creative climate questionnaire）、阿玛贝尔（Amabile）的“创造性工作环境评价表”（work environment inventory）等。

（三）简评

用心理测量方法去研究创造性思维、创造性人格、创造性产品、创造性环境及其与创造者的交互作用，是一种最为普遍也显得较为简便的创造性的研究手段，在国内外也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我们团队也曾围绕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人格编制了中国式的量表（沃建中，蔡永红，韦小满，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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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应用发散思维测验来寻求量化的创造性过程的方法，已经成为研究创造性最常见的方法。然而，大量创造性研究表明，心理测量学研究创造性取向，其结果的预测效度和区分效度并不高（斯腾伯格，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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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获得很高测量分值的人，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并不一定有高创造的成就。这说明心理测量学研究创造性取向的真实性值得推敲。

四、实验心理学取向

实验心理学是指用实验方法研究心理现象的心理学分支。实验心理学研究创造性，主要采用实验方法。

（一）实验心理学取向的特点

创造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果，它涉及创造性过程、产品和个性领域，包括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人格，在环境中通过实践活动而得到发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创造性的实验研究变得非常有用，因为实验法可以采用各种控制手段把复杂的过程变成可操作的状态。从实验方法的特征来分析，研究创造性的实验取向有如下四个特点。

其一，整个创造性研究体现了心理学实验研究的四个基本功能，即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其中控制是创造性研究的最高目标。控制是指根据一定的科学理论操纵某些变量的决定条件或创设一定的情境，使创造性研究对象产生理论预期的改变或发展。

其二，操作特定的实验处理并观测影响创造性行为相关自变量与预测创造性行为的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变化，并控制所有与实验无关的干扰变量。

其三，创造性研究实验法分为两种：一种是实验室实验法，另一种是自然实验法。为了对实验效果进行比较，实验过程中可以将被试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后者又叫控制组，控制组不使用实验组的实验操作手段。

其四，在创造性实验研究过程中，为防止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在霍桑工厂做实验，被试期望对实验结果产生干扰），采用单盲研究（single blind study），即不让被试知道实验目的，或不让被试知道自己在实验组还是对照组，或双盲研究（double-blind study，主试、被试都不了解被试接受哪一种实验处理）。

（二）对创造性的实验研究取向

斯腾伯格主编的《创造力手册》介绍了七个创造性的实验研究，这很好地说明了创造性的实验研究取向（斯腾伯格，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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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其归纳为四方面。

一是操控信息和策略的实验。控制了被试在看到开放式问题之前给他们的指导语和信息，影响了发散性思维（例如，要求被试列举出各种促进更多的欧洲人到美国去旅游的方式方法），以表明信息对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表现的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小学儿童运算思维灵活性的研究，即一题多解的发散思维的研究，就是类似的实验（林崇德，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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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是问题操控的实验，创造性的成就往往来源于问题的发现而不仅是问题解决，而问题的发现往往需要问题界定。控制被试对某个问题的理解往往促使其对原问题进行重构。《创造力手册》中是这么介绍的，我们团队的刘春晖和林崇德2015年的研究也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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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是情感与创造性的实验。《创造力手册》介绍了一些实验研究，以比较和对照特定情绪状态及其与创造力的关系。我们团队在中学语文教改实验中，收集了大量的材料，按照语文课文的内容，选择不同情绪乐曲加以配乐朗诵，以提高实验班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进而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

四是动机与创造性发展的实验。长期以来，动机一直被认为是创造性人格最主要的特质之一。实验研究表明，内部动机不仅与创造性人格有关，也和创造性过程存在重要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内部动机和创造性活动之间存在逻辑上和功能上的联系，从经验上来说也存在这种联系。《创造力手册》介绍了把“合作”与“监督”作为内部动机的自变量的研究，结果发现，合作和受人监督的效果远不如自觉“独创”的效果好。我们曾开展系统的自然实验，在我们的实验中，北京市通县（现北京市通州区）第一、第二和第六中学，1986年招收的新生入学考试分数，第一、第二中学为193分、180分，第六中学为121.5分（满分为200分），第六中学学生入学考试分数当时为全区最低；三所学校学生的智商平均分数分别为114.5、104.8和87.79（正常智商为90～110）。但第六中学狠抓以学生学习动机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的培养，经过三年努力，中考名列全区46所中学的第二名，仅次于第一中学。在思维品质，尤其是在语文和数学两科创造性得分上，第六中学提高了10个以上的百分点。智商偏低的学生挤入智商110以上的学生行列。这项团体自然实验的结果，引起心理学界和教育界的重视。1994年，第六中学被评为北京市中学“特色校”。

《创造力手册》还介绍了“心智综合、意象和知觉实验”“唤醒和注意实验”和“操作性实验”，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三）简评

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在研究创造性方面最大的特点在于控制。在研究中严格地进行实验控制，能有针对性地控制创造性的影响因素，同时有效排除无关变量的干扰。例如，我们团队的刘春晖采用实验方法考察了个体变量和材料变量对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影响，为了有效控制个体变量（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等），课题组采用自编大学生信息素养问卷（刘春晖，林崇德，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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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乔恩（Facione）等人编制的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中文修订版）筛选出四类学生。同样，为了有效控制材料变量（信息量、批判情境等），课题组借鉴以往类似研究的经验，从近5年出版的科普书籍中初步选取了8篇文章，请30名大学生从难度、趣味性、引发思考性三个指标进行五点评分，筛选出引发思考性较强、趣味性较强、难度适中的四则文本材料，进而采用2（信息素养：高、低）×2（批判性思维倾向：强、弱）×2（信息量：高、低）×2（批判情境：有、无）四因素混合设计开展了研究。运用实验方法研究创造性的重要优点是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因果关系，而且通过使用“安慰剂”还能确定实验变量的真正效应。黄希庭教授在《心理学导论》中讲述了一个实验：咖啡因能使大脑兴奋，提高大脑功能，研究拟检验咖啡因能否提高数学成绩（成绩中也包含数学的创造性）。自变量是咖啡因，因变量是数学成绩，实验的所有条件是严加控制的。通过对比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成绩，证明立论成立，那么咖啡因就是因，数学成绩就是果。如果在实验中用与咖啡因色香味类似的代替品，同样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数学题，如果成绩不如之前的水平，反证咖啡因与数学成绩的因果关系，而代替品效应就是安慰剂效应。

实验法也有其不足之处：一是研究过程操作复杂，不是轻易就能完成的；二是对实验的主观期望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干扰，这种期望可能来自被试，也可能来自主试，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出的霍桑效应、单盲效应和双盲效应；三是对对照组（控制组）的控制相当艰难。在我们提交的包括创造性在内的思维品质培养实验中，控制班不断学习实验班的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验的效果。为了克服这些缺点，不少心理学研究采取准实验的研究取向。

准实验设计是指在实验情境中不能用真正的实验设计来控制无关变量，但可以使用真正实验设计的某些方法来对创造性研究计划收集资料，获得结果。在对实验点中小学生培养创造性在内的思维品质实验中，条件控制不如实验法严格，它是在不可能进行严格实验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我们就让实验点教师对那些影响结果的无关变量，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由于我们所运用的是现代学生群体，其主要的特点是被试不是被随机地安排到不同条件之中的，因此，我们不设控制班，而较多地使用已经形成并可作为研究对象组合的比较组。在创造性或思维品质的培养实验中，我们严格贯彻教学要求与教学方法，严格处理实验点的前测、后测，通过间隔时间序列设计、重复处理实验设计和循环法（轮组）设计等方法，最后在26个省市的3 000多个实验点取得较多圆满的实验结果。

五、神经生物学取向

神经生物学是以动物机体神经系统的生物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与心理学关系最密切的应该是认知神经科学，即关于心智的生物学（Gazzaniga，Ivry，& Mangu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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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20年来，从神经生物学角度研究创造性，探索创造性的神经机制与分子遗传机制，已成为创造性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一个新视角。

（一）神经生物学取向的特点

对创造性的深入研究必然要揭示其生物学的基础或神经机制，但神经机制最大的特点是看不见、摸不着。近20年来，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许多借助于新科学技术、手段来探讨创造性的神经机制与分子遗传机制的研究涌现。其特点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创造性研究者从过去只是在行为层面上研究创造性转向强调将行为与创造性活动的神经机制联系起来，开始共同关注创造性内在的生物学基础。

其二，对于创造性生物学基础的研究主要探讨神经系统的有关结构和功能对创造性的作用，现在较多的研究集中在创造性脑结构成像研究和创造性脑功能成像研究。

其三，在研究创造性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经机制或神经系统活动时，可以在体表或者神经元上记录到电信号，这种电信号为我们推知个体创造性活动的生理机制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脑电图、脑磁图及生理多导仪是记录电生理信号的有效技术。

其四，更深层的创造性高低差异研究，个体有无脑结构和功能上的差异研究，可以用无损的磁共振成像（MRI）或近红外成像（FNIRS）进行研究，前者可从功能性磁共振研究、结构性磁共振研究、纤维追踪三个方面揭示不同创造性水平大脑差异的特征；后者可以检测高创造性与低创造性个体差异的大脑皮层功能活动的特征。

其五，随着人类基因测序技术的不断完善，研究者开始关注创造力的遗传机制，而创造力神经机制的揭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影响创造力候选基因的搜寻。创造力神经机制研究经常可以揭示与创造力加工过程或个体能力差异相关的脑区，而对这些脑区认知功能发挥重要作用的神经递质通路相关的基因就成为影响创造力的候选基因。

（二）对创造性的神经生物学取向研究

《创造力手册》介绍了多种“创造力的生物基础”取向的研究：创造力与大脑皮层的激活、诱导性皮层激活、唤醒的静息水平、唤醒水平的可变性，创造性认知和皮层唤醒、皮层唤醒的自我控制、创造力去抑制和反应性、创造力过度敏感和习惯化，创造力和对新奇与刺激的需要、创造力与大脑扫描、创造力与大脑半球的不对称、诱导性右半球激活、非创造性任务的个体差异、创造性活动中的半球不对称性、创造力与额叶的激活、生理学差异的基础，等等。这16项创造性的生物学基础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在探索创造性的神经机制。

这里，我们对北京师范大学以及我们团队在创造性的神经生物学取向的四项系列研究做些介绍。刘嘉、邱江等教授基于结构性磁共振研究，对创造力特质的神经基础做了研究（Li，Li，& Huang，et al.，2015）
 
[30]

 。他们用威廉姆斯创造性倾向测验对246名大学生的创造力特质进行测量，这246名被试同时参加磁共振扫描，获取其大脑结构成像，经过系列处理后，得到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学参数（灰质总量）。之后研究者以每一个体体素的灰质总量为因变量，以被试创造力的得分为自变量建立一般线性模型，来定位与创造力特质相关的脑区。研究发现，右侧颞中回后侧与创造力有关，右侧颞中回后侧的灰质总量越大，创造力越高。基于开放性与创造力行为数据的高相关，研究者还进一步探讨了开放性在创造力与右侧颞中回中的中介作用，检验发现开放性在二者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与刘嘉、邱江等人用结构性磁共振研究创造力神经基础不同，罗劲教授等人则用功能性磁共振研究创造力加工过程中的神经机制（Huang，Fan，& Luo，2015）
 
[31]

 。他们以汉字组块破解型顿悟为例，对人在创造中所包含的新颖性和有效性特征如何在头脑中表征的问题开展了研究，这也是首次从脑科学角度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汉字组块破解的基本原理是部首水平的拆字具有常规思维的特点（如拆掉“学”上面的学字头使之成为“子”），而笔画水平的拆字则具有顿悟的特点（如拆掉“学”上面的左右两点使之成为“字”）。通过操纵汉字组块破解的新颖性（新颖的笔画水平的拆字与常规的部首水平的拆字）和有效性（能拆解出真字的有效拆解与不能拆解出真字的无效拆解），就可以分离创造性顿悟中负责表征新颖性和有效性的脑认知成分。研究发现，新颖性成分由程序性记忆系统（基底节）表征，并可激活中脑奖赏系统；而有效性成分由情节记忆系统（海马）来表征，并伴随情绪中枢的激活。这一发现更新了以往认为顿悟过程主要涉及情节记忆的看法，揭示了顿悟需要程序性记忆和情节记忆的协同作用才能完成，它提示了新颖性特征与人们头脑中的技能和习惯系统的修改和保持有关，而有效性则与长时情节记忆的形成有关。

金花教授等人采用功能性近红外光学脑成像技术（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fNIRS）对创造力的神经机制开展了系列研究，在一项个体执行创造性认知任务时的神经活动与创造性特质之间关系的fNIRS研究中，金花教授等人修订徐芝君等人编制的《〈报纸的不寻常用途〉测验》将其作为概念扩展诱发任务，选取前额和颞叶皮层为功能检测区，以氧合血红蛋白（Oxy）为评定指标，对概念扩展中脑额—颞位置神经活动的空间特征及其与特质创造性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右颞在概念扩展过程中显著激活，研究还发现了双侧额极（BA10）和右背外侧前额叶的显著去激活。这些结果对于揭示概念扩展神经基础具有特殊意义。该研究还采用个体在威廉姆斯创造性倾向测验的得分作为被试的特质创造性指标，结果发现，想象性维度与右FA（BA10）、眶额（BA11）等呈负相关；冒险性维度与右FA（BA10）、眶额（BA11）呈负相关；挑战性维度与双侧FA（BA10）、左DPFC（BA46）、右DPFC（BA9/46）呈正相关。该实验结果为右半球在创造性中的作用提供了更进一步的依据。

张景焕教授等人采用分子遗传学研究方法，对创造性的遗传机制开展了研究。她及其团队选取了DDR2（discoidin domain receptor 2，盘状构造域受体2）和COMT（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基因内的多个多态性位点，来考察这两个基因与一般创造力的关系，发现DRD2rs6277、COMTrs4680、DRD2rs1800497、COMTrs174697等位点多态性与一般创造力相关。除进行单位点作用关联分析外，她们还对多位点的联合效应进行了考察。她们发现，DRD2（dopamine receptor D2，多巴胺受体D2型基因）基因的TTGTACAGTT和CTGGCCGCGC单体型（rs 4648319-s4436578-rs7122246-rs2283265-rs1076560-rs6277-rs6276-rs6279-rs6278-rs1800497）与言语任务的流畅性显著相关。此外，她们还发现COMT基因的TCT和CCT单体型分别与图形任务的独创性显著相关，TATGCAG和CGCGGGA单体型分别与图形任务的独创性和言语任务的灵活性显著相关。上述研究尤其是多位点的联合效应分析，为今后的创造力分子遗传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简评

不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的研究，包括我们团队努力探究创造性的神经生物学的研究，都是初步的或有争议的。《创造力手册》之所以介绍了16种创造性的生物学研究，是为了说明国际上从多方面、多角度、多样化地探讨了不同被试、不同创造性范围、不同神经生物学领域，目的都是一致的，即揭示创造性的神经机制，为培养创造性人才服务。

从众多创造性的神经生物学取向研究中，我们看到课题还是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创造性认知，特别是发散思维、创造性想象和顿悟问题解决的神经机制；二是创造性人格，对照不同创造性的人群，即高创造性者与低创造性者的脑机制的区别来证明大脑某结构部位是创造性的中心；三是探讨语言创造的脑机制，如创造性语言生成、理解、发展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我们认为应该在这些领域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作为研究方法，尽管研究创造性的脑机制的手段很多，上边我们也提及了这些手段，但仔细分析研究报告，包括我们团队的研究，就会发现在技术上主要只采用某一种仪器。我们认为，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同时采用时间精度高的脑电、生理多导仪和近红外成像技术来提高创造性认知或创造性人格的研究，甚至可以与行为研究、分子遗传学研究联合取向进行研究，将神经生物学机制的结构、功能与外部行为以及遗传机制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六、创造性实践取向

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的活动，是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通基础，也是认识、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作为人类智慧活动或心智活动的创造性，起源于实践，实践是创造性的基础和动力，也是检验创造性水平的唯一标准。

实践活动最基本的形式是生产活动，还有阶级斗争、经济活动、政治生活、科学试验、文学、艺术、教育等多种形式。人们在生活活动与政治、经济、科学、文艺、教育等一切实践中，都有所发现、创造、发明和发展，创造性心理学有义务对其加以总结，上升为理论且积极推广，这有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

（一）实践取向研究的特点

创造性的实践取向研究由于是基于生产实践研究的创造性，因此，与前面几种创造力研究取向具有诸多不同的特点，其特点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回溯性特点。在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中，创造性研究者关心的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实践或实践产品是如何产生出来的，里面蕴含着什么样的规律和可以借鉴的经验，并希望可以将之上升到理论。这个研究目的决定了研究者必须要去寻找已经产生出来的、符合研究要求的实践或实践产品，并且通过查找各种已有资料、访谈亲身实践者，回溯总结出实践活动被创造出的过程和关键经验，并基于此开展研究，因此，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往往具有回溯性特点。

其二，重视案例研究。人类社会中一切包含创造性的实践活动都可以成为创造性研究者的关注对象，而这一个个的实践活动就是一个个案例。由于典型案例比一般案例往往更能凸显问题的实质，其示范意义也更大，因此，一些社会影响巨大、创造性水平高的案例往往成为创造性研究者的潜在研究对象，如北京奥运会场馆中，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钢结构建筑——鸟巢（国家体育场），世界上首个基于“气泡理论”建造的多面体钢架结构建筑——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中国量子卫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等等。这些案例研究既包含单案例研究，也包含多案例比较研究。当前心理学越来越重视案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早在几年前就专门成立了中国应用心理学案例中心，推动案例研究与教学，这里面也包含创造力实践取向的案例研究。

其三，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由于实践活动往往都是为了满足社会现实中某一需要，特别是国家重大需求，因此，它们并不基于某一具体学科，如奥运场馆、具有“超级天眼”之称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神舟”飞船、北斗导航系统、歼-20隐形战斗机、高铁等，这些都呈现出科学、技术和工程三者全方位且动态的一体化、系统化特征，是多学科交叉、跨学科融合的产物，即使是人文社会学科里面的具有重大创新的实践活动，如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重大意义的改革方案、广受好评的影视剧等，也都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对这些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实践活动进行创造力实践取向的研究时，必须对这些实践活动涉及的多学科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尊重多个学科的特点，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些实践活动被创造出来的过程与蕴含的规律，因此，创造力实践取向研究自身具有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

其四，重视创造过程中的管理创新。很多具有重大创新、产生重要社会影响的实践活动，往往都是由大量人员一起努力完成的。例如，2015年物理学领域顶级杂志《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
 ），曾发表了一篇估算希格斯玻色子质量的论文。这类研究必须要有大型探测器才能完成，需要大量团队一起攻关，这篇论文共有5 154名署名作者，以致33页的论文中，只有9页是真正描述研究本身的，其余24页列出了所有的署名作者及其所属机构。我们上面举到的多个例子也都具有这种参与人员众多的特征。那么，以这类实践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创造力研究者，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人是如何被有效地组织起来的？高效管理与运转、多环节紧密连接才能完成这些实践活动，这就涉及创造过程中的管理创新问题。

（二）对创造性的实践取向研究

以往大量研究针对各类实践活动，尤其是具有重大创新、产生重要社会影响的实践活动，并从多角度进行创造性分析，可以说这些都是创造性的实践取向研究。在这里，我们选择几个典型的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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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教育经验总结方法

对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即经验总结法，是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中采用比较多的一种方法。而韩进之、张奇两位教授基于此方法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提出了教育经验总结方法（见图1-2），对于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很有启发意义。著名特级教师、语文教育专家李吉林老师富有创造性地提出情境教育理论体系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不断进行经验总结与提炼，进而上升到理论的例子，也是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李吉林老师是一名小学语文教育专家，在语文教育教学中基于自己的摸索和思考，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教学效果。这种教育教学效果取得的经验是什么呢？李吉林老师不断对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进行经验总结（李吉林，1997）
 
[32]

 ，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作为一个实际工作者，主要在实践中研究，又在研究中进一步实践，边做边研究，边研究边做，到一个阶段，再努力上升到理论上加以概括。”这种方法为广大一线教师开展教科研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借鉴。

除了经验总结法之外，研究者还大量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开展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例如，聂继凯、危怀安（2015）
 
[33]

 利用案例研究方法，对中国原子弹制造工程和载人航天工程等大科学工程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课题组花了近两年时间收集了大量与两项工程相关的论文、书籍、报纸、史料档案和参加研究的课题组内部资料等，对于证据链进行较为充分的三角验证，对两个大科学工程的缘起、决策路径和实施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比较，基于对这两个大科学工程的系统分析，得到了对当前大科学工程和专项的三方面建议：①集成与发扬大科学工程实现路径中的选择、支撑与修正策略；②充分发挥大科学工程实现路径中的政府多角色集成效能；③激发大科学工程实现路径中的协同创新机能。这三方面建议的核心都是希望将以往成功大科学工程产生重大创造性的经验和规律提炼出来，指导新的实践。

“著名专家是如何创作出杰出作品的？”这也是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最近几年，北京师范大学采取一种新的方式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并与创作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国际写作中心，并邀请莫言出任中心主任。该中心主要职责就是不定期邀请世界级的作家或诗人来中心交流、创作和讲学，邀请国内知名作家或诗人作为“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来中心开展写作、研究、讲学与交流工作，旨在通过这些形式的活动，邀请真正创作出杰出作品的作家在一起研讨与交流，探索杰出作品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并将这些经验展示给他人。这种方式也是一种很好的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因为杰出作品创作者可以直接通过研讨与激发，一起去发现创造性发生的机制与影响因素，只不过是在文学创作这个特殊领域罢了。

（三）简评

当前，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丰富多彩、多种多样，这些研究为揭示、传播和运用各类生产实践活动中所蕴含的创造性经验与规律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由于这些经验与规律来源于生产实践活动，与实验室研究或单纯基于学术的研究发现相比，具有更好的生态效度。但是总体而言，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还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寻求更大突破：第一，当前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方法论和具体操作规范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科学性与专业化水平，当前研究还处在比较粗放的状态；第二，当前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理论性水平也需要提高，很多研究只停留在了经验总结层面，而不能进一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第三，当前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主要集中在具有重大创新、产生重要社会影响的实践活动中，让更多普通人掌握一定的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方法，如请广大一线教师利用这些方法对生活工作中更为普通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开展探索，并将发现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这可能是这些人开展教科研，提升自身水平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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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伟大的中华大地是创新的故乡



中华民族是一个坚持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的民族，中华大地是创新的故乡，这是由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所决定的。文化，通常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别是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也包括社会认知、社会行为、社会风俗和社会规范等。中华民族在绵延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因此，我们首先从中华文学、艺术、科学和教育四座丰碑来阐述中华民族发愤图强、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成就。

第一节 中华文学

古代中国，曾把一切用文字书写的文献或书籍统称为文学。中华文明有诗歌、散文、小说和戏曲创作的悠久历史，并留下了许多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华民族是诗歌之乡，《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国自六朝以来，为区别于韵文和骈文，把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文体称为散文，产生了包括经传史书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散文瑰宝。小说创作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外物》和后来的《汉书·艺文志》均有记录，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尤其是四大名著，震撼世界。中华民族有戏曲创作的漫长历史，汉有歌戏、百戏和角抵，唐有歌舞，北宋时形成宋杂剧，金末元初产生元杂剧，明清时各种剧种广泛兴起。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华文明增添光彩，都昭示着中华文明既重视道德的发展、理性的发展，又重视感性的体验、感情的抒发。

一、新颖的文学作品

创造性的第一个特点是新颖性，指“前所未有”。中华文学，处处体现了一个“早”字，且历史悠久、佳作迭出。正如《中国大文学史》所述：“中国文学之历史，占世界文学史中最复杂之内容及最悠长之年代，吾人盖早已具此简明之概念。从来之编著中国文学史著，或起自宗周，或远溯自三皇五帝。然古籍中最早之史料为《尚书》，《尚书》所记始于尧、舜。”这足以证明中国文学历史悠久的事实（柳存仁，陈中凡，陈子展，等，2010）
 
[1]

 。假如“远溯自三皇五帝”或“始于尧、舜”的说法成立，那就是约公元前26世纪初至约公元前22世纪末（或约公元前21世纪初），远古祖先就已经有了文学创作。传说中的《八伯歌》《南风诗》《康衢谣》等作品都来自那个时期，其后的许多文学作品都属于世界最早或中国最早的成果，且“质地”优秀、广为流传。

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世界最早的传记文字：《史记》。

旅游地理文学兼志怪奇书：《山海经》。

中国最早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

世界上最长的叙事诗：《格萨尔王传》。

900卷的唐诗总集：《全唐诗》。

宋初官修的500卷小说集：《太平广记》。

记叙名士言行逸事的笔记体小说：《世说新语》。

记叙神怪异闻的文言志怪小说：《搜神记》。

“天下夺魁”的戏剧：《西厢记》。

浪漫主义剧作：《临川四梦》。

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 ……

这些都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名著，且文体多样，有诗歌、小说、散文、戏剧……

这里，仅挑选6个中国独创且具有世界影响的代表著作，阐述中华文字的创造性。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我拜读了《中国大文学史》，继绪论、中国文字之起源后，该书的第三章就专门评述《诗经》，足见《诗经》的价值。如作者所述：“《诗》三百篇（《诗经》）是吾国古代文学中，实为最光荣、最伟大，且最是以夸耀于世界文学之林之不朽权威，亦即西周末至春秋间（公元前1122—前479年）一部极美丽之诗歌结集。”（柳存仁，陈中凡，陈子展，等，2010）
 
[2]

 《诗经》原叫《诗》，选定诗歌305篇，故称《诗三百》。因为孔子把《诗三百》作为道德教育的教材，儒家学派继而把其奉为经典，于是出现了“诗经”的名称。《诗经》基本上是四言诗，是中国诗歌发展过程中的早期形式。它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赋是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比，引物为况者；兴，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钩起，因而接续去者。”（朱熹语）其中“兴”是我国歌谣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经》按音乐的差异，分为《风》《雅》《颂》三类。《风》又称《国风》，共160篇，它是《诗经》的主要内容，大部分来自15个地区和诸侯国流传之民歌，如“秦风”指秦国国调，“郑风”指郑国国调等，15种国风带有15个地域的“音调”；《雅》有105篇，分大雅、小雅，来自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代表“正”的意思，大雅是朝廷官吏和公卿的作品，小雅是民歌；《颂》有40篇，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的乐曲；还有6篇有目无诗。《诗经》的精华体现在，既有诗人的作品，如《正月》《十月》《节南山》《嵩高》《蒸民》等，又有当时人民口头创作的作品，内容包含恋歌、结婚歌、悼歌、颂赞歌、农歌等，反映了人民追求理想、幸福、自由的愿望，主要收集在《国风》中。《诗经》原著收集了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约500年间散落于民间的作品3 000多篇，后经孔子及其弟子“整理”，去粗取精，十取其一，即古人所说的“孔子删诗”，为的是“选辞、比音、去烦且滥三事，应为确当之论”。 孔子删诗，恰恰是对《风》《雅》《颂》的再创作，使得《诗经》更加科学、优质，更有权威性，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具有了更高成就，并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闪耀着永不泯灭的光芒。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与代表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诗经》双峰并峙，开启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后世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楚辞体是屈原创造的新诗体，《楚辞》一书问世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6年到公元前6年，收集了战国屈原、宋玉以及汉代东方朔、王逸、刘向等人的作品共17篇，分别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楚辞》的语言体系为战国以及汉代的楚地（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方言声韵，叙写楚地、楚人、楚物，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风情。与四言的《诗经》相比，楚辞的句式更加活泼自由，节奏和韵律更加奔放，独具特色，尤其是其天马行空的奇特想象、丰富多变的情感表达，极大影响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自诞生之日起，《楚辞》对中国文化系统的影响力就非比寻常，上迄汉代，下至近现代，《楚辞》被当作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显学来研究，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学科，叫作“楚辞学”，各家研究资料和心得汗牛充栋。《楚辞》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早在盛唐时期，《楚辞》就已经流播到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作为东方文明成果之一的《楚辞》传入欧洲，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楚辞》引起了欧美文化圈的广泛关注，所有篇章都有西译本，各种研究楚辞的论文和专著达到20余种。迄今为止，《楚辞》一直是国际汉学界研究中国文化的热点之一。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的纪传体史书，记载了上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共计3 000余年的历史，作者为西汉武帝时期的“太史公”司马迁。《史记》全书共130篇，分为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十二本纪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历代帝王的言行政绩和王朝更替史迹，三十世家记述诸侯世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史迹，七十列传是除了帝王本纪和诸侯世家之外的重要人物传记，十表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世系、人物和史事，八书记录了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方面的内容，共计526 500字。《史记》是一部出色的纪传体通史名著，位列中国二十四史之首，有发凡创例之功，其首创的纪传体通史体例结构不仅被历朝历代官修正史奉为圭臬，更开创了史学在中国学术领域的独立地位。《史记》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其独特的刻画人物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以及叙事艺术对中国的小说、戏剧、散文、传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史传文学的基础自此得以建立并形成传统。自汉代以来，评点《史记》的学者与书家数不胜数。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非司马迁莫属，并把《史记》看作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鲁迅先生更是赞美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就已经开始了海外传播的历程，先是流入朝鲜半岛。600—604年，《史记》由日本圣德太子派出的遣隋使带入日本，受到日本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一度作为日本政府钦定官员的必读书目，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史学研究成果，对日本的政治、教育、文学以及史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苏联，汉学家阿列克塞耶夫翻译了司马迁的主要著作，一些大学专门为对汉学感兴趣的大学生开设了《史记》研究课程。欧美国家也对中国的《史记》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史记》已经有了英文、德文、法文等外文译本，法国巴黎还专门成立了国际上第一个专门的《史记》研究机构。1956年，中国的司马迁被列为世界级文化名人，《史记》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也成了世界文化园林中的一朵奇葩。

《全唐诗》是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由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等10人编校的著作，它收录唐代2 873位诗人创作的诗歌49 403首，共计900卷。自《诗经》和《楚辞》建立了诗歌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之后，汉魏六朝诗歌不断拓宽的创作领域、声律以及技巧的运用、创作经验的不断累积，都为唐诗走向鼎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唐代政治经济的繁荣昌盛也促进了唐诗的发展，仅唐代风格独特的著名诗人就多达五六十位，涌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光照千古的伟大诗人。唐诗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完成了中国古典诗歌各种形式的创造，五言、七言古体诗，乐府歌行，五律、七律近体诗，排律、五绝、七绝，无体齐备，唐诗开创了众多诗歌流派：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杜甫各成一派；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以刘禹锡、李商隐为代表的咏史诗派。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诗歌流派成为唐诗区别于其他朝代诗歌的显著特征，唐代也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唐诗所取得的空前绝后的艺术成就，为后世的诗歌提供了绝佳的创作模板，唐诗所展现的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也成为后人学习效法的典范。在世界影响方面，中唐时期唐诗就已传入日本和朝鲜。1800—1870年，唐诗被译成越南文。18世纪唐诗流传到法国。1874年，俄国开始了唐诗的译介。唐诗代表了中华诗歌的最高成就，无疑是中华以及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西厢记》的成书时间约为1294—1307年，全名为《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作者为元代著名杂剧家王实甫，全剧共5本21折5楔子，为中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讲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小姐崔莺莺冲破封建礼教的重重枷锁，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封建礼教的强烈不满和对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和向往。相对于同时代的杂剧，《西厢记》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体例上的突破。元杂剧通行的体例是以1本4折来表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西厢记》有5本21折；唱词方面，打破了元杂剧一般一人主场的通例，一本甚至是小到一折都可以几人分唱。二是主题思想的提升。《西厢记》重爱情、轻功名利禄，凸显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并唱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美好的爱情理想，给当时和后世的许多人带来了强烈的心灵震撼。《西厢记》词曲优美，意境如诗，刚一搬上舞台就惊艳四座，唱出了万千青年男女的心声，激励了他们反抗封建礼教的斗志，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成为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国的小说和戏剧创作。昆剧《牡丹亭》和小说《红楼梦》都从《西厢记》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养分。

《红楼梦》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艺术成就非凡。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荣辱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深刻批判了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族醉生梦死的生活，宫廷与封建官场的黑暗，封建科举制度、等级制度、婚姻制度的腐朽以及以儒家学说为主的社会统治思想的没落，讴歌了以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众多女性的人性美。作者曹雪芹以自己的家族悲剧为蓝本，通过众女儿和主人公贾宝玉的人生悲剧，刻画出了上至皇宫、下及乡村的一幅广阔的封建末世图。《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世情小说。曹雪芹通过寻常闺阁之事、小儿女情话如实摹写了自然、逼真的生活，无论是大事件还是小细节，无不忠实地反映了时代的原貌。毛主席评点《红楼梦》时曾经说过：“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刘仓，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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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塑造了封建末世的人物群像。全书共写了975个人物，其中姓名俱全的就有732人，虽然人物谱系纷繁错杂，但许多人物刻画得独一无二、栩栩如生，令人过目不忘，其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史湘云等人物更是成了经典的艺术形象，散发着不朽的艺术光辉。《红楼梦》改变了中国古代文言白话小说传统的单线发展结构，采取了“织锦式”艺术结构，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以四大家族的兴衰为副线，从人物的性格特征出发，首尾呼应，前后勾连，交错穿插，如同编织七彩锦缎，去推动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的发展。这种“织锦式”的艺术结构不仅凸显了作者曹雪芹高超的艺术才思，也为中国小说结构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极佳的范本。《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语言艺术的高峰。《红楼梦》集中国诗、词、歌、赋、曲、联、谜、令等之大成，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过的每一种文体，都出现在小说中，堪称“文体兼备”。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语言都量身定制，符合特定的人物身份，揭示人物性格，蕴藉内心情感，或雅致或俚俗，无不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自《红楼梦》诞生以来，各家评点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由此形成了一门显学——红学。《红楼梦》中的许多场景被改编成戏曲，搬上了不同剧种的舞台。自1924年以来，改编自小说《红楼梦》的各类影视作品超过了30 部。许多作家从《红楼梦》的创作艺术中得到启迪，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红楼梦》流传到日本，二百多年来，“日本红学”的研究水平在国外红学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800年前后，《红楼梦》传入朝鲜并启发了朝鲜半岛文人们的小说创作。1981年，《红楼梦》有了法文译本，迄今为止，除了国内庞大的发行量，《红楼梦》已被翻译成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文、韩文、意大利文等30多种语言、100多个译本，全译本有26个。可以说，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红楼梦》都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散发着永恒的艺术魅力。

二、独特的文学体裁

独特性是创造性的另一个特点，指“与众不同”。创造性与文化有直接关系，中华文明的文学创作、文学体裁是世界文学史中独一无二的，这是由中华文字之美决定的。文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中国的文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传承下来的文字，我们历代的文艺经典、科学古籍和教育文献也都是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它保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绵不断、发扬光大并绽放出夺目光芒的一个原因。中华文字之美，是由于我们的汉字具有音、形、义三个特点，它经过了形成、发展、应用、自成体系四个阶段，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瑰宝，凸显出中华文明是一种追求美、创造美的文明。文字又是文学创作的载体，中华文明的文学体裁以中华优美的文字为基础，中华文字之美决定了文学体裁的独特性。我们当年在编写《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时，“文化·艺术”分卷就重视中华文学“独特的文学体裁”（李春生，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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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独特性表现在以下特有的文学体裁中。

一是讲究韵律的古代诗歌。从上述《诗经》开始，我们就能看出中国古代诗歌对韵律的要求。中华古代诗歌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它们一般以隋唐为分界线。前者字数虽要整齐，句数却没有限制，可多可少，有四言、五言、六言和七言体，但不讲究平仄；后者却有严格规定，分为绝句和律诗两种，绝句均为四句，律诗为八句，且都讲究平仄。不论是古体诗还是近体诗，都讲究结构整齐和押韵，这构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大特点。这是因为中国诗歌多伴音乐舞蹈而俱成，而乐舞又成为举动中有节奏之表现，所以不能不禀气怀灵，发情形言，讴咏自然之至极（柳存仁，陈中凡，陈子展，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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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韵律是中华文字之美的一个特点，使诗歌产生声韵和格律，成为诗歌形式美的重要表现。韵律包括音的高低、轻重、长短的组合，音节和停顿的数目及位置，节奏的形式和数目，押韵的方式和位置，以及段落、章节的构造。中华古代诗歌对韵律的要求，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使读者获得美的享受。近体诗比古体诗更讲究韵律。律诗中偶句末一字必须押韵，并要一韵到底，中间不能换韵，一般只押平声韵，邻韵可以通押，中间两联必须对仗。绝句受律诗影响，押韵的要求与律诗相同，但绝句也有押平仄声韵的。相比近体诗，古体诗押韵要宽得多，可压平声韵，也可押仄声韵，可以一韵到底，也可以中间换韵，句式也可以有长短变化。但不管有多大区别，讲究韵律是所有古代诗歌的共同要求。

二是兼具诗歌与散文文体特点的赋。“赋”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最早以“赋”名篇是战国时期，盛行于汉代，故有“汉赋”之称。它是一种特定文学体制，吸收《楚辞》《赋篇》的体制辞藻、纵横加铺张的手法而成，讲究文采、韵律，兼具诗歌与散文的性质，它既像诗歌，是因为它要押韵；又像散文，因为它的写法讲究铺排，不像诗歌那样精炼。汉赋大体经历了骚体赋（继承屈原《离骚》手法，倾诉作者的忧愤、痛苦等），散体大赋（篇幅较长，堆砌辞藻，描写都城宫宇、园林和帝王的生活等）和抒情小赋（与大赋相比，其篇幅较短，但文字清新，重视抒发个人情感，揭露现实问题等）三个阶段。促进诗歌与散文有机结合，利用语词在意味上、声音上、形体上附着的一切感性因素，表达理性的意义，增强话语文章的感染力，只有中华文明文字之美才能实现这样的创作目标。汉赋以后或向骈文方向发展，或进一步散文化：接近散文的为“文赋”，接近骈文的为“骈赋”“律赋”。

三是抑扬顿挫的词。词属于诗歌的一种。词文体萌芽于南朝或隋唐之际，盛行于宋朝，即“唐诗宋词”。词在形式上有严格的规定，要求具备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音和结构分片四个特点。最初的词，都是配合音乐来歌唱的，有的按词制调，有的依调填词，曲调的名称叫作词牌，词牌名一般按词的内容而定，如“浣溪沙”“满江红”“如梦令”“西江月”等都是宋词中常见的词牌名。后来主要依调填词，曲调名和词的内容不一定有联系，而且大多数词已不再配乐歌唱，所以各个调名只做文字、音的结构定式。各种词牌句子字数长短不一，分段也不统一（每一段叫一片或一阕），不同词牌结构上的差异较大。词的音韵和谐，抑扬顿挫，富有音乐美，缘起中华文明的文字美，包括形成的词韵，即填词之韵。词韵以语言文字“倚声填词”，随之发展，越来越规范，至清代较为精确，为近代填词者所遵照使用。

四是说唱文学文体的变文。变文是唐代开始的说唱体的文学作品，又称为敦煌变文。这个“变”字，是指把文学故事的内容用与图画相配合的说唱方式表现出来，换句话说，故事内容的底本为“变文”，图画为“变相”。变文的内容分为两类：一是佛经教义，讲述佛经的故事，宣扬佛经教义；二是历史和民间故事，如“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变文以僧侣宣讲佛经为起始，后来扩展到讲述历史传说和生活故事，并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变文的形式有散文骈文相融、全部散文和全部韵文三类，往往以第一种最为常见，并对后来的鼓词、弹词等影响较深。变文从产生到发展都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文字之美，展现了中华说唱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特点。

五是中国独创的章回小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古代四大名著都是章回小说。章回小说是中华古代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全书分为若干回，每回有标题，概括全回的故事内容。换句话说，分回标目、故事连接、段落整齐，开头结尾往往用诗词表述是章回小说的特点。章回小说来源于话本，王国维先生指出，宋人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即已具雏形，被称为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意指宋代江南城镇的书场里，常有艺人讲故事，当时叫作“说话”，话本就是当年艺术演讲说唱故事底本。话本一般分两类，一类叫“小说”，另一类叫“讲史”，起先长短不一，慢慢地出现越来越多的长篇。话本语言都使用通俗易懂的口语或白话。正文用诗词或小故事“入话”；用韵文写人物特点，或写景状物、渲染烘托，或赞评人物和事件；结尾又用诗词归纳全文，意在评议或劝诫。我国的章回小说就是在吸收和继承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清两代的长篇小说普遍采用这种话本形式，有的长篇小说少则十几回、几十回，多则百余回甚至数百回。每章为一回，每回都是一个较完整的故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话说……”开头，以“且听下回分解”收尾，头尾分明，脉络清晰。中华文明的文字之美使中华的章回小说成为世界文学中独具特色的小说体裁。

六是五彩缤纷的戏剧。中华戏曲源远流长，这里仅介绍两种戏剧。历史上出现最早的是一千年前的“南戏”，又称“戏文”，原为宋代流行于南方，用南曲演唱的戏曲形式。元灭南宋后，渐以“南戏”称之，这是中华戏曲最早的成熟形式之一，对明清两代戏曲影响较大，其剧本今知有二百余种，如《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收录的著名南戏代表作品《拜月亭》《荆钗记》《琵琶记》等，至今还活跃在中国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南戏剧本不分折，以场为单位。一场戏中，曲调多样，不限于押一个韵。有独唱、接唱、合唱，舞台气氛活跃热烈，讲述情节曲折的故事，表达复杂多变的情感。杂剧产生于南唐，盛行于元代，流行于我国的北方，我们熟知的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王实甫的《西厢记》，就属于元杂剧。元杂剧结构上分折（幕），一般为四折，也有五折、六折的，它以“楔子”开头，以二句、四句或八句诗句结尾来概括全剧，称作“题目正名”。杂剧在音乐和演唱的形式上以曲牌组合，并以动作和说白来辅助。元杂剧出现了男女角色的划分，分别为旦、末、净、杂，今天的戏曲仍然遵照这样的角色划分体例。我国目前有三百六十多种地方戏曲剧种，如南有越剧、粤剧、黄梅戏等，北有梆子、豫剧、秦腔等，尤其出现了国粹京剧，这么多剧种的发展史上，多多少少都含有南戏、杂剧的影子。从戏剧史的发展来看，杂剧是逐渐走向成熟的戏曲，因此在中华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

三、中华文学的特色

中华文学博大精深，不仅百花齐放、丰富多彩，而且不断变革、富于创新。正如《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述“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属文之道，事出神，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中华文学具有如下四大特色。

（一）创新和变化是中华文学发展的法则

一新二变突出了中华文学的创造性，推动了中华文学的发展，正如《文心雕龙·时序篇》所说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先秦文学是中华文学的始创阶段。先秦是指秦代以前的历史时期，时间跨度从远古起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我们第一章一开篇谈到神话故事、《诗经》《楚辞》，尤其是屈原的《离骚》，都是先秦文学中创始性的作品。先秦文学不仅为中华文学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技巧的展现、文学流派的开创书写了辉煌的第一页，而且一开始就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明珠，对后来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继先秦文学的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汉朝出现了以《史记》为代表的历史散文和政论散文，世界文学中独一无二的“汉赋”，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作的“五言诗”。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得到大发展大繁荣，所有这一切，说明这个时期的文学体裁正走在创新求变的历程中。

隋唐五代是中华文学全面繁荣的新阶段，也是诗歌创作的新时期，我们在前面介绍了中国最长的诗歌全集《全唐诗》，其实唐代遗留下来的诗歌远远不止5万首，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就有五六十位，从初唐诗歌到盛唐诗歌再到中晚唐诗歌，其风格情调都呈现出种种革新的精神。此外，出现了变文、词和传奇小说，这是继两汉魏晋南北朝后又一种文学体裁的创新时期。

接着是宋元文学的新创造，宋代散文、宋词的发展走向鼎盛，出现了小说戏曲，尤其是元代南戏和杂剧。明清文学也有其新特点，越来越多的文学家认识到小说的地位与作用，于是创造了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和公案小说，我们推崇备至的四大名著也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然而，优秀的小说何止这四部。

由此可见，中华文学的第一个特色是其自始至终的创造性。钱穆先生曾在评论中指出“中国文学，一线相传，绵亘三千年以上。其疆境所被，凡中国文字所及，几莫不有平等之发展。故其体裁内容，复杂多变，举世莫匹。”（钱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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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肯定了中华文学一新二变的创造性，肯定了其举世莫匹的世界影响。

（二）普遍性和传统性是中华文学的两大特点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学论丛》中提出，“一普遍性，指其感被之广。二传统性，言其持续之久。其不受时地之限隔，即中国文化之特点所在。”（钱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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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根源是中国文学与文学的关系、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关系。钱先生的普遍性是指“空”，传统性是指“时”。中华文学的两大特点，构成了中华文学的时空观。

就空间而论，一是指地域之广，如《诗经》三百篇，雅颂可不论，涉及当时十五国风，“亦已经政府采诗之官，经过一番雅化工夫而写定”。说明中华文学创作的广泛性、群众性。《汉乐府》也是这样，它包括《吴楚汝南歌诗》15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9篇、《邯郸河间歌诗》4篇、《齐郑歌诗》4篇、《淮南歌诗》4篇、《左冯姗秦歌诗》3篇、《京兆尹秦歌诗》5篇、《河东蒲反歌诗》1篇、《雒阳歌诗》4篇、《河南周歌诗》7篇、《周谣歌诗》75篇、《周歌诗》2篇、《南郡歌诗》5篇。“此所谓汉乐府，亦即古者十五国风之遗意。”二是指文学体裁的范围之普遍，中华文学持有一特定的场合。就广义而言，文学分为四项：“唱”“说”“做”“写”。唱的文学，主要指诗歌之类；说的文学，主要指原始的神话故事小说，民间流传，又可称“听”的文学；做的文学，主要指表演的文学，如舞蹈与戏剧；写的文学，主要指文字表达的文学，又可称“读”的文学，这说明中华文学创作的全面性、多样性。

就时间而言，集中表现在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中华文学之所以能继承，一是由中国文字决定的。以诗歌为例，《诗经》之后，演变为楚辞骚赋，又到汉代乐府，再到唐诗宋词，虽然诗体繁兴、变化多端，却逃不过四言、五言、七言、古近律绝，有着相似类同的趋势，这是由中国文字形、音、义的特点所决定的，于是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了下来。二是由中华文化决定的。古代文学的发展全貌和诸文体的演进，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即以“人”为核心，追求人的完善，重视人的理性，渴望人与自然的和谐（邓天杰，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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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代又一代的中华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从思想上一脉相承。继承是十分重要的，“推陈出新”中蕴含了丰富的哲理。如果中华文学没有坚实地推陈，就不可能有效地“出新”或具备创造性。在强调创新精神的同时，出新之前的推陈过程更为重要，这可能是钱穆先生把推陈的传统性作为中国文学两大特点之一的理由。推陈的实质就是继承，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华文学承上启下获得宝贵遗产并加以发扬光大。在强调继承的同时，更应看到中华文学的创新。我曾拜读王瑶先生的《文学的新与变》，颇有启发。中华文学气运风尚是“史观”或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但就文学史的发展来说，则总脱不了新和变，这就是一部文学史的总说明，同时也是一篇好作品的必要条件”（王瑶，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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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正说明中华文学创新趋势的主旋律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古人在文学评论上曾写道“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这正表明了中华文学创作时求新追变的态度。与此同时，我们还在中华文学史中看到，继承的目的在于创新，而创新应当以解决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为最终目标。我们所说的一代又一代文学发展的新问题，不仅是文体或文学思潮的特征，而且就语言来说，它本是多义的，但在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创作中，作为载体，其内涵也会逐渐丰富起来，像王瑶先生指出的，因为侧艳之词本来源于晋宋乐府，而自齐永明以来，文人为文又皆用宫商音韵，所以《庾肩吾传》说“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于是新的意义便多指新声，同时自宋齐以来，文章侈言用事（王瑶，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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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诠释了中国诗词一代代创新的缘由。

（三）文以载道的教化理念

在谈到今天的语文教学时，我曾多次强调要“文道结合”（林崇德，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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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观念来自中国文学史的“文以载道”的理念。

在中国文学史中，“文以载道”是由宋代理学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周敦颐提出来的，他在《通书·文辞》中曾说，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法，实也。……不知务道法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其意为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文道双重。文以载道的中华文学特色，使得中国古代把培养良好道法、疏导心理能量、维护心理平衡、协调社会关系当作文艺作品的首要任务，并形成了文人自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这一文学艺术的优秀传统（陈江风，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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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孔子把《诗经》三百篇作为道法教育的教材，正反映《诗经》以“载道”的事实，而文道双重之《诗经》的创造性我们在前文已讲，这里不再赘述了。又如，《楚辞》中屈原的《离骚》，分为前后篇：前半篇表达了对国家（楚）命运的关怀、要求革新的政治愿望和坚持理想不屈不挠斗争的意志；后半篇写了神游天上并准备以身殉国的爱国情感，这是典型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学名著。《离骚》展示了中华文学的创造性，它运用美人香草的比喻、大量的神话传说和丰富的创造性想象，形成绚烂的文采和宏伟的结构，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学文道双重的特点。

“文以载道”，载什么样的道？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表现。我们引用两本专著的论述来阐明文以载道的内涵。

邓天杰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提出了四个方面：一是“强烈的济世情怀”，中华文学创造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果；二是“深沉的忧患意识”，中华文学创作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作品；三是“深刻的人生之思”，中华文学撰写了探索关注现实的理性精神的文章；四是“以人为本的仁爱精神”，中华文学谱写出“仁民爱物”并处理好关于人民、国家、君主三者之间关系的大作。这四个方面以文载道丰富中华文学遗产，闪耀着古代文学家的智慧和创造力（邓天杰，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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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江风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指出，在中国古代的文艺长廊中，有两大并行不悖的传统：一个传统偏重于作品的义理、抱负方面，要求为人生为政治而艺术；另一个传统强调抒发主体的思想感情，追求一种艺术人生（陈江风，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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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从三个方面对此做了论证。其一是古代文学艺术的哲学背景，中国哲学是“天人”哲学，作者阐述了道家的天人观、儒家的天人观，特别分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出它不仅仅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而且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人生最高觉悟的学说。其二是通过文学史中“文以明道”的作品，反映中华文学为人生为政治而抒发的思想感情。例如，隋之王通、唐初“四杰”的作品就具备了这样的特点，其中以韩愈的“志在古道”的创作思想影响最大。其三是文体的创新，说明中华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者指出无论是散文勃兴局面的形成，还是散文革新运动的兴起，都在说明中华文学有着以哲学为基础的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在革新传统的历程中，不断地创造和发展。

（四）中华文学追求艺术表现的技巧创新

中华文学之所以达到了艺术的巅峰，与其创作技巧不无关联。为撰写中华文学的创造性一章，我拜读了几部中国文学史，对中华文学的润色修饰、趣味交会、绵历悠久、融凝深广、澎湃气势等独创性的特色心领神会。按自己的学习体会，我认为中华文学追求艺术表现的技巧创新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独特取材的匠心表现。中华文学作品重视从题材中提炼主题，而主题是作品的灵魂。它是作品内容或艺术形象的基本观点或中心思想，一篇作品的质量高低、价值大小、作用强弱、影响好坏，主要取决于主题，艺术技巧是为主题服务的。所以，如何取材，如何提炼主题十分重要。中华文学，无论是诗词散文，还是小说戏剧，作者取材往往以自身为中心，以个人日常生活为题材，并联系家国天下，表达家国情怀。这种取材方法，显示出独特之匠心。所以，中华文学的作家之作品，往往是一本自传。例如，钱穆先生以诗人杜甫为例所云，“每一文学家，即其生平文学作品之结集，便成为其一生最翔实最真确之一部自传。……所谓文学不朽，必演进至此一阶段，即作品与作家融凝为一，而后始可无憾。”（钱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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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之理想最高境界，乃必由此作家，对于其本人之当身生活，有一番亲切体味。因为这种体味，出自作家的内心，经历了长期的陶冶与修养，有“钻之弥坚，仰之弥高”的境界，也就是说，这种独特选材的特点，在理想上达到了人己一致、内外一致的境界，形成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精神人文修养之一的特有创造性的境界。

二是追求情节的艺术感染。中华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如前面提到的世界上最早的传记文学《史记》、四大名著小说等，之所以令人感动或引起读者的共鸣，主要是因为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和事件。而情节就是表现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生活事件。它表现了具有内在因果关系的人物活动及其形成的事件的进展过程，它以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为根据，经作家的概括并加以组织、结构而成，事件的因果关系更加突出，情节一般由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四部分组成。当然，叙事文学作品并不单纯只有中国古代有，世界各国的文学都强调“情节”，然而中华文学中的“情节”创作有其特殊性。这不仅出现在世界上最长的叙事诗《格萨尔王传》中，像《诗经》《乐府诗》中收集的民间的诗歌，也都有一定的情节。中华文学中的小说，尤其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的情节更有其特殊性，在世界文学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例如，《三国演义》写了400多个人物，其中主要人物都是个性鲜明的不朽典型，而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却是通过诸如“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赤壁之战”“三气周瑜”“空城计”等一连串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表现出来的。而这些情节的安排，正源于作家创造性的写作过程，它使诸如中华古典四大名著小说成了不朽的传世遗产。

三是抒情写意的主体精神。中华文学创作有着指导思想，儒家以仁义为内容，倡导文学创作应把治国平天下作为首要任务；而道家则提倡抒情写意，使人超越社会，奔向自然，不再将大自然中的山川草木视为异己力量，而表现出一种由衷的喜爱、珍惜之情，这就是移情于自然，与自然交换生命，向大自然展示一种天人合一的广博而富有诗意的情怀（陈江风，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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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重视情感的真实抒发，不仅成为中华文学创作的一种精神，而且成为一种创作的技巧。完成这种技巧需要以语言文字为传情达意的工具。抒情写意的文学作品应用的语言具有形象性、情感性、多义性，富于隐喻、暗示和象征，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前边提到过东汉的《古诗十九首》就是一例，被誉为“五言之冠冕”。从隋唐到宋朝，唐诗宋词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就是抒发作者的真挚情感，李白的诗就是抒情写意的典范之作。

四是塑造形象的语言导向。文学作品以语言作为艺术的材料和手段进行形象创造。换句话说，文学作品借助语言来塑造形象的艺术魅力，基于中国文字的中国语言在中华文学的创作中起着独特的导向作用。中华文学史的主流是诗和文。诗和文所表现的形象是有区别的，但塑造形象的共同倾向是语言的导向。首先，中华文学的表达以形象性、抒情性、美感性为特征，塑造形象的语言往往来自对日常生活语言的提炼、规范和再创造，是规范的中华民族共同语言的典型。因此，日常语言，尤其是口语中的俗语、谚语、歇后语等成分，加上适当的方言和适时的“专业”用语，就增加了中华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其次，中国文字构成的中国语言有许多特殊的句型，包括省略、倒装、跳脱等；语句排列组合中的句齐、对称、均衡、错落等美学要求，“形、音、义”中语音上讲究韵律节调和美动听的表现，增强了中华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感染性和教化性。最后，中华文学创作讲究修辞，通过修辞对中国语言单位的意义、结构、功能等加以变通，以形成超脱语义、语法乃至逻辑等常规的创新形式。正是修辞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促使中华文学中的人物风格的创造性和持久性，即修辞千变万化和日新月异，从而使塑造出生动、感人、共鸣形象的中华文学三千年相传而不朽。

五是形神兼备、虚实相生的美学追求。文艺作品追求的是美，创造的是美，而对文学创作中审美价值、审美特征和创造美规律的研究则构成了文学美学，并分为诗歌美学与小说美学。文艺创造美是有规律的，中华文学又是怎样创造美的呢？钱穆先生曾说过，西方分真善美为三，中国则一归之于善。从善出发，在文学中表达美，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形成了形神兼备和虚实相生的美学追求的重要性（钱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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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人提倡逼真的“形似”论，而中华文学不仅讲形似，而且强调“形神”，这是由于中国文学家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向往广阔无垠的自由境界，于是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意境、意向等审美范畴。在儒、释、道三学的作用下，倡导用传神之笔追求“神似”，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出现了诸如李白《秋浦歌》那样的“神品”。西方人讲“美”，专就具体实在的指向，如希腊塑像必具三围，此属实物。而中华文学也讲实，认为实是创作的基础，同时强调“虚实相生”，“追求意境的”更高境界是“化虚为实”。于是“言志”突出了“情志”，“事胜”变成了“情胜”。例如，唐朝诗人王维的《山居秋暝》突出了安静纯朴的山村生活的环境美；岳飞的《满江红》表现出了壮怀激烈、爱国豪情的心灵美；柳宗元的《江雪》赞美了超尘绝俗、傲岸不屈的志趣美……所有这些，无一不是虚实相生或化虚为实的经典之作，都在追求独特的中国美学，也创造出各种各样美的意境和意象。

第二节 中华艺术

人类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艺术史。艺术是人类独有的创造性活动，也是人类传承文明、不断创新的工具和手段。中华文明包含各种艺术形式，如音乐、舞蹈、杂技、说唱、戏曲、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等。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上，中华文明都形成了丰富的艺术宝库，不同的地域还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独具特色、成就卓异的组成部分。它既是中华多民族艺术的历史创造，也是在社会文化形态中多姿多彩、极富民族特征的艺术结晶。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有的和多样化的审美艺术形态，给世界艺术宝库留下了辉煌且丰富的遗产，使我们有条件深入探索中华艺术创新与发展的轨迹。在原始社会，中华民族就有音乐、舞蹈等艺术，到夏商西周时期形成了宫、商、角、徵、羽五声，有了正式的礼乐制度。同样是在原始社会开始有陶器、岩画等艺术，从夏商西周时期开始有青铜艺术和玉石艺术，这一时期还开始产生书法艺术，并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到汉代时瓷器艺术进入成熟阶段。到了隋唐，中华文明的各种艺术都达到巅峰，并一直不断发展，成为世界上最独特和璀璨的明珠。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是追求美、创造美的文明。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艺术史的国家之一，中华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献史料。中华艺术的成就使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惊人的创造力，也使世界听到了中华文明不断向前繁荣发展的心声。无论是第一次粗糙的石器工具，还是琳琅满目的艺术精品，它们不仅印刻着特定历史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轨迹，还体现着中华艺术的创新与发展。中华大地是创新的故乡，这不仅体现在科技、文学和教育等方面，还体现在艺术方面。因此，下面我们将主要从器物艺术、绘画与书法艺术、建筑与雕塑艺术、纺织与服装艺术、音乐与舞蹈艺术五大方面对中华民族在中华传统艺术中的创新表现进行梳理与总结。

一、器物艺术

器，意指用具。艺术器物，在我国的历史最悠久，包括陶瓷器艺术、玉器艺术和青铜器艺术。

（一）闻名世界的陶瓷器艺术

在漫长的进化中，原始人类终于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了第一种新的材质——陶，并能动地掌握了它的性能，从此人类进入了使用人造材料的崭新阶段，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重要的创举。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掌握制陶的民族之一，中华民族制陶的第一座高峰以彩陶（指原始制陶中器表饰以彩绘装饰的各类陶器）的兴起为标志。其中，仰韶文化彩陶与马家窑文化彩陶是其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主要分布于山西、陕西、河南及甘肃等地。彩陶的艺术特征十分明显且具有时代意义，主要体现在纹样、色彩与造型上，其中又以纹样最为突出，如仰韶鱼纹彩陶和马家窑娃纹壶等（李希凡，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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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华民族在四千多年的制陶实践中，使制陶术得到了充分发展，使得瓷器的发明成为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中国商朝的釉陶就具有瓷器的特征，但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制造是在东汉时完成的。浙江上虞被公认为是瓷器发源地，也是中国发明与制造瓷器的主要区域（刘谦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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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瓷的出现是中国瓷器史上最具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彩瓷当首推唐代长沙窑的釉下彩瓷器，长沙釉下彩的发明为后世瓷器彩绘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是中国瓷器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到了宋代，中国的瓷器艺术达到了巅峰，其主要标志是产生了名列史册的五大名窑（钧、汝、官、定、哥）。中国瓷都景德镇青花瓷的出现则成为中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景德镇青花瓷也作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闻名于世，它用笔绘技法替代了原来的刻花、印花技法，对中国陶瓷装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历史优秀的玉器艺术

中国是最早制造和使用玉器的国家之一，在长期制作和使用过程中，古代工匠创造了独特的玉石雕刻工艺，并将其运用到当时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新石器时代是中国玉器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大多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出现了玉器，比较著名的有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红山文化遗址中的玉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玉龙，是中国玉器的经典之作，造型简洁流畅，雕琢精致美观，红山玉龙飞腾则表现出了红山玉器的工艺风格，这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代表性。元代渎山大玉海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巨型玉器，是忽必烈在1265年命皇家玉工制成的，是元朝历史状况和精神风貌的直观再现。自元代渎山大玉海之后，中国玉器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大”的时代。到了清代，乾隆时制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玉器——大禹治水玉山，这又将中国的玉器制造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三）丰富多彩的青铜器艺术

青铜器艺术是青铜时代（以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最重要的艺术成就。据考古发现，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与中国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发展及衰亡的过程有着紧密的联系（刘谦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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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中国从夏朝开始才真正进入青铜时代，最早的青铜容器是“爵”和“觚”，“爵”是夏朝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器物，是奴隶主贵族宴饮时使用的酒具。而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器则洋洋大观，其中“鼎”可以说是中华文明中极富象征意义的一种器物，“铸九鼎，像九州”，商王文丁所制的“司母戊大方鼎”是目前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鼎（刘谦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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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尊神重鬼是商朝的国家大事和时代潮流，这绝对不是仅仅停留在观念上，所用器物精益求精便是典型的表现，而“四羊方尊”则是所有器物中的典范，其技艺高超给人以整个器物浑然一体的感觉。

二、绘画与书法艺术

绘画与书法艺术常常连接在一起，两者都属于造型艺术，都是中国古老传统艺术，都用笔、墨等来创作可视的“形象”，只是书法写的是汉字，它是我国独具一格的艺术。

（一）别具一格的绘画艺术

中国古代绘画艺术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影响，绘画作品都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有文字记载岩画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岩画遗迹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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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经发现的岩画遗址中，最重要的是内蒙古阴山岩画、宁夏贺兰山岩画等约30处。

我国绘画起源于原始社会，至今已有至少六千年的历史。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个时期出现的彩陶画是绘画作品中的瑰宝。新石器时代的绘画遗迹还有岩画、线刻画、壁画和地画等。新石器时代的绘画，技巧上尚处于稚拙阶段，但已具有初步造型能力，对人物、鱼、鸟等外形动态也基本能抓住其主要特征，并表现出了先人的信仰和愿望。大地湾仰韶晚期居址地画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独立的绘画作品。

商、西周、春秋时代的绘画在我国古代绘画史上处于起步阶段，绘画主要表现在壁画、青铜器、漆木器、章服等的纹饰上。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纹饰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据重要位置，是继彩陶之后的又一重要的绘画种类，以动物纹为主。据文献记载，商纣王的“宫墙之画”是最早的壁画，而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具有独立绘画意义的作品是在湖南长沙两座战国楚墓出土的两幅帛画：《人物龙凤图》和《人物御龙图》（刘谦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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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秦汉时期的绘画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巩固而展现出新的面貌，秦汉绘画将战国时期地域不同的绘画风格融合起来，形成统一的、雄厚博大的时代风格。丝织帛画和漆画在这一时期继续得到发展。秦汉绘画在表现形式和题材内容等方面，均比前期有了较大的丰富和提高，形成了中国绘画史上的第一个高潮，为以后绘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华绘画艺术的发展中，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画家，他们的艺术风格一脉相承，都有着精湛的绘画技法和深厚的笔墨功力。这些艺术家们所创造的绘画作品，既有浓郁的民族特征，又符合时代的风格，是中华艺术的瑰宝，并以卓越的艺术成就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顾恺之是东晋最伟大的画家，他在解决绘画创作技巧的问题上，更是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顾恺之主张绘画要做到传神、表现神气，这使中国绘画从此出现了高层次的美学追求，其最著名的绘画作品是《洛神赋图》（李少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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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他也是早期杰出的绘画理论家，并有经典画论流传下来，如《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等。

唐朝是中国绘画走向成熟的时代，尤其是在人物画方面获得重大发展，其典型代表人物有阎立本和吴道子等人。阎立本是中国唐朝画家兼工程学家，他的代表作品有《步辇图》和《历代帝王图》，前者描绘了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的情景，后者则是两汉至隋朝13位帝王的画像。历史的大背景使得阎立本笔下的政治人物画主题宏阔，将帝王气派永远凝固在中国绘画史中。吴道子在用笔技法上更是创造了一种波折起伏、错落有致的“莼菜条”式的描法，强化了描摹对象的分量感和立体感，其画风对西方的绘画艺术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所画人物、衣袖等具有迎风起舞之势，故有“吴带当风”之美誉。

中国绘画至唐宋已经走向全面成熟，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集大成的著作与画作，如唐代张彦远的著作《历代名画记》和宋代张择端的画作《清明上河图》。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是中国第一部体例完备、史论结合的绘画通史，提出了“书画同体”的思想；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震撼世人，堪称经典的艺术再创造，画中的人物不是静态而是动态的，更精彩的是，它的动态还体现在昼夜的更替上。

清代绘画延续元、明的趋势，在康熙、乾隆时期宫廷绘画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呈现出不同于前代院体的新局面，其中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最为著名。“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画竹的第一人，其代表作为《墨竹图》，他画的竹子充分表现出其在中华文化中厚重的意蕴，这与其独特的创作过程有很大的关联。

（二）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

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在整个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书法艺术家，历代书法大师们用手中的笔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一座座丰碑。

商朝时期出现了“甲骨文”，这是迄今已知最早的汉字成熟体系，也是最早的书法作品（史仲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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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人们又开始学着在青铜器上刻字，形成了“金文”或“钟鼎文”。秦朝李斯发明了“小篆”，形成了统一的标准字体，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大创造与突破。而汉代的“隶变”（汉字由篆书变成隶书的过程）更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从史料记载上看，西汉时，已经出现了刻石立碑的书法表现形式，在汉代的石刻中最为重要的两种形式是摩崖和碑版。魏晋时期“楷书”的出现对于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使汉字的字形基本得到了固定。魏晋时期，在书法领域涌现了一批大家，他们通过各自独具特色的作品及风格，共同创造了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辉煌成就。其中，尤以被世人尊为“书圣”的王羲之最为著名，其代表作为《兰亭序》，它的布白、结构、用笔虽各自称雄，却互不侵扰，配合默契，无愧于“天下第一行书”的称号（陈玉龙，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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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谦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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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了唐朝，楷书已经发展成熟，并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完美的境界，楷书也是唐代书法艺术的主要形式，是其他书体的基础，也是其他书体变法的基础。同时也涌现了一大批楷书的名家名作，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楷书四大家”之一的颜真卿。事实上，以颜真卿为代表的中唐书法家通过楷书所确立的新的审美法则，对各种书体的变法和立法均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颜真卿不仅创造出了标志着楷书新的里程碑的“颜体”楷书，而且也创造出了“二王”之后第二个行草高峰的“颜体”行草。唐代的书法艺术不仅在楷书上众派纷呈，树立典范，而且在草书的发展上也是空前的活跃。在草书领域，当以张旭和怀素和尚最为著名。张旭曾师从吴道子，从“吴带当风”中得到启发，创造出了一种前无古人、潇洒出尘的狂草书体，有墨迹《古诗四帖》传世。怀素和尚与张旭合称“颠张（张旭）狂素（怀素）”，其传世墨迹有《自叙帖》《藏真帖》等。而宋代的书法则极具纵横跌宕、沉着痛快的书风。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是宋代书法家中的代表人物，史称“宋四家”，而苏东坡又是其中的翘楚，他在宋代书坛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既继承唐风，又开创了宋代行书尚意的独特风格，其最大成就则是创造了“刚健婀娜”的苏体，主要代表作有《赤壁赋》《中山松醪赋》等，他与王羲之、颜真卿可以称作中国书法史上行书发展的三座里程碑。

三、建筑与雕塑艺术

建筑是建筑物和构筑物的统称，也是工程技术和建筑艺术的综合创作，中国的建筑是科技之作，更是艺术珍品。

雕塑是造型艺术之一，是雕、刻、塑三种制作方法的总称，以各种可塑的（如黏土等）或可雕可刻的（如金属、石、木等）材料制作各种具有实在体积的形象。

（一）匠心独运的建筑艺术

建筑是一门重要的艺术。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在世界建筑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鲜明突出的民族风格和举世公认的艺术成就。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一套成熟且具有特点的体系，并且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欧洲建筑、伊斯兰建筑并称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中国建筑艺术在世界建筑史中独树一帜，古代工匠们运用精湛的技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艺术作品。

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出现最初的房子以来，就从未离开过建筑。约六七千年前，在我国长江流域多水地区就有干阑式建筑。干阑是用竹木等构成的楼居，它是单栋独立的，底层架空，用来存放东西或饲养牲畜，上层住人。秦汉初期仍然承袭前朝台榭建筑形式和纵架结构，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宫殿阿房宫就是最好的实例之一。佛教在两晋、南北朝时曾得到很大发展，并建造了大量的寺院、石窟和佛塔。最早见于我国史籍的佛教建筑，是东汉明帝时的洛阳白马寺。北魏佛寺以洛阳的永宁寺为最大，是我国最早的佛塔。北魏开凿的著名石窟有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等。

唐朝建筑风格的特点是气魄宏伟、严整而又开朗，唐代建筑师的突出成就之一就是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长安城，长安城的规划是我国古代都城中最为严整的。同时，唐朝还兴建了最大的藏式喇嘛教寺院建筑群——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进入隋唐以后，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才留存了实例，山西的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显露了唐代木结构殿堂的真面目。辽代时木塔已经很少见，绝大多数是砖石塔。其中最高的河北定州开元寺塔（又称料敌塔），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砖塔；而在福建泉州开元寺的两座石塔，则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石塔。宋代砖石塔的特点是发展了八角形平面的、可以登临远眺的楼阁式塔，塔身多作简体结构。建于辽代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老的木塔。南京明孝陵和北京的明十三陵，是善于利用地形和环境来形成陵墓肃穆气氛的杰出实例。明代建成的天坛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建筑设计的优秀实例，它在烘托最高封建统治者祭天时的神圣、崇高气氛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北京故宫（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也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它严格对称的布置，层层门阙殿宇和庭院空间相连的结构组成庞大建筑群，把封建君权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极端严肃的布置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君主专制制度的典型产物。

除此之外，在中国古代建筑设计中，还有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也是不得不提的，如万里长城和赵州桥等。万里长城长达5 660多千米，它显示了明代砖石材料、结构和施工方面的成就，同时雄壮墩台和关城的造型以及建筑物上细致的砖石雕刻，也是明代建筑艺术方面的优秀作品。因此，万里长城无论是在工程上还是在艺术设计上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赵州桥（又称安济桥）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大跨径石拱桥，它是由我国隋朝时期的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李春在设计和建造大桥的过程中，从实际需要出发，大胆创新，突破旧的传统，使大桥具有独特的风格。他采取单孔长跨石拱的形式，在河心不立桥墩，使石拱跨径长37米多，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赵州桥不仅是我国桥梁工程技术上的一项伟大成就，还是世界敞肩拱桥的典范。

（二）独特精湛的雕塑艺术

雕塑艺术是人们生活的反映，也是社会文明的象征，它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具有辉煌的成就。梁思成（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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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说过，“艺术之始，雕塑为先”。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发展史，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雕塑艺术风格也随之发展和变化。艺术家们通过实践将观察到的事物在其雕塑艺术作品中通过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并具有时代特色。

据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饰物可被视为最早的雕塑艺术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中出土的各种材质与造型的饰物。商周时期最经典的雕塑作品则当属三星堆青铜雕塑：青铜立人像、青铜人头像和青铜面具。

秦朝在雕塑艺术上所创造的成就是令后人极为惊叹的。它所创造的雕塑作品，无论是大型的雕塑制作，还是小型工艺性的装饰品，都显示出两千多年前工匠们所具有的高超创作水平和艺术智慧。秦始皇陵兵马俑就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上古雕塑艺术经过战国时期的发展，到秦始皇时代已经成为完全独立的重要美术门类。其令世人震撼的艺术表现力，奠定了它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极高的地位。

到了魏晋南北朝，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已开始进入全面发展状态。佛教的传入以及与中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使雕塑吸取了许多外来新鲜血液，并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佛教造像在当时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为了宣传佛教文化，需要塑造大量的佛像，使佛教造像技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佛教雕塑，在表现技法上既将前期的传统工艺发扬光大，又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成就突出的浮雕技术，成为中国雕塑发展史上又一重大突破。这种技法与前期的平面绘画形式相似，通过工匠们的长期实践，逐步发展成完善的浮雕技术。例如，在云冈石窟和麦积山石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运用这种方法的实例，这也体现了当时中国雕塑艺术中的创新。

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唐代雕塑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代佛教雕塑艺术已经逐渐摆脱外来样式的影响，开始以体现现实生活的作品为主，向民族化、世俗化的形式转变。在陵墓石雕方面，也具有时代的特点，开创了护卫行列体制，为后世陵墓石雕树立了典范。十分可敬的是那些留下或没有留下名字的唐代雕塑家，他们年复一年献身于石窟、庙观和陵墓，用超人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举世闻名的“中国菩萨”“中国飞天”“中国狮子”，创造出后人所称颂的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和四川乐山大佛巨雕等，集中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宏伟气魄和杰出的艺术才华；并且以造型的民族化和手法的中国化建立了中国佛教雕塑的体系，创造了中国雕塑的辉煌，将中国雕塑推向了历史高峰。

四、纺织与服装艺术

中国的纺织与服装历史悠久，是我国古代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着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从早期古猿人用树叶兽皮御寒、遮挡身体开始，经历了用骨针缝纫最简单的服装，到人们开始懂得种植棉麻、养蚕，创造了最早的衣裳。中国纺织工艺源远流长，在长期的不断改进和完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服装，在中华艺术历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笔。

（一）工艺精湛的纺织艺术

我国是世界上发明养蚕缫丝最早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期的纺织工艺，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湖北江陵马山发掘一座楚墓，出土了大批丝织品以及编织和刺绣等。汉代的织绣工艺，在继承春秋战国传统织绣工艺的基础上，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湖南长沙马王堆发掘了一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的基本完整的丝织品，品种有锦、绫、绮罗、纱、绢等。六朝时期的织锦，以四川生产的蜀锦最为著名。自魏晋南北朝以后，最具有特色的设计便是莲花纹和忍冬纹，其中莲花纹是我国古代装饰中最早见到的植物纹。唐代的染织工艺努力追求华丽的色彩效果，丝织的品种很多，而以织锦最著名，一般称为“唐锦”，这是古代丝织品中最精美、贵重的纺织品。到了宋代，中国印染织绣业又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丝织品的品种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的发展，其中最具时代特色的就是宋锦。

（二）独具特色的服装设计

中国的冠服制度，大约在夏商时期初步确立，至周代趋于完善。据资料显示，周代已采用“深衣制”，所谓深衣，是将原有的上衣和下裳缝合在一起的衣服，这种形式成为我国历代服装的基本特征，直至近代男子的长衫、女子的旗袍、连衣裙都可说是“深衣制”的延续。战国时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堪称一次服饰改革的壮举。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第二次大变革，其服饰主要以自然洒脱、清秀空疏为特点，醉心于褒衣博带式的汉族服饰。隋唐五代的服饰，是中国服饰史册中最为灿烂的一页。尤其是唐代女服，从面料到款式再到着装，是中国服饰史上最为精彩的篇章。盛唐贵族女服呈现出以展示女性形体和气质美的薄、露、透的特点，是中国封建社会绝无仅有的现象，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第三次大变革。明代服饰改革中，大量接受儒家思想，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调整冠服制度。明代男子服装主要为袍、裙等，明代女子服饰为冠服和便服。清代对传统服饰的变革最大，清代男子以袍、袄为主，一律改宽衣裳大袖而为窄袖筒身，衣襟以纽扣系之，代替了汉族惯用的绸带，清代满族女子主要穿旗袍，汉族女子仍是上着衫、袄，下着裙、裤。

五、音乐与舞蹈艺术

音乐是通过一定形式的音响组合，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情态的艺术形式。它有歌曲、合唱和交响音乐等形式，往往与诗歌、戏剧、舞蹈等组合。舞蹈则是以提炼、组织和艺术加工的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表达人的思想情感，反映社会生活。艺术与舞蹈两者结合，更具美感，更显艺术魅力，也更有感染力。

（一）独特优美的音乐艺术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音乐都是最早产生的艺术形式之一。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音乐是最抽象的艺术。传说中远古乐器众多，然而中国古文化遗址中遗存下来最多的是埙。埙是我国特有的吹奏乐器，在世界原始艺术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刘谦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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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埙大都是陶制，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最早的陶埙是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椭圆形一音孔陶埙。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时期遗址发掘出了随葬的16支骨笛，距今已有8 000多年的历史，它们是用鹤类腿骨制成的，大多钻有7孔，在有的音孔旁边还留有钻孔前刻画的等分标记，个别音孔旁边另钻一小孔来调整音高。这些充分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对音高的准确度有了一定的要求，对音高与管长的关系也已具备了初步的知识。这证明当时的音乐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世界上最早的弦乐器是中国的古琴（又称瑶琴、七弦琴），古琴早在周代就已经盛行。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音乐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保存了自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乐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吕氏春秋·音律》是目前发现的中国乐律学的最早文献，里面记载的“三分损益法”（三分损一和三分益一），是由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的，即记录各音律之间的音高比例的理论（刘谦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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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代表着春秋时代乐律学和乐器工艺的最高发展水平。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群起，思想空前活跃，当时许多有影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几乎都对乐舞艺术发表过自己的真知灼见，最具影响力的是战国初年的公孙尼子所做的《乐记》。《乐记》不仅是我国音乐史上最早的专门理论著作，也是东方美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专著。汉代最有名的歌曲形式叫“相和歌”，是歌者自击节鼓与伴奏的管弦乐器相应和。魏晋时期，在相和歌的基础上，又有新的音乐发展起来，称为“清商三调”或“清商乐”。唐代音乐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继承了清商乐的传统，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法曲（集器乐、舞蹈、歌曲于一体的大型表演形式）。清代则形成了另一种新的音乐形式——京剧，它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戏曲剧种，被誉为“国剧”。

（二）多种多样的舞蹈艺术

舞蹈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它是以有节奏的动作为主要手段来表现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艺术形式。舞蹈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我们的祖先通常会用舞蹈来庆祝丰收和胜利等。中国舞蹈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厚的文化积淀，它在原始时代是文化的基本形态。从青海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来看，至少在5 000年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舞蹈。

周朝舞蹈有文舞、武舞之分，从史料来看，周朝周公旦因袭夏商礼乐旧制并加以发展，其中舞蹈是重要的方面之一，周朝舞蹈成为中国乐舞文化的第一个高峰，特别是西周统治者对公元前26—前11世纪流传的历代乐舞的整理和规范，可谓人类艺术史上空前的壮举。周朝的文舞是纪念皇帝、尧帝、舜帝和禹帝的，其舞蹈作品分别是《云门》《大章》《大韶》和《大夏》；而武舞则是歌颂商汤与周武王的，其代表作品分别是《大濩》和《大武》（刘谦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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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夏商周三代，乐舞在传统的基础上规模不断扩大，舞技也越来越精湛，终于跃上了中国舞蹈的第一个巅峰。汉代舞蹈具有技艺精湛、风格灵动的特点，《盘鼓舞》和《长袖舞》就是其最好的证明。敦煌的飞天（佛教壁画或石刻中在空中飞舞的神）之舞创造了一段辉煌的舞蹈历史，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自石窟创建就出现了，从十六国飞越了十几个朝代，直至元朝末年随着石窟的衰落而消亡。到了唐朝，舞蹈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从唐太宗到唐玄宗，“乐”和“舞”大盛，从《破阵乐》到《霓裳羽衣舞》，都展示了一个辉煌时代的文治武功。元代的舞蹈则是从人间舞到天界，有着独具一格的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十六天魔舞》是其代表作。

第三节 中华科技

中华民族文化对科学发明的重视使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一直领先于其他国家。例如，北宋时期著名的科学家沈括，是一名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军事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同时，他还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他晚年所著的《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工程技术、音乐、美术等600余条。其中200余条属于科学技术方面，反映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取得的辉煌成就。

中华民族的科学文明在历史中的领先地位也是吸引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乔琵芬·李约瑟（Joseph Needhain）一生醉心于中国科技文明的原因。李约瑟老先生几十年都坚持寻书访友，尽最大可能收集文献、实物和口碑资料，钩玄提要，探幽烛微，见微知著。他从一张告诫行人慎防恶犬的墙贴印证我国早期的印刷术；从大渡河上的铁索桥联想到当年钢铁冶炼工艺的水平；从涌潮、验潮、潮汐表以及有关理论推演出一部引人入胜的潮汐学史（夏侯炳，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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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的《中国的创造精神》一书是对中华文明的科学创造精神的最好诠释，它使西方读者对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在《中国的创造精神》一书的序言中，李约瑟提出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中国竟然如此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度？这是因为中华文明具有崇尚自主的人格、质疑求真的特质、“和而不同”的思维特点以及“崇尚理性”的精神。正是由于中华文明具有这种崇尚科学的精神，无论经过了多少挫折，中华民族总是能迅速地发展科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明是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文明。

一、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

我曾拜读李约瑟先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2 000余万字的巨著是他对世界科学史的空前贡献。我敬佩李约瑟先生以西方杰出学者公正的眼光和深邃的思想，系统而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光辉成就，充分肯定了历来追求科技发明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The Genius of China
 ），从中国丰富多彩的科技遗产中，选出100个在时间上或科学内容上居世界第一的例子，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做了生动的描述。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其材料大多数选自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文集》和尚未发表的一些文稿和资料，并获得李约瑟的赞赏；二是“100”是个吉利或“绝对多”的数字表达，坦普尔曾下结论，“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来源于中国。强调“100个世界第一”只是表达中华传统文化中科技发明对世界科技的贡献。

坦普尔列举了96项中国的发现与发明，并给出它们领先于西方的时间长度，这指的是一项发现或发明在中国有记载的时间与其在西方被采用或认识的时间两者的距离（坦普尔，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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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行栽种与精细锄地　　　　　　　　　　　　　　　2200年

铁犁　　　　　　　　　　　　　　　　　　　　　　2200年

胸带马挽具　　　　　　　　　　　　　　　　　　　 500年

颈圈马挽具　　　　　　　　　　　　　　　　　　　1000年

旋转式扇车　　　　　　　　　　　　　　　西方没有应用过

近代多管条播机（耧车）　　　　　　　　　　　　　1800年

由以上可见，在农业方面中国比西方先进2000年。

定量制图学　　　　　　　　　　　　　　　　　　　1300年

所谓的“麦卡托”投影　　　　　　　　　　　　　　 600年

赤道式天文仪器　　　　　　　　　　　　　　　　　 600年

铸铁　　　　　　　　　　　　　　　　　　　　　　1700年

曲柄　　　　　　　　　　　　　　　　　　　　　　1100年

所谓的“贝塞麦”炼钢法　　　　　　　　　　　　　2000年

所谓的“西门子”炼钢法　　　　　　　　　　　　　1300年

深井钻探天然气　　　　　　　　　　　　　　　　　1900年

带传动或传动带　　　　　　　　　　　　　　　　　1800年

链式泵（龙骨车）　　　　　　　　　　　　　　　　1400年

吊桥　　　　　　　　　　　　　　　　　　　1800—2200年

第一台自动控制机　　　　　　　1600年，但也可能是3000年

蒸汽机的基本原理　　　　　　　　　　　　　　　　1200年

弓形拱桥　　　　　　　　　　　　　　　　　　　　 500年

链传动 　　　　　　　　　　　　　　　　　　　　　800年

最早的塑料，即漆　　　　　　　　　　　　　　　　3200年

石油和天然气做燃料　　　　　　　　　　　　　　　2300年

纸　　　　　　　　　　　　　　　　　　　　　　　1400年

独轮车　　　　　　　　　　　　　　　　　　　　　1300年

滑动卡尺　　　　　　　　　　　　　　　　　　　　1700年

鱼竿绕线轮　　　　　　　　　　　　　　　　　　　1400年

马镫 　　　　　　　　　　　　　　　　　　　　　　300年

瓷器　　　　　　　　　　　　　　　　　　　　　　1700年

害虫的生物防治　　　　　　　　　　　　　　　　　1600年

伞　　　　　　　　　　　　　　　　　　　　　　　1200年

火柴　　　　　　　　　　　　　　　　　　　　　　1000年

白兰地和威士忌 　　　　　　　　　　　　　　　　　500年

机械种 　　　　　　　　　　　　　　　　　　　　　585年

雕版印刷术 　　　　　　　　　　　　　　　　　　　700年

活字印刷术 　　　　　　　　　　　　　　　　　　　400年

纸牌 　　　　　　　　　　　　　　　　　　　　　　500年

纸币 　　　　　　　　　　　　　　　　　　　　　　850年

纺车 　　　　　　　　　　　　　　　　　　　　　　200年

对血液循环的认识　　　　　　　　　　　　　　　　1800年

对人体昼夜节律的认识　　　　　　　　　　　　　　2150年

内分泌科学　　　　　　　　　　　　　　　　　　　2100年

对营养缺乏症的认识　　　　　　　　　　　　　　　1600年

由尿液分析发现糖尿病　　　　　　　　　　　　　　1000年

甲状腺激素的应用　　　　　　　　　　　　　　　　1250年

天花的预防接种 　　　　　　　　　　　　　　　　　800年

十进制记数法　　　　　　　　　　　　　　　　　　2300年

算术中0的位置　　　　　　　　　　　　　　　　　 1400年

负数　　　　　　　　　　　　　　　　　　　　　　1700年

求高次方根和解高次数字方程 　　　　　　　　　　　600年

十进制小数　　　　　　　　　　　　　　　　　　　1600年

代数学在几何学中的应用　　　　　　　　　　　　　1000年

“帕斯卡”二项式系数三角形 　　　　　　　　　　　427年

磁罗盘（指南针）　　　　　　　　　　　　　　　　1500年

度盘指针装置　　　　　　　　　　　　　　　　　　1200年

对地球磁偏角的认识 　　　　　　　　　　　　　　　600年

剩磁和磁感应 　　　　　　　　　　　　　　　　　　600年

地植物勘探　　　　　　　　　　　　　　　　　　　2100年

（所谓“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1300年，先于牛顿2000年

雪花的六角形结构　　　　　　　　　　　　　　　　1800年

地动仪　　　　　　　　　　　　　　　　　　　　　1400年

自燃现象　　　　　　　　　　　　　　　　　　　　1500年

近代地质学　　　　　　　　　　　　　　　　　　　1500年

磷光画 　　　　　　　　　　　　　　　　　　　　　700年

风筝　　　　　　　　　　　　　　　　　　　　　　2000年

最早的载人飞行　　　　　　　　　　　　　　　　　1650年

立体地图　　　　　　　　　　　　　　　　　　　　1600年

等高线运河　　　　　　　　　　　　　　　　　　　1900年

降落伞　　　　　　　　　　　　　　　　　　　　　2000年

微型热气球　　　　　　　　　　　　　　　　　　　1400年

船舵　　　　　　　　　　　　　　　　　　　　　　1100年

平底帆船和错排船桅　　　　　　　　　　　西方没有应用过

多桅和船头船尾索具　　　　　　　　　　　　　　　1200年

下风板 　　　　　　　　　　　　　　　　　　　　　800年

船内的水密舱（舱壁结构）　　　　　　　　　　　　1700年

直升机旋翼和螺旋桨　　　　　　　　　　　　　　　1500年

桨轮船　　　　　　　　　　　　　　　　　　　　　1000年

运河船闸 　　　　　　　　　　　　　　　　　　　　400年

大定音钟　　　　　　　　　　　　　　　　　　　　2500年

定音鼓　　　　　　　　　　　　　　　　　　　西方未出现

密封实验室　　　　　　　　　　　　　　　　　　　2000年

对音色的认识　　　　　　　　　　　　　　　　　　1600年

音乐中的平均律　　　　　　　　　　　　　　　　　　50年

化学战、毒气、催泪弹、烟雾弹　　　　　　　　　　2300年

弩 　　　　　　　　　　　　　　　　　　　　　　　200年

火药 　　　　　　　　　　　　　　　　　　　　　　300年

火焰喷射器　　　　　　　　　　　　　　　　　　　1000年

烟火 　　　　　　　　　　　　　　　　　　　　　　250年

燃烧弹和手榴弹 　　　　　　　　　　　　　　　　　400年

金属壳炸弹 　　　　　　　　　　　　　　　　　　　246年

地雷 　　　　　　　　　　　　　　　　　　　　　　126年

水雷 　　　　　　　　　　　　　　　　　　　　　　200年

火箭 　　　　　　　　　　　　　　　　　　　　　　200年

多级火箭 　　　　　　　　　　　　　　　　　　　　600年

早期枪、炮、迫击炮 　　　　　　　　　　　　　　　450年

真正的枪炮　　　　　　　　　　　　　　　　　　　　50年

我们引用的这96项是原著前言中第21～23页的内容，为严格地执行知识产权法律要求，我通过人民教育出版社与译者陈养正先生取得了联系，并征得了他的同意。

坦普尔在“前言”部分“西方受惠于中国”文章中写道，认识到现代农业、现代航运、现代石油工业、现代天文台、现代音乐，还有一进制数学、纸币、雨伞、钓竿绕线轮、独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雷、毒气、降落伞、热气球、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甚至蒸汽机的基本结构，全部源于中国。坦普尔还用了四个排比句：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船尾舵、罗盘、多重桅杆等改进的航海和导航技术就不会有欧洲人伟大的探险航行，哥伦布也不可能发现新大陆；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马镫，使骑手能安然地坐在马上，中世纪的骑士就不可能身披闪亮盔甲去救那些落难淑女，也就不会有“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枪炮和火药，也就不可能有子弹穿透骑士的盔甲将他们射落马下，从而结束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纸和印刷术，欧洲继续用手抄书的时间可能要长得多，识字将不会这样普及。

普坦尔为什么要研究并撰写《中国的创造精神》一书？他的支持者李约瑟为什么把其后半生全部献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和中英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是因为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科技遗产，在科技发现和发明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华大地是科技创新的故乡。

二、独特的科学思想

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凸显了中华文明创造精神的特点，更反映了我们新颖、独特的中华科技成就。这些特点和成就，既表现在创新的思想上，又表现在伟大发现和发明的实践中。这里我先来陈述独特的科学思想，以表达我们的祖先开启科技之窗的中华文明。这种科学思想既表现在各种学说上，又表现在著书立说上。

（一）指导社会文明的理论

中华文明科技创新，首先表现在科学思想的产生，即提出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假设上，后逐步付诸实践，获取成就并成为学说。这里仅举四例（李约瑟，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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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历法计时学说。人类认识大到宇宙星辰、小到飞禽走野的运动规律，都离不开计时，离不开历法。中国古代对历法的研究和应用在世界领先。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尧帝时代，就已经规定一年为366天。到了商代，探索了“干支”，即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合称，以十天干同十二地支循环相配，成甲子、乙丑、丙寅……六十组，通称“六十甲子”。依此用来表示年、月、日和时的次序，周而复始，循环使用，至今三千多年来夏历的年和日仍用干支。我们的十二生肖也是后来从地支中衍生出来的。春秋末年，我国开始把一年分为365.25日，比西方早一百多年确，规定每月为29.53085日，沿用了近700年。南宋时期（1199年）开始采用的统天历又把一年修正为365.2425日，它和今天世界上通用的格里高利历，即阳历完全相同，但要早400年。此外，中华文明对日食和月食的规律的研究要比西方早1 000年，对二十四节气的研究，对中华民族的生息尤其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起到不可缺失的指导作用。

二是元气学说，自然界的物体或天地万物终究由什么构成的呢？这当然是物理结构和化学结构的科学问题。中国古人提出了元气学说。元气是产生和构成自然界万物的原始物质，或阴阳二气混沌未分的实体。早在西周初期，中国人提出了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组成，这就是“五行说”，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春秋时产生“五行相胜”思想，认为五行之间有相克的现象。战国时出现“五行相生相胜”的理论。“相生”，意味着无形之间相互促进，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胜”，意味着五行之间相互排斥或“相克”，即“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五行论”观点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自然辩证法因素。“五行说”一直被中华文明史保存下来，对中国的历法、天文、医学等科技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东汉的王尧把元气说发展为“元气自然论”，认为天地间万物都是由元气自然而然地构成的。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接受了王尧的观点，进而分析元气的运动、静止、稳定、变化、斗争、衰落、崩溃与神、鬼、人的意志无关，显示了一种反对鬼神迷信的正确思想。宋代的张载进一步发展了“元气说”，认为阴阳两气充满了宇宙空间，由于阴阳两性推动而浮沉、升降、动静，这是宇宙自身的矛盾运动。有人曾把张载的元气论与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17世纪的法国科学家笛卡儿的以太漩涡理论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有惊人的类似点。

三是天文学说。天有多大，地又有多广，天地有何关系，宇宙是怎样的，中国古代有“宣夜说”“盖天说”和“浑天说”三种科学思想。“宣夜说”相传产生于殷朝，是我古代最早的一种宇宙学说，认为天没有形质，抬头望天远无止境。到了东汉，有人把宣夜说解释得较为清楚，认为日月星辰悬浮空中，依靠“气的作用”而运动，不存在什么固体的天球。尽管“宣夜说”发源得很早，但它对天体运行、季节、变迁等诸多问题没有做深入论述，所以影响不如后面两种学说。“盖天说”产生于东周，主张天像把张开的伞，而地则像个棋盘。到战国时期，“盖天说”发展为天像一个半圆形的斗笠，地则像一个倒覆着的盘子。天在上，地在下；北极是天的最高点，四面下垂；大地是拱形的，日月星辰随天盖而运动，其东升西落是由远近所致，不是没入地下。这种解释虽然极为勉强，却是中国古人早在2 300年前对宇宙的一种解说。“浑天说”也产生于战国时期，它反对盖天说中“天”像一种斗笠的说法，认为天是一个圆球，大地也是一个圆球。东汉张衡集浑天说于大成，主张天地的关系好像鸟卵壳包着蛋黄，天大而地小。因为天的形状浑圆而称为“浑天”。天和天上的星辰每天绕地南北极旋转一周，北极在正北出地36°，南极在正南入地36°。宇宙是无边无际的，时空是无限的。这种观点与西方的地心说有类似之处，产生时间也差不多。16世纪以后，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天文学与宇宙学的研究主流都转到以哥白尼的日心说为科学理论的轨道上来了，然而中华文明的宇宙学说也在世界的天文学与宇宙学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是“八卦”学说。电子计算机没有采用数学上的十进位，而是用了二进制。今天世界各国科学界都认为二进制最早是由法国科学家莱布尼茨倡导的，而莱布尼茨却说，二进制思想源于其研究的中国的“八卦”。八卦，亦称“经卦”，其理论出自《周易》。《周易》即《易经》，简称《易》，系儒道两家重要经典之一。“易”当“变”字解。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从中悟出《周易》的核心思想是追求一种以太和为最高目标，关于人、自然与社会整体和谐（余敦康，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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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卦”或“八卦”，原起源于原始宗教的占卦，其历史悠久，相传神话中人类的始祖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作辞，说法不一，但较多的观点是萌芽于殷周之际，用来代表八大不同的事物。例如，在罗盘上代表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八个方位。《周易》中的八卦，是八种圆形，阳爻“—”和阴爻“--”是两种基本符号，叫作“两仪”。每卦由上爻、中爻、下爻“三爻”组成，每次取三个，则共有八种排列法，其名称为“乾”（[image: ]
 ）、“坤”（[image: ]
 ）、“震”（[image: ]
 ）、“艮”（[image: ]
 ）、“离”（[image: ]
 ）、“坎”（[image: ]
 ）、“兑”（[image: ]
 ）、“巽”（[image: ]
 ），如图2-1所示，称为“八卦”。《周易》包括《经》与《传》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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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八卦图

《经》中的六十四卦是八卦两两相重组成，即每次取6（3×2）个爻，可得26种不同的排列，称为六十四卦。《传》认为通过八卦形式，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而“乾”“坤”两卦在八卦中占特别重要的地位，能指示自然和社会诸现象的最初根源，并提出“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等朴素辩证法思想。“八卦”又如何被二进制借鉴呢？《中国少年儿童全书》做了如下简单介绍（姜璐，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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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把阳爻看作正号“＋”，阴爻看作负号“-”，并且把三个爻分别看成第一、第二、第三个坐标，那么八卦就是（+，+，+）（+，+，-）（-，+，-）（-，-，+）（-，-，-）。

表2-1 八卦与二进制、十进制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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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世的科技著作

中华文明的科技思想，不仅提出了诸多的理论学说，而且出现了不少科技著作，这里仅简述四部古人大作。

世界数学名著——《九章算术》。《九章算术》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数学成就，其主要内容在先秦已具备，经西汉张苍、耿寿昌删补而成。九章为：①方田，四则运算和各种面积；②粟，粮食交易的比例方法；③衰分，比例分配的运算；④少广，平方和与立方和的算法；⑤商功，各种体积公式和工作量计算法；⑥均输，赋税计算以及各种难题；⑦盈不足，盈亏问题；⑧方程，正负数和线性方程组解法；⑨勾股，勾股形解法以及测量问题。这中间有许多原理在世界领先，不亚于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对西方数学的影响。

最早的中医书——《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8 000种中医文献中最早的著作。黄帝是传说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有很多的发明创造，如养蚕、舟车、音律、医学、算数等都创始于黄帝与岐伯、雷公等讨论的医学知识。《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对针灸论述较多的医学基础原理。《黄帝内经》共18卷162篇文献，内容广泛，论述了中医的基础理论，兼述卫生保健、临床病症、方药、针灸等方面内容。其理论基础是自发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阴阳学说。《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奠基之作，已被译为英、德、日、法等文出版。

中国科技史的里程碑——《梦溪笔谈》。《梦溪笔谈》是北宋科学家沈括所著，共26卷。成书后，沈括又写了《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因写于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因而得名，成书于11世纪末，共609条，涉及军事、法律、史实、文学艺术、考古、音乐、美术、数学、物理、天文、化学、工程、生物、地质、地理、农业、医药等领域，其中关于科学技术的条目占全书篇幅一半以上，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我在《中国少儿百科全书》中曾写道，《梦溪笔谈》所记载的许多科技成就可以列为世界第一：根据化石推断古代气候的变迁，比西欧早400多年；用流水侵蚀学说阐明华北平原和雁荡山峰成因，比西方类似学说早700年；十二气历，比与它相似的欧洲萧伯纳农历早800年。沈括计算出围棋局总数是361，并且估计出它的布局方式多达连写几十个万字，更是古代世界绝无仅有的（姜璐，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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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赞《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它的作者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坦普尔，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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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早的科学著作——《墨经》。《墨经》又称《墨辩》，战国时期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年）及其学生发展墨子思想的著作。内容包括：《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共6篇，主要涉及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力学、光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的内容。在数学方面，圆、线、面等的定义比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定义要早100多年。在光学方面，讨论了光的小孔成像原理，指出了光的直线传播规律，证述了光的反射、平面镜、凹面镜和凸面镜成像的规律，阐述了火的颜色和火的温度之间的关系。在力学方面，不仅给“力”下了定义，也提出了力矩的概念；论述了流水静力学的现象，初步形成了浮力原理的思想。在时空方面，讨论了空间、时间以及时空的关系，提出了无限时空和时空相互联系而统一的观点。《墨经》的价值在于古代杰出思想家通过直接观察和实验现象，上升到科学理论做深刻的分析，这给西方科学家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三、重大的科技发现

《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大量的重大科技发现的例子，这里略举几项。

（一）世界上最早的冶炼金属法

传说（《云笈七籤》卷一百）蚩尤氏兄弟八十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当年蚩尤反对黄帝，开始制作铠甲兜鍪，当时人不认识，说成“铜头铁额”。远古中国，已有“铜”“铁”概念，是否真实，有待考证。不过我们看展览，已获悉商代的铜器制造水平已经很高；春秋晚期就有生铁器物。在熟铁中加入碳，或减少生铁中的碳含量，可以得钢，这就是中国古代生铁脱碳法、炒钢法和灌钢法等冶炼金属法的由来。今天我们讲冶金工业，是指开采和处理（选矿、烧结）金属矿石以及冶炼加工成材的工业，而生产铁及其合金的工业位于冶金工业的首位。冶金过程的方法、工艺、设备、经济问题形成的理论，构成一个技术科学，这就是冶金学。世界上最早冶炼金属的是中国，如铜、银、金，特别是铸铁炼钢。中国铸铁于公元前4世纪，先于西方1 700年；中国的炼钢，“贝塞麦”炼钢法早于西方2 000年，“西门子”炼钢法早于西方1 300年。由此可见，世界上最早研讨冶金过程方法学问的或形成冶金学雏形的也是中国。西方的生铁炼钢技术在19世纪才有。1845年，英国人凯利（Kelly）从中国工匠那里学到中国的炼钢方法，于1856年发展成了西方的第一种炼钢技术。1856年贝塞麦（Bessemer）发明的著名的酸性转炉炼钢法就吸收了中国的生铁炼钢法的知识，这就是坦普尔说的西方炼钢法比中国迟两千多年的缘由。与冶炼技术相对应的，中国还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石油、天然气的国家。秦汉时代的高奴县（今延安附近）人氏发现，延河的支流洧水中有可燃烧的液体，称其为“石漆”。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叫它为“石油”，这一概念一直沿用至今，比使用石油还早。约公元前1世纪，四川人民在盐井时，发现从井中冒出的气体可以燃烧，后被当地人所使用，就叫其为“天然气”。所有这些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工程技术上的科学发现才引发工程技术的发展。

（二）从穴位到针灸

《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中有一段有趣的话语：相传，远古时有个人，在劳动时突然肚子疼痛难忍，在回家的路上又不小心碰伤了小腿。奇怪的是腿被碰伤了，肚子却不疼了。此后那个被碰伤的部位被命名为“足三里”穴，并留传下来刺激“足三里”穴位可治胃痛的医疗方法。穴位，又称“腧（输）穴”“孔穴”“穴道”。《黄帝内经》有“节”“会”“空”（孔）“气穴”等名。穴位为经络、脏腑、气血输注之处，包括“经穴”“经外奇穴”“阿是穴”等。这就构成中国特有的经络学说。《经络·保健·按摩法》的作者张声闳先生送我其著作，使我了解了经络学的深奥学问。经络遍布于人体各个部位，担当着运送气血、沟通身体内外上下的功能。十二经脉中六阴六阳。阴脉营其脏，阳脉营其腑。奇经八脉有把十二经脉联系起来。十二经脉往下又分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每个都可分手、足三阴三阳。这就有了可叫出名字的4个层次48条大小经脉（纵行部分），再与15条络脉（支面横者为络）交叉，这个已经很复杂的网络再与遍布全身、不计其数的孙络、浮络交会。目前已发现的人体穴位有361个，这就只能用树叶叶脉网络图比拟了（张声闳，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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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诊察穴位压痛等异常情况，可以协助诊断；而选择穴位施行针灸、拔火罐、推拿和按摩等手法，可防治疾病。其中，针灸是针刺和灸法的总称。针刺，是应用各种特制针具，施行一定刺激方法作用于经络穴位以防治疾病；灸法主要是用艾绒等物熏灼经络穴位以防治疾病。从《黄帝内经》起，针灸就成为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独一无二的“脉诊”

我们请中医看病，医生仅凭三个指头，即食指、中指、无名指，轻轻地触按在病人的手腕处，就可以通过对病人体表动脉搏动情况的了解，体验识别脉象来诊断病情，这就是中医的“脉诊”，又称“搭脉”“摸脉”。脉诊与其他诊法结合，为辨证施治提供依据。脉诊在战国时期已较成熟，据说，战国时扁鹊对重病5天不省人事的赵国大官赵简子切脉，断定为血脉不通畅，经过3天的治疗，使其康复如初。脉诊在汉朝获得广泛应用。魏晋王叔和纂集扁鹊、华佗、张仲景等古代医学家的脉诊论说，撰写了10卷本的《脉经》，详辩三部九候及二十四脉象，并论述人体各种疾病的闻声察色等诊断方法。为什么通过脉诊能够判断病情？人的全身脉管自人体内是一个密闭的管道系统，由心脏搏动所引起的压力变化使主动脉管壁发生振动，沿着动脉管壁向外围传递而产生脉搏。在王叔和的《脉经》一书中，他把这脉搏的形象和动态叫作脉象，二十四脉象也由此产生；明代李时珍在《濒湖脉学》中又增三脉；明代李中梓《珍家正眼》又增一脉，中医的二十八脉象就是这样来的。只要人体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病变，就会引起气血的变化，并从脉象上反映出来。这就是中医通过摸脉就能确诊病人得的是什么病以及病情轻重的原因。我国的脉诊学说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传播到海外，西方翻译了中国古老的《脉经》等中医著作，这是我国对世界医疗卫生事业的贡献。17世纪英国的名医芙罗伊尔（Luoyier）受《脉经》的熏陶开始研究脉学，进而发明并制定给医生使用的切脉计数脉搏表，还完成西方第一本关于脉学的著作。

（四）最早的天文研究

中国的天象记载已有4 000多年的历史，而坦普尔在《中国的创新精神》却是从公元前4世纪“对黑子作为日象的认识”开始论述的。“新星”和“超新星”的发现，是中国古代天文观察的巨大成就。星球对人类来说，光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暗，有的亮。某时候它的光度突然增加到原来的几千倍到几万倍，这叫“新星”；增加到原来的几百万倍甚至上亿倍，这叫“超新星”。光度增加最终要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有的时间不长，有的却要1～30年。新星爆发后的星体外围形成气壳，向外膨胀，速度可达几十千米每秒甚至1 000千米每秒。今天在银河系内已发现约200个新星。而最早发现这种天象的是中国，早在公元前14世纪，古代甲骨文中就有新星的记载，如“七日己巳夕壹出新大星并火”“辛来出新星”。自商代到1 700年，我国共记载了90颗新星和超新星，而《汉书》中记载的公元前134年新星爆发，被国际上公推为人类发现的第一颗新星。

我国古代在行星、恒星观察方面有独到之处。战国时天文学家甘德用肉眼观察，发现了木星的卫星——“木卫三”，并记录了它的位置、早晚出没的形象、颜色和亮度。这比国际公认的伽利略等人用望远镜观察发现的“木卫三”要早两千年。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在公元139年以前就观察记录了2 500多颗恒星，这和近代天文学家观察到的2500～3 000颗的星数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唐代天文学家一行，对恒星观察后，认为恒星并非静止，他把恒星不断移动的现象记录了下来，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提出这一观察要早一千年。

提到哈雷的名字，自然要提到哈雷彗星。1676年，哈雷首次利用万有引力定律推算了一颗彗星的轨迹，并预测它以76年为周期绕太阳运转，该彗星后来被称为哈雷彗星。彗星，我国称其为“妖星”，俗称“扫帚星”。我国是世界上记录彗星和哈雷彗星最早的国家。据春秋义疏记载，公元前613年秋天，有彗星进入北斗。我国当代天文学家张钰哲用电子计算机算出那就是著名的哈雷彗星。《春秋》上的记载是人类历史上对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从公元前613年到1986年，哈雷彗星光顾地球35次。我国从公元前240年起，对哈雷彗星的每次出现都有记载，且在《晋书》中指出，彗星没有光，其光来自其接近太阳时太阳光的反射，这比欧洲在16世纪才有类似认识早得多。正如法国天文学家利维在详细研究了有关1 428颗彗星的《彗星轨道总表》后断言：“彗星记录最好的，当推中国的记载。”

公元前2世纪的《淮南子》中已经提到了黑子。《汉书》中记载的公元前28年3月发生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是世界上公认最早的有关黑子的记载。西方的同类记录迟至8世纪才出现。尤其可贵的是，从我国史料中的106条关于黑子的纪录中，可以发现黑子出现的几个周期——11年、62年、250年，这与现代天文学的计算结果基本符合。

四、造福人类的科技发明

尽管《中国创造精神》阐述了100个世界第一，但我们经常提到的是中国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

所谓四大发明，是指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在发明指南针之前，人类靠观察太阳和星辰来辨认方向，但如遇阴天、雨天就会迷失方向。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是为了在行动中有方向。早在远古时期，已有“指南车”的记载，传说黄帝用指南车在雾天中指明方向打败了蚩尤。到了战国时代，中国人发明了定向仪器“司南”，由于司南使用时要放在“地盘”上，所以有人把这种定向仪器叫“罗盘针”。从指南车到司南，再到罗盘针，之所以能指方向，是由于我们的祖先早早地认识了天然磁石吸引的原理。到了北宋时，中国人发明了人工磁化方法，经过磁化的钢针，穿上几根灯草，放在一只盛满水的碗里，它就能指方向，这种仪器称为指南针。从此指南针获得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大大推进了航海事业的发展，这比西方记载的罗盘早出200多年。宋朝沈括曾指出一种科学现象，磁针指南，但常常偏东，这不是正南。这种偏差是磁科学中的“磁偏角”，西方人到13世纪才注意到磁偏角的存在，却错误地归因于磁针有毛病。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才真正承认磁偏角，这比中国晚了400多年。

纸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大约3 500多年前的商朝，中国有了甲骨文，到了春秋战国时，用竹片和木片替代甲骨；西汉在宫廷贵族中用丝织品、缣帛或绵纸写字。东汉时期的蔡伦总结了前人制造丝织品的经验，以树皮、麻头、破布等为原料，发明了适合书写的植物纤维——纸，于是纸成为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造纸术在7世纪经朝鲜传入日本，8世纪中叶传到阿拉伯，12世纪起，欧洲也仿效中国的方法造纸了。

印刷术是普及文化的基础。印刷术开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它用刀在一块木板上雕刻成凸出来的反字（像今人的图章，但图章字太少，仅仅是人的名字），然后上墨，印到纸上，每印一本书要下很大功夫。后来经北宋人毕昇的发展和完善，产生了活字印刷。在公元1004年到1048年，毕昇用质细且带有黏性的胶泥，制成四方体的长柱体，在上面刻上反写的单字，一个字一个印，放在土窑里用火烧硬，形成活字。印刷时按文章内容，逐字排成印版，印刷后活字下次可再用。这种印刷方法大大地提高了效果。直到计算机排版印刷前，整整1个世纪都是活字印刷，只不过后来人们改进了，使用木活字和金属活字。中国印刷术成了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导，为知识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13世纪以后，活字印刷传到朝鲜和日本，15世纪传播到欧洲。

火药是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武器。最早起始于秦汉，由于炼丹，家用硝石、硫黄和木炭等物炼丹，从偶然发生爆炸的现象中获得启示并逐步找到一硫、二硝、三木炭的火药配方，发明了黑色火药。三国时期，用纸包火药制成“炮仗”作为辞旧迎新、驱妖避邪的精神武器。唐朝末年，火药开始应用到了军事上，最原始的火炮、带火药的弓箭、火药火箭的“定向棒”（火药装在竹筒里，点火后产生推力飞向敌阵）、火枪都是军事武器。13世纪（约1225—1248年），我国火药制造技术传到了波斯、印度和阿拉伯国家，后又传到了欧洲，14世纪中叶英法各国在战争中使用火药，与此同时，应用到开山、筑路、控河的工程上，引来了工业革命。从鸦片战争开始，英国等用洋枪洋炮侵略了我国这个火药发源地，这是血的教训。

中国在科学技术的发明绝对不止这四项。《中国的创造精神》列了一个吉利数字一百项。我们不可能于此列出，这里仅从两个方面介绍几项有世界影响的科技发明和创造。

首先是“开天辟地”所做的贡献。为了“开天”，就需要发明探测上天的仪器；为了“辟地”，就得创造记录入地的工具，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仪器和预报地震的候风地动仪。世界上最早的天文仪器是中国的圭表、浑仪和浑象。“圭”，又叫“土圭”，是古代测量日影长度以定方向、节气和时刻的天文仪器。它包括两个部分：表，直立的标杆；圭，平卧的尺。甲骨文中有“日圭”，《左经》有“日南至”的记载。到了春秋战国时，有人用圭表测得一年为365.25天。浑仪，我国古代测量天体位置的仪器，也叫“浑天仪”，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或更早些。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对浑天仪做了许多大胆革新后，发明了简仪。简仪是世界上最早制成的大赤道仪，比欧洲天文学家的发明早300多年。浑象又叫“浑象仪”，是东汉科学家张衡发明的天球仪或浑天仪，是世界上第一台观察天象的天体仪，它是用铜铸成的圆球，铜球装在一根倾斜的轴上，利用水力旋转。铜球转动一周与地球自传一周的时间相同，坐在屋子里，便能从浑象上看到天体运行的情况。唐代天文学家一行，在浑象上安装了钟与鼓，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它比1370年出现的威克钟早6个世纪。世界上最早的记录地震的仪器是上述张衡于132年制成的候风地动仪，它比欧洲同类发明要早1 700多年。用铜铸成形如大酒樽，顶上有凸起的盖，周围八个龙头对准八个方向，每条龙的嘴里含一个铜球。对着龙嘴有八个铜蛤蟆，昂着头，张着嘴，蹲在地上。哪里发生地震，对准那个方向的龙嘴会张开，铜球就落到铜蛤蟆嘴里，由此判定哪里会发生地震。138年，即仪器制成的第六年，地动仪西边的一个铜球掉下来了，于是便测出陇西（今甘肃东南部）发生了地震。

其次我们来谈丝绸之路，即今天的一带一路。古老的丝绸之路，使古老的中国走向世界。这里的关键词是丝绸。中国丝绸一是品种多，有锦、纱、罗、绫、缎、绸、绒、缂等；二是颜色艳丽，相当多丝织品以名画做背景；三是质地优良，其以轻、薄、软、透而著称；四也是最重要的是丝织技术的发明在世界最早，河南省已经发现8 000年前的丝织品的遗迹。古代中国丝织品乃至丝织技术早在公元前就流传到海外，并逐渐扩大向亚洲中部、西部及非洲、欧洲等地运送。19世纪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ithofen，Ferdinand von，1833—1905）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两类，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而后者开辟时间晚于前者，繁荣于中世纪，始于中国沿海地区，经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等地，到达红海、地中海进入欧、非两洲，这一切主要取决于航海事业。而我国首创航海世界纪录。15世纪明成祖在位期间（1405—1433年），曾派郑和率船队7次下西洋（今南海以西），创建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遇。在第7次远航时，出动船舰62艘，共载27 000余人。其中最大的船长150米，宽60米，舵杆长11米，张12帆，可容千余人。这在船队规模、装备、技术、航运能力上，都远远超过哥伦布和麦哲伦所率领的船队。所有这些航海成就，源于中国7 000年来的造船史，因为7 000年前，中国就在世界上领先发明了木桨、筏及独木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正好形容了中国的航海事业。

第四节 中华教育

《易经》曰：“日新之谓盛德。”也就是说每天不断更新、创新才是人类最优秀、最美的品德。创新从哪里来？德才兼备的创新人才又从哪里来？教育！中华教育是我们的民族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国家立于强国之林的根本。前述关于中华文学、艺术、科技的成就直接与我们的古代教育制度、思想和模式息息相关。

一、中国教育的民族特色与人才培养

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的要求，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授知识技能，培养思想品德，发展智力和体力的活动，以便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服务的人才。教育是民族的灵魂，一个没有教育的民族也只是一具没有血肉的空壳而已，注定消失在世界民族之林。下面将从我国学制、古代书院与书院精神以及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三个方面来阐述我国教育的民族特色。

（一）我国学制与人才培养

学制是学校教育制度的简称，在现代教育制度形成的过程中，最先形成和完善的就是学校教育系统。在现代教育中，学制是指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学校的系统，它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学习年限以及相互之间的衔接和关系。学制的设定与人才培养是息息相关的。

我国学校教育源远流长，在古代就已根据行政区划分，建立起中央官学、各级地方官学和各种类型的私学，自明朝以后，逐步形成了社学—府州县学—国子监三级相互衔接的学校系统。然而，它们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制，真正的近代学制诞生于清末，是伴随着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在古代教育的基础上，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制经验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有三种重要的学制，它们既是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到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又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实际进程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三部学制分别是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

1.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

壬寅学制产生的历史背景是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派开始提倡的教育改革，清政府以日本为榜样进行变法，并学习日本的教育模式。后清末“新政”中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法令，1902年，即壬寅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所制定的学制则称为壬寅学制。壬寅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校教育系统，纵向分为三阶段七级，横向分别有与高等小学、中学堂、高等学堂平行的各个学堂。壬寅学制强调国民教育、注重实业教育，但并没有重视女子的教育地位，且依然留有科举制的痕迹。1903年，张百熙等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重新拟定《奏定学堂章程》，也称“癸卯学制”，对学校系统、课程设置、学校管理等都做出了具体规定。

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个完整、系统并付诸实施的学制，其中包含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纵向分为三段六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9年，包括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另设非正式学制内的蒙养院；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5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11～12年，包括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三级。横向有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师范学堂分为初级和优级，实业学堂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癸卯学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高等教育结构，它不再停留在对封建大学制度某些环节、某些方面的修补，给人们一种彻底告别旧制度、超越过去的力量，癸卯学制将高等教育的课程分为主课、补助课和随意科目三类，这是对传统教学管理制度精华的吸纳，同时又隐含向西方的学分制和选课制转变的积极取向，有利于人才的多样化培养。因此，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封建高等教育制度的彻底崩溃和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欧阳晓，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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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壬子·癸丑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是辛亥革命胜利后的产物，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或现代化性质的学制。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巩固和发展辛亥革命胜利成果，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和社会发展的政策法令，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风尚等方面的改革工作。1912年，教育部规定了一个学校体系，称为壬子学制。1913年8月，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各种学校规程，对新学制有所补充和修改，从而两个学制综合成更加完整的学制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具有借鉴日本学制倾向、学制年限缩短、课程结构开放、义务教育阶段明确、实业教育提前等特征，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周文佳，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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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规定纵向分为三段四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分为初等小学4年和高等小学3年两级；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专；第三阶段高等教育，设大学本科3年或4年，预科3年，或专门学校本科3年（医科4年），预科1年。横向除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普通教育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系统，师范教育分师范学校（本科4年，预科1年）和高等师范学校（本科3年，预科1年），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种（学制均为3年），包括农、工、商、船各类。壬子·癸丑学制强调小学教育应关注儿童身心的发育，认为该阶段的教育是培养国民道德的基础，儿童也需要学习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技能。该学制改学堂为学校，废除了尊孔读经，确定了妇女的受教育权利和男女同校制度，同时筹办了各级女子学校（于述胜，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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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壬戌学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工业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在教育方面能够提供具有文化知识的劳动力和科学技术。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也促进了教育改革，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以孔子之道为核心的旧思想文化、旧伦理道德，动摇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根基，同时促进了外国教育理论（如实用教育理论）的传入和新教育思潮的形成。1920年，以资产阶级教育家为主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改革系统学制系统案；1921年，第七次大会以讨论“学制系统案”一题为中心，提出了“学制系统草案”；后1922年先后召开了学制会议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八届年会进行讨论、修改，于1922年11月1日，以大总统令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

壬戌学制是我国近代教育制度从学习日本、德国转向学习美国的标志，它对各级学校修业年限做了规定：初等教育6年，其中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中等教育6年，分初高两级，分别为3年；高等教育3～6年，其中大学4～6年，专门学校3年以上，大学院年限不定。可见，壬戌学制具有缩短小学修业年限，延长中学修业年限，重视学生职业训练和补习教育，若干措施灵活，重视课程和教材的实用性等特点。高等教育从办学思想、学校领导体制、教学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培养出一批批知识面宽、动手能力强、适应性很强的人才，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壬戌学制，又称“1922年学制”“六三三”学制、“新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实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学制，该学制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壬戌学制不仅是中国学制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它学习和借鉴了美国学制的某些做法，促进了中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各类大学的建立和发展，为我国近代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韩立云，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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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古代书院与书院精神的传承与创新

书院始于唐代，书院制度形成于宋代。唐代的书院是藏书、校书的场所，相当于一个图书馆或博物馆。书院也起源于私人讲学。宋以后科举考试盛行，官学教育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更趋于形式化，造成了人才的危机；五代以后雕版印刷被广泛采用，印书藏书之风广为流行，指导读书也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宋代形成了新的理学教育思潮，一些著名的理学家和知名学者效法佛教徒于山林名胜之地修习讲经制度。于是传统的私人授徒、家学，在具备充分藏书的基础上，在理学教育思潮推动下，出现了一种高于蒙学的高级的教育组织形式，我国古代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代达数百年之久。我国古代书院“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的治学理念，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宗韵，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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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着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剖析古代书院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这对于推进基础教育改革、培养创新型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书院在组织和教学上的特点

书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显著的特点，书院在组织管理和教育教学方面有一系列值得我们今天的教育重视的特点（马镛，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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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院是一个教育和教学机关，又是一个学术研究机关。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和教学的基础，而书院教育和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制度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第二，书院设置“博学”课程。宽厚的知识基础、多元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结构是创新型人才的必要条件。“博学”是指为学首先要广泛地猎取，培养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因此，古代书院教授的课程内容广泛而多样。以朱熹开设的白鹿洞书院为例，其课程内容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儒家经典中的《四书》《五经》成为书院通用的基本教材，《诗经》《楚辞》等作为经典诗赋课程，《左传》和《史记》等也是重要的历史典籍。可见，书院学生学习的课程内容是非常系统的，应该说，古代书院具有通识教育的性质，教学生如何思考，如何学习，如何做一个德行完善的人。

第三，书院允许不同学派进行讲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尽管这种“百家争鸣”的范围十分有限，但较之只准“先生讲，学生听”的一般学校却自由得多。“讲会”制度是书院教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书院区别于一般学校的重要标志。“会讲”制度类似于今天的学术讨论会，进行学术交流和争论，没有固定的形式和组织。

第四，书院教学“门户开放”，不受地域限制。慕名师不远千里前来听讲求教者，书院热情欢迎，并给予周到的安排照顾。例如，白鹿洞书院在清顺治年间明确规定，书院聚四方之俊才，非仅取材于一域。或有远朋，闻风慕道，欲问业于此中者，又不可却，副洞长先与接谈，观其人果为有道之士，或才学迈众者，引见主洞，再加质难，品行灼然可见，当留洞中，以资切磋。中国教育史上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这在私人教学中更为突出。书院制度由私人教学发展而来，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在书院教学中也就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师生关系融洽，以道相交，师生之间的感情深厚，师生朝夕相处，从起居生活到学习研究都在一起，大师以“人师”自律，学生则以“醇儒”自策。弟子视师长如父兄，师长视学生如子弟，互学互助，和谐共进，团结和睦，亲如一家，这一特点很值得我们借鉴。

第五，书院教学多采用“问难论辩式”，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比一般官学“先生讲，学生听”、呆板、生硬的注入式教学优越得多。书院教学一般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非常重视对学生读书的指导。学生读书重在自己理解，教师针对学生的难点和疑点进行讲解，所以，书院十分强调学生读书要善于提出疑难，鼓励学生问难论辩。朱熹特别重视学生提出的疑难，他认为读书须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常常亲自与学生质疑问难。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时，提出求学贵创造，要自己独立研究，各辟门径，超出习俗的见解而有新的发明。他说：“今之为学，自初至长，多随所习熟为之，皆不出于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马镛，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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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书院精神及其对创新人才培养的启示

书院自唐末五代，经宋、元、明、清，延续一千余年，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其最有价值、最核心、最永恒的东西，无疑是其精神。书院精神的内涵十分广泛，其中有两点最为重要，第一是人文主义精神，第二是革故鼎新精神。

（1）人文主义精神

书院教育在创立之初，就将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发展自由个性作为教育目的，这种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体现在书院教育的各个方面。首先，在办学宗旨上，书院不以功名利禄为目的，而是把以德育人的“明道”“传道”作为办学宗旨，把“成就人才，以道济世”作为治学目的。其次，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书院要培养人三方面的基本素质：一是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即修齐治平的大志；二是有明确的人生目的，以“致君泽民”为人生目标；三是有亲民爱民的胸怀，这三点表明书院把伦理道德作为人才培养的标准，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再次，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也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师生共同起居，关系平等，可以相互问难辩疑，不受压抑。最后，学术自由。教师可以自由研究和讲学，互不干涉。学派自由争辩，不持门户之见。学术交融，兼容并包，这种自由开放、尊重个性、尊重创新的学术氛围正是人文教育精神的体现（傅首清，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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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革故鼎新精神

纵观一千余年的书院史，革新的精神贯穿了书院发展的始终，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办学的方方面面。其一，办学理念的革新。相对于官学把科举仕进作为教学目的，书院则把“明道”“传道”置于教育的首位，意在培养“内圣外王”的君子，不与流俗为伍，不为功名所动，体现了极强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对官学重在培养官僚和利欲熏心士人的批判和革新。其二，教学方法的革新。自汉代以来，官学的教学模式主要是教师讲经，学生读经。而书院提倡教学和研究相结合，鼓励学生“审问”，以学生读书钻研、师生之间的自由研讨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启发学生的思维，鼓励创新。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提供了各流派之间的交流，同时还激发了更多的学术创新。创新型人才培养需鼓励学生具有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和鲜明的个性，要培养学生敢于质疑、辩论的精神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勇气。其三，教学内容的革新。自唐朝科举取士以来，经书成了考试的主要内容，并逐渐形成了死读书的氛围。对此，书院提倡“经世致用”，反对死读书的弊病，在教学内容方面也比较灵活，具有个性化教学的倾向。其四，管理制度上的革新。与官学相比，书院机构更为简单，经营独立。一般书院只有一位明确的主持人，多为学派宗师，以教学释难为主，兼顾管理。由于专职管理人员有限，学生也参与到管理当中，师徒轮流分任，充分发挥了学生自治、自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了一种良性的管理机制。

古代书院时代无疑已经过去，但优秀的书院精神和教育理念仍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和梳理今天的大学教育与创新人才的培养。首先，大学应该实施全人格教育，将知识传授、学术研究与人格完善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其次，在办学模式上将传统的教师主体型教学转变为教师主导型教学，努力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鼓励学生就某一问题进行讨论，师生各抒己见，相互质疑，激发学生的研究热情，训练其批判思维和创新能力。最后，在师生关系上提倡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只有在自由、平等的氛围下，学生才敢于思考，敢于质疑，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德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应该努力提高自身修养，用自身的高尚情操、伟大人格感染教化学生。

（三）我国古代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

1.科举制——世界上最早、最完备的考官取士制度

今天的中国是昨天中国的延续，中国是教育大国，也是考试大国，中国考试制度萌发很早，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汉代是中国考试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的太学考试制度和察举制度被视为科举制的先河，隋朝“进士科”的设置标志着中国科举制的开始，开创了中国考试制度的新纪元，但是科举制度的完备是在唐朝奠定的，科举制度被誉为世界上最早、最完备的考官取士制度。科举制度在我国实行了1300年之久，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选士制度。

2.另一双眼看科举——公平·激励·调节器

科举考试竞争非常激烈、残酷，但是这种选拔国家官员的考试制度还是有很多优点和积极意义的。首先，考试的公开、公平性是科举制度一个公认的原则和优点。科举制度不分贵贱、贫富、阶级、年龄，只问才能、道德、学识，凡是通过定期公开的、公平的逐级考试脱颖而出的，就有可能担任各级政府的官员。通向荣誉和财富的道路对所有人都是敞开的，这给了学子们巨大的动力。因此科举制度从理论上来讲具有公平的一面（王增科，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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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美国人卫三畏肯定了科举制度的公开性、平等性原则，他说，“科举制度为所有人开辟了一条进入统治阶层的大道”“科举制度把所有一切置于平等的基础之上时，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人人平等的事从此出现。这个体系在初始阶段，确实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因为它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那些有望取胜的众多考生对废除科举制度的抵制与他们终身对事业不懈的追求，无疑又延长了科举的寿命”。

其次，科举制度是一种具有很强激励性的制度。科举考试的仕进制度实行奖勤罚懒，不仅可以激励学子们不断学习的热情，还可以激励人们读书的积极性，特别是促使贫寒的下层子弟发奋学习，起到推动整个社会文化教育发展的作用；同时，还可以保证行政官员的教育水平，那些成功中榜的考生必须勤于思考，无论如何，这种制度保证选出了一批有学问的官员。英国人亨利·西尔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男子教育最为普及的国家，而这就是科举考试激励的必然结果。1942 年，美国汉学家德克·卜德（Derk Bodde，1909—2003）在《中国物品西传考》一书中盛赞四大发明及丝绸、瓷器、茶对西方的贡献，又在1948 年著写的《中国思想西传考》一书中，称科举制是“中国赠予西方最珍贵的知识礼物”，对欧美的制度文化影响深远。

3.古代科举制度与当今高考制度的启示

科举制度的基本做法是“设立科目，以考试取士”，其精神实质上是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科举制的实施是中国古代用人制度的历史性变革，抛开了血缘、门第、出身等因素，为大众学子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为国家选拔出大量人才。现如今的高考制度与科举制度一脉相承，都是颇具竞争性的选拔性考试，它们具有基本相同的精神实质和目的。高考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其社会功能早已超出了教育领域，对社会风气、社会秩序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高考制度的发展与改革早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科举考试虽已是明日黄花，但其兴衰和发展为我们更好地发展高考制度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视角。纵观科举制度发展的历史，我们都可以得出，公平竞争是高考制度保持生命力的源泉。所有应试者不分民族、信仰、出身、财富和性别，“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只有保证高考制度的公平、公正、公开，才能维护其权威不受挑战，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流动（刘静，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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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特色及时代价值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是几千年来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积淀。无论在教育哲学、教育目的、教育内容还是在教育方法、学习方式上，古代的先贤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及无限的哲思。在当前教育改革与实践中，如何以古鉴今、寻求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新思路，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摸索。

（一）教育哲学：天人合一的人性观

教育哲学是一切教育思想架构与解构的逻辑起点。因此，阐释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就要从“天人合一”的人性观入手。当今教育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或者“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在传统的“天人合一”教育思想中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教育活动的始终。《周易》中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从天人关系到人与教育的关系的一种逻辑发展。《中庸》中阐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清晰地勾勒出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基本脉络——尊崇天性，尤其是人的天性。宋明时期，“知性”与“天理”成为理学家们的指导思想。王守仁说，“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这是“天人合一”思想支配下重视本心作用的观点。从上述论断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传统教育思想的哲学依据——注重天人关系，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如果我们细细体会这些传统的人性思想，可以发现这种“天人合一”的人性观与后来西方教育思想史上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从时间脉络上考察的话，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比西方“自然教育”的思想早了上千年的历史。尽管传统教育思想缺乏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从外在规范向心灵深处探寻生活的意义、生命的真谛和教育的价值，崇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传统教育思想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因此，在教育过程中，要顺从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尊重学生的发展意愿、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

（二）教育目的：圣贤之人的目的观

教育目的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对中国古代教育目的的探寻有助于我们认清当前教育改革与实践的重心。传统的教育目的，归根结底是培养圣贤之人。这种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能克己复礼、独善其身，又能推己及人、兼济天下。例如，孔子认为教育目的是培养“士”，而“士”的标准就是“君子”。孔子对君子的要求有两个：第一，“君子”要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即修养自己，谓之为“德”；第二，“君子”要使百姓得到安乐，即有治国安民之术，谓之为“才”。所以，孔子对君子的要求是“德才兼备”。唐代的韩愈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并用“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来阐释“人才选拔”的问题，这里“圣贤之人”的内涵远超过了以往的定义。宋明理学家们以“孔颜乐处”为心之向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理想抱负自我砥砺。因此，这种教育的理想——培养圣贤之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总体上趋于合理完善（杨璐，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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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育目的或者教育理想是当今精英教育的一种历史溯源。当前我国正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应该实施什么样的教育呢？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我认为，当前我国应该实施大众教育基础上的精英教育，或者说是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区别对待。另外一点就是，当前我国的教育目的应该如何正确解读呢？我们应该培养专业型人才，还是应用型人才呢？我认为，人才培养应坚持“因材制宜，因材施教”的原则，对不同类型的人才区别培养。

（三）教育内容：以德育为主的通识教育

教育内容是指教育活动中的教育材料，知识传承的有效载体。我国古代教育的内容以伦理道德为主，一般文化知识为辅。换言之，一般的文化知识教育都要服务于道德教育的需求。例如，在儒家思想教育体系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主要教育内容是儒家的“四教”（文、行、忠、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由此可见，儒家思想是在较为全面的教育基础上对德育的大力倡导。除儒家思想外，还有道家、法家、墨家等教育光辉的闪烁。期间虽几经变化但是直到清末，纵观中国古代教育史，儒家经典为古代教育的经典，为主要的教育内容。这种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讲属于以德育为主的通识教育，它对于当今人才培养的发展模式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如火如荼的同时，由于过分强调专业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大学生人文素质缺失、道德滑坡等现象时有发生，这实质上就要求教育改革与发展要坚持以德育为基础的通识教育、坚持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专业教育（杨璐，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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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方法：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

1.因材施教

教育方法是指顺利完成教育活动的媒介手段，方法的得当与否直接关乎教育的效果与质量。所谓因材施教，是指针对不同教育对象的特点和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栽者培之，倾者覆之。”孔子是“因材施教”原则最早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孔子针对学生询问的同一问题，会根据不同对象的资质、思维、性格、年龄等特点，有的放矢地做出方向一致但有所侧重的回答。孔子“因材施教”，强调教人必先知人。孔子历来重视“知人”，无论是从政治国还是教书育人，他都认为必须从“知人”入手。他既能指出颜回守仁的美德，又能指出他不善于通权达变的缺点；既能指出子贡能言善辩的长处，又能指出他说话不够谨慎的缺点。这说明孔子深知他的每一位学生，同时这也是他能够出色实施因材施教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因材施教”的关键在于通过对学生准确、全面的了解，各依其长、兼据其短，帮助学生扬长避短，取得长足进步，最终达到人尽其才的结果，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教育结果公平。“因材施教”所倡导的教育结果公平并不是使所有学生最后获得同样的发展类型或水平，而是充分发掘学生的学习潜能，使每个学生达到他们应该达到的水平，追求能够激发他们热情、发挥他们潜能的事业。

明代王守仁的“随人分限所及”的教育思想就是因材施教思想的集中体现，他批判科举教育不顾学生身心特点，一味束缚和压抑学生，最终导致“彼视学舍如囚狱而不肯入，视教师如寇仇而不欲见”，提倡教师在教学中应循循善诱，因材施教，采用诱导、培养、有趣的教育方法，使学生在愉悦的学习环境中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王守仁认为，教师育人如同医生治病一样，要辨症施治，对症下药。教师想要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就必须要了解学生的特点和需要，因材施教，实施针对性教学，不能简单地使用一种教法去对待所有的学生。同时，他还主张“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分限”指人的接受能力，教学就如同植树浇水一般，若一桶水全数用于灌溉一棵小树苗则会将它浸坏。教学也是如此，需要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循序渐进。

创新教育以人为本，核心是个性发展，因此，实施创新教育的过程正是体现个性发展的过程，创新教育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各自的优势，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发现并尊重学生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学生的优势领域，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这也是因材施教则所强调和认同的（刘茂军，朱彦卓，肖利，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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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启发诱导

所谓启发诱导，是指教师根据学生已有知识结构引发出学生未知知识的过程。孔子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的教育家，他认为启发式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注意对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培养。他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教师的启发是在学生努力思考而不得解的基础上适时进行的，帮助学生打开思路，从而培养学生善于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启发式教学的核心就是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几乎在同一时期，古希腊也诞生了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苏格拉底。他出生在雅典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中，是西方教育思想史上第一位有着长远影响的教育家。苏格拉底在研究哲学和教学的过程中，提出了西方最早的启发式教学法——苏格拉底问答法，也被称为“产婆术”，其过程包括四个步骤：讥讽、助产、归纳、定义。所谓讥讽，就是针对学生的发言不断追问，让学士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助产就是帮助学习获得知识的过程；归纳是将几种事物的不同性质总结为一般性质；定义是将个别事物归入一般概念之中，用一般概念去解释个别事物。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启发式教学都得到了后继学者的继承和发展，对东西方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二者之间仍存在些许差别。其中最突出的差异就是教学活动中所确立的主体不同。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原则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引导。学生要学会自主思考，在思考而不得的基础上教师才能启发学生。整个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循循善诱、循序渐进的引导，留给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以促进学生创造力的发展。其最终的评价标准是学生能否达到举一反三的境界。在苏格拉底的“产婆术”中，教师占据了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从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以教师为中心的启发式教学法。教师按照自己的预设目的不断追问，达到让学生自我矛盾、困惑不解的境地，然后再通过启发诱导，让学生得出教师希望看到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虽然在思考但完全是按照教师所指定的方向进行的，其最终评价也归结为教师的既定目标。

在现代社会，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的教育方法已经广泛被人们所认可。当前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人才培养规模扩大、人才培养数量增加、人才培养周期缩短，这就造成了人才培养的批量化和同质化的倾向，从而导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后劲不足、人才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落空。我国正处在由“应试教育”全面转型“素质教育”的变革中，在这场变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由注入式教学转向启发式教学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继承、学习并改造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思想，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来恢复和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激发和保护学生的质疑精神和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个性。

（五）学习方式：学思行并重的学习观

学习方式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觉不自觉使用的一种对知识进行信息加工的学习策略。孔子有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即孔子论述了学习与思考之间的辩证关系，主张学与思并重的原则。学习本来就是学和思相结合的思维过程。学是思的基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可见，学是求知、求能的起点，如果思不以学为基础，就会陷入冥思空想；思是学的继续，学由思而固，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在教学活动中，孔子很注重培养学生勤于思考的习惯，提倡“君子有九思”“君子有三思”等。同时还注重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使他们善于思考。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而言，学与思二者同等重要。在实际教学中要改变以往以知识灌输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考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学生在学习中学会思考，在思考中学习，养成学思结合的好习惯。后来，《礼记·中庸》把“学思并重”的教育思想又发展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个学习步骤，充分肯定了学与思相辅相成的关系。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认为，“学愈博则思愈远”。这些对学思行关系的精辟总结对拓宽学生的思考空间、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实践能力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部分学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愿学习、不想思考、不愿动手，致使学习活动与思考活动相脱节、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相脱节，进一步导致学生发展片面化甚至趋于畸形。当前，在教育领域大力倡导素质教育、要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但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都在不同程度地“食言”甚至践踏人性。因此，我们不仅仅要倡导学思并重，更要提倡学思行三者并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三、我国古代教育家论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关键是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如何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古代教育家有许多经验，也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李天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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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强调存疑问难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学生头脑里能产生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这说明他存在未知和疑问，存疑和质疑最容易激起人们的探究反射，促使人们展开积极的思维活动，并引导人们努力去解疑，使未知转为已知。孔子非常重视学习上的“疑问”对思维的促进作用，他曾提出“多闻阙疑”“多见阕殆”“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阕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这是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要多闻多见，又要随时发现问题，有存疑精神。遇到疑义，我们需要对问题反复思考，进行分析、综合研究，这样既能增长学生的知识，又能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培养激发浓厚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发展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前提，只有个体有了强烈的学习兴趣，才能激发巨大的学习热情。“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就非常强调学习兴趣，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乐趣所在，才会自觉主动地进行学习，使自己的思维始终处于一种积极的状态之中，才能达到“闻一以知二”“闻一以知十”。他曾说自己是“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以此来激励学生好学乐学，以发展思维能力。明代王守仁也非常重视对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认为只有把学习看作一件快乐的事情，才会思维活跃，学而不厌，不断进步。“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浓厚兴趣在学生的学习及思维能力发展上的作用，也有其独到的见解。他充分肯定了兴趣所起的巨大作用，因此，也特别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激发、培养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他说：“于身、于人、于言、于行，皆专一以向于学。如此，则其为学也，诚中心好之，而无往不致其孜孜者也，可谓好学也已。”同时，他还强调必须从本人内心愿望出发，产生对学习的浓厚兴趣，若只依靠别人在外部强加施以影响，则学习兴趣不能持久。故说：“苟非其本心之乐为，强之而不能以终日。”

（三）强调启发诱导

启发和诱导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一个重要方法，我国古代很多教育家们都倡导启发式教学，以调动学生的思维积极性。例如，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学方法，他认为唤起学生的好奇心，以激发其求知欲，就必须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以调动学生思维。孔子还提出了启发诱导，要善于把握机会，不失时机，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也不失言。”还说：“言未及之而言，谓之操；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著。”孟子则认为“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意思是说教师应像拿箭的射手，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虽然拉满了弓，却不发箭，以启发学生的自动，使思维达到饱满活跃的状态。对启发诱导论述得比较完整、系统的应是《学记》篇，它不仅认识到“君子之教，喻也”，这里的“喻”即启声诱导，还提出了如何“喻”——“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即讲引导学生而不要给以牵制，积极鼓舞督促学生而不要强加逼迫，指点学习的途径而不能越俎代庖把结果告诉学生。教师如能掌握好这个分寸，师生就能够和谐相处，共同努力，密切合作，产生“和易以思”的效果。

（四）注重广闻博见

知识经验的丰富程度与个体的思维能力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人们只有依靠自己的亲身实践和从书本里学来的大量感性经验和间接知识，才能使自己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使自己的思维水平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获得丰富的直接和间接知识及经验，是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基础。我国古代教育家也曾做了许多论述。孔子认为要想使思维之树长青，永不枯竭，途径之一就是自始至终、坚持不懈地广泛学习。“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从哪里学习？除书本知识外，还应向自然、社会学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荀子对闻见知行也曾有过十分明确的阐述：“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在这里，荀子虽然把闻、见、知、行看作人的一般认识步骤，把行动看作学习的终点；但同时也把获得感性经验，即闻见，作为思维发展的基础，这也是符合现代认识过程和思维发展规律的。

（五）鼓励创新

创新是思维活动的最高表现。在一定意义上讲，创新程度的大小，标志着思维能力的高低。因此，在教学中鼓励创新对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具有特别的影响和意义。对此，古代教育家们做了很高的肯定评价。墨子明确要求学生，不仅继承古代文化中的善，同时还要创新。南宋朱熹提出了“前辈固不敢妄议，然论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凿空立论，然读书有疑，有所见，则不容不立论”，强调在学习过程中，一方面要尊重前辈的学术见解，但另一方面还要敢于评论前辈，敢于标新立异，提出新见。为此，他又向学生提出了“学者不可只管守以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明代教育家王守仁也提出了类似主张，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他说：“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子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乎！”明确阐明了任何人在学习和思考过程中，都不能盲从据守他人，对古代典籍、圣贤之论也要有自己的是非观，要独立深入思考，要勇于和敢于发表自己独特、新颖的见解，以提高思维能力的创新水平、发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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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创造性心理学史即人类的文明史



创造性研究从萌芽、发生到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过程。文明指社会进步，有文化的状态。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有许多分歧。如第二章所述，我们不妨采用《辞海》的定义。《辞海》指出，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辞海编辑委员会，1999）
 
[1]

 由此可见，文明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而后者更被社会所关注。更为重要的是，文明或文化与人类的创造紧密联系着。离开了创造，文明或文化的传承就难以实现，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就会停滞不前，社会文明与社会进步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这就是我们把创造性心理学史与人类文明史联系在一起的缘由。

在斯腾伯格主编的《创造力手册》之“创造力研究的历史”章节中，他提出创造性心理学史有一个以达尔文为分界线的“史前史”。“史前史”从前基督史、前创造力的观点谈起，提出了“天才”（genius）这一影响人类几个世纪的概念。斯腾伯格论述早期西方的创造力时提到，“自此有了工匠遵从上帝的意思在地球上造物的理念”。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出现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三大科学家，于是出现“研究的发明”的观点。在17—18世纪，从培根（Francis Bacon，1605）所著的《学术的进步》开始，人类开启了对创造发明实证研究重要性的探索，不仅建立了法国的皇家学会机构，也出现了哲学先驱者对创造性的研究和思考。18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对创造性与天赋、原产性、才能以及正规教育的含义做了明确的区分，可惜又陷入了“伟大而几乎无尽”的学术争论（斯腾伯格，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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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为创造性心理学的发生与发展奠定了“史前”的研究基础。而上述“史前史”所出现的几个不同的阶段，正是西方历史进入文明史过程的一步。

通过研究，我们认为创造性心理学史的发展，应该从达尔文（C.Darwin，1809—1882）特别是其表弟高尔顿（F.Galton，1822—1911）——创造性心理学的开拓者——进入正题。然而，创造性心理学的出现正是社会文明与创造发明两者关系统一的产物。

第一节 社会文明与创造发明

为什么社会文明影响创造性心理学史？因为心理学揭示和研究了创造发明的实质。人类的创造发明与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文明的进步推动了人类的创造发明，而人类的创造发明又促进社会的进步以及社会文明的发展。

在第二章，我们论证了中华大地历来是创新的故乡，目的在于论述中华文明为文学、艺术、科技、教育提供了创造发明的土壤，而中华文学、艺术、科技和教育等的鼎盛创新又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从中可见社会文明与创造发明的一致性关系。

但在第二章我们只讲了中华大地，那么世界各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这里就以西方文化或文明与创造性的关系为例，来进一步阐述社会文明与创造发明的关系。事实上，西方文明也为西方创造性心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实践的基础。

一、古代和中古时期西方的创造发明

在西方，文明的曙光首先出现在具有代表性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大地上。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古希腊和古罗马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也出现了古代西方的创造发明。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是古代西方三位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其中亚里士多德所践行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流传至今，成了批判性继承的创新精神理念的源头。

（一）文学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人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之一，世界最早的寓言集《伊索寓言》也产生在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希腊神话，尤其是对神或英雄的歌颂，反映了等级社会前的人类精神。这一时期涌现出大批悲剧作家，如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三大代表性悲剧作家。悲剧盛行之后，古希腊出现喜剧，喜剧反映了希腊人所关心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而阿里斯托芬是公认的“喜剧之父”。

（二）艺术

从公元前7世纪起，古希腊和古罗马在雕刻技术方面日益精进，不断成熟，其中浮雕《路德维希宝座》是和谐美的代表范本。由于人们敬神，神庙的建造推动了建筑艺术的发展，如“宙斯神庙”“阿斯库拉皮乌斯露天剧场”都表现出秀美、华丽和精致的造型美学风格，而古罗马建筑则广泛采用埃及人用过的拱卷结构，“提图斯凯旋门”“图拉真纪功柱”就是这一结构的代表作。同时，古希腊的绘画艺术也颇有特色，蜡画、湿壁画、镶嵌画等绘画艺术极为繁荣，而古罗马除了保留希腊绘画的形式之外，采用壁画来装饰室内墙壁，画中有边，边框有花纹，表现出一种幻影式风格。

（三）科学

古希腊人追求探索，古罗马人讲求实际，形成了理论与实际并重的科学特点。古希腊把科学与哲学融为一体，产生自然哲学，并且许多科学家就是哲学家，不少哲学家也研究自然科学，如亚里士多德著有《物理学》，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著有《大宇宙秩序》《小宇宙秩序》等。这一时期不仅涌现出像阿基米德和托勒密这样的大数学家，还出现了百科全书著者老普林尼，写出了160卷涉及各个领域2万多种文物的文献。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在不同学科取得了诸多成就，如公元前3世纪就有了制图学，公元前2世纪出现地图学；天文学家托勒密完成《天文学大成》（3卷），突出了“地心说”，毕达哥拉斯在宇宙论与天文学方面做出杰出的贡献，成为“日心说”的先导；公元前6—前5世纪就出现了人体解剖学，阿尔克芒发现视觉神经，认识到大脑是思维的器官。此外，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在农学、医学、光学等各领域也进行了探索。

（四）教育

古希腊优良的自然环境促进了人们创造力的发展，社会政治制度的繁荣和更迭激发了人的理性思维和对法律的畏惧，以希腊神话为中心的精神生活激励人们去追求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品质。这些都对古希腊教育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王保星，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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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古罗马的教育既是古希腊教育的继承和发展，又基于本民族的特点进行了一系列的补充和修正。古希腊教育的经典代表是斯巴达教育和雅典教育，前者是以军事体育训练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制度，后者则是重视身心和谐教育的学校体系。古罗马教育则以家庭教育为主，逐渐过渡到形成初等学校、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的教育体系；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哲学角度来阐述其各自的教育思想，古罗马则出现西塞罗和昆体良的培养演说家的教育思想。

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创造发明

欧洲文艺复兴从14世纪的意大利开始，相继扩展到德、法、英、荷等欧洲其他国家。文艺复兴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对腐朽的封建势力所发起的全面批判，其主要锋芒首先指向教会，想要将人们从封建教会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一些“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大力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即“人道主义”。“人道主义”肯定人是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力量，提出了“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并且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论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和国家学说。尽管由于各国历史条件不同，其“文艺复兴”运动具有不同的特点、取得了不同的成就，但总的来说，“欧洲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以封建制度普遍解体和城市兴起为基础的”（王保星，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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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运动涌现出了诸如培根、笛卡儿、休谟等一大批思想家，其中英国的培根在其《新工具》一书中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主张改造、创新人类的知识；法国的笛卡儿在其《方法论》一书中提出“我思故我在”，强调人类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一切，促进了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变革，也促进文学、艺术、科技和教育的文化创新，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舆论准备并创设了条件。

（一）文学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创作，以反教会反封建为主题，以描述现实生活的世俗人物为主要内容，在形式上有多种多样的创新，在表现方式上出现灵活的创造性手法，揭开了欧洲近代文学的序幕。这一时期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都有著名文学家涌现，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人文主义作家乔叟和莎士比亚。乔叟的代表作品是《坎特伯雷故事集》，包含24个短篇故事，通过对骑士、侍从、地主、自耕农、贫农、僧侣、商人、海员、大学生、手工业者等人物的描述和刻画，真实地揭示了14世纪英国社会的真实面貌。而莎士比亚，与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一起，被马克思称为“人类两个最伟大的戏剧人才”，凭着非凡才华和不懈努力，一生创作了37部戏剧、2部长诗、154首十四行诗，特别是其创作的悲剧和喜剧，是世界文苑中少有的艺术珍品。

（二）艺术

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艺术创作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创作表现出三种特点：一是在题材上，表现现实生活以及生活中的人和人的思想感悟，显示了时代的特征；二是在表现方式上，倡导面向自然、对自然做出理性的表达；三是反映透视学和解剖学的科学成就，出现了一批集科学家、建筑家、画家等为一身的著名艺术家，代表人物有被称为“盛期文艺复兴三杰”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达·芬奇的绘画《蒙娜丽莎》最负盛名，米开朗琪罗的雕塑作品《大卫》举世闻名，拉斐尔因壁画《最后的审判》和《西斯廷圣母》享有罗马教皇梵蒂冈宫廷画家的最大荣誉。

（三）科学

文艺复兴引发了欧洲一场前所未有的科学革命。正如恩格斯（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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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指出的：“这是一次人类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近代科技发展从此开始，提出“日心说”的荷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实验科学的奠基人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力学之父英国科学家牛顿，近代医学和生理学的奠基人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等流芳百世的伟大科学家的出现，向世界展示了社会文明与科技创新关系的新篇章。

（四）教育

从“文艺复兴”起，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开始重视教育、献身教育，并提出尊重儿童、发展儿童天性的口号。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如意大利的维多利诺、尼德兰的伊拉斯谟和法国的蒙田等，其中最杰出的是捷克的夸美纽斯。夸美纽斯是17世纪捷克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民主教育家，被尊崇为教育史上的“哥白尼”。他年轻时被选为捷克兄弟会的牧师，并主持兄弟会学校的工作。三十年战争（1618—1648）爆发后10年，夸美纽斯被迫与三万兄弟会会员一起流亡国外，继续广泛从事教育活动和社会活动。他尖锐地抨击中世纪的学校教育，号召“把一切事物交给一切人”，提出统一学校制度，主张采用班级授课制度，普及初等教育，扩大学科的门类和内容，量力而教。不仅如此，他还强调从事物本身获得知识，并提出直观性、循序渐进性、启发儿童的学习愿望与自然适应性、主动性、彻底性和巩固性等教育原则。他撰写了许多教育著作，其中《大教学论》是他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对当今教育实践仍有不少影响。

三、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西方的创造发明

1640年，在英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之后，欧美一些国家相继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848年的欧洲各国革命，1776年的美国独立和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农奴制度改革等。所有这些使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并得以巩固。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各国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则极大地促进了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增长。17世纪至19世纪的资本主义的文明发展，为文化和科学进步创造了物质前提，并提出了新的迫切的需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科学成果的取得，为近代批判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也为各国文学、艺术、科技、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于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创造性心理学及其研究也相继出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对创造发明的要求。

（一）文学

自由资本主义的科学理性与天赋人权观念，使文学创作充满对人间生活和人性力量的赞美。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极为丰富，欧洲许多国家都涌现出了著名文豪，如英国“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弥尔顿，《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笛福，现实主义小说的创始人菲尔丁，自学成才的小说家狄更斯等；法国18世纪最有声望的作家伏尔泰，《巨人传》的作者拉伯雷，古典主义喜剧大师莫里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红与黑》的作者斯丹达尔，社会百科全书式写了2400多个人物的《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父子作家大仲马和小仲马，人道主义作家雨果等；德国有其文学史上的泰斗、民族诗人歌德，向封建专制主义宣战的作家席勒，《格林童话》的作者格林兄弟，自称剑与火的杰出诗人海涅等。

（二）艺术

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方艺术创作分期分派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上承17世纪文艺复兴和下启18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启蒙和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了“巴洛克风格”，在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服饰上出现古典主义时期的形式主义风格；接着是18世纪在建筑设计、绘画、雕刻上出现了既模仿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理念，又推崇艺术的理性的新古典主义，大卫代表作《荷拉斯兄弟之誓》就是这种风格；而19世纪席卷欧洲各国的则是借助想象、夸张等技巧，使用热情奔放的措辞来创作的浪漫主义，以及以法国追求创作逼真性和准确性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艺术，突破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克服浪漫主义的过多表露情感的印象主义艺术和强调主观印象、重视个人情感抒发的象征主义艺术等。所有的艺术风格呈现一种五彩缤纷的格局，这种创作势头也正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象征。

（三）科学

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科学的象征。恩格斯指出，近代科学的三大发现推翻了唯心主义僵化的自然观，树立了唯物主义新的自然观，要求科学从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一是细胞学说。1838年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发表了“植物胚胎发生于单细胞”的观点，之后德国动物学家施旺把施莱登的理论推广到动物界，从而于1839年创立了细胞学说。这一学说认为，细胞是组成植物和动物有机体的基本单位，一切植物和动物的生长与发育都是从细胞的繁殖与分化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每个细胞既有它作为独立单位而具有的生命，又有由于它是整个机体的组成部分而具有的生命。这些观点后来经德国解剖学家舒尔采等人的进一步论证渐臻完善。这一发明证明了生命起源的共同性，一切有机体都是建立在细胞的基础上的，是彼此统一和相互联系的。

二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1842年前后，德国化学家迈尔、英国物理学家焦耳和格罗夫几乎同时发现和表述了这个定律。这个定律表明，自然界的一切能量，无论机械能，热、电、光、磁等物理能，化学能还是生物能，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按一定的比例关系相互转化，并且任何能量都不能凭空产生，也不会自行消灭。这个定律表明，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转化的过程。例如，摩擦生热是机械能转化为热能，电池发电是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电动机工作是由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等。这些发现，从根本上打破了否认各种运动形式之间普遍联系的形而上学的科学观。

三是物种进化。1859年，英国伟大的博物学家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提出自然选择说和进化论。达尔文证明了有机界中的全部植物、动物和人，都是由简单的蛋白质/单细胞胚胎逐渐进化和发展起来的。达尔文用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来解释物种的起源和进化。生物有机体由于生活条件的变化发生变异，有利的变异被保存下来，不利的变异被淘汰，叫作自然选择。人们利用生物有机体遗传和变异的规律来创造新品种，叫作人工选择。进化论揭示了有机界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的发展变化规律，阐明了物种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事实，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四）教育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了解儿童（学生）、尊重儿童。杰出的教育家有洛克、卢梭、裴斯泰洛奇、赫尔巴特、第斯多惠等，而洛克、卢梭也是思想家和哲学家。英国的洛克反对天赋的观点，主张人只能在经验中获得真理，并且坚持政治哲学，重视从研究中获得发现。于是，洛克倡导“绅士教育”，认为教育要培养一种具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的绅士。法国的卢梭则认为人来源于自然，而后天的发展却破坏了自然人的本性，所以对社会持批判的态度，坚持用豁免观来看待个人的天赋。卢梭提倡自由人和自然人的教育目标，其代表作《爱弥尔》就反映了这一教育思想。他认为人最重要的权利就是自由，所以要顺应学生的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裴斯泰洛奇则主张“要素教育”，包括体育、劳动教育、德育、美育和智慧等方面。他也是关爱学生的典范，主张教师以“爱”作为教育的基础。同时，赫尔巴特是19世纪“心理学化的教育”理论的重要倡导者。而第斯多惠是师范教育的倡导者和活动家，他认为没有师范教育的改革，就培养不出出色的教师。

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到文艺复兴时期，再到自由主义时期，西方社会经历了文明的发展，文明的发展又推动了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的创新。面对社会的创新，如何把这些创造性发展甚至自古以来的“天才”用于科学研究呢？这就对创造性科学包括创造性心理学的产生提出了要求：一是文化的创新，特别是从古代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近代三大科学发现，为创造科学提供了物质基础；二是思想家的创新观念，从亚里士多德的批判质疑的创造理念，到洛克、卢梭等批判发现创造观，都为创造科学提供了思想基础；三是科学家一步步研究人类创新方法，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为创造科学提供了人的基础。而人是有心理的，于是从人特别是从人的心理去研究创造发明，必然会产生创造性心理学。因此，第一部创造性心理学的专著是进化论的代表者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的《天才的遗传》，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节 高尔顿开启创造性心理学的研究

从研究的时间、研究的目的、研究的方法及其产生的影响四个方面来看，高尔顿都可以说是创造性心理学的奠基人。

一、从达尔文到高尔顿

从学术思想来分析，高尔顿的创造性心理学来自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如前所述，达尔文是博物学家，也是进化论的创立者。进化论的创立主要源于社会生产力的需要。19世纪前半期，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工业的繁荣要求农业、畜牧业的相应发展，农牧业的发展又要求不断改良品种，这就是进化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达尔文年轻时受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圣提雷尔（Geoffrog Saint-Hilaire，1772—1844）及自己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1731—1802）等人的生物进化观点的影响，对生物学具有极大的兴趣。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正值“贝格尔号”海军勘探船出航南美。几经周折，达尔文参加了这次航行。5年的环球考察，在大量的物种变异事实面前，他认识到了物种变异进化的实质。达尔文在晚年时说，“贝格尔号”的航行在他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它决定了他的整个事业。回国后，达尔文一面钻研前人的著作，一面修建温室，还开辟了试验园地进行科学试验。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他终于在1859年11月24日出版了《物种起源》，奠定了进化论的科学基础，这也成为生物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达尔文在书中用有力的证据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使“进化论”在整个欧洲学术界引起了轰动。达尔文晚年进一步研究人类起源，写下了《人类的由来及选择》（1871）和《人和动物的表情》（1872）。在这两本著作里，达尔文不仅阐述了从猿到人的进化理论，还探讨了人与动物在心理上的连续性和差异性，指出：“尽管人类和高等动物之间的心理差异是巨大的，然而这种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并非种类上的。我们已经看到，人类所自夸的感觉和直觉，各种感情和心理能力，如爱、记忆、注意、好奇、模仿、推理等等，在低于人类的动物中都处于一种萌芽状态，有时甚至处于一种十分发达的状态。”（达尔文，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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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从进化论出发，生物最初从非生物发展而来，地球上生存的各种生物有共同的祖先。在进化过程中，它们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达尔文虽然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忽视了人类的社会历史性，但他的理论激起了人们对诸如天赋、天才等问题的探讨，于是出现了高尔顿的“遗传的天才”研究。

高尔顿是英国的心理学家，也是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生于英国伯明翰附近一个富裕家庭。16岁那年，他被迫进入伯明翰综合医院学医，一年后转入皇家学院继续学医。又过了一年，他改变了计划，进入剑桥三一学院专攻数学。接着，旅行考察引起了高尔顿的兴趣，他分别于1845年和1850年去了苏丹和西南非洲，主要研究气象学。当达尔文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时，高尔顿立刻对进化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他开始从事进化的遗传方面的理论研究并十分重视其社会意义。19世纪60年代初期高尔顿转入心理学领域，研究心理遗传和个别差异。1869年，高尔顿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心理学著作《遗传的天才》，公布了他所研究的977名杰出人物或天才人物的思维特点，这一著作也是国际上研究创造性的第一部文献。紧接着，他又出版了《英国的科学家们：他们的禀赋和教养》，并在1883年创立了“优生学”，出版了《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1889年又出版了《自然的遗传》一书。这些著作开创了创造性心理学这一心理学分支。

尽管高尔顿对现代心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不仅是理学家，还是一个“杂家”。他对后人的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遗传决定论的观点，二是个别差异的测量，三是统计方法的创新。这三个方面对创造性心理学的研究及其发展都是有影响的，特别是遗传决定论的观点。此外，高尔顿是心理学界最早提出智力由一般智力（G）与特殊智力（S）构成的心理学家，这一思想后由其弟子英国心理学家斯皮尔曼（C.E.Spearman，1863—1945）继承并被称为“智力二因素论”。

高尔顿的遗传决定论观点的基础是他的调查。他调查了1768年至1868年这100年间共977个英国伟人和学者的家谱，发现其中332人很有名望，而在一般百姓中4000人才产生这么一个有名望的人，从中他看到了杰出人士或创造性人才比一般人有较大的生育杰出子女的概率。于是，他得出伟人和天才出自名门世家的“智力遗传”的结论。他还研究了80对双生子，发现他们比非双生的兄弟姊妹在心理上更相像，于是他进一步提出了人的心理完全取决于遗传的论断。高尔顿所创立的优生学，正是他片面夸大遗传的作用、大肆宣扬天才遗传论的产物。

但是高尔顿的遗传决定论，一开始就遭到企图建立科学的儿童心理学及其理论的普莱尔的反对。普莱尔明确地反对“白板说”，也反对遗传决定论。于是，心理（包括创造性心理）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客观地说，高尔顿的遗传决定论，对后来有些心理学家产生了较深且不良的影响。

二、高尔顿的天才观点

“高尔顿是科学地研究行为遗传学的先驱，这一学科近年来逐渐萌芽并产生出巨大的社会影响。”[艾森克（H.J.Eysenck）]高尔顿以进化论的遗传变迁观点来研究天才即人的创造性。他在《遗传的天才》一书中，主要阐述了关于天才或创造性人才的如下观点。

（一）天才的分类

高尔顿关于天才分类的前提是，人类的自然能力是由遗传产生的，与整个有机世界的形式和物理特征几乎处于一样的限制下。尽管有这些限制，但通过仔细选择还是能够获得独特的天赋的，因此通过连续几代的明智的婚姻来产生具有很高天赋的人是非常可行的。由此可见，高尔顿关于天才分类的理论基础是遗传变异论。

1.依据声望分类

天才的人物肯定有声望。在论述天赋甚至天才来自遗传之前，高尔顿相当重视两个概念：一是杰出的（eminent）和著名的（illustrious）的筛选标准，二是声望作为能力测试的可接受程度。事实上，这两者很难分开论述。声望往往是人是否杰出的表现，于是外部世界就依据一个人的表现，同时整合其所有优点，下意识地给某个人打出一个得分，这就是依据声望将人加以分类。声望排在前面的人，就是杰出的人物。

杰出的人才在人类中占多少比例？高尔顿通过自传体手册《时代众人》（Man of the Time
 ），得出杰出人物的筛选标准是425∶1 000 000；更严格些，则是250∶1 000 000，它更强调杰出人物工作的原创性或者带头性。如果将筛选标准降低，就无法保证偶然和机遇的影响，不能将有名与杰出区分开。他最后得出结论：当说一个人是“杰出的”时，标准是1∶4 000或者250∶1 000 000。如果标准更严苛的时候，则用“著名的”这个词。

2.依据天赋分类

在依据声望还是依据天赋进行分类的问题上，高尔顿更倾向于依据天赋将人分类，并认为按声望分类与按天赋分类具有一致性，有声望的杰出人物，其声望往往来自天赋。

高尔顿指出，人的发展是先天遗传所决定的。智力与品质在生殖细胞的基因中就被决定了，后天和教育的影响只能延迟或加速其遗传能力的实现。对此，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说明：婴儿的差异是先天的，他并不认同“勤勉努力”是个体间差异的唯一解释；个体自入学到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心智水平与天赋是一致的；许多天才的天赋都是普遍的，人与人之间能力的差异是巨大的；职业选择与兴趣有关，一个有天赋的人在选择他的职业之前通常是反复无常的、变化的，但是一旦选择之后，将以一种真正热情的态度投入其中；应根据天生的能力大小，对人进行分类和排序；能力评定应用离均差的定律，苏格兰男性士兵与法国男性的生理指标，甚至智力，在人群中的分布也符合离均差定律；从智力由一般智力与特殊智力构成的观念出发，对于1000000个人的一般能力和在绘画、音乐或政治等方面特殊的天赋能力，根据其得分等距分为14类，会形成常态分布的趋势，50%集中在中峰，然后以80%、95%分布，天赋能力在两头的（天才与低能）不到5%。

3.声望与天赋的能力

首先，要澄清声望和能力这两个概念。声望，是同一时期的人对一个人的看法，许多传记作者对某个人的性格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最终呈现一个经由后代雕琢后的人物形象。天生的能力，是一个人的智力水平和性情。他在一个人的行为过程中起着促进和限制作用，使一个人获得声望。

声望可以衡量一个人天生的能力吗？或者说，一个人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他的机遇，又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天生的能力或智力？这是高尔顿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他比较了两个阶层。

一个极具天赋的人，即使处于下等阶层，也能够很容易地跨越下等社会阶层的种种阻碍，跻身精英阶层。这种阻碍无疑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系统，用以压制平凡的人们，即使这些人们拥有和上等阶层相同的能力，最终成功的也不是他们。但是，如果一个人拥有巨大的天赋，渴望工作，并且有工作的能力，高尔顿相信这样一个人不会被社会阶层所阻碍。

英国在下等阶层向上等阶层流动方面设置了太多阻碍，那些不存在如此多阻碍的国家，会给一个人提供更好的文化环境，促使他成功。但这类人并不是前文提到的那类杰出人士。在美国，文化传递非常广泛。他们的中产阶级和下等阶级所受到的教育已经大大提升，但是即便如此，美国在一流的文学作品、哲学或艺术方面仍然不能达到英国的水平。即使像美国一样，英国社会中跻身精英阶层的障碍被移除，英国社会的杰出人士也不会大幅度增加。

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享受良好社会资源的人们并不能成为杰出人士，除非他们天生拥有极高的能力。如果一个人天生的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即便为他提供良好的社会资源，他也无法跻身精英阶层。

这里的心理机制是什么？高尔顿提出了各种品质。天赋的杰出人物，正是由于这种品质结合得好（Galton，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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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哪些品质呢？是三种品质的结合：脑力、热情和体力，这三者对于人们冲破社会底层是必要的。

政治家只需要脑力和体力，因为他一旦进入公众生活，就有了兴趣，可以给他的凡夫俗子之心提供必要的刺激。因此，成功的政治家肯定出身上流社会，出身社会底层的人很难成为成功的政治家。

统治者需要若干重要品质，包括献身于特种学问、坚定的毅力、社会关系方面亲切坦率、国家最强大脑都为他工作、平等地看待兴趣和观点、知道如何产生受人民欢迎的想法、能够忍受孤独等。另外，统治者不需要智力超群，因为国家中智力最好的人都在为统治者服务。

指挥家的特质是特别的，需要有策略。策略就像下象棋一样，需要大量的练习。在和平时期很难看到策略是如何与极致的耐力、无畏的勇气、不安分的性格结合来实现卓越的。

煽动家需要勇气和力量，不需要智力超群。

那些战胜反对派的高级政治家和统治者们，一定都拥有极大的天赋。

获得高声望的过程可以看作一场对高才能的公平测试。高尔顿认为没有被赋予极高能力的人是不可能获得极大的名声的，而拥有极高能力的人是不会在获得声名的过程中失败的。

从高尔顿“天才的分类”中可见，他认为声望与天赋能力是一致的。而对天才或创造性人才的测量，正是从高尔顿开始的。

（二）杰出人物与家庭的关系

高尔顿在《遗传的天才》里的论证中，十分重视家庭因素，因为他把家庭视为遗传的一个重要标志。他比较分析了超过300个家庭、将近1000名杰出人物。如果存在决定天才在家庭中的分布规律的话，通过这个大样本，高尔顿向社会展示了这一规律。

[image: ]


图3-1 最具卓越天赋的家庭中每一代卓越人物的比例

我们这里仅引用了高尔顿研究中的一幅画（F.Galton，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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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了家庭与天才或遗传比例的“规律”。高尔顿认为图3-1只涉及了那些特别杰出的家庭，以非常准确的方式显示了相比远亲属关系，近亲属关系在遗传天赋方面的巨大贡献。大体上来讲，亲属关系隔一代，下一代遗传的比例就是1/4了。结果就是，第一代的比例大约是28，第二代大约是7，第三代大约是1.5。他又指出，能力从长远来看，不是突然地出现和消失的，而是从家庭生活的普遍水平逐渐地、有序地上升。随着血液的逐渐稀释，法官的后代达到杰出的顶峰逐渐显示出不可能。能力必须基于一个稳定的三角，其中每一条腿必须稳扎。具体来说，一个人为了遗传能力，他必须遗传三种分离和独立的东西，即必须遗传才能、热情和活力。如果没有三种，至少应该具备联合起来的其中的两种，否则就没有希望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物。

家庭由父母与子女组成，但通常研究只考察父子的关系而忽视了母亲的因素。高尔顿却重视这个问题，并做了如下的说明。很大数量的杰出人物的后代成为有名的人，说明这个人的妻子应该是超越平庸的。杰出人物的妻子，通常应该是在他的社交场合能够碰到的，因此不太可能是愚昧的女人。并且事实上，大量杰出的男人都与杰出的女人成婚。接下来，他对比了男性和女性亲属间的能力传递的强度。高尔顿从研究中看到5种名人类型（法官、政治家、军事家、文化人、科学家）男性和女性的总体亲属比例几乎一致，男性∶女性=70∶30，或者超过2∶1，其他名人类型也超过2∶1。他又指出唯有在神学家这一类上出现男女比例的翻转，女性在宗教培养上的影响力是显著的。因此，“伟人背后都有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应该只是伟人孝顺心理的一种夸张的表达。

在研究杰出人物与家庭关系的同时，高尔顿也涉及了杰出人物与亲戚的关系、与不同职业以及教育和机遇的关系。他指出，能力在亲戚类型上的一般性分布规律也是很明显的。名人家庭中，有名的儿子的数量总是多于有名的兄弟，同时他们的数量略高于有名的父亲。按照亲疏远近，第二级和第三级亲戚关系的名人数量骤减（堂/表兄妹相对于其他第三级关系仍具有较大的数量）。在所有名人类型的分组上，不同亲戚级别的名人比例相近。其中一个异常值是军事家的儿子的数量（31）远低于平均值（48），这与军事工作的性质不无关系。但军事家的孙子的数量与其他类别没有差别，高尔顿将之归因于教育的优势，即良好的教育确保了亲戚成名的比例。另一个异常值是伟大科学家的有名父亲的数量（26）远低于儿子的数量（60）。这是因为科学成就应归因于训练和母亲的遗传，并且家庭中第一位具有科学天赋的人往往不那么容易获得成就，而他们的后代被教导以科学为专业，会少走很多弯路。另外，艺术家家庭的数量（28）并不比诗人家庭的数量（20）大很多，但艺术家有名的儿子的数量（89）却极大。对科学家后代超过前辈的解释同样适用于艺术家。伟大艺术家的后代，比那些具有同等天赋但缺少专业教育的人，更有可能成为专业的名人。艺术家的儿子成为名人数量之大，证明了特殊能力的强烈的遗传特征。以上仅呈现出一般规律的很小的变异，可以这么说，高尔顿发现每10个名人的家庭中，有2～4个有名的父亲，4～5个有名的兄弟，5～6个有名的儿子，这能正确估计24个案例中的17个，其中7个案例估计错误，而这个错误在其中2个案例（军事家的父亲、文化人）中将小于1个单位，在4个案例（诗人的父亲、法官、军事家、神学家的儿子）中等于1个单位，在1个案例（艺术家的儿子）中大于1个单位。他还指出，如果仅考虑一个人与某位名人的亲戚关系，那么有多大可能他会成名？总体的结果是，恰好1/2的名人具有1个或更多有名的关系。所以，我们把某数列的数值除以2，将得到对应的另一数列——成功的可能性。

从杰出人物与家庭等诸多关系来分析，高尔顿强调的天才主要来自遗传。他用其测量统计方法比较了近亲与远亲的差异，仍然在证明天才或创造人才发展的第一因素是遗传。与此同时，高尔顿也承认某些教育、机遇即环境因素在天才或创造性人才的成长中起到了加速或延迟遗传能力发展的作用，但真正改变某些遗传基础的是变异。

（三）智能发展与种族的关系

高尔顿在《遗传的天才》中还进行了种族、国家和历史的比较。比较的前提是什么？是天赋的智力。他指出，文明是群居高智力动物的必要产物。智力同体力及其他自然天赋一样重要。因此，任何在其他方面享有同等天赋的物种之间，拥有最优智力的物种无疑在生存斗争中最有优势。类似地，与人类一样有智力的动物，在其他品质同等的条件下，最具社交能力的物种最有优势。

高尔顿首先比较了种族。他对研究对象做如下的假设：假设能力等级的间隔在所有种族间相同，即如果某种族的能力等级A等于另一种族的能力等级C，那么前者的能力等级B等于后者的能力等级D。他比较了黑人种族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那些能够独自成为法官、政治家等不同类型名人的品质，结果发现了他们与白人之间的差异。在一个国家，不同地区或种族之间也是有差异的。例如，英格兰和英国北部的人比普通英国人智力上具有一些优势，因为前者杰出人士的数量远高于他们自身种族按比例所能达到的数量。同样的优势，还出现在幸福感的比较上。

高尔顿还做了历史比较分析，比较种族的智力差异。通过历史分析法，他指出古希腊毫无疑问是历史记录上有才华的种族，二部分是因为他们在智力活动上的杰出事迹仍未能被超越，另一部分是因为创造杰出事迹的人口很小。古希腊不同的亚种中，阿提卡是最有才华的，主要是因为雅典不加选择地吸纳移民，吸引了很多高能力的人。阿提卡在公元前530年到公元前430年共产生了14名杰出人物，我们对该时间段内阿提卡的人口进行近似估计，得到杰出人物产生比例为1∶4 300或者更高。雅典种族的平均能力几乎比今天白人的种族高两个等级，就像白人的智力高于非洲黑人两个等级一样。

如何提高当前人们的智力呢？高尔顿断言，如果种族的平均能力提高一个等级，当今杰出人士数量将提高10倍。将整个国家平均能力提高一个等级，社会上有天赋的人数将提高17倍。具体措施是什么？高尔顿从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思想出发，提出以下三条建议（Galton，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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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是倡导文明。我们当前平均能力的提高对于将来后代的幸福必不可少。文明是能够通过历史进程作用于人类的新条件。它们或者通过自然选择修正种族的属性（当改变足够缓慢，种族适应性足够强时），或者摧毁种族（当改变太过突然时，种族不能妥协时）。集权化、交流和文化，需要比种族平均水平更高的脑力和耐力。目前我们的种族是超负荷的，需要倡导文明以提高智力。

二是改变落后的种族。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社会关系变得复杂，在大部分野蛮人身上发现游牧文化不再适应新条件。游牧文化与开明文化的差异在于，前者的本能是猎食，满足野蛮生活的需要，不需要思考过去和未来，而这样的本能在文明社会中则是完全行不通的。人类种族在最初完全是野蛮的，在未开化的无数年之后，人们才逐渐发现通往道德和文明的路。

三是改革结婚年龄。民族的本能和智力影响国家的发展，而婚姻的年龄能从遗传变异角度提高民族的本能和智力。于是高尔顿提倡：最明智的政策应当让那些软弱的种族或阶层的平均结婚年龄得以推迟，而让那些充满活力的阶层或种族的平均结婚年龄得以提前。但让他感到惋惜和痛心的是，许多社会行为强烈地且致命地走向这一政策的反面。

高尔顿用统计方法详尽地分析了杰出人才或创造性人才与种族的关系，无论是在创造性心理学史上，还是在整个心理学史上，都是第一次。并且，这既是一个典型的遗传决定论观点的体现，又是他提倡优生学以改良人种的体现。智力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抑或是先天与后天的结晶，这是心理学的一个古老问题，也是当今世界耗资最多的一个研究项目。对于智力的种族差异，距高尔顿研究整整百年后，1969年詹森（A.R.Jensen）通过总结四大洲八个国家100多个不同的研究，在《哈佛教育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智商（IQ）和学业成就》的文章，表达了与高尔顿100年前相似的观念。他指出亲缘关系越近智商相关越高的研究结果表明，种族的智力差异是存在的，智力变异的环境影响远远小于遗传影响，可以认为智力是出生时就定型了的，甚至教育的最大努力也很难改变（Arthur & Gopinathan，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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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詹森与高尔顿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以人类一般智力为研究对象，后者则是以杰出人才或创造性人才的智力与能力为研究基础，但两者形成的都是悲观的种族智力遗传决定论。

三、对高尔顿创造性心理学观的简评

心理学界公认，高尔顿的《遗传的天才》不仅是遗传决定论的最初心理学著作，也是创造性心理学的奠基著作。

首先，高尔顿确定创造性或杰出人物的活动是心智或智力与能力的活动，而智力与心智分一般智力与特殊智力。高尔顿从一般智力与特殊智力构成智力的角度出发，论证了杰出人物或创造性人才在一般智力与特殊智力上的表现。他把特殊智力分为14级水平，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常态分配趋势，这“两头小”之一就是杰出人物或创造性人才。高尔顿就这样开启了创造性心理学研究之先河。

其次，高尔顿论述了创造性人才或天才的基础是遗传，也就是反复阐述杰出人物来自天赋。他从个人发展、家庭成员和种族特征等诸方面论述了遗传决定杰出人物或创造性人才的类型。换句话说，他认为创造性来自遗传。这一观点引发了心理学界一百多年激烈的争论，于是包括创造性在内的智能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或者是先天与后天的结合，成为心理学界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结论最难确定的课题。这也是心理学界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和相互决定论的缘起。

最后，高尔顿在创造性心理学领域乃至对心理学方法论上的贡献是他的测量学、统计学与心理学具体研究手段的创新。他应用统计方法来处理心理资料，并在收集了大量资料后证明人的心理特征尤其是生理指标与智力指标是呈常态分布的。他在研究杰出人才及其声望与家庭关系时，创造了一种数学统计方法，运用相关系数（r
 ）来表示遗传对智能差异的影响，前边列举的图示法表征了相关系数的基本性质。高尔顿最早研究联想和问卷问题，以此来测定并表示杰出人才与非杰出人才心理特别是意向的差异指标。此外，高尔顿还发明了测定视觉距离最小可觉差的仪器——高尔顿横木（bar）和测量音高绝对上阈的仪器——高尔顿音笛（tube）。

如果说高尔顿的创造性心理学研究有何不足之处，绝对不会是他的遗传决定之天才观，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性争论的课题。作为创造性心理学的开创者或者奠基人，高尔顿通过杰出人才的天赋论来研究创造性心理学仅仅只是个开始，他没有建立创造性心理学的体系，也没有应用他创造的心理学仪器开展创造性的实验研究，甚至连基本的实验研究都没有开展。然而作为一名开创者，高尔顿的贡献是永远无法磨灭的。

第三节 弗洛伊德对文艺创作的研究

自冯特1879年创立科学心理学以来，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和格式塔理论三大学派陆续形成。除了行为主义外，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和格式塔学派创始人韦特海默（M.Wertheimer，1880—1943），都对创造性心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继高尔顿对创造性心理学研究之后，弗洛伊德采用哲学思辨、传记等方法研究了文艺创作中的创造性，并将这种创作作为人格的表现。也就是说，弗洛伊德把创造性心理学归入了人格心理学，从人格心理的视角对创造性进行分析。

一、弗洛伊德的生平与精神分析观

（一）弗洛伊德的生平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运动的奠基人。他的思想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精神病理学的早期工作，另一个是关于无意识心理现象本质的早期哲学理论。正是由于这两个主要来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正式建立（Baldwin，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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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出生于摩拉维亚的夫来堡（现在是捷克的普莱波）。父亲是一个犹太呢绒商人，由于生产萧条、经济窘困，他先搬家到德国的莱比锡，而后又在弗洛伊德4岁那年，搬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生活了近80年。

由于弗洛伊德从小聪慧，全家克服种种困难，为他提供学习的条件。1873年弗洛伊德17岁，大学预科毕业，成绩优异，兴趣十分广泛，对人类学、哲学、生物学，甚至军事史都很感兴趣。由于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和歌德自然论的影响，他产生了探索生命科学的愿望，于是决定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并考入了维也纳大学医学系。因为他多方面的兴趣与医学训练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他用了8年的时间才完成学业。在大学里，他听过意动心理学派代表人物布伦塔诺（F.Brentano）的课。布伦塔诺认为心理学的对象是心理活动或意动（act），而不是心理内容。从布伦塔诺那里，弗洛伊德接受了“动力观点”和精神（灵魂）结构中的“本能观念”。

在大学期间，弗洛伊德很喜欢哲学。“无意识的思想是欧洲19世纪80年代很重要的时代精神之一”（舒尔茨，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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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毕业之前，弗洛伊德一方面考虑到将来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基于自己擅长生理学而忽视医学临床方面的训练，在接受医院训练的期间，他设法专门研究生理解剖和神经系统的器官疾病，特别是失语症、瘫痪、儿童脑损伤的影响和言语心理病理学。1881年，弗洛伊德获医学博士学位。

1885年，弗洛伊德去巴黎跟当时治疗和研究精神病的权威沙科（J.M.Charcot，1825—1893）学习。学习时间虽然仅有短短的4个月，但沙科的两个观点却对弗洛伊德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一是癔症属于机能性的精神病，由机能错乱即动力创伤所引起，这使弗洛伊德后来放弃对精神疾病的任何机体原因的解释；二是治疗精神病时，总是涉及生殖器官方面的问题，这使弗洛伊德后来十分强调性在精神病病因中的重要性。1889年，弗洛伊德又到法国南锡向伯恩海姆（H.Bernheim）学习催眠术。在那里，他看到被催眠者苏醒后，经过伯恩海姆的引导和暗示，能逐步回忆起引导之前不能回忆的和在催眠状态中所做的一切。这对弗洛伊德后来发展他的精神分析有一定影响。从南锡回国后，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仍旧有联系，并且仍采用催眠法和谈话疗法（疏导法）。但是渐渐地，弗洛伊德开始不满意催眠术了，因为他看到多数患者不接受催眠，并且催眠也不能根治精神病。于是，弗洛伊德放弃了治疗中的催眠术，保留了谈话治疗法。同时，他想起了伯恩海姆引导与暗示的方法，决定在方法上加以改造。他不用催眠术，而让患者躺在床上，并鼓励他自由而随意地谈话，引导他说出全部的想法，包括那些可笑的、丢人的或不重要的念头。弗洛伊德把这个方法叫作“自由联想法”，这是精神分析的典型方法。

1895年，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一书出版。这本书，成为精神分析理论的第一部经典著作。但是，弗洛伊德日益发现癔症阻止了意识的中心情绪，即性的情绪。这是布洛伊尔曾发现了的，但这是令人厌恶和烦恼的问题，加之这种性的理论招致了科学界的嘲弄，这深深地伤害了布洛伊尔的自尊心。因此，布洛伊尔选择和弗洛伊德分开，去研究他自己的领域了。

（二）精神分析的发展

从1895年《癔症研究》问世，到1939年弗洛伊德逝世，这中间有40多年。一般心理学史家把它分为两个时期：精神分析早期理论和精神分析晚期理论。尽管划分时间并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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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大都认为早期理论大多是对精神病的分析，后期理论则变成了一种人生哲学，企图解决一系列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

1.精神分析早期理论的发展

一是坚持“性”论。性的后面有一种潜力，常驱使人去寻求快感。弗洛伊德把它叫作“里比多”（libido），用以指“基力”“心理动力”。

二是梦的解释。经过两年的研究，弗洛伊德于1900年写出了《释梦》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分析梦的实质，指出梦是欲望的满足；他把梦境分为“显梦”和“隐义”两种，通过显梦这个面具，能看到隐义的欲望；他认为梦的工作方式有凝缩（condensation，几个隐义以一种象征出现）、移置（displacement，压抑的观念占了重要地位）、视象（visual images，用形象表示抽象的欲望和思想）、润饰（secondary elaboration，把乱梦中的材料条理化）四种。《释梦》后来被认为是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

三是形成系统理论。1900年以后，正是弗洛伊德多产的年代，它意味着精神分析学派的建立和发展。在那个时期，弗洛伊德提出不少新的观点，并形成系统的理论。尤其是在1910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弗洛伊德，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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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出版，意味着他的思想的系统化。这部著作共分三编：第一编是过失心理学，第二编是梦，第三编是神经病通论。这部书除了涉及上述的过失问题、释梦、意识和潜意识、性欲与里必多等问题之外，还讨论了焦虑、压抑与反抗、移情及分析治疗法等。这样，从理论到方法，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做了全面的论述。

2.精神分析晚期理论的发展

弗洛伊德的理论到了后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原因有三个（高觉敷，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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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他的早期追随者如阿德勒、荣格，由于和他在“里比多”即性欲观上的严重分歧与他分道扬镳。弗洛伊德表面上虽然拒绝别人的批评，但实际上不得不考虑自己理论的不足之处。二是精神分析对患者的治疗效果并不显著。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变化，使他企图用其理论加以解释，以便构成更加完整的思想体系。

于是，弗洛伊德在早期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修订工作。在逝世前的20多年中，他写了《图腾和禁忌》（1913）、《超越唯乐原则》（1920）、《文明及其不满》（1920）、《群众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1921）、《自我和伊底》（1923）、《摩西和一神教》（1939）等。在这些著作中，相比他的早期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方面的突出变化。

一个是在潜意识概念的基础上逐步完善他的人格学说。弗洛伊德把人格的组成分为三个“我”：伊底（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起初，他认为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对立部分，在人格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代表潜意识巨大力量的伊底（它由先天的本能、基本欲望所组成）。后来，1923年他在《自我与伊底》一书中，开始注意到兼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自我在人格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人格学说是弗洛伊德心理学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书将在后面进一步对其文艺创作中三个“我”的观点展开论述。

另一个是提出“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的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在弗洛伊德早期的理论中，他把本能分为自我本能和性本能。后来，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看到屠杀、伤亡的现象，他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分析而是从生物观点出发，认为在人的心理成分中存在死亡本能，由此引起了侵略和自我毁灭。死亡本能的反面是生存本能，生存本能是什么？就是自我本能和性本能。虽然两者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指向生命的生长和增进，因此生存本能、死亡本能产生的原因或动力是里比多。弗洛伊德认为，里比多既联结生存本能又联结死亡本能，这就是侵略的来由。由此可见，弗洛伊德的晚期理论已用于解释社会现象。然而，他完全否认了人本质的社会性，竟用以里比多为动力的“死亡本能”去解释社会战争，这不仅体现他唯心主义的生物决定论观点，在客观上也为侵略战争“涂脂抹粉”。

二、弗洛伊德的创造性与无意识

弗洛伊德论述创造性的论著很多，有人还专门编译了一本《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弗洛伊德在1908年出版的《作家与白日梦》，标志着心理学把创造性划入“人格心理学”中，并对创造性进行人格心理学的分析或精神分析。包括《作家与白日梦》在内，弗洛伊德所论述的创造性，实际上都是在阐述创造性与无意识的思想。

（一）社会文明是创造性发展的源泉

我们在第一节中陈述了“社会文明与创造发明”，这个问题也是弗洛伊德热衷研究的一个课题。

那么，什么叫社会文明？弗洛伊德有两种解释，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他说“文明只不过是意指人类对自然的防御及人际关系的调整所累积而造成的结果和制度等的总和”（弗洛伊德，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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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明及其缺憾》中，他说：“文明的第一个结果是更多的人因此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会顺利地使人更好地掌握外部世界，也能使更多的人共同分享生活。”（车文博，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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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把文明与社会联系在一起，文明就是社会生活本身，是我们所称的社会文明。

社会文明是什么呢？它改造自然、防御自然力的破坏并延续社会关系，因此社会文明的前提是创造，以促进物质工具的进步和社会的进步，从而使个体的力量被群体的力量所代替。所以只有创造，才能实现社会文明的目的。

弗洛伊德从文明的起源、社会文明是人类创造性发展的源泉、人的本性和文明冲突的内容来阐述社会文明的实质，这里就包含着社会文明推动人类创造的意义。

弗洛伊德认为，社会文明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要求，并把图腾作为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开始。文明产生的条件是什么？外在条件是改变艰苦的生活条件和抵制自然环境带来各种危害的威胁，内部条件则是人的精神特点或人性的特点。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人的精神特点或人性的特点是通过里比多驱使人去寻求快感，把内在条件或动力因素相互联合起来，从而解决外部条件。诸如上述“改变”“抵制”的最好办法是创造，创造生产和生活工具，创造抵制外来威胁的武器，创造道德和法，使人类克服本能，相互承担义务，提高社会文明。

人的本性是什么？弗洛伊德认为它最根本的东西是基本本能，基本本能存在于任何人身上，包括性的本质与生和死的本能，其目的是满足某些需要。社会文明与人的本性关系又如何呢？人性的满足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人性本质是与社会文明对立的；另一方面，社会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又要依赖“爱”，包括性爱。而弗洛伊德恰恰把这种爱、这种需要看作人类创造性的动力。

人生的目的或人性的本能就是追求幸福，但幸福又是难以达到的。弗洛伊德认为，社会文明虽然创造了物质工具的进步，使个体力量被群体力量所替代，但是忽视了人性的特殊过程，对人的本能尤其是性生活肆意否定和横加限制。他又指出，攻击本能是反对文明的，而文明又是建立在爱欲之上的，因此在文明进化中又充满着爱欲（生的本能）和攻击（死的本能）之间的斗争，这是人生本能与社会文明之间矛盾的表现。于此，弗洛伊德引出他的犯罪观、战争观和宗教观，社会的犯罪和战争是对创造性的一种糟蹋，而宗教的创立和出现可以视为社会文明的一种创造。

在第一节里，我们用文学、艺术、科学、教育来体现社会文明与创造发明的关系，而弗洛伊德从其社会文化观出发，以社会文明为基础，引出了他的宗教观、道德观、犯罪观、战争观、妇女观、教育观、美学观、哲学观（王启康，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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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围绕文艺创作观阐述其社会文明的种种表现，从而论证其创造性的思想。

（二）创造性与人格结构

[image: ]


图3-2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示意图

如前所述，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分为伊底、自我和超我，对应着意识的三级水平。从图3-2中，我们不仅可看出弗洛伊德人格结构中三个“我”的意识水平，而且也能看出三者之间的关系。这里要指出的是，图中的“超我”包括两个部分，即良心和自我理想，代表道德标准和人类生活的高级方向，超我和自我都是人格的控制系统，但超我居于自我之上，它的局部也是潜意识的。虽然超我也知道是非标准，与“伊底”对立，但它仍受潜意识影响。难怪弗洛伊德不重视超我的作用。在他的人格理论中，即使到后期，也仅仅强调“伊底”和“自我”的重要作用。“伊底”，类似弗洛伊德早期理论中“无意识”的概念。伊底是最原始的、本能的且在人格中是最难接近的部分，同时，它又是最有力的部分。

“自我”是意识结构一部分。弗洛伊德认为，作为无意识结构部分的伊底，不能直面现实世界，为了促进个体和现实世界的交互作用，伊底必须通过自我逐步学会不能凭冲动随心所欲。弗洛伊德在《自我和伊底》一书中，把自我和伊底的关系比作骑士和马的关系。马提供能量，而骑士则指导马的能量朝着他游历的路途前进。可见，自我不能脱离伊底而独立存在，但自我并不妨碍伊底，而是帮助伊底最终获得快乐的满足，这也足见弗洛伊德理论的要害之处了。

弗洛伊德的创造性心理学正是建立在其人格结构基础上的。

在弗洛伊德看来，任何创造性活动及其作品，就像梦一样，是人格的潜意识，是愿望的想象满足。换句话说，创造性活动的动力需要或愿望来自人格中的潜意识。这种动力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任何创造，与做梦、幻觉类似，都是无法实现的需要或得不到的满足所致；二是任何创造活动的技巧方法都是通过潜意识的想象获得发挥的。这种动力作用是巨大的，而动力的根源是里比多，是被压抑的东西，即“潜意识的原型”。弗洛伊德重视这种以里比多为基础的潜意识，甚至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普遍存在。诗人们选择或者创造出这样一种可怕的主题似乎让人难以理解，而且其戏剧性处理的震撼人心的效果，以及这种命运悲剧的一般性质也同样让人不可思议（弗洛伊德，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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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创造性活动中，自我又如何起作用呢？正如上述的骑手和马的关系，虽然所有源自外部的生活经验都丰富了自我，但是伊底是自我的第二个外部世界，自我力求把这个外部世界隶属于它自己，它从伊底那里提取里比多，把伊底关注的对象改变为自我结构。自我又在超我的帮助下，以人们不清楚的方式利用藏在伊底或潜意识中的过去经验。弗洛伊德认为，伊底的内容通过直接的或由自我带领的方式进入自我，而自我采取哪一条途径，对于某些创造性活动来说，可能有决定性的意义。自我从觉察到本能发展为控制它们，从服从本能发展为阻止它们，在这个（创造）成就中，自我典范起了很大的作用，实际上自我典范部分地是对抗伊底和本能过程的反向形成（弗洛伊德，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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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人格结构出发研究创造性，弗洛伊德是否完全沉浸于潜意识，如社会上所评价的“创造性等于无意识”呢？也不全是。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创造性活动，包括他热衷研究的文艺创作活动，从整体来说，还是在人的有意识控制之下进行的。骑士与马的关系是非常透彻的反映。他指出，作家正像做游戏的儿童一样，他创造出一个幻想的世界，并认真对待它。这便是说，他倾注了丰富的情感，同时，明确地把想象的世界同现实分离开来（弗洛伊德，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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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承认创造活动过程是由自我在起作用，是有意识的。王启康先生对此也有过类似的评论，他指出：“实际的情况正是这样，艺术的创造过程是有意识的、自觉的创造过程，它是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的，连读者的欣赏活动过程也是如此。”（王启康，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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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研究弗洛伊德主义的研究专家，王先生给予了弗洛伊德的创造性与人格结构正确的评价。

（三）文学艺术创作观

弗洛伊德的创造性心理学思想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

1.什么是文学艺术

从《作家与白日梦》显著的标题中，我们不难理解弗洛伊德的文学艺术观，文学艺术是什么？“是创造一个幻想的世界。”这是弗洛伊德的一个重要结论。

幻想的特点有哪些？幻想是感到不满意的人才会产生的心理，幻想的动力是未能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对一个未满足的现实的校正（弗洛伊德，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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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学家、艺术家创造性的实质是什么？是带有“时代的印记”的幻想和想象。也就是说，想象活动的产物，即各种幻想、空中楼阁和白日梦，在文学家、艺术家身上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主体对生活印象的改变而变化，随着他的环境的每一次变化而变化，并从每一个新的积极印象中获得所谓的时代的印记。”（弗洛伊德，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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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对比了文艺家的幻想与儿童游戏的异同点。其共同点表现在：一是做游戏的儿童和一个富有想象的作家、艺术家一样，他们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他们在认真程度和情感投入上的真挚性，按照主观重新安排创造性，已经无法把游戏和现实区别开来。而文艺家想象的诗的世界的不现实性以及艺术创作的夸大程度，与真实生活往往是不能完全接轨的。无论是儿童的游戏，还是文艺创作者的创作过程，都分别给这两个人群带来了快感。然而，游戏与文艺创作也有区别。当儿童长大后，去追求现实的生活，逐步地停止了从游戏中获得乐趣，而代之从幻想中去获得快乐；而文学家和艺术家却力求隐瞒自己的幻想或白日梦，不让别人知道，阅读者或欣赏者获得的或许是快感，或许是厌恶，或许是无动于衷等各种情感的表达。

2.如何进行文艺创作活动

文艺创作有个过程，这个活动是如何展开的呢？

首先，弗洛伊德讲究文艺活动的原动力。这个原动力是什么？是幻想，通过幻想在情感生活上获得快乐和享受。在《作家与白日梦》一书中，他指出一个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不满意的人才幻想。通过幻想，文艺家们创造了文艺作品，就像梦一样，是潜意识愿望的想象得到满足了。在文艺创作活动中，文艺家们的最人格化、充满愿望的幻想在其表达中实现了，而观众、读者或欣赏者相应地释放了被压抑的冲动，向往在宗教、政治、社会和性事件中的自由，以发泄剧烈的感情。

其次，文艺创作中的技巧和美感从哪里来呢？对此，我们引用《作家与白日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变化及伪装，使白日梦的自我中心的特点不那么明显、突出，与此同时，提供了纯粹形式的即美学的乐趣，以此使我们感到愉悦。”（车文博，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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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如何“变化”和“伪装”呢？这取决于文艺创作者的“升华能力”。所谓升华，就是对性的目标向社会的某种修改以及对象的转移。

最后，文艺作品对社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弗洛伊德看来，文艺作品有两个特点：一是由于文艺作品往往脱离现实，追求的仅仅是幻想，所以文艺作品绝不试图侵入现实领域；二是文艺作品几乎总是无害而有益的。由这两个特点看出，对社会来说，文艺作品能缓解生活中的痛苦，使人产生替代的满足，并从幻想中获得荣誉、权势和性爱。

3.创作观念作用有无时间问题

文学艺术是幻想中的满足，这种幻想实现于文学家和艺术家的观念作用的三个阶段，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结上，作为幻想的动力的愿望则贯彻于始终（车文博，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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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如此，文学家和艺术家才能创造出不同的产品，不至于停留在千篇一律的状态中，并且随着生活事件中的各种发展变化而不断创新。在弗洛伊德看来，从时间上三个阶段的关系入手，有助于人们去研究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生平及其作品之间的联系。

三、对弗洛伊德创造性心理学观的简评

在高尔顿开启创造性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又从其人格心理学角度围绕着文学艺术的创作进行心理分析，这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使创造性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弗洛伊德的创造性心理学思想有三个方面颇为突出。

第一，弗洛伊德的创造心理学缘起于社会因素，来自他对社会文明的认识。在社会文明的进程中，他强调对自然力的改造、利用以及调节人际关系，于是人类的创造也成为必然的趋势。特别要指出的是，弗洛伊德揭示了人的本性和社会文明的关系，他企图从人的本性中去寻找社会文明发生和发展的依据。应该说，把人性作为人类创造的动力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人类之所以能形成社会，靠的不是生物性，而是人性或社会关系，进而形成社会文明。唯有文明才能推动创造，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发展，唯有创造才能促使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一步提高。

第二，弗洛伊德是从人格结构即人深层的心理结构去探讨创造性的，这是与以往对创造性的研究包括与高尔顿的研究有所区别的地方，也是其新的质的特点的展示。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创造活动尤其是文艺创作活动，从根本上来分析，还是在自我即意识控制下进行的。尽管他强调无意识的“伊底”，但从整体来说，创造还是一种意识的活动，如果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的意思表达，创造活动是骑手与马的协调的过程，是意识与无意识的统一过程。

第三，弗洛伊德研究创造性，不是凭空而论，而是建筑在文学艺术创作的基础上，有着长期的扎实的研究材料。弗洛伊德从人格结构中潜意识的作用出发，阐述了其文艺创作心理学思想：他对文艺创作的实质、过程、动力、技巧、职能等做了深刻的心理分析；他把创作过程看作想象的过程，并把想象活动以及想象活动与实践中三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做了有意义的探索；他从心理活动的复杂结构中去解释创作者的创作过程和观（听）众的享用过程，等等。所有这一切，不仅开创了文艺创造性心理学的先河，而且对整个文艺创作做了深入的探讨，并提供了科学的根据。

当然，在创造性心理学的发展中做出贡献的弗洛伊德，也有其不足，且引起了整个国际心理学界的批评。除了他过多强调创造性中无意识的作用，过多应用本能的“性”论之外，从创造性的实质来评议，弗洛伊德把创造性尤其是文艺创作仅仅看作幻想与想象，是远远不够的。

第四节 韦特海默从结构主义研究创造性

格式塔心理学1912年创始于德国，是西方现代心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其主要观点是，心理现象最基本的特征是在意识经验中所显现的结构性或整体性。

格式塔心理学是由韦特海默、苛勒（W.Köhler，1887—1967）和考夫卡（K.Koffka，1886—1941）三人创建的。此外，勒温（K.Lewin，1890—1947）也是这个学派的重要人物。而韦特海默则是格式塔心理学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他1945年所著的《创造性思维》是格式塔心理学对创造性研究的代表作。

一、韦特海默的生平与格式塔的含义

从韦特海默开始，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研究创造性的认知或认识结构以及思维方法。

（一）韦特海默的生平

韦特海默于1880年4月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1898年，韦特海默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法律，后转学哲学。3年后赴柏林大学，在斯顿夫（Stumpf）和舒曼（Schumann）那里学习心理学，后又转赴符兹堡大学，在屈尔佩（O.Külpe，1862—1915）的指导下，以优异成绩取得博士学位。符兹堡是无意象思维研究的故乡，而正当符兹堡高级心理活动过程的研究达到高潮的时候，韦特海默却另辟蹊径，于1912年发表了关于似动现象的研究报告，正式提出了格式塔的概念，从此开创了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

在韦特海默的科学旅程中，最关键的一步是1910年他乘坐开往莱茵河的列车到达法兰克福。在这里，触发了他在列车上所产生的全部灵感或顿悟，即他通过儿童动景器玩具想出了一个研究似动现象的新方法，即速视器。也是在这里，他碰到了两位理想的助手和同伴——苛勒和考夫卡，他们是从柏林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到这里的。于是韦特海默与苛勒、考夫卡在1912年共同研究了似动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格式塔心理学。韦特海默在3个人中年纪最大，又富有创造力。当然，他在心理学界之所以享有盛名，除他本人的杰出贡献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苛勒和考夫卡不断地宣传他的思想，引证他的研究。这3位创始人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和争论，始终保持内部和外部的一致。正像波林在《实验心理学史》中所说的：“很少有一个运动是如此特别地与几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波林，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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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到1916年，韦特海默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1916年到1929年，他任职于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大学，1929年又回到法兰克福大学担任教授。1933年，由于对法西斯的不满，韦特海默离开德国，受聘为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1943年在美国纽约州逝世。

韦特海默一生著作并不多，但他对格式塔心理学的发展却有很大的影响，格式塔心理学这一术语是他正式提出来的。1921年他同苛勒、考夫卡等人一起创办了《心理学研究》杂志，这个杂志是格式塔学派的正式刊物，共出版了22卷。韦特海默的大半研究材料是以论文形式发表的，其重要专著《创造性思维》是晚年在美国任教时写成并在逝世后两年（1945年）出版的。

（二）格式塔的含义

“格式塔”一词是德文“gestalt”的音译，意思是整体或组织结构。

整体论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德国的康德，但直接促使格式塔学派诞生的则是厄棱费尔（Christian Von Ehrenfels，1859—1932）。在他看来，有些经验的质不能用各种感觉之和来解释。例如，一支由6个乐音组成的曲子，尽管使用不同的键演奏，听起来还是这支曲子，这意味着曲子里存在着比6个乐音的综合更多的东西，即第7种东西。厄棱费尔称其为形—质，意为原来6个乐音的“gestalt quality”（格式塔质）。这里，格式塔质的提出作为一种新元素，一种可以分离的整体，即所谓的“第7种东西”。

韦特海默由此得到启示，借用“gestalt”一词，进一步研究了整体的性质，发展了自己格式塔的观点。正如考夫卡（1959）所说：“厄棱费尔在他注明的文章中为他的形—质做了两条规定，它们尽管不完善，却可以运用到我们的结构上来。”格式塔研究整体，是反对元素分析的。斯皮尔曼称它为“形的心理学”（shape psychology），铁钦纳则称它为“完形主义”（configurationism），都是借以指出它和冯特内容心理学相对立的特质。按理“gestalt”本应英译为“structure”较为恰当，但“structure”已成为“构造主义”的专门名词。因此，在英文中或直接引入gestalt一词，或采用“configuration”一词来表示，因而格式塔心理学又称完形心理学。

这个学派的基本观点包括：①强调整体的组织、结构，反对元素分析，反对构造主义、联想主义、行为主义，认为部分相加不等于整体，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人的每一种心理现象都是一种格式塔，任何对心理元素进行分析的方法都是违反格式塔原则的。②用“场”（field）的概念来描述心理现象及其机制，如“心理场”“行为场”“物理场”“生理场”等。③主张“同形论”（isomorphism）观点，认为心理过程与生理过程在结构形式方面具有同形关系。④强调“顿悟”（insight）是学习和思维的本质，反对尝试—错误论，并认为顿悟理解是作为人脑的一种完形的原始智慧的表现，无须多少以往的经验为基础。

二、韦特海默的创造性心理学观

韦特海默的《创造性思维》（韦特海默，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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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tive Thinking
 ）展示了格式塔心理学是从结构主义来研究创造性的。《创造性思维》一书是1945年出版的，翻译为中文却是在1987年，相差42年。

（一）从整体结构角度去研究创造性

格式塔学派在阐明思维动力学的努力中，贯彻始终的基本概念是整体的组织、结构，强调“重定中心”，即组织结构新形式的发现。因此，结构整体性原则是以韦特海默为代表的格式塔心理学研究创造性思维的出发点，即结构重组和意义重释的整合形成了创造性思维。

韦特海默研究了创造性思维，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研究了学生——儿童、青少年的创造性思维。他从中指出认识过程、创造性思维的过程是一个打破旧格式塔，建立新格式塔的过程，是一个重定中心的过程。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

例一，在韦特海默等人的实验研究中，给被试呈现一种材料：由9个点排列成的矩形，每边都是等距的3个点。要求被试一笔连续不许重复地画出连接它们的直线，使9个点都位于这条线段上。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很多被试感到困难，他们都只停留在方形里面打圈子，不能摆脱这个旧的格式塔，但一经提醒，问题的解决就容易多了（见图3-3）。

根据这种思想，他们强调要通过整体来进行思维。因而，要求儿童和教师在教学中要从整体出发，教师必须把情境作为整体呈现出来，学生必须把情境看作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他们认为，问题的细节方面只应和整个情境的结构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因而在解决问题时应该从整个问题向各个部分的方向进行，而不是相反。格式塔学派对学习和思维的教学具有很大的启发，它提醒我们：盲目重复和机械学习并非良好的方法，学习过程应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过程，要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这是我们教学中应当重视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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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示意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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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示意图2

例二，给被试6根火柴棒，要求搭成4个三角形。被试反复思考，在平面上无法搭成，利用创造性思维，打破旧的即平面的格式塔，进入新的格式塔即空间，就可以完成解题任务（见图3-4）。

创造过程，不仅有创造性思维，即思维重定中心，而且有创造性人格，需要人格或心理场、心理生活空间、心理环境的不断分化。

韦特海默重视勒温的人格理论，并认为个体的心理生活空间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并展示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个体在发展上的不同水平和创造性水平。根据勒温的动力观点，由于心理生活空间的不断分化、整合和重组，就发展了人格的多样性、统一性和组织性。勒温（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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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儿童和成人有一最重要的动力差异，就是儿童的人格较欠分化。”勒温认为新生儿的心灵是一个未分化的整体，只需用一个简单的圆形的轮廓即可表示。由于儿童日益认识四周的外物，便在圆形的轮廓中增加了认知的成分，同时动作的成分和习惯的行为也渐次出现。于是不断分化，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记忆、幻想、价值及目的的内心世界。

与分化相反的是减分化（de-differentiation）。它是人格发展上的一种倒退，倒退就是已分化的区域消失。

（二）从思维角度去研究创造性

韦特海默研究创造性思维，认为创造性的基础在于思维。人类的历史，两千多年来西方世界最杰出的学者呕心沥血的历史，来源于人类的思维。因此，研究创造性，首先要研究思维，研究创造性思维。用创造性对立面的传统思维及其方法，是解决不了人类历史的创造和发展的。

1.创造性思维是一个过程

韦特海默首先重视创造性思维的过程（韦特海默，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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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过程的特点如下。

一是传统研究方法没有发现或者忽视的，对思维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运算。这些运算的本质是以思维结构为基础的组合、重定中心和重新组织。

二是创造性思维典型的特点：不是零敲碎打的，而是与整体性特征密切相关的，它们随着整体性或“场”的特征而运转，由情境结构上的实际需要所决定。

三是传统运算或“逻辑”，只有在与整体特征有联系时才起作用。

四是就整体性而言，创造性思维过程不是加法的累积，不是随便出现的项目、联想和运算，这样思维过程就表现出发展前后的一贯性。

五是创造性思维过程的发展往往导致切合实际的期望和假设。创造性思维以及程序之中的步骤必须检验，如果追求真理缺乏诚实态度，那么得到的结果是毫无价值的。我们需要的不是零碎的真理，而是“结构的真理”。

2.创造性思维是逻辑性与非逻辑性的统一

韦特海默用大量的篇幅和例子来证明他并不反对逻辑性，在创造性思维过程中应该有逻辑性，因为创造性思维过程是思维的比较、分析、综合、抽象与概括的过程，是有命题、推理、归纳、经验和实验的逻辑过程，也需要重复、联想、分类等成分起逻辑的作用。然而，创造性思维同时也会出现非逻辑的现象。

韦特海默（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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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同现实的、有意义的、创造性的过程比较，传统逻辑的论题以及常见的例子常常显得笨拙、乏味，没有生气。诚然，传统逻辑处理问题相当严密，但是它似乎常常枯燥无味、令人厌倦、空洞，而没有创造性。”他又说道，如果从“一个变量是另一个变量的函数”出发循规蹈矩去推导，而不顾二者搭配时结构上的意义，就会发现部分离开整体关系变化而获得相悖的结论。从中可以看出，韦特海默肯定了违反逻辑常规的想象、直觉等非逻辑思维的地位。

为此，韦特海默提出逻辑性与非逻辑性互补的原则。也就是说，创造性思维是逻辑性与非逻辑性的统一，逻辑性与非逻辑性相互补充、交互作用，共同完成创造性思维的任务。他指出，研究真理的问题产生出四值逻辑的图式，其中每个项目都给它真或假的值，既可从原子论的意义也可以从结构上的意义来了解。在结构上无知的程序中，只有二值逻辑的特殊例子产生，这就是韦特海默的思维动力学原理。它强调传统逻辑集中注意准确性的问题和静止的特点，而创造性思维则致力于研究结构的动力事件或变化中个体的逻辑特点和规则。

3.创造性思维是一个情境—紧张—重定中心的过程

上述的心理场是勒温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而韦特海默把它运用到创造性思维的形成过程中，他指出创造性思维是一个以情境为基础的“需要—紧张—重定中心”的过程。

人的需要产生于情境之中，需要是联想的动力，是行为的动力，也是创造性思维的动力。人的需要有两种，一是客观的生理需要，二是心理场对情境中产生心理事件起作用的需要，也就是准需要，如好奇心等。后者对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有直接影响。

紧张是由于个人与情境之间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个人有了紧张就会引起要求恢复平衡的活动。这中间出现的是需要或动机，当人有了恢复平衡的需要或动机时，个体就会产生紧张系统，这个系统随着需要的满足而松弛；反之，需要得不到满足或动机受阻，这个紧张会继续保持下去。个体在完成创造性活动任务时，任务的情境与个体之间会产生紧张，这必然会激发创造性需要或动机，并促使个体努力满足创造任务的需要或重新实现目标的意向。

重定中心往往取决于引拒力或诱发力，最后使个体向某个方向移动。在完成创造性任务时，当心理场的事实被人感知以后，无非产生两种结果，或者进一步被任务吸引，或者产生排斥。这种吸引力和排斥力就是引拒力或诱发力，于是出现一个“向量”（vector），即有方向的吸引力或排斥力。个体在创造性活动中，有成功，有失败，有喜悦，也有困难，甚至艰难，如参照系的变化、时空的转移等，这些必然影响主体在整体结构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正如韦特海默所指出的，创造性目标的实现包含情境的特点，进而向需要的、熟习的、完整的、简便的结构主体做出合理的选择，也可能重新建构心理场，并且朝着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向转动。

4.在创造性心理学中提出顿悟学说

在心理学史里，顿悟说（insight theory）是对尝试—错误说（trial and error theory）的一种批评。尝试—错误说是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提出的一种阐述解决问题的性质和过程的学说。桑代克根据自己一系列以动物为对象进行的实验研究，认为问题解决是一个尝试—错误的渐进过程。顿悟说是格式塔学派苛勒提出的一种解决问题或学习的理论。苛勒根据其长达7年的以动物为对象的实验研究，认为解决问题或学习并不像桑代克所说的那样是试误的渐进过程，而是突然顿悟，即对问题情境的顿悟或领悟。这种顿悟不是对个别刺激所产生的反应，而是通过对整个情境、对对象间整体关系的理解即重定中心或重新组织（结构）有关事件的模式而实现的。

当然，韦特海默在《创造性思维》一书中并没有完全否定尝试—错误说，他肯定了尝试错误在思维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顿悟的出现往往以尝试错误为基础。韦特海默强调的是在创造性思维中，顿悟是一个重要的过程。关于顿悟在创造性思维中的作用，韦特海默在《创造性思维》一书中做了三点陈述。他认为创造性思维过程有一个酝酿期或潜伏期，对先前未意识或潜意识的停顿心理状态逐步理解产生顿悟进入豁朗期，产生出一个连续的完整体，正确地解决问题，形成新思想；由于顿悟促进了创造目标的实现，所以顿悟实质上是一种完形或格式塔的转变；在情境、非逻辑、结构重定中心等观点基础上提出直觉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一个组成成分，发展直觉思维对提高创造性思维是有价值的。

（三）从传记逸事的角度去研究创造性

吉尔福特在《创造性才能》一书中有一章“从高尔顿到1950年”，其中一个标题叫“对创造性表现的逸事研究”；斯腾伯格的《创造力手册》一书谈到创造性研究方法时，也提到了传记研究法。

事实上，对伟人的逸事研究，即对创造性人才的传记研究是从韦特海默开始的。韦特海默在《创造性思维》一书中，展示了他对高斯、伽利略的发现和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的思维过程的传记或逸事的研究。

“伽利略的发现”分三节：运动着的物体情形如何、图案的另一半以及空隙发现。结论是：创造性过程的性质是渴望对事物获得真正的了解，从而开始“重新提出问题并进行研究”。该领域中的某一地区变成关键所在，从而成为注意的中心；但是它并没有因此变成孤立的东西。对情境形成一个新的、更为深刻的结构观点，其中包括各个项目的功能含义、组合等变化。情境的结构对关键地区所提出的要求，指导人们做出合理的预测。这种预测同结构的其他部分一样，也需要做出直接或间接的检验。这涉及两个内容：获得一个完整一致的图形，并考察整体结构对部分的要求是什么（韦特海默，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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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的思维过程”来自韦特海默对爱因斯坦的深度访谈。书中展示了10幕：①问题的开始；②光决定着绝对静止状态吗；③采用另一个方法；④迈克耳孙的结果与爱因斯坦；⑤洛伦兹的答案；⑥重新检验理论现况；⑦走向澄清的积极步骤；⑧不变量和变量；⑨关于运动与空间的理想实验；⑩观察与实验。这10幕反映了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思维过程的故事，以此韦特海默提出了“思维过程决定性的特点”的结论。这个结论很长，归纳一下无非两个特点：一个是创造性人格的特征，爱因斯坦表现出在困难面前的毅力和克服困难的大无畏精神；另一个是创造性思维的特征，采取每个步骤都针对着非常强大的格式塔，爱因斯坦在研究质量与能量变化时，认为它们是在极宏大的特定系统中发生的，而强大的格式塔即传统的物理学结构。他坚信这个传统物理学结构与大量的事实相符；整个结构坚强有力，以致任何局部的变化必须受到整个结构的顽强抵抗。于是，爱因斯坦历时7年才取得了成就。（韦特海默，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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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教学实践的角度去研究创造性

在一定意义上，韦特海默的《创造性思维》，显示出“顶天立地”的研究境界。“顶天”是说他研究了像高斯、伽利略与爱因斯坦这样拔尖创新的伟大科学家，“立地”则是说他的研究紧紧联系中小学的教学实践。

《创造性思维》的第一章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第二章是“对顶角的问题”，第三章是“童年高斯的著名故事”，第四章是“两个男孩打羽毛球”，第五章是“多边形诸角之和的求法”，附录是“一个级数之和”，这些理论联系实际的篇幅几乎达到全书的一半。韦特海默在这些章节里详细分析了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但他告诉我们的是：从结构上比较简单的材料入手来讨论基本理论问题，是比较妥当的；图解往往很有用，因为图形思维是语言的思维，语言的思维仅仅是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看到整体需要既有语言表达，也有非语言表达；在创造性思维中，问题情境不是孤立的东西，而是要走向它的解决、它的结构的完整性，因而甚至一件任务及其解决要依靠广阔领域的视野而不是局限事物的本身；漂亮的程序只是一种花招，不能使我们直接理解它的本质结构，等等。韦特海默希望中小学都按此来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车文博先生在其《西方心理学史》中高度评价了韦特海默的创造性思维对于教学实践研究的价值，他认为韦特海默《创造性思维》的一个重要亮点是强调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性。韦特海默不仅探索创造思维的本质、原则和途径，还指出了教师教育学生打破框框、勇于创新，指出了培养创造思维能力的现实指导意义。韦特海默提出要通过整体进行思维。他认为，问题的细节层面应和整个情境的结构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解决问题也应从整个问题向各个部分的方向进行。他说，如果一个教师能把课堂练习单元安排成为有意义的整体，就会使学生产生顿悟，而一旦他们掌握解决问题的原则，就可以很容易地把这种原则迁移到其他的情境中。

三、对韦特海默创造性心理学观的简评

韦特海默从创造性思维入手，开创了结构主义创造性心理学的先河。这是格式塔心理学颇有贡献的一个领域。韦特海默对创造性思维进行了长达7年的专门研究，并著有《创造性思维》一书。韦特海默对创造性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韦特海默开创了从结构观点来研究创造性心理学的历史。结构观念来自自然科学，由此启示，形成了哲学上的结构主义。但哲学史上的结构主义是没有领袖、没有团体的“派别”，它由人文社会科学中文学、历史、心理学等主张结构观念的人组成。结构主义提出的观点有两个：一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二是结构分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在心理学史上，最早持结构主义心理学观的就是格式塔心理学。韦特海默等人强调结构重组和意义重释的整合形成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突出的正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创造性是认识过程、创造过程和重定中心的深层结构。所以创造性的形成，不是一个简单的从分析到综合的推进，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主动创造的过程。这是对创造性心理学的实质、原则和途径的一个崭新诠释。

其次，韦特海默展现了一种创新的思维观。格式塔学派成员苛勒通过动物实验，看到学习过程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动物之所以能够解决新问题，是由于提高顿悟发现了情境中新的格式塔。韦特海默在此基础上，对思维、创造性思维展开了全面的分析，我们从上面对韦特海默的创造性思维涉及的逻辑与非逻辑性的统一、在尝试错误基础上获得顿悟、思维过程是一个需要—紧张—重定中心的过程等分析中，都可以看到这些难能可贵的思维观。

再次，在创造性研究上，以韦特海默为首的格式塔心理学提出了多元的方法论和具体方法。其方法论即整体观的研究方法论。而具体方法，有上文提到的动物实验、传记与逸事分析，尤其是韦特海默运用深度访谈法，对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事例特别是创造性思维过程一幕一幕地向读者展示，推进了创造性发展的研究。这些方法论和具体方法，已经被研究创造性的后来者广泛采用。

最后，韦特海默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运用大量中小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过程，启发人们“人人都有创造性思维”，应从小培养儿童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这不仅对教育实践有指导价值，也为心理学走向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至于不足之处，1989年朱智贤教授与我在《儿童心理学史》中有过一段话：“韦特海默关于创造性思维的研究是很有启发性的。但是他认为思维就等于知觉结构的改造和不断重定中心，从而把思维问题转移到知觉的水平上，这在某种意义上忽视了主体思维过程的复杂结构，也忽视了思维过程中从感性思维向理性思维的飞跃。”今天看来，这仍是比较恰当的评价。

第五节 吉尔福特把创造性心理引向鼎盛时期

在美国，吉尔福特（G.Guilford，1897—1987）被尊称为“创造性之父”。1950年，他在美国心理学年会上以“创造性”为题的演讲，将美国的创造性心理学研究引向了鼎盛时期。吉尔福特在演讲中指出，以往研究者对创造性研究得太少了，并强调必须加强对创造性的研究。

吉尔福特的号召，不仅推动了美国创造性心理学的发展，更促进了国际心理学界、教育界对创造性的研究。

一、吉尔福特的生平及其智力观

1897年，吉尔福特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马奎特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聪明且积极学习新事物的农夫，家庭成员中还有哥哥和妹妹。吉尔福特从小在学业上表现非常优秀，12岁时就通过了高中的入学考试。1914年他从奥罗拉高中毕业，之后当了两年小学教师，又进内布拉斯加大学学习一年，他一度想成为化学家，后应征入伍。1919 年，吉尔福特回到内布拉斯加大学，并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吉尔福特在1922 年和1924年先后获学士和硕士学位。他担任临时心理诊所主任，处理了约100个个案，这一经历让他感到单靠智商（IQ）来了解儿童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他认为对于智力需要有更完整的鉴别方式。

1924年，吉尔福特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铁钦纳，还曾与瑟斯顿、斯皮尔曼、赫尔森有过交往。1927 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伊利诺大学和堪萨斯大学工作不久后，1928 年返回内布拉斯加大学任心理学教授，在这里，他逐渐赢得国际声誉并成为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1940 年，他在南加州大学任职。1949年，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56 年，他发表了关于智力的一篇论文，他认为前人所认为的语文能力测验与非语文能力测验和计量能力测验是正交的看法是错误的。1959 年，他提出三维智力结构模式，1967 年又在其主要著作《人类智力的性质》中对此模型做了较为全面而详尽的论述。

在智力理论，尤其是在智力结构理论上，吉尔福特的智力三维结构学说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智力是由操作（思维方法，可分为认知、记忆、发散性思维、集中性思维、评价5种成分），内容（思维的对象，可分为图形、记号、意义、行动4种成分），结果（把某种操作应用于某种内容的产物，可分为知识单元、单元种类、单位间关系、体系、变换、含义6种成分）所构成的三维空间（120种因子）结构（见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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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吉尔福特的智力三维结构模型

二、吉尔福特的创造性心理学思想

在一定意义上说，吉尔福特是专门研究创造性的，或者说他以创造性心理学研究著称，是位真正的创造性心理学家。他的著作《创造性才能——它们的性质、用途与培养》（吉尔福特，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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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Talents：Their Nature，Uses and Development
 ）的篇幅并不长，却深刻地展示了吉尔福特的创造心理学思想。

（一）创造性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在创造性心理学史上，吉尔福特是第一个把创造性与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研究者。

吉尔福特于1949年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在次年的学术会议上，他以创造性为主题做了专题报告。报告一开始，他就指出心理学界乃至社会不重视创造性研究的状况。吉尔福特列举了23年来美国心理学121000篇研究报告，其中关于创造性的研究仅占3‰。吉尔福特认为，心理学界忽视创造性研究的原因有四点：首先，社会上认为天才主要是一个智力或智商的问题，然而，创造性或社会的创造性生产力所需要的能力，远远超出智力的范围；其次，创造性研究的难度较大，在社会生活中，很难确立创造力的实际准则；再次，由于方法论的局限，对创造性的研究只能基于量表测量的方法，并落入某些僵化的模式；最后，多数创造力的研究对象是动物而不是人。

此外，吉尔福特（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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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创造力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第一，创造性是工业革命的需要。吉尔福特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同一所大学的毕业生，虽然都具有很高的学业成绩和评价，但他们在输出新观念方面的观点却大不相同。新观念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这是得到普遍认可的。科学家或工程师发现的新原理是形成工业革命的前提，而普罗大众仅仅是完成分配给他们的日常任务。第二，创造性是政府物色领袖人物的需要。因为政府各部门是科学和技术人员最大的雇主，政府领导人员需要具备健全的判断和顶层设计能力，并且要富有想象力和洞察力。具有创造性品质的人才才能领导社会建设，创造性心理学的研究正有助于选拔富有创造力的人才，有助于了解通过何种教育程序能够培养创造力这一品质。第三，创造性是国力竞争，特别是军事发展的需要。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成功发射刺激了美国，成为其加强创造性研究的一个动力。这进一步证明当初（1950）吉尔福特提出的研究创造性对国力竞争、对社会发展的意义。此后，美国人意识到科技和军事等国力优势受到威胁，大力开展对创造性问题的研究，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国家竞争力。

对社会发展来说，机器代替不了人类的思维，相反地，应该利用人的大脑来操作机器，并制造出更好的机器。工业革命、政府的变革、军事的发展都证明了使用大脑的重要性和培养人类创造性的重要性。于是，吉尔福特（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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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必须形成一种经济秩序，使人们可以获得充分的就业和谋生的工资，这要求创造性地思考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秩序；二是创造性地思考大脑能够做些什么，这是大脑拥有的唯一经济价值。据此，吉尔福特提出社会发展需要创造性心理学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创造性心理学的研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二）从智力的三维结构引出了创造性的指标

吉尔福特提出了智力的三维结构模型，从这一智力结构出发，逐渐概括出创造性人格和创造性思维是构成创造性的两大指标。前者就是图3-5中所示的行为结果表现出的特性，后者主要是操作的认知特性或思维特性。这两者构成创造性的两个主要指标。

吉尔福特相当重视创造性人格，他把创造性人格特征即行为特性列入能力倾向、兴趣、态度和气质品质等类别之下。他指出，创造性人格是代表了创造性人物的特性的组织方式，创造性的人格明显表现在创造性的行为上，这种行为包括诸如发明、设计、计谋、作曲和计划之类的活动，并有智力活动的“结果”。这显著地显示出这些行为类型的人，被公认是富有创造性的人。（吉尔福特，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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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思维，主要包括发散性的加工和辐合性的加工。发散性加工根据主体记忆储存，以精确修正的方式，加工出许多备择的信息项目，以满足一定的需要。辐合性加工是主体从记忆中回忆出某种特定的信息项目，以满足某种要求。吉尔福特更重视前者，认为创造性思维就是发散性思维，相反地，他认为从创造力来看不可能有辐合性思维的一席之地（吉尔福特，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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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他用了专门的章节陈述了“创造性思维中的发散性加工”。从吉尔福特开始，发散思维（divergent thinking）和辐合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两个概念被整个心理学界广泛应用。

此外，吉尔福特还讨论了智力与创造性或创造力的关系。吉尔福特指出，智力结构的复杂性，导致了智力研究中以多种变量作为其指标，而创造性的结构同样复杂，研究中通常也使用多个变量作为指标对创造性进行测查。吉尔福特研究团队取智商与创造思维中发散思维的流畅性的关系，探讨了智力与创造性的关系。如图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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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一项与智商水平有关的流畅性能力测验的成绩分布

吉尔福特发现，智力（智商）与创造性才能之间不是一种单向的关系。智商低的人，在创造性能力方面肯定是低的。但智商高的人，几乎分布在创造性才能整个变动范围的任何一个点上。如果智商低于110，那这个人看来就几乎没有可能成为创造性才能高的人。同样，智商高看来是言语创造性才能高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仅仅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所以，事实上存在着许多创造性能力没有得到发挥的人，但几乎不会有创造性能力得到超前发挥的人。图3-6对角线上方有一个很大的空间，而对角线下方则数据稠密，证明了这一点。于是，“智力是创造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国际心理学界广为传播。与此同时，吉尔福特反复强调创造性的复杂性，他指出，当创造性才能是由意义—言语内容组成时，“智力是创造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由此推论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视听领域（如绘图艺术和音乐）中的创造性表现。由此可见，在不同领域中，创造性才能是各不相同的。

（三）创造性思维的心理机制

创造性是一种智慧活动，这种智慧活动的核心是创造性思维，而创造性思维的内在心理机制是什么？吉尔福特依据广泛的研究结果，从发散性加工、转化和问题解决三个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1.创造性思维是发散性的加工

如前所述，吉尔福特认为创造性思维主要是发散思维，因此，从心理机制来分析，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发散式的加工。吉尔福特从大量对视觉信息、符号信息、语义信息和行为信息等诸多信息内容的加工，到习得相应能力以及形成处理系统的实验研究中发现，发散性加工是创造思维的主要加工方式，尽管发散性加工能力并不代表智力活动中所有的创造性方面，或者说不能代表全部创造性。

发散思维有流畅性（思想丰富度）、变通性（灵活性或思考途径）和独特性特性。发散性加工与思维的流畅性有关，即为了满足某一特定需要而产生许多可选择的信息项目，或是在单位时间内形成数量较多可选择的信息项目。在发散性加工这一概念中，完全不关注观念的质量，观念的数量才是发散性加工的关注内容。事实上，在通常情况下，提出众多可供选择的观念，会增加某些高质量观念产生的可能性。识别哪些是好的观念，这是智力结构的另一项功能——评价。因此，富有成效的发散性加工，既要讲数量，又要涉及质量评价的能力（吉尔福特，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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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者结合，就是发散性加工中的组织能力，它促进了高水平的高质量观念的形成，也是新思想产生的心理机制。

2.创造性思维中的转化

吉尔福特所说的“转化”，是指人们在信息项目方面能够认识和产生的种种变化，其中包括产生种种替代物。转化实际上是像产品一样起作用的一种心理活动，而产品是大脑可以认识或产生的信息项目的形式。

吉尔福特列举了大量可以测量创造性思维中转化的实验材料。一是测量转化的认知与转化的行为。前者有积木旋转、符号—变换代数题和方程式、理解语义的不同意义等题；后者则会要求被试根据某一特定短语意义选择出一对人（社会性转化），或要求被试看图中脸部不同部位，再在带有表情的三张脸图中选出相应图片（表情变换）。二是测量转化的记忆。对创造性思维者来说，记忆转化也许不如看出转化或产生转化那么有用，但是有些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或科学家，不可能迅速地记下未来的各种转化，而是必须把转化置入记忆储存，以备将来需要时使用。三是测量转化后的评价。与发散性加工需要评价一样，转化也需要评价，以便问题解决者始终朝着富有成效的方向发展。评价是决策的心理基础，体现了评价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通过发明可被有益地使用的策略或计谋，以便有助于管理或控制。

3.创造性思维与问题解决

“问题解决”这一概念比创造性思维的概念外延更广，包摄性更大。因为问题解决包括创造性的问题解决和非创造性的问题解决，而所有创造性思维却正是依靠问题解决这个心理基础才导致新颖的结果或创造。

吉尔福特首先介绍了三种创造性思维与问题解决阶段的传统观点。（吉尔福特，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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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指出，典型的问题解决过程包括以下几个依次出现的阶段：①感受到问题；②确定和解说问题；③提出种种可能的解决方法；④推断这些解决方法可能出现的结果；⑤接受其中的一种解决方法。

格雷厄姆·华莱士（Graham Wallas）通过对历史上一些杰出的作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创作或发明过程进行考察后，提出了解决问题步骤的顺序：①准备——搜集信息；②酝酿——让信息处于孕育状态，并使其逐渐成熟；③明朗——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④验证——检验和完善解决问题的方法。

约瑟夫·罗斯曼（Joseph Rossman）则考察了发明家的发明过程，并确定了在这种过程中所发生的下列事件：①观察到有一种发明的需要或遇到了困难；②明确地表述问题；③对现有的信息进行普查；④批判性地考察种种解决问题的办法；⑤系统阐述新的观念；⑥检验并接受新的观念。这种序列显然是与杜威提出的问题解决的步骤相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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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智力结构问题解决模式图示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吉尔福特以三维智力结构为基础，提出了他自己的问题解决的模式。他用这个问题解决的模式，揭示了创造性思维的产生就是来自这样问题解决的途径。（吉尔福特，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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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模式，把发散性加工、思维的转化和问题解决三者整合成了一体。

（四）创造性的研究方法

吉尔福特的《创造性才能》第一章就从方法论角度提出创造性研究什么，在第二章“创造力研究的其他背景”中所提出的“从高尔顿到1950年”“1950年以来对创造力的研究”“一些技术性问题”，其实都是在陈述具体研究方法。例如，1950年以前有心理测量学关注创造力，研究创造性表现的逸事和传记，对创造进行实验研究，考察创造性生产与年龄的关系；1950年以后出现对创造力的新的调查研究，如关于创造力本质的揭示、对创造性表现的一些条件或影响因素的研究等。吉尔福特展示的这些研究方法，至今仍不过时。

吉尔福特在对创造性心理学的研究中，最为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探索创造过程中的假设检验问题；二是运用多变量因素分析方法，注重可能有助于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表现的种种智力品质。在《创造性才能》一书中，第三章“创造力的参照系”和第四章“从假设到创造才能”就对上述两种研究方法进行了集中讨论。

吉尔福特认为，任何一项创造性的研究都是从假设开始的。对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人格的研究，以及从理论到实践、从过程到产品、从具体创造性的成分到发展变化等众多研究的基础是提出假设。例如，在繁多的各种测验中，主试给被试一段说明文后，可以要求被试判断他们自己的陈述最适合归为“事实”“定义”或“假设”中的哪一类。

因素分析是最适合检验研究者假设正确与否的一种方法。因素分析的统计常用的是相关概念：两个测验之间的相关系数通常在0～1.0。相关表明一种或多种共同的能力，相关系数越高，两个测验所测查能力的关系越大。因素分析的目的，就是要产生一组在同一套测验中相关高的测验，以及在不同套测验中各测验之间相关低的测验。每一套测验都表示一个不同的因素，这种因素被假定用来表示一种不同的能力。

今天，包括创造性在内的心理学研究过程，都遵循提出问题、明确问题、提出假设、检验假设的过程，用因素分析检验假设，且用统计处理数据，已成规范的研究路径。然而半个多世纪之前，吉尔福特提出了这种研究方法论，是有承上启下的科学价值的。

（五）大力培养创造性人才

吉尔福特不仅对创造性才能的理论研究或基础研究贡献良多，而且十分重视对创造性人才的实践研究或培养研究。

首先，吉尔福特提出了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意义。他反复强调，人们对较有创造性的人才，尤其是从事研究和开发领域的创造性人才，是有迫切需要的。由此，会花费相当大的精力去发现较有创造性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努力改善影响他们创造性表现的工作环境。由此可见，他是重视创造性人才、重视改善创造性人才工作环境的意义的。

其次，吉尔福特强调，研究创造性人才成长的影响因素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前提。他认为以下几个因素是研究创造性人才成长的内在因素：一是知识与智力，尽管智力很重要，但缺乏经验、知识也无法具有创造性。因为没有哪一位富有创造性的人，不需要以往的知识、经验或事实也能够有所作为，他绝不可能在真空里创造。二是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与创造性人格的培养缺一不可。三是认知风格，表现为智力执行功能，这种认知风格可以表现在语言、逻辑和表情、情感上，实质是威特金（H.A.Witkin）的场独立性与场依存性的认知风格。四是兴趣，这是另一种智力的执行功能，特别表现在对发散性思维和辐合性思维的兴趣上。五是气质因素，这里的气质，不仅指个性或人格心理学的气质特征，还表现在自信上，自信与发散性加工呈正比。

再次，吉尔福特指出社会要重视创造性的培养。他还向社会提供了早期尝试训练创造力的材料，提出学校教育应该从发展智力过渡到发展包括创造力在内的全面智力。由此，他积极倡导创造性教学，强调除了教学生“是什么”之外，应该重点放在让学生去思考“能够是什么”。不仅要对能够记住和回忆已知观念予以奖励，而且要奖励提出新观念的学生。

最后，吉尔福特对如何发展创造性的方法也提出了许多设想。他主张学校教学，要改革课程。例如，提供提高创新性心智活动的指导，设置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特殊课程；采用其学生托兰斯（E.P.Torrance）的创造性教学行为训练法；提供有利于创造性发展智力结构产品的教具和学具，改革考试、评定的方法；特别是提出发散思维或发散性加工的方法，包括12种发散性加工的策略与计谋。这些方法，有的延续至今，有的正是在吉尔福特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如“学科渗透法”“头脑风暴法”“思维训练”“思维科学课程”等，与吉尔福特当年提出的方法与路径都是大同小异的。

三、对吉尔福特创造性心理学观的简评

吉尔福特是一位专门研究创造性心理学的学者，是一位真正的创造性心理学家。有文献指出，从吉尔福特开始，创造性心理学走进了“发展期”（孙汉银，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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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吉尔福特后面的创造性心理学家，可以暂时“不必”造史料，而是走进“完善”。

首先，在创造性心理学发展中，吉尔福特有许多首创或“第一”，是一个积极创新的创造性心理学家。例如，他是世界上第一位提出创造性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学者；是第一位论证创造性人才心理成分由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人格组成的学者；是第一位从智力结构出发，论述发散思维与辐合思维关系的学者；也第一次提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要关心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等。

其次，吉尔福特勇敢地分析了社会忽视创造性的原因，分析了心理学界忽视研究创造性的缘由。从吉尔福特1950年对“创造性”的演讲后，美国社会特别是心理学界与教育界掀起了创造性研究热潮，进而推动了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开始重视创造性的研究，重视社会创新的趋势。可以说，吉尔福特促使创造性心理学趋于完善，走向繁荣。

最后，吉尔福特关心创造性的培养。20世纪80年代以后，先后对“创造性学习”“创造性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诸如“动机激发”“认知冲突”“自主建构”“自我监控”“应用迁移”等诸多理论，也在创造性心理学领域应运而生，促使教育培养了更多的创造性人才，从而把“创新”“创造性”作为社会繁荣的重要手段。

尽管吉尔福特做出了如此贡献，但其在创造性尤其在创造性思维的结论上，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创造性思维不能简单等同于发散思维，下一章将会进一步阐释这一观点。二是发散性加工与辐合性加工不应偏废一个。我们认为，辐合思维与发散思维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它们是智力活动中求同与求异的两种形式。前者强调主体找到对问题的“正确答案”，强调智力活动中记忆的作用；后者则被吉尔福特团队界定为有流畅性、灵活性和独特性的创造性思维，它强调主体去主动寻找问题的“一解”之外的答案，强调智力活动的灵活和知识迁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在一个完整的智力活动中，离开了过去的知识经验，即离开了辐合思维所获得的一个“正确答案”，就会使智力灵活失去了出发点；离开了发散思维，缺乏对学生灵活思路的训练和培养，就会使思维呆板，即使学会一定知识，也不能展开和具有创造性，进而影响知识的获得和辐合思维的发展。因此，我们在培养智力灵活性的时候，既要重视“一解”，又要重视“多解”，且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称它为合理而灵活的智力品质。

第六节 创造性心理研究逐渐走向整合

据我们团队孙汉银教授的分析，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以托兰斯、阿玛贝尔（T.M.Amabile）、斯腾伯格、奇克森特米哈伊（M.Csikszenmihalyi）、加德纳（H.Gardner）等人为代表，研究者们对创造性的态度越来越开放、观点更加多元，研究的视野开始从仅仅关注个体（认知和人格）或社会环境转向同时关注个体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注重对创造性进行多学科、多视野的研究。

一、托兰斯对创造性思维的测验和教学研究

托兰斯是吉尔福特的学生，也是科学创造性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以普通人为研究对象，运用心理测量学的方法对创造性的个体差异进行了持续几十年的研究。他既重视创造性的描述研究，也开展了创造性的干预研究；既进行横断研究，也开展了多项追踪研究；既重视创造性的认知因素，也强调非认知因素对于创造性的贡献；既强调人类的理性对于创造性的作用，也重视非理性因素对于创造性的价值。他认为，创造性主要是发散思维的功能，形成于、表现于问题解决过程之中。

托兰斯在吉尔福特的基础上，将创造性思维测验进行标准化，编制了影响深远的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TTCT），并成为当今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创造性测验之一。这一标准化工具的广泛使用，不仅使创造性的研究具有可重复性和可比较性，而且加深了人们对创造性的认识，以至于在广大中小学教师心目中，甚至在心理和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很多人都将发散思维测验等同于创造性思维测验。

教育是托兰斯的研究背景，更是他的研究目的。他主张，既要加强发散思维能力的培养，也要加强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既要加强校内的创造性培养，也要加强校外教育。他在“教学孵化模型”（the incubation model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Torrance，1979）（Torrance & Safter，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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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主张，课堂中要让学生深度卷入真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将学科内容与创造性思维技能的教学融为一体，并给予学生深入思考问题和交流想法的时间。他于1974年发起并创立“未来问题解决国际项目”（future problem solving program international，FPSPI），旨在培养全球青少年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至今已有25 000多名各国学生参与过这个项目。

二、阿玛贝尔对创造性成分的研究

阿玛贝尔以普通人为研究对象，侧重于组织环境对创造性的影响，通过实验室研究和实证调查对创造性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她认为，创造性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通过创造性相关技能、领域相关技能、内部动机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能令人信服地被评估为创造性结果的过程。这一观点，被称为创造性成分理论（the componential theory of creativity）（Amabile，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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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认为个体的创造性水平取决于创造性相关技能、领域相关技能、内部动机和社会环境4个基本成分的发展水平及其动态相互作用。

阿玛贝尔认为，创造性相关技能是在一切活动领域中都会起作用的认知风格和启发式思维方法等，领域相关技能是在特定领域内发挥作用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内部动机则是仅在某种特定工作中发挥作用的个体态度或兴趣等。因此，创造性具有可塑性和领域特异性、可干预性的特征。当然，创造性不仅取决于个体相应的能力，还需要有社会环境的强力支持，而社会环境则是通过动机间接对创造性产生影响。内部动机有助于创造性，外部压力中的信息性因素与内在动机一样对创造性具有促进作用，而控制性因素则有损创造性，会限制个体的创造性发挥和发展。她所倡导的“同感评估技术”“内部动机对于创造性的影响”等都是今天创造性研究的热点。

三、奇克森特米哈伊对创造性系统的研究

奇克森特米哈伊以杰出人物为研究对象，侧重于社会大环境对创造性的影响，通过访谈法和实验法对创造性进行了几十年连续不断的研究。他认为，创造性发生于个体、领域及学门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并提出了创造性系统理论（a system per-spective of creativity）（csikszentmihalyi，1988）
 
[45]

 。正所谓“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社会环境提供的刺激与对创造性产品的选择压力，是个体创造性产品的产生、选择与保留最重要的因素。高创造性者往往具有“复合性人格”（complexity），善于根据实际情况而在人格特质的两极之间进行适时转换，以满足当下情境的需求。当个体处于心流（flow）状态时，具有极大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最容易超越极限、获得创造性，并且乐此不疲。由此，他将创造性、主观幸福感、心流等联系在一起，成为当代积极心理学和创造性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概念。

四、斯腾伯格对创造性投资的研究

斯腾伯格以普通人为研究对象，在智力研究的基础上，主要运用元分析方法，重点关注个体资源的动态组合方式。他认为，创造性是个体利用其智力、知识、思维风格、人格、动机、环境等心理资源，对观念进行“低买高卖”的投资活动。它类似于资本市场的投资行为，只不过它是在观念世界里进行投资而已。这一观点，称为创造性投资理论（investment theory of creativity）（Sternberg & Lubart，1991）
 
[46]

 。

斯腾伯格认为，不随波逐流、敢于和愿意进行“买高卖低”，是高创造者的重要品质之一。其中，综合智力是创造性思维的关键，主要体现在重新定义问题和在顿悟过程中提出新的想法；实践智力的主要作用是向社会“推销”自己的主意、产品或处理反馈信息。动机的作用取决于它以何种方式影响个体对任务的注意，如果动机能使个体专注于任务本身，就有利于创造性的发挥；反之，若分散了个体对任务的注意力，就会对创造性产生负面影响。他的观点不仅为内在动机的作用提供了依据，也从认知过程的角度解释了内在动机之所以优于外在动机的原因。

客观地说，斯腾伯格通过使用大量隐喻，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复杂的创造性机制，虽然鼓舞了一般公众的创造精神，但也由此产生了种种缺憾。创造性投资理论尽管具有一定的解释性，但也只是对股票市场投资行为“准则”的合理概括，并没有对优秀投资者究竟是如何操作的做出具体的解释。尽管从理论上离析出创造性的六种成分，并指出只有各种成分协同出现（co-occurrence）时才能产生创造性，但对于各种成分之间的汇聚方式以及相互作用的机制，他并没有做深入、细致的探讨。

五、加德纳对创造性互动的研究

加德纳在其多元智力理论的基础上，对杰出人物进行小样本的个案研究，凸显了以个体为起点的社会互动。他认为，尽管个体可能在多个领域中表现出创造性，但创造性是针对某个具体领域而言的，因而具有领域特殊性。创造性过程是一种系统的进化过程，是个体、他人和工作三者之间互动的结果，他称为创造性互动（interactive perspective）。加德纳认为，孩童时代，影响创造性的他人主要为家庭成员及同伴；当成为一位专家之后，影响创造性的他人主要为竞争对手、评断者和同行中的支持者。不过，他与斯腾伯格一样，都是以研究智力而著称，对创造性的专门研究很少，他们的许多创造性观点仅仅是其智力观点的自然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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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创造性心理结构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毛泽东，1991）
 
[1]



在人类创造性心理的发展变化中，外因是创造性的环境，内因是创造性的心理结构。

创造性心理结构如何表达？创造性人才=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智力因素）+创造性人格（创造性非智力因素），以此实现创造性的过程、产品和个体三者的统一。

第一节 创造性思维

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都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通过思维即智力活动而形成和积累起来的。思维已经成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主观能源，因此，我们可以说，思维与创造性联系在一起，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思维是宇宙中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之一，是“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
 
[2]

 。这就是创造性思维的缘起。

一、思维的特性

思维是一种心理现象，它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事物内在的规律性关系的概括与间接的认知。心理学，特别是思维心理学是从心理现象的角度来研究思维的，研究它的过程，它的发生、发展的规律。

心理学研究思维是与其他学科交叉进行的。哲学从“什么是本质的”“现实世界是否可以认识”两个方面来研究问题，而哲学认识论研究思维的一般性规律；心理学则在哲学认识论的指导下，研究思维的特殊规律，研究个体思维的规律，研究作为智力活动之核心的思维的规律。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是在思维过程中产生的认识结果、认识产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揭示思维形式和规律来研究思维的正确性；而心理学则研究思维过程进行的规律性。生理学特别是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思维，着重于心理的生理机制；心理学则将这些生理机制作为思维发展的生物前提和基础，并探讨如何将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语言学是从语言与思维的辩证关系来研究思维，侧重于语言；心理学也是从语言与思维的辩证关系来研究思维，侧重于言语——口头言语、书面言语和内部言语及其同思维的相互制约性。控制论、信息论从信息加工来模拟思维、研究思维，它为心理学研究思维提供了新途径；心理学可以根据控制论、信息论的原理，为思维的发展与培养进一步提出具体的措施。

“聚焦思维结构的智力理论”是我们对思维和智力从理论、实验、实践研究上的概括（朱智贤，林崇德，1986
 
[3]

 ；林崇德，2008
 
[4]

 ）。我们在理论上研究智力的核心之思维的实质，首先是探索思维的特性问题，如果从思维的特殊矛盾出发，应全面地探讨思维的特征。我们认为它应有概括性、间接性、逻辑性、目的性和问题性、层次性、生产性六个主要特性。下面，我们从理论上对这六个思维特性进行分析讨论。

（一）思维的概括性

思维是一种心理过程，即认识（认知）过程。从这个过程来看，思维的最显著的特性是概括性。思维之所以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性的关系，主要来自大脑对信息进行的概括加工，即来自抽象和概括的过程。概括是在思想上根据抽象出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的特征或内在联系结合起来的过程。数学法则“合并同类项”就是对“概括”科学而生动的表达。所以概括过程又被称为“类化”过程。概括的功能正是把个别事物的本质属性或特征，推广为同类事物的本质属性或特征。思维的概括性在思维特征中的重要地位，就是来自其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关系和内在联系，使认知能从个别类化为一般。从这个角度上说，有人把智力比喻为“知识的类化”，这一点也不为过。

概括性及其功能的存在，是由于人的思维是语言的思维或理性的思维（又可称理论思维）。语言有两种功能，一是指示性，即与人交际，引起别人产生相应的行为；二是概括性，即词的命名作用，每一个词都代表某一类或一般的东西，这就构成了概念。正因为如此，人类通过语言的思维达到交际的目的；人类把一般的联系或某一类从个别属性中分出以后，借助于概括性的词，思考着一般的东西或某一类事物；人类在思考一般联系和某一类事物的同时，用语言去揭示内在异同点，加以系统化，如生物学界的“门、纲、目、科、属、种”就是思维借助于语言对生物知识系统化的结果，于是概括成为科学研究的关键机制；人类思维依靠语言揭示在不同场合下事物所具有的不同性质，从而理解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对象和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心理学根据概括性的不同水平分为初级概括和高级概括。所谓初级概括是指在感知觉或表象水平上的概括，表现为根据感性的具体经验抽取事物的共同特征或联系，总结出某类事物的共同属性。概括性的初级形式，尽管也有助于个体逻辑思维发展，但因受感性的具体经验的局限，较难归类以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或内在联系。而高级概括，则是在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基础上进行的概括。这种概括有三个重要表现：一是掌握了概念，尤其是科学的概念。掌握概念是在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高级概括在内容上越来越多地不只是单纯掌握这个概念所包括的对象或现象的属性，而是掌握有关属于这个概念的对象或现象的全部知识。二是在形式上，形成下面“思维的逻辑性”中要提到的概念—判断—推理，且越来越多地使逻辑思维形式趋向成熟和完善。三是借助内部言语，使概括不断“深化”“内化”和“减缩化”，在思想深处越来越多地“存储”了类化、减缩化、密集化的知识系统。

（二）思维的间接性

如果说思维是一种对信息的加工，那么可以把信息理解为知识经验，认为思维是凭借知识经验对客观事物进行的间接的认知。

首先，思维凭借着知识经验，能对没有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事物及其属性或联系加以认知。例如，清早起来，发现院子里面湿了，房顶也湿了，就可断定：“昨天晚上下过雨。”昨天晚上下雨，并没有被主体所直接感知，然而能够凭借过去的经验和知识，根据地上和房上的湿度，判断出昨晚下雨的事实，使人间接地认知事物，通过现象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性的关系。

其次，思维凭借着知识经验，能对根本不能直接感知的事物及其属性或联系进行认知。也就是说，思维继续和发展着感知和记忆表象的认识功能，但已远远超出了它们的界限。假如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认知活动，不能把握每秒30万千米的信息加工，而思维则能够把握而且应当把握。例如，小学高年级儿童就能理解一艘星际飞船以每秒5万千米的速度飞行，它飞向某一遥远星球用的时间是光速的6倍，然而我们谁也不能直接感知或想象以每秒30万千米和每秒5万千米速度运动的两个物体的速度差别。思维的间接性使人能够揭示不能感知的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性的关系。

第三，思维凭借着知识经验，能在对现实事物认知的基础上进行蔓延式的无止境的扩展。假设、想象和理想，都是通过思维的间接性作为基础的。例如，制订计划、预计未来，就是这方面的表现形式。思维的这种间接性，使思维能够反作用于实践，指导实践变成科学与理论，并揭示事物发展的可能性。

思维之所以有间接性，关键在于知识与经验的作用。没有知识经验作为中介，思维的间接性就无法产生。思维的间接性是随着主体知识经验的丰富而发展起来的。因此，研究一个人的思维及其能力，要研究他的知识结构，分析他的文化背景。当然，思维的间接性问题，也反映了思维与记忆即思维材料的相互关系，有了记忆，人才能积累知识，丰富经验。记忆是知识经验的储备，它是运用知识经验进行思维、认知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没有记忆，思维将失去材料，就没有知识经验这个思维的中介，也就没有思维的间接性。

（三）思维的逻辑性

过去不少心理学著作将思维定义为“概括的、间接的反映”。这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也有它不完整的地方。因为概括性不局限于思维，知觉和表象已有初级的概括性；间接性也不局限于思维，想象就是间接的认知。所以我们在讨论思维定义时，不仅强调“概括与间接的认知”，而且应该加上“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关系的认知”，其理由也就在于此。我所说的思维，即指逻辑思维，也叫理论思维。这是人和动物有本质区别的一种表现。不这样理解思维，在研究思维发展中就会产生出发点混乱、前提混乱、方向混乱的现象。因此，思维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逻辑性。

逻辑，主要是指思维的规则或规律。思维的逻辑性，就是指思维过程中有一定形式、方法，是按照一定规律进行的。思维的逻辑性，来自客观现实变化的规律性。它反映出思维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认识。

在实践中，人脑要对感性的材料进行加工制作，也就是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从而，在人脑里就产生了一个认识过程的突变，产生了概念，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认识了事物的规律性。有了概念，人们就可以进一步运用概念构成判断，又运用判断进行推理。这个运用概念构成判断和进行推理的阶段，就是认识的理性阶段，亦即思维阶段。概念、判断、推理，就是思维的形式。但如何形成概念、判断、推理呢？这就有一个思维方法的问题，有一个具体地、全面地、深入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性关系的方法问题。思维的方法有许多，诸如归纳和演绎的统一，特殊和一般的统一，具体和抽象的统一，等等。

思维不仅有形式、方法，而且有一定的规律，也就是说，人们的整个思维活动过程要遵循一定的法则或规则。思维过程中应遵循哪些规律呢？

思维的发展本身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初级阶段，可以叫作普通逻辑思维阶段；另一个是高级阶段，即辩证逻辑思维阶段。普通逻辑思维（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思维都是逻辑思维，它们是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形式逻辑里包含着辩证思维，辩证思维里也包含着形式思维，但它们不是平行发展的，而是各有特殊的思维规律。

初级阶段，即普通逻辑思维应遵循同一律、排中律和矛盾律三个法则。同一律——在同一思维的过程中，每个概念和判断必须具有确定的同一内容。遵循同一律，使思维具有确定性。排中律——要求在两个矛盾判断中必须二者择一，即不能既不断定某对象是什么，又不断定某对象不是什么。遵循排中律，使思维消除不确定性。矛盾律——在同一时间、同一关系下，对同一对象所做的两个矛盾判断不能同时都真，其中必有一假。遵循矛盾律，使思维保持一惯性，即不互相矛盾。

辩证逻辑思维，即高级思维的规律，是对立统一的思维规律，量变质变的思维规律和否定之否定的思维规律。这三个辩证法规律，在思维过程中表现出来，它们表现于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之中。

总之，人类的思维主要是抽象概括的理性认知。它要求主体自觉地遵守思维的规律来进行，这样就能使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合理，具有逻辑性。

（四）思维的问题性

思维是有目的的。思维的必要性首先产生于实践活动中在主体面前出现新的目的、新的问题、新的活动要求和条件。思维总是指向于解决某个任务，思维过程主要体现在解决问题的活动中，思维形式的概念、判断、推理，既是解决问题的材料，又是解决问题的结果。难怪各国心理学家都喜欢通过对解决问题过程的分析，来研究思维过程以及思维发展的水平。也正因为这一点，我把思维与问题解决画等号，即思维就是解决问题，因为“解决问题”这个概念不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接近或揭示“思维”在“做什么”和“怎么做”。

思维的问题性，表现在解决问题过程的思维活动上，即一般地认为体现在解决问题的四个环节上：一是发现问题，在实践活动中，社会的需要转化为个体的思维任务，也就是提出问题；二是明确问题，面对着所发现的或所提出的问题，加以分析，分析问题过程的关键在于明确地抓住问题的核心；三是提出假设，找出并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案——解决问题的原则、途径、手段和方法；四是检验假设，这是一个反思或监控的过程，检验假设有两种方法：①依靠实践或操作；②通过思维活动的逻辑推理和论证。

思维的问题性，也表现在对问题或思维任务的理解上。在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中，理解是任何一个阶段或环节中紧张的思维活动的结果。离开了理解，就不能解决问题。理解就是认识或揭露事物中的本质的东西。从思维心理结构出发，理解是把新的知识经验纳入已有的认识结构而产生的，它是旧的思维系统的应用，也是新的思维系统的建立。按照理解的发展水平，它可以分为直接的理解和间接的理解两类，直接的理解是不需要经过间接思考过程就能立刻实现的理解，间接的理解是以事先的思考为依据的理解过程，是要经过一系列的阶段的。在日常生活或实践活动中，理解的方面很多。例如，理解事物的因果性，理解事物的内容、形式或结构。但在解决思维中，最主要的是两条：第一是由因导果或执果索因，理解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是透过现象理解其本质，将一定对象或现象归入某一范畴。这是一个运用策略的过程，需要不断反思并对思维过程加以思维的活动。这就使思维任务即问题获得解决，并体现思维任务在于揭示客观现实的对象和现象的本质与规律性的关系。在思维心理学的研究中，“解决问题过程”和“理解”都是重要的研究领域。近年来，问题解决的策略、理解事物的因果性也成为思维心理学界热门的课题，并成为我博士生和硕士生论文的选题。

（五）思维的层次性

思维是智力的核心。智力是分层次的。智力的超常、正常和低常的层次，主要体现在智力的差异上，特别是思维能力的差异上。

思维和智力在全人口中的分布，表现为从低到高的趋势，两头小，中间大。北京、上海等地的调查发现，思维和智力发育很差的，所谓低常的儿童占千分之三左右，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是关系国家建设特别是人口素质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智力或思维超常的（所谓“天才”），也是少数，超常或天才，无非聪明一点。除去低常与超常的两个层次之外，大多数则是正常的层次。用统计学上的术语说，叫作“常态分配”，就是一条两头小、中间大的曲线。

如何确定一个人的智力是正常、超常还是低常呢？过去常用的表达方式是智商，而我则认为这主要是由智力品质来确定。智力品质是智力活动中，特别是思维活动中智力特点在个体身上的表现。因此它又叫作思维的智力品质或思维品质。

思维的智力品质分类的办法很多，我认为主要应包括敏捷性、灵活性、深刻性、独创性（创造性）、批判性五个方面。思维的智力品质的五个方面，是判断智力层次，确定一个人智力是正常、超常或低常的主要指标。

（六）思维的生产性

思维不仅能够使主体深刻地认识客观现实，而且能够制作思想产品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需再回到实践中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在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在从理性的认识到实践这一飞跃。

人们从认识客观现实到改造客观世界的每一个阶段，都在依靠思维的作用生产着大量的思想产品。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根据思维在形成产品中的作用，将思想产品分为下述四大类（苏常浚，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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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是认识性的产品，如调查报告、消息报道、社会动态、科学考察等。中、小学生的大部分作业，属于认识性的产品。

二是表现性的产品，如文学作品、艺术创作等。

三是指导性的产品，如工作计划、工程设计、技术图纸、改革方案等。

四是创造性的产品，如科学实验、技术发明、远景规划等。

思维的生产性说明，人不是消极地反映现实，而是现实世界中的积极活动者。人在实践中，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的和个人的需要而去改变和改造环境或客观世界。马克思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聪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马克思，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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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思维的生产性，反映了人们的心理的目的性、计划性和操作性，反映了思维的能动作用。与此同时，思维的生产性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过一个人的“作品”或“产品”分析其思维、测定其智力和创造力的途径。

二、创造性思维的提出

思维活动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心理现象。为了适应实践活动目的的不同需要，思维活动具有多样性，即多种形态，它不会也不可能只有某一种刻板的固定的格式。因此，对思维的分类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而按智力品质分类，思维可以粗略地分为再现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再现性思维即一般思维活动。创造性思维则是人类思维的高级过程，是伴随着创造过程而产生的思维。人们通常把创造性思维和发明、发现、创造、革新、写作、绘画、作曲等创造性实践活动联系起来。

创造性思维较早且最有影响的提出者是英国心理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华莱士。华莱士曾就读（1877—1881年）并任教（1881—1890年）于牛津大学。1886年，他加入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并成为其领袖之一。1895年，他开始任教于新近成立的伦敦经济学院，1914年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第一个政治科学教授，一直到1932年退休。华莱士倡导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人类的行为，对政治科学和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对人类创造力的研究，都是他的重要贡献。1926年，他撰写的《思维艺术》（The Art of Thought
 ）一书出版，全书分十二章，在心理学史中可称为第一本试图阐述创造性思维过程的著作。

华莱士的研究对象主要有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军官等，尤其是法国著名数学家、拓扑学的首创者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e）。华莱士通过对这些权威人士创作或发现时思维活动过程的分析，以及对他们的日记、传记的研究，写成了专著《思维艺术》。全书主要论述两个问题，即创造性思维的过程与影响因素。

（一）创造性思维的过程

华莱士在自己七十大寿演讲时阐述了人类最重要的发明是怎样获得的。后写入其《思维艺术》一书中，他认为，新思想的形成或创造发明涉及四个阶段：准备阶段（preparation stage）、酝酿阶段（incubation stage，又译潜伏期）、明朗阶段（illumination stage，又译启发期）、验证阶段（verification stage）。华莱士指出，他的新思想的形成或创造发明四个阶段观念受德国心理学家赫尔姆霍茨（H.V.Helmholtz，1821－1894）学说的影响，但赫尔姆霍茨仅讲人们对新问题的思考往往需要预备、酝酿、明朗三种心理现象，而他却将其视为创造性思维的前三个阶段，加了验证阶段，形成了创造性思维的四个过程。

对于华莱士的新思想形成阶段或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国内心理学界看法大同小异，因为都来自《思维艺术》一书。

准备阶段，是指新思想形成前从各个方面对相关方面细加思考，积累和理解有关资料。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明确发明的目的性，有的放矢地收集前人对类似问题的经验和结果，扩大知识面，积极归类，准备寻找新问题的突破口。准备期在创造发明或新思想形成过程中是个时间较长的探索阶段。

酝酿阶段，是在预备阶段知识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深入思考问题，但往往得不到结果，这个阶段不少发明者常常将问题暂时搁置。这个阶段思路好像中断，但实际上仍在潜意识中断断续续地进行，只不过发明者处于对这个问题未加意识思考的时候。创造性思维需要一个时期，所以有的发明者转入一些轻松的活动。庞加莱在《科学与方法》一书中曾写到酝酿潜伏期的情景，他对数学问题不做有意识的思考而去长途旅行，然后按照他的信念去做下意识的心智探索。从华莱士开始，许多学者都从各自角度阐述和解释了创造性的概念，但是，每个人在论述中，都对酝酿阶段进行了强调，即在独处时间让思想自由驰骋，让想法融合，最后在其他活动中获得启发。

明朗阶段是经过潜伏酝酿后，具有创造性的新思想豁然呈现，有一个突然而至的非常自信的特征。这是愉快的理想无意而至，是边缘意识的结果，是暗示的启示，是联想的顶点。这就是“灵感”（inspiration）。灵感可以产生于意识清晰状态，也可能产生于梦境。笛卡儿（R.Descartes）提出的解析几何正得自梦中。于是创造性思维获得创造性的结果。

验证阶段是对新思想或创造发明的产品进行检验、补充和修整使之趋于完善的时期。验证阶段与准备阶段的相同之处在于意识状态，思想者应用数学的和伦理学的规律也与准备时期相同。所以在验证阶段思想者采用伦理的、数学推理的和实验或活动等方式对明朗期获得的新思想和创造发明的价值加以评价。

华莱士强调以上四个阶段是彼此交叉混合的。经济学家在浏览统计数据时，生理学家在考察人体的实验时，或商人在阅读晨间送来的函件时，也许同样酝酿着数日前所想到的一个问题，或在积聚知识以为另一个问题做准备，或在验证第三个问题的结果。即在思考同一问题时，他的心里或许下意识地在思考着问题的一方面，而同时却有意识地在准备或验证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

（二）创造性思维的影响因素

创造性思维的形成与发展有着许多因素。华莱士在《思维艺术》一书中，有五章在陈述创造性的影响因素，主要从思维与情绪、思维与习惯、努力与精力、思维的方式四个方面展开。在此简要介绍这几个方面。

1.思维与情绪

情绪影响新思想的形成，即情绪对创造性思维有作用。华莱士十分重视情绪（emotion）、情感（felling）和情境（affect，又译情景）三个词，认为新思想的形成，是由于这三种情绪现象的渲染去自愿地管束新思想的过程。情绪对新思想或创造性思维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暗示。暗示能利用潜意识去达到有意识的目的，庞加莱论述他在数学上两大发明的经过，说他在长途旅行时受到启发，在暗示中领悟进而推演与验证自己的结论。二是愉快的情感或痛苦的情感激励自己的创造活动，进而获得新思想。《雪莱全集》中“对诗的辩护”写到雪莱（Shelley）1811年被牛津大学开除后发愤图强的创作经过，而庞加莱却在不愉快的情境中发现了真理的合理含义。三是情绪通过想象促使新思想的实现，华莱士强调想象属于情感化的东西而与理性是有区别的，想象是创造性思维不可缺少的内容。

2.思维与习惯

华莱士指出，新思想者或发明者的成功，多半是靠其习惯，从中论证习惯影响新思想的形成，即习惯对创造性思维有作用。习惯联结着注意、联结着目标、联结着“熟则生巧”的结果。良好的创作习惯涉及自觉性，如“时间刺激”的习惯，作家科学家养成每天某时间开始创作，到时间“准备创造习惯”会自然到来；良好的创造习惯涉及勤奋，如戏剧创作家莎士比亚勤勉的创作习惯；良好的创作习惯涉及追新，形成记录、传播、发现新思想或新意义的习惯，逐日研究“新闻”的习惯，丰富创造性思想。与此同时，华莱士也指出，有的习惯有利于新思想的形成，有的习惯却阻碍创造性思维，所以要改变不利于创造的习惯。笛卡儿曾参加了短期的军营生活，于是打破原先习惯的刺激，即固定的时、地或环境所给予的刺激，获得了一生最有用的刺激。华莱士强调，每个思想家必须记住：如果他要做活的机体，而不是机器，他必须做习惯的主人而不是习惯的奴隶。

3.努力与精力

这里的“努力与精力”，实际上阐述了意志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华莱士说，要促进思维艺术的更大发展，就要消除“安逸”的成分，去运用意识和意志的努力，保持充沛的精力。一切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创造需要精神力量。莫扎特（Mozart）曾在完成一首震惊世界的乐谱后所写的一封信中写道：“一切发明和创造，都在内心中活动起来，使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个美丽的有力量的梦。”这个力量就是付出意志力、努力和精力。因为创造活动是一种心智活动，心智活动是一种严肃的被自愿的意志努力所推动的活动，所以要形成一种能增加精力的心智习惯，以激发潜在的能力，增加创造的激情，唤醒创造的行动。

4.思维的方式

华莱士在阐述思维方式时，实际上是在讲文化背景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他首先阐述职业与创造，在解释传教士、官僚、学术界、商人等思维方式的区别后，反复强调的是其职业背景、环境，特别是文化的差异。恰恰是文化，构成为什么有些国家会产生某种发明，而另一些国家产生别的创造。例如，英国传统使人更注重那些不大意识到的“暗示”与“启发”（明朗）阶段，法国传统则使人更注重“准备”与“验证”阶段，这构成了英国人与法国人创造性思维的差异。而美国人创造性思维来自对未来的希望。世界上绘画、雕刻、戏剧、历史以及自然科学创造发明方式的区别，也正是来自文化的差异。然而，每一种文化都能产生新思想或创造性思维，并经文字的传播，普及全世界，而这种传播的后果却各不相同。华莱士提到孔子、苏格拉底、笛卡儿、黑格尔等，他们起初皆经过个人精神上的努力而后凭着思想与文字的流传，构成一派思想，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而他们思想传播效果的结局却大相径庭。孔子道德观的善恶论除了在中国，还能在美国传播；达尔文主义经德国扩充后传播到欧洲以外；黑格尔的辩证法，适合于英国受困扰的宗教思想的需要；英国洛克的观点传入法国，成为反对路易十五之自由运动思想。

（三）从华莱士到吉尔福特创造性思维观的发展

继华莱士提出创造性思维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后，我们在第三章提到的韦特海默和吉尔福特，乃至斯腾伯格，都在论述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研究进而一步步向前推进。尽管创造性思维观在发展，但从总体来说，研究集中在辐合思维与发散思维上。也就是说，按解决问题数量的方法的分类，思维可以分为辐合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和发散思维（divergent thinking）。这是吉尔福特于1950年提出来的。

辐合思维，又译“聚合思维”或“求同思维”。多见一题求一解的思维。其特点有三：一是正确性。它从已知的信息出发，根据熟悉的知识经验，按逻辑规律来获得问题较佳的答案。二是方向性。它把与解决问题有关的信息聚集起来，使其有方向、有条理、有范围地获得一个正确答案。三是闭合性。它往往不能摆脱旧经验的约束，使所获得的结果总是确定的答案。

发散思维，又译“分散思维”或“求异思维”。多见一题求多解的思维。吉尔福特认为，发散思维“是从给定的信息中产生信息，其着重点是从同一来源中产生各种各样的为数众多的输出，很可能会发生转换作用”（J.P.Guilford，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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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特点如下。一是“多端”，对一个问题，可以多开端，产生许多联想，获得各种各样的结论。二是“灵活”，对一个问题能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能根据所发现的新事实，及时修改原来的想法。三是“精细”，要全面细致地考虑问题。不仅要考虑问题的整体，还要考虑问题的细节；不仅考虑问题本身，还要考虑与问题有关的其他条件。四是“新颖”，答案可以有个体差异，各不相同，新颖不俗，难怪吉尔福特把发散思维看作创造性思维的基础。按照吉尔福特的见解，发散思维，应看作一种推测、发散、想象和创造的思维过程。他的见解来自这样一种假设：处理一个问题有好几种正确的方法。也就是说，发散思维是从同一问题中产生各种各样的为数众多的答案，在处理问题中寻找多种多样的正确途径。因此，吉尔福特学派乃至美国心理学界都按照吉尔福特的观点把发散思维称为创造性思维，把变通性（flexibility，即一题多少解）、独特性（originality，产生出如何与众不同的解）和流畅性（fluency，思想丰富程度和获得答案的速度，即在限定时间内产生观念数量的多少）三个特性作为衡量创造性思维水平高低的主要指标。这里还需要讨论一下发散思维与辐合思维的关系。吉尔福特在谈到辐合思维和发散思维时指出，目前大部分教师关心的是寻找一个正确答案的辐合思维，这束缚了学生的创造力。

吉尔福特的思想有可取之处。鼓励和支持学生发展发散思维是改革传统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所需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吉尔福特强调发散思维对心理科学的应用无疑是有贡献的。然而，我在多种场合提出如下的疑问：在提倡学生进行发散思维时，是否要走反方向，将辐合思维贬得一文不值呢？这也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认为，辐合思维与发散思维是思维过程中相互促进、彼此沟通、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它们是思维结构中求同与求异的两种形式，两者都有新颖性，两者都是创造性思维的必要前提。辐合思维强调主体找到对问题的“正确答案”，强调思维活动的灵活和知识的迁移。“一题求一解”的辐合思维是“一题求多解”的发散思维的基础，发散思维是辐合思维的发展。在一个完整的思维活动中，离开了过去的知识经验，即离开了辐合思维所获得的“正确答案”，就会使思维的灵活性失去出发点；离开了发散思维，缺乏灵活思路的训练，就会使思维呆板，即使学会一定知识，也不能展开和具有创造性，进而影响知识的获得和辐合思维的发展。在创造思维的发展中，发散思维和辐合思维各处在不同的地位，起着不同的作用。就发散思维来说，它具有多端性、灵活性、精细性和新颖性四个特点，是创造性思维的基础或重要组成部分。从解决问题的过程来看，提出多种假设、途径，这对创造性思维问题的解决是十分重要的。从结论上看，众多的答案，能对创造产品做出验证。就辐合思维来说，从特点上看，沿着一个方向达到正确的结果，这是创造思维不可缺少的前提。从对发散思维的制约性看，发散思维所提出的众多的假设、结论，需要集中。辐合思维确定了发散思维的方向，漫无边际的发散，总是要辐合、集中有价值的东西，才能成为真正的创造力。从创造性目的上看，是为了寻找客观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辐合思维集中了大量事实，提出了一个可能正确的答案（或假设），经过检验、修改、再检验，甚至被推翻，再在此基础上集中，提出一个新假设。由此可见，发散思维和辐合思维都是人类思维的重要形式，都是创造性思维不可缺少的前提，一个也不能忽视。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对发散思维和辐合思维的看法与吉尔福特是有区别的。

三、我们对创造性思维的研究

我们的学术团队对创造性思维从两个角度开展研究：一是我们对发散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与吉尔福特持有不同看法，并在此基础上对发散思维和辐合思维展开研究；二是从我们自己提出的创造性思维成分上进行研究。

（一）对发散思维和辐合思维的研究


我们对发散思维和辐合思维的研究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把“发散思维和辐合思维的统一”视为创造性思维的组成因素之一，而不是单纯地强调发散思维；二是不仅参考吉尔福特的理论，也借鉴其他心理学家的观点，丰富发散思维和辐合思维的内涵；三是编制了以发散思维和辐合思维为基础的创造性测定量表；四是运用该量表对中学生群体展开了创造性思维的研究。这部分研究是由我们团队的沃建中、蔡永红、韦小满等19人完成的，作为我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研究”的一个子课题或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在此做简要的介绍（林崇德，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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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测问卷设计



用A、B问卷，确定创造性思维测验的结构，经过初测的分析，我们最后保留的题目在发散思维也就是主观题部分包括“非常用途”“图形意义解释”“词语联想”“可能的解释”“组合图形”和“未完成图形”六道题目。聚合思维也就是客观题部分包括“遥远联想”“分类概况”“事件排序”和“情景逻辑”四道大题，但是“遥远联想”减少了两道小题，保留了六道题。最后的维度和题目结构见表4-1。


表4-1 “创造性思维测验”问卷维度和对应的题目

[image: ]


2.量表评估标准

发散思维部分题目的评分标准完全参考了托兰斯在《托兰斯创造性思维能力测验》（TTCT）中使用的评分标准制定方法。我们首先对初测问卷中600份问卷的发散思维类题目的答案进行了完整录入和归类，并计算每个答案的频次，作为对流畅性、变通性和独特性三个维度评分的基础数据库。具体评分标准规定如下。①流畅性：在所有发散思维题目中，流畅性的分数是被试能说出的某一有意义用途的数量。被试能说出多少种，就记为多少分。每个有效答案计1分。如果被试的答案完全脱离现实，或者不符合题目的要求，则记为0分。②变通性：所写出的答案可以归属某一类就计1分。如果新的答案与前面已有的答案属于同一类，则在这个维度上不再计分。评分标准的变通性类别表中会针对每个种类给出一些典型的例子，但并不能包括全部的情况。如果在实际评分时发现有的答案不能被归在下面任何一个种类里，这时候就产生了新的种类。把第一个新的种类标为“X1
 ”，第二个新的种类则标为“X2
 ”，依此类推。如果被试的答案距离现实太远，或无法实现，则不归为任何一类。③独特性：独特性的计分来自初测中786名被试的答案。如果3%或以上的被试都提出了某个答案，这个答案的独特性水平就被评定为0分；如果只有1%到2.99%的被试提出了某个答案，这个答案的独特性水平就是1分；如果只有不到0.99%的被试提出了某个答案，或者提出的答案在提供的独特性表中找不到，而又显示出创造性（就是一些非同寻常的、不一般的、非习得的、一般人难以想象出的答案）的，该答案的独特性水平就被评定为2分。当然，评分的前提是，这个答案是有效的、有意义的。

聚合思维部分的题目都是客观题，答案也是唯一的，因此评分标准比较简单，每题的分数都为1分，即答对得1分，答错为0分。

3.研究结论

到目前为止，从思维的角度探讨和测评创造力，一直是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创造力研究的主流。开发一个以多元维度为指标，可以充分、全面地测量中学生多维创造性思维能力，并适合中国中学生实际情况的测量量表，是问卷编制最主要的研究目的。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通过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证上的分析，我们取得了如下一些有意义的研究结果。

第一，我们借鉴以往大量的创造力研究成果，最终确定创造性思维能力的两个大维度（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以及五个小维度（流畅性、变通性、独特性、概括性、逻辑性），并对测验材料做了文字和图形的区分，最后总结出17个维度，作为评价中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维度指标。

第二，在理论研究、借鉴现有较成熟的问卷和小组讨论的基础上，收集了每个测评维度所对应的项目，编制了《中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量表》。实际施测时问卷更名为《文字和图形的游戏》。在经过对初测结果进行项目区分度分析、答案频次统计和问卷调查之后，对问卷的维度和题目进行了进一步修订与完善，形成了正式量表。

第三，对正式施测的结果进行项目区分度和信效度等数据分析之后，发现自制的《中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量表》中的项目具有很高的评分者信度、复本信度和区分度，各维度也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和较好的再测信度。41名创造性人才效标群体的成绩数据也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实证效度和结构效度。

第四，通过对中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研究，不仅能够揭示创造性思维发展的特点，而且能了解创造过程中创造力的结构。我们的研究表明：①被试创造性思维存在初中阶段处于上升趋势，进入高中后发展缓慢；②被试发散思维与辐合思维的发展趋势不一样，前者在七、八年级发展迅速，到了九年级之后发展却逐步缓慢，而辐合思维则整个初中阶段都在迅速发展，到高中阶段才开始变缓；③以被试在五个小维度上的得分作为因变量，年级对中学生思维的流畅性、变通性、独创性（或独特性）、概况性、逻辑性五个维度的发展有显著的主效应，但各因素发展各有特点；④男女被试的性别特点表现在九年级和高一两个年级创造性思维发展有显著性的差异；⑤不同类型学校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有差异，反映了环境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

（二）对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观的研究

我们在研究中提出，所谓创造性思维，即智力因素，有五个特点及表现。

1.新颖、独特且有意义的思维活动

创造性的首要特点是创新性，如前所述，“新颖”是指“前所未有”，“独特”是指“与众不同”，“有意义”是指对“社会或个人的价值”。由此可见，创造性思维不仅求“新”，而且求“好”，是“新”与“好”的统一体。我们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所构建的中小学生的数学能力与语文能力就有这个特征的创造性思维的表现，详见第七章，这里暂不展开论述。

2.创造性思维的内容：思维加想象

思维加想象即通过想象，加以构思，才能解决别人未解决的问题。学校里每一学科的成效都与学生的想象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在教学实验中的做法是：①丰富与学生有关的表象；②教师善于运用生动的、带有情感的语言来描述学生所要想象的事物的形象；③培养学生正确的、符合现实的想象；④指导学生阅读文艺作品和科幻作品。

与此同时，我们团队在创造性思维内容，尤其是想象方面做了三件事。

一是帮助中学实验班学生提高空间想象力，提高几何学习的成绩，检查空间想象力。这既是思维的课题，又是想象的课题。对于其研究的指标，国内数学教学界确定为四项：一是对基本的几何图形必须非常熟悉，能正确画图，能在头脑中分析基本图形的基本元素之间的度量关系及位置关系（从属、平行、垂直及基本的变化关系等）；二是能借助图形来反映并思考客观事物的空间形状及位置关系；三是能借助图形来反映并思考用语言或式子所表达的空间形状及位置关系；四是有识图能力，即从复杂的图形中能区分出基本图形，并能分析基本图形和基本元素之间的关系。

我们对学生的空间想象力做了调查，根据调查材料，把他们的空间想象力分为四级水平：①用数字计算面积和体积；②掌握直线平面；③掌握多面体；④掌握旋转体。过去，人们往往误认为培养空间想象能力主要是立体几何的任务，其实不然。我们在研究中看到，尽管客观事物存在于三维空间之中，其空间形式需要表现为三维的；但是，人们对三维空间的形式，却往往需要分解为二维的图形来掌握。可以看出对二维平面图形进行观察、分析和综合，想象是更基本的。所以在整个几何（平面的、立体的）教学中，也就培养和发展了中学生的空间想象及其有意性、目的性和创造性。

二是调查中学生创造性想象的水平。我们在实验点和北京师范大学几所附属中学调查，看到中学生想象中的创造性成分在逐步增加，到高中阶段，创造想象在想象中基本上处于优势地位。我们分析了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数以千计的科技作品，出自中学生之手，深入调查了浙江新昌中学学生的科研发明，还对几部高中学生所写的小说做了分析，获得了中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想象的创造成分也日益增多的结论。这就为他们以后的创造发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三是研究了中学生想象的现实性。中学生想象的现实性在不断发展。中学生是富于幻想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的想象，特别是理想由具体的、虚构的向抽象的、现实的方向发展。我们团队的张奇参与其恩师韩进之教授关于中学生理想的调查，把中学生理想的形成从认知能力角度分为三种发展水平：一是具体形象理想，二是综合形象理想，三是概括性理想。不同发展水平也包含创造性想象发展的成分。调查材料表明：中学低年级学生（包括小学高年级）的具体形象理想较多，中年级学生的综合形象理想较多，概括性理想则在中学高年级较多。具体材料列了数据表。从数据中看到了中学生理想发展的事实，说明青少年想象从具体性发展到概括性，从幻想型发展到现实型，从偏于感性的认识发展到偏于理性的创造性的认识。

3.灵感

在智力创造性或创造性思维的过程中，新形象和新假设的产生带有突发性，这种新形象和新假设常被称为“灵感”。

灵感是长期思考和巨大劳动的结果，是人的全部高度积极的精神力量。灵感跟创造动机和对思维方法的不断寻觅联系着。灵感状态的特征，表现为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创造的对象上，所以在灵感状态下，创造性思维的工作效率极高。我国对灵感或其主要表现的“顿悟”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罗劲教授，他为我们团队的创造性思维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当代神经科学之所以不能像研究注意、记忆或智力那样有效地研究创造性，主要的困难在于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制造创造性，很显然，我们不能把人们放进扫描设备里然后说“现在请开始创造”。针对这个困难，罗劲创制了顿悟的“谜题催化”实验范式，该范式采用谜语等难题作为实验材料，通过呈现提示或答案的办法来促发顿悟，这个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因顿悟事件的偶发性特点而造成的难以多次稳定重复测量的问题，为揭示顿悟与创造性思维的脑认知机制提供了研究思路。借助于这样的研究思路，他发现了一些与顿悟和创造性思维的本质特征及其基本认知过程相关的脑认知机制（罗劲，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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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o，Niki，& Phillip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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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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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劲研究发现：一是创造性顿悟中“新颖性”和“有效性”特征的脑认知机制。新颖性成分由程序性记忆系统（基底节）表征，并可激活中脑奖赏系统；而有效性成分由情节记忆系统（海马）来表征，并伴随情绪中枢的激活。这一发现更新了以往认为顿悟过程主要涉及情节记忆的看法，揭示了顿悟需要程序性记忆和情节记忆的协同作用才能完成，它提示新颖性特征与人们头脑中的技能及习惯系统的修改和保持有关，而有效性则与长时情节记忆的形成有关（Huang，Fan，& Luo，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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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创造性顿悟过程中“破旧”和“立新”的脑认知机制。就创造性顿悟的过程特点而言，它意味着摆脱原有的思维定势，形成新而有效的联系，因此“破旧”和“立新”是创造性顿悟的基本过程特征。在“破旧”即打破思维定势方面，我们的脑成像实验通过在无须打破思维定势的低难度题目与需要打破思维定势的高难度题目之间进行比较，发现前部扣带（ACC）与左侧前额叶在顿悟思维定势打破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ACC对打破思维定势发挥着“冲突探测和早期预警”的作用，其功能在于探测潜在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冲突性信息；而左侧前额叶则发挥 “监控执行”的作用，负责新思路的具体实施和执行。在创造性顿悟的“立新”即形成新异联系方面，我们通过对顿悟和创造性思维进行理论分析，认为脑内支持其产生的神经结构必然同时满足两个条件：①它能形成新异联系，②它能将这种联系长期地保存在记忆中。而脑内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神经结构只有一个，那就是海马及其邻近的记忆区（MTL），我们和其他实验室的研究工作都验证了这一设想。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外有研究小组通过对海马损伤患者的研究发现这些患者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顿悟问题解决能力均有明显的下降（Duff，Kurczek，& Rubin，et a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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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ren，Kurczek，& Duff，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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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改变了以往认为海马损伤只会影响情节记忆但不会影响一般的推理和思维能力的观点，为顿悟和创造性思维的海马假设提供了进一步的脑科学依据。

4.分析思维和直觉思维的统一

分析思维就是按部就班的逻辑思维，而直觉思维则是直接领悟的思维。人在进行思维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分析思维，即遵循严密的逻辑规律，按概念—判断—推理—证明的逐步推导，最后获得符合逻辑的正确答案或做出合理的结论；二是具有快速性、直接性和跳跃性（看不出推导过程）的直觉思维。我们没有相关的实验研究成果，却有丰富的实地观察材料。例如，一位数学教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有一定难度的因式分解题，题刚出完，就见一名学生冲上去用“十字相乘”的方法解了题。老师问：“能否说出解题的道理？”学生直摇头。“你是怎么想的？”“说不出来。”“那你为什么要用‘十字相乘’法？”“我也说不清，只是一看就知道这么做对。”这是比较典型的直觉思维的例子。从表面看来，直觉思维过程没有思维“间接性”“语言化”或“内化”的表现，是高度集中的“同化”或“知识迁移”的结果。难怪直觉思维被爱因斯坦视为创造性思维的基础。所以，我们提倡在教学中对学生的直觉思维，一要保护，二要引导，尤其八年级以后，逐步引导学生学会“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5.智力创造性是辐合思维和发散思维的统一

如前所述，辐合思维与发散思维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它们是智力活动中求同与求异的两种形式。前者强调主体找到对问题的“正确答案”，强调智力活动中记忆的作用；后者则被吉尔福特团队界定为有流畅性、灵活性和独特性的创造性思维，它强调主体去主动寻找问题的“一解”之外的答案，强调智力活动的灵活和知识迁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在一个完整的智力活动中，离开了过去的知识经验，即离开了辐合思维所获得的一个“正确答案”，就会使智力灵活失去出发点；离开了发散思维，缺乏对学生灵活思路的训练和培养，就会使思维呆板，即使学会一定知识，也不能展开和具有创造性，进而影响知识的获得和辐合思维的发展。因此，我们在培养智力灵活性的时候，既要重视“一解”，又要重视“多解”，且要将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称之为合理而灵活的智力品质。前面已经做了陈述并有研究材料，此处不再赘述。

30多年来，我们用以上五个方面的特点来作为创造性思维的研究指标，同时，也作为实验学校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措施，并获得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

第二节 创造性人格

“人格”一词，在汉语的语义上，可做两种解释，一是心理学里的个性，主要指气质和性格；二是社会学里的品格。前者是指个体的差异，可以是人格的个性特征；后者是指道德品质的高低，可以称为人格的品行特征。但两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很难区分人格的个性特征和品格特征。而我们这里，更多的还是将人格的个性特征作为心理学的概念。

比起创造性思维或创造性智力因素，创造性人才更需要创造性人格（Personality）或个性。所谓创造性人格，即创造性的非智力因素，是人格在创造活动中的表现。美国心理学家韦克斯勒（D.Wechsler）曾收集了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青少年时代的智商材料，结果发现，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大多数并不是高智商，而是中等或中上水平的智商，但他们的非智力因素或人格因素与一般人有很大的差别。

一、人格的特点

人格这个概念是一个社会范畴，是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在人格心理学中，有关人格的定义很多。美国人格心理学家阿尔波特（G.W.Allport）于1937年统计了西方心理学关于人格的定义，竟达50种之多。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强调人格的内在结构与组织，二是强调人格差异，三是强调内外环境、遗传与社会对人格形成的作用。苏联心理学家把人格称为“个性”，一般是从人的精神面貌给个性下定义的。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强调个性是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各种心理品质的总和；二是强调个体差异。由于前者强调整体性和动力作用，所以成为20世纪90年代苏联心理学界公认的定义。我国心理学家在理解人格或个性时，一般强调两个问题：一是把人格或个性看成是个性意识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征的总和；二是强调人格或个性的四种特征，即全面整体的人、持久统一的自我、有特色的个人和社会化的个体。

（一）国内外几种有特色的人格理论

人格是十分复杂的心理结构，研究人格就要了解组成其各种成分的特点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了解人格的结构。国内外与创造性人格相关的人格理论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两种。

1.特质理论

特质论者认为，人格是由一些特质要素组成的，这些特质要素是所有人共有的，但每一种特质要素的量因人而异，由此造成了人格上的差异。所谓特质，是指一个人的行动中具有一贯性、倾向性的东西。例如，内倾性、支配性、情绪稳定性等都属于特质，它们决定行为的倾向，但一般不能直接观察，只能通过行为和语言的表达，用因素分析的方法找出来。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阿尔波特、卡特尔、艾森克。

阿尔波特认为，人格特质可分为普遍特质和个人特质。前者指同一文化形态下人所具有的概括的性格倾向，人人皆有。后者指个人独特的性格倾向，为个人所独有，代表个人的行为倾向。他认为个人特质才是真正的特质。他又把个人特质分为三种：主要特质、中心特质和次要特质。

卡特尔的特质论源于阿尔波特。他同意阿尔波特的观点，认为有共同特质和个人特质。共同特质（或普遍特质）是用因素分析法抽出的共同因素，个人特质是抽出的独特因素。卡特尔又进一步将特质区分为表面特质和根源特质。他运用因素分析的方法，从表面特质中得出16种根源特质，这就是16种个人测验的理论基础。

艾森克认为，人格结构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内倾—外倾，另一个是情绪稳定—情绪不稳定。这样，两个维度交叉，形成四种人格类型。这四种人格类型又与希波克拉底气质类型有关系（见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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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个人类型与气质类型图

我认为人格的特质，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格特质或要素，即人格与个性的同义语，人格应是个性，而个性又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个性倾向性（动力系统）：需要及其各种表现形态——兴趣、爱好、欲望、信念、理想、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②个性心理特征：智力、能力、气质、性格等；③自我意识（自我概念）：自我评价、自我体检、自制力等。

狭义的人格特质或要素，应该去除智力与能力的成分，它包括个性倾向性与自我意识所包含的特质，包括个性心理结构中的气质与性格的特质。气质特质如图4-1所示，分为胆汁质、多血质、抑郁质和黏液质。性格特质十分复杂，上面提到艾森克的人格环，内倾（内向）—外倾（外向）、情绪稳定—情绪不稳定，他列出了32种特质，构成人格或性格维度；尽管如此，性格也可从动力出发，包括态度特征、气质特征、意志特征、情感特征、理智特征五个方面，构成动力特征的整体结构。

2.“大五因素”理论

人格五因素早在1963年已由美国心理学家诺曼（W.T.Noman）提出，1987年美国心理学家科斯塔（P.T.Costa）和迈克雷（K.K.MaCrae）在《神经质、外向性和开放性调查表》中列出5个因素，作为人格的构成因素：①开放性（Openness），具有想象、审美、感受、求异、创造、价值等特点；②责任感（Conscientiousness）：具有胜任、条理、尽职、成就、自律、慎重等特点；③外向性（Extroversion）：具有热情、社交、果断、活跃、冒险、乐观等特点；④宜人性（Agreeableness）：具有信任、直率、利他、依存、谦虚、同情心等特点；⑤神经质（Neuroticism）：具有焦虑、敌意、压抑、自我意识、冲动、脆弱等特点。由于这五种人格因素英文首字母组成“OCEAN”，代表人格的海洋，故称这些因素为“大五”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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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人格七因素模型

美国心理学家特莱根（A.Tellegen）等人提出人格七因素模型。他用正情绪性、负价、正价、负性情绪、可靠性、宜人性和习俗性七个维度，编制了161个项目组成人格测评量表。

我国心理学家王登峰编制的中国人人格量表由七个因素组成，包含如下表述：①外向性，包括活跃、合群、乐观三个小因素；②善良，包括利他、诚信、重感情三个小因素；③行为风格，包括严谨、自制、沉稳三个小因素；④才干，包括决断、坚韧、机敏三个小因素；⑤情绪性，包括耐性、爽直两个小因素；⑥人际关系，包括宽和、热情两个小因素；⑦处世态度，包括自信、淡泊两个小因素。

（二）人格特点的表现

黄希庭、郑涌（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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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李虹（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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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著作对人格特点的论述具有代表性。前者提出人格的整体性、稳定性、独特性、社会性四个特点；后者提出个性的稳定性与可变性、独特性与共同性、整体性、生物制约性与社会制约性四个特点，他们的观点大同小异，很有价值。

我认为，首先，人格的生物制约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是人格的首要特征。人格主要由气质与性格构成。气质是人的高级神经系统在个性心理特征上的表现，我们在研究中看到，气质主要表现在情感体验与动作发生的速度、强度、灵活性和隐显性上，它影响着性格的态度特征和相应的行为方式。气质本身是先天与后天的“合金”，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物制约性是人格的机制或基础，反映了遗传因素在人格发展中的作用。然而，气质本身不等于遗传素质，气质在后天条件下得到改造，受到人的整个个性心理特征与个性意识倾向性的控制。何况气质、性格甚至整个人格都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形成与发展，从家庭到学校教育，又到社会经济、社会政治和社会文化，都促进了人的社会化，制约了人格的发展。气质使人格发展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因此社会性是人格的主导属性，理想、信念、社会道德、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等成为人格的主旋律。

其次，人格是由多维因素构成的统一整体。人格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心理结构。这个结构的分类也很不统一。常见的分类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按照人格表现的倾向类型划分，可包括内倾型和外倾型；另一种是按照性格的动力结构划分，可包括自我意识、态度特征、气质特征、意志特征、情感特征和理智特征。由此可见，人格是由多维因素所构成的。尽管如此，人格绝不是几种因素的简单拼凑，它是具有多层次、多维度、多侧面的有机结构，是一个整体，体现了一个人与众不同的精神状态，呈现出内心世界与外部行为的统一、个体意识倾向性与个性心理特征的统一、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统一，展示了一个人人格的完整面貌。

再次，人格以稳定性为主，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意义上，人格是一个人对待现实的稳固态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的独特结合。以客观现实为主体的反映，不断渗透到个体的生活经历之中，影响个体的生活活动。这些客观事物的影响通过认识、情感和意志活动，在个体的反映机构中保存下来，固定下来，构成一定的态度体系，并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在个体的行为之中。它构成每个个体所特有的稳定的行为方式，构成人的心理面貌的一个突出的、典型的方面。这些主体对现实的态度体系和行为方式标志着人格的本质特点。例如，一个人对待周围的人直率或拘谨、诚实或虚伪，对待困难表现出来的坚强或软弱，面临险境时表现出的勇敢或怯懦，对事业积极负责或消极懒惰，等等，都是人格的表现。知道了一个人的人格，就可以预知在什么情况下，他将怎样行动，因此，人格稳定性是人格的主要特性。然而，人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现实生活具有多样性，在急剧的社会变化中，人格难免会发生变化；年龄的变化，也是促使人格变化的一个因素。

复次，人格的独特性与共同性是同时存在的。人格的典型特征是个性或个体差异，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人。人的心理面貌或人格，正如人的长相，再相似也还是有点差异。这是由于人的心理、人格来自先天与后天的统一，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遗传素质，又在不同的环境与教育条件下发展。先天与后天的条件构成人格的独特性。由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活在某一地域，组成一定的群体和阶级，处于一定的族群或民族之中，信仰一种主义、宗教和社会制度，于是形成一定的地域心理、群体或阶级心理、族群或民族心理、宗教或社会制度心理，构成较为稳定的、共同的社会人格。人格的独特性与共同性是同时存在的，一定的社会人格，往往通过某社群内成员个体表现出来，并制约着个体人格的独特性。

最后，人格具有动力特征，它使人格内容不断丰富。如前所述，人格并不是各种气质性格特征的简单堆积。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各种人格特征并非彼此孤立地、静止地存在，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人格表现于人的活动中，而人的活动又是多种多样的。随着情境的变化，人格特征会以不同的结合方式表现出来。所有这些，使人格的结构具有动力的性质。动力的性质表现为各种人格特征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关系，在不同的行动条件下有不同的结合。我们自己在研究中看到，中学生的人格处于形成与定型阶段，他们的人格结构特征明显地出现这种制约的关系，不同的行为有着不同方式的结合，尽管这种制约有时也表现出不一致性，但中学阶段，人格结构的动力特征明显，特征之间基本上能相互制约，使人格的内容不断丰富。我们早期的研究也表明，中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上的意志特征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随着年级升高而加深。初中学生，尤其是七、八年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意志力往往不是来自自身人格的态度特征，而是由于家长、教师和学校的要求。随着年龄增长与年级的升高，中学生学习勤奋、努力、认真主要是出于他们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责任心。学习态度端正、学习责任感强的学生，往往自觉地遵守纪律，不管是否聪慧，主观努力都相当突出；相反地，学习态度不够端正、缺乏责任感的学生，即使智力基础较好，也常常缺乏毅力，不能始终顽强、刻苦地学习。这种学习态度、责任感和意志特征体现了各种人格特征在不同年级、不同个体身上的独特结合，构成了中学生的人格特点和差异。我们下一个问题将论述人格与非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在智力活动中的动力、定型与补偿三个作用。

二、人格与非智力因素

从人格的结构成分中，我们看到有一种除智力与能力之外的个性因素。这在心理学中叫作非智力因素或非认知因素，它是指除了智力与能力之外，同智力活动效益发生相互作用的因素。它的特点有：①它是指在智力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非智力因素，而不包括诸如豪爽、大方、热情等与智力活动无关的心理因素。也就是说，它不是指智力因素之外的一切心理因素，而是指在智力活动中、与决定智力活动效益的智力之外的一切心理因素。②非智力因素是一个整体，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③非智力因素与智力因素的影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④非智力因素只有与智力因素一起才能发挥它在智力活动中的作用。事实上，不能把两者截然分开，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难严格界定哪些是智力因素，哪些是非智力因素。在一定意义上，非智力因素就是人格因素（林崇德，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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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非智力因素的结构

从以上对非智力因素的界定和分析，可以看出非智力因素的结构。除心理过程中“认识过程”（属智力或认知范畴）的种种心理现象和个性心理特征中的“能力”外的一切现象，只要它在智力活动中表现出来，且决定智力活动的效率，均可称为非智力因素。也就是说，非智力因素是指与智力、能力活动有关的一切非智力、非认知、非能力的心理因素。一般来说，非智力因素的结构包括情感过程、意志过程、个性意识倾向性、气质、性格五个方面。

1.与智力活动有关的情感因素

（1）情感强度

情感强度对智力活动或智力与能力操作的影响是明显的。研究表明，情感强度差异同智力操作效果之间呈倒“U”形相关。过高或过低的情感唤醒水平，都不如能够导致较好操作效果的适中的情感唤醒水平。适中的情感唤醒水平是一种适宜的刺激，它既可以诱发个体积极主动地同化客体，又保证了智力与能力活动的必要的活动与背景，由此，适中的情感强度可以产生良好的操作效果。故此，学生面临各种大考时，太紧张或压力太大，甚至吃不下饭睡不好觉，都会影响考生正常智力的发挥；如果一点儿压力也没有，抱无所谓的态度，也肯定考不出好成绩来。所以，创设适度的紧张气氛，也是教师的一种基本功。

（2）情感性质

情感性质与智力、能力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生增力与减力的效能，即肯定性情感有利于智力与能力的操作，否定性情感不利于智力与能力的操作；积极情感能增强人的活力，驱使人的积极性，消极情感则会减弱人的活力，阻抑人的行动。二是情感的性质对智力与能力操作效果的影响，也就是说情感的性质同智力与能力操作加工材料的性质是否一致是有关系的。例如，被试在愉快的情况下，容易记住令人愉快的事情；在不愉快的情况下，容易记住不愉快的事情。

（3）理智感

人在智力活动中，对于新的还未认识的东西，表现出求知欲、好奇心，有新的发现，则会产生喜悦的情感；遇到问题尚未解决时，会产生惊奇和疑虑的情感；在做出判断又觉得证据不足时，会感到不安；认识某一事理后，会感到欣然自得等。

现在社会上所谈论的“情商”（EQ），来源于“情绪智力”，实质就是情感因素或非智力因素。

2.与智力活动有关的意志因素

意志最突出的特点，一是目的性，二是克服困难。它在智力与能力活动中，既能促使认识更加具有目的性和方向性，又能排除学习活动中的各种困难和干扰，不断地调节、支配个体的行为指向预定的目的。根据这一点，与智力活动有关的意志因素，主要是意志品质，即一个人在生活中形成比较稳定的意志特点，它包括意志的自觉性、果断性、坚持性和自制力。

3.与智力活动有关的个性意识倾向因素

个性意识倾向性的成分很多，与智力相关较大的因素主要是理想、动机和兴趣。

对学生来说，理想的种类及其表现形式也很多，而与智力活动有直接关系的是成就动机。成就动机是追求能力和希望取得成功的一种需要，是以取得成就为目标的学习方面的内驱力。它以对未来成就和成功的坚定不移的追求为特点。成就动机层次有高低，成就动机层次高的学生往往根据学习任务和未来的目标确定远大而又现实的理想，并且表现出较大的毅力，他们能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并有高度的自尊心。

心理学家研究学习的动机，主要涉及动机的性质、种类、功能、过程和差异。在这类活动中，学习动机具备的功能是：①唤起动机是唤起和推动各种智力活动的原动力，它具有引起求知行为的原始功能及指导、监控求知行为的功能。②定向动机给求知行为或智力活动的客体增添了一定的主观性，具有维持求知行为或智力活动以达到目标的志向功能。③选择动机使主体只关注有关的刺激或诱因，而忽视不相关的刺激或诱因，主体因此可以预计其行为的结果。④强化动机使主体对自己的反应加以组织和强化，以便使其求知行为或智力活动能够顺利进行。⑤调节动机使主体随时改变求知行为或智力活动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兴趣是一种带有情感色彩的认识倾向，它以认识和探索某种事物的需要为基础，是一个人成才的契机。因为兴趣是推动人去认识事物、探求真理的一种重要动机，也是学生学习中最活跃的因素。有了学习兴趣，学生就会在学习中产生很大的积极性，并产生某种肯定的、积极的情感体验。

4.与智力活动有关的气质因素

气质特点对智力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它能够影响活动的性质和效率。与此影响有关的气质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心理活动的速度和灵活性

不同气质类型的人，其心理活动的速度和灵活性是不同的。有的气质类型的人，心理活动的速度较快，而且灵活性也较高，如多血质和胆汁质；而有的气质类型的人，心理活动的速度较慢，而且也不灵活，如黏液质。心理活动速度的快慢和灵活性的高低，必然影响到人的智力活动的快慢和灵活度。也就是说，速度和灵活性会影响智力活动的效率。

（2）心理活动的强度

心理活动的强度主要表现在情绪感受、表现强弱和意志努力程度。不同气质类型的个体，在这两方面有不同的表现。多血质、胆汁质类型的人，情绪感受表现较强烈，而他们的抑制力又差，因此注意力很难长时间地集中于某种智力活动上，较难从事需要细致和持久性的智力活动；而黏液质、抑郁质的人，其情绪感受表现较弱，但体验深刻，能经常分析自己，因此他们较适合从事需要细致和持久性的智力活动。

5.与智力活动有关的性格因素

（1）性格的态度特征

个体对待学习的态度与智力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个体对待学习是否用功、是否认真，对待作业是否细心，对待问题是否刻苦钻研等，一句话，个体是否勤奋，将直接影响到其智力活动成果的好坏。

（2）意志特征

除了上述的意志品质对智力活动有影响之外，个体的性格意志特征，还集中表现在是否遵守规矩、有无自制力、有无坚持性和胆量大小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对智力活动也有很大影响。

（3）性格的理智特征

这主要指个体的智力差异在性格上的表现：①思维和想象的类型不同，如有艺术型、理论型和中间型的区别。类型的不同，其智力活动的侧重点、方式及其结果都会有所不同。②智力品质的差异，如前所述的思维的敏捷性、灵活性、深刻性、独特性和批判性等方面表现出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会直接影响到个体的思维活动。③认知方式的不一样，有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性这两种个性（人格）形态。认知方式使个体在对信息和经验进行积极加工的过程中表现出个体差异。

由此可见，我们是从智力活动中来分析非智力因素的结构和功能的。

（二）“非智力因素”概念的提出及其作用

“非智力因素”这一概念，从其孕育、产生、发展到今天，已有百年的历史。

1.非智力因素概念的提出与成熟

20世纪初，智力测验的蓬勃发展，形成了非智力因素概念产生的土壤，而因素分析方法在智力研究中的普遍应用，则为非智力因素概念的提出与界定提供了合适的方法。

早在1913年，维伯（E.Webb）对一组测验和一些评定性格特质的评价进行因素分析时，从中抽取一个名为“W”的因素，将之称为正直性或目的的恒定性，认为它是一种与智力有关的因素。

1935年，亚历山大（W.P.Alexander）在《智力：具体与抽象》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他对一系列言语测验和操作测验进行的因素分析，并以对成就测验和学习成绩的分析为辅来探讨智力问题的研究。结果发现，除G因素（一般智力）、V因素（言语能力）和P因素（实践能力）之外，相当一部分的变异可由另外两种因素来解释，他把这两种因素分别称为X因素和Z因素。X因素是一种决定个体兴趣的“关心”因素；Z因素是气质的一个方面，它与成就有关系。X因素和Z因素在不同测验上的荷重变异是比较大的，即使一些G因素的测验，也包括一些X因素和Z因素，几乎所有的操作测验都显示出相当大的X因素和Z因素的荷重，正如所预期的，这些因素在学术成就或技术成就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例如，在科学方面的成就，X因素的荷重是0.74，而G因素的荷重只有0.36；在英语方面，X因素的荷重是0.48，而G因素的荷重是0.43。因此，亚历山大推论，在某种意义上，仅用智力与能力不足以很好地解释学生学习失败的原因。于是在他的文章中，首次使用了“非智力因素”一词。

在亚历山大等人的启迪下，韦克斯勒于1943年提出了“智力中的非智力因素”概念。测验的直接经验使韦克斯勒越来越重视非智力因素的研究，于是他强调了“智力不能与其他的个性因素割裂开来”的观点。1949年，他再次撰文探讨了非智力因素，题目叫作《认知的、欲求的和非智力的智力》（D.Wechsler，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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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在第二年的《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专门就非智力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文章中他公布了自己对相当数量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青少年时期智商的调查结果，发现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中等智商（IQ为90～110），而不是超常的智商，但这些获奖者的非智力因素却是非常人可以比肩的。于是他认为，一般智力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各种智慧能力之和，还应包含有其他的非智力因素。根据他的观点非智力因素主要是指气质和人格因素，尤其是人格因素，并且还应该包括先天的、认知的和情感的成分。心理学界将韦克斯勒这篇文章，作为非智力因素概念正式诞生并进行科学研究的标志。1974年，韦克斯勒对非智力因素的含义又做了进一步说明：①从简单到复杂的各个智力水平都反映了非智力因素的作用；②非智力因素是智慧行为的必要组成部分；③非智力因素不能代替各种智力因素的基本能力，但对后者起着制约作用。

2.非智力因素的作用

任何一种智力活动都是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的综合效果。人的创造活动也是一种智力活动与非智力活动，即创造思维与创造性人格的统一。非智力因素在整个智力活动及其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见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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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非智力因素作用示意图

首先是动力作用，非智力因素是引起智力与能力发展的内驱动力。具体地说，个性意识倾向性为学习活动提供动力，使学生能够顺利地选择和确定任务；成就欲、自我提高的需要与学习任务完成存在着正相关，维持学生智力活动朝着目标持续不断地进行；动机过程影响智力与能力的操作效果，促使学生发挥现有的知识技能，获得新知识技能，并将知识技能迁移到新情境中去。情绪情感是通过内在的心理过程影响认知活动的，对智力与能力具有增力或减力的效能。我于20世纪90年代初参加了一次家庭教育优秀论文的评奖，其中有一篇是关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调查。少年班的大学生并非个个都有天资，而他们的优秀成绩，多数来自学习动机系统，包括强烈的求知欲、学习兴趣，从而产生强烈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我们要重视学生兴趣的激发、学习动机的培养、积极情绪的调动等诸多方面。

其次是定型作用，气质和认知方式是以一种习惯化的方式来影响智力与能力活动的表现形式。所谓定型或习惯作用，即把某种认知或动作的组织情况逐步固定化，因为智力与能力都是稳定的心理特点的综合，他们具有稳固性，在智力与能力的发展中，良好的智力或能力的固定化，往往取决于学生主体原有的意志、气质、认知方式等非智力因素及智力与能力各种技能重复练习的程度。以气质为例，它包括强度、速度和灵活度等因素，从而直接制约其智力与能力的性质、效率和特征。我多次强调过气质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后天形成什么样的智力类型和性格。平时人们喜欢把胆汁质的人称为“脾气坏”的人，其实他们工作效率往往也最高，当然粗心大意也是他们所“定型”的智力活动的缺点。那些被人称为“好脾气”的黏液质者，尽管做事准确性较突出，然而干起事来往往不讲究速度和效率，这也是这种气质“定型”的特点。对于“定型作用”来说，每一种气质既有其长处，又有其短处，这些都是良好的或不良的智能非有不可的习惯要求。

最后是补偿作用。所谓补偿作用，就是非智力因素能够补偿智力与能力某方面的缺陷或不足。这种补偿作用从哪儿来？它来自非智力因素的定向（帮助人们确定活动的目标）、引导（帮助人们从动机走向目标）、维持（帮助人们克服困难）和调节（帮助人们支配、控制改变自己的生理能量与心理能量）等功能（燕国材，马加乐，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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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非智力因素之一的性格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比较突出的。比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责任感、坚持性、主动性、自信心和果断性等性格特征，勤奋、踏实的性格特征，都可以使学生确定学习目标，克服因知识基础较差而带来的智力或能力上的弱点，因此，“勤能补拙”的事例在我们的教学中是屡见不鲜的。

三、创造性人格的提出

最早的创造性人格概念是从纯经验角度出发的，后来开始用心理测量等取向来研究。提出“创造性人格”观念的有五种理论体系：进化论、精神分析论、认知论、人本主义论和经济论。

（一）五种理论从不同角度提出“创造性人格”

创造性人格或创造性个体的提出和基础研究，有一百余年的历史。

1.进化论

我们在上一章提到了高尔顿，他是研究创造性的鼻祖。高尔顿研究创造性的理论基础是进化论，他在论述创造性时，已经涉及不同的创造人群，即创造性个体或人格。

达尔文的进化论极大地影响了行为科学，不仅影响到高尔顿对创造性的研究，还影响了机能主义心理学。实际上，最早用达尔文的术语来讨论创造性个体的心理学家是詹姆斯（W.James，1842—1910），他在1880年提出了创造性个体，即创造性人格。之后，坎贝尔（D.Campbell）于1960年将这一观点发展为他的看不见变异和选择性保留（Blind-variation and Selective-retention）的创造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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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精神分析理论

如前所述，弗洛伊德把创造性心理学划入“人格心理学”中，对创造性进行人格心理学的分析。1908年他在出版的《作家与白日梦》中介绍了他及其助手对富有创造性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的个体差异的研究。弗洛伊德对这一领域的贡献仍然影响着各国学者的研究，并沿着许多方向发展，时至今日弗洛伊德还有许多重要的追随者。

3.认知理论

前面提到的韦克斯勒是提出“创造性人格”的认知理论的代表，只是他是从非智力因素的角度提出问题罢了。

认知论原先的观点倾向于创造性即使不完全也主要与智力而非性格的相关，但近20年来，斯腾伯格、罗伯特等人进一步将创造性同认知方式及多种人格特质联系在一起。而人格研究专家艾森克（H.J.Eysenck，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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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把精神质和与创造过程有关的对背景的认知过程直接联系起来研究创造性个体或创造性人格。

4.人本主义心理学

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学应着重研究人的价值和人格的发展。马斯洛（A.Maslow，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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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论述“自我实现”的理论时，强调创造性研究的重要性，他通过对国际心理学界代表性人物（天才心理学家）的自我实现研究后，指出创造性人格的重要性，同时他与同事们提出创造性与心理健康的联系似乎有悖于创造性天才与精神障碍间的相关。

5.经济学理论

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熊彼特（J.A.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可以了解到他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影响了全世界。他的创新理论包含五个观点：企业家的本质是创新，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创新的主动力来自企业家的精神，成功的创新取决于企业家的素质，信用制度是企业家实现创新的经济条件。很显然，他是经济学界首先提出创造性人格理论的学者。

至于斯腾伯格与罗伯特虽提出了创造性的投资理论，但他们并非是试图用经济学术语理解创造性人格的唯一者，但综观这个领域研究者的观点，可将创造性人格归纳为三点：①投资于一种特殊行业的“人力资本”；②冒极大风险以达到极大目标；③占有包括最优性格等个体资源，以风险投资盈利。（Pervin & Joh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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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个重要的创造性人格观点

“创造性人格”提出来了，但创造性人格由哪些因素组成或者有哪些表现呢？国际上较流行的是吉尔福特和斯腾伯格的观点。

吉尔福特在1967年提出八条：①高度的自觉性和独立性，不肯雷同；②有旺盛的求知欲；③有强烈的好奇心，对事物的运动机理有探究的动机；④知识面广，善于观察；⑤工作中讲求理性、准确性、严格性；⑥有丰富的想象，敏锐的直觉，喜欢抽象思维，对智力活动和游戏有广泛的兴趣；⑦富有幽默感，表现出卓越的文艺天赋；⑧意志品质出众，能够排除外界干扰，长时间地专注于某个感兴趣的问题。

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认知心理学家斯腾伯格讲了七种创造性人格或非智力因素。斯腾伯格生于1947年，北京师范大学邀请他到过中国。他在《成功智力》一书的前言中提到自己的成才过程。斯腾伯格在小学阶段、中学阶段智商测量时都不及格，他问老师，哪个学科是研究智商的，老师告诉他是“心理学”。“那我将来学心理学，我不相信智商，如果我成功了，就命名自己的智力理论为‘成功智力’。”他高中毕业，通过刻苦努力，进入了美国名校耶鲁大学。到了耶鲁之后，觉得耶鲁太漂亮了，如果一辈子在这里工作就好了，但是美国的教育制度不允许留校，即不能“近亲繁殖”。虽然斯腾伯格智商不及格，但他很会动脑筋。他后来了解到，美国心理学排名第一的是斯坦福大学。于是他大学毕业后报考了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如果能拿到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不就能回耶鲁了？他考上斯坦福大学后，师从“元认知”的提出者、研究皮亚杰的著名心理学家弗莱维尔。他跟着弗莱维尔学习认知和智力。美国的研究生通常两年内拿到硕士学位，三至五年能拿到博士学位，大约是六年。这位智商不及格的斯腾伯格凭自己的非智力因素，三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到了母校耶鲁大学，因为耶鲁大学当时正登报招聘一位认知心理学的教师。他向系主任表示来应聘这个职位，并出示了斯坦福的博士学位证书，系主任很惊讶，但让他试讲。斯腾伯格口才很好，试讲一次就留在了耶鲁。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五年才能申请助理教授，再过五年才能申请副教授，再五年优秀者才可以晋升教授。换句话说，要提正教授起码要15年，可是斯腾伯格凭着自己的意志和勤奋，获取了好多原创性的成果，于是用了不到七年的时间就成了正教授。后来，他每年会拥有一两千万美金的课题经费。现在，已经发表了六百多种论著。斯腾伯格还当过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当他成功的时候，他把自己以非智力因素为核心的智力理论命名为“成功智力”。这位“成功智力”的提出者于1986年提出了七条创造性人格因素：①对含糊的容忍；②愿意克服阻碍，意志力强；③愿意让自己的观念不断发展；④活动受内在动机的驱动；⑤有适度的冒险精神；⑥期望被人认可；⑦愿意为争取再次被认可而努力。由此可见，斯腾伯格本人的非智力因素或创造性人格十分出众。

（三）创造性人格测查工具（量表）

创造性人格的测查工具（量表），在国际心理学界有许多。对于创造性人格的研究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用“非实在性”对某一具体的创造性人格特征研究，另一种则是研究整体性的创造性人格特征，或直接用普通人格量表来测定创造者的人格。具体介绍如下。

第一，上文分析的创造性研究者，几乎都有各自的测查工具或量表。例如，吉尔福特对创造性人格的八种认定、斯腾伯格对创造性人格的七种认定，就按照这些理论去测定创造性人格的结构；艾森克的心理结构和大五人格所测定的内容，实际上也是这类量表。这些测查工具都具有“非实在性”，即对某一具体的创造性人格特征做研究。

第二，研究整体性创造性人格特征，即对个体所具有的、对创造性任务完成起进步作用的个性特征进行测试。包括三种：一是创造性态度、情感量表，如让被试在30个形容词（其中18个与创造性人格正相关）中选择的高夫（Gough）与海尔布朗（Heilbrum）的形容词核检表，卡特纳-托兰斯（Khatena-Torrance）的创造性知觉问卷，皮特逊（Ruth C.Peterson）所编制的20道题的态度问卷等。二是传记型量表。较流行的是“阿尔法传记量表”（alpha biographical inventory，ABI），此外还有“自传量表”“生活经验量表”“创造性活动核检表”。三是创造性认知风格量表，目前常用的有伯德（Richard E.Byrd）的“创造性矩阵问卷”、柯顿（Michael J.Kirton）的“适应——创新问卷”、赛贝（Edwin C.Selby）的“问题解决风格问卷”和斯腾伯格的“思维风格问卷”。

第三，目前在中国用得较多的创造性人格量表应该是威廉姆斯的创造性倾向测验。该量表包括四个维度（冒险性、好奇心、想象力和挑战性），50道三选一的陈述句，被试根据自己的情况如实勾选，得到四个子分数与总分；没有时间限制，需要15～20分钟，小学生如果不懂“说明”和题意，主试可以向他解释。这里分三个方面做些说明。

首先，威廉姆斯创造力倾向测量表通过测验个人的四个维度人格特点，来确定个人的创造性倾向。它可以用来发现那些有创造性的个体。例如，趋于冒险，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勇于挑战未知的人一般是创造性倾向强的人。创造性的个体或创造性人格被认为具有以下认知和情感特质：想象流畅灵活，不循规蹈矩，有社会性敏感，较少有心理防御，愿意承认错误，与父母关系密切等。

其次，威廉姆斯创造力倾向测量表的测试题目，共50道题，指示语为：“这是一份帮助你了解自己创造力的练习。在下列句子中，如果发现某些句子所描写的情形很适合你，则请你在答案纸（请自备）上‘完全符合’的圆圈内打‘√’；若有些句子仅是在部分时候适合你，则在‘部分符和’的圆圈内打‘√’；如果有些句子对你来说，根本是不可能的，则在‘完全不符合’的圆圈内打‘√’。请注意：每一题都要做，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想。所有的题目都没有‘正确答案’，凭你读每一句子后的第一印象作答。虽然没有时间限制，但应尽可能地争取以较快的速度完成，越快越好。切记，凭你自己的真实感觉作答，在最符合自己情形的圆圈内打‘√’。每一题只能打一个‘√’。”（题略）

最后，威廉姆斯创造力倾向测验共有50题，包括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挑战性四项；测试后可得四种分数，加上总分，可得五项分数。分数越高，创造力水平越高。冒险性包括11题，其中两道为反向题目。好奇性包括14题，其中两道为反向题目。想象力包括13题，其中一道为反向题目。挑战性包括12道题。四项记分方法相同：正向题目，完全符合3分，部分符合2分，完全不符合1分；反向题目，完全符合1分，部分符合2分，完全不符合3分。

四、我们团队对创造性人格的研究

我们学术团队对创造性人格做了许多研究，这里仅选三项，作为代表性成果。

（一）对创造性人格框架的确定

对创造性人格的框架结构，国际上并不统一，大家都在探讨之中。我们所做的工作有如下几个方面。

1.按非智力因素的结构探索创造性人格的表现与培养

前面谈论“人格与非智力因素”，这是我们对创造性人格的理论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多次研究中以非智力因素的结构作为我们确定的创造性人格的框架。经过近30年的实验研究，我们（1986年，1992年，1999年）将创造性人才的非智力因素或创造性人格概况五个方面的特点及其表现总结如下：①健康的情感，包括情感的程度、性质及其理智感；②坚强的意志，即意志的目的性、坚持性（毅力）、果断性和自制力；③积极的个性意识倾向，特别是兴趣、动机和理想；④刚毅的性格，特别是性格的态度特征（如勤奋）以及动力特征；⑤良好的习惯。与此同时，我们强调不论是在基础教育阶段，还是在大学时期，应把创造性的非智力因素或人格因素渗透到日常教育教学中，并着重将兴趣、志向、毅力、质疑精神、信心和社会责任感作为培养学生创造性人格的突破点。近30年来，我们用以上五个方面的特点作为创造性人格特征的研究指标，同时，也作为实验学校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措施，并获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本书第八章将详细展开论述2004—2009年和2013—2016年我们两个课题组对创新拔尖人才（包括34位自然科学界的院士、36位老一辈的社会科学界“国宝”级人才或艺术类国家级最高奖项获得者、36位著名企业家）的心理特征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结果发现，虽然这些拔尖创新人才所属领域不同，但是他们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依据非智力因素结构五项因素表现出创造性人格突出。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者还强调六个影响创造性人格的关键因素：政治人物、思想引领者、虚体人物、老师、家庭成员和密切交往对象，其影响效应体现在引导建立信仰、启蒙、入门、领域内发展引导、镜映现象和支持作用。

2.从跨文化比较研究中，我们获得中国青少年创造性人格的特点

在由我们团队申继亮领衔的青少年创造性观念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中，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了中国青少年创造性人格的基本特点，他们用表列出了被试的基本情况分布表（林崇德，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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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总体上，还是男女群体，自信心、好奇心、开放性和冒险性的得分均相对最高，这说明三者可能是中国青少年创造性人格中较为突出的方面；内部动机、怀疑性、自我接纳和独立性与其他国家的青少年差不多；坚持性的得分相对较低，并且标准差较大，说明在中国青少年创造性人格成分中，坚持性是一个相对较弱的方面，而且不论男生群体还是女生群体，均表现出较大的个体差异。我们根据这个结论，为中小学创新教育提出如下的建议。

创造性人格在创新过程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在重视智力、知识、发散思维技能等认知因素的同时，更注重强调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好奇心、探索性、挑战性和意志力等创新人格品质。也就是说，培养和造就创造性人才，不仅要重视培养创造性思维，更要关注创造性人格的训练；不能简单地将创造性视为天赋，而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后天培养的结果；不要把创造性的教育仅限于智育，而要着眼于整个教育，即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整体任务。

（二）编制青少年创造性人格问卷

2004—2009年，我们“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研究”课题组积极编制创造性人才的测查工具（林崇德，2009）
 
[26]

 ，其中有创造性人格量表的制定和青少年创造性人格问卷。这里仅介绍以申继亮为组长的分课题组所编制的“青少年创造性人格问卷”，因为下一章在陈述“创造性的环境研究”中涉及的跨文化研究正是用了这个测试工具。

这个研究的被试由河北涿州四所不同性质中学的学生和北京师范大学各个学科的大学二年级的本科生共1 520人组成。在区分度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与青少年创造性人格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中，所有数据支持了我们所提出的青少年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模型，我们开始了创造性人格结构的建构。

青少年创造性人格结构模型建构的基本思路是：首先计算青少年创造性人格9个维度的相关矩阵，然后根据各个维度的相关矩阵情况提出相应的人格结构假设，最后对提出的假设模型进行逐一验证。

1.创造性人格结构的提出

为了更清晰地认识创造性人格各维度之间的内在关系，表4-2列出了青少年创造性人格各维度变量之间的相关矩阵。

表4-2 青少年创造性人格9个维度的相关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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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2可以看出，自信心与内部动机和坚持性之间存在相对较为密切的关系（p＜0.001），怀疑性与内部动机以及坚持性之间也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p＜0.001），并且，内部动机与坚持性、怀疑性与自信心之间也存在密切的关系（p＜0.001）。为此，我们提出假设子模型1，即自信心、内部动机、怀疑性和坚持性可能共同负载于同一个因子上，我们把该因子命名为内部性因素。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出，好奇心与开放性和冒险性两两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相关（p＜0.001），同时，独立性与好奇心之间也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p＜0.001），而独立性与开放性、冒险性之间的相关均也达到了显著水平（p＜0.001）。为此，我们提出假设子模型2，即好奇心、开放性、独立性和冒险性可能也共同负载于同一个因子上，我们把该因子命名为外部因素。

最后，通过相关分析矩阵可以看出，自我接纳与其他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均相对较低，因此，我们提出假设子模型3，即自我接纳可能单独属于一个因子，我们将该因子命名为自我因素。

综上所述，通过对青少年创造性人格各个维度之间相关矩阵的分析，最后提出，自信心、内部动机、坚持性、怀疑性、好奇心、开放性、独立性、冒险性和自我接纳九个维度可以负载于三个更上位的因子上，分别为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和自我因素。其中，内部因素包括四个亚维度：自信心、内部动机、怀疑性和坚持性；外部因素也包括四个亚维度：好奇心、开放性、独立性和冒险性；自我因素则只包括一个维度，即自我接纳。 具体模型用如图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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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青少年创造性人格的结构

2.创造性人格结构模型的验证和比较

为了考察各个分模型的拟合程度，我们分别对上述模型的数据拟合情况进行了考察，主要对前两个模型，即子模型1和子模型2的拟合情况进行验证。具体拟合指数见表4-3。由此表可见，两个模型的拟合指数良好，均达到了可以接受的程度，尤其是子模型2，各项拟合指数均非常好，完全被接受。总之，子模型1和子模型2均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可以被采纳。

表4-3 青少年创造性人格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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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为了考察不同年龄群体中，创造性人格结构子模型的适用程度，我们分别就子模型1和子模型2在中学生群体和大学生群体中的拟合情况进行了考察。具体拟合指数见表4-4。

表4-4 青少年创造性人格结构模型在不同群体中的拟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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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4可见，子模型1在中学生群体中具有更好的拟合指数，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拟合指数相对不理想，TLI的值相对较低（0.83），RMSEA较大，但根据斯泰格尔的观点，认为RMSEA低于0.1就表示好的拟合。这里，RMSEA指数为1，基本符合斯泰格尔的观点，因此，我们认为该模型虽然不甚理想，但可以接受。另外，子模型2在中学生群体和大学生群体中的拟合指数均非常好，完全可以被接受。这说明无论是在中学生群体中还是在大学生群体中，好奇心、开放性、独立性和冒险性均在更概括的程度上反映了青少年创造性人格中的共同一面，即创造性人格中的外向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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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创造性环境的研究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涉及环境的概念。创造性人才=创造性思维＋创造性人格，这些构成了创造性人才的内因，但创造性的发展只靠内因没有外因是不够的，唯有内因与外因的交互作用才能构成真正的创造性。这个外因就是创造性的环境。

心理学在讨论环境与心理发展的关系时，非常重视在第一章介绍的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环境五因素论。然而，从环境学的角度上说，环境是指围绕着人类的外部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和物质条件的综合体。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中，按其组成要素，又可分为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和生物环境等；社会环境又可分为文化环境、教育环境、政治环境、组织环境和家庭环境等，应该类似于布朗芬布伦纳的从长期系统到微系统的环境。人们追求环境美，是指人所创造的生活环境的美，它既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个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美化程度，又指个人、家庭、社会集体生活和工作环境的美化程度。

人的创造性是由其所处的环境决定的，特别是由其所从事的活动和实践决定的。也就是说，物质和文化环境是创造性发展的决定因素。良好的生态环境，让人们产生美感，这是诗人创作的源泉；社会的历史风貌在最受读者欢迎的文学体裁——小说中得到了最充分、最具体的创造；经济环境的变革，是科学家创新的基础；政治环境的刺激，是科研工作者成功的动力……总之，环境在人类创造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尽管是外因，但它也是一切创造性的源泉、动力和基础，也是检验创造性价值的唯一标准。离开环境这个外因条件，创造性就变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我们团队对于环境对创造性的作用，从心理学的观念上提出三点看法（孙汉银，2016）
 
[1]

 ：

一是环境影响个体创造性性向的形成，环境和教育是创造性潜能形成的基础，良好的环境和教育是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的基本保证。

二是环境影响创造性结果的认定，创造性人才早期需要有伯乐式人物或团体的认可、欣赏和扶植，才能获得成长并真正成为创造性的人才。

三是环境影响创造性结果的传播，即创造性的理念或产品在被保留到社会文化系统之中，并成为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后，也就成为其他人继续创新的基础。

正是因为创造性环境的重要，所以党的十七大文件提出：“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注重培养一线的创新人才，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

第一节 文化是创造性发展的根与魂

我们在第三章的引言中谈到文化的实质。在创造性的环境中，文化是首要因素。这与文化的作用和功能有直接关系。文化有三种功能：一是凝聚功能，它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综合力量的标志，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靠的就是中华文化，因此文化自信是一切自信之首。二是先导性，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先导，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1998）中说的：“发展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三是动力作用，文化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前进的动力，因为它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力和创造物质、精神财富的源头。由于文化具有这三种作用和功能，所以它决定创造性的水平，形成了所谓的“长期系统环境”，它是引人积极向上的各种物质创造或创新与各种精神创造或创新的根与魂。

一、文化环境与创造性的关系

按照人类对文化的认同特点，文化可以分为主流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等不同的文化环境。

（一）东西方文化环境有不同特点

我们不否认东西方文化有共同点，但是其差异性构成了东西方各具特色的文化环境。

《西方文化概论》提出了西方文化的四个特点（曹顺庆，2016）
 
[2]

 ：一是具有鲜明的理论至上、探本溯源或逻辑建构的形而上学传统；二是具有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通过“以人为本”探索“人性”，追求个人自由、个性解放，渴求民主、平等的人文主义特征；三是具有鲜明的反思与批判倾向，总体而论，西方文化的发展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文化思潮推动的：古典主义、基督教文化、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批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是继承式的而是“弑父式”的，后者是对前一种文化的反思、批判与整合、重构；四是具有独特的发展阶段性，一个一个的文化思潮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独特的文化阶段性。

《中国思想文化论集》提出了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三种基本精神（陈谷嘉，2016）
 
[3]

 ：一是对人类命运关注的人文精神，建立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框架，为了使人完善发展，所以重视对人的教化，教化的主要内容是“德”与“仁”；二是物我一体、人天同构的“天人合一”的精神，把人与社会、自然视为一个整体，坚持“天人合一”的整体趋同思维，强调天时地利人和，维持世界的整体生态平衡；三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精神，儒、释、道三教的鼎立与互融、互补，即在碰撞中各自都努力地从异质文化找契合点，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中国文化概论》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三个亮点与五个主题（黄高才，2016）
 
[4]

 ：中国文化精神的三个亮点是伦理道德思想、忧患意识与发愤图强的精神、重稳定求和谐；中国文化精神的五个主题是贵和持中、天人合一、以人为本、重礼崇德、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这些特点与《中国思想文化论集》提出的特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通过上边三部文化论著，我认识到，东西方文化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西方文化重理性、多逻辑思辨，东方文化则重感性、少理性思辨；西方文化重推理分析，东方文化则更重归纳综合；西方文化主张主客二分，因而人与自然、社会趋向对立，而东方文化则讲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社会追求和谐统一。所有这些，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环境各自独特的内涵与价值。

（二）创造性的文化金字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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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创造力的文化金字塔模型

我们团队的衣新发教授，基于国际上多种创造力的相关理论或模型，认为他们在对每一种理论的分析中，都有独特贡献和不完善之处。于是他在发展创造力的文化金字塔模型中，试图去进一步推进对创造力及其形成机制的理解（衣新发，2009）
 
[5]

 。这一模型的图示见图5-1。

该模型包括两大部分，即创造力金字塔和文化球层。内部的四面体是创造力金字塔，在塔的顶端是创造力，下面的三个基座分别是身体、心理和精神，塔形结构要表明的是，身体、心理和精神三个因素会直接影响到创造力的生成和表达；金字塔的外部是文化球层，这个球层分为由里到外的三层，分别是个人层面、关系层面和群体层面，越往里，文化对个体的影响就越直接。这个模型想要表达的一个基本含义是创造力的发展是创造性的心理、身体和精神与创造性的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缺少了任何一环，创造力的发展和表达都会受到阻碍。对于模型中的各个成分，接下来分以述之。

1.创造力金字塔

学术界一般认为，创造力指的是人产生出新颖和有价值产品的能力。本模型也肯定这一定义的合理性。

2.身体

在本模型中，身体主要是指创造力发展和表达的生理基础，主要涉及脑、动手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体力（耐力）等。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支持这样的观点，即脑的功能会影响创造的表达和创新。

3.心理

本模型中的心理因素包括智力—知识部分和心理动力部分，是创造力发展和表达的心理基础。智力—知识部分包括智力、创造相关的知识和创造相关的技能三个部分；而心理动力部分则包括人格、动机和情绪。

4.精神

在本模型中，精神因素包括宗教、类宗教的体验、审美体验和道德因素，这一因素是创造力发展和表达的精神基础。这些体验是哲学、科学和艺术创造力的灵感来源，并为创意的表达提供新颖的方法。

5.相互作用

上述身体、心理和精神三个创造力的基础因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的。相互作用会使创造主体具有一个适当的生理、心理和精神基础去实现其创造性的想法。当然，这些因素同时还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

6.文化球层

文化球层指的是创造力发展和表达的社会文化基础。我们把文化球层分为由内到外的三层，依次是个人层面、关系层面和群体层面。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区分已经成为一种相对基础的衡量尺度，得到越来越多研究的关注。这个构架应该包含个体、关系和集体三个因素（Brewer & Gardner，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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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新的结构有助于清晰地理解以往关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研究，因此我们的研究使用这种新的视角来理解文化层次。

在文化球层之中，个人层面指的是个体的自我世界；关系层面指的是各种各样与个体发生直接人际关系的文化因素的总和，其中包括家庭、亲戚、幼儿园、学校、工作场所等，是个体的生活世界；集体层面指的是与个体有非直接关系的文化因素，包括不同种类的组织、专业团体、媒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等。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影响的，个人层面在关系层面中生活、发展，同时受到来自集体层面的各种影响，在有些情况下，个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也会对关系层面和集体层面产生影响。

文化球层通过直接或间接（通过身体、精神和心理的中介作用）的方式影响个体或群体创造力的发展与表达，个体或群体也可能通过自身的创造性产品影响文化的演进。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卓越的创造改变了整个文化发展的方向，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关于计算机的思想等。在文化球层的每一个层面都有三个特征可能影响个体或群体的创造发展与表达的水平，这三个特征分别是资源丰富程度、文化的宽松程度和文化的有序程度。资源丰富程度指的是该文化环境中可以为其成员利用的物资资源的丰富程度，宽松程度指的是该文化环境对于其成员思想和行为的容许程度，有序程度指的是该文化环境内制度、法律等的秩序状况。最适合创造力表达的文化类型是这三个特征的有机组合。

（三）文化异同与创造成果

我们从已有文献中发现，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创造性（创新）成果，相同文化也有着不同的创造性（创新）成果，不同文化背景的环境也能创造出同样水平的创造性（创新）成果。由此可见，文化异同或创造性的文化环境与创造成果可以以多种排列组合的方式出现。具体地讲，我们一方面高度重视文化异同对创造成果的影响作用，同时又反对文化异同作用的绝对化、简单化的观点。创造性的文化环境对创造成果的影响总是通过创造者的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人格的内部原因来实现。

1.不同文化环境有着不同的创造性成果

文化环境常常以社会阶层和地缘政治的区域来划分，所以不同文化也是以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经济阶层、不同宗教信仰等所坚持的不同文化系统构成的。

不同文化环境在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的创造过程中获得不同的成果。

一是文化差异影响创造过程。有些研究指出，按照华莱士创造性思维四个阶段，西方文艺创作准备阶段包括对问题的最初分析和初步有意尝试，紧接着是包含对问题有积极作用的无意识活动的酝酿阶段；而东方文艺创作者和艺术家的创作则是从冥想开始的，其创造性过程更多的是强调情感、个人和内在心灵等因素。

二是文化对创造性的导向。例如，传统印度画家，以宗教主题作为艺术作品的风格；巴厘岛音乐的创造性受社会结构限制；用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美国没有发现男女性别差异，而在阿拉伯文化中，男性往往在创造性任务中比女性要做得好。

三是语言对创造性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在第二章谈到的中国古代的诗词创作，汉字的美使我们的诗词与西方的诗有着本质的差别。

四是在创造性培养上的文化差异。西方更多的是培养批判性，而东方较重视接受、继承与创新。

2.相同文化也有着不同的创造性成果

在相同甚至在同一文化背景下，之所以有不同的创造性成果，在于具体创造者的内因，即由不同的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人格的差异所致。

在相同文化背景下，不同时代、不同时期创造性水平是有差异的。1998—2001年，我们团队的胡卫平等人（W.Hu，P.Adey & J.Shen，et al.2004）
 
[7]

 ，对中英青少年科学创造力发展的趋势进行了研究，结果如图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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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中英青少年科学创造力发展趋势的比较

调查结果表明，按《青少年科学创造力测验》7项指标，我国12～15岁的青少年与英国相比，创造性物体应用能力、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创造性产品改进能力、创造性想象能力、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创造性实验设计能力、创造性技术产品设计能力七方面的发展趋势，除了问题解决能力，另外6项测验我国青少年落后于英国青少年。由于2001年后，我国大力宣传并着重抓青少年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胡卫平、申继亮与我于2004—2009年再次进行了一系列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对比了中国、英国、德国、日本青少年创造性思维的差异。基于文化公平性原则，我们仍运用课题组自编的《青少年科学创造力测验》作为该系列研究的工具。研究表明：①中国学生在问题提出和科学想象能力上高于英日学生，但是产品设计和产品改进的能力较低，中日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不存在显著差异，但高于英国学生；②中国学生的思维流畅性和灵活性水平显著高于英日学生，但中日学生在独特性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研究结果说明，中国学生在问题提出、问题解决和科学想象等方面表现较好，而在产品设计和产品改进方面表现较差。这可能与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以来我国学校倡导教育创新的培养思路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校的教育较多的是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换句话说，学校比较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但是我们在培养学生解决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问题上重视不够，导致了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不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发达国家教育的问题，值得我们借鉴。

3.不同文化背景都能创造出同样水平的创造性成果

如上所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但第二章“中华大地是创新的故乡”中展示了中国古代在文学、艺术、科技、教育的成就。中西方在这四方面创造成就各具特色。近几年国际科学期刊表明，中国人发表创造性论文已在世界名列前茅，以此为例，足见我们的创造性成果。西方人、东方人的创造性智慧竞相迸发，在各方面展示自己的成果。

二、中华民族文化对创造性的意义

第二章阐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四大丰碑：文学、艺术、科技、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已经陈述了中华民族文化与创造性的关系。

（一）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

现在，谈中华民族文化特点的人很多，发表的文章也不少，处于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这里，我们仅仅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对中华民族文明的概括，张岱年前辈（张岱年，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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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楼宇烈学长（楼宇烈，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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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人的观点的基础上，来谈点对中华民族文化文明表现的认识。

概括来说，中华民族文化以德为核心，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中华文明的基石；中华文明表现在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四个方面，它们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四座丰碑；中华文明以自强不息和和谐为两大精神支柱，这二者又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动力；中华文明以民为出发点，为人民服务是中华文明的宗旨；法制和睦邻是历代施行仁政、稳固江山的方法，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手段。就这样，中华民族在连续5000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

第一，中华民族文化历来崇德重德。

孔子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些都是强调“德政”，即有益于人民的政治措施。汉文帝刘恒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荀子·强国篇》说：“礼义则修，分义则明，举错则时，爱利则形。如是，百姓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谓道德之威。”也把道德之威视为“国威”之一，这正是“德治”的道理所在。而《左传·隐公十一年》“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则道出了不重视“德治”的后果。

中华民族文化不仅重视德政，还强调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强调“君子进德修业”，形成了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德。《礼记》中的《大学》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都是在讲个人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学校也要注重培养人的德行。可见，中华民族的美德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中华文明的基石。

第二，中华民族文化历来重视文学创作，崇尚艺术塑造，追求科学发明，并以教育为先，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四座丰碑。这四个方面，在第二章已经展开论证，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中华民族文化历来坚持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

孔子说“生无所息”。孔子有位弟子叫子贡，据传说，子贡觉得跟孔子做学问太辛苦，提出想少学几样学问，少尽几种社会责任，孔子都不答应。子贡便问：何时可以休息？孔子说：看见那一个个像大鼎一样、像小山包一样的坟头了吗？当你进入到那里去时，就可以休息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就是孔子的人生信条。《周易》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荀子道“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怨天尤人，反而把挫折当作考验，活着就是要自强不息。汉代司马迁被处以宫刑，肉体和心灵的巨大耻辱反而激起了他顽强的斗志。他发愤写作，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五十二万字的鸿篇巨制——《史记》，实现了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理想。明代庄元臣《叔苴子内篇》有“功生于败，名生于垢”之句，就是乐观地把磨难当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必然。而清代蒲松龄自勉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也成为人人传诵的佳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绥，靠的就是这种发愤图强、坚韧不拔、厚德载物、与时俱进的精神。

第四，中华民族文化历来以和为贵，强调社会和谐、心理和谐和团结互助。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孟子说：“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庄子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这都是在强调人际和谐和社会和谐，同时，“天人合一”“仁爱及物”还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再到中国共产党的五代领导集体，强调的都是“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合一、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立足于人的现世关怀，确立起人性自足、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

第五，中华民族文化历来为民利民，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中华文明历来以人民为社稷的根本，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利益，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中华文明的历史上不乏“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明君。例如，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却一直在旧宫殿里住了很久。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这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当代，我们党和国家的五代领导集体也一直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民主、民权和民生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第六，中华民族文化历来重视法制，重视依法治国，“崇效天，卑法地”。

中华文明早在春秋时期就重视“修法治，广政教”，把法治作为国家强盛的必由之路。战国时期，更是以法为“天下之仪”。韩非子集法家学说之大成，“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把法治和术治、势治相结合，形成了系统的法治理论。从秦以后各代，都推行“以法治国”“治强生于法”“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不断发展和完善了法制思想和法治实践。法治强调以法为裁决根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贯彻依法治国就是推行仁政，法治也正是历代仁政统治者所执行的治国方略。

第七，中华民族文化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信修睦”，讲求国与国之间的“和睦相处”。

老子在《道德经》中讲：“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这些慧语阐明了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态度。中华文明遵循“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国家交往准则，认为只有以德服人才能“协和万邦”，才能“天下之人皆相爱”，这是强调国家之间相处的原则。“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则强调对待他国的文明要真诚地尊重和包容，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要以合作谋求和平、反对战争，要以双赢促进人类发展、国际繁荣。由此发展而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成为国际上广为接受的国家交往准则。这也就是中华文明所强调和推崇的“以和为贵”“天下大同”。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并在一代又一代的继承发展中发扬光大，绽放出夺目的光芒。而中华民族的师德观，也正是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发展基础上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中华文化与创造性人才

在创新人才的心理学研究中，需要重视创新或创造性的三要素，即创造性思维（智力因素）、创造性人格（非智力因素）和创造性社会背景（环境因素）。我们认为，在创造性人才的成长中，这三个因素是缺一不可的。其中，创造性人才的成长需要良好和谐的文化环境、教育环境、所在单位或学校的环境、社会环境和资源环境。以下重点讨论文化环境与创造性人才成长的关系。

文化与创新或创造性有什么关系？美国心理学家斯腾伯格在《创造力手册》专章论述了“不同文化对创造性人才成长的影响”，这里对此稍做扩展概括。如前所述，首先，文化差异对创造性过程有影响。西方文化在创造性过程中强调对问题解决的认知取向，而东方文化在创造性过程则强调情感、个人和内在心灵等因素。其次，文化对创造性的导向存在着差异。文化影响到创造性的形式和专业，会把创造性限制在一定的社会团体内，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也会直接对创造性产生影响。再次，不同文化的特征，影响一个群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可能刺激或阻碍创造性的发展。所以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上，应提倡信念和乐观主义，有这种信念的文化能使人们努力改进这个世界，这种信念意味着该文化接受从现状出发的变化、发展和运动，而那些没有坚持进步信念和对未来持悲观主义观点的文化一般使创造性滞后。最后，创造性依赖于一定的情景，文化涉及创造性本质和创造性人才的成长机制。西方以产品为导向、以独特性为基础的创造力定义与东方人用一种新的或自我发展的方式来表达内在真理的创造力观点是不同的。西方重视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文化重视独立和自主，在与个体水平而非文化水平相关的工作中，个体和个性化的特征，表现为一个人区别自己与他人的意愿，这种意愿与创造性活动和行为密切相关，致使主体（个体）产生一种新的，与大多数的观点相对立的原创造性观点；而东方重视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则强调顺从、合作、义务和接受群体内的权威，顺从、合作、义务、尊重权威与创造性也会存在着联系。例如，印度吉安格拉斯行业组织的画家们认同至上的创造之神毗首羯磨，在实践中也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创作了重视顺从和传统价值的大量优秀创造性作品。由此可见，不同文化从不同特点上引领创造或创新，促进创造性人才的成长。

中华民族的文化历来重视创新或创造。本书第二章谈到坦普尔的《中国创造精神》一书是对中华民族创新精神的最好诠释。为了使西方读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李约瑟在《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序言里提出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竟能如此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度？第二，为什么中国现在却不比世界其他国家领先几百年？对后一问题，他明确指出了答案，是经济和社会变化起主要作用。我们的理解是，李约瑟主要在指我国从清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时期的经济社会变化。在此也证实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中华的文学、艺术、科学和教育的创新精神从哪里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创造性有哪些作用呢？我们课题组的石中英教授提出了四种特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崇尚“天人合一”；在人与他人的关系上，从血缘亲情与宗法人伦出发，构建了一种义务伦理规范；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推崇“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和“真人”的逍遥；在人与终极关系的问题上，立足人的现世关怀确立起人性自足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中华民族这种特质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崇尚自主的人格，是创新人才最重要的人格特征；从孔子的“述而不作”到“问孔”“刺孔”“难孔”，说明中国文化具有怀疑精神，这是创新的源泉之一；“和而不同”的思维方法为创新提供了思维基础；“崇尚理性”的文化，既能客观地认识自己的现实，又能公正地对待外来的文化，这为文化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何看待东西方的教育模式？简单地说，我们曾把西方教育模式比作英文字母“T”中的一横，把东方教育模式比作英文字母“T”中的一竖，提出融东西方教育模式为一体，培养“T”型的创造性人才的理念（林崇德，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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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对一百多年以前张之洞所倡导“学贯中西”文化思想的继承。只有融东西方文化为一体，学贯中西、扬长避短，创造性人才才能大量涌现。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长期战略目标，必将大大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热情，进一步增进自主创新的动力，促进创造性人才的成长，推动创造性国家的建设。

三、我们的两项创造性跨文化研究

我们围绕文化与创造性的关系，开展了两项创造性的跨文化研究。

（一）中英日德青少年创造性人格的特点

我们采用上一章已经介绍过的“创造性人格量表”，对中英日德青少年的创造性人格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获得如下成果。

第一，中英日德四国青少年在创造性人格方面既存在共同性，也存在差异性。①四个国家的青少年均在好奇心和冒险性方面表现出相对一致的特点，即好奇心和冒险性是中英日德四国青少年创造性人格中较为突出的方面，在四国青少年的创造性人格中占有突出地位。②坚持性是中英日三国青少年相对较弱的方面，三个国家的青少年在该维度上的得分均相对较低。③除了共同方面，四个国家的青少年在创造性人格方面也表现出一些差异性，具体表现在，除了好奇心和冒险性，开放性是中国青少年创造性人格中的突出特点，自我接纳是英国青少年较为突出的特点，怀疑性是日本青少年的突出特点，而德国青少年的另一较为突出点就是坚持性和独立性。可见，四个国家青少年在创造性人格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尤其是德国青少年，其在坚持性方面具有相对较高的得分，而其他三个国家的青少年却在该维度上具有最低的得分。④通过标准差的比较发现，中国和日本青少年在自信心方面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英国青少年在自我接纳方面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德国男青少年在怀疑性方面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女青少年则在自信心方面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

第二，四个国家青少年创造性人格在除怀疑性外的8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①中国青少年在创造性人格的自信心和好奇心维度上表现优于其他三个国家的青少年，而在这两个维度上分数最低的是德国青少年。②在内部动机维度上，日本青少年表现最好，中国其次。③在开放性和独立性维度上，中日青少年表现无显著差异，但是明显好于英德青少年。④在自我接纳维度上，中国青少年表现不如其他三国，而在该维度上表现最好的是英国青少年。⑤在坚持性维度上，德国青少年表现最好，而在冒险性上的表现却明显差于其他三个国家的青少年。

（二）中日德中小学教师创造观念的跨文化比较

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关键在于教育。教师的教育观念尤其是教师对创造性所持有的观念直接影响教师对创造型学生的态度、对创造型学生行为的评价和判断，影响到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师生的交往方式。本课题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自编教师创造性观念测量工具，在中国、日本和德国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1.制作测查工具

建立形容词核查表，施测时先让教师对形容词核查表中词汇所代表的喜欢学生特征的程度进行评价，然后让教师对同样的词汇代表创造性学生特征的程度进行评价。采用这样的施测顺序是为了避免教师因为知道是对创造性的考察而在喜欢上给予更高的评价。

预试采用随机整群取样的方法，从河北省某市选取中小学教师作为被试，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08份，其中小学教师148人，中学教师160人，教龄13.15± 8.27年。

为揭示教师关于创造性学生特征内隐观的潜在结构，对核查表中的72个词语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斜交旋转的方法，结果表明KMO=0.934，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p
 ＜0.001，说明适合进行因素分析。项目删除标准为：①因素负荷小于0.4；②在两个或以上因素上都存在较高负荷；③单个因素上的项目数小于3；④共同度小于0.16。另外，根据因素分析的载荷量大于1，碎石图下降坡度和理论上的可解释性原则，我们抽取了4个因子。这4个因子解释总体变异的50.75%。在此基础上对个别表述不清、意义重复的词进行了调整，最终正式问卷得到50个项目。

因素一（12个）包括：勤奋、合作、热情、精力充沛、文静、集体主义、能干、友好、感情丰富、认真、随和、自律，命名为宜人性。

因素二（25个）包括：灵活、想象力丰富、知识丰富、聪明、独创、主动性强、自信、意志坚定、喜欢接受挑战、思维发散、独立自主、思维清晰、勇敢、有主见、挑战权威、执着、愿做尝试、洞察力强、爱提问、有进取心、好奇心强、适应性强、反应敏捷、实践能力强、爱思考，命名为独创性。

因素三（8个）包括：易冲动、攻击性强、情绪化、个人主义、不守规则、过于自信、爱幻想、激进，命名为非常规性。

因素四（5个）包括：艺术性倾向、多才多艺、兴趣广泛、开朗、幽默，命名为才情。

2.教师创造性观念的跨文化研究

采用整群随机取样的方法，从中国、日本和德国选取中学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国内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几所学校选取教师326人；日本选取湘南一所学校的教师共50人，在德国选取三所学校的教师共139人。采用我们开发的《教师关于创造性学生特征的内隐观问卷》《教师关于创造性培养内隐观问卷》和《教师关于影响创造性培养的因素的观念问卷》。三个问卷均采用利克特五点等级评定的形式。（数据略）

3.基本结论

首先，教师从四个维度理解创造性学生特征：宜人性特征、独创性特征、非常规特征和才情特征；通过对中国、日本和德国教师的比较发现，中国教师更强调学生的宜人性特征和独创性特征，不强调创造性学生的非常规特征；日本教师对创造性学生的非常规特征的评分相对较高。

其次，在创造性学生的宜人性特征和独创性特征两个维度上，中国教师的喜欢程度最高，其次是德国教师，最后是日本教师；同时中国教师最不喜欢创造性学生的非常规特征，而日本和德国教师对学生的非常规特征的评分相似，均高于中国教师。

再次，教师关于创造性培养的观念可以分为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和创造性人格的培养。中国教师在创造性思维、创造性人格和创造性总体培养观念上都显著优于日本和德国教师。德国教师在创造性人格培养和创造性总体培养方面显著优于日本教师，在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观念上与日本教师没有显著差异。

最后，通过对中日德三国教师关于创造性培养影响因素的观念的比较得出：相对于日本和德国教师，中国教师认为给予学生纠正错误的机会、使用外部奖赏、强调自主和独立、强调竞争和给予学生置疑理论和假设的机会这些因素对创造性培养更重要，认为频繁的表扬对创造性培养更不重要；中德教师更强调发现学习、给予学生详细反馈对创造性培养的作用；中日教师更强调接受学习成败的重要性，而不强调内部动机对培养学生创造性的重要作用。

第二节 教育是创造性发展的基础

什么是教育？教育的实质又是什么？我是研究发展心理学的，从专业出发，认为教育就是发展。作为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把人教育好了，就促进了人的发展，推进了社会发展。所以我把教育定义为是一种以促进人的发展、社会发展为目的，以传授知识、经验和文化为手段的培养人的社会活动。

“人的发展”，最高层应该是德才兼备的创造性人才。良好的教育就是培养德才兼备创造性人才的基础，即创造性发展的基础。这是由教育功能和教育目标所决定的，而教育功能和教育目标应该也是长期系统或大系统环境；至于教育中的教师，应该是所谓的从“外系统环境”到“中系统环境”直到“微系统环境”。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人的问题。

一、培养创造性人才是教育功能与教育目的的要求

在中国，“教育”一词最早出于《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今天我们所论述的“英才”，主要是创造性人才。为了使受教育者成为英才，成为创造性人才，这是一个长期的需要精雕细刻的过程，也就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尤其是在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重视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是教育的一项重大任务。这一点，在教育功能与教育目的上体现得更为清楚。

（一）教育功能

早在2003年，我在《教育与发展》一书中就论述了教育的文化、经济、政治、社会、个性（人格）五方面的功能，哪方面的功能都离不开促进创造性发展的教育作用。

教育的文化功能表明，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经验和文化，从而提高思维能力发展智力，而且可以创造文化遗产。文化的积累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类利用睿智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中产生的。创造的价值，在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旧存新、发扬光大。这种推陈出新、超越现状，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服务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因此，教育的文化功能是繁衍社会文化和提高创造性思维，这表明了教育在促进创造性发展和进步中的贡献。

教育的经济功能表明，教育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而实现的。不管是工业、农业、商业，也无论是非技术的、技术的和文书从业人员，在今天信息化和全国化的社会里，没有创新精神和创造性能力，是很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因此，教育的经济功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创造社会经济效益，这表明了教育在促进创造性发展和进步中的贡献。

教育的政治功能表明，“政教合一”是教育的一个规律，换句话说，治国必须先从教育做起，所谓“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指的就是教育的政治功能。我们在第三章中强调，创造性问题的研究是关系国力竞争的大问题，联系当前各国都在重视教育与创造性关系的研究，这更体现了创造性问题是政治大事。通过教育培养政治领导或国家决策人才，为的是更好地建设创新型国家。由此可见，教育的政治功能与创造性的关系。因此，教育的政治功能在振兴国家和民族中具有不可缺失的作用，与此同时表明教育在促进创造性的发展与进步中的贡献。

教育的社会功能表明，教育可以帮助个体社会化，帮助选择人才，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今天中国社会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社会发展理念，是一刻也离不开教育的。因为教育的实施，直接授予人们以知识技能，凭此增加就业面和相应地增进社会福利；同时也间接促进经济以创新为龙头的三种理念来增长发展，带动社会流动，引导社会变迁，改变社会风气，推动社会发展。因此，教育的社会功能是选择社会人才和社会创新直接或间接元素，表现教育在促进创造性的发展和进步中的贡献。

教育的个体（个性或人格）功能表明，教育的对象是人，增强人民的体质、塑造人的人格、培养人的良好品性是教育根本的、直接的任务。所有这一切，组成了受教育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性人格。尤其是我国在实施素质教育，这是一种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教育，是实施科教兴国的重要手段。因此，教育的个体功能表明，教育在促进创造性的发展和进步中的贡献。

（二）教育目的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也就是说，它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通过培养人借以实现其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和个体发展的功能。

进行教育活动，需要一定的目的作为导向，教育是以培养人为总目标的。因为教育是一种有意识、有计划、有价值的规范的活动，教育预期的目的或理解，才能决定教育发展的方向，规定教育方针，指导整个教育活动的进行。

教育目的具有时代性，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教育目的。今天，我们时代的教育目的，应该坚持受教育者全面发展的观点。我们的全面发展观，从根本上来说是立德树人，坚持德智体美各方面都得到发展，坚持社会责任、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学生全面发展的核心素养，应包含社会参与、自主发展和文化基础三大领域。从社会参与来分析，除了突出道德品质，即责任担当之外，还有强调实践创新的要求，它包括劳动意识、问题解决和技术应用，其中要求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选择制定合理解决方式，把创意和方案转化为有形物品或对已有物品进行改进与优化等。从自主发展来分析，有健康生活与学会学习的要求，它包括乐学善学、勤学反思、信息意识，其中要求自主学习，能够根据不同情境和自身实际，选择或调整学习策略和方法等，所倡导的是创造性学习。从文化基础来分析，有文化底蕴与科学精神的要求，包括理性思维、批判质疑、用于探索，其中要求崇尚真知，尊重事实和证据，具有问题意识，能多角度、辩证地分析问题，具有好奇心和想象力，具有不畏困难、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大胆尝试积极寻求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法等。

从作为育人目标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对全面发展的表达，可以看出教育目的是培养责任担当的高素质创造性人才，也表明教育环境在促进创造性发展和进步中的贡献。

二、知识与创造性

知识与创造性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教育与创造性的关系。我们要认真分析知识、教育、创造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知识对创造性的作用，来构成我们的观点。

知识来源于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人类一切知识的标准。知识的形成要以人类的语言为工具，知识借助于一定的语言，物化为生产劳动和社会变革或创造产品的经验形式，用以交流或代代相传，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精神文明。教育正是运用这种知识来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的。所以，教育离不开知识，否则，教育就无内容可言；知识也离不开教育，否则，知识也无从相传，不仅难以传递给下一代，也不能获得发展。知识与创造性的关系呢？知识是搭建创新大厦的基石，创造性是离不开知识，人类要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必须拥有相关领域的知识，尽管创造性需要超越已有的知识，然而，知识是创造性的必要条件。而创造过程需要知识，恰恰是来自教育，这构成了教育环境与创造性的一层新的关系，与此同时，从学校的教育过程来分析，传授知识与创造性培养的关系，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过程，处理好、协调好这两者的关系，是一个营造教育环境推动创造性发展的一种要求。

作为教育环境组成因素的知识对创造性的作用表现是多样的，我们团队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认为知识属于认知范畴，知识对创造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上，并提出如下的看法。

（一）不同知识分类对创造性思维的作用

知识的分类很复杂，世界各国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根据多渠道对知识做一个大概的分类。

依知识反映对象的深刻性，可以分为生活常识和科学知识；依知识所反映层次的系统性，可以分为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依知识具体来源，可以分为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依知识的内容，可以分为自然科学（理科）知识、社会科学（文科）和思维科学知识；依知识的性质，可以分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依知识功能性特点，可以分为情境性知识、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这些分类中间有交叉性质的。生活常识往往与经验知识、直接知识、情境性知识相联系，而科学知识往往与理论知识、间接知识相联系，且表现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形式。

生活常识、直接知识、情境性知识、经验知识是灵感的原型启发的基础，“鲁班发明锯”的故事，就是鲁班从被茅草割破了手的直接实践中获得灵感，从经验中的原型启发中发明了锯。而任何科学的、理性的、间接的知识，都为进一步获得新的科学原理、理论、方法论奠定知识基础，这是发展创造性思维的必要前提。

陈述性知识是关于“是什么”的知识，这是创造性思维认知事物的第一步；程序知识是关于“怎么样”的知识，这是创造性思维认知事物的方法论基础；策略知识是问题解决的一系列活动计划，这是创造性思维准备、酝酿阶段运用哪些策略以解决问题的豁朗期的前提。

（二）知识的数量对创造性思维的作用

人的知识有多有少，知识的多少，与创造性思维有何关系呢？在国际上有两种观点，一种叫“张力说”（the tension view），另一种叫“地基说”（the foundation view）。张力说认为知识对创造性起着两个方面作用，一方面是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是阻碍作用。前者指知识是创造性的基础，而后者指丰富的知识经验使思维产生了“定势”，反而使某种创造性受阻，所以张力说提出个体在一定领域里拥有中等程度知识水平时创造性水平最高，即知识与创造性的关系上要求倒U形的知识量。地基说则认为知识与创造性的关系好比盖大楼时地基与大楼的关系，因此创造性来自必要的熟悉的某一领域，以及该领域的知识，且这方面知识越丰富则创造性就越高。

我们团队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对的，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认识问题的。相关学者指出，虽然“地基说”与“张力说”有分歧，但两者都不否定知识在创造性中的作用。只不过前者强调创造性的相对性、可接受性以及知识的基础性、建设性，而后者则强调创造性的变革性、突变性以及知识的保守性、束缚性。因此，问题不在于知识的作用，而是如何在创造性思维过程中有效地运用知识。（孙汉银，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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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认知组织的角度看知识与创造性的关系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心理学界从认识心理学研究知识及其传授，教学活动是一种认知活动。从知识方位分析，认知活动包括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如第一章所表明的认知结构的构造。

认知结构如何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呢？孙汉银（2016）
 
[12]

 在其著作中从三个方面讨论这个问题：一是通过归纳推理而建设起来的图式化知识（schematic knowledge）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二是通过刺激—反应的反复配对或反复经历某一事件等策略而内隐地、自动地获得的联结知识，能激活联结知识中的某些信息，从而帮助个体生成新的观念；三是基于举例的知识，蕴含着问题解决程序和各种限制背景，有利于创造性思维过程的问题建构。事实上，孙汉银所列的三个方面，正是表达协调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三者之间的关系，建构不同的形式，这本身就体现了创造性思维的过程。

（四）从知识交叉的角度看知识与创造性的关系

所谓知识交叉，是指不同学科相互渗透，多学科知识之间相互交叉、相互补充的知识结构。北京师范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了一个交叉学科研究会，由志同道合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文学、历史、教育、心理等一批年轻学者组成，时任校党委书记和校长还接受邀请当了顾问。当时的目的是为了跨学科共同探索一些科学问题，甚至想整合多种学科知识体系的信息、概念、数据以及理论，以理解或解决诸如思维科学、教育科学等重大问题，也撰写了交叉学科知识的《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本书成为20世纪90年代两个年度的“十大畅销书”。

知识交叉对创造性的发展有何意义呢？最近看了一个专访，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有人统计了20世纪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466位顶尖科学家们所拥有的知识背景，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具有学科交叉背景的人数占总获奖人数的41.63%。特别是最后一个25年，交叉学科背景获奖者占当时获奖总人数的49.07%。这有力地证明，多学科的知识结构正是创新型人才素质的核心要素和显著特征。（王焰新，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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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跨学科交叉出发，不仅为创造性人才发展提供了知识背景，也促进了新型的交叉科学的形成，包括边缘科学、横断科学、综合科学等。交叉科学的兴起，反映了现代科学创造性发展的整体化趋势。

三、我们的一项教育与创造性发展的研究

我们课题组刘宝才老师的“小学生创造才能培养的整体实验研究”说明不同教育措施的环境对学生创造性发展起到不同的作用（刘宝才，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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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问题的提出

本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培养学生创造才能的整体改革措施有哪些？各个改革措施间的关系如何？效果怎样？学生创造才能的发展与其学习成绩、学习能力及全面发展的关系怎样？

（二）研究方法

我们运用自然实验与教育心理实验相结合的实验方法，辅之以观察法、谈话法、作品分析法。坚持“教育与儿童心理发展相促进”的观点，在被试全部正常的学习活动中，展开实验研究工作。

本研究实验班被试为北京市宣武区（今隶属西城区）香厂路小学1984年秋按片招收的一年级全部新生，共63人，其中男生33人，女生30人，并随机分为两个班。

对比班为基本条件与实验班相似的另一所小学的两个同年入学的新生班，各方面的评价指标（如父母职业、受教育水平、学校办学条件、师资水平等）与实验班基本相同。

为了科学地测量实验的效果，我们编制了小学生低、中、高三个年级段的创造才能测验，语文、数学“双基”常规测验等测查工具。创造才能测验以创造才能的四个主要品质为指标，它们是：①流畅性，心智活动畅通少阻，能在较短时间内，产生出大量的观念、思想或解决大量问题；②变通性，思维灵活多变，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不易受定势的束缚，善于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分析和解决问题；③独特性，从新的角度、新的观点认识反映事物，对事物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特见解，提出新的思想，用新的方法解决问题；④批判性，善于独立思考，敢于质疑，能够提出合理的批判性意见。

元认知知识和能力测验，包括评价、计划性和监控、调节等几个方面。

语文、数学“双基”常规测验，根据教学大纲、教材和年级特点，测试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等。

所有测验材料，均经过提出基本构想、具体编制、预测、获得信度资料等几个过程。

实验研究的具体措施和具体做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涉及教育条件或“环境”的方面。

1.更新干部、教师的教育观念

提高他们的教育、心理理论水平，明确培养目标——教育的主要目标在于造就能够有所创造、发明和发现的人，而不是简单重复前人已做过的事情的人。

2.调整课程设置

减少语文、数学课时，增设信息课、英语课、创造思维训练课、创造技法课、欣赏课，增加体育、音乐、自然常识的课时，以利于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

3.改革教材内容

对原有学科教材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删改和补充，对新设学科内容，进行严格选编，一方面使教材的知识结构更加合理，另一方面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最新信息量。

4.改进教学方法

改革、创新教学方法，是本研究重要变量之一。本研究为实现知识掌握于课堂、能力培养于课堂、教法与学法创新于课堂，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例如，“发散式识字法”（一字带多字、一字组多词、一词造多句），“动、静结合阅读法”“发散—集中—发散思维训练法”“探究—研讨—小结独立学习法”。这些新方法，注重学生创造才能的思维品质的培养，注重元认知的训练，注重创造动机、创造的自信心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在研究过程中，选取被试，确定实验班和对比班；贯彻实验措施，包括培训实验教师，全面贯彻各项实验措施，按学年评价实验效果，修正、补充有关措施，调整实验过程。本研究连续实施共6年，分低、中、高三个年级段测量、分析、评价。

（三）结果与分析

通过六年的追踪研究，我们获得了大量的科学数据。下面我们从学生创造才能的各种品质的发展水平、从学生创造才能发展的认知机制、从学生创造才能的发展与学习成绩的关系、从学生的创造性活动的综合效果、从教改实验与教师素质提高的关系五个方面，简要地介绍本研究的主要效果。

第一，实验班与对比班学生创造才能的四种品质的差异分析。我们对实验班与对比班学生的创造才能的四种品质进行了测查和分析，结果如表5-1。

表5-1 两组被试创造能力四种品质发展水平差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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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1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创造能力的四种品质上，实验班学生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对比班学生，差异均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这说明：学生创造才能的思维品质是可以在语文、数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教学中得到培养的。

在一题多解上，我们对两种被试进行的测查经过分析，结果如表5-2。

表5-2 两组被试一题多解正确率成绩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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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2可以看出：实验班与对比班在一题多解的成绩上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异，说明本实验所施加的教育措施，培养了学生的创造能力，提高了学生的分析、概括水平，实验班学生明显表现出了多角度、多侧面、创造性地选择新颖独特的解题思路的能力。

在语文学习中，这种效果也是很明显的。在这里举个例子，“请在‘英雄’这个词前面加上适当的词，加得越多越好”。结果实验班加上了41个适当的词。这种教学活动，不仅发展了学生的语言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品质。实验班与对比班在这方面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异。结果如表5-3所示。

表5-3 两组被试词语发散成绩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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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两种被试续写结尾的作品分析，结合表5-4反映的结果，可以看出：实验班与对比班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这说明实验班学生在实验措施的影响下，思维灵活、联想丰富、想象独特，设计结尾不但表现出思维流畅性，而且角度多、新颖。这正是实验变量产生的实验效果。

表5-4 给短文续写多个结尾成绩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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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实验班与对比班学生元认知发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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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实验班与对比班学生创造才能的认知机制的差异分析。学生创造才能的四种品质的发展，从认知机制的角度分析，是学生在学习活动中，根据自己的特点而灵活地制订相应的学习计划、采取适当的学习策略，并积极地进行反馈、监控和调节，及时地修正学习策略。本研究以此作为培养创造才能的认识基础。表5-5就是我们对实验班和对比班学生元认识知识和能力发展水平的测查与分析的结果。

表5-5表明：实验班学生的元认知知识和监控能力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对比班，它一方面证明了实验措施在发展学生创造才能的认识机制方面效果显著，另一方面证明了元认知水平的提高是创造才能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实验班学生元认知知识水平较高，意味着学生懂得更多的有关学习、解决问题的过程、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方面的知识，知道了更多的学习策略。而学生较强的监控能力，则说明他们在实际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更善于自觉地监控、调节自己的学习活动，更善于获取反馈信息，评价自己学习活动的效果。

第三，实验班学生创造才能的发展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在六年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实验班学生在创造才能的发展上远远高于对比班，我们同时看到：在“双基”水平上实验班也非常明显地优于对比班。

第四，实验班学生创造性活动的效果与全面发展的分析。为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才能，本研究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创造性活动，诸如创造性的学习活动、创造性的班队活动、创造性的兴趣活动、小发明、小创造活动等。其中，创造性的学习活动是核心。各种创造性活动发展了学生的独立性、探索性、创新性，学生不仅得到了全面发展，同时个性特长、特殊的创造才能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到实验后期，随着学生知识经验的不断深化，创造精神不断增强，创造才能的四种品质不断发展，其特殊的创造才能的发展效果日益明显。在市、区级的棋类、游泳、绘画、电子琴、手风琴、摄影、作文、数学等项比赛中，实验班成绩突出，与对比班差异非常显著，各类奖共获得50多人次。例如，棋类共获奖14人次，其中一等奖5人，二等奖2人；游泳共获一等奖22项，二等奖14项；数学竞赛获区团体总分第一名。此外绘画一等奖1人，作文比赛一、二、三等奖共6人，摄影一等奖1人。另外在创造杯活动中，实验一班获全国前50名金杯奖，实验二班获全国创造杯奖。

第五，实验班教师创造才能水平提高的效果分析。科学的教改实验，不但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才能，而且培养并提高了教师的素质。在六年的实验研究中，教师的改革创新意识有了明显的增强，创造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与对比班教师的明显差异表现在：①实验班教师探索教改新路线的积极性明显高于对比班教师；②实验班教师系统学习了教育学、心理学，其教育理论水平明显高于对比班教师；③实验班教师的教育科研能力不断提高，掌握了一些科研方法，逐步将教研与科研结合起来，成为探索教育规律的核心力量。六年来，参与本研究的教师，在全国、市级报刊上发表论文30篇，获各类奖项13个，著书6本。这是教师在创设有利于学生创造性发展的教育环境中的一项显著表现。

由此可见，为了实施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素质教育，创设有利于创造性发展的学校环境至关重要，它对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发展是一项基础工程，我们在本书的第七章和第十章会做进一步的论述。

第三节 社会环境是创造性发展的源泉

社会环境是指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人类通过长期有意识的社会活动所创造的人工环境，如城市环境、工业环境、农业环境、医疗休养环境等，也包括我们第一节陈述的文化环境。也有学者主张应包括政治环境、经济关系、道德观念、文化风俗等上层建筑。社会环境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乃至人类创造发明的标志，并会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不断丰富。

对社会环境与创造性关系研究较多的是前文已述的文化环境和教育环境。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环境，主要涉及政治环境、组织或单位环境、资源环境以及家庭环境，也就是除文化环境和教育环境之外的社会环境。

一、政治环境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在上层建筑中居于统率地位，它应该是重要的“长期系统环境”。政治环境要涉及政体、团体、政策，涉及政治文明、政治斗争、政治路线、政治模式和政治管理等，涉及战争与和平、国家兴旺发达水平等，涉及人民民主、自由、和谐等。因此政治环境是个复杂的概念。

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李约瑟及其崇拜者坦普尔分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国创新精神》中强调，尽管古代中国有多项发明是世界第一，但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和工业革命都起源于欧洲而不是中国？这是近代中国的政治环境所造成的。

郭有遹（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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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创造心理学》中根据其编制的“中国创造者评鉴量表”，筛选中国历史上667名天才（画家234人、文学家204人、哲学家109人、科学家120人），发现这些人分布在初唐、晚明至清初等九个时代，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一个朝代的鼎盛时期或鼎盛时期之后。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由于要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政治环境，所以在“创新、开放、绿色、共赢”的国策中，创新是第一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动力。”因为有了这个政治环境，所以在我国减少了或破除了利益固化的阻力和樊篱，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落到了实处。连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2015年7月15日）都感叹“中国‘创新热’令人印象深刻”。

由此可见，政治环境的主导者是政府，是政权。政治环境会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当然会影响到人们的创造性。政局稳定，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就会给个人或组织（单位）营造良好的环境。于是，近20年来，我国海洋科学、核科学等领域取得“零”的突破，大大提升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我国医学领域在解决人类严重传染疾病方面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我们在第一章开头篇就谈到我国航天领域的研究已经能够应用到人类的各个领域。我国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天舟一号”成功实现在轨补加推进剂，我国自制航空母舰正式下水，4500米载人潜水器开始水池试验，大型客机C919成功首飞，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即将陆上首飞等。由此可见，政治环境是一个国家创造性发展的最大动能。

二、组织环境

组织是指人们为实现一定的目标，互相结合而成的团队、集体或团体，又称本单位环境或外系统环境和中系统环境。自从熊彼特100年前提出组织创新的概念以来，创新理论与创新实践得到长足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创新或创造性不再只是企业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的专利，还是全体员工的共同行为。员工创造性是组织创新的基础。

先来谈三个例子：

一是“两弹一星”精神。“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与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中国装有核弹头的导弹飞升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今天我们都在称赞并高度评价“两弹一星”的功臣，他们是了不起的科研组织者，他们是永垂不朽的伟大科学家群体。尽管今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的精神，即“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国人的创造性。当时我国的经济条件极差，环境因素也很不理想，知识分子的地位也不高，但我们的前辈为什么能够创造世界的奇迹呢？这源于他们的信念、理想和责任心，源于他们的爱党爱国主义的精神。这种“两弹一星”精神，是组织环境中最高的境界。

二是我们所关注的民营企业家。以华为为例，2016年8月，全国工商联发布“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华为以3950.09亿元的年营业收入成为榜首；同年8月，华为在“2016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名第27位。三十年前，世界上没有华为；三十年后，全世界都知道华为。华为的成功，与任正非及其所在的组织环境因素密不可分。华为实行轮值首席执行官（CEO），由几位高管轮值出任；主张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开展有价值的创新，反对为创新而创新；坚持开放、包容和鼓励试错，每年拿出大量经费用于研发，与全球诸多大客户包括沃达丰等运营商建立了28个联合创新中心；反对个人英雄主义，主张团队作战，“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让企业员工和合作伙伴有“获得感”，正如任正非所言：“华为企业文化建立的一个前提是要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价值评价体系与分配体系。”“咱们崇尚雷锋、焦裕禄精神，并在公司的价值评价及价值分配体系中体现，决不让‘雷锋们’‘焦裕禄们’吃亏，奉献者定当得到合理的回报。”所有这些都对华为的成功有重要影响。

三是我们自己的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是一个优秀的创新组织，它隶属于学校心理学部。多年来，它的科研创造力不仅在北京师范大学位居前茅，而且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建设基地，在154家重点基地中，被评为第二名。它既能将创新成果发表在国内外重要杂志上，尤其是SCI&SSCI高影响杂志上；又能用其咨询报告，被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委员批发；它获得大量的应用性科研成果，如为教育部制定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在全部26省市设置教改实验点提高广大中小学教育质量，在抗震救灾过程中不仅获得突破性的实践成果，而且将其经验用科研报告的形式在国际重要杂志发表了30篇引起国际同行关注的研究报告。它研究教师心理，尤其是倡导中小学教师参加教改科研的理念，获得全国优秀教师的响应。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创新都是各种复杂因素（如组织环境、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等）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了阐述方便，我们这里仅仅强调了组织环境因素的作用。

以上三个例子体现了组织环境与创造性的关系。我们在研究中有三点体会：一是组织的决策要科学且人性化，特别是评价与奖罚制度要合理，所培养的员工要有如社会心理学家张志学教授所提出的“成功人士的特征：境界、胸襟、抱负、思想、能力、气魄、毅力、谋略”；二是组织人员在创造性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进而推动组织成员创造性潜能的发挥；三是要有资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是全世界的共识，因此充足的资源和技术等物质条件在组织环境中显得十分重要。

三、家庭环境

家庭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而产生的亲属间的共同生活组织，它是典型的微系统环境或微观环境。家庭成员之间以感情为纽带，家庭环境对人的影响，尤其是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庭中对儿童、青少年的教育有长效作用。

（一）国际认识

在创造性与家庭环境关系研究中，国际社会上有一种家庭动力理论，认为一个人是否做出创造性的成就，与他的出生顺序、性别、种族、家庭规模大小、社会经济地位、与父母的关系、遗传气质都有关系，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曲线关系。在家庭动力理论中，有一个进化模型，认为孩子为了获得父母的关注，在家庭中产生了分化的、相互区别的小生态环境。我们在研究中的实证材料没有发现出生顺序、性别、家庭规模等因素的作用，自然科学家、社会学家和企业家等创造人才更多提及的是父母教养态度。第八章会提到拔尖创新人才的成才环境是鼓励性的、支持探索的，就是指家庭能够提供一些智力上的支持，或是家庭环境是宽松的，即允许童年的自由探索。

关于创造人才成长的阶段，国际上有三位心理学家对家庭与创造性发展有过论述，他们是高文、维果茨基和布卢姆。其中高文和维果茨基的研究结论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产生的，高文整合了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与埃里克森的情感发展阶段的划分，提出了家庭教育中认知与情感发展的整合阶段模型；维果茨基关于家庭促进创造力发展阶段的思想是经过斯莫卢查整理与重构提出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关于创造性想象的发展模型。二者的共同点是，他们对创造人才成长阶段的观点是基于心理发展的理论分析，不是基于对各种科学或企业创造人才成长历程的实例分析。从前述家庭对创造人才心理特征、创造过程以及成长历程的分析来看，创造力尤其是做出创造性成就要比想象力及想象力的发展复杂得多。布卢姆的创造力发展阶段理论中所提出的阶段非常简单，将创造力的发展分为才能发展早期、中期和后期，而且主要关注才能的形成与发展，不关心情感的发展。

（二）我们的研究

我们在创造性人才成长研究中，提出一个包括五阶段的模型，本书第七、第八章会展开分析，而在这一模型中，前两个阶段与家庭密切联系，促进了个体主动性的发展，后几个阶段是作为一般成就基础的特征发展的阶段，以领域知识的积累、技能的形成以及创造性工作为主，但也离不开前两个阶段的基础，离不开家庭的影响。

我们在关于拔尖创新人才的研究报告中，提过一个“生活事件”的概念。生活事件是指发生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对个体产生深远影响，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创新人才创造过程的事件旺达，是创造者本人知觉到的事件，包括不同成长阶段的重要他人、事件，以及当事人与外界的关系。人生不同时期的重要生活事件不同，这些不同时期的生活事件最终都会被个体整理成为个人的人生经验，并对后来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在我们的研究中，家庭创造产生重大影响的生活事件。因此在分析各个阶段的影响因素时，我们都会分析重要他人即家庭成员与个体的关系以及其对个体创造的主动性发展或一些成就基础形成的影响。

在自我探索阶段，创造人才成长的重要他人是父母和教师。父母与教师的鼓励、赞扬和宽容使儿童展开心灵的翅膀、张大好奇的双眼探索世界和自我的重要心理环境。通过这段时间的探索儿童的好奇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同时更多的秘密吸引着他们进一步去探索。在从事的许多活动中他会慢慢发现自己哪些方面比较擅长，从而在获得愉快感的那些活动中投入更多的精力。这一时期也是奠定人生观基础的重要时期，父母明确地告诉孩子一些人生的道理，如“要做一个有用的人”“美好的生活要靠劳动来创造”，更重要的是他们认识到努力与美好生活的关系，因而这一时期是个体主动性形成的重要时期。当然，在创造性人才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钢琴演奏家傅聪被誉为“钢琴诗人”“杰出天才艺术家”，但他从小接受的是“虎爸”教育。他的父亲傅雷曾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赎不了这种罪过……”为了让傅聪“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父亲对他严苛残打。可是我们在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与企业家的调查中，却有半数以上的拔尖创新人才在家庭教育中是受到严慈相济或民主作风的良好教育。因此，严是一种良好教育，爱也是一种良好的教育。

（三）我们的个案研究

我们团队的张景焕、王静和贾绪计对钱学森先生、钱锺书先生和宗庆后先生所受的家庭教育与其创造性的关系进行了个案分析。

1.钱学森的科技人生

我们采用《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江来，肖芬，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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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蚕丝——钱学森传》（张纯如，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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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材料来源，说明家庭环境对杰出科学创造人才成长的影响。综合这些材料分析发现，钱学森拥有良好的家庭经济条件，表现在父亲拥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接受过国外文化的熏陶，从事与教育有关的、体面的工作，母亲也受过良好的文化熏陶。良好的家庭经济与社会背景条件使父母有更多精力和经济基础以合适的方式培养他们的子女。

钱学森的父母愿意花时间来陪伴他，并采用自主支持、民主的方式教育他，发展他的兴趣。同时，也为钱学森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让他在智力上不断经受挑战，不断获得新的经验。父母对钱学森寄予了较高的期望和要求。“钱学森的父母希望自己唯一的儿子成为一名学者，为社会做出长远的贡献。”

父亲的自主支持激发了钱学森的想象力、独创性，培养了钱学森的兴趣爱好。“钱家父母喜欢激发儿子的好奇心，鼓励钱学森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他们用很大精力培养孩子，抽出时间陪孩子玩儿，给孩子买低幼读物，看图画，学认字，培养孩子的兴趣。”“钱学森是一位业余标本制作家，爱好音乐，兴趣广泛。”“敢于质疑权威。”父母的行为控制帮助钱学森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思维习惯。“父亲对儿子的管教十分严格，从小培养他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每天早晨按时起床，晚上按时睡觉。上学的时候一定要衣帽整洁，书包要整理得井井有条。回家以后，帽子、外衣、书包，不能乱扔乱放，有一定的规矩。做作业、写字、背书等都要一丝不苟。”这种周密、严谨的作风在他身上保持了一生。

由此可见，父母的自主支持和行为控制影响了钱学森的兴趣、爱好、开放性和行为、思维习惯，对他人格特征的养成和创造力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钱锺书的书香气质

著名学者钱锺书一生成就非凡。他的小说《围城》令人拍案叫绝，蜚声世界；他的诗话《谈艺录》知识广博，论述严密，开创了中国比较诗学的先河；他的学术巨著《管锥编》气魄宏伟，又独创新见，给学术研究、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我们以孔庆茂的《钱锺书传》（孔庆茂，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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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吴泰昌的《我认识的钱锺书》（吴泰昌，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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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材料，分析家庭教育对其创造性成就的影响。

钱锺书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是当地受人尊敬的乡绅，大伯父是个很有才气的人，书法非常好。钱锺书的父亲就是一位大学问家，对其从小就严格要求，敦促学业。这样一个旧式文人家庭很注重国学教育。充满文墨气息的家庭环境对钱锺书也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小小年纪已经在点读《尔雅》《毛诗》《唐诗三百首》了。钱家有一个良好的家风，对学校里布置给孩子的作业多不过问，课外却为他们再布置一些学习内容，如读文史著作、写议论文章。良好的家学渊源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家庭环境对他的发展极为有利。钱锺书四岁时，由大伯父教他识字。”

在这种家庭氛围的影响下，钱锺书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书籍是始终伴随其左右的虚体人物，不论何时何地，钱锺书总不忘阅读，正是他的博览群书，博闻强记，使他取得非凡成就。“锺书在七岁以前已囫囵吞枣地读完了家中所藏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名著。对小说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往往一坐就是两三小时，读得津津有味，连回家也忘了。后来他开始迷上了外文原版小说，一本接一本阅读，看得很快且很有兴趣。动力来自兴趣，完全凭着对文学的热情与天赋。常常把古今中外的学问做‘比较’或‘打通’的研究，也许正是小时候培养起的兴趣和习惯的发扬光大吧。”这种兴趣伴随他一生，成为他最直接的动力。他从小就表现出卓尔不群的记忆与对文字的敏感天赋。“记忆力很好，一回到家中便能把书上的内容原原本本讲给两个弟弟听。他不仅记忆力好，口才好，还善于想象和联想，常常思考一些‘可笑’的问题。他从小就善于在阅读中前后联想对照比较。阅读了《圣经》《天演论》等不少的西方文学、哲学原著，英文成绩突飞猛进。他的英文完全自学，既不能归于家教，也不能说得益于听课，而是他语言天赋的体现和大量阅读外文原版书的收获。凡浏览过一遍的书，他几乎过目不忘。”

在学校期间，钱锺书的才华不断被老师赏识，被同学所崇拜，也被父亲夸赞，逐渐成为父亲的骄傲，这种体验大大提高了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确立了他在学习上出人头地的愿望，他从中发现了自己的天赋和出路，有了超越一切人的信心，这种信心又为他增添了发愤读书的动力。“取得了中文竞赛全校第七名。一个刚入校的初中新生取得了这样高的名次，这在桃坞中学是史无前例的。大受校长和老师们的青睐，把他作为重点保护对象。连外籍教师也夸奖他的英语地道纯正，不夹杂一点儿中式英语的腔调。姆妈听到后很高兴，马上就把这消息告诉了钱锺书：‘阿大啊，爹爹称赞你呢！说你文章做得好。’锺书高兴得简直要蹦起来。钱氏兄弟俩以绝对优势压倒高年级优秀生，在校内引起了极大轰动。”这相当于人才成长的才华展露期。

由此可见，钱锺书早期所接受的良好家庭教育与熏陶，使得他的志趣得以培养与表现，并且从小就感受到了才华展露初期的成就体验。

3.宗庆后的创业人生

宗庆后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代创业型民营企业家的典范人物。他一手创办的娃哈哈集团，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大型食品饮料企业集团，为中国最大的饮料生产企业。2010年，宗庆后先后被福布斯全球富豪榜、胡润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评为内地首富，胡润特别评价说“这是中国第一次有‘饮料大王’成为全国首富”。2012年，宗庆后再次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位置。2016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中，宗庆后家族财富位列中国大陆第三。

宗庆后出生时家庭条件比较差，对于儿时的记忆，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很苦的。艰苦的生活，让天生内向的宗庆后总是默默地看着母亲为家操劳忙碌着，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没有时间和精力陪伴自己，因此，宗庆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独立。母亲经常教育他“做人要有志气，不怕吃苦；做人要老老实实，工作一丝不苟；做人要厚道，不怕自己吃亏”。当宗庆后带着年幼的弟弟羡慕地看邻居家孩子吃糖时，母亲严厉地给他们定下规矩：以后再看到别人吃东西，不许停留，要立刻离开。母亲告诉他：“弟弟们年纪还小，肯定无法控制自己。身为哥哥的你，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给弟弟们做个榜样，并要管好两个弟弟。”（迟宇宙，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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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的这些经历，虽然没有直接促进宗庆后的创造性，但锻炼了他的独立性、自制力和坚持性等优秀品质，这对于日后创造性成就的取得有重要影响。

最后，综合国际与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为了更好地创设有利于子女发展的家庭环境，我们提出了五项建议：一是处理好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关系，努力把子女造就成社会需要的人才；二是处理好养育与教育的关系，家庭教育也有德、智、体、美的要求；三是处理好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父教与母教的关系，一个完满的家庭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子女包括创造性在内的人格的发展；四是处理好家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重视对子女非智力因素或情商的培养；五是家庭教育也要有原则与策略，如正面教育和积极引导，严慈相济，循序渐进，以发展的观点看孩子等。我们的建议来自我们对创造性心理学其他课题的研究。

第四节 和谐的环境是创造性发展的保证

推进科技进步，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国家发展的战略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是应对国际经济形势深刻变化的必然选择。而创造性发展与自主创新，需要一个民主、和谐的环境。这就是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2010年中国科技技术协会在福州市召开了第12届学术年会，主题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自主创新”。我在该会的分会上做了《心理和谐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自主创新的保证》的报告。我把报告稿作为我们学术团队重视和谐社会与创造性发展的关系，提出心理和谐是创造性发展的重要保证的一次理论性尝试（林崇德，刘春晖，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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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今天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如何从心理学的角度促进创造性的发展，更好地进行自主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心理和谐为的是构建和谐社会。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首次阐述了社会和谐与心理和谐的关系，并指出：“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咨询网络，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从中可见，心理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特别是自主创新的精神基础和人文保证也必然会促进创造性发展。

一、心理和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

和谐主要指的是处理与协调好各种各样的关系。和谐社会的三空间是指自我关系、个人与他人关系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心理和谐与社会和谐是统一的，一个人如果能够处于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的心理健康状况，那么他就拥有和谐心理。从心理和谐的角度说，围绕和谐社会的三个空间，我们必须处理好、协调好以下六个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软件与硬件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正确处理这六大关系是建构中国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保障。

（一）人与自我的关系

心理和谐首先要求处理好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主要涉及自我修养的准则。每个人的心理和谐是以自我和谐为基础的，“信心”是人与自我关系的首要因素，它是指相信自己的愿望或预想一定能够实现的心理。对于个人乃至国家来说，信心是事业成功的保证，是自我成长的动力。所以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心理学中有一个名词叫“自我效能感”，意思是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进行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自我效能感的增强保证了人对自我的认同，进而使人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自我效能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信心来表示，一个人对自身能力的肯定，对达成创造性结果的预期越准确越自信，就更能发挥自身创造性的潜力。

（二）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又称为“人己关系”，主要涉及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包括朋友、同伴、同事、敌我、同志、亲子、上下级、长幼等之间的关系。心理和谐要求人们正确对待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人与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促使个体对组织或群体环境产生归属感、安全感，继而达到自身的心理和谐状态。正因为有了归属感和安全感，人们才能更好地进行沟通，建设高效率的团队，进行团队合作，从而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潜力。从团队之间的角度考虑，为了保证社会和谐发展，必须防止违背道德的经济竞争模式，从而形成一套和谐、良性的竞争方式。因此，努力营造一种理解、友爱、多赢的人际环境的氛围是正确处理人与人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

（三）人与社会的关系

心理和谐不仅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自己、他人，也要重视和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即 “群己关系”，它构成政治环境的基础，包括个人对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社团、集体等关系，爱国主义是人与社会关系的核心。只有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并树立国家意识，才能自觉地捍卫国家主权、尊严和利益，才能具有文化自信，才能传播弘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文化，才能对国家、政党和政府产生信任感，自身也能更好地达到心理和谐的状态，从而为建设和谐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也能发挥出最大的创造性潜力为国家服务。

（四）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涉及人类对自然进行认知和自然环境对人的心理及其发展产生影响的问题。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例如，过度消耗资源造成资源紧缺，污染环境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等，都反映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如果我们持续处于这种人与自然不和谐的状态，那么最终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将受到影响，不仅人们的心理和谐难以达到，和谐社会也将难以实现。因此，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效地、合理地利用自然、开发自然，才能促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达到这一境界有助于我们快速开发自然创造性的潜力，进行绿色发展方式，创建和谐社会。我们在阐述环境与创造性的关系时，主要在分析社会环境与创造性的关系，而很少涉及自然环境与创造性的关系，其实自然环境与创造性的发展密切相关。首先，人类创造是从改变自然开始的，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三章都谈到了这一点；其次，今天的社会创新和创造仍与自然环境相关，且不说改造自然环境，我们创新创造时的资源也往往来自然；最后，自然环境又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古今中外，哪篇诗词不描写自然美景，哪部小说不对自然情境做描述。由此可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也是创造性发展的重要保证。

（五）软件与硬件的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可能是全国“师范大学”中面积“最小”的一所，从而使其所拥有的硬件设施有一定限制，但在全国高校排名榜上，我校总能在第十名上下浮动。我们加强软件建设，提高教学和科研的软实力，突破硬件限制，正确地处理了硬件与软件的关系。从中我们体会到，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调动人的积极性的重要性，也体会到充分利用心理和谐在提高创新能力中的重要作用的益处，只有心理和谐了，人们才能潜心学术，发挥主观能动性。处理好软件与硬件的关系，有利于营造鼓励创造性的环境，以便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使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创新人才大量涌现，使我国科技软实力大幅度提高，形成和谐经济社会。

（六）中国与外国的关系

今天的世界极不太平，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一个和谐的世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基于“和谐世界”的理念，我国提出了“和谐外交”的政策。这一政策主张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各国的共同问题，增强联合国的作用，致力于确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环境。它体现了我国目前处理与外国关系的态度，正是在这种和谐外交的方式下，才有可能建立和谐世界，从而在和谐的大环境中保证中国建成创新国家，富国强民。

二、心理和谐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出了新的指标体系

当我们谈到社会和谐发展时，仅仅用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够不够？答案是否定的。尽管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能够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经济发展的水平，但在建设和谐经济社会的过程中，仅仅关注生产总值是不够的，更要结合一系列的人文指标，才能更好地、综合地评价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程度。一个和谐的社会不仅需要对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进行测量，更要结合对人类发展的人文和社会因素进行客观的评价和衡量。国际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不断提出一系列的人文指标，而心理和谐是要求人们重构关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指标体系。目前，在与心理和谐相关的指标中，有利于评价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幸福的指标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人类发展指数

该指数的目的在于展示一个国家是如何使其国民长期享受健康生活的，它由寿命、受教育程度以及生活水平3个指标构成。寿命以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测量；教育程度以成人的识字率（占2/3权重）和国民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占1/3权重）来测量；生活水平以真实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测量，不过，这必须通过购买力加以矫正。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大于0.80，说明该国家或该地区已处于高层次的人类发展水平；如果处于0.50～0.79，处于中等层次的人类发展水平；低于0.50则处于低层次人类发展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稳步提升，增长了近50个百分点，是世界平均增长水平的两倍。这说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生活质量有很大改善，这既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表现，又成为促使为和谐社会和创新或创造性发展的个人因素的基础。

（二）幸福指数

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越是经济发达的社会，越要考虑到主观幸福感，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并不足以评价个人和国家真正的幸福感。自此，幸福指数逐渐成为评价一个国家国民幸福程度的重要指标。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幸福指数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又是社会成员创造性发展的“方向标”。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我们国家努力的方向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有些地区片面追求总量增长，牺牲环境，浪费资源，甚至直接损害劳动者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但人民的收入并未相应增加，有些生活质量反而下降，幸福感降低。这一矛盾就是旧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与人民幸福指数的矛盾，正确解决这一矛盾的做法就是转变旧有的经济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立和谐的社会环境。

（三）信任（信仰）指数

信任是对国家、政府、社会的一种深信并敢于托付的指数。通常有以下三种含义：一是指信奉，相信、崇奉并奉行某项原则；二是指信仰，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三是指信念，是指带有情感色彩的确信的认知。共同的理想信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坚定理想信念能够激励人们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信任指数取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威望，我国近几年来多灾多难，每当灾情发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冒着生命危险，最早到达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如此关心民生的举止怎么会不让百姓群众信服。当然，对国家、对政府和对社会的信任指数也与一个国家的“清廉指数”有关。尽管我国的清廉指数排名逐年上升，但并不太高，这使我们深感惩除腐败任重道远，虽然腐败仍旧是一个重大的全球难题。

（四）儿童青少年发展指数

2001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制定了一个衡量儿童发展的综合指标，目的是促进0～8岁儿童发展，充分开发他们的认知、情感社会和体能等方面的潜力。2004年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0～18岁儿童青少年开展较全面的研究。儿童和青少年是我们社会的未来，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因此如何确保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也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主持的国家科技部立项的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课题“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查”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儿童青少年认知健康与心理健康保障工作提供了可参照的科学标准，获得了中国儿童青少年的发展指标。在国际上，还有一个儿童青少年风险指数，可以作为一个反证，列入儿童青少年发展指数中。其内容是指一个国家的儿童青少年总数与经历风险，如身体残疾、营养不良、心理障碍、性别歧视、家庭暴力和同伴欺辱等因素的儿童青少年相对比例数。我们在研究中看到，儿童青少年的创造性发展，与儿童青少年发展指数具有一致性，而与风险指数呈负相关。

（五）教育发展指数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有关的条款，我们把教育发展指数理解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部署与安排的指标。该指标的重要任务是根据一定时期内国家和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综合考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提供的条件，以及教育发展现状，确定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规模、结构、投入，规定教育发展的各项指标。《纲要》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发展教育，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保障，办好教育也是心理和谐和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支柱。而教育与创造性发展的关系，我们在第二节已经论证，此处不再赘述。

三、和谐社会为创造性营造了文化氛围

当前，我国正处在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和谐发展社会的关键时期，如何更好、更快地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关键是发展创造性，尤其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创新是心理学研究中颇为重要的概念。我们反复强调在心理学界，“innovation”（创新）和“creativity”（创造性、创造力）是同义语。不管是创新还是创造性，都在强调一种精神，它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或创造力的实质是主体对知识经验或思维材料高度概括后集中而系统的迁移，进行新颖的组合分析，找出新异的层次和交结点。如前所述，概括性越高，知识系统性越强，减缩性越大，迁移性越灵活，注意力越集中，创造性就越突出。提高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是大力培养创新或创造性人才。

从创新或创造性的实质出发，创新人才既包含创造性思维即智力因素，也包含创造性人格即非智力因素。培养和造就创新人才，不仅要重视培养创造性思维（智力因素），也要特别关注创造型人格（非智力因素）的训练。

从创新或创造性的含义到创造性人才心理结构的探讨，我们能够看到，和谐社会和和谐心理是创造性的关键。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营造和谐的、有创造性的文化氛围，有利于人们创新意识、创造性活动和创造性才干的发展。这就要求提高认识和内化创造力，使创新意识深入人心，形成支持型环境气氛，呈现创造性的环境气氛，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要营造鼓励科技创新的社会氛围就必须大力倡导和弘扬崇尚创新、鼓励创新的精神，为造就一支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要在全社会培育创新意识，大力提倡敢于创新、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的精神，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良好社会环境。只有文化氛围鼓励创新，社会环境和谐，人们才能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对国家、政党和政府产生高度信任，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涌现出更多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人才。

第二，我们在第一章曾指出，智力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智力高的人群比智力较低的人群的创造力潜能要大，然而智力高的人未必有创新的意识和创造的能力，这就取决于其他的因素或“外部因素”，这种“外部因素”中最主要看是否有和谐社会、和谐心理。例如，积极的兴趣和爱好、创新的动机和成就感、导师或类似导师的人指引、交流和合作的气氛、亲人的鼓励作用、多样化的经历、挑战性的经历、有利于个体主动性发展的成长环境、有利于产生创新性观点的研究环境等，这些都是影响是否具有和谐心理的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只有适合创造力潜能的开发，才能和内部因素一起促进创造力的培养。

第三，构建新型的人际关系，促进创造性人际关系的形成，包括树立民主型的领导方式，改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构建“你—我”型的朋友关系，改善“人—己”关系，积极开展团队合作，强调团队精神，培养团队内良好的同伴关系，促进自主创新的发展。这与前面所讲的人与人的关系紧密相连，只有完成和谐的团队建设，保证每位成员的心理和谐，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成员的自主创新能力，为和谐经济社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四，健全创新组织管理制度。如第三节提到，营造鼓励和谐的、创新的环境，包括重视科技人员（包括高校教师）的管理，给这些人群足够的研究时间和空间保证；重视在科研经费的管理中，给研究人员充分的经费保证，这样能够确保研究人员专心研究学术，从而有利于创造力潜能的激发；实行分层管理，消除人事管理中“一刀切”问题对创造力的不利影响；形成创新评价制度，解除当前贯彻创新教育理念的束缚。

四、“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的心理和谐方法为社会发展与创造性扫除了障碍

我们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人文关怀是关心、爱护、尊重人；心理疏导是遵循人的心理活动规律，通过解释、说明、沟通等方式，疏通人们的心理障碍。人文关怀侧重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方面的感受和需求，心理疏导则侧重解决人们的心理障碍问题。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帮助人们解除思想困惑、疏导情绪，有助于缓解人的心理压力、促进人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平衡。这两种途径都是建设心理和谐乃至社会和谐的方法，只有正确运用这两种方法，才能为社会创造性发展扫清心理上的障碍。心理和谐则要求我们从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角度关注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加大对一些特殊群体的关注，关注他们多层次的心理、情感需求。只有通过“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的方法达到和谐心理，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与自主创新扫除各种障碍。

今天，应该给予哪些人群“人文关怀”呢？

一是应重视学生的心理行为问题。他们是未来的创造性群体，儿童青少年强，国家才能发展创造性。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把关注焦点首先集中在学生的心理行为问题上。当今社会，随着竞争压力逐年增大，学习压力也随之增大，学生经常会出现一些心理行为问题，主要表现三方面：①人际关系的问题；②学习问题，如考试焦虑、厌学情绪等；③“自我”问题，青春期处于整合自我同一性时期，因此会对自我存在的价值产生疑问，可能随之出现情绪问题。这些都需要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学工作者通过正确的引导，不断避免和克服上述心理行为问题。

二是要重视严重的心理障碍症，防止创造性人群被心理障碍困扰。在社会上，人文关怀的重点是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和退伍转业军人就业安置工作，解决他们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进步。与此同时，对于社区来说，我们给予人文关怀的主要对象是患抑郁症的病人，要和医生配合，防止患者有自杀的倾向；对于学校来说，我们给予人文关怀的主要对象是有抑郁倾向的青少年，做好这一些青少年的预防、咨询和初步治疗工作。

三是关怀儿童青少年中的弱势群体，他们蕴藏着创造性潜力。儿童青少年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有以下几种：①留守儿童青少年。如何使留守儿童青少年保持心理的和谐和健康，摆脱孤独感等，是我们要面对的新要求和新挑战。②流动儿童青少年。如何使从农村进城市的儿童青少年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融入社会，以及他们的教育安置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新要求。③离异家庭儿童青少年。当前，父母婚姻破裂的离异家庭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和教育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④贫困儿童青少年。我们要积极促进教育公平，大力加强素质教育，更加注重教育的普惠性，推动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⑤艾滋致孤孤儿。应加强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这是和谐社会人文关怀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心理学工作者应尽的义务。

四是注重灾后受灾群体的心理疏导，以防灾害给受灾群体的创造性带来损害。举国震惊的“5·12”特大地震、“4·14”玉树地震以及“8·7”舟曲特大泥石流等自然灾难都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难以平复的心理创伤。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对受灾人群进行心理疏导和干预工作，尽可能将灾难带来的影响降到最小，减少心理疾病的发生以及对心理社会功能的后续影响。如何分阶段对受灾人群进行适当的心理干预？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工作者正承担着教育部重大社科攻关项目，深入研究，积极工作，为的是更好地为社会实施“人文关怀”提供科学的依据。“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的最好手段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在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特别是自主创新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来自客观或主观的障碍。“人文关怀，心理疏导”会帮助我们克服障碍，有利于形成创新型氛围，保证我们尽快完成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创造性的发展，从而营造一个创新型的、和谐的社会环境，培养出更多的具有创新性的、心理和谐的创造性人才，进而建设或创新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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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创造性的生物学基础



从认知神经心理学的发展角度来说，创造性可理解为人类特有的一种信息加工能力，它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核心要素。但对个体而言，历史的观察和实证研究都提示人类的创造性存在着极大的个体差异。例如，爱迪生一生拥有超过2000项发明，他发明的电灯对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更大量的个体可能一生都是在利用别人发明的产品进行重复劳动。

鉴于创造性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心理学家们一直在努力探究：为什么部分个体具有极高的创造性？高创造性个体有什么样的认知和生物学特征？如何通过各种干预包括教育提高个体的创造性？本章主要从生物学角度来阐述学术界在创造性个体差异方面的研究。

第一节 创造性生物学基础研究概况

生物学是研究生物的结构、功能、发生和发展规律的学科。对创造性而言，“生物学基础”指的是人这一客体在结构、功能、发生和发展规律上那些与创造性有关的特征。因此，理论上，高创造性人群和低创造性人群在人体解剖结构、生理功能与生化指标、基因编码和表达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性或是创造性思维时人体生理生化的特异性反应都属于创造性生物基础的研究范畴。事实上，受制于研究技术或是其他原因（如指标的不稳定性等），迄今为止，这一领域的研究多数围绕“脑”这一研究对象展开。因此，本节主要介绍创造性神经基础方面的研究成果，简单概括创造性在人体其他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特异性表现，而分子遗传学方面的内容放入本章第三节作为“展望”来介绍。

受研究技术的局限，创造性神经基础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进展缓慢。最初，人们只能通过观察和归纳在真实世界中表现出高创造性个体的头部形态结构特征来尝试解析这一问题，即以貌取人。源于18世纪末期的德国的颅相学可以算作类似的尝试；而在中国，民间也一直有“额头饱满者聪明”的传说。这类说法或观点，并不完全符合现代科学所呈现的证据，但现代科学已发现脑特别是前额叶与人类高级思维活动密切相关。因此这些观点还是有一定的朴素唯物性的。

病理学尸体解剖法的出现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科学的研究手段。但鉴于这一方法的特殊性，研究进展依然缓慢。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病理学家托马斯·哈维试图运用病理学的尸体解剖法，通过对科学家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来揭示高创造性和脑结构间的关系。爱因斯坦于1955年逝世后，哈维医生悄悄把他的大脑切成240片保存了下来。哈维医生和后继的学者们分析了他大脑的重量、沟回的形状特征和大小、神经细胞和神经胶质细胞的数量等脑的结构特征。结果也确实发现了一些不同于普通人脑的指标，如爱因斯坦的脑重为1230克（76岁逝世时，低于人类1375克的平均脑重）；他的脑细胞数量多于常人，星形胶质细胞突起比较大等。但是，人们可否因此推断“这些异于常人的脑形态特征决定了爱因斯坦的高创造力或是创造性成就”？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不能确定爱因斯坦表现出高创造性成就的成年早期的脑是否也和普通人的脑存在上述的形态差异，也不能确定爱因斯坦成年期的脑结构是否和老年期的脑结构完全一样。事实上，人脑的结构和功能也是随着个体生物年龄的增加而逐渐成熟又转而逐渐退化的。人脑正常老化是所有试图通过尸体解剖方法解决科学问题的一大障碍。

一、创造性与脑的结构和功能关系

20世纪90年代无创性脑功能成像技术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学术界出现了大量探讨创造性思维（或称状态创造力）和创造性（或称特质创造力）与人脑结构和功能间的关系的研究报道。下面主要根据自变量和因变量的不同对这一领域的成果进行分类阐述。

（一）创造性思维（发散思维）过程的脑活动和连接模式

这方面的实验结果根据数据采集的实验技术可归为两类，一类是基于脑电的数据，另一类是基于核磁共振信号的数据。基于脑电数据的实验结果一致性较高。目前认为，创造性思维时脑电alpha波功率增加（Fink & Benedek，2014）
 
[1]

 。卢斯滕贝格等（C.Lustenberger，et al.，2015）
 
[2]

 的因果性实验设计更是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他们在成人被试的前额进行电刺激或是假装电刺激的同时让被试完成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试（TTCT）。实验发现当在双侧额叶施加10 Hz 跨颅交流电刺激以加强alpha功率时，被试创造性增加；但当在额叶施加40Hz跨颅交流电刺激时被试的创造力则无变化。

理论上，创造性思维产生原创性的观念或是产品。这一产生过程离不开新联系的生成和自动的普通反应的抑制。因此，与认知控制和抑制有关的脑区及与联想思维有关的脑区可能在创造性思维中起重要作用。另外，新联系的生成基于记忆中提取的旧信息，因此与记忆有关的内侧颞叶应该也参与创造性思维过程。实践中，大量研究也确实发现，创造性思维主要与前额叶执行控制系统和默认网络的功能有关（Mayseless & Shamay-Tsoory，2015；
 
[3]

 Heinonen，Numminen，& Hlushchuk，et al.，2016
 
[4]

 ；Kleibeuker，De Dreu，& Crone，2016
 
[5]

 ），并认为默认和执行控制网络间的相互作用构成限制观念产生时的反应抑制的基础（Beaty，Christensen，& Benedek，et al.，2017）
 
[6]

 。例如，贝内德克（Benedek）等发现创造性观念的生成（发散思维）与左前额和右内侧颞叶的广泛激活及右颞顶联合区的去激活有关。吴等（C.Wu等，et al.，2016）
 
[7]

 发现数字类比推理中规则的发散产生与左右额中回的BA10、左顶下叶的BA40和额上回的BA8的显著激活有关。维拉里尔（M.F.Villarreal，2013）等
 
[8]

 的研究结果也提示前额叶和旁边缘叶（如岛叶）的激活与音乐创作能力（领域特异性创造性）有关。皮尼奥（A.L.Pinho）等（2016）
 
[9]

 的研究也为前额叶参与音乐即兴创作提供了证据。瓦塔尼安（O.Vartanian）等（2014）
 
[10]

 发现通过睡眠剥夺暂时损害额叶功能可导致被试在发散思维测试中流畅性得分减少，这也从另一维度间接地证明了额叶和创造性思维的紧密关系。

语义和语义记忆相关脑区参与创造性思维的观点也得到了不少实验结果的支持。例如，克勒格尔（S.Kroeger）等（2012）
 
[11]

 采用改编的用途任务和被动概念扩展的实验范式发现，双侧额下回，左颞极和左额极在概念扩展中被激活。埃拉米尔（M.Ellamil）等（2012）
 
[12]

 以给书设计插图为创造性生成任务，也发现创造性思维过程更多地激活内侧颞叶（双侧海马、双侧海马旁回）。达夫（M.C.Duff）等（2013）
 
[13]

 以脑损伤患者为对象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发现，双侧海马受伤者在TTCT言语和图形测试中的表现显著差于健康者。沃伦（D.E.Warren）等（2016）
 
[14]

 发现海马受损，辐合问题解决能力也受损。

研究还发现，创造性思维时，不仅人脑各功能区自身的活动模式会出现变化，人脑各功能区之间的功能连接模式也会产生变化。例如，德皮萨皮亚（N.De Pisapia）等（2016）
 
[15]

 比较了12名艺术家和12名非艺术家在艺术创作时脑区间功能连接的差异。结果发现，与字母表视觉想象任务相比，艺术品设计任务时默认网络和执行网络间的功能连接加强，而且这种加强在专业艺术家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实验结果与前面探讨创造性思维时脑活动模式的文献相呼应，从功能连接角度证明了额叶执行控制系统和默认网络在创造性思维中的重要作用。

（二）创造性与个体安静状态下脑的结构和功能关系

安静状态下人脑耗氧量占人体总耗的20%，而大脑任务状态下的氧耗变化率小于5%，这表明安静状态下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可能与认知能力有关。如此，研究者一直试图揭示大脑静息状态下的结构和功能差异与个体创造性高低的关系。

1.创造性与个体安静状态下脑灰质形态学特征（包括皮质、神经核等）

近几年来，随着脑成像数据处理技术方面的不断创新，人们开始探索创造性和安静状态下脑的结构和功能关系。这样的研究在实验时分别采集行为数据和脑结构或功能活动数据，最后把两部分数据融合起来，分析比较不同创造性的被试表现出来的脑结构或功能差异或是其与被试创造性得分的相关性，从而揭示创造性的神经基础。与在线、实时考察创造性思维过程的神经基础相比，这样的研究可以直接引用心理学原有的各种经典创造性测试，也不用担心因为外显创造性思维的结果而引发各类运动伪迹污染信号。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来也积累了丰富的数据。

（1）领域一般性的创造性与安静状态下脑灰质结构的关系

例如，荣格（R.E.Jung）等（2010）
 
[16]

 首次把皮层形态指标（如厚度和容积）的测量与创造性心理测量关联起来考察创造性与脑结构间的关系。他们的实验以65名约23岁的健康成人为对象，先通过问卷得到被试的创造性成就得分，通过3个发散思维任务得到他们的混合创造性指数；再把被试的这些行为指标和他们脑的皮层厚度进行融合分析。结果发现，舌回内一个区的皮层厚度与被试混合创造性指数呈负相关；右扣带后部与创造性指数呈正相关；较低的左外侧眶额容积和较高的创造性成就相关；右角回较高皮层厚度与高成就有关。而芬克（A.Fink）等（2014）
 
[17]

 以71名约25岁的成人为被试发现，言语创造性与右楔叶和右楔前叶的灰质密度呈显著正相关。D.A.Gansier等（2011）
 
[18]

 研究发现，右顶灰质容积和TTCT创造性测试中的创造性视空能力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结合前面创造性思维过程的神经基础研究，似乎与创造性思维过程有关的脑区在安静状态下的形态学特征与创造性思维水平的高低没有必然联系。

竹内（H.Takeuchi）等（2010）
 
[19]

 首次探讨了成人皮质下结构的形态学特征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以发散思维为创造性指标。结果发现，多个脑区的灰质容积和创造性呈正相关，包括大脑右背外侧前额叶、双侧纹状体和中脑的部分结构（如黑质、中脑腹侧被盖区、中脑水管周围的灰质）。

而焦克（E.Jauk）等（2015）
 
[20]

 进一步细化了创造性的三个指标（独创性、流畅性和灵活性）和成人脑局部灰质容积的关系。他们在研究中以独特性和流畅性为自变量，智力和开放性为协变量。结果发现，楔前叶的灰质容积和创造性观念的独创性而非流畅性有关。另外，观念独创性还与尾状核灰质容积有关。相反，观念流畅性和脑的结构相关性仅在低智力个体的楔叶/舌回有所体现。

但库辛（J.Cousijn）等（2014）
 
[21]

 的研究却没有如文献一样得到纯阳性的结果。他们在研究中招募了两组不同年龄的被试，一组为青少年（15～17岁），另一组为年青成人（25～30岁），然后分析被试的灰质容量和皮质厚度与发散思维能力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被试的灰质容量和皮质厚度与言语发散思维能力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视空发散思维的独创性和流畅性与右颞中回和左脑多个区域（包括额上回和枕叶、顶叶、颞叶的多个区域）的皮层厚度呈正相关。而且，实验结果不受年龄影响。

（2）领域特异性创造性水平与脑灰质形态学特征

国内邱江团队（Zhu，Chen，& Tang，et al.，2016）
 
[22]

 探讨了日常创造性个体差异的脑结构基础。研究采用修订的创造性行为问卷来测量日常创造性。结果发现，日常创造性活动越多，右侧前运动区的灰质体积越大。他们认为，前运动区域是高级运动计划的区域，负责新颖行为的产生和选择，是日常创造性活动所必需的。他们（Li，Yang，& Li，et al.，2015）
 
[23]

 还发现高低学术成就的大学教授在大脑相关脑区的灰质体积上也存在差异。

巴什维纳（D.M.Bashwiner）等（2016）
 
[24]

 以脑皮层表面积为指标考察了音乐创造性与脑结构形态学特征的关系。结果发现，高音乐创造性者（自我报告）在下列脑区有更大的皮层表面积：一是与音乐特异性相关的运动（如按键）和声音加工有关的脑区（背侧运动前区、辅助和前-辅助运动区、颞极）；二是与一般创造性思维有关的默认网络（背内侧前额叶、颞中回和颞极）；三是与情绪相关的脑区（眶额皮层、颞极、杏仁核）。他们认为，音乐创作可能需要领域特异性音乐专业知识、默认模式的认知加工风格和情绪经历协同加工；因此，音乐领域的创造性的神经基础也可能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创造性的神经基础，它可能需要以上三方面的脑功能区的参与。

纳瓦斯-桑切斯（F.J.Navas-Sanchez）等（2016）
 
[25]

 探讨了数学天才的脑结构形态学特征。结果发现，与年龄、智商匹配的控制组（平均年龄约13岁，智商120～130）比较，少年数学天才在额顶和默认网络的关键区域皮质厚度较薄、表面积较大。他们认为天才少年大脑同时出现的皮质厚度下降和表面积增大的现象可能反映了他们比生物年龄更早的神经成熟。

2.创造性与脑白质形态结构和网络拓扑属性的关系

创造性想法经常要求在远距离概念间建立多个连接，因此，很可能，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提高与脑神经细胞间的连接（神经纤维、白质）改变有关。目前已有不少实验结果支持这一观点。例如，竹内等（H.Takenchi，2010）
 
[26]

 探讨了21岁成人行为创造性（发散思维）和白质完整性（以各向异性分数FA为指标）的关系。结果发现，FA和个体发散思维能力呈正相关的白质包括：胼胝体邻近双侧前额叶皮层部分、双侧基底神经节、双侧颞—顶联合区和右顶下叶。结果提示：高创造性基于完整的白质纤维束。白质在创造性中的参与性可能与创造性需要不同脑区和结构的远距离概念的整合有关。荣格等（R.E.Jung，2010）
 
[27]

 以18～29岁成人为研究对象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他们发现，综合创造性指数（4个发散思维任务的平均值）与左额上回白质的FA相关。竹内等（2015）
 
[28]

 发现苍白球的平均扩散和言语创造性（发散思维）有关。

最近，竹内等（2017）
 
[29]

 进一步应用大样本（男776，女560，平均年龄为20.8岁）研究了白质容积和发散思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新皮层的广泛区域均观察到白质容积和发散思维显著的正相关，女性更加明显。这再次证明了脑区间的纤维连接对创造性的重要性。吴（C.Wu）等（2016）
 
[30]

 的研究结果还提示创造性不仅与白质的完整性有关，还与脑白质连接效率有关。他们研究发现，个体远距离联想能力与白质整体效率呈正相关，与小世界水平呈负相关。

3.创造性思维水平和创造性水平与安静状态下脑区间的功能连接

借助于脑电技术，学术界得以在更早的年代探讨创造性与安静状态下脑活动的关系。研究发现，创造性可能与一个较高的唤醒静息状态（脑电图表现出较高的α波频率或是振幅）有关。但这一论点的支撑比较弱。马丁戴尔（C.Martindale，1990）
 
[31]

 总结了七个探讨创造性和安静脑电信号间关系的研究，发现七个研究中只有两个研究得到了阳性结果，即高创造性被试和低创造性被试的皮层基础脑电信号间存在显著差异。

新兴的高空间分辨率的磁共振成像技术为这一主题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实验数据。这类研究发现创造性与人脑安静状态下各脑区间的功能连接存在关系。例如，竹内等（2012）
 
[32]

 以内侧前额叶为种子点，探讨内侧前额叶和其他脑区的功能连接强度与个体发散思维得分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扣带后部与内侧前额叶的功能连接与发散思维得分呈显著正相关。贝蒂（R.E.Beaty）等（2014）
 
[33]

 的研究提示前额叶下部和默认网络间功能连接的增加可能是高创造性的神经特征之一。他们在实验中以发散思维测试中的得分为个体创造性高低的指标，结果发现，与低创造性个体相比，高创造性个体左额下回和整体默认网络有更强的功能连接，右额下回与双侧顶下皮层和左背外侧前额皮层也有强的功能连接。

洛策（M.Lotze）等（2014）
 
[34]

 比较了作品富有创造性的作家和作品创造性低的非作家安静状态下脑区间功能连接的差异。结果发现，作家组左右脑44区间的功能连接下降，右半球尾状核和顶内沟间的功能连接加强。对作家组作品的创造性得分和功能连接值做相关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负性关，这种负相关在左44和左颞极表现得更为突出。实验结果支持“高言语创造性个体安静时半球间脑区功能连接下降和右半球功能连接增加”的观点。而皮尼奥等（A.L.Pinho，2014）
 
[35]

 的研究发现音乐即兴创作能力与双侧背外侧前额皮层、背侧前运动区和前辅助区功能连接呈正相关。

综上可见，创造性神经基础的研究目前尚处于数据积累阶段，处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在创造性行为指标的选择上，有的研究用言语发散思维能力，有的用图形发散思维能力，有的用辐合思维能力，或者直接用特殊领域内的成就。在与行为指标相关联的神经层面的指标选择上，有的研究考察任务诱发的脑活动，有的考察安静状态下无任何创造性任务时脑的结构和功能；仅灰质的形态学这一级的指标，有的研究分析它的厚度，有的分析它的容积，有的分析它的表面积。实验设计上的多样性引出了实验结果的多样性，因此，尽管这一领域已积累了丰富的实验数据，但我们尚不能获得一个一致性的或是确定性的结论。但是，透过纷繁的数据表面，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种趋势，一种和理论假设相一致的趋势，即无论是创造性任务状态下的脑活动和连接模式还是安静状态下与创造性水平有关联的脑形态学特征和连接特征，我们都能捕捉到额叶执行控制系统和默认网络系统的影像，这意味着这两个系统在个体创造性中的重要作用。

4.创造性与左右半球的关系

从上可见，创造性思维或是创造性与多个脑区的协同活动有关。但一直以来，大家认为创造性依赖于将远距离概念结合成新的和有用的观念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取决于右半球的联想加工。因此，右半球曾被认为在创造性思维中起主导作用。从本章前面的内容也可以看出，右半球确实参与了创造性思维过程，右半球的部分结构确实与创造性的高低有一定相关关系。欧伯格（K.C.Aberg）等人（2016）
 
[36]

 更进一步从神经递质层面（多巴胺）阐述了右半球在创造性中的重要作用。

现在的争论是：右半球在创造性认知中的作用是否有自主性？似乎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右半球在创造性思维中的作用可能受左半球制约，如“去抑制说”认为是左半球因各种原因减少了对右半球的抑制作用从而导致创造性的明显提高（De Souza，Volle，& Bertoux，et al.，2010）
 
[37]

 。

神经心理学研究发现，左半球损伤的患者创造性提高或是出现了以前没有的某类创造性。例如，沙迈-索里（S.G.Shamay-Tsoory）等（2011）
 
[38]

 在研究中评估了内侧前额叶、额下回、顶颞后部损伤的患者在创造性任务（TTCT图形测试和用途任务）中的独创性得分。结果发现，内侧前额叶损伤与多数独创性的严重损伤有关。而且，右内侧前额叶的损伤程度与独创性得分呈负相关；而左顶颞后部损伤与创造性得分呈正相关，即这个区域损伤面积越大，独创性越大。

吴等（T.Q.Wu，2015）
 
[39]

 报道了三例左脑损伤后出现文学类创造性的个案。患者因左外侧语言区（颞叶）缺血和内侧颞叶萎缩（杏仁核，边缘系统）而出现语言障碍，但却表现出以前没有的创造性写作行为，且在疾病期间产生了广泛的原创性作品。其中，病人A对文字游戏有了兴趣，写了大量诗歌。病人B热衷于押韵和说双关语。病人C写作和发表了一本生活指导手册。绿川（A.Midorikawa）等（2015）
 
[40]

 也报道了左脑损伤出现艺术类创造性的个案。梅斯利斯（N.Mayseless）等（2014）
 
[41]

 发现，先前没有任何艺术家经历的个体，在左颞顶叶出血后，发展出明显的艺术创造性，这种创造性随着脑出血的好转而消失。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创造性评估网络损伤引发新观念生成系统的自由从而对创造性产生释放的效应。他们随后还进一步应用fMRI在健康成人身上验证了这一假设。扫描前，要求被试完成TTCT图形测试以获得个体的创造性水平。在扫描时要求被试完成观念生成任务（用途任务）和创造性观念的评估任务（对他人生成的用途的独创性进行评定）。结果发现，健康成人评估创造性观念时左颞和顶叶的激活下降特异性地预测高创造性。整体上，左脑损伤的个案研究结果比较一致地支持：脑损伤个体突发的创造性是无意识行为的释放而非创造性的发展；或者说是左半球对右半球抑制的解除或是减弱而继发的一种释放效应。

梅斯利斯等（N.Mayseless，2015）
 
[42]

 进一步用干预手段（跨颅直流电刺激，tDCS）验证了这一假设。实验以被试在言语发散思维任务（用途任务）中的行为表现为创造性指标。他们在实验1中把阳极放在右额下回、阴极放左额下回。结果发现，被试创造性增加。但如果把电极反过来放置则电刺激对创造性不产生显著影响。实验2发现，如果仅刺激左额下回（阴极），或是右额下回（阳极），被试的创造性也不产生显著变化。

二、各类干预或训练引发创造性提高的神经基础

状态性的创造性思维是可以训练或者干预的，科学研究已证明学生接受创造性思维训练与创新性想法的产生间有着相关关系。例如，芬克等（A.Fink，2012）
 
[43]

 的研究发现认知干预（呈现他人的高独创性观念）能提高被试的创造性；格鲁泽利耶（J.H.Gruzelier）等（2014）
 
[44]

 的研究提示神经反馈训练能有效提高音乐创造性。 格林（A.E.Green）等（2017）
 
[45]

 进一步发现认知和神经干预相结合可以更好地提高状态创造性（远距离概念的联结能力）。这儿探讨的问题是：这种短暂干预或训练引起的创造性的提高伴随着脑活动和连接模式什么样的变化？

（一）短暂的认知干预

芬克等（A.Fink，2010）
 
[46]

 探讨了认知干预下情境创造性改变时伴随的脑活动模式改变。实验采用发散思维用途任务来测量个体的创造性，实验设置了4个条件：条件1为目标特征任务条件（创造性需求最低，非创造性控制任务）；条件2为用途任务条件；条件3和条件4还是用途任务但稍有变化，分别为孵化条件（对用途任务中生成的观念再反省并进行改善）和认知刺激条件（暴露于别人的观念）。结果发现，认知刺激可以有效地提高发散思维的独创性，且这种独创性与包括右半球颞—顶、内侧额叶和双侧扣带后部神经网络的激活增加有关。本苏桑（T.D.Ben-Soussan）等（2013）
 
[47]

 发现发散思维能力的提升与脑alpha波一致性变化有关。他们的被试分别进行三种训练：7分钟Quadrato运动训练（被试根据设备发出的指令在一块地毯上往不同的方向移动身体）、言语训练和简单运动训练（控制组）。结果发现，两个控制组的创造性在实验前后没有显著变化，但Quadrato运动训练组实验后在用途生成测试中的变通性得分增加，同时伴随着半球内部和半球间的α波一致性增加。

（二）长期训练

不少研究者还对长期行为训练引发的创造性提高的神经机制进行了探讨。库辛（J.Cousijn）等（2014）
 
[48]

 探讨了发散思维能力变化所伴随的安静状态下脑功能连接的变化。他们对15～16岁青少年分别进行2周用途任务训练和转换任务训练（控制组）。实验前后以用途任务测试两组的发散思维能力和脑区在安静状态下的功能连接。结果发现，训练前，颞中回和双侧中央后回更强的连接与更好的发散思维能力有关；而左缘上回和右枕叶的连接可预测发散思维能力随时间发生的变化。萨加（M.Saggar）等（2016）
 
[49]

 综合脑活动和功能连接模式探讨了认知训练引发创造性加强的神经机制。他们对成人进行了5周创造性思维训练（斯坦福的创造体操课）或是语言能力训练。训练前后进行核磁扫描，要求被试在核磁扫描时完成两类任务：一是画出某个词（一般为动作词），二是画“之”词形，两个任务包含的运动和视空成分相匹配。结果发现，组别和测试时间有交互作用，创造性组训练后右背外侧前额叶、旁扣带/前、辅助运动区和顶叶任务相关的激活减少。而且，训练后，创造性训练组表现出更大的大脑-小脑连接。施莱格尔（A.Schlegel）等（2015）
 
[50]

 发现艺术类创造性的提升与脑白质完整性变化有关。他们在实验中招募了两类被试：艺术专业接受画画训练的学生，非艺术专业上美术欣赏导论课的学生。在11周的实验期间对被试进行了4次磁共振成像扫描。结果发现，接受画画训练的学生，他们前额叶白质的FA随着画画课程的进行而下降。

（三）情绪

行为实验已发现情绪对创造性具有明显的制约作用，而且这一制约作用有着神经基础。例如，麦克弗森（M.J.McPherson）等（2016）
 
[51]

 以12名专业爵士钢琴家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情绪影响创造性思维的神经基础。实验中向被试呈现演员表现正性、负性和模糊情绪的图片，要求被试应用特制的磁体内适用键盘，即兴创作音乐以表达他们从图片中感受到的情绪。结果发现，前额和其他参与创造性的脑区被情绪背景高度调节。而且，情绪内容直接调节边缘和旁边缘区（如杏仁核和岛叶）的功能连接。他们认为情绪和音乐创造性是紧密相关的，而创造性的神经机制可能取决于情绪状态。

（四）睡眠

德拉式（V.Drago）等（2011）
 
[52]

 发现睡眠可能通过降低皮层唤醒度从而加强远距离联系能力而影响创造性思维。他们在实验中对8名健康年青成人进行连续三晚的多导睡眠图记录，并在第二天和第三天早上让被试进行简版TTCT测试。结果发现，非快速眼动睡眠期的阶段1和创造性的某些指标（如流畅性和灵活性）呈正相关，阶段4与独创性和图形创造性的总分呈正相关。

三、创造性生物学基础的脑外指标和个体差异研究

（一）创造性生物学基础的脑外指标研究

在创造性生物学基础的研究中，除了前述的以与创造性相关的脑结构和功能特征为对象的主流研究，也有极少部分报道报告了创造性与人体其他生理生化指标的相关性。例如，马丁戴尔（C.Martindale，1977）
 
[53]

 发现创造性测试结果与个体基础的皮电传导系数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弗洛瑞克（H.Florek，1973）
 
[54]

 的研究结果提示创造性还可能与基础心率的快慢有关。他发现创造性高的画家的基础心率较高，但因为他的研究没有设计对照组，所以实验结果的可靠性有待检验。还有学者研究发现，创造性可能与血清中的尿酸含量有关（Cropley，Cassell，& Maslany，1970）
 
[55]

 。但是，在解释这些结果的时候，它们几乎都与“唤醒水平”有关联，即从皮层的唤醒度来解释这些指标的变化，将它们与创造性的关系推测到皮层唤醒水平与创造性的关系。例如，血清中较低的尿酸含量意味着低基础的唤醒。因此，脑外的生物学特征是否与创造性有关及哪些脑外生物学特征与创造性有关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二）创造性生物学基础的年龄差异

我们团队主要从事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所以特别关心创造性神经基础的年龄和性别等问题的探讨。

个体的创造性随着年龄而变化，这种变化是否有潜在的神经基础？研究者试图通过分析比较不同年龄段个体创造性和脑结构与功能的差异来探讨这一问题。例如，克莱布克（S.W.Kleibeuker）等（2013）
 
[56]

 比较了成人（25～30岁）和青少年（15～17岁）在用途任务和普通特征任务中脑激活的差异。结果发现，成人在两个任务上的行为得分都高于青少年；与特征任务相比，用途任务时在左额下回/额中回的激活和发散思维能力间有正相关关系，且成人的激活强于青少年，他们认为这可能这与青少年这一脑区未发育成熟有关。但在另一个不同的实验设计中，克莱布克等（2013）
 
[57]

 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实验同样是以青少年（15～17岁）和成人（25～30岁）为研究对象，但采用了不同的创造性指标。被试在进行功能磁共振扫描时完成火柴问题任务，磁体外完成视空发散思维任务。结果发现，行为学上，两组被试在整体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青少年在火柴任务中的表现更佳。神经层面，与成人相比，青少年在问题解决时外侧前额叶（腹侧和背侧）表现出更多的激活。

（三）创造性生物学基础的性别差异

个体的创造性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巴特等（2015）
 
[58]

 以学生为研究对象得到了动态变化的结果。他们的研究招募了996名八年级学生（平均年龄为14.11岁）和748名十一年级学生（平均年龄为17.32岁），应用TTCT图形子测试考察被试的创造性。结果发现，性别差异只存在于低年级。八年级女生的独创性得分显著高于男生，但流畅性得分与男生无显著差异。而十一年级学生，无论是流畅性还是独创性，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低年级的女生比男生更早成熟有关；而到高年级，男女生间的成熟差异减少，所以创造性测试任务中的行为能力差异也就减小。但目前，对于“创造性在行为学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仍有分歧。

但在神经层面，已有研究发现，男女在创造性思维中的脑活动和连接模式似乎是不同的。例如，亚伯拉罕等（2014）
 
[59]

 要求被试在核磁扫描中同时完成改编的用途任务（概念扩展）。结果发现，概念扩展时，男性大脑中与语义认知、规则学习和决策有关的区域激活，而女性在与言语加工和社会知觉有关的脑区表现出更强的激活。结果提示，在同样的发散思维任务中，男女可能因采用的策略或是认知风格不同而产生不同脑活动模式。赖曼等（2014）
 
[60]

 考察了成人（平均年龄为22岁，59名男性，47名女性）脑白质连接组学特征与创造性间的关系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结果发现，人脑白质整体连接与以发散思维为指标的创造性间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整体连接和创造性间呈现出负相关，而男性没有这种关系。节点特异性分析发现女性脑的广泛区域存在连接性、效率、簇和创造性间的负相关。研究者认为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女性在加工产生新观念时需要更多脑区及更大的效率消耗（更长途径）。竹内等（2017）
 
[61]

 的研究提示创造性和安静状态下脑连接模式有性别差异。他们从对左颞前部脑区的局部一致性、内侧前额叶和左额下回的静息态功能连接、一些脑区的低频振幅（包括楔前叶、扣带中部、左颞中回、右额中回和小脑）的分析中发现，言语发散思维和性别有交互作用。

综上所述，关于“创造性或是创造性思维生物学基础的研究”目前主要围绕着“脑”展开，集中在“神经基础”上。这一主题虽然已积累了大量的实验数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创造性结构的复杂性、创造性任务的异质性、用作基线的控制任务的异质性、反映脑结构和功能变化的指标多样性等原因，创造性神经基础的研究尚未能得到一个清楚的结论。很可能，不同的脑区选择性地参与创造性的不同方面，不同类型的创造性有着不同的神经基础。例如，亚伯拉罕等（2012）
 
[62]

 发现顶-颞损伤患者在流畅性相关测试中表现差，而额外侧损伤患者在产生独创性反应中效率较低。相反，基底神经节和额极损伤组在生成创造性反应时能更好地克服语义干扰的制约。 再如，朱等（（Zhu，et al.，2017）
 
[63]

 以健康成人为对象比较了TTCT言语创造性和视空创造性与安静状态下脑功能连接的关系，结果发现，视觉创造性与默认网络内的楔前叶和额顶网络的右额中回间的功能连接呈负相关，言语创造性与默认网络的内侧前额内的功能连接呈负相关。可见，要在这一主题上获得结论性的成果还需要更多更严谨的实验研究。

第二节 我们团队对创造性神经机制的研究

与国际学者同步，我们团队和国内学者也利用多种技术，采用多种实验范式，从不同角度探索了创造性的神经机制。下面分别介绍国内有关创造性神经机制的主要成果以及我们团队的主要工作。

一、国内相关创造性神经机制研究对我们的启发

国内西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的学者们以创造性神经机制为研究焦点展开了多维度的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为国际上创造性神经基础的研究提供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宝贵数据，还给我们团队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启发。

（一）西南大学研究团队有关创造性神经基础的研究

西南大学邱江团队对创造性的神经机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他们主要关注创造性思维产生的规律和机制，基于大脑特征的创造性评估模型，以及提升创造性的大脑可塑性机制等问题，取得了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创造性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1.创造性思维产生的规律和机制

根据创新思维中原型激活促发顿悟的理论构想，邱江等人编写了用于创造性脑机制研究的《配对字谜库》和《科学发明问题库》，克服了创造性脑机制研究的认知过程难以捕捉与实验叠加次数不足两大难点（张庆林，邱江，曹贵康，2004
 
[64]

 ；张庆林，邱江，2005
 
[65]

 ；邱江，张庆林，2007
 
[66]

 ；Qiu，Li，& Jou，et al.，2010
 
[67]

 ）。这些材料库为使用脑影像技术探讨创新思维的脑机制提供了可能。运用“学习—测试”实验范式，邱江和张庆林等人以字谜和科学发明问题为实验材料，开展了一系列有关创造性思维的原型激活及其脑机制的研究，揭示了原型启发过程所涉及的大脑激活模式，进一步探讨了原型激活、思维定势打破、新异联结形成以及“ Aha！”情绪体验等关键认知过程的神经机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创造性的理论体系（Qiu，Li，& Yang，et al.，2008
 
[68]

 ；Qiu，Li，& Jou，et al.，2008
 
[69]

 ；Luo，Li，& Fink，et al.，2011
 
[70]

 ；朱海雪，杨春娟，李文福，2012
 
[71]

 ；李文福，罗俊龙，贾磊，2013
 
[72]

 ；Tong，Li，& Tang，et al.，2015
 
[73]

 ）。

2.基于大脑特征的创造性评估模型

基于多模态数据，他们团队开展了大量工作，试图揭示高创造性个体的大脑结构和功能特征，进而发现能够有效预测个体创造性的脑影像指标。他们研究发现高言语创造性个体在涉及言语产生、表征（左侧额下回）以及认知控制（右侧额下回）的大脑区域具有更高的运作效率（Zhu，Zhang，& Qiu，2013）
 
[74]

 ，体现在相关脑区的灰质与白质体积均与言语创造性呈正相关。同时，新颖想法的产生涉及自发思维活动以及有效语义检索，而楔前叶可能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发现高言语创造性个体的右侧楔前叶表现出更低的局部一致性，且该区域的灰质体积与皮层厚度均与言语创造性能力呈正相关（Chen，Xu，& Yang，et al
 .，2015）
 
[75]

 。他们团队还研究了高低学术成就的大学教授在大脑神经机制上的差异（Li，Yang，& Li，et al
 .，2015）
 
[76]

 。结果发现，高学术成就教授左侧额下回（主要是在眶额回的后部）和辅助运动区的体积更大，这些区域涉及认知计划和执行；而右内侧前额叶和顶下小叶的体积更小，这些区域可能负责对新颖事物的探索和对假设的思考。随后，选取这些显著区域为种子点做大脑功能连接，进一步发现，高学术成就教授与低学术成就教授相比，左侧中央后回和右侧豆状核、左侧框额叶和右侧颞极、左侧辅助运动区、左侧丘脑和后侧颞下回的连接更强。此外，通过元分析的方法，他们进一步确定了创造性相关的核心大脑区域（Wu，Yang，&Tong，et al
 .，2015）
 
[77]

 。

纵向跟踪研究发现大脑关键区域的结构特征可以预测个体未来2～3年后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他们通过与哈佛大学罗格·E.贝蒂（Roger E.Beaty）的合作，基于长达3年的追踪数据，探究了大脑结构及认知因素对个体未来创造性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背外侧前额叶的灰质密度可以显著预测个体3年后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行为—脑结合指标的预测率可达到30%。此外，额颞、额顶网络灰质密度缓慢减少有利于个体创造性能力的提升，且这一效应受到个体自身背外侧前额叶大小以及工作记忆高低的调节（Chen，Beaty，& Wei，et al.，2016）
 
[78]

 。

此外，团队还关注创造性个体的大脑动态特征及基因基础。尝试探索高创造性个体对应的大脑动态功能网络特征。初步研究结果发现默认网络和执行控制网络等大尺度网络多个节点的动态功能网络特征与发散思维能力密切相关。并且，一些编码兴奋性和抑制性神经递质的基因可以很好地预测个体的创造性。

3.提升创造性的大脑可塑性机制

他们团队的研究发现，认知（如认知灵活性等）、人格（如开放性人格等）和家庭环境（如独生子女家庭）等因素在个体的创造性与大脑结构或功能基础中起着中介或调节的作用（Chen，Yang，& Li，et al.，2014
 
[79]

 ；Li，Li，& Huang，et al.，2014
 
[80]

 ；Yang，Hou，& Wei，et al.，2017
 
[81]

 ）。例如，陈群林等人基于创造性成就与大脑结构的关联分析，探讨了创造性成就的大脑结构基础，发现认知灵活性通过背外侧前额叶与内侧额上回的功能连接间接影响了个体的创造性表现。这些研究表明认知因素、人格因素及家庭环境因素对创造性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上发现可能预示了早期开放性人格特点的培养及相关认知能力的提升，对于激发个体的创造性潜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此外，创造性任务对大脑具有可塑性的影响。个体在进行创造性的任务后，与创造性相关的大脑内侧前额叶和颞中回的功能连接显著的增强。该发现为创造性的提升和大脑可塑性提供了初步的实验证据（Wei，Yang，& Li，et al.，2014）
 
[82]

 。另一项研究发现短期的创造性训练对大学生创造性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并且任务态fMRI 数据表明在执行一物多用任务时，相对于控制组，训练组被试的多个大脑区域，如左右脑背外侧前额叶、背侧前扣带、顶下小叶等的活动显著强于训练前（Sun，Chen，& Zhang，et al.，2016）
 
[83]

 。这些研究表明，创造性的行为干预不仅可以促进创造性的提升，还对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具有可塑性的影响。

（二）华中师范大学研究团队有关创造性神经基础的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周治金、赵庆柏教授等采用ERP（事件相关电位）和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认知神经科学技术，以成语谜语顿悟解决范式为主，从功能特化和功能整合等角度探究了语义类问题创造性解决的神经加工机制。

他们研究发现，在顿悟解决的早期，颞中回、额中回和前扣带等脑区激活，并认为这与突显和非突显语义信息加工有关；而海马激活滞后于前额皮层及左右颞中回，发生在顿悟问题解决完成的时刻，从而证实了海马是新颖联结产生的关键脑区，揭示了顿悟问题解决的动态神经网络（Zhao，Zhou，& Xu，2013
 
[84]

 ，赵庆柏，李松清，陈石，等，2015
 
[85]

 ）。

他们还发现，顿悟问题解决存在一条额叶—颞叶—海马的右半球神经通路，以完成新颖信息的选择和新颖联结的形成（Zhao，Zhou，& Xu，et al.，2014）
 
[86]

 。（提示：创造性问题解决各相关脑区并非各自单独发挥作用，而是协同合作完成创造活动。）

此外，新颖语义联结形成是顿悟问题解决的关键过程。赵庆柏等人采用谜题歇后语为材料，直接操控语义联结的新颖性，考察了汉语新颖语义联结形成的神经机制。fMRI的结果显示，相对于寻常语义关联条件，新颖语义关联条件下更强地激活了右侧颞上回，该脑区可能与新颖语义信息的激活有关；而ERP的结果显示，新颖语义关联条件在右侧颞区和右侧额区又激发了更正的晚期正成分，可能分别反映了新颖语义信息的激活以及选择与整合。以上结果支持了新颖语义联结形成的右半球加工优势效应（赵庆柏，魏琳琳，李瑛，等，2017）
 
[87]

 。

（三）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团队有关创造性神经基础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郝宁教授所领导的科研团队采用EEG、fMRI等技术，结合心理学实验设计，从群体创造活动的脑际互动机制、发散性思维的神经机制、执行功能在创造性思维中的作用等多个方面展开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观点产生及观点评价在发散产生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团队探索了观点评价在发散思维中的作用。研究要求个体在完成不寻常用途任务过程中穿插进行观点评价任务或分心任务，然后通过记录分析个体任务过程中的脑电活动考察个体的创造性思维过程中与观点评价有关的神经活动。研究结果显示，在创造性思维产生过程中，观点评价条件下产生的发散性思维比分心任务条件下产生的发散性思维更具独创性，upper α波（10～13 Hz）的变化与观点评价相同步，且在额叶皮层最为突出（Hao，Ku，& Liu，et al.，2016）
 
[88]

 。

此外，他们还关注发散思维中序列效应的神经机制。在发散思维产生过程中，新颖想法产生的数量减少通常伴随其独创性的增加，这种现象在发散思维中被称为序列效应。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相比起epoch1，个体在epoch2阶段表现出更高的独创性，低抑制个体左侧额叶区域的upper alpha（10～13 Hz）在epoch1阶段活动更强。这些结果表明，执行功能中的记忆刷新和优势反应抑制在创造性思维产生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序列效应，这也许是因为个体努力抑制了其他无关想法的干扰，并将注意力和思维转换到了当前任务（创造性任务），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具独创性的新颖想法就出现了（Wang，Hao，& Ku，et al.，2017）
 
[89]

 。

（四）华南师范大学研究团队有关创造性神经基础的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刘鸣和黄瑞旺研究团队利用个体静息状态下的脑功能数据，探究了高低创造性个体在低频振幅、功能连接强度、大脑网络属性以及动态功能连接模式上的差异。

他们团队采用托兰斯图形创造性测量（TTCT）评估了180名本科生的创造性能力，通过成绩高低筛选出高创造性组（22人）和低创造性组（22人），然后利用磁共振技术获得个体的静息态功能数据和T1结构像数据。采用低频振幅算法（fALFF），研究者比较了不同频率段上高低创造性组的大脑功能差异，结果发现，在低频频段（0.01～0.08Hz），高创造性组在突显网络（salience network，SN）脑区的自发神经波动显著增强，而在默认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DMN）脑区的自发神经波动则显著降低（梁皑莹，梁碧珊，张得龙，等，2014）
 
[90]

 。基于体素的功能连接分析发现，高创造性组在外侧前额叶、脑岛以及小脑上的连接强度显著高于低创造性组。基于全脑功能连接分析显示，与个体创造性相关网络不仅涉及默认网络、皮层下组织网络，也涉及特异性模态加工网络（如听觉网络、视觉网络等）；进一步分析发现，高创造性组在这些网络上具有更好的全局加工效率（Gao，Zhang，& Liang，et al.，2017）
 
[91]

 。他们通过全脑水平的分析也同样发现，高创造性个体的信息传递效率更高，在特定网络（如默认网络、感觉运动网络）的功能整合更好（Jiao，Zhang，& Liang，et al.，2017）
 
[92]

 。尽管通过静息态脑网络分析可以探明与创造性相关的脑区或网络，但无法说明这些脑区或网络间的动态连接差异是否也可以反映个体创造性能力的不同。基于此，该研究团队通过动态脑网络分析发现，高创造性组在大脑功能状态上的切换频次更多，这反映了个体更灵活多样的认知加工能力（Li，Zhang，& Liang，et al.，2017）
 
[93]

 。（提示：大脑信息传递的高效率以及大脑网络间灵活多变的协同模式更有利于创新思维的产生。）

二、我们为智力脑科学的研究奠定了创造性生物学研究的基础

四十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思维和智力心理学的行为学研究。在认知神经科学层面，和国内发展同步，我和我的学生在21世纪初就开始了对思维和智力脑机制的探讨。在脑科学研究中，为了更纯粹地获得与创造性和创造性思维有关的脑活动信号，在设计实验任务时我们力求应用减法原则把创造性思维这一认知过程单纯化。但事实上，创造性不能孤立存在，它是多种认知过程（如思维）的执行加工、工作记忆和思维的自我监控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探讨了这些对创造性有重要影响的认知成分的神经基础，为我们团队后续探讨创造性的神经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执行加工的脑机制

思维执行加工负责认知活动的调节和任务计划等，包括抑制、转换加工、双任务协调和编码刷新等成分（Collette & Linder，2002）
 
[94]

 ，是人类高级认知活动的关键环节，同样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环节。以往研究多聚焦于执行加工神经基础的空间特征，以空间分辨率较高的fMRI作为实验手段，且实验刺激材料多为英文（D'Esposito，Detre，& Alop，et al.，1995；
 
[95]

 Markela-Lerenc，Ille，& Kaiser，et al.，2004）
 
[96]

 。我们应用时间分辨率极高的事件相关电位技术，采用N-back范式探讨了执行控制的神经基础（王益文，林崇德，2005）
 
[97]

 。N-back实验范式要求被试持续刷新工作记忆中的信息编码，同时存储和提取与任务相关的信息点，抑制与任务无关的信息点，这一过程是一种典型的思维执行控制加工；并且这种范式还可以让主试通过变化任务负荷，来观察哪些脑区随任务中信息量的增加而出现激活程度加强的现象，进而确认参与认知活动的脑区。我们在实验中以汉字为刺激材料，采用1/2/3-back任务，要求被试在每个汉字呈现时判断当前汉字是否与向前第n
 个汉字相同（如n
 =3时，判断当前汉字与向前第3个汉字是否相同）。分析刺激诱发的脑电活动发现，刺激呈现后约360ms出现的一负性成分（N360）表现出显著的任务主效应（p
 ＜0.001）和与电极位置的交互作用（p
 ＜0.05）。N360在额叶AF3/AF4和F3/F4电极点的波幅最大，3-back任务中N360的波幅显著大于2-back任务和1-back任务，表现出一种逐级任务负荷效应。N360在左半球的波幅大于右半球，F7/F8和T7/T8点上存在左右侧的显著差异，均是左侧显著大于右侧，表现出一种左半球优势效应，左额区皮层电流密度也高于右侧，其偶极子位于额中回。结果提示，额叶特别是左额叶可能在执行控制中起着重要作用。潜伏期分析发现，汉字1/2/3-back任务N360的负荷效应出现在刺激消失后250～600ms，360ms达到最高强度，这可能反映了信息编码、刷新以及执行控制的时间过程。

（二）工作记忆的脑机制

工作记忆是为完成某一特定任务而暂时存储和保持有限容量的信息，并对其进行操作加工和执行控制的系统。工作记忆容量已被认为是导致一般智力差异的“X因素”（Conway，Kane，& Engle，2003）
 
[98]

 。研究也发现能够在工作记忆中保持更多规则和目标的个体在瑞文推理测试中的成绩越好（Carpenter，Just，& Shell，et al.，1990）
 
[99]

 。我们的团队也发现空间工作记忆任务诱发的脑神经电活动可能受个体推理能力的调节（罗良，2005）
 
[100]

 。而创造性的产品似乎总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把原来不相关的知识点进行创新组合，同时提取的不相关知识点越多，可能产生的新组合也就越多。因此，工作记忆的个体差异和创造性的个体差异有着紧密的关系。我和我的学生主要探索了不同类型的信息在工作记忆中进行存储和复述时大脑神经元的电活动变化。

在以汉字为刺激材料的实验中，我们设计了2-back、0-back和复述三种任务。结果发现，在头皮后部顶枕叶区域，2-back任务晚期负成分（Late Negative Component，LNC）的平均波幅显著大于复述任务，两任务相减后出现了差异波N430。2-back任务减复述任务将得到词语存储成分，差异波N430很可能反映了工作记忆中汉字的短时存储。在头皮前部，2-back任务的P230和LPC波幅均显著大于复述任务，相减后在头皮前部出现了持续正成分（SPC），这一正成分可能反映了2-back任务减复述任务后剩余的执行控制成分（王益文，林崇德，魏景汉，等，2004）
 
[101]

 。

在以图形为刺激材料的实验中，我们设计了相同刺激材料的两种实验任务：客体工作记忆任务和空间工作记忆任务。客体工作记忆任务要求被试尽量记住刺激图形（如三角形）的形状，而空间工作记忆任务要求被试尽量记住刺激图形在二维矩阵里的位置。 分析两种任务下刺激材料诱发的脑电活动发现，客体工作记忆与空间工作记忆所诱发的皮层慢电位（sp成分）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空间任务在图形刺激呈现后约700ms时间点上就出现负sp成分，这一成分在各电极位置的潜伏期基本相同；但客体任务负sp成分的潜伏期因电极位置的不同而不同，有些电极位置甚至观察不到这个成分。结果发现，与客体工作记忆任务比较，空间工作记忆任务的编码可能开始得更早，空间信息从编码到保持/缓存系统的传递更快（沃建中，罗良，林崇德，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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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自我监控的脑机制

思维的自我监控则直接决定了思维批判性水平的高低，而思维的批判与创造性的高低有着直接的相关关系。因此，对思维执行加工的脑机制进行研究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创造性潜在的神经基础。我们主要对不确定监控过程中脑神经电活动的变化进行了考察。

在此实验中，两组被试所接受的刺激完全相同，而指导语却要求他们根据不同的判断标准做出反应，知觉组被试判断两种色块的面积是否相等，是针对刺激特性做出的判断；而监控组被试则判断自己做出准确分辨的确定性，是针对自身能力做出的判断。

行为学分析比较了知觉组被试与监控组被试在反应时上的差异。结果发现，监控组被试的反应时间（1210ms）显著长于知觉组被试（928ms），即被试在判断自己做出准确分辨的确定性如何的时间显著长于直接判断两种色块是否相等的时间，这说明确定性判断可能包含了色块是否相等判断所没有的一个心理加工过程。根据先前不确定性监控的研究，这个心理加工过程可能就是监控，它是被试对自身判断准确性的一个反省过程。分析不同任务下相同刺激所诱发的ERP信号发现，两组被试在头皮后部诱发的P1（50～110ms）和N1（110～170ms）成分的波幅和潜伏期都没有显著的差异，这说明两组被试对刺激的早期加工没有因任务的不同而不同。但在160～220ms的时间窗口内，监控组被试在头皮前部诱发出的N2[反映了一种监控机制（Van Veen & Carter，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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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波幅显著大于知觉组被试的。此外，我们还对与N2出现时间相近，在大脑后部出现的P2（170～230ms）成分的波幅进行分析，发现监控组显著大于知觉组。P2是早期视觉皮层再次激活的一个指标，可能反映了从高级大脑皮层到低级视觉皮层的信息逆向反馈（Kotsoni，Csibra，& Mareschal，et a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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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本研究发现的N2与P2可能反映了两个相关联的加工，首先大脑前部额叶进行监控加工，根据监控加工的结果对后部低级视觉皮层进行信息的逆向反馈。前部额叶对监控加工投入的注意资源越多，可能从前部额叶逆向反馈给后部低级视觉皮层的信息量就越大，因此诱发出波幅较大的P2。我们还对大脑头皮前部的晚期成分进行了分析，发现监控组被试与知觉组被试在刺激呈现后约340～440ms和440～540ms两个时间窗口诱发出的ERP平均波幅存在显著差异，监控组被试诱发的ERP成分与知觉组相比表现出更负的走向，这种差异在540ms时间点上开始消失。结果发现：前额叶在监控加工后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与知觉视觉刺激相比，监控需要前额叶投入更多的资源，且这种资源的投入在刺激出现后的540ms左右完成。

三、我们团队对创造性脑机制的探讨

如上所述，创造性神经基础的研究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报告。从方法学上分类，已有研究可以分为三类：脑电研究、临床个案研究和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其中，磁共振成像技术具有极高的空间分辨率，且可以从结构和功能、任务态和静息态等多个角度考察与创造性和创造性思维相关的神经基础，这一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创造性神经基础的研究，绝大多数的已有文献都是利用这一技术进行研究的。但不可否认，这一方法同样存在技术上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创造性脑机制的研究。

磁共振成像技术最大的局限性是被试在磁体内难以外显地呈现创造性思维的产品。传统的创造性行为测试一般要求被试按任务要求口头或是书面呈现创造性思维的产品，然后主试通过对这些产品的新颖性等特性的评定来界定产品的创造性，从而间接反映产品对应的思维过程的创造性高低或是产品生成个体的创造性高低。但发声或是书写都可能引起头动和肌肉用力，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的信号易受头动和肌电干扰。其中肌电易导致极强的运动伪迹，进而污染真正的信号；而头动过大还可能造成对信号源进行准确的空间定位的困难，这两个方面最后都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可信性和可靠性。因此，在利用磁共振成像技术进行创造性神经基础的研究中，为了适应实验技术对数据采集的要求，已有研究大多用远距离联想任务或是谜面谜底的方式探讨顿悟的神经基础（邱江，张庆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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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海雪，杨春娟，李文福，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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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样的实验范式也能诱发出创造性思维，顿悟也确实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过程之一，但它与真实世界中原发性的创造性思维发生过程还是存在着质的区别的。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另一个局限是易诱发情绪变量对数据的污染。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实验中，数据采集是在一个狭长、强噪音的圆柱体内完成的，实验环境与被试日常生活学习的自然环境有着很大的差异，被试在这样的环境中容易产生紧张、恐惧心理甚至出现幽闭恐惧，这些负性情绪对认知活动的正常进行具有一定的干扰作用，个别情绪反应强烈的被试甚至在实验中途要求停止实验并撤出磁体和磁共振成像室。行为实验也确实发现了情绪与创造性之间的相关关系（如Byron & Khazanchi，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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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rnández-Abascal & Díaz，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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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是，如本章第一节所述，研究已证实情绪可以调节创造性思维过程的脑活动和连接模式（McPherson，Barrett，& Lopez-Gonzalez，et a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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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在创造性脑机制的fMRI实验中，情绪变量完全有可能通过改变创造性思维的认知过程而影响其潜在的神经活动。

功能性近红外光学脑成像技术（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fNIRS）是另一种新兴的无创性脑成像技术，它将大脑的活动与近红外光学特性的变化相联系，利用近红外光学脑成像系统探测人类大脑皮质的功能激活状态，为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技术选择。虽然它和fMRI一样也是基于大脑的血氧响应机制，但它利用的是血红蛋白不同状态下（氧合和脱氧）对近红外光线不同的敏感性。实验通过光极帽上的发射光极将不同波长的近红外光经颅骨射入皮层，然后通过探测光极接收反射回来的光，通过不同波长光入射和反射的强度变化推测某认知活动进行时脑内氧合血红蛋白和脱氧血红蛋白浓度的相对变化，从而推测光极所覆盖脑区与认知活动的关系。就创造性脑机制研究而言，与同样用于探测神经活动空间特征的fMRI相比，fNIRS具备更高的生态效度。fNIRS的实验环境更接近自然，它的数据采集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完成的，被试在比较接近日常生活学习环境的状态下完成实验任务，不易产生紧张、恐惧等负面情绪，数据不易受情绪变量的污染。而且，fNIRS的信号相对不易受头动、肌电的干扰，被试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可以口头报告，可以小范围手动写字或画画等。如此，离线数据处理时主试可以根据被试的在线反应来评估被试是否按任务要求进行了创造性认知过程，可以对数据进行基于反应的分析，从而提高数据信噪比，并得到更为精确的结果。然而，据我们所知，这一技术极少被应用于创造性神经基础的研究中。

于此，我们团队的金花教授在承担我主持的“拔尖创新人才与培养模式”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时，采用生态效度较高的近红外光学脑成像技术，分别以文字和图形为任务载体，借助任务过程中血氧信号的变化考察成人创造性思维（概念扩展和创造性想象）的神经基础；同时，用威廉姆斯创造性倾向测验获取被试创造性人格（特质创造性）的行为数据，通过对创造性思维过程相关脑区的激活强度和创造性人格行为数据间的相关分析来探讨状态创造性和特质创造性之间的关系，为创造性理论的完善和实践应用提供更多的实验依据。

我们团队对创造性生物学研究材料也有不少，这里挑选其中的两项研究。

（一）概念扩展的脑机制及其与特质创造性的关系

概念扩展是指通过较远距离的联想，扩展已有概念的界限，以获得新颖的、有价值的问题解答，其核心在于扩展已有概念的界限以获得新的含义（Abraham，Pieritz，& Thybusch，et a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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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扩展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过程，在创造性认知“过程式”导向的研究趋势下，概念扩展神经基础的研究日益成为创造性脑机制研究的热点主题之一。但是，已有研究均通过被试对目标刺激的新颖性和适用性评估来诱发概念扩展过程，这样的任务操作很可能混杂着较大权重的认知评估过程，从而使概念扩展和认知评估相关的脑功能区同时激活，且难以将认知评估相关的脑活动从结果中分离出去。为此，本研究先通过预实验筛选出概念扩展高低不同的两组刺激，正式实验时要求被试在看到目标刺激时思考该刺激与报纸之间的合理联系，而无须进行刺激的新颖性和适用性的评估，试图分离出创造性思维过程中概念扩展特有的脑功能活动，并与创造性行为问卷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以进一步探讨创造性研究中行为测试与脑功能活动间的联系。另外，已有部分研究探讨了人格特质与安静状态下脑结构和功能的关系（如Li，Li，& Huang，et a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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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探讨与特质创造性和状态创造性相关的脑功能活动间关系的研究极少。仅芬克等人（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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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了分裂型人格特质与个体主动报告客体用途条件下脑活动模式的关系，但他们在实验过程中也未控制认知评估因素的影响。因此，后续研究有必要在控制认知评估因素之后，进一步考察个体执行创造性认知任务过程中伴随的脑功能活动与人格因素之间的关系。

金花团队的研究从概念扩展出发，采用高生态效度的功能性近红外光学脑成像技术进一步考察了概念扩展的神经基础，特别是额颞脑区在概念扩展中的作用，以丰富和完善人类创造性神经机制的研究。研究以徐芝君等人（2012）编制的《〈报纸的不寻常用途〉测验》为初始实验材料，经过适当调整（将繁体描述用途转换成等意的简体双字词，以及使表述更符合大陆表述习惯）后，编制成7级评定量表，用途项目随机排列。由10名大学生根据各个用途与报纸之间建立合理联系的难易程度进行等级评定，等级越高表明联结越不易产生，概念扩展越高。得到高低扩展组各60个用途刺激（高扩展组H，如饲料；低扩展组L，如练字）。两组平均联结难度分别为：5.36±0.47，2.76±0.55。内部一致性系数αH
 =0.98，αL
 =0.94。

fNIRS实验时将不同扩展性的报纸用途随机呈现给被试，这样便人为地避免了被试在正式实验对报纸用途进行认知评估从而混淆实验结果。实验要求他们认真思考呈现用途与报纸之间的合理联结——通过合理的操作方式，使得报纸能够实现这种用途。通过对比执行高低扩展性任务间的神经活动，既可揭示概念扩展特定的神经机制，也有效控制了评估因素对扩展过程的影响。fNIRS实验完成后，继续指导被试完成两个行为问卷。一个是自编量表，请被试对实验中用途刺激材料的新颖性、联结难易分别进行5级等级评定；另一个是威廉姆斯创造性倾向测验（威廉姆斯1980年编制，林幸台和王木荣1994年修订），指导被试根据表述与自身的符合程度对测验中的自我评定性陈述作答。

行为数据分析发现，高扩展组的反应时显著长于低扩展组，新颖性显著大于低扩展组，联结难度也显著高于低扩展组，说明被试在进行该组概念扩展过程中需要跨越更大的“意义距离”将目标刺激与报纸建立联结（Mednick，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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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相关分析发现，材料的新颖性和联结难易度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与预实验时不同被试对材料的评估结果相似，从统计学上为实验材料的有效性提供了依据。

对于fNIR实验的数据，她们主要分析了概念扩展过程涉及的脑激活情况。结果发现，与低扩展条件比较，高扩展条件下右颞中回（BA21和BA22）、右辅助运动区（BA6）表现出了显著的正激活；右额上回（BA8和BA9）、双侧额极（BA10）、双侧背外侧前额叶（BA9和BA46）覆盖的脑区表现出了显著的负激活。 可见，前额叶和颞叶等皮层均参与了概念扩展过程，但颞叶皮层表现为功能活动加强，而更多的前额叶皮层表现为功能活动减弱。另外，右半球的不同脑区分别参与了概念扩展过程所诱发的脑活动加强（正激活）或减弱（负激活），这提示了右半球在概念扩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额叶和颞叶的不同表现可能与它们在创造性思维中的不同功能和本实验设计有关。研究发现，创造性生成更多地与颞叶的激活有关；而创造性观念生成后的评价更多地与额叶的激活有关（Ellamil，Dobson，& Beeman，et a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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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Erkkinen，& Healey，et a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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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o，Ku，& Liu，et a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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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极也被发现与个体对生成信息进行内在的评估有关（Christoff & Gabrieli，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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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仅要求被试思考呈现的用途与报纸之间的合理联结，无须被试进行新颖性和适用性的评估。在这样的实验设计下，概念扩展任务激活语义系统但不涉及“评估”这一认知过程，因此有可能引起额叶激活的减弱。但右颞在激活、整合远距离语义信息中起着重要作用（Kuperberg，Lakshmanan，& Caplan，et al.，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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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本实验操纵的高概念扩展任务需要被试以合理的方式在呈现的新颖用途和报纸间建立起联结，这一联结过程需要右颞叶远距离语义联想功能的支持，在神经层面表现为显著激活状态。

进一步利用fNIR数据与威廉姆斯创造性人格测验数据进行联合分析发现，威廉姆斯创造性人格测验中想象性维度的得分与右额极、眶额等的激活呈负相关；冒险性维度得分与右额极、眶额的激活呈负相关；挑战性维度的得分与双侧额极、双侧背外侧前额叶的活动正相关。结果与李文福（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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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他们发现，背外侧前额叶与创造性呈正相关，眶额皮层与创造性呈负相关。本结果为额极皮层以及眶额皮层等脑区参与概念扩展过程提供了实验依据。至于，不同维度间结果的分离，一方面可能是各脑区结构和功能还存在更小维度上的区别，而当前技术的空间分辨率不足以分离引起的；另一方面也提示与创造性认知相关的各维度间具有更为复杂的潜在关系，这都需要后续开展进一步的实验研究进行相应的探讨。

本结果提示，概念扩展过程可能需要不同脑区协同工作，但新颖观念的生成主要与负责远距离语义联想的右颞叶的激活增加有关；而创造性人格与创造性思维过程诱发的神经活动存在复杂的相关关系，需要后续更多的数据积累以提取出准确的结论。

（二）创造性想象的脑机制及其与特质创造性的关系研究

创造性想象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过程之一，探究创造性想象过程所伴随的脑活动模式也是创造性神经基础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因技术的局限性，已有研究在实验操作中对想象的结果（想象的产品）是否具有创造性均是事后评定的，即事后请专家对创造性想象的产品进行新颖性和实用性方面的离线评定，按一定的规则将它们划分成创造性和非创造性两类，再逆推这些产品对应的想象过程是否真正属于创造性想象。这样的操作产生的问题是：专家无从知晓创造性产品是被试自己在实验中进行创造性思维得到的还是源于对以前生活经历或者记忆中已有信息的回忆，如此就难以分离出纯粹的与创造性想象相关的神经活动。

为此，金花团队在另一实验研究中使用较为严谨的实验设计，事后对数据进行基于反应的分析，并将基于回忆得到的伪创造性产品对应的干扰信号分离出去，以更纯粹的数据考察创造性想象中脑活动的空间特征及其与创造性人格的关系。她们在fNIRS实验中以托兰斯图形创造性测验（TTCT）为创造性想象诱发任务，要求被试利用所给的线条图形在白纸的上方区域设计出一幅具有新颖性、创造性的画；以几何简笔画（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因刺激诱发语义相关脑区的激活而衍生的信号污染）的抄写作为非创造性任务。fNIRS实验后通过“设计—回忆”自评问卷，请被试选择回答fNIRS实验中被试画出来的新颖图形是在实验过程中想到的还是来自记忆提取（若被试不能区分以上两种情况，则勾选“不能区分”）。此外，fNIRS实验后还指导被试完成威廉姆斯创造性倾向测验。被试在fNIRS实验的想象任务中生成的产品的创造性由三名专家分别进行7点量表的评定（“1”代表非常不新颖，“7”代表非常新颖），然后分别计算每名被试在24幅画上得分的总和，得出每名被试的状态创造性总分。

由创造性产品的专家评定结果发现，被试按实验要求生成的“创造性”产品中仅有27.14%被专家评定为高创造性产品；而由“设计—回忆”自评问卷的数据发现，被试按实验要求生成的“创造性”产品中仅有72.92%是在任务过程中在线自主设计而非回忆生成的。结果提示，即使被试是按要求进行创造性任务的，任务生成的产品仍有可能是无创造性的普通产品；而且，即使被专家鉴定为高新颖性的产品，也可能不是被试创造性思维的结果，而是被试记忆提取的结果。这样的行为数据分析结果说明，在探讨创造性思维的神经基础时，如果仅对数据进行基于任务（创造性任务—非创造性任务）的分析，得到的脑功能区很可能混杂了与一般性思维和记忆有关的脑区，还可能相对地弱化单纯创造性思维诱发的信号从而掩盖与创造性思维相关的激活脑区。因此，后续研究非常有必要对脑成像数据进行基于反应的分析。

金花团队对fNIRS实验数据的分析也支持上述观点。她们首先对数据进行了常规的基于任务（或条件）的分析。结果发现，以同样的非创造性任务为基线，创造性想象任务诱发了四个激活簇，分别位于：双侧背外侧前额叶、左侧额眶区和右三角部。高创造性产品对应的想象过程诱发了三个激活簇，分别位于：右侧背外侧前额叶、左侧额眶区和右三角部。“设计”类产品对应的想象过程诱发了四个激活簇，分别位于：右侧背外侧前额叶、左侧额眶区、右岛盖区和右三角部。可见，在相同的基线条件（非创造性条件）下，分别控制或不控制创造性任务过程中两种可能的干扰因素，创造性条件诱发的脑激活区不完全相同，提示着低创造性的试次及回忆产生的试次对整体信号存在污染的可能性。同时，我们必需指出，右侧三角部和右背外侧前额叶保持了不同处理间一致性的正激活，左侧眶额皮层呈现出始终如一的负激活。这一结果提示这三个脑区和创造性想象关系密切，可能是人类进行创造性想象的主要功能脑区，参与非新颖信息产生的抑制和新颖信息的产生。

为了探讨人格与创造性想象诱发的脑功能区间的关系，金花团队计算了每位被试的威廉姆斯创造性人格测验的总分。她们首先考察威廉姆斯特质创造性分数与状态创造性（设计条件）下各脑区激活情况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威廉姆斯创造性分数与多个脑功能区的激活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分别是：双右侧三角部（右：r
 =0.442，p
 ＜0.05；左：r
 =0.439，p
 ＜0.05）；双侧颞中回（右：r
 =0.468，p
 ＜0.05；左：r
 =0.476，p
 ＜0.05）；双侧下额叶皮层（右：r
 =0.428，p
 ＜0.05；左：r
 =0.444，p
 ＜0.05）；双侧下角后区（右：r
 =0.409，p
 ＜0.05；左：r
 =0.439，p
 ＜0.05）；左侧中央下区（r
 =0.474，p
 ＜0.05）。随后，鉴于特质创造性和状态创造性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即高特质创造性被试在某些情境中也会提出一般的问题解决策略，表现出低状态创造性；而低特质创造性的被试在某些情境中也可能表现出高状态创造性，提出高新颖性的观点，因此她们考察了二者的交互作用。操作时先按照被试人格测试所得的总分排序，选择上下端各38%的被试分别作为高特质创造性组和低特质创造性组，然后与创造性想象时激活的脑功能活动进行关联分析。结果发现，在前额叶范围内，人格特质与创造性想象时在以下脑区的活动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p
 ＜0.05）：双侧眶部额叶皮层、双侧背外侧前额叶、右侧三角部。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表现高状态创造性时，人格得分高的被试在双侧眶额区的氧合血红蛋白浓度变化小于低的被试；而表现低状态创造性时，两组被试在这些脑区的活动则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前面单纯的脑成像数据分析结果相呼应，再次证实了这些脑区在创造性想象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这样的结果也提示在创造性思维中同样存在神经效能（neural efficiency）说，即在完成相同难度的任务时，认知能力高的个体比认知能力低的个体出现更少的激活（Haier，Siegel，& Nuechterlein，et al.，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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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实验中，为了表现高创造性，高特质创造性个体只需新诱发较少的神经活动即能完成创造性任务；而低特质创造性个体需要引发较多的不同于常态下的神经活动才能产生出高创造性产品，这使二者在双侧眶部额叶皮层的血红蛋白浓度变化出现显著差异。而在低状态创造性情境中，两类被试均无须调动较多能量即可完成任务，高特质创造性个体的数据还可能出现地板效应，导致无组间差异的统计检验结果。

总体上，本实验结果提示：右侧三角部、右背外侧前额叶和双侧眶额皮层在创造性想象中起着重要作用；和概念扩展过程类似，创造性想象时的脑活动模式也受创造性人格的影响；在创造性思维的神经基础研究中，对数据进行基于反应的分析可以使结果更为纯粹。

综上所述，金花课题组以高生态效度的近红外光学成像技术考察了创造性思维的神经基础。结果发现，不同载体诱发的不同的创造性认知过程的神经活动有着不同的空间特征；而且，不同脑功能区在创造性思维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变化，有的表现出激活加强，有的则表现出激活减弱。但是，无论是以文字为创造性任务载体的概念扩展过程还是以图形为创造性任务载体的创造性想象过程，均诱发了右半球更多脑区的功能变化。同时，她们的研究还考察了创造性人格测试获得的个体特质创造性和创造性任务诱发的这些脑功能区的激活，结果同样发现，个体的特质创造性更多地与右半球的脑区存在关联。结果更倾向于支持右半球在创造性思维中具有更重要作用的假说。

第三节 对创造性生物学研究的展望

目前国内外对创造性生物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创造性的认知神经科学，这个领域非常重要，应该继续深入研究，但是还须扩大研究范围。在此我们提出三点展望，以求教国内外的同人。

一、继续深入开展创造性神经基础的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相继制订了本国的脑科学计划，中国脑计划制订为15年计划（2016—2030年）。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印发的《“十三五”国家基础研究专项规划》将“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放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将组织实施的重大科技项目的首位；而且，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科技项目将围绕脑与认知、脑机智能和脑的健康3个核心问题展开。因此，创造性神经基础的研究正处于历史最好的科研环境下。

目前，虽然关于“高创造性者到底有着怎么样的脑结构和功能特征，具备什么样的脑结构功能特征的个体具有高创造性”这个双向性问题，学术界迄今还没有得到明确、清晰、一致的结论。但无论是对爱因斯坦的个案研究还是大量对正常成人的研究，也确实发现高创造性个体或是个体进行高创造性思维时，其脑结构或功能特征不同于低创造性个体或是个体进行低创造性思维时。综合文献和我们的研究，能得到的比较笼统的结论是“创造性思维与前额执行控制系统和默认网络有关”；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默认网络，不同的研究得到的与创造性相关的脑区也不尽相同，如有的研究发现与内侧前额叶相关（如Ellamil，Dobson，& Beeman，et a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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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Erkkinen，& Healey，et a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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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uchi，Taki，& Nouch，et al.，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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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研究发现与楔前叶相关（如Takeuchi，Taki，& Hashizume，et al.，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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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uk，Neubauer，& Dunst，et a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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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u，Chen，& Xia，et al.，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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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性思维似乎不严重地依赖于任何一个单一心理过程或是脑区，也不是特定地如单个研究发现的那样与右半球、散焦的注意、低唤醒度或是alpha同步有关。这有可能与数据积累相对较少且各研究间太大的异质性有关。近几年来，虽然创造性神经基础的研究有了极大的进展，但研究内容太分散。在研究理念上，有把创造性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也有把创造性相关的认知成分分离出来考虑的。在反映创造性或是创造性思维的内容选择上，有反映领域一般性创造性的，如经典的TTCT测试；也有反映领域特殊性创造性的，如音乐创作等。而代表神经特征的指标的多样性也是实验结果难以凝练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有的研究考察脑功能连接的差异性，有的研究考察灰质或是白质结构的差异性等。整体上，可以认为创造性神经基础的研究还处于数据积累期，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当前积累的数据绝大多数源于成人大学生，而30岁以后或是18岁以前个体的数据几乎是空白，今后的研究要特别注意这些年龄段数据的积累。

另一个层面，基础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认识脑是为了更好地开发脑和保护脑。探索创造性和脑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虽然这一领域的数据量还是非常有限，还不能得到顶层结论，但有限的研究结果依然为我们在实践中提升个体的创造性提供了极好的启示。如前所述，各类干预或是训练方法诱发的个体创造性的提升均伴随着脑活动和功能甚至结构上的变化，这提示个体创造性的可塑性不仅仅外显地反映于行为指标上，还可以发生在其生物学基础的脑结构层面；为外因诱发的创造性行为改变的可持续性提供了物质基础。研究发现诸如即时的情节细节诱导（Madore，Addis，& Schacter，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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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ore，Jing，& Schactet，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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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型启发等（如朱丹，罗俊龙，朱海雪，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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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可提升学生的创造性。而扮演游戏（Rus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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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活动（Ben-Soussan，Glicksohn，& Goldstein，et a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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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pezzo & Schwartz，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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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on & Bock，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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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不仅可以提升个体创造性思维还能促进身体健康，更值得在中小学阶段提倡推广。有的研究还发现操纵课堂教学环境也能有效提升学生创造性思维。他们发现，相比于无绿植无外景的课室，多绿植且可以透过大窗口看见自然风光的课室能有效提高学生视觉空间创造性，但对言语创造性的影响无差异（Studentea，Seppala，& Sadowska，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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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胡卫平团队（Jia，Hu，& Cai，et al.，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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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则直接为我们提供了提升学生创造性的教学模式，他们发现“讲授+探究式”教学方式更利于创造性问题的解决。现在的问题是研究成果如何及时地转化为教学实践。

最后，如贝尔（J.Baer，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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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的那样，我们有必要指出，走向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行为的技能、知识、态度、动机和人格特质并不是凭空存在和发展的。它们与内容、领域紧密联系，特别是随着领域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对创造性了解得越多，越发现创造性是领域特异性的。我们不能离开内容来谈创造性的培养和教育。不同的领域要求不同的创造性相关技能、知识、态度、动机和人格，不同领域的创造性其提升方法也不相同。贝蒂等（R.E.Beaty，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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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考察了解决经典顿悟问题和真实世界创造性成就间的相关关系，结论是：没有证据表明顿悟问题解决和创造性行为与成就间有相关关系。他们认为：如果我们想让学生学习微积分、世界史和生物学，我们假设没有某些通用的学习有助于学生学习这三门课程。我们明白这是三个不同的领域，各自需要不同的领域特异性的指导和学习，几乎没有理由期望它们之间有很多的迁移。许多的创造性训练被发现是浪费时间。因此，在现实的教育教学中融入创造性培养方案时，我们必须注意领域特异性。目前，这部分的基础研究还相当贫乏，需要更多的数据积累。

二、从认知神经科学走向情绪神经科学展开多维度的研究

情绪影响创造性认知过程的神经机制，也是未来应加强加深研究的一个方面。

情绪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是创造性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胡卫平教授所领导的陕西师范大学“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下边简称为实验室）采用行为与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分别从个体的创造性行为表现、情绪与创造性认知活动特有的生理机制、情绪效价以及情绪动机对创造性活动的影响作用等多个方面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情绪对创造性活动影响的行为学研究

情绪对个体创造性活动的影响作用首先体现在个体的创造性行为上，因此，实验室首先从行为层面展开了相关研究。研究选用较为成熟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测验作为创造性任务，并对不同情绪状态下个体的绩效水平进行了评估。研究结果显示：积极情绪相比负性、中性情绪显著提升了个体在创造性问题的流畅性、灵活性维度上的表现。而在消极情绪下，恐惧（而非愤怒）会阻碍开放性问题的提出。这一发现提示，在青少年的创造性培养中，教师应注重孩子的情绪、情感状态，避免消极情绪的发生（Chen，Hu，& Plucker，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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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情绪加工的生理机制

实验室对“高焦虑者引导性认知重评异常的时程动态机制”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采用脑电技术，证实了高焦虑者认知重评的异常可能导致其体验到普遍较高水平的负性情绪。不仅如此，研究团队进一步比较认知重评的两种子成分在情绪调节的不同阶段的时程动态特征。结果表明，分离重评与积极重评在效价、唤醒度及神经反应上具有不同的调节效应，并强调了这两种重评策略在情绪调节不同加工过程上的分离。这为后期探究高焦虑者的认知重评异常到底反映在分离重评还是积极重评上奠定了基础（Qi，Li，& Tang，et al.，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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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创造性认知加工活动的生理机制

研究团队首次提出借助认知神经科学技术，以创造性认知加工的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为线索，采用新颖性判断、远距离联想、顿悟字谜任务等改进的实验范式，通过时空二维脑机制参数，重点测查创造性相关脑区激活的时间进程与空间模式，揭示情绪影响创造性认知活动的大脑动态加工过程。现有研究结果表明：人脑对创造性新颖信息的加工过程更为复杂，图像新颖性属性的识别并未与早期知觉活动同时展开，其主要发生在涉及图像特征融合、图像记忆编码等多项认知活动参与的晚期加工阶段；个体对新颖性图像的加工存在半球右侧化效应（Wang，Duan，& Qi，et al.，2017）
 
[140]

 ；文字创造性新颖性信息的加工则会引发出明显的N400效应，并涉及个体对冲突信息的二次语义整合以及对文字材料的理解与评价活动的参加。

（四）情绪效价对创造性认知加工活动的影响作用

来自行为与事件相关电位的研究结果共同表明，情绪对个体的创造性新颖信息加工活动发挥着显著的影响作用。具体表现为，消极情绪不利于个体对创造性新颖信息的加工，其作用方式体现在新颖信息加工过程的各个阶段（王博韬，2017）
 
[141]

 。为进一步确定消极情绪状态与个体创造性活动之间的关系，实验室进一步对个体的消极情绪状态进行了区分，并采用fNIRS技术探究其认知神经机制。来自愤怒与创造性认知活动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愤怒情绪对创造性认知过程的影响在不同阶段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愤怒情绪在整个创造性认知过程中均降低了适宜性，但是对新颖性的影响却因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愤怒情绪在观点产生阶段提高了新颖性，但在观点评价阶段，愤怒情绪与平静情绪下的新颖性无显著性差异（石婷婷，2017）
 
[142]

 。同时，来自焦虑与创造性认知过程的研究结果表明：状态焦虑对创造性认知过程的影响在行为结果上都表现为促进新颖性，抑制适宜性。但新颖性更多地与产生阶段有关，而适宜性更多地与评价阶段有关，因此，研究结果表明，状态焦虑能够部分地促进创造性观点的产生，但对创造性评价却发挥着抑制作用（刘冰洁，2017）
 
[143]

 。

（五）情绪动机对创造性认知活动的影响作用

实验室还在区分情绪效价的基础上，从情绪的动机维度入手，按照高动机趋近情绪、低动机趋近情绪、高动机回避情绪和低动机回避情绪四种情绪条件，对不同动机水平的情绪状态与个体创造性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采用远距离联想测验的研究结果发现：低动机情绪可以促进远距离联想问题的解决，与高动机情绪相比，低动机情绪能够拓展个体在语义网络中的注意广度，使远距离联想问题更容易被解决（许施阳，2016）
 
[144]

 。 同时，采用创造性顿悟任务的研究表明：高动机强度的情绪阻碍了顿悟问题解决，减缓了紧组块破解的反应速度且降低了其正确率；低动机强度的情绪促进了顿悟问题解决，加快了紧组块破解的反应速度且提高了其正确率；高、低动机强度情绪状态对松组块破解任务并无显著影响（韩蒙，2016）
 
[145]

 。

从胡卫平教授领导的实验室较长期积累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情绪与个体的创造性活动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密切的关系，情绪对创造性认知活动的影响作用受到多种变量的中介与调节。未来研究将对现有研究结果进行进一步的梳理与整合，力争早日构建出情绪与创造性之间的作用关系模型，为我国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提供可靠的依据。

三、开展创造性的遗传基础——基因研究

在创造性生物学基础的研究中，近十年来，创造性的遗传基础——基因研究进入了创造性心理学的视线，我们团队从事基因研究的专家朱皕教授为我提供了与创造性相关的基因研究材料，以飨读者，也作为我们对创造性的生物学基础研究的一个展望。

（一）创造性基因研究的国外最新进展综述

最早的创造性遗传研究多为家族谱系研究（例如，高尔顿1869年出版的专著《遗传天才》）或双生子研究[例如，采用同卵和异卵双生子考察创造性是否存在遗传因素（Bouchard，Lykken，& Tellegen，et al.，1993
 
[146]

 ；Reznikofftff，Domino，& Bridges，et al.，1973
 
[147]

 ]。随着基因分析技术的快速发展，近几十年来国内外研究者采用候选基因分析（根据以往生理或药物研究基础，挑选一个或几个基因的位点）或采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采用人类基因组中数百万个基因位点为分子遗传标记），考察具体哪些基因与创造性具有关联。

1.创造性思维相关的基因

近十年来，许多研究者采用候选基因的方式考察了多巴胺和五羟色胺基因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2006年，德国研究者罗伊特（Reuter）等人，率先采用候选基因分析方法，在92名欧洲健康个体中，考察多巴胺基因和五羟色胺基因与图片创造性、言语创造性、数字创造性的关联（Reuter，Roth，& Holve，et al.，2006）
 
[148]

 。该研究发现，多巴胺DRD2基因和五羟色胺TPH1基因与总体创造性具有关联，这些基因可以解释9%的创造性个体差异，而且该结果不受个体智力的影响。2011年，雅典研究者罗科（Runco）和美国研究者诺贝尔（Noble）等人重复并扩展了该项研究（Runco，Noble，& Reiter-Palmon，et al.，2011）
 
[149]

 。他们采用147名美国白人大学生为被试，发现言语思维流畅性与多巴胺DAT、DRD4、COMT、DRD2基因有关，而图片思维流畅性与多巴胺COMT、DRD4基因和五羟色胺TPH1基因有关；言语发散性思维与多巴胺DAT、DRD4基因、DRD2基因有关，而图片发散性思维与多巴胺DAT、DRD4基因有关，但是在控制个体的思维流畅性水平之后，发散性思维与基因之间的关联消失；思维灵活性只与多巴胺DAT基因有关。由于该研究只发现了与思维流畅性相关基因，而没有找到与思维原创性相关的基因，所以研究者们认为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创造性的遗传基础。墨菲（Murphy）等人对这篇2011年的研究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发现多巴胺基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创造性的影响（Murphy，Runco，& Acar，et al.，2013）
 
[150]

 。许多研究者采用托兰斯创造性测验考察了基因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例如，俄罗斯研究者在2009年，利用62个白种人大学生样本，发现了五羟色胺5HTTLPR基因与图片和言语创造性的关联（Volf，Kulikov，& Bort sov，2009）
 
[151]

 ；以色列研究者2013年利用185个健康白种人样本，发现多巴胺DRD4基因与发散性思维有关（Mayseless，Uzefovsky，& Shalev，et al.，2013）
 
[152]

 ；2016年，美国研究者利用100名健康白种人样本，发现多巴胺COMT和DAT基因及其交互作用与创造性思维的关联（Zabelina，Colzato，& Beeman，et al.，2016）
 
[153]

 。

2.创造性人格相关的基因

以往与创造性相关的人格研究表明，创造性与三维人格量表测查的寻求新颖维度以及与大五人格量表的开放性维度有关（Li，Li，& Huang，et al.，2015
 
[154]

 ；Mayseless，Uzefovsky，& Shalev，et al.，2013
 
[155]

 ）。近二十年来，很多研究表明多巴胺DRD4基因与三维人格量表测查的寻求新颖水平有关，研究者也对其进行了元分析（Schinka，Letsch，& Crawford，2002）
 
[156]

 。最近几年，随着大规模全基因组与人格关联研究的增长，全球五十多个研究单位的研究者综合多个基因数据库，采用元分析方法考察大五人格量表所测得的人格维度与全基因的关联结果（Trampush，Yang，& Yu，et al.，2017）
 
[157]

 。该研究采用3万多名健康欧洲后裔人群为样本，以全基因关联数据库，发现开放性人格特质与认知能力之间有共同点基因遗传关联。

3.音乐、美术等特殊创造性天才的基因研究

研究者采用双生子和分子遗传分析方法考察了音乐、美术等特殊创造性天才的遗传力和相关基因。首先，荷兰研究者采用1 600多对青少年双生子的研究表明，音乐、美术等特殊天才的遗传力在0.50到0.93之间（Vinkhuyzen，Van der Sluis，& Posthuma，et al.，2009）
 
[158]

 。其次，芬兰研究者对200多个家庭成员的全基因连锁分析发现，音乐才能与四号染色体基因有关。在候选基因研究中，以色列研究者发现AVPR1A基因和SLC6A4基因与创造性舞蹈能力有关（Bachner-Melman，Dina，& Zohar，et al.，2005）
 
[159]

 ；芬兰研究者利用300名家庭成员为样本，发现AVPR1A基因与音乐能力有关（Ukkola-Vuoti，Oikkonen，& Onkamo，et al.，2011
 
[160]

 ；Ukkola，Onkamo，& Raijas，et al.，2009
 
[161]

 ）。近期，芬兰研究者还采用全基因组拷贝数变异分析方法利用有亲缘关系和无亲缘关系个体为样本，考察了与音乐能力和创造性相关的基因和拷贝数变异（Ukkola-Vuoti，Kanduri，& Oikkonen，et al.，2013）
 
[162]

 。

4.全基因关联研究表明：创造性与精神疾病有共同的遗传基础

历史上许多高创造性人才（例如，画家梵·高、数学家纳什、作家海明威等人）都患有精神疾病，但是以往研究无法说明高创造性与精神疾病的关联是源于先天遗传还是后天环境（Keller & Visscher，2015）
 
[163]

 。鲍尔（R.A.Power，2015）等人利用全基因关联分析方法，在欧洲上万人群的样本中发现：如果一个人患神经分裂症或双向情感障碍的风险越高，那么这个人从事艺术工作的可能性越大，该研究于2015年在《自然神经科学》（Nature Neuroscience
 ）期刊上发表（Power，Steinberg，& Bjornsdottir，et al.，2015）
 
[164]

 。

（二）我国有关创造性基因研究的进展

近年来，我国学者，包括我们团队的张景焕教授等人也积极投入有关创造性基因研究，并有所进展。

1.中国人群创造性思维相关的基因

我国研究者近年来采用候选基因分析的方式考察了创造性思维相关多的基因。2010年，中科院心理所研究者以108名6～14岁中国儿童为样本，采用托兰斯创造性测验，考察了COMT基因与创造性的关联，但发现该基因只与想象力有关，与其他创造性思维指标无关（Lu & Shi，2010）
 
[165]

 。2015年，北京大学研究者以753名14～19岁健康中国高中学生为样本，也发现了COMT基因与顿悟问题解决的关联（Jiang，Shang，& Su，2015）
 
[166]

 。

2014年至今，山东师范大学的研究者以500多名汉族大学生为样本，考察了多巴胺DRD2和COMT基因及其交互作用、五羟色胺TPH基因与言语和图片创造性思维、顿悟问题解决、创造潜力的关联（Zhang & Zhang，2016
 
[167]

 ，2017
 
[168]

 ）。例如，该研究团队采用图片和言语发散性思维测验，发现了创造潜力与DRD2基因的关联（Zhang，Zhang，& Zhang，2014）
 
[169]

 ，与COMT基因及其与DRD2基因之间交互作用的关联（Zhang，Zhang & Zhang，2014）
 
[170]

 ，与TPH基因的关联；采用经典顿悟问题解决任务（Zhang & Zhang，2017）
 
[171]

 ，发现了空间顿悟问题解决与DRD2基因的关联。

2.中国人群创造性人格相关的基因

我国研究者采用问卷量表的方式考察了创造性人格特质与基因关系。例如，河南科技大学研究者采用威廉姆斯创造性倾向量表，以800多名中国大学生为样本，发现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基因与大学生创造性人格特质（好奇性）有关（李舍，曹国昌，张培哲，等，2012）
 
[172]

 。该研究团队还以700多名中国大学生为样本，发现了X染色体上的单胺氧化酶A基因（MAOA）与大学生想象力的关联（韩海军，李舍，杜坤朋，等，2015）
 
[173]

 。

3.中国人群基因环境交互作用对创造性的影响

近期，山东师范大学的研究者开始探讨多巴胺和五羟色胺基因与家庭环境交互作用对创造性的影响（张景焕，张木子，张舜，等，2015）
 
[174]

 。研究者提出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创造性的遗传与观景因素。第一，创造性相关的基因和神经递质相关基因对创造性个体差异的解释力。第二，家庭环境与基因型交互作用对创造性的影响。第三，创造性思维与人格遗传环境因素的异同。例如，山东师范大学的研究者以两百多名中国汉族大学生为样本，发现多巴胺DRD2基因与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独创性和灵活性有关，并且DRD2基因与父母教养方式的交互作用对创造性问题提出有显著影响（原鹏莉，2016）
 
[175]

 。

4.中国人群创造性“基因—脑—环境—创造性行为”研究展望

随着神经影像遗传学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快速发展，研究者可以基于以往认知神经科学和遗传学的发现，从脑结构、（静息态和任务下的）脑功能、大脑两个半球的偏侧化模式角度，利用不同类型人群（儿童、一般成人、特殊被试），考察与创造性相关的基因与环境因素，研究其交互作用，并从个体差异角度研究基因、环境、大脑与创造性思维和人格的关系。近期，我国研究者呼吁在“基因—脑—环境—行为”框架下，开展有关创造性与精神疾病关系的大数据交叉整合研究以及发展性研究，探索遗传与环境对我国不同年龄个体的创造性行为及其脑机制的影响（李亚丹，黄晖，杨文静，等，2016）
 
[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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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创造性发展的研究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人类的创造力和其他各种能力一样，也是逐步形成不断发展的。创造性的发展受到先天条件和后天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个体的不同年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而对于不同的个体来说，创造性发展的个别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因此，研究创造性的发展是培养和造就创造性人才的前提。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创造性人才的成长由自我探索期、集中训练期、才华展露与领域定向期、创造期、创造后期五个阶段构成。研究中看到了早期促进经验、研究指引和支持、关键发展阶段指引是创造性人才成长中的三种主要影响因素。自我探索期主要是指幼儿、小学和中学阶段。所谓早期促进经验，包括父母和中小学教师的作用、成长环境氛围、青少年时期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具有挑战性经历和多样性经历，这些对“自我探索期”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些因素不仅为创造性人才提供创造性思维的源泉，也奠定其人生价值观的基础或创造性人格的基础，那就是“做一个有用的人”。中小学阶段，表面上似乎是学生在探索外部世界，其实是一个学生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自我发现的阶段，是个体创新精神和创新素质形成的决定性阶段。接着是进入特定专业领域阶段，即进入集中训练期，大学本科阶段的教师和研究生导师的指引和支持，对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起着关键的作用。这期间的主要收获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获得扎实的专业知识；二是通过勤奋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坚定专业方向，热爱自己的工作，从研究进展中增强创新的信心，以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是在这个阶段前后，创造性人才进入才华展露与领域的定向期。在这期间名师的指导，对于创造性人才研究习惯与思维方式的发展至关重要。与此同时，科学的环境氛围，交流、争议、合作与和谐团队关系，都是在具体学科领域实现创新所不可缺少的环境因素。在具体创造期，其年龄大致在青年晚期（30～35岁）。这个时期，研究者本人质疑反思、勇于竞争、不怕失败的精神和扎实细致的研究工作很重要。例如，收集资料、运用逻辑手段进行分析，一步一步由时空、社会、实践的检验，直到最后得到创新性的结论。创造后期主要指有学术造诣、创造性成果的中年人，进入收获季节，成为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或本行业的领军人物，甚至成为拔尖创新的人才。

第一节 幼儿就有创造性的萌芽

幼儿又称学前儿童，是指儿童三至六七岁时期。“幼儿园的小天使”，这是儿童正式进入学校以前的一个阶段，他们进入幼儿教育机构，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在以游戏为主的各种活动中，其身心各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儿童出生以后，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和教育条件下，经过三年进入幼儿时期，此时，他们渴望社会生活，需要参与社会生活，游戏则成为幼儿参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活动形式，幼儿是这种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

游戏不但是幼儿认识世界的手杖，观察生活的窗口，积累知识和经验的源泉，也是通过实际活动，积极探索周围世界的重要方式。创造性的萌芽表现在幼儿游戏中。游戏一方面满足了幼儿参加成人社会生活和实践活动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使幼儿以独特的方式把想象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从而对他们的心理行为以及创造力发展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幼儿创造性发展的思维基础与人格基础

幼儿创造性的萌芽表现在其动作、言语、感知觉、想象、思维及人格特征等方面的发展之中，尤其是幼儿的创造性想象的发展和好奇心的人格特征，是他们创造力形成和发展的两个重要表现。一般来说，幼儿通过游戏和各种活动来表现他们的创造力，如绘画、音乐、舞蹈和制作，以及创造性游戏等。具体来说，其思维基础与人格基础表现如下。

（一）思维基础

在幼儿思维研究中，最著名的观点莫过于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get，1896—1980）的“前运算思维”理论。皮亚杰认为2～7岁儿童的各种感觉运动图式开始内化为表象或形象图式，特别是语言的出现和发展促进儿童日益频繁地用表象符号来代替外界事物、重现外部活动，这主要是表象性思维（representative thinking），又称具体思维（concrete thinking），即个体利用头脑中的具体形象来解决问题的思维，它具有如下四个特点：一是相对具体性，是一种表象性的思维；二是不可逆性，还没有守恒结构；三是自我中心主义，以自我为参照物；四是刻板性，转移能力较差。

我们通过对幼儿思维一系列的实验研究，获得以下结果：3岁之后，儿童进入幼儿期。由于幼儿生活范围的扩大，兴趣的不断发展，幼儿出现最初的“求知欲”与“好奇心”，他们对周围的事物好动、好问、新颖和猎奇。“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一类发问在这个年龄阶段会经常而频繁地出现。于是幼儿的思维在婴儿期思维水平的基础上、在新的生活条件下逐渐得到发展。

幼儿期思维的特点是什么？主要是它的具体形象性以及进行初步抽象概括的可能性。

首先，思维的具体形象性成为主要特点。具体形象思维是依靠具体形象或表象的联想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思维结构的材料，主要是具体形象或表象。幼儿期的思维主要是凭借具体形象的联想来进行的，而不是依靠理性的材料，即凭借对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关系反映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来进行的。例如，谈到“老师”，幼儿头脑里思考的往往是自己幼儿园的“张老师”或“王老师”。

其次，思维的逻辑抽象性开始萌芽，创造性想象开始出现。在正确的早期教育下，到了幼儿晚期，随着儿童言语，特别是内部言语的发展和知识经验的增长，儿童思维中的逻辑抽象成分开始出现。也就是说，儿童出现依靠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的思维，开始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律的联系；出现掌握最初的词的概括和概念，掌握最初实物概念、最初社会概念和数概念，并进行一定数量的加减运算；出现理解一定材料的内在联系和初步本质关系。此外，创造性想象在逐步发展。小班儿童出现的基本上是再造现象；到中班，随着逻辑抽象成分的提高儿童出现一定的创造性想象的成分；大班儿童这种创造性想象成分越来越明显，在幼儿“看图说话”的练习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再次，幼儿思维发展有一个过程。这是由于幼儿知识经验的贫乏和语言系统的发展不够成熟，还不能经常有意地控制和调节自己的行动，一般心理过程还带有很大的不随意性（involuntary），即心理过程往往是不能意识到的、不由自主的。于是幼儿的心理活动也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很大程度上幼儿还是受外界印象调节支配的，他们很容易受外界新颖事物的吸引而改变自己的心理活动，有目的、有系统的独立思考能力是很差的。当然，在整个学期内及在教育影响下，这种特点正在逐渐发生改变。一般说来，5岁以后，儿童的各种心理过程的稳定性和随意性都在不断增长。学前儿童心理过程的随意性和稳定性的不断增长，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想象的逐步发展，就为儿童进入学校学习准备了重要条件。

最后，幼儿思维发展过程中具有情景性和模仿性。幼儿思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情境性（situationality），即他们在思维活动的过程中，大多活动往往受情境（situation）或情景（sentiment and scene）的左右。于是模仿性（imitationality）——由仿效别人的言行举止而引起的与之类似的行为活动——必然成为幼儿阶段的一种明显的思维。

上述思维发展的特点，就为幼儿的创造性萌芽奠定认知的基础。

（二）人格基础

在婴儿期社会化的基础上，幼儿开始掌握社会认可的一些行为方式。三至六七岁的儿童初步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掌握最初级的社会规范，认同一定的社会角度，产生情境性的道德品质。于是，在他们的自我意识、道德、性别认同和社会交往的发展中都体现出明显的人格年龄特征。

对幼儿创造性发展的最重要人格基础是其好奇心的发展。幼儿教育工作者普遍反映，幼儿变得特别爱提问题，只要他们不懂的，他们就会去问，并且常常追根究底，似乎要弄个水落石出。幼儿的提问表现出强烈、稀奇、究源等好奇心。而这个好奇心又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团队的董奇教授做出以如下解释：这是由于个体发展到幼儿阶段，当原有的认知结构与来自外界环境中的新奇对象之间有适度的不一致时，幼儿就会出现“惊讶”“疑问”“迷惑”和“矛盾”，从而去探究。幼儿显然已具备初步的感知、思维能力和知识经验，但周围许多事物对他们说来仍是陌生的、新奇的，且随着活动能力和感知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幼儿能够注意到、接触到比以前多得多但同时又不太懂的新事物，这就大大激发幼儿的好奇心（董奇，1993）
 
[1]

 。正是在这种好奇心的促使下，他们才会从事以前未玩过的活动、参与有关的游戏，提出非同寻常的问题，尝试做以前没做过的事情，并从中表现出他们的创造性。

二、我们对幼儿创造性发展的研究

我们团队对幼儿的创造性发展最早的研究是来自1985年翻译的美国的《幼儿创造性活动》（M.梅斯基，D.纽曼，R.J.伍沃德考斯基，1983）
 
[2]

 。该书首先把幼儿的创造性贯穿于其绘画的发展之中，并指出幼儿绘画经过乱涂阶段、基本形状阶段、初期画阶段。幼儿的创造性不仅通过绘画表现出来，而且在绘画中得到不断发展。同时，该书展示了各种类型的绘画对幼儿的创造力特别是想象力起着不同的作用，如主题画、故事画、诗画、装饰画和自由画对幼儿的创造性发展就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此外，该书还论述了其他课程中幼儿创造性的活动，如音乐、戏剧表演、科技活动及其制作、食品制作、舞蹈、诗歌朗诵，以及环境教育等。该书的各种创造性活动设计，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幼儿有创造性的萌芽，也为我们的初步研究提供了研究方案。

我们团队对幼儿创造性的研究一直未中断，而做出有价值的创造性心理学研究的是方晓义教授的课题组，下面我们着重介绍这项“幼儿创造性思维与艺术创造力发展情况”研究。

（一）问题提出

从个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幼儿拥有与创造性相关的三个特质，即对内外刺激的反应、缺乏抑制并能够完全沉浸在活动中，这一时期是创造力发展的萌芽时期和关键阶段。因此，我国高度重视幼儿的创造力培养，如2012年颁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就提道，“幼儿应具有自尊、自信、自主的表现，在艺术活动中能用多种工具、材料或不同的表现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象”。

按照创造力游乐园模型（the amusement park theoretical model of creativity）的观点，创造力既具有领域一般性，又具有领域特殊性（Baer & Kaufman，2005）
 
[3]

 。创造性思维通常被视为一般创造力，而各个领域的创造力是其具体体现。对于幼儿而言，包括绘画、音乐、舞蹈、手工制作在内的艺术领域是最常见的创造力表现领域（林崇德，2013）
 
[4]

 。幼儿期是艺术创造力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Arasteh & Arasteh，1976
 
[5]

 ；J.S.Decey，1989
 
[6]

 ），被加德纳（H.Gardner，1980）
 
[7]

 称为“踏入校门之前的艺术特性大爆发”时期。在这一时期发展的创造力不仅能够预测后续的创造能力，而且能使儿童得到巨大的个人乐趣和满足，对其整个心理发展具都有重要的作用。

实证研究从流畅性、灵活性和独创性三个维度对幼儿的创造性思维进行了探讨。发现幼儿的创造性思维呈现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步提高的趋势（王小英，2005）
 
[8]

 ，并且各个维度之间存在差异，如总体趋势是流畅性高于灵活性，灵活性高于独创性。具体表现为，在流畅性和独创性维度上，5岁儿童才有显著发展；在灵活性维度上，从4岁开始每个年龄段均有显著发展（叶平枝，马倩茹，2012）
 
[9]

 。在性别差异上，有研究者认为幼儿的创造性思维没有性别差异（W.Ward，1968
 
[10]

 ；王小英，2005
 
[11]

 ），也有研究者发现除流畅性外，男孩的创造力各维度均显著高于女孩（叶平枝，马倩茹，2012）
 
[12]

 ，而萨利（Sali）则发现女生的创造性思维各维度均要高于男生。

幼儿艺术创造力的发展特点得到极为有限的关注。厄本（Urban）对171名4～6岁幼儿进行创造性思维测验—绘画创作（The Test for Creative Thinking-Drawing Production，TCT-DP）测试，即让他们在6个给定的片段基础上作画，并从连续性、完整性、新元素、关联性、主题性、突破性、观点性、幽默和情感、非传统性等维度进行评估。结果发现年龄发展趋势为4岁到5岁上升，5岁到6岁下降，6岁以后再次上升。卡莱恩斯基等（Gralewski，Gajda，& Wisniewska，et al.，2016）
 
[13]

 在波兰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的大型研究中，也对466名4～6岁的幼儿使用TCT-DP测试，发现创造在幼儿的非传统性上是线性增长的，在新元素上则是5岁的幼儿最低，6岁最高。这两项研究都没有发现幼儿艺术创造力在性别上的差异。

可以看到，幼儿创造性思维和艺术创造力发展特点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明显少于其他年龄阶段，并且均采用横断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难以得出幼儿创造力连续变化的过程，并不能够真正地反映其发展特点。此外，幼儿艺术创造力发展特点研究中使用的工具仍然是基于发散性思维测验编制的，尽管发散思维测验有很好的信度，但是连续性（流畅性）等维度主要是用来衡量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并不能够完全反映艺术创造力当中的美学特征（Chan & Zhao，2010）
 
[14]

 。

因此本研究采用追踪研究的方法，使用被广泛认可的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和粘贴画测验对幼儿的创造性思维和艺术创造力进行三次重复测量，以了解我国幼儿创造性思维和艺术创造力的发展特点。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选取北京市一所公立幼儿园和一所私立幼儿园的幼儿进行三次调查，各次测查的人数、幼儿月龄、性别如表7-1所示。

表7-1 三次测查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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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工具

（1）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

选用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中文版（Torrance Test of Creative Thinking-Chinese Version，TTCT-CV）（叶仁敏，1989；吴静吉，1981）
 
[15]

 
 
[16]

 言语测验中的“空盒子任务”（尽可能多地说出空盒子的用途）、“云线任务”（根据不可能事件编故事）和图形测验中的“双线任务”（尽可能多地根据两根线条作图）来评估幼儿创造性思维的流畅性、灵活性和独创性。流畅性的计分方法为除无效反应之外，被试的每个有效反应记1分，完全重复的不记分，分数累加则为该被试的流畅性得分；灵活性的计分方法为根据材料库分类标准来计算有效反应的类别数，每个类别记1分；独创性则根据有效反应的频次计分，频次大于5%的反应记0分，2%～5%（不含5%）的反应记1分，小于2%的反应记2分，分数累加则为该被试的独创性得分。该测验各题目3次的平均评分者一致性达0.91。

（2）粘贴画

采用阿玛贝尔（Amabile）开发的粘贴画任务来测查幼儿的艺术创造力水平。测验材料包括粘贴画和1张 A4白纸。粘贴画由3种尺寸（大、中、小）、3种颜色（红、黄、蓝）的圆形、三角形、正方形贴片组成，材料数量不做限制。幼儿需在15分钟内以“家”为主题完成创作。根据共感技术，由6名心理学专业的主试经过严格培训后对每名幼儿的粘贴画作品进行独立打分，打分指标包括精致性（使用的粘贴画数量）、独特性（与其他作品相比的独特程度）、适宜性（与主题的关联程度）和总体创造力（创造力程度），主试根据自己的判断从1～7分（1分=很差，7分=非常好）进行打分。3次测查的评分者一致性均在85%以上。

3.研究程序

在2014年12月、2015年9月和2016年9月对两所幼儿园的幼儿进行了一对一的测查，对测查过程进行录音及文字记录。材料收集完后由转录公司对录音材料进行转录，对粘贴画进行拍照，招募具有专业背景的主试根据转录的文字与照片资料进行编码打分。

（三）研究结果

1.描述统计

对两所幼儿园所有参加测验的幼儿进行分析，发现除在艺术创造力的精致性维度上存在差异（私立幼儿园儿童优于公立幼儿园儿童，p
 ＜0.05）外，其他创造力各维度均无显著差异（p
 >0.05），因此对两所幼儿园的情况进行统一描述，其情况如表7-2、图7-1所示。

表7-2 描述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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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三次测查幼儿创造力得分统计图

2.推断统计

进一步对幼儿的创造性思维和艺术创造力的各维度在月龄、性别和测查次数上进行三因素方差分析，其中测查次数为被试内变量，月龄和性别为被试间变量。其结果如表7-3所示。

表7-3 幼儿创造力的3因素方差分析表（N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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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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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7-3中知，除测查次数的主效应显著（18.63 ≤ F
 ≤ 50.90，p
 ＜0.001）外，月龄和性别的主效应及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p
 > 0.05）。进一步对测查次数进行事后比较（Bonferroni校正），发现创造性思维各维度第三次测查和第二次测查的得分显著高于第一次（p
 ＜0.01），第二次和第三次测查的得分无显著差异（p
 > 0.05）；艺术创造力精致性和独创性维度第三次测查显著高于第二次，第二次也显著高于第一次（p
 ＜0.01）；艺术创造力的适宜性和总体创造力第三次成绩显著高于第二次和第一次（p
 ＜0.01），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
 > 0.05）。

（四）讨论

1.幼儿创造性思维的发展特点

三次测查均表明，幼儿创造性思维各维度在其月龄和性别上均没有显著的差异。这说明幼儿彼此之间的创造性思维差异并不大，与以往研究中性别差异不显著的结论一致（W.Ward，1968
 
[17]

 ；王小英，2005
 
[18]

 ）。不同月龄幼儿的创造性思维没有显著差异，这与以往横断研究的结论不一致。

但这并不说明幼儿创造性思维不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提升。本研究每次测查间隔9个月，第一次测查时平均年龄为3.54岁，第二次测查平均年龄为4.29岁，第三次测查平均年龄为5.04岁。结果表明幼儿在4岁左右达到创造性思维的高峰，4岁到5岁发展较为平稳。这比王小英（2005）
 
[19]

 “5岁是幼儿发散思维发展的转折期”的研究结论要更为提前。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本研究选取的幼儿园为北京市一级一类幼儿园，幼儿的创造性思维发展较为提前，也可能是由于年代发展，儿童的创造性思维发展也更为迅速。

2.幼儿艺术创造力的发展特点

与创造性思维一致，幼儿的艺术创造力在月龄和性别上也没有显著的差异，但各次测查的差异极其显著。按照9个月的时间间隔，幼儿艺术创造力精致性和独创性在3～5岁呈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这与萨利关于精致性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而适宜性和总体创造力在3～4岁发展较为平缓，在5岁时迅速发展，超过以往的水平。这一发现与翁亦诗的论断相一致，她认为2～5岁的幼儿都不具备进行创作的能力：2～4岁处于梦想阶段，儿童自己头脑中有一些不受限制的惊人想象和各种各样想法，主要表现为喜欢探索，摆弄奇才，不听从成人控制；3～5岁处于诗人阶段，各种想法比较有顺序，有步骤地涌现，即多种多样的想法有一定的联系而不是杂乱无章的。到了五六岁的时候，儿童才进入发明者阶段，能够利用材料进行有创意的发明制作。

三、在游戏的王国中促进幼儿创造性的发展

诚如前述，幼儿喜欢游戏，游戏是幼儿的主要活动形式；幼儿的心理包括创造性在游戏的王国中获得发展，游戏是幼儿身心发展的源泉。因此，有效地组织幼儿的游戏活动成为幼儿创造性培养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一）游戏的特点

游戏理论不仅很丰富，而且分析的角度也极不一致。尽管如此，也有其共同点。我曾把其归纳为四个特点（林崇德，2001）
 
[20]

 。

第一，游戏是儿童在社会生活中，满足自身身心发展需要而反映现实生活的活动，它是儿童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发展的统一。

第二，游戏是儿童自愿参与的非强制性的活动，它体现儿童在游戏中自由、松散、易变，其内容与形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

第三，游戏是一种具有多种心理成分的综合性活动，具有虚构性、兴趣性、愉悦性和具体性，是儿童按照自己的意愿坚持下去，表现出创造能力在内的各种智能。

第四，游戏是幼儿的主要活动形式，它的功能是促进幼儿认知、情感、行为和人格的积极发展，使主体较好地适应现实、有目的地认识世界、创造性地反映生活。

（二）要重视创造性的游戏

游戏的种类很多，究竟如何分类在学前心理学与教育学界并不统一，我们曾对游戏做过分类。依儿童行为表现，游戏分为语言游戏、运动游戏、想象游戏、表演游戏和交往游戏；依儿童认知特点，游戏分为练习性游戏、象征性游戏、结构性游戏和规则性游戏；依儿童社会性特点，游戏分为独自游戏、平行游戏、联合（分享）游戏和合作游戏；依儿童创造性，游戏分为累积型游戏、幻想游戏、角色游戏和假定游戏；依儿童教育方面，游戏分为自发游戏、教学游戏等（林崇德，2001）
 
[21]

 。应该看到，每一种游戏，都能激发幼儿的创造性。

游戏的各种特点，诸如游戏的内容、形式、时间、参加的成员和创造成分，都随着儿童年龄的递增而发生变化。从游戏的创造性来看，最初幼儿的游戏几乎完全是模仿或再现成人的动作。他们的独立性很差，往往要求助于成人，所以愿意与父母、教师一起玩。在幼儿中期，幼儿逐渐能够重新组织或改造以往的经验，创造性地开展游戏，他们已能构思、组织游戏，但有了纠纷还要依靠成人来处理。在幼儿晚期的结构游戏、角色游戏和表演游戏这样的创造性游戏中，幼儿更乐意与同伴一起玩，出现了问题能自己商量着解决，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让成人来决断。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幼儿的创造性在不断地发展。

创造性游戏（creative play）是儿童游戏中高级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主题、目的、角色分配，有游戏规则，具有内容丰富、情节曲折多样等特色。在游戏中儿童相互了解对方的游戏构思，并将各人的构思吸收到游戏内容中去。每次游戏时变换方式，增加情节。儿童在游戏中需要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游戏反映了儿童的实际生活，也较充分地表现了儿童的情感、愿望和知识水平，体现了儿童思维和创造想象发展的新水平，是教育性较强的游戏形式。下面我们介绍几种创造性的游戏。

1.累积型游戏

它是一种把不同内容的片段性游戏活动连接起来的游戏类型。例如，把看画册、随意画线、要点心吃、看电视等活动连接起来，每种活动都能持续10分钟左右，但上一个动作与下一个动作并没有必然联系。在一小时内，能表现出4～9种活动。这种类型的游戏一般在2～3岁时比较多见，在6岁儿童中为数也不少。

2.幻想游戏

在幻想游戏中，儿童对行动赋予某种意义，即代表某些东西。儿童在这类游戏中独立进行探索，以想象反映社会生活，解决各种实际生活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儿童在游戏中表现出渴望交际的心情，假装成人并模仿他们的举止行为。为满足社会行为的需要，幻想游戏使儿童有可能在想象中虚构同伴。3～4岁时幻想游戏占优势。早期的幻想游戏中，主要是简单的模仿性幻想，随着经验和想象力的增加，儿童幻想游戏的内容日趋复杂，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据研究，儿童的幻想游戏存在着性别差异。男孩的幻想游戏主要反映各类活动及攻击行为，多与客体相联系；女孩的幻想游戏更为细致和被动，多与人际关系相联系。在幼儿晚期，这种性别差异明显地表现出来。

3.假定游戏

假定游戏是指既与现实相似而又夸张的游戏活动。这种活动从婴儿期就已开始，在整个学龄前期继续发展，从简单到复杂，从自我中心到社会化，直到小学初期才逐渐消失。假定游戏随儿童认知的发展而发展。据研究，12个月或13个月的婴儿就开始出现了简单的假定游戏形式，以玩具代替现实物体，即采用替代物。这种早期的假定游戏来自直接情景的触发，并依赖于客观实体。在儿童生活的头两年中，游戏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动作性游戏转向了表现现实生活的模仿性游戏。到了三四岁，儿童可以将活动作为转换时间和空间的工具，可以不再依赖于实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游戏中的替代物越来越简单。假定游戏是儿童游戏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促进儿童的自信和自控，使儿童保持适宜的兴奋水平，帮助儿童获得控制环境的感觉，并帮助儿童正确区分幻想和现实。这种游戏活动对于儿童的思维创造性和流畅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假定游戏的发展也体现了儿童社会性的发展，游戏的内容从关心自我到关心玩偶，最后到关心他人；游戏的形式从独立游戏到平行游戏，最后到联合游戏、合作游戏。

4.想象游戏

想象游戏是指儿童在假想的情境里按照自己的意愿扮演各种角色，体验各种角色的思想情感的游戏活动。想象游戏约在1.5岁出现，通常有单独的想象性游戏，如给布娃娃喂饭、穿衣；3岁时开始出现合作的想象性游戏，它常常以怪诞、夸张的形式出现。想象游戏的高峰期大约在6岁，此时儿童的想象力很丰富，能协调、迅速地从一种角色转换到另一种角色，从一种情境转移到另一情境。想象游戏或角色游戏通常都有一定的情节，这种游戏情节是幼儿根据其知识经验想象设计出来的。在这种游戏中，扮演什么角色，角色如何行动，游戏怎样进行等，都需要儿童自己去想象、去创造。因此它往往被认为是发展幼儿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最佳手段之一。儿童入学后，这类游戏逐渐减少。想象游戏在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5.表演游戏

表演游戏以故事或童话情节为表演内容的一种游戏形式。在表演游戏中，儿童扮演故事或童话中的各种人物，并以故事中人物的语言、动作和表情进行活动。这类游戏是以儿童语言、动作和情感发展为基础的。一般认为，幼儿中期的儿童才能较好地从事这类游戏。随着幼儿语言、动作和情感的不断发展，表演游戏的水平也不断提高。此外，幼儿在进行表演游戏时，需要利用以前的表象进行想象，并结合所表现的内容创新出新形象。由于表演偏重文艺形式表达情感和主题，因此它对幼儿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能够培养幼儿对文学艺术的兴趣和才能，促进幼儿艺术创造力的发展，也就是说，儿童通过这类游戏，不仅可以增长知识，而且可以提高表演才能和语言表达能力。

6.结构游戏

结构游戏是指儿童运用积木、积塑、金属材料、泥、沙、雪等各种材料进行建筑或构造（如用积木搭高楼），从而创造性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游戏。该类游戏要求儿童手脑并用，不断调控注意力和动作，并且积极回忆、重组、加工头脑中已有的表象，因此可以促进儿童手部动作和对物体数、形、空间特征的精细观察与理解，以及想象力和创造力等方面的发展。这类游戏有三个基本特点：①以造型（搭、拼、捏等）为基本活动；②活动成果是具体造型物（“高楼”等）；③与角色游戏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密切关系。一般认为结构游戏的发展呈如下顺序：1.5岁左右，儿童开始简单堆叠物体；2～3岁时，儿童活动具有先动手后思考，主题不明，成果简单、粗略、轮廓化的特点；3～4岁儿童逐渐能预设主题，成果的结构相对复杂，细节相对精细；5岁以后儿童游戏中的计划性增强，并可以多人合作建造大型物体。在5～8岁，结构游戏占儿童全部活动的51%以上（Rubin，Fein，& Vandenberg，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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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皮亚杰的认知理论中，结构游戏被视为感知运动游戏向象征性游戏转化的过渡环节，而且一直延续至成年期转变为建筑等活动。

（三）我们对游戏与创造力的有关研究

我们团队的董奇教授，曾对游戏与创造力开展过研究。

1.游戏、模仿、观察与幼儿创造性关系的对比研究

研究者在实验中把幼儿分成三组。第一组幼儿用新奇材料自由玩耍，即自由游戏组；第二组幼儿对实验者用该材料所示使用方法进行模仿，即模仿组；第三组让幼儿对实验者用该材料所示使用方法进行观察，即观察组。之后，对三组幼儿进行了这些材料用途的测验。结果发现，第一组的幼儿在举出材料独特用途方面的得分明显高于其他两组。由此可见，游戏比模仿、观察有利于促进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2.游戏和模仿与幼儿创造性关系的进一步研究

研究者在实验中不以幼儿的语言反应作为分析对象，而把幼儿的非语言反应作为分析对象。研究的第一步是将五六岁的幼儿分成模仿组和游戏组，让他们分别对实验者所示的操作行为进行模仿和游戏；第二步是让幼儿把一个掉进盛了水的桶里的玩具猴救起来。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实验场面虽然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研究人员从创造性思维的流畅性、变通性、独创性因素出发对被试的反应进行了分析，结果是游戏组比模仿组在创造性上得分高。具体来说，利用所准备的材料装配成救援工具，在种类、独创性、同一材料利用的多样性（装配某一形式的救援工具所用的材料，也可以用来装配其他形式的救援工具）等方面，游戏组都比模仿组高出一筹。

3.游戏性质与幼儿创造力关系的研究

研究者将幼儿分为两组，分别进行性质不同的游戏，一组进行“集中性游戏”，对游戏方法进行限定，实际用的是拼图板。另一组进行“扩散性游戏”，游戏方法未限定，实际用的是图块。实验中，进行集中性游戏的大多数幼儿，花了一半以上的时间来完成拼图；而进行扩散性游戏的幼儿把时间都花费在图块的特征、把图块组装起来进行观察，以及把图块比作别的什么东西的象征性游戏上。在幼儿取得游戏经验后，实验者让幼儿进行集中型问题解决和扩散型问题解决。结果发现，在集中型问题解决上，有集中型游戏经验的幼儿比有扩散型游戏经验的幼儿成绩好；在多种方法解决扩散性问题上，有扩散型游戏经验的幼儿则明显好于别人，显示出很大的可塑性。这个实验表明了，集中型游戏受条条框框限制，容易使幼儿产生固定化的倾向；而扩散型游戏未受条条框框限制，使幼儿有可能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法。由此可见，游戏性质与幼儿创造力有密切关系，扩散型游戏更有利于幼儿创造力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 小学儿童有较明显的创造性表现

小学儿童一般年龄在6～11岁，这个时期是上小学的阶段，这个阶段又称为学龄儿童期（或儿童期）（school childhood）。小学儿童心理的发展，顾名思义，主要是指小学生心理活动规律和特点。

小学生进入学校后，学习便成为他的主导活动（dominant activity），促进了他们的心理过程和社会性的全面发展，并呈现四个特点：①小学生心理发展是迅速的，尤其是智力和思维能力；②小学生心理发展是协调的，特别是在道德方面，这是人一生中道德品质发展最为协调的阶段；③小学生心理发展是开放的，他们经历有限，内心世界简单，所以显得纯真、直率，能将内心活动表露出来；④小学生心理发展是可塑的，其发展变化具有较大的可塑性。

随着儿童入学，其思维与想象获得进一步发展，创造性的表现就越来越明显（或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20世纪80—90年代，我们通过对小学生课外活动的观察，通过对他们在数学与语文学习中的实验，看到小学儿童创造性发展的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小学儿童在各种学习活动和课外活动中有明显的创造性表现，但社会意义或社会价值还是不高；二是小学儿童的创造性更多地与创造性想象联系在一起；三是小学儿童在数学与语文学习上，其创造性主要从掌握和应用知识、内容和独立性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于是小学儿童创造性的一题多解或一题多做的发散加工，克服定势追求灵活性，自编数学题、作文题，甚至自编文艺节目等都有展示。

一、小学儿童创造性发展的思维基础与人格基础

影响小学儿童思维发展与人格发展的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学生自身的生理发育趋势，二是客观环境的变化。这里的环境变化，突出地表现为学习活动对小学儿童思维与人格起决定作用。儿童进入学校，开始学习系统的自然与社会知识，以及各种规章、守则；进入学校，儿童的首要任务是掌握读、写、算，从而发展了他们心理的有意性、自觉性；教学过程要求学生掌握间接的知识经验，促使他们的抽象逻辑性的提高；集体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增长儿童的社会性。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小学儿童思维与人格的发展。

（一）思维基础

如前所述，创造性思维的内容包括思维与想象，因此，小学儿童创造性的思维基础也应该包含其思维与想象特点。

1.小学儿童的思维特点

小学儿童的思维在学前儿童的基础上，在小学教育与教学的条件下，开始有了进一步的新发展。学习活动要求小学生掌握前人的知识经验，如前所述，仅靠直接感知就不够了，它要求小学生掌握间接的知识经验。小学生为了掌握大量的间接知识经验，就必须逐步地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等思维活动，使知识系统化和条理化。但是，初入学的小学生的思维还基本上属于具体形象思维。这就产生了要求发展逻辑抽象思维的新需要与原有的具体形象思维的旧水平的矛盾。这个矛盾使小学生的思维处于具体形象和逻辑抽象过渡的阶段，其基本特点是：从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要形式逐步过渡到以抽象逻辑思维为主要形式。但这种抽象逻辑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直接与感性经验相联系的，仍然具有很大成分的具体形象性。因此，小学生这种过渡式的思维被称作形象抽象思维。

小学生这种形象抽象思维有什么特点呢？小学生从具体形象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不是立刻实现的，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主要表现在：随着年龄增大，年级增高，具体形象成分逐步减少，而逻辑抽象的成分却日益增加。在思维过程中，不随意成分逐步减少，而抽象逻辑思维的自觉性成分却日益增加。从前者发展到后者是一个由量变发展到质变的过程，是一个飞跃的过程，这个质的变化时期，就是关键年龄。这个关键年龄，我自己的研究和多项相关研究都认为出现在四年级。四年级前以具体形象成分为主要形式，四年级后飞跃到以逻辑抽象成分为主要形式。当然，这个关键年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取决于教师水平、教学方法等教育与教学条件；取决于思维对象，即不同学科、不同教材而反映出不平衡性；取决于小学生的个体差异。尽管差异存在，但这个关键年龄一般是不可忽视的。

2.小学儿童的想象特点

入学前儿童的想象很大程度上是无意想象和再造想象占优势。想象的主题容易变化，想象的内容具有直观性、片面性和模仿性，而想象的有意性、创造性和现实性都还不占优势。

小学生入学后，在教学的影响下，想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整个小学阶段，学生的想象是十分生动的。想象扩大了小学生积极活动的范围，充实了他们活动的内容。小学生的想象有哪些特点呢？

一是想象的有意性迅速增长。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求小学生按照教学的目的产生符合教材内容的想象，因此，小学生想象的有意性、目的性就增长起来。我们曾以“春天”为主题与小学生谈话，了解他们的想象力。结果我们看到：低年级学生由于知识缺乏，他们对“春天”的情景的想象东拉西扯，缺乏明确的目的和既定的目标；中、高年级学生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一般情况下，四年级以上的学生才能围绕着“春天”这个主题系统地、有条理地展开想象。

二是想象中的创造性成分日益增多。小学生在教学影响下，由于表象的积累，由于抽象逻辑思维的发展，不但再造想象更富有创造性成分，而且以独创性为特色的创造想象也日益发展起来。当然，在整个小学阶段，学生想象的复杂性、概括性、逻辑性的水平，还是不高的，对于不熟悉的事物，他们的想象总是简单贫乏的。我们让不同年级的小学生都来写描述好学生的作文，结果，低年级学生描述的形象非常具体，限于上课、下课的行为表现；中、高年级学生开始涉及思想品质的表现，对好学生的形象做出一些概括性的、实质性的描写。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善于运用生动的、带有情感的言语来描述学生可能想象的事物形象，而且要用言语对具体的形象做出概括，培养其想象时举一反三的能力。

三是想象逐步富于现实性。在教学的影响下，小学生想象的现实性也在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一二年级学生由于知识的缺乏，他们的想象往往有许多东西是脱离实际的；三四年级以后，他们的想象才能较确切地反映现实事物。以图画为例，一般初入学的学生，只能以几根乱七八糟的线条来表示一个司机开着一辆汽车，一门大炮正打下一架飞机，等等。他们的想象尽管也出现一些创造成分，但布局十分简单，只顾大体的轮廓，不顾具体的细节，没有合理的比例，与现实差距很大。中年级以上的学生，在绘画的时候，就能不但注意所画事物的完整性，而且能初步运用透视关系来更好地表现事物，使绘画的想象更真实地反映事物。在想象的现实性方面，突出地表现了小学生幻想与理想的发展。

3.小学儿童的幻想与理想

幻想是创造想象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与生活愿望相结合并指向未来的想象。很多创造性的活动常常是从幻想开始的。例如，宇宙航行最初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

幻想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实际出发的，鼓舞人们向上的。这是有意的幻想。那种以现实生活发展的规律为依据的，经过一定努力可以实现的幻想，叫作理想。理想是人们奋斗的目标，是一种最有价值的幻想。另一类想象是荒诞的，它引导人们脱离现实甚至歪曲现实，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叫作空想。

小学儿童富于幻想，这是他们想象的重要年龄特征。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深入小学几个年级进行初步调查，看到：随着年级的升高，小学儿童的幻想由直观性、虚构性向抽象性、现实性发展；由笼统性、肤浅性向分化性、深刻性发展；由易变性向稳定性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小学儿童幻想的内容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二）人格基础

小学是人格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特别是人格中具有代表性的心理特征，如自我意识、性格和社会性都是在这个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且趋于特有的、稳定的内外行动形成的阶段。

1.小学时期的自我意识

一年级至三年级自我意识处于上升阶段，三年级至五年级处于平稳阶段，五至六年级处于第二个上升期，所有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逐渐以内化的行为准则来监督、调节、控制、评价自己的行为上，具体地表现在自我概念、自我评价和自我体验的发展上。

2.性格是比较稳定的人格特征，一旦形成便相对稳定

我国心理学家对中国儿童青少年的性格发展与教育进行了研究（朱智贤，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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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问卷包括104个问题，以测查学生的性格特征，了解其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结果发现，小学儿童的性格发展水平是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升高的。但其发展速率表现出不平衡、不等速的特点。小学二年级至四年级发展较慢，表现为发展的相对稳定时期；四年级至六年级发展较快，表现为快速发展时期。

3.小学儿童社会性在较快地发展着

助人、合作、分享的亲社会行为在小学阶段明显地表现出来；随着年龄的增加，利他性与非利他性开始逐步分化，出现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心理状态；攻击性行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或个体差异，6～10岁儿童所表现出的身体攻击和言语攻击的数量与10～14岁时的恐吓、侮辱、取笑同伴或与同伴竞争的倾向相关。

二、我们团队对小学儿童创造性发展的研究

我们团队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对小学儿童创造性发展开展了较系统的研究。

（一）结合课外活动来研究小学儿童的创造性特点

例1：小学生有无创造性呢？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里，有很多小学生的获奖作品，这说明小学生已经有了创造性的活动。1980年，我们专门去有获奖作品的北京市崇文区（今隶属东城区）下三条小学参观和调查，并把当时所见所闻简单地写在当年正在撰写的《小学生心理学》里（林崇德，叶忠根，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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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崇文区下三条小学的许多学生，都有一个“奇怪”的爱好：家里吃鸡或吃鱼，孩子就要求家长整只、整条地炖。食后，就把骨头一根不落地收集起来。原来，他们学校有个生物小组，这些骨头经过加工，就组装成很有意思的骨骼标本。这个小组制作的几件骨骼标本，是全国青少年作品展览上的获奖作品。他们这些创造性活动的范围从小到大，从制作小动物标本，发展到制作大动物标本。1979年夏天，他们还制作了一具狗熊的骨骼标本。这些小学生在制作各类骨骼标本时的思维，无疑是创造性思维的开端；制作标本的活动过程，正是创造性活动，这说明小学儿童创造性的表现。当然，这种表现有其不足之处，一是需要获得成人的指导，二是顶层设计也往往来自成人。这说明他们在创造性中的独立自主性尚需提高。

例2：北京市朝阳区航模小组挂靠在我工作过的三道子学校（十年一贯制），所以我有机会深入观察，并与指导教师和航模组成员的小学生交流。

小学生课外活动制作中的创造性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又有何特点呢？我们从对北京市朝阳区航模小组做的一些粗浅的调查中，看到在航模制作中，既有年龄特征，又有个体差异。组内的低、中年级小学生，很少有什么创新的作品。四年级以上的组员，开始不满足于教练或图纸的要求，有的人追求新颖式样，他们超过规定的项目而构思，并改进了航空模型的局部结构或器材，探索如何让小飞机飞得高，飞得快，提高飞行的持续时间和表演技巧。可见，小学生四年级之后出现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行为，是在一定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是在逻辑思维和创造想象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在追踪观察后强调：小学生在课外活动中的创造性活动，具备四个主要特点：①有一定的新颖性，但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还是不太高的；②创造思维的水平与创造想象、逻辑思维发展的水平是直接相联系的；③没有什么创造的灵感；④某些小学生从事什么样的课外活动，与其兴趣、意志（毅力）有关，来自某种创造性的人格因素或非智力因素。因此，即使四五年级之后出现的创造性，其水平也是不高的，整个小学阶段学生的创造性，仅仅只是个开始。然而，这个开始，不论是对小学生还是社会，都是非常可贵的。

（二）结合数学与语文学习来研究小学儿童的创造性特点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深入研究“学习与发展——中小学生智力能力发展与培养”的实验，我们以思维品质为突破口，从数学与语文两个学科能力着手研究，其中研究了数学与语文学习中小学儿童创造性的发展，这里仅展示我们对小学儿童数学学习中创造性发展与培养的一篇研究报告，题目为《自编应用题在培养小学儿童思维独创性中的作用》（林崇德，1984）
 
[25]

 。

1.问题

本研究是我们对思维的智力品质的系列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小学儿童在自编应用题中具有独立性、发散性和新颖性等特点，即包含着创造性或独创性的成分。我们对之研究，企图探讨自编应用题对培养小学儿童思维创造性的作用，探索小学儿童在数学运算中思维的创造性品质的发展趋势与潜力，并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教学建议。

2.方法

研究对象是北京市幸福村学区二年级至五年级学生八个班。每个年级两个班，一个实验班，一个控制班，我们随机取样，确定每班被试35名，共有被试280名。

无论是实验班还是控制班，均系就近入学。实验前通过智力检查和数学测验，实验班与控制班被试的成绩并没有显著差异，组成每个年级的两个等组。其中二年级、五年级两个年级的实验班，系一入学就进行追踪性的实验；三年级、四年级两个年级的实验班接受实验措施仅一年。

实验班与控制班都使用全国统编教材；在校上课、自习、作业量也相同；被试的家长文化程度都不高，未见特殊的家庭辅导。所不同的是教学方法和联系要求。我们对实验班突出地抓数学教学中思维的智力品质即敏捷性、灵活性、深刻性和创造性的培养。其中对创造性，我们坚持让学生自编习题，特别是引导他们自编应用题，而对控制班则运用一般的教学方法。对实验班儿童自编应用题的训练方法包括十一种：①根据实物演示编题；②根据儿童生活的实践编题；③根据调查访问编题；④根据图画编题；⑤根据图解编题；⑥根据实际的数学材料编题；⑦根据文字式题编题；⑧仿照课本的应用题编题；⑨改编应用题；⑩根据应用题的问题编题；⑾补充题目缺少的条件或问题。

上述的十一种应用题编题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①～⑦为一类，反映编题过程要求抽象概括的程度的差异性。例如，①②③多要求以直观客体的材料加以编题；④和⑤多要求以具体形象加以编题；⑥和⑦则在不同程度上要求以语词或数字及文字相互关系加以编题。⑧～⑾为另一类，反映编题过程中从模仿，经过半独立的过渡，最后发展到独立性的趋势。

我们的研究采用自然实验性质的综合性调查，主要是：

①观察。长期深入被试中间，随堂听课，观察被试运算过程中的各种表现。

②问卷。以课堂测验、竞赛和考试的方式，分别对自编应用题的成绩进行多次的测定。试题的确定，经过预备实验的一系列“筛选”。

我们以被试自编各类应用题的数量作为小学儿童在数学运算中思维活动的创造性的指标。

（1）编题的“质”的规定

每次在同时测定自编直观、形象和抽象应用题的水平，或者同时测定模仿、半独立和独立编题的水平时，所给的数量关系是一致的，数扩充的领域是相同的。

编题的范围分两种：一是在“横断”测定中，不同年级用同一套试题，以测定不同年级自编应用题能力的差异；二是在“追踪”班测定中，按照每个学期或每个学年的教学进度、内容，给被试增加一种相应试题的难度，以测定被试到一定年级时自编应用题的水平。后一种试题比前一种试题的难度要大些。使用这两种方法，为的是了解小学儿童自编应用题能力的发展趋势或倾向。

（2）测定时“量”的要求

自编应用题数量的统计，并不是以编出一道题就算一个成绩，而是以编出“各类”应用题的“类型”，诸如加、减、乘、除、小数运算、分数运算、四则混合运算、倍比等应用题数量统计。例如，给出两个数要求被试自编应用题，被试光是编加法题，即使编出十道，但只限一种类型，在统计“自编各类应用题的数量”时，其数量为“1”，而不是“10”。这样，我们既保证了量，又保证了质，使指标客观可靠，能反映自编应用题的难度和实际水平。

我们按照这个指标及统计方法的规定，统计被试自编各类应用题的数量，以确定其结果。

3.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小学儿童在数学运算中思维的独创性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内容上，从对具体形象材料加工发展到对语词抽象材料的加工；二是在独立性上，先易后难，先模仿，经过半独立性的过渡，最后发展到独创性。研究还表明，小学儿童思维独创性的培养，主要依赖于教育措施。

（1）从对具体形象的信息加工发展对语词抽象的信息加工

研究项目中①～⑦七种编题形式，代表着直观客体、具体形象和语词抽象三种不同性质的材料。我们选择被试完成①根据实物演示编题，④根据图画编题，⑥根据实际数字材料编题三类应用题，分析他们自编应用题的水平。

我们通过横断测定，将二年级至五年级被试用三种类型编题方法所编拟应用题的平均数列于表7-4。

表7-4 各年级被试自编各类应用题的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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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数据的均数之差及它们的t
 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列于表7-5。

表7-5 各年级被试自编各类应用题之间的差异及t检验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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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7-4、表7-5可以看出：

第一，小学儿童自编应用题的能力，要落后于解答应用题的能力。我们的调查资料表明四、五年级可解答全部应用题（10道），三年级可完成80%（8道），二年级可完成60%（6道），而表7-4反映的各年级被试自编应用题的平均数要比之少得多。可见，思维的独创性，是思维活动的一种重要品质，它是一种在新异或困难面前采取对策，独立地和新颖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

第二，在小学阶段，根据直观实物编题与根据图画具体形象编题的数量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p
 > 0.1），而根据图画具体形象编题与根据数字材料编题的数量之间，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p
 ＜0.05）。可见，小学儿童在运算过程中，自编应用题这种独立创造性的活动，主要表现为从对具体形象的信息加工发展到对语词、数字抽象的信息加工。

第三，整个小学阶段根据具体形象编拟应用题的能力在直线上升；而根据数学材料或算术试题编拟应用题的能力尽管不如前者，但也在发展着，特别是五年级之后，可达应编题的50%以上，不管是形象编题，还是数字材料编题，四年级是自编应用题能力发展的一个转折点（p
 ＜0.05 或 p
 ＜0.01）。

第四，各年级被试在自编应用题中除表现出一般年龄特征之外，还表现出明显的个别差异。

（2）先模仿，经过半独立性的过渡，最后发展到独创编拟应用题

各个研究项目，特别是从⑧～⑾四种形式，代表着自编应用题中各种不同等级的水平；模仿→半独立编题→独立地编拟应用题。我们选择被试完成⑧仿照课本的应用题编题，⑾补充题目缺少的条件或问题，⑤和⑥联合，根据有数字的图解自编应用题三类问题，数量关系和数的扩充都一致，以分析他们自编应用题的水平。

现将横断测定中不同被试完成上述三类问题的平均率列于表7-6。

表7-6 各年级被试编拟各类不同独立程度的应用题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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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数据的差异数及差异之间的z
 检验数，列于表7-7中。

表7-7 各年级自编应用题中独立性的差数及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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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7-6、表7-7可以看出：

第一，小学儿童能自编一定水平应用题，但是小学儿童自编应用题的能力尚待发展，即使四、五年级，其独立完成较复杂的应用题编拟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对这类应用题编拟的完成正确率，也未超过第三“四分点”（75%）。可见，小学儿童能够独立地自编应用题，但这种能力并不强。否认小学阶段学习中有发现因素错误的，但夸大这种思维活动的独立程度也是不对的。

第二，在正常的教学条件下，三年级是从模仿编题向半独立编题发展的一个转折点（p
 ＜0.01），四年级是从半独立编题向独立编题发展的一个转折点（p
 ＜0.01）。

第三，各年级被试在独立地编拟应用题中，既有独创性发展较稳定的年龄、年级特征，又有内外因素左右而造成年龄特征的可变性，特别是个别差异。

（3）影响自编应用题能力发展的决定性条件是教学

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班与控制班的自编应用题的能力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我们以实验时间较长的二年级一班、五年级三班两个实验班为例，与同年级的控制班做比较来加以分析。

表7-8 实验班与控制班自编各类应用题平均数的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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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7-8看出，不论是二年级一班，还是五年级三班，这两个追踪实验班在自编应用题的能力上，与同年级的控制班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可见，一定的教学措施，不仅能够提高小学儿童自编应用题的数量，而且能够提高他们对抽象信息的加工能力，这种趋势，随着年级增高，显得越发明显。

实验研究的数据有趣地表明，在三种不同类型的自编应用题中，实验班与控制班的显著差异，恰恰表现在半独立性编题和独立编题上，模仿编题却无显著差异，而五年级在独立编题中，这种差异比二年级更为显著。可见，一定的教学措施，不仅能够提高小学儿童自编应用题的数量，而且能够提高他们在困难与新异刺激面前采取对策的独创性；随着所受教学影响加深，这种独创性的表现越来越明显。

4.小结

小学儿童在自编应用题的过程中，表现出独立性、发散性和新颖性，表现出创造性思维或思维的独创性智力品质的特点；随着年龄的增加，从对具体形象的信息加工发展到对语词抽象的信息加工，从模仿，经过半独立的过渡，发展到初步独创性编拟应用题。

采用适合于小学儿童心理的内因的学习内容和教学方法，不仅能够提高他们自编应用题的数量，而且能够提高他们对抽象信息加工的能力，提高他们自觉编拟应用题的独立性。

三、在小学语文、数学教学中促进小学儿童创造性发展的建议

具体内容见表7-9、表7-10。

表7-9 对小学生数学能力结构的例举与剖析
 
[26]



[image: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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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0 对小学生语文能力结构的例举及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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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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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青少年在学习中发展创造性

作为青少年期的中学生，一般年龄为十一二岁至十七八岁，其身心发展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创造性既不同于幼儿和小学儿童，也不同于成人。我们看到，与学前、小学儿童的创造性相比，中学生的创造性有如下特点：①中学生的创造力不再带有虚幻的、超脱现实的色彩，而更多地带有现实性，更多地是由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情境激发的；②中学生的创造力带有更大的主动性和有意性，能够运用自己的创造力去解决新的问题；③中学生的创造力逐步走向成熟。我们在研究中看到：在语文学习中，中学生通过听、说、读、写等言语活动发展着思维的变通性和独创性。例如，听讲时提出不同的看法，在讨论时说出新颖、独特的见解，阅读时对材料进行比较、联想、发散和鉴别，作文时灵活运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等等。在数学学习过程中，中学生的创造性既表现为思考数学问题时方法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推理过程的可逆性，也表现为解决数学问题时善于提出问题、做出猜测和假设，并加以证明的能力。物理和化学的学习要求中学生动手做实验，对实验现象进行思考和探索，尝试去揭示和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律，运用对比、归纳等方法加深对规律的理解，并运用这些规律来解释现象、解决问题。这些对于激发中学生去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提高实际动手操作能力，促进创造力发展都十分重要。

一、青少年创造性发展的思维基础与人格基础

青春是美好的，青春期是人一生中最宝贵而又有特色的时期。中学阶段是人生中的黄金时代之一。青少年最突出的表现是朝气蓬勃、风华正茂、富有理想、热情奔放，发挥着聪明才智，身心都在迅速成长。青春期的特点主要有：①过渡性，从幼稚（童年期）向成熟（成人期）过渡，是一个半幼稚、半成熟的时期，是独立性与依赖性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时期。②闭锁性，内心世界逐步复杂，从开放转向闭锁，开始不大随意将内心活动表露出来。③社会性，比起小学生的心理特点，中学生的心理带有较大的社会性。如果说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更多依赖于生理的成熟和家庭、学校环境的影响，那么青春期的心理发展及其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则更多地取决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影响。④动荡性，青少年的思想比较敏感，有时比小学生和成年人更容易产生变革现实的愿望。然而青少年也容易走向“极端”并且比较敏感，有激情又有波动性。

（一）思维基础

青少年的思维，在小学期思维发展的基础上，因新的教学条件和社会生活条件的影响而出现新的特点。

中学期青少年思维的基本特点是：中学阶段，青少年的思维能力迅速得到发展，他们的抽象逻辑思维处于优势地位。但少年期（主要是初中生）和青年初期（主要是高中生）的思维是不同的。在少年期的思维中，抽象逻辑思维虽然开始占优势，可是很大程度上，还属于经验型，他们的逻辑思维需要感性经验的直接支持。而青年初期的抽象逻辑思维，则属于理论型，他们已经能够以理论为指导来分析、综合各种事实材料，从而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同时，我们通过研究认为，从少年期开始他们已有可能初步了解辩证思维规律，到青年初期则基本上可以掌握辩证思维。

1.抽象逻辑思维的特征

（1）通过假设进行

思维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问题解决要依靠假设（hypothesis）。青少年时期是产生撇开具体事物运用概念进行抽象逻辑思维的时期。此时青少年通过假设进行思维，按照提出问题—明确问题—提出假设—检验假设的途径，经过一系列的抽象逻辑思维过程以实现课题的目的。

（2）思维具有预计性

思维的假设性必然使主体在复杂活动开始前，事先有了诸如打算、计谋、计划、方案和策略等预计因素。古人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预”就是思维的预计性（prediction）。青少年开始在思维活动中就表现出这种“预计性”。通过思维的预计性，青少年在解决问题之前，已采取了一定的活动方式和手段。

（3）思维的形式化

从青少年开始，在教育条件的影响下，思维的成分中，逐步地由具体运算思维占优势发展到由形式运算思维占优势，此乃思维的形式化。

（4）思维活动中自我意识或监控能力的明显化

自我调节思维活动的进程，是思维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从青少年开始，反省性（或内省）（introspection）、监控性（monitoring）的思维特点越来越明显。一般条件下，青少年意识到自己智力活动的过程并且控制它们，使思路更加清晰，判断更加正确。当然，青少年阶段反省思维的发展，并不排斥这个时期出现的直觉思维（intuition thinking），培养直觉思维仍是这个阶段教育和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5）思维能跳出旧框框

任何思维方式都可以导致新的假设、理解和结论，其中都可以包含新的因素。从青少年开始，由于发展了通过假设的、形式的、反省的抽象逻辑思维，思维必然能有新意，即跳出旧框框。于是从这个阶段起，创造性思维（creative thinking），或思维的独创性获得迅速发展，并成为青少年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思维过程中，青少年追求新颖的、独特的因素及个人的色彩、系统性和结构性。

2.青少年的抽象逻辑思维的特点

少年期思维发展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抽象逻辑思维日益占有主导地位，但是思维中的具体形象成分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少年期的思维和小学儿童的思维不同，小学儿童的思维正处在从具体形象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的阶段，而在少年期的思维中，抽象逻辑成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占有相对的优势。当然，有了这个“优势”，并不就是说，到了少年时期只有抽象思维，而是说，在思维的具体成分和抽象成分不可分的统一关系中，抽象成分日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由于抽象成分的发展，具体思维也不断得到充实和改造，少年的具体思维是在和抽象思维密切联系中进行的。

青年初期的思维发展具有更高的抽象概括性，并且开始形成辩证思维。具体地说，它表现在两个方面。

（1）抽象与具体获得较高的统一

青年初期的思维是在少年期的思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又不同于少年期。少年期思维的抽象概括性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需要具体形象的支持，因此，其思维主要属于经验型，理论思维还不很成熟。到了青年初期，由于经常要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和重要的科学理论，理论型的抽象逻辑思维就开始发展起来。在此思维过程中，它既包括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过程，也包括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过程，也就是从具体提升到理论，又用理论指导去获得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表明青年初期的思维由经验型向理论型的转化，抽象与具体获得了高度的统一，以及抽象逻辑思维的高度发展。

（2）辩证思维获得明显的发展

青年初期理论性思维的发展，必然导致辩证思维的迅速发展。他们在实践与学习中，逐步认识到一般与特殊、归纳和演绎、理论及实践的对立统一关系，并逐步发展着那种从全面的、运动变化的、统一的角度认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辩证思维。

由此可见，青少年思维发展趋势，是要达到那种从一般的原理、原则出发，或在理论上进行推理，做出判断、论证的思维。

3.抽象逻辑思维的发展存在着关键期和成熟期

我们自己对中学生运算能力发展的研究发现，八年级是中学阶段思维发展的关键期。从八年级开始，他们的抽象逻辑思维即由经验型水平向理论型水平转化，到了高中二年级，这种转化初步完成。这意味着他们的思维趋向成熟。我们的研究对象共500名，从七年级到高二每个年级各100名，分别测定其数学概括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即确定正命题、否命题、逆命题和逆反命题的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从这四项指标来看，八年级是逻辑抽象思维的新的“起步”，是中学阶段运算思维的质变时期，是整个阶段思维发展的关键时期。

高中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15～17岁）是逻辑抽象思维的发展趋向“初步定型”或成熟的时期。所谓思维成熟，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趋于稳定状态、差异个性化和发展变化的可塑性变小三个方面。

（二）人格基础

青少年期的生理、认知和情感发展变化的特点，也决定着这一时期的人格发展。青少年人格发展的任务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追求独立自主

由于成人感的产生而谋求获得独立（independence），即从他们的父母及其他成人那里获得独立。

2.形成自我意识

确定自我，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形成良好的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增强自信。

3.适应性成熟

所谓适应性成熟，即适应那些由于性成熟带来身心的特别是社会化的一系列变化。

4.认同性别角色

获得真正的性别角色，即根据社会文化对男性、女性的期望而形成相应的动机、态度、价值观和行为，并发展为性格方面的男女特征，即所谓男子气（或男性气质）和女子气（或女性气质），这对幼儿期的性别认同说来是个质的变化。

5.社会化的成熟

学习成人，适应成人社会，形成社会适应能力，逐步形成价值观、道德发展的成熟是适应成人社会社会化的重要标志。

6.定型性格的形成

发展心理学家常把性格形成的复杂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龄前儿童所特有的、性格受情境制约的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小学儿童和初中的少年所特有的、稳定的内外行动的形成阶段；第三阶段是内心制约行为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稳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已经定型，因而性格的改变就较困难了。

青少年人格发展与社会化是一致的。社会化的有些过程在青少年阶段可完成，这就是儿童青少年社会化的成熟。这个成熟的核心，表现在自我意识的稳定、价值观的形成和道德趋向初步成熟三个方面，它为青少年的人格发展奠定了社会性基础。

二、我们对青少年创造性发展的研究

我们团队的成员胡卫平教授当年的博士论文研究可以代表我们学术团队对青少年创造性发展的研究范例。

他的论文题目为《青少年科学创造力的发展研究》。我们摘录下边一些结果并略做分析。由于年龄对青少年科学创造力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这里比较了各个年龄阶段的青少年在科学创造力测验各项目及总量表得分的平均分之间差异的检验，并给出了发展趋势图。

（一）在创造性物体应用上得分的年龄差异

不同年龄被试在创造性物体应用上得分的年龄差异及发展趋势结果见表7-11和图7-2。

表7-11 不同年龄组被试在创造性物体应用上平均分之间差异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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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青少年创造性物体应用能力的发展趋势

表7-11和图7-2表明：被试创造性的物体应用能力从12～17岁平稳增长，在18岁时有所下降。从统计学意义上讲，被试创造性的物体应用能力在12岁、13岁时处于同一水平，在15～18岁时处于同一水平，13～15岁是被试创造性的物体应用能力迅速发展的时期。这说明，13～15岁是青少年创造性的物体应用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17岁时基本定型。

（二）在创造性问题提出上得分的年龄差异

不同年龄被试在创造性问题提出上得分的年龄差异及发展趋势，结果见表7-12和图7-3。

表7-12 不同年龄组被试在创造性问题提出上平均分之间差异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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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青少年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发展趋势

表7-12和图7-3表明：被试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从12～17岁呈平稳增长趋势，但在18岁时有所下降。从统计意义上讲，12～14岁处于同一水平，16～18岁处于同一水平，14～16岁是青少年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17岁时基本定型。

（三）在创造性产品改进上得分的年龄差异及发展趋势

不同年龄被试在创造性产品改进上得分的年龄差异及发展趋势，结果见表7-13和图7-4。

表7-13 不同年龄组被试在创造性产品改进上平均分之间差异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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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青少年创造性产品改进能力的发展趋势

表7-13和图7-4表明：被试创造性产品改进能力从12～17岁呈平稳增长趋势，但在18岁时有所下降。从统计意义上讲，12～14岁处于同一水平，16岁、17岁处于同一水平，14～16岁是被试创造性产品改进能力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这说明，14～16岁是青少年创造性产品改进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17岁时基本定型。

（四）在创造性想象力上得分的年龄差异

不同年龄被试在创造性想象上得分的年龄差异及发展趋势，结果见表7-14和图7-5。

表7-14 不同年龄组被试在创造性想象上平均分之间差异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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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青少年创造性想象能力的发展趋势

表7-14和图7-5表明：被试创造性想象能力从12～17岁呈平稳增长趋势，但在14岁和18岁时有所下降。从统计意义上讲，12～13岁、14～17岁是被试创造性想象能力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这说明，12～13岁、14～17岁是青少年创造性想象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17岁时基本定型。

（五）在创造性问题解决上得分的年龄差异

不同年龄被试在创造性问题解决上得分的年龄差异及发展趋势，结果见表7-15和图7-6。

表7-15 不同年龄组被试在创造性问题解决上平均分之间差异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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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青少年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趋势

表7-15和图7-6表明：青少年创造性的问题解决能力12～13岁迅速上升，13～14岁急剧下降，从14岁开始，呈现出平稳上升的趋势。从统计意义上讲，15、16、17、18岁青少年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处于同一水平。这说明，12～13岁，14～15岁是青少年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16岁时基本定型。

（六）在创造性实验设计上得分的年龄差异

不同年龄被试在创造性实验设计上得分的年龄差异及发展趋势，结果见表7-16和图7-7。

表7-16 不同年龄组被试在创造性实验设计上平均分之间差异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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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青少年创造性实验设计能力的发展趋势

表7-16和图7-7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大，青少年创造性的实验设计能力持续上升，从统计意义上讲，12～15岁的青少年处于同一水平，15～18岁是青少年创造性的实验设计能力迅速发展的时期，到中学毕业，这种能力还未定型。

（七）在创造活动上得分的年龄差异

不同年龄被试在创造活动上得分的年龄差异及发展趋势，结果见表7-17和图7-8。

表7-17 不同年龄组被试在创造活动上平均分之间差异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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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青少年创造性技术产品设计能力的发展趋势

由表7-17和图7-8可知，12～17岁，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创造性的产品设计能力持续下降。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的中学教学中很少让学生参加各种各样的科技活动，从而严重限制了青少年这一能力的发展。

（八）在总量表上得分的年龄差异

不同年龄被试在总量表上得分的年龄差异及发展趋势，结果见表7-18和图7-9。

表7-18 不同年龄组被试在总量表上平均分之间差异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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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青少年科学创造力的发展趋势

由表7-18和图7-9可知，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的科学创造力呈持续上升趋势，但并非直线上升，而是波浪式前进。12～13岁上升，14岁时有所下降，14～17岁又持续上升。从统计意义上看，13岁和14岁处于同一水平，16～18岁处于同一水平。这一结果表明，12～13岁、14～16岁是青少年科学创造力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17岁时基本定型。

综上所述，青少年科学创造力及其各成分的发展存在着显著的年龄差异，随着年龄的增大，科学创造力及其各成分呈持续发展趋势，但并非直线上升，而是波浪式前进。具体来讲：第一，12～17岁创造性的物体应用能力、创造性的问题提出能力、创造性的产品改进能力、创造性的实验设计能力持续上升，17岁时基本定型。第二，12～17岁，创造性的想象能力、创造性的问题解决能力及总的科学创造力呈上升趋势，但在14岁时有所下降，17岁时基本定型。第三，12～17岁，青少年创造性的技术产品设计能力呈持续下降趋势，18岁时有所回升。

在青少年期，我们应鼓励在科技、文艺创作中涌现出来的创新苗子，当然这里的关键在于教育工作者的指引。于此，我们仅举浙江省新昌中学的事例。1992年，新昌中学被省教委命名为“浙江省青少年创造发明学校”。新昌中学在第22任校长、后浙江省新昌县副县长、政协副主席张岳明先生的带领下，以“创造发明”作为学校奋斗的精神。在张校长的领导下，全校教职员工积极投入，同心同德来办好这所“创造发明学校”。就这样，新昌中学经过十余年的奋斗，形成了全面发展、培养个性的办学特色，不仅每年高考升学率为100%，而且有1000多项学生发明的作品在各级各类青少年创造发明比赛和科学讨论会中获奖，其中获省级发明奖124项次，全国级发明奖34项，国际级发明奖3项次，有2件作品被原国家教委、团中央送日本、保加利亚展出，有2项发明申请了国家专利。作品“两用柔性栏架”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通过了部级鉴定，开创了国内学生发明、作品通过部级鉴定的先河。这项发明投入生产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所有这些，在“创造发明”的学校精神引领下，都突出反映了学校适应社会需求、为社会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努力。“青少年创造发明学校”展示了新昌中学的学校精神，反映了特色办学面貌和特征；也反映了青少年蕴藏着巨大的创造性发展的潜力。

三、对青少年创造性发展的七点建议

创新教育的内容十分丰富，培养未成年人创新能力的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我们团队黄四林教授提出应主要通过以下七种途径培养青少年的创新能力。

第一种途径是改善校园文化的精神状态，营造有创造性的校园文化氛围，包括认识和内化创造力，使创新意识深入人心；形成支持型校园气氛，营造学校创造性校园气氛；开展创造力教学活动，激发师生的创造热情。

第二种途径是把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渗透到各科教育中。我们课题组曾探讨了中学各学科对学生创新能力的要求，并结合具体学科的某种具体能力制定了一系列要求，通过达到这些教学要求，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第三种途径是在课堂教学中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通过激发学生创造的动机，教师的灵活性提问和布置作业，教师掌握和运用一些创造性教学方法（如发现教学法、问题教学法、讨论教学法、开放式教学法等），在课堂上创设创造性问题情境引导学生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第四种途径是构建新型的校园人际关系，促进创造性人际关系的形成，包括树立民主型领导方式，改善领导与教师关系；构建“我—你”型师生关系，改善师生关系；积极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培养良好的同伴关系。

第五种途径是创新学校组织管理制度，营造创造性校园，包括重视在教学和学生管理中给学生足够的课时和空间保证，重视在学校经费管理中给学生充分的经费保证，积极实行分层管理，消除人事管理中“一刀切”问题对学生创造力的不利影响，形成创新性评价制度，解除当前贯彻创新教育理念的束缚。

第六种途径是教给学生创造力训练的特殊技巧。我们曾向中学生被试介绍，并让他们掌握美国托兰斯“创设适宜的条件”来进行创新能力训练的方法，我们还教给他们如何有效地进行发散式提问。我们通过让学生掌握这些有效的创新能力训练方法，进行自我训练，以提高其自我创新能力。

第七种途径是在科技活动中培养学生的科学创新能力。不管在校内还是校外，科技活动是学生课外活动中与创新能力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项活动。科技活动可以开阔视野，激发对新知识的探索欲望，增强学生自学能力、研究能力、操作能力、组织能力与创造能力。

此外，我们在中学语文、数学教学中也有促进中学生创造性发展的建议。

第四节 成人期创造性的特点

从18岁开始，进入成人期，其中18～35岁为成人初期，又叫青年期；35～60岁为成人中期，又叫中年期；60岁以后为成人晚期，又叫老年期。

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明创造，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最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人生最富有创造性的黄金时期。因此，今天倡导大学生创新创业是十分重要的。

经过青年期，转入中年期，构成了我们研究中的创造性发展集中训练期、才华展露与领域定向期、创造期与创造后期，中、青年期是创造性发展的鼎盛阶段。

一、成人前期与中期创造性发展的思维基础与人格基础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是孔子的毕生发展观，阐明人的心理，特别是成人心理发展趋势，它不仅体现了人的心理发展的一种规律，也指明了成人期，包括成人前期与中期创造性发展的心理基础，即广义的思维基础与人格基础。

（一）从志于学到而立之年

成人前期的基本特征大致表现为五个方面。

1.从成长期到稳定期的变化

儿童青少年阶段被称为成长期，从前三节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趋向。青少年时期生理发展达到高峰期，心理也趋向初步成熟，如上节所述，15～17岁无论是思维（认知、智力），还是人格（社会性），都达到了一定的成熟水平。进入成年前期后，就转入到稳定期（period of maintenance level）。这种稳定性体现在这个阶段的绝大多数人的身上，具体表现为：①生理发展趋于稳定；②心理发展，尤其是情感过程趋于成熟，性格已基本定型，若要改变也是非常困难的；③生活方式，在35岁之前基本趋于固定化和习惯化；④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家庭；⑤社会职业稳定，且能忠于职守。

2.智力发展到达全盛时期

人的认知、智力在18～35岁进入全盛时期。图7-10是流体智力与晶体智力发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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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0 流体智力与晶体智力的发展图

从图7-10看到，在毕生发展中，人们既能充分运用流体智力（依靠个体生理发育因素）又能充分运用晶体智力（依靠个体的经验、知识、教育和学习因素）的时间大致在20～34岁，也就是成人初期。这符合中国俗语“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道理。

国内的研究（杨治良，1999）
 
[28]

 表明，18岁前（高中一、二年级）青年记忆学习材料的数量几乎是小学一、二年级学生的四倍，是七、八年级学生的一倍多，18岁则达到了记忆的高峰期。一般而言，假定18～35岁记忆成绩为100的话，则35～60岁记忆平均成绩为95，60～85岁为80～85。可见，成人前期正处于记忆力的全盛时期。

沙伊（K.W.Schaie & I.A.Parbam，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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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aie，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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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人从1956年到1977年的20年间，对成年人的数字、语词流畅、语意理解、归纳推理和空间定向五种基本认知能力进行了追踪研究。他们选择了从1889年到1938年出生的人为被试，根据年龄划分成七个被试组，其中162名被试在1956年、1963年、1970年、1977年接受四次测查，250名被试在1963年、1970年、1977年接受三次测查，获得很有意义的结论：①18～35岁被试在五种基本能力测查中得分最高；②50～60岁被试，五种基本能力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较小；③60岁以后，五种基本能力急剧下降；④被试的个体差异很大，不同能力测查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也很大，年龄效应变化从未超过9%。这里，尽管造成差异的原因很复杂，但成人前期，其智力或基本认知能力正处于全盛时期，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3.恋爱结婚到为人父母

18～35岁这个阶段是恋爱、结婚、养儿育女的年龄。我国城市的女性在20世纪40年代平均初婚年龄为19.2岁，50年代为20岁，60年代为21.5岁，70年代为23.1岁，到了1980年为24.8岁，1985年又上升到25.4岁。另据调查，1989年男女青年初婚年龄分为26.3岁和25.3岁，青年农民分别为24.8岁和22.8岁。2017年中国人初婚年龄已突破30岁。

恋爱为结婚的定向阶段，自然早于上述年龄，但一般也在18岁之后。这是因为：①大多数青年此时已经就业，获得了一定的劳动技能，初步完成了社会化的重要任务；②心理发展成熟，特别是价值观和人生观相对稳定；③生理发育成熟，性意识也趋于成熟（约20岁左右，其成熟指标为理解两性关系、产生精神上的性需要、形成自觉控制性冲动的意志力）（卢家楣，1989）
 
[31]

 。于是他们自然地开始考虑终身大事。

结婚之后未必人人都要孩子，但生儿育女毕竟是婚后的一件大事。对绝大多数成人前期的成员来说，为人父母是最重要的生活角色。尽管有人在成年中期也继续生育，但多数女性在40岁之前生育，再加上目前多数配偶年龄相仿，所以，成人前期是进入扮演父母角色的重要阶段。

4.创立事业到紧张工作

金兹伯格（E.Ginzberg，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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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一个人的职业选择要经历三个阶段。

（1）幻想阶段

10或11岁之前，个体憧憬着各种令人瞩目的职业，而不考虑现实的可能性。

（2）尝试阶段

青少年期为尝试阶段，此阶段开始产生选择职业的倾向，但由于年龄不同，这种倾向的侧重点也不一样。11～12岁，主要从兴趣、爱好出发；13～14岁，开始注意自己相应的能力条件；15～16岁，从一些职业的价值进行分析；17～18岁，综合考虑兴趣、能力、价值观诸方面因素，做出有关职业可能性的选择。

（3）现实阶段

现实阶段始于18岁，个体开始选择职业，并在一定领域内实现自己的愿望。

现实阶段正是在成年前期开始的。由于成年前期有了一定的职业，且这种职业是和兴趣、能力、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于是职业必然成为个体的一个立足点，以此确信自己的存在，并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手段；顺理成章的，创业也必然成为这个年龄阶段的主要目标。

创业是追求事业的成功。尽管成功要有一定的机遇，但更重要的是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潜力为实现既定目标去不断奋斗。因此，而立阶段的成年前期肯定要努力工作。

努力工作对个人来说就是一种压力。如果需求适度，成就辉煌或知足常乐，往往会越来越有所作为；如果需求太高，成就一般，或事业成就与个人期望相差太大，则会为感到自己成了一名爬不上顶峰的“登山者”而沮丧。可见，紧张的工作也带来了紧张的情感体验，甚至于产生焦虑，这常出现在30～35岁这个年龄阶段。

5.困难重重到适应生活

成年前期将面临很多从未遇到过的困难。过去有双亲照顾、老师指导、同学协助，而今独自在结婚成家、养儿育女、事业成就、社会关系、经济问题面前，一切要自行解决，这必然是一个与过去成长期不一样的“多问题”时期。因此，良好的生活适应，就成了这个时期的主要发展课题。如何适应种种不同的生活领域？这些内容适合于所有国家，包括中国人。当然，各种适应不可能同时完成，也不可能同时结束与被接受。在成人前期，个体的生理发展在很早就已经完成，其中性成熟在18岁告一段落，体格成熟也在22岁、23岁基本结束；而如就业、结婚等，则要在28～30岁才能完成，且这种形式上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心理上的适应，以结婚为例，一个人在结婚到后才能逐步适应这种婚姻生活。如果适应不良，可能产生心理问题。可见，生活事件与成人心理变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不同生活事件又对成人心理起着不同的影响，因此，对成人期的心理研究应该强调生活事件对成人心理的影响。

（二）从不惑到知天命

处于人生旅途“中点站”的中年人，其心理发展有着特殊的表现。

1.生理功能的衰退

成人中期的各种生理功能较前一阶段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特别是中年后期，这种“老化”的倾向尤其明显。从外表看，毛发逐渐稀少，变白；皮肤日益显得粗糙，出现褶皱；体重有增加趋势，尤其是腰部脂肪明显增加；身高也有所降低。机体组织中钙质增加，感受功能衰退，尤其视听能力变化明显。视力衰退，容易发生病变，45岁后老化；听觉方面按声音频率高低顺序，听觉逐渐减弱。进入成人中期后，新陈代谢的速度开始减慢，脑重量减轻，血液对黏液腺、肝、肾上腺、胰腺、性腺的供应减少，内分泌腺功能改变或降低，性欲和性冲动减退。女性50岁左右经历更年期，男性的更年期则要晚几年。许多人对更年期的变化不能适应，女性尤其明显。当然，这种生理变化都是相对的。生活条件、工作状况、身体素质、心理特点等都对生理变化产生一定影响，从而造成个别差异。

2.智力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

成人中期的智力变化很复杂。那些直接与神经系统状态相联系，而较少依赖于后天经验的智力因素有下降趋势，如机械记忆能力、快速反应和注意分配或高度集中能力等。对于那些较多依赖于教育和实践经验的智力因素，如词汇、推理能力、解决问题的策略等，中年人的成绩要优于青年期。从整体发展趋势看，在职业、家庭中负以重任的中年人，其智力并没有明显改变。但对于某一个体来说，智力可能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个体间有很大差异。例如，坚持学习和高成就的动机，就能使中年人的智力有所提高。

智力活动的最高形式是创造力。成人前期是创造与成就最佳年龄的开始，为成人中期达到顶峰创造了条件。成人中期是创造的黄金年华，顺理成章成为创造的年华，这就是我们自己研究的创造后期，即创造的高峰期。

3.紧张的情绪状态

成人中期不仅有诸如上述的生理变化，而且也面临着社会角色的变化。中年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扮演着骨干的角色，他们在承担繁重的社会工作的同时，又有沉重的家务劳动。所有这些变化给中年人带来沉重的压力，于是容易产生紧张与焦虑。一般地说，中年人对于生理和社会的变化，需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适应，随着适应性的提高，紧张与焦虑的状态才会逐步消失。其他的情绪特征在55岁以前，也在不断变化着。例如，男子较年轻时表现出更多的柔情和情绪性；女子则比年轻时增加了攻击性，减少了情绪性。一般到55岁左右时，个体的角色、兴趣、活动与自己的身心状态均取得良好的协调和平衡。

4.兴趣爱好的重点在转移

成人中期的兴趣范围不如青年期那么广泛，但兴趣的重点有所转移。一般表现在：①事业心增强，对社会公务越来越感兴趣。②社会参与心增强，对政治时事比较关心。③休闲需求增强，休闲方式从剧烈运动型转变到安静型。中年人喜欢的休闲活动主要有：阅读、听广播、看电视、钓鱼、散步、下棋、拜访亲友和适当旅游等。随后，中年人兴趣的变化趋于稳定。以上三方面的兴趣既决定了中年人的社会地位，又反映了中年人承担着社会中坚的角色。

5.面临中年危机的人格

成人中期的人格处于矛盾变化的状态。人到中年，一方面，人格趋于稳定，且更趋于内向，他们关心自己的内心世界，经常反省，男女性格也逐渐趋中。另一方面，几十年的生活会使每个中年人对人、对己、对事的态度均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整个人格的不同程度的变化。这是因为人到中年后，敏锐地感到自己的体力、精力、魅力逐渐不如从前，个体主观愿望与客观条件、与事业成就的矛盾也逐步加剧，加上子女逐渐长大，有的不再将父母当作权威，有的进入社会不再依靠父母，这些都会给中年人带来某种失落感，使其产生中年危机，即表现出对诸多新问题、新情况不能适应而出现了一种心理不平衡的现象。多数人能够顺利度过这场“危机”，他们重新衡量自己的价值，并在健康、生活、工作、成就诸方面确立了新的起点。

二、我们对成人期创造性的研究

我们对成人期创造性的研究，是从文献到自己对拔尖创新群体的实证研究。

（一）文献研究

文献表明：青年是创造力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年则到了创造性的收获季节。

在青年创造性的发展过程中，青年人的自我意识、自我评价、自我教育和自我控制等能力起了重要作用。青年时期创造性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王极盛，1983）
 
[33]

 ：①处在创造心理的大觉醒时期，对创造充满渴望和憧憬；②受传统习惯的束缚较少，敢想敢说敢做，不被权威、名人所吓倒，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③创新意识强，敢于标新立异，思维活跃，心灵手巧，富有创造性，灵感丰富；④在创造中已崭露头角，孕育着更大的创造性。

一般来说，成人期的创造力趋于成熟，在30多岁（青年晚期）达到高峰。

中年期的创造性到达收获的季节，这里不仅指一般的创造性，也包括成功的创造发明，当然成人期的创造领域和成功年龄存在着较大差异（H.C.Lehman，1977）
 
[34]

 ，不同人才的最佳创造年龄不同，具体见表7-19。

表7-19 不同人才的最佳创造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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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罗斯曼（T.Rossman）对701位发明家的研究发现，发明家的最佳创造年龄是25～29岁，但完成最重大的发明的平均年龄为38.9岁。1946年，亚当斯调查了4万多名科学家的研究成就与年龄的关系发现，他们产生最优秀作品时的年龄中数为43岁，其中9%在30岁以下。亚当斯还发现这个年龄中数在不同时期有高度的稳定性。17—19世纪，每个世纪的科学家产生最优秀作品的年龄中数都是42岁，只有20世纪是44岁。因此，亚当斯认为，最优秀的作品多半是在40岁的早期产生的。

佩尔兹和安德鲁斯研究发现，人的创造活动有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30岁后半期至40岁后半期，第二个高峰期是55岁左右。创造力在40岁后半期以后就停滞了，到55岁时又活跃起来。对于第二个高峰期出现的原因，佩尔兹和安德鲁斯解释为：55岁时，人已度过了身心多变的更年期，迎来了家庭、经济和地位的稳定，又重新积累了知识，对工作充满信心和责任感，从而引发出强烈的创造欲望。

丹尼斯研究了100位寿命在70～79岁和56位80～89岁的科学家发表科研论文的数量的情况，结果发现，他们在20岁时发表论文的数量很少，30～59岁则相当多，平均每人每年有两篇，而到60～69岁时论文数量减少了20%。对科学家而言，创造力在中年期达到高峰，40～60岁则保持相对稳定，60～70岁呈相对下降趋势，但60～70岁的创造力仍高于20～30岁（艺术家除外）。

我国的研究工作者也研究了创造力与年龄的问题。张笛梅和王通讯等人对公元600年到1960年间的1243名科学家的1911项重大创造发明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年早期和中年中期是发明创造的最佳时期。而目前面临的知识经济时代，最迫切需要的便是发明创造，因为知识经济主要是依靠知识创新、知识的创造性应用和知识广泛传播及发展的经济。目前，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科技对经济的贡献早已高达60%～80%。我们应该奋起直追，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激励创造性人才做出创造发明，为中青年提供一切便利条件。因为，王极盛等人研究发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年时代的创造力明显高于青年时代，一般科技工作者中年时代的创造力也高于青年时代。这表明，中年时期是创造力的收获季节。有鉴于此，创新是知识价值的核心，而现在的青少年，又是21世纪的创新主体，如果我们现在重视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那么，他们能创造出高新的知识，其价值也越高，而知识的增值也就是经济的增值，这样，中华民族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二）我们的研究

我们团队的张景焕教授对科学创造人才的影响因素和成长阶段进行如下研究。

1.研究目的

通过创造人才对自己成长历程的分析，了解科学创造人才成长的阶段，分析影响各个阶段心理特征的影响因素。

2.研究假设

①科学创造人才的成长存在阶段性；

②科学创造人才成长的各个阶段存在起关键作用的影响因素；

③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存在内容和性质上的差异。

3.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与研究材料

本研究是对科学创造人才的研究，研究的对象必须是科学领域的创造人才。从事科学研究、取得一般性研究成就的人不一定是本研究的合格被试。为了保证最终研究出来的心理特征确实是创造人才的，而不是一般科学研究人员的特征，研究人员花费较大精力与时间寻找本研究的合格被试。

根据以上对科学创造人才的分析，科学创造人才是生活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科学家，他们在自己所在的学科、通过科学发现产生了创造性的产品，并受到本学科领域同行的认可，这些做出创造成就的人就是科学创造人才，本研究的被访科学家共34名，见表7-20。

表7-20 被访科学家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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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者出生年份在1911—1965年，其中2人为女性科学家，其余32人为男性科学家。受访科学家的出生地与童年成长地遍布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我国27个省市（自治区）。

（2）访谈资料整理与分析


分析访谈资料原则


第一，理论驱动与资料驱动相结合；第二，分析既要考虑创造心理特征的结构又要考虑创造心理特征的内容；第三，资料分析以主题为单位进行。第四，分析不仅要考虑创造人才心理特征的结构和内容，还要考虑结构建构的过程。特别注意科学创造人才心理特征如何根植于中国社会以及文化背景中，存在于特定学科，与学科的发展状况相联系，并最终体现在领域内的判断标准上，因而是通过社会相互作用、沟通和社会生活事件及个人心理生活事件产生与发展起来的。


分析访谈资料的方法与步骤


本研究运用主题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内容分析。主题分析是一种用来进行质性资料分析的方法，也是一种将质性资料转变成量化资料的方法（R.E.Boyatzi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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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分析的目的是对研究材料进行编码。本研究的编码方法如下：

①研究人员阅读所有访谈资料，并对材料进行微观分析（microanalysis）。

②归纳微观分析结果，进行主轴编码。

③建立初步的编码类别以及初步的编码主题描述。

④有了初步的编码类别与编码主题样例后，需要进一步完善编码索引与编码手册。

⑤编码、检验编码信度。

⑥在检测出重要心理特征的基础上，根据每项特征的具体内容以及表现程度，对每项心理特征进行5级评分。 4.结果与分析

（1）科学创造人才成长的影响因素


科学创造人才成长影响因素的编码信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三位编码者同时编码的方法，在统计编码之前首先对编码信度进行分析。信度分析通过计算三位编码者的编码一致性实现。由于编码采用的是判断被试是否具有某一特征的方法（0，1编码），因而采用库德-理查森的20号公式（KR20）（Kuder-Richardson 20 coefficient）进行计算。编码的信度系数值从0.717到1.00，编码信度平均为0.840，标准差为0.109，编码信度达到可接受水平。


科学创造人才成长影响因素的编码结果


研究者利用编码手册来辨识影响科学创造人才成长的因素是有效的。利用这一手册，研究者对影响科学创造人才成长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到以下分析结果（见表7-21）。

表7-21 科学创造人才成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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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创造人才成长影响因素的分类

对评分结果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表明可以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χ
 2
 =161.108，df
 =45，p
 ＜0.0001）。我们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并进行方差最大旋转。载荷量的碎石图表明，可以抽取3或4个主成分。抽取4个主成分时，各测量的主成分分布比较零乱，抽取3个主成分时，各测量的分布相对整齐，理论上容易解释。根据因素分析的载荷量大于1、载荷量变化急剧程度、理论上的可解释性原则，我们抽取了3个主成分（见表7-22）。

表7-22 科学创造人才影响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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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2的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影响因素可以抽取出3个主成分，这3个主成分可以解释总体变异的60.561%。根据主成分所包含的心理特征，这3个主成分分别命名为本章的引言部分：早期促进经验、研究指引和支持、关键发展阶段指引。

通过对我国科学创造人才访谈资料的分析发现，科学创造人才的发展大致经历本章引言部分已做展示的5个基本阶段：自我探索期、才华展露与专业定向期、集中训练期、创造期和创造后期。其中青年与中年期，涉及下面三个阶段的特点。


集中训练阶段
 经过上一阶段，当事人发现自己在某一方面展露出特别的才华，以至于他们决定将这一领域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方向以后，他们就投入到集中学习与训练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重要他人是大学本科阶段的教师和研究生阶段的指导教师。本科阶段教师的作用在于使学生通过教学了解到这个学科的意义与研究前景，大学教师的榜样使他们看到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乐趣，大学期间老师的作用是用自己对学科的敏感影响学生，同时为学生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硕士或博士期间导师的作用是，锤炼学生的研究技能，使学生通过实际的研究学习与掌握研究技能。导师们往往用自己对学科的热爱塑造学生对学科的热爱，学生的科研态度也是通过与导师一起做研究培养起来的。学业上的进展反过来也激发了他们进一步学习与探究的兴趣，职业兴趣和专业方向更加坚定，特别是到了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阶段，导师的作用更显得重要了。在才华展露与专业定向阶段，科学创造人才成长的重要他人是教师或同伴。这期间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主要是引导、鼓励。在广泛探索的基础上，学生积累了进行活动的经验，形成了对自己的一些基本认识，但是这一阶段初期他们进行的活动仍然是广泛的。这时也许是一些特殊事件，如获奖等使他们感到特别激动或愉快的事件发生，使得他认定自己从事某一方面的活动会带来更多的愉快感，也更容易取得成功，或者是在广泛探索的基础上，发现自己做某方面的事比较有优势，产生领域上的定向。这一阶段开始有早有晚，是自主定向的过程，越是早定向，就越有助于早做出创造性的成就。


创造阶段
 创造阶段以发表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标志，最后做出了代表性的创造性研究成果。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当事人形成了对本学科研究的整体把握，形成了对自己所在学科的品位、学术理想和学术追求。这一阶段如果研究者来到一个适宜的学术环境中，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就会出现。对于创造者来说身心处于创造的环境中是很重要的，这种环境主要表现为交流与合作的环境氛围。在具体的创造阶段，首先，研究者本人扎实细致的研究工作很重要，如收集资料、运用逻辑手段进行分析、一步一步推进研究工作，直至最后得到结论；其次就是要想顺利推进研究工作，激发研究者产生创造性的观点，讨论时的研究气氛很重要，甚至良性竞争也能促进创造。在创造阶段，交流与合作的环境与气氛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科学发展日趋复杂，许多学科领域里重要的研究是由一大群人来完成的。研究报告上常常有十个、二十个甚至更多人的名字。那些不能与别人共事的研究者也许会发现，他们被排斥在许多重要项目之外。因而失去了进行重大研究的机会。


创造后期
 这一时期研究者的工作精力大不如前，但是对科学研究有丰富的经验，有人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还可以重新做出创造性的成果，但是大多数人主要把精力投入到培养学生上，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换成实际的产品，从事的是研究的具体开发工作。但是这对于新一代创造人才的成长是很重要的。在创造后期，科学创造人才有很多人成为学生以及整个学术领域的重要他人，通过指导学生、科研成果的产品化以及运用自己熟悉的知识伸张正义（如科学打假、批判邪教等）等社会活动服务于社会。由于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与深厚的学科素养，这些人对学术环境的培育与下一代年轻科学创造人才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尽管科学研究工作比较清苦，许多人科研道路坎坷，但是他们都会自豪地说，如果有来生，还会选择做科学家，说明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完善感。

科学创造是一种强制随机行为，理由有三点。第一，科学家提出的观点或构思的总量与他从事研究的数量有关，即科学家一生的产品分布呈正偏态，有一个长长的尾巴，在科学家所有思想中产生创造性观点的机会是均等的，服从机会均等原则，且产生创造性观点的机会是那样稀少，在任何给定时间阶段内，创造性观点的产生都服从泊松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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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Haight，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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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Molina，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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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K.Simonto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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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横向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那些产生了值得同领域工作者重视观点的科学家也最容易受到同行批评或忽视。他们的观点受到追捧和忽视的机会也是随机的。第三，这个领域选择性地接受了一些观点而拒绝了另外一些观点，即最适应的观点保存下来。因此科学创造行为是一个服从泊松分布的随机过程。有人的研究视角是产品的数量与被评价为创造性产品数量的关系，因而得出创造行为是一种随机行为的结论，对提出随机理论的解释是描述随机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是随机的。我们认为，创造性产品的出现之所以是随机的，是因为创造性产品的出现不仅依赖于创造者个人的主观努力，还有外界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创造者本人的成长环境也的确不是创造者本人能够控制的，因而使创造行为呈现出内、外部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特征。

三、对成人初期的创新创业教育

提高成年期创新意识是个复杂的课题，我们只就大学生（含研究生）为主的成年前期提点建议，这就是创新创业教育。我的小老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的专家黄兆信教授为我提供了不少创新创业教育的材料。

进入21世纪以来，创新创业已不再是少数精英人士天生品质的“神话故事”，而被认为是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社会性、大众性行为。而在我国，“创新创业”也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异常火热的词汇和最强音符，“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也已深入人心，这既是信息化社会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势，也反映出我们国家新的发展取向和迫切的现实需求。与此同时，以1947年哈佛大学开设创业课程为标志，创新创业所需的素质和能力也被认为可以通过学习来实现。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无论是一国政府还是社会，都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教育身上，尤其是转移到教育对象为成年人的高等教育身上，这使得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成为高校的又一重要使命。目前，从把创新创业教育纳入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美国，到提出“要使高校成为创业者的熔炉”的德国，再到提出“大学自我就业教育”的印度，创新创业教育已俨然成为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共识。

（一）创新与创业的关系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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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对“创新”这一概念进行解释并开创了针对创新的理论研究。他认为，“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建立”，是“生产手段的新组合”（new combinations of productiveness）。同时，熊彼特也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创新划分为五种类型：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约瑟夫·熊彼特，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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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创新与创业关系论述得较为清晰的是黄兆信教授。他在熊彼得观点的基础上指出，创新的概念范畴涵盖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所有技术的、组织的、方法的、系统的变革及其最终价值实现过程（黄兆信，王志强，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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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创业则是为了推动创新的实现、由一大批拥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所进行的一个动态过程。与创新相比，创业更加强调愿景形成与价值实现的有机统一，它要求人们必须具有将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造力转化为成功的社会实践的能力。这不仅包含了个人创新能力的培养，也要求人们必须具备发现变革趋势并把握机遇的能力，组建有效的创业团队并整合各类资源的能力、打造可持续的创业计划的能力以及抵御风险、解决应激性问题的能力。可以说，与创新这个宏观的、注重系统分析的词语相比，创业是一种更加注重实践性、个体性、多样性的过程。

实际上，创新与创业类似于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密不可分。创业是创新在实践中进一步的拓展，是将能力转化为价值的一种实践活动。但相对于创业，创新才是“里子”，是创业的“地基”。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包含“创新”意义的创业，才能够被称为一种实质性的创业，也就是说，只有包含着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在内的创业过程对人的发展才真正具有潜力和爆发力。也正是基于创新与创业密不可分、可以相互转化的关系，本书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将二者累加在一起，如“创新创业”“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创新创业课程”等。

（二）创新创业素质与能力的培养

对主要是高校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来讲，其本质在于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素质与能力的人才（薛明扬，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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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本质，意味着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绝不仅仅是简单开设几门与创新创业相关的课程，更不是专注于培养“大学生老板、企业家”的商业教育或创业培训，而是要站在人发展的起点上，着眼于大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培养。以下我们仅从高校这一层面，阐述创新创业素质与能力培养的实施路径。

1.感性发动阶段

创新创业意识是创业行动的一个必要前提。在高校，感性发动是通过学校校园网站、校园广播电视、宣传材料印发或张贴、企业人士创业演讲、创业学专家专题讲座等方式，广泛宣传国内、国外的创新创业概况，宣传国家及当地的创业政策，宣传学校的创业教育政策，宣传中外一些企业家的成功创业经历，等等，以营造出开展创新创业所需要的情感与舆论的氛围，达到拓宽大学生眼界、激发大学生创业愿望与热情的目的。只有这样，大学生心中才有一种创新创业的冲动，有了这种冲动，才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不懈。

2.知识传授阶段

知识传授可以丰富大学生的头脑，激发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同时也是形成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一个重要基础，而这些创业品质、能力的形成反过来又可以促使大学生主动学习更多的创新创业知识并通过实践验证自己所学的知识。在高校，要体现知识传授这一基础性环节，就需要把有关创新创业方面的知识纳入学校整个课程体系中，在课堂、在校园、在校外，进行有选择性的、能体现学生个性化需求的课程知识传授，如创新创业基础类知识、创新创业实践类知识等，以达到大学生能从创新创业的“自在的冲动”迁移到“自为的认知”中，为其以后的创新创业行动做好必要的知识储备。

3.实训模拟阶段

实训模拟阶段是学校创造条件让大学生把所感、所想、所听、所见、所学运用于实践，让大学生在实际的锻炼中激发创业愿望，增长知识，提高能力，形成品质。为此，高校一方面要加大跟当地政府、社区以及企事业单位的联系，争取它们能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训模拟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另一方面高校也要整合自身资源，搭建各种类别的实地操作平台供大学生去选择、操作、验证、消化、提高。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创新创业知识在创业实践行动中得到融合，检验其愿望、能力与效果的一致性，从而锤炼培养大学生未来创新创业所需的创业品质。

4.政策辅助阶段

政策辅助阶段是高校创新创业素质与能力培养各个其他环节的“黏合剂”，是学校利用自身的行政资源，对学校已有的教育教学能量进行有效配置，通过政策的引导、激励、规范、评价等功能以期达到创新创业教育效用最大化的一系列活动过程。对此，高校一方面要统筹安排，使创新创业教育的各项活动都纳入学校的人才培养计划中；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一些特别的政策措施，促进创新创业教育加快走向正轨，如目前高校所采取的以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代替毕业论文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以上在时间上继起、在逻辑上递进的四大阶段创新创业素质与能力培养实践活动，往复循环，不断引导大学生从“我要创新就业”转变为“我要创新创业”，再从“我要创新创业”转变成“我能创新创业”，最终“生成”的是大学生优良的创新创业素质与能力，完成高校人才培养目标。




 [1]
 董奇：《儿童创造力发展心理》，77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2]
 M.梅斯基，D.纽曼，R.J.伍沃德考斯基：《幼儿创造性活动》，林崇德，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3]
 Baer，J.& Kaufman，J.C.，Bridging generality and specificity：The amusement park theoretical（APT）model of creativity，Roeper Review
 ，2005，27（3），pp.158-163.


 [4]
 林崇德：《教育与发展——兼述创新人才的心理学整合研究》，39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5]
 Arasteh，A.R.& Arasteh，J.D.，Creativity in human development：An interpretive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Cambridge，Mass，New York，Schenknow Publishing Compang
 ，1976.


 [6]
 Decey，J.S.，Peak periods of creative growth across the lifespan，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2011，23（4），pp.224-247.


 [7]
 Gardner，H.，Artful Scribbles：the Significance of Children's Drawings
 ，New York：Basic Books，1980。


 [8]
 王小英：《幼儿创造力发展的特点及其教育教学对策》，载《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2005。


 [9]
 叶平枝，马倩茹：《2～6岁儿童创造性思维发展的特点及规律》，载《学前教育研究》，第8期，2012。


 [10]
 Ward，W.C.，Creativity in young children，Child development
 ，1968，39（3），pp.737-754.


 [11]
 王小英：《幼儿创造力发展的特点及其教育教学对策》，载《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2005。


 [12]
 叶平枝，马倩茹：《2～6岁儿童创造性思维发展的特点及规律》，载《 学前教育研究》，第8期，2012。


 [13]
 Gralewski，J.，Gajda，A.& Wis＇niewska，E.，et al.，Slumps and jumps：Another look at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creative abilities，Creativity.Theories-Research-Applications
 ，2016，3（1），pp.152-177.


 [14]
 Chan，D.W.& Zhao，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rawing skill and artistic creativity：Do age and artistic involvement make a difference？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010，22（1），pp.27-36.


 [15]
 叶仁敏：《Torrance创造性思维测验施测与评分指导手册》，上海，上海师范大学，1989。


 [16]
 吴静吉：《拓弄思创造思考测验指导及研究手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1。


 [17]
 Ward，W.C.，Creativity in young children，Child Development
 ，1968，39（3），pp.739-754.


 [18]
 王小英：《幼儿创造力发展的特点及其教育教学对策》，载《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2005。


 [19]
 王小英：《幼儿创造力发展的特点及其教育教学对策》，载《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2005。


 [20]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1]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2]
 Rubin，K.，Fein，G.，& Vandenberg，B.，Socialization，personality，and social development，In E.Hetherington & P，Mussen（Ed.，），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New York，Wiley，1983，pp.693-774.


 [23]
 朱智贤：《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390页，北京，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


 [24]
 林崇德，叶忠根：《小学生心理学》，10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2。


 [25]
 林崇德：《自编应用题在培养小学儿童思维能力中的作用》，载《心理科学》，第1期，1984。


 [26]
 制作者为课题组谭瑞、李汉两位老师。


 [27]
 制作者为课题组耿盛义、樊大荣两位老师。


 [28]
 杨治良：《记忆心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9]
 Schaie，K.W.& Parham，I.A.，Cohort-sequential analyses of adult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77，13（6），pp.649-653.


 [30]
 Schaie，K.W.，Toward a stage theory of adult cognitive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 Human Development
 ，1978，8（2），p.129.


 [31]
 卢家楣：《现代青年心理探索》，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


 [32]
 Ginzberg，E.，Toward a Theory of Occupational Choice：A Restatement，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1972，20（3），pp.2-9.


 [33]
 王极盛：《青年心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4]
 Lehman，H.C.，Reply to dennis' critique of age and achievemen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7，35，pp.791-804.


 [35]
 Boyatzis，R.E.，Thematic Analysis and Code Development
 ，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Inc.，1998。


 [36]
 泊松分布源于二项分布，它有2个参数：p
 （事件发生的概率）和n
 （试验次数）。泊松分布假设p
 极小，而n
 极大，即大量实验中只有极小的命中率。我们常常用μ
 和σ2
 2个参数个参数来描述一个正态分布，泊松分布中却只有一个参数μ
 或者σ2
 ，那是因为μ
 =σ2
 ，而当n→∞ 时，μ
 =np
 。


 [37]
 Haight，F.A.，Handbook of the Poisson distribu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Inc，1967.


 [38]
 Molina，E.C.，Poisson's Exponential Binomial Limit
 ，New York，D.Van Nostrand Company，Inc.，1942.


 [39]
 Simonton，D.K.，Scientific creativity as constrained stochastic behavior：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person，and process perspectives，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3，129（4），p.475.


 [40]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17页，何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1]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69页，何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2]
 黄兆信，王志强：《地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转型发展研究》，33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43]
 薛明扬：《大学与创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新战略》，41～43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08 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研究



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和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哪个国家能最大限度地发现、发展、鼓励人民的创新，哪个国家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都力图通过最大限度地培养、开发自己国民的创新能力，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当前，我国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趋势变化和特点，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创新驱动，从何处驱动？驱动的关键是什么？如果说人才是创新驱动的第一要素、核心要素，那么，拔尖创新人才作为高端的、宝贵的人才资源，无疑是推动创新驱动的“关键少数”。拔尖创新人才作为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少数”人才，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是中流砥柱，探索建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要求，也是当前对教育改革的迫切要求。因此在心理学领域进行关于拔尖创新人才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我们的任务是通过他们所回顾的创造过程以及成长经历，发现并系统描述拔尖创新人才在心理特征、成长规律等方面的特点，为人才培养、管理与使用提供科学依据。

第一节 拔尖创新人才研究的相关研究

“拔尖创新人才”一词与教育的结合，最早出现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高晓明，2011）
 
[1]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此后，2003年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再次对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这一教育目标予以确认。如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已成为教育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

一、拔尖创新人才的概念界定

对于什么是拔尖创新人才？学者们在不同的语境下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概念进行了常识性的阐释，但理解、释义各不相同，如郝克明（2004）
 
[2]

 认为，拔尖创新人才是“在各个领域特别是科学、技术和管理领域，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有创造精神和能力，为国家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我国特别是在世界领先的带头人和杰出人才”。杨叔子（2005）
 
[3]

 指出“知识越高深越渊博，思维越精邃越奇妙，方法越有效越卓越，精神越向上越高尚，文化就越先进越精湛，有这一文化而教育而培养而造就出的人才，其素质、其层次就越高，其品位、其格调就越醇，其影响、其作用就越大。显然，我们所要培养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就应该是这样的拔尖创新人才”。

我们也尝试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概念进行必要的解析。首先什么是“人才”，《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显然判断是否为人才的基本标准是能否对社会做出贡献。“创新”一词，一般认为与心理学中的“创造力”同义，林崇德认为，创造力是根据一定目的，运用一切已知信息，产生出某种新颖、独特、有社会价值或个人价值的产品的智力品质，这里的产品是指以某种形式存在的思维成果，既可以是一种新概念、新设想、新理论，也可以是一项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林崇德，2009）
 
[4]

 。而拔尖，其本意是超出一般，在次序、等级、成就、价值等方面位于最前面，居领先地位，是一个相对概念，需要有一个参考系或比较对象（如个人自己、同一个集体内、同领域内甚至整个人类社会）。联系到考夫曼（Kaufman）和贝葛多（Beghetto）的创造性4C模型，该模型将创造力划分为微创造力（mini-C）、小创造力（little-C）、专业创造力（Pro-C）和杰出创造力（Big-C），这构成了创造力的四种发展水平或层次。拔尖创新人才是在领域内做出公认的杰出成就的人，他们拥有创造力的最高发展水平——杰出创造力。这与高晓明拔尖创新人才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拔尖创新人才是一个概念模型，并非特别某一种特殊的人。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拔尖创新人才的标准不是他的学历，不是他的聪明才智，更不是他的头衔光环，而是他对社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二、拔尖创新人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纵观创造性心理学的研究历史，研究者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往往是多元化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谈了“研究取向”就是多元的研究方法。从研究思路看，横断研究主要通过对杰出创造性人才和普通人的研究，寻找不同创造性个体在认知、人格等方面具有的共性和差异，以及影响创造力相关的因素等；纵向研究主要集中于创造潜能的获得、创造潜能的实现以及创造性的发展阶段（张景焕，林崇德，金盛华，2007）
 
[5]

 。从创造性的研究方法看，主要有我们第一章所指出的心理测量法、实验法、传记法、生物学法、计算机模拟、社会情境法和访谈法等。鉴于杰出创造性人才的稀缺性、宝贵性以及创造过程的复杂性等特点，对杰出创造性人才的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有心理测量法、访谈法和传记法。

如前所述，心理测量法是指通过恰当的测量工具对个体创造性活动过程或产品进行量化的方法，其潜在的假设是：创造性是一种可以量化的心理特质。该法始于吉尔福特的发散思维测验，之后研究者基于创造性的不同研究视角，开发了各种用于测量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的工具。该方法常用于比较高低不同创造者在心理特质上的差异，且标准化程度较高，缺点是预测效度低，而且杰出创造性人群取样比较困难。

访谈法是通过与创造性人物进行口头交流来了解他们的创造性特征及其相关因素的一种方法。访谈法常用于了解创造性人物的创造性过程、创造性人格以及创造性观念；比较不同领域创造者、高低不同水平的创造者的创造性特征；探索不同因素对创造性人物的影响作用等。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奇克森特米哈里伊（Csikszentmihalyi，1996）
 
[6]

 对高创造性人物的访谈研究。访谈法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研究创造性动机、情感、观念等问题，更加广泛地探索创造性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动态关系；更灵活、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创造性资料的收集工作，如可根据情况进行追问或请其详细解释说明等。访谈法能从创造性人物身上获得更多、更有价值、更深层的信息，但访谈法在设计、实施和数据分析方面比较复杂，标准化程度低，而且研究结果容易受到研究者和访谈者的影响。

我们已经谈过传记法，它是将创造性的产生和发展视为人与生活事件相互作用的产物，通过考察创造性人物的生活轨迹理解创造性，包括个案研究法和历史测量法。个案研究法是通过对杰出创造性人物的成长历程和生活事件进行多层次、综合性分析来研究创造性的，资料收集可通过访谈、自传、新闻报道等多种方法进行。历史测量法是运用量化方法分析创造性人物的有关资料，从而考察其成长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的方法，西蒙顿（D.K.Simonton，1997）
 
[7]

 是采用该方法研究创造性人才成长规律的杰出代表。传记法能为研究提供丰富、真实的资料，有较高的生态效度，但由于影响创造性的不可控因素太多，很难得出普适性的创造性理论。

总之，创造性是认知因素、人格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它既是个体现象，也是社会和文化现象。对杰出创造性人物的研究，无论是样本取样、研究过程以及结果分析都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都需要研究者们不断在探索中前行。

三、国外对拔尖创新人才的相关研究

创造性人才的核心素质包括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因此，关于创造性人才成长规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创造性人才的认知和人格特点、成长历程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

在创造性认知和人格特点方面，主要是采用传记或访谈法等对杰出创造性人才的特征进行描述和概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就试图找出杰出创造性人才的典型特征，以期为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提供科学依据。我们在第四章已经介绍了吉尔福特和斯腾伯格关于创造性人格的组成因素，吉尔福特曾提出创造性人格有8个方面构成，斯腾伯格认为创造性人格由7个因素组成，吉尔福特和斯腾伯格（T.Z.Tardif & R.J.Sternberg，1998）
 
[8]

 将不同心理学家关于创造性人格特点概括为19个方面：甘愿理智冒险和面对反对意见；坚持不懈；好奇心；对新的经验保持开放；严格要求自己，热衷于所从事的工作；内部动机强；精力集中；精神自由，拒绝外部强加的限制；自我组织和管理能力强，从众心理低；愿意面对挑战；善于影响周围的人；忍耐模糊；兴趣广泛；善于产生奇特的想法；不因循守旧；情感体验深刻；寻找有趣的情形；乐观；在自我批评和自信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冲突。麦金农（Mackinnon）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格评估与研究协会（Institute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and Research，IPAR）对高创造者的研究结果表明：高创造个体聪明、认知灵活，具有独创性，独立，开放，好奇心强，乐于学习，经验开放；富于知觉，有强烈的理论和审美兴趣；有强烈的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对自己的创造性努力充满信心。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有1990—1995年奇克森特米哈里伊（Csikszentmihalyi）等对91名科学、艺术、商业、政府等领域的创造性人物的访谈研究（Csikszentmihalyi，1996）
 
[9]

 。他们认为创造性人物具有10种看似相反的“复合”人格：①精力充沛但又能沉静自如；②聪明又天真；③好玩又自律；④在想象、幻想和现实中灵活转换；⑤兼具内外向相反性格；⑥兼具谦虚与自豪感；⑦兼具男性化和女性化两种倾向；⑧叛逆又独立；⑨对工作充满热情，但又保持客观；⑩开放性和敏感性并存。另外，菲斯特（Feist）对188项创造性艺术家和科学家的研究做元分析，结果显示：他们都具有高度的离群性，即内向、独立、敌意和自负；具有高内驱动力、自信、对经验的开放性、思维灵活性和想象的跳跃性等人格特征。

创造性人才的发展是一个受到各种因素制约的动态发展过程。研究者从认知、情绪、动机、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对创造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林崇德，胡卫平，2012）
 
[10]

 。在认知方面，除了从传统的智力、知识等方面进行研究，研究者还尝试从认知抑制和创造性关系的角度探索高创造者是认知抑制能力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Burch，Hemsley，& Pavelis，et al.，2006）
 
[11]

 还是认知抑制能力较低，表现出认知去抑制的特点（Carson，Peterson，& Higgins，2003）
 
[12]

 。在情绪方面，研究者的观点从“只有正性情绪促进创造性”转向“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都有助于创造性”，但其促进作用都是有条件的。例如，双通道模型认为积极情绪通过提高认知的灵活性和包容性而促进创造性，消极情绪则通过提高认知坚持性而促进创造性（de Dreu，Baas，& Nijstad，2008）
 
[13]

 。动机作为个体行为的重要动力源泉，与创造性的关系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内部动机与创造性的关系上，一般认为内部动机能够促进创造性的发展。而外部动机与创造性的关系研究存在较大分歧。以往动机与创造性关系的研究，主要从产生创造性产品的角度考察动机的影响。近年来，研究者开始考虑动机对创造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影响。但到目前为止理论观点并不一致，也没有确凿的实证结论。

环境方面，如我们第一章所讲的，家庭环境是影响个体创造性最早、最直接、最具体的微观环境，研究者主要考察家庭的客观环境（如子女数量及出生顺序、家庭结构、父母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等硬环境）和主观环境（如家庭文化、亲子关系、家庭教养方面等软环境）。例如，费尔德曼（Feldman）认为，安全、自由、温馨的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创造性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虽然少数杰出人才来自破碎、有问题的家庭，但多数杰出人物还是生活在美满且积极向上的家庭中（孙汉银，2016）
 
[14]

 。学校是最主要的环境因素之一，教师作为学校环境的重要创设者、学校课程的开发者、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其创造性观念、创造性教学策略、师生关系等都对学生创造性的发展有直接影响；同时，学校的创新氛围、同伴关系、课堂气氛、物理环境等也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学生的创造性。社会环境，主要是指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等。每个历史阶段的高创造性作品的迸发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当时政府的政策有密切关系，如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和艺术的巨大发展，得益于当时政治的民主和思想的自由。其中，文化与创造性的关系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有研究者指出，文化会通过影响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语言来影响创造性。这些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创造性概念的理解不同和不同文化下创造性的表达方式不同等（Rudowicz & Ng，2003）
 
[15]

 。

与此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认识到个体创造性成就的取得，不仅依赖天赋、个体努力、内部动机、人格特质等个体因素，同时还要考虑到环境各要素之间以及环境各要素与个体因素之间的影响。例如，创造性是儿童和父母双向影响的过程或结果，也是家庭背景、父母教养方式、儿童在家庭中的独特特征、家庭事件等各种因素互相交织在一起、彼此影响的结果，而且这些因素也可能影响儿童与学校和邻里之间的互动，进而影响创造性。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重视将创造性的各种因素汇合在一起，并提出不同的理论观点，运用系统的观点综合考虑影响创造性的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彼此互动的性质。比较突出的汇合理论有：阿玛贝尔的创造性成分理论（componential model of creativity）、斯腾伯格和鲁伯特的创造性投资理论（the investment theory of creativity）、西蒙顿的修正和完善的“创造性的盲目变化和选择性保留理论（blind variation and selective retention theory of creativity）、格鲁伯（Gruber）等提出的创造性的系统进化观（evolving systems approach）、奇克森特米哈伊创造性系统观和和叶（Yeh）的创造性生态系统模型等。

四、国内有关拔尖创新人才的研究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优秀的历史，也培养和孕育了无数具有传统文化背景的政治家、科学家、文人学者以及巨贾商人等，他们很多人做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杰出成就。然而，在中华文化范围内，以中国人作为研究对象，针对特定领域的创造性人才进行研究的不多。根据我们的文献搜索结果，找到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自然科学领域科学家的特点研究

张庆林、谢光辉（1993）
 
[16]

 从国家科委发明评审委员会公布的1985年、1986年、1988年科技发明奖的名单中选取25名创造者，邀请他们填写《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量表》，结果表明，他们在低乐群性、高稳定性、低兴奋性、高有恒性、低情绪性、低妄想性、低忧虑性、高实验性、高独立性和高自律性10个方面有别于一般科技人员。

甘自恒（2005）
 
[17]

 对《走近科学家》一书中的23位著名科学家传记和其他著名科学家传记、文献进行研究，概括出中国科学家创造性人格的10种基本素质：高尚的理想和志向；爱国主义精神；善于合作的精神；善于提出和讨论问题的精神；善于综合、勇于创新的精神；甘于奉献、敢冒风险的精神；求实严谨的治学精神；逆境发愤、老当益壮的精神；尊敬师长、关爱晚辈的精神；争创一流、再创辉煌的精神。

白春礼（2007）
 
[18]

 主编的《杰出科技人才的成长历程：中国科学院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研究》借助科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对中国科学院系统内的“两院”院士、“百人计划”人选者、国家“973计划”和“863计划”重大项目负责人等杰出专家人群的成长历程进行分析认为，“所谓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就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科技人才成长所表现出来的一般特征。这些特征是在科技人才自身素质与环境条件的相互作用中表达出来的”。此研究提供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①少年时代家庭稳定的经济条件与良好的学习传统支持和激励科技人才成长；②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有助于成才；③留学对科技人才成长具有重要作用；④传统优势学科更易汇集科技人才；⑤年长一代主要根据国家需要决定自己的职业，年轻一代则主要依据知识兴趣选择科研职业。此研究认为影响科技人才成长的主要问题是：①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影响青年科技人才的快速成长；②岗位结构不合理，既影响人才的成长，也影响科研产出；③激励手段和激励导向不合理，影响科技人才创造力的发挥；④过高的压力影响优秀科技人才的稳定，不完善的环境因素影响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⑤单一的学术背景影响科技人才创新思维的产生。

刘少雪（2009）
 
[19]

 对拔尖创新人才的研究将创新人才的成长分为素质养成、专业能力形成、创新能力激发和完型等几个阶段进行考察发现：科学技术领域创新人才的成长具有优势累加效应；通常出身名门，来自学术历史悠久名牌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对他们的成长贡献很大；通常就职于名牌大学中，创新人才与名牌大学之间彼此相依、关系密切。

（二）杰出艺术家、社会科学家的特点研究

台湾学者陈昭仪（2003）
 
[20]

 以六位杰出表演艺术家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和搜集相关文件资料的方法了解杰出表演艺术家的创作历程。她将艺术家的创作历程分为六个阶段：素材积累、主题构想与刺激连接、内容的构思、具体化空间化和舞台呈现的可能性、修正作品的可能性和团队的配合、作品的呈现以及观众的反馈支持。影响艺术家历程的主要因素有：家庭环境、艺术工作的养成教育、从事艺术工作的历程、生命中“贵人”的引导以及时代背景等因素。另外，陈昭仪（2007）
 
[21]

 以台湾四位杰出音乐家为研究对象发现音乐家的人格特质可归纳为五个方面：音乐是最大的兴趣，且多才多艺；动静皆宜且理性与感性兼具；广纳意见但有自我的格调；崇尚理想且具使命感；坚持到底的执着与毅力。

谷传华博士采用历史测量学研究和个案研究对中国近现代30位社会创造性人物（如周恩来总理）的人格发展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既考察了社会创造性人格的终生发展特点，又从一般性与特殊性、普遍性与个别性两个层次上更好地描绘社会创造性人格的发展轨迹。部分相关研究结果“中国近现代社会创造性人物早期的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已正式发表，该结果表明 30位中国近现代社会创造性人物的早期家庭环境在控制性、组织性、亲密度、独立性、道德宗教观等维度上的平均得分较高，而在矛盾性上的平均得分较低；其家庭环境特点主要表现在家庭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家庭秩序性与家庭活跃性三个方面（谷传华，陈会昌，许晶晶，2003）
 
[22]

 。

王帆、郭洪林、张冉（2015）
 
[23]

 考察了268位人文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及客观环境，认为人文社会科学高层次人才成长过程中存在一些共性：人文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成长周期较长，成才较晚；大多数人才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求学名校，师从名师；接受严格的科研训练，追逐学术前沿；人才分布不均衡，地区差异较大；“向上”流动为主，人才流动频繁；成长速度较快，破格晋升较多；行政任职和学术兼职普遍。老一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经历丰富，学术生涯起步较晚，却凭借自身努力实现成长成才。但是，从宏观背景来说，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仍然不够。人文社会科学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更大的政策支持，更需要广泛重视、平等对待的社会环境。

（三）杰出企业家的特点研究

尹继东（1999）
 
[24]

 对62家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崛起的成功企业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家的成长道路一般都经历了闯市场、找市场、做市场、驾驭市场4个成长阶段；他们成长的精神特点有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危机意识的创新精神、把握机遇的冒险精神、寻求优势的超前精神。

李志、罗章利、张庆林（2008）
 
[25]

 对30名国内外杰出企业家的传记资料进行分析，并对企业家传记文献中人格形容词频数进行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杰出企业家的人格特征由诚信责任、战略沉稳、敏锐创新、勤奋进取、坚韧务实、合作尽职六大因素构成。

李枫（2016）
 
[26]

 通过对21 位成功的科技型企业家以及中国和世界 6 位杰出的科技型企业家的案例分析研究发现，要成为成功的科技型企业家，必须具备行业知识、市场悟性、创造激情、沟通特质四种核心素质；法律、文化、市场等与企业家的成长没有明确的关系，最重要的客观条件是产业机会和社会网络；科技型企业家成长发展经历素质孕育、角色定位和持续发展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相应的成功助推因素。

五、已有研究述评

纵观国内外关于拔尖创新人才的研究，涉及自然科学、社科与艺术、商业等各个领域，但也都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研究要么关注创造性人格特征，要么关注成长历程，而没有将其很好地综合起来整体对不同领域的人才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探讨。在研究方法上，多数都立足于历史测量学的角度，以对被试已有作品、档案等资料的分析作为主要研究方法，采用深度访谈法的相对较少。虽然现有研究已有部分的研究论证，但对于拔尖创新人才具有的特征，创新人才的成长历程和影响因素，都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因此，我们选取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人文社科和艺术领域的高创造者，以及商业领域的创业型民营企业家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他们具备的特征以及影响因素，以期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管理提供借鉴。

第二节 我们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实证研究

中央文件多次指出，培养和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创造性的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这里的拔尖创新人才，我们认为至少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其成果要有原创性、对社会有重大推动作用，甚至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其次，在同领域或专业中具有领军地位，如院士、社科权威专家、有声望的企业家等。我们团队在2003—2007年承担的 “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和2011—2016年承担的“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与培养模式”两项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都聚焦于探讨创新人才的特点、关键影响因素，以及相应的教育建议。最终，我们选取了34位自然科学领域、38位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领域、33位商业领域等创新人才，他们都是社会所公认的杰出创造性成就的人才，通过他们所回顾的创造过程以及成长经历，我们发现并系统描述高创造力群体在心理特征、成长规律等方面的特点，最终揭示创造力的发展及实现过程，进而为人才培养、人才管理与使用提供科学依据。

一、自然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研究

自然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是指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所在学科领域中做出了创造性成就并得到社会认可的科学家。这些成就既是他们自身创造潜能的体现，也积极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20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在不同学科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在当今高度重视科学对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的背景下，探讨自然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团队的张景焕、金盛华等对自然科学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

（一）研究目的

通过对自然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研究，为创新人才的培养以及教育科研管理提供关于人才成长规律的实证研究基础，从而为设计符合科学领域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的教育与管理服务。

（二）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方法是访谈法。访谈研究的被试来自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和地学5个领域，包括两院院士以及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二等奖的科学家。本研究共访谈了34名科学家，其中男性32名；40岁以下的3人，41～50岁的7人，51～60岁的6人，61～70岁的8人，71～80岁的7人，80岁以上的3人；数学学科6人，物理学科8人，化学学科6人，地学学科7人，生命科学学科7人。

访谈主体设计主要是让科学家讲述自己最有代表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研究过程，同时让科学家谈对他们的成长以及进行创造性活动具有影响的重要生活事件，并说明这些事件对创造活动的意义。

（三）研究结果

1.科学创造人才的心理特征

界定重要心理特征时采用的标准是：某一特征的出现频次不少于总人数的25%。编码后的结果显示共有26项心理特征符合该标准。按重要程度排序分别为一般智力强、勤奋努力、内在兴趣、研究技能与策略、洞察力、坚持有毅力、有理想有抱负、愉快感、发现问题的能力、专业素质与功底、独立自主、积极进取、注意吸收新信息、愿意尝试、自信、系统的研究风格、思维灵活变通、乐于合作、冒险性、思维独特新颖、综合思维能力强、知识广博、联想能力强、开放性、分析思维能力强和寻求规律的倾向。对26项特征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了5个主成分，分别命名为：内部驱动的动机、问题导向的知识构架、自主牵引性格、开放深刻的思维与研究风格以及强基础智力。具体维度见表8-1。

2.科学创造者的概念结构

了解了科学创造者的心理特征后，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科学家做出“创造性成就”与“一般成就”是否具有明显不同的心理特征？30位科学创造者回答了由30个词构成的“科学创造人才重要心理特征调查表”。研究使用多维尺度法对结果进行分析。

表8-1 科学创造者的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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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造性科学成就及一般科学成就中重要的心理特征

所有科学家都认为做出创造性成就需要许多重要心理特征。勤奋努力、有理想有抱负、内在兴趣、积极进取、思维综合能力强、专业素质与技能、注意吸收新信息、自信、乐于合作、思想独特有新意、坚持有毅力、善于发现问题、富有洞察力、开放性、分析能力强、独立自主、知识广博这17项特征是重要的特征。而当科学家在做出一般成就时，最为重要的心理特征有2项：勤奋努力和坚持有毅力。

（2）科学创造人才关于创造成就的概念结构

科学创造人才在评价各个心理特征在科学创造中的重要意义时使用的概念可划分成两个维度，每一维度都有正负两个方向，第一维度命名为“成就取向/内心体验取向”，其正向是积极追求成就的心理特征，负向为注重内心感受的心理特征；第二维度为“主动进取/踏实肯干”，其正向为“主动进取”，负向为“踏实肯干”。具体包含的心理特征见表8-2。

表8-2 科学创造人才关于创造心理特征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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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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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创造人才关于一般成就的概念结构

对科学创造人才取得“一般成就”的心理特征同样进行多尺度分析，发现它也由两个维度构成：第一个维度是“成就取向/内心体验取向”，正向是“成就取向”，负向为“内心体验取向”；第二个维度是“知识/动机”，其正向为“知识”，负向为“动机”。具体包含的心理特征见表8-3。

表8-3 对“一般成就基础”的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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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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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具有创造成就的科学家关于“创造成就”的概念结构与关于“一般成就”的概念结构相比较，相同之处体现为，二者的第一个维度基本相同，都是“成就取向/内心体验取向”。但在“成就取向”的构成上既有共同成分，也有不同成分。最大的不同体现在第二个维度，创造成就概念结构的第二个维度是“主动进取/踏实肯干”，一般成就的概念结构却是“知识/动机”，二者没有任何共同成分。

3.科学创造力的影响因素

对影响科学创造人才成长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十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分别为中小学教师的作用、导师的作用、父母的作用、科研环境氛围、成长环境氛围、大学教师的作用、青少年时爱好广泛、挑战性的经历、交流与合作以及多样化的经历。进一步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了3个主成分，根据每个主成分所包含的心理特征，分别命名为早期促进经验、研究指引和支持、关键发展阶段指引。具体见表8-4。

4.科学创造人才的成长阶段

通过对我国科学创造人才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出，科学创造人才的发展大致经历5个基本阶段：自我探索期、才华展露与专业定向期、集中训练期、创造期和创造后期。

表8-4 科学创造人才影响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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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我探索期

该阶段以当事人从事各种探索性活动为出现标志，以确定自己的兴趣以及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表现为结束标志。该阶段对创造人才成长起作用的人主要是父母与小学教师，作用方式是创造宽松的探索和教育环境，使当事人能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获得成功的乐趣。同时也帮助养成良好习惯，激发好奇心，奠定人生价值观的基础。

（2）才华展露与专业定向期

经过前期的广泛探索，当事人逐渐将兴趣集中于探索某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他发现这方面的学习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快乐。愉悦的情感与对自己优势才能的发现共同促使当事人确立自己的主攻方向。

（3）集中训练期

该阶段重要他人是大学阶段的教师和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的指导教师。大学阶段教师的主要作用在于使学生了解到学科的意义与前景，为学生奠定专业基础。硕博士期间导师的作用是使学生获得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掌握基本的研究技能，了解科学研究的一般策略，开始进行一些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同时通过学习和研究工作，更加坚定了专业方向，热爱自己的研究工作。

（4）创造期

该阶段以发表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标志，最后做出具有代表性的创造性研究成果。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当事人形成了对本学科研究的整体把握，形成了对自己所在学科的品位、学术理想和学术追求。该阶段如果研究者来到一个适宜的学术环境中，有著名导师或研究者的指导与影响，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就会出现。

（5）创造后期

该阶段研究者的工作精力大不如前，但对科学研究有丰富的经验，有人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还可以继续做出创造性的成果，但是大多数人主要把精力投入到培养学生上，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换成实际的产品，从事研究的具体开发工作。

（四）研究结论

科学创造人才重要的心理特征可以分为五个维度：内部驱动的动机、问题导向的知识构架、自主牵引性格、开放深刻的思维与研究风格、强基础智力。其中内部驱动的动机包括有理想有抱负、积极进取、内在兴趣和工作中的愉快感；问题导向的知识构架包括专业素质与功底、研究技能与策略、知识广博、愿意尝试和发现问题的能力；自主牵引性格包括勤奋努力、乐于交流与合作、坚持有毅力、独立自主和自信；开放深刻的思维与研究风格包括开放性、思维独特新颖、思维灵活变通、洞察力、系统的研究风格；强基础智力包括一般智力水平、综合思维能力、分析思维能力、联想能力。

科学创造人才关于科学创造成就的概念结构是二维的，分别是“成就取向/内心体验取向”和“主动进取/踏实肯干”。取得科学创造成就的重要特征是“成就取向”和“主动进取”。

影响科学创造人才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三类：早期促进经验、研究指引和支持以及关键发展阶段指引。其中早期促进经验包括父母的作用、成长环境氛围、青少年时爱好广泛、挑战性的经历与多样化的经历；研究指引和支持包括导师的作用、科研环境氛围和交流与合作氛围；关键发展阶段指引包括中小学教师的作用和大学教师的作用。

以科学创造人才在不同阶段中的主要活动为标志，根据科学创造人才在知识积累、情感发展和才华发展的进程将科学创造人才的成长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自我探索期、才华展露与专业定向期、集中训练期、创造期与创造后期。

二、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研究

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领域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增强了人类的精神力量。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科学；而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科学，不仅要研究社会，还要研究由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所引起的社会问题，研究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马瑞萍，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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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以往对于社会和艺术领域创新人才的研究未能将人格特征与成长历程综合起来，且研究方法多立足于历史测量学的角度。我们团队的王静、金盛华等以38位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人才为被试，通过结构化访谈与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全面分析其心理特征及影响因素。

（一）研究目的

对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领域创造人才的研究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个体自身发展的需要。探究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人才的特征及其成才机制，为培养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新人才提供了借鉴意义，为提高自身的人文与艺术气质提供重要启示。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定的创造人才分两类，一类是人文社科创造者，主要指从事人文社会领域相关学科研究，并在其领域取得了独创性成果的人员；另一类是艺术创造者，主要指社会认可程度较高，有一定的为世人所瞩目的作品和成就。被试选择考虑的条件有：①在所在的领域必须有所创新；②目前仍然活跃在所在领域；③从事相关工作20年以上。最终收集到38人的访谈资料，其中艺术领域专家22人，社会领域专家16人；6位女性，32位男性；41～50岁的10人，51～60岁的8人，61～70岁的6人，71～80岁的10人，80岁以上的4人。

本研究以质性研究的思路为主，通过访谈，期待被试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追溯被试有创造性成就的产生过程和自身成长经历；同时采用人格特征自评问卷，获取被试对创造过程中的核心人格要素的反身认知。

（三）研究结果

1.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人才的心理特征

（1）人文社会与艺术创造人才的思维特征

对访谈资料编码后发现，人文社会与艺术创造人才的思维特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思维的特点：涵盖思维的系统性、思维的综合性、类比迁移能力、思维的批判性、思维的连续性、思维的对比性、目标明确、求新求变、想象、被激发性、精确性、辩证思维、多向思考、敏锐。

思维的形式：围绕特定目标的发散思维、聚合思维、抽象逻辑思维、形象具体思维。

此外，还包外围辅助因素，如天分和兴趣；思维的核心因素是瞬间的突破。

该结果表明，创造性思维特征是在创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瞬间的突破是创造性思维最核心的要素，是创造的关键步骤。连续不断的思考和坚持的投入最终都会以瞬间的思维突破作为创造的巅峰状态表现出来。另外，创造性思维还有外围的影响要素，即天分和自身的兴趣。虽然天分和兴趣不是思维本身的特征，但却影响思维的整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造性观点的产生。

（2）人文社会与艺术创造人才的人格特征

对访谈资料编码后发现，人文社会与艺术创造人才的人格特征可归纳为两个核心类别：积极的自我状态、良好的外界适应力。其中，积极的自我状态包括坚持、投入、完美倾向、有抱负、有责任感、迎难而上、挑战不服输、平衡、执着、沉着、勤奋等特征；良好的外界适应包括计划性、淡泊名利、严谨、目的性、自信、独立性、反思、强执行力等特征。详见表8-5。

表8-5 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者人格特征出现频次及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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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人才概念结构

请30位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者回答了由111个词语（包括3个测谎题）组成的人格特征形容词自评量表。各个词语分成三个层次：纯正向特征、偏正向特征和偏负向特征。根据这些创造人士的回答，有45个对于他们创造性成就至关重要的核心特征词。采用Q型聚类分析对这45个核心特征词的结构进行聚类，参考已获得的人格特征的研究结果，最终选择聚合成4类的结果，分别命名为：独立、积极自我状态和有效心理功能、可靠外界结合与成熟的自我把握以及满足。详见表8-6。

表8-6 核心人格特征聚类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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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文社会与艺术创造人才的影响因素

研究者的系统分析和研究分别揭示了关键事件与重要他人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者发展的具体影响。

（1）成长过程中关键影响的事件

研究者运用质性研究中的分析方法最终获得6个成长过程中关键影响事件的核心类别，分别为文化环境（文化事件、自由竞争的外在条件、生活经历的积累、传统文化影响），时代特征（“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大事件的影响、改革开放），系统教育（早期专业启蒙、中小学的教育、大学的教育、出国留学），家庭环境（家庭教育方式、家庭的经济条件、家庭的文化条件），自身因素（兴趣的早期表现、优秀体验、天生的给予、争取、合作、多元知识背景）和人生际遇（人生信念产生的偶然事件、进入领域的偶然事件、发展阶段的偶然事件）。

进一步分析结果发现，受访者提及的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中最多的是与系统教育相关的事件，其次分别是时代特征、自身因素、人生际遇、文化及家庭环境。详见表8-7。

表8-7 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者成长关键影响事件频次及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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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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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核心类别及其概念词包含了从个人自身到教育、家庭、时代以及机遇等对个人发展与成长具有至关重要影响的因素，这些因素组成了一套全面而完整的生态系统体系。

系统教育是指从一个小孩子在家中受到的熏陶开始，直到走上工作岗位的初期为止，包括启蒙教育、大学教育、中小学的教育、出国留学。系统教育在一个人取得创造性成就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启蒙教育发生在儿童还不具备验证知识的能力时，他们忽略证明的过程，只能简单记住知识的结果而加以应用。当儿童提出问题时，作为启蒙的人，不论是老师还是父母，如果能够耐心倾听，因势利导，鼓励其大胆质疑，积极去观察、发现、探索，就能激起他们对知识获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启蒙教育的非强制性不要求孩子一定完成某个目标，也不要求为特定目的去学习。孩子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产生了极强的兴趣，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学正统教育是创造的基本训练，38位受访的被试中，无论经历过什么样的时代，都是从系统的大学教育中走出来的。有一位没有进过正式的大学校门，但是进入了当时国家一流的文艺团体，受到了正统艺术院校教育的熏陶与影响。

在系统教育中除了知识与经验的积累，还有对于中小学自由开放、多元化教育的回溯。例如，“学校民主开放思想”“中学老师教会了学习，还教会了锻炼身体”“功课少，自由探索”“参加多种活动，在学校演话剧”等。

在所有影响事件被提及的比例中，出国留学的影响被提及的比例占6.11%，排在第六位。可见出国对于一个人创造性成就的取得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代特征的影响作用排在系统教育之后，名列第二。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它可以影响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世界观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本项研究受访者的专业领域大都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他们的创造大多来源于生活的体会和感悟，因此时代特征中大的政治事件都是他们进行创造的第一手资料，是他们创造的源泉。在所有的事件中，作用最为突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自身因素是外在家庭、环境、文化等因素发挥作用的内因条件。兴趣与天分对其领域选择具有重要作用，如果一个人在早期就表现出对某一领域的兴趣，同时又具有独特的天分，那么他在这一领域必然会发展迅速、出类拔萃，为进一步取得创造性成就做好铺垫。同时，一个人从小一直到步入领域初期如果获得优秀体验，根据镜像自我理论，个体在别人对自己的赞美和认可中获得了快乐和满足感，逐渐在成功中找到自信，形成高的自我效能。这种良好的自我状况又会激发个体进一步追求更高成就的欲望，从而有了创造的前提条件。

虽然偶然的际遇不是成功的充分条件，但是一个人的成功大多数又离不开特殊的人生际遇，他在一个人的成功中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在36位受访者中，将机遇列为对自己或是某项成就有着关键作用的人占11.5%（一个中等水平的比例）。

很多研究都提出一个人的创造性成就不仅仅依赖天赋、个体的努力、内在的动机或是其他人格特质，还要考虑社会环境各个要素对其产生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此结论得到了验证。这里的环境更多的是考虑一个人所处的团体环境，本研究得出的环境要素包括几个方面：自由竞争的外在条件、生活经历的积累、传统文化影响、文化事件。

在本研究提取的6个核心类别中，家庭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家庭对于个体创造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家庭教养方式、家庭良好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三个方面。父母民主的教育方式让孩子体会到自由的感觉，这种自由的体验为每个人日后的创造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这一点在访谈文本资料中多次被提到。良好的家庭经济状况，能够使受访者接触到更广泛的知识、更全面的教育。尤其是很多受访者都提到较高的英语水平使自己日后能够站在领域的前端，比别人赢得更多的机会，而这一点恰恰和良好的家庭经济条件无法分开。家庭中的文化氛围，如父母或是祖辈较高的文化水平或知识素养、家庭中的大量藏书、家庭人际关系、父母的做人态度等这样一些无形的文化条件要素对于一个人的影响作用更为重大。很多影响都是在潜移默化中潜入人的内心，固化到子女的性格当中，对其日后取得成就发挥重要作用。

从六大核心因素的现有数据分析来看，似乎家庭环境是占比最小的因素，但是仔细分析各要素及其构成，发现早期专业启蒙占6.87%，兴趣早期表现占1.53%，加上家庭环境自身的10.7%，家庭因素占比可达19.1%。因此，总体来说，家庭环境有关因素是六大核心要素中是除系统教育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2）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

出现在受访者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对他们自身的成长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研究者采用开放编码和主轴编码同时进行的方式，对访谈文本进行了深入分析。受访者在访谈过程中提到的对自己有重要影响的具体对象和类别对象共有20种，本研究将这20种被提及的人物加以归纳，获得6个核心类别，包括政治人物，思想引领者，虚体人物（著名科学家、书籍），教师（名师、中小学老师、大学老师、工作中的领导或老师），家庭成员（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爱人、爷爷辈），社会交往中的他人（邻居、同行、合作者、同学）。

进一步统计20个影响源出现的频次并将频次求和，得到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者成长重要他人频次及排序。统计结果发现各核心类别出现频次从高到低依次为：教师、家庭成员、社会交往中的他人、虚体人物、政治人物、思想引领者。详见表8-8。

教师与家庭成员的影响作用最大、最持久，此外，业内人士也是创造性成果产生的重要影响源。这几类重要他人，除政治人物以外，对被试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同时对被试的多个方面都产生影响。

教师对创造人才的影响处于最重要的地位。与其他影响源作用不同的是，教师的影响常常是系统和长期的。一个人的成长要经历不同的阶段，但是任何人都必须在特定时期接受学校教师的系统培养，这一点任何领域的创造者都不例外。教师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者的影响作用居于第一位，并且是高度综合的。他们的作用可以广泛渗透到激发、启蒙、引领、规范、赞赏、参照等多个方面。

表8-8 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者成长重要他人频次及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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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中，大师级人物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者的学业成长、做人，以至信仰追求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与大师级人物直接接触，包括听课、听讲座，或有幸成为这些大师的弟子，都可能与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者的成功和创造性成就发生实质关联。这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名师出高徒”的千古名言。在这里，名师提供了一种环境，也提供了一种参照，使得创造者从自我定位开始就赢得超越的优势。

从具体的影响机制分析，首先，优秀的教师可以提供一个良好的专业资源，为学生专业的积累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这些教师在研究方法上往往胜人一筹，学生可以相应地得到最为直接的训练。其次，优秀教师提供的指导能够使受访者直接站到领域前沿，更容易帮助其把握研究方向，找准突破点。优秀教师带来的良好环境和氛围，能够推动学生的全方位发展。还有一点不能忽视，那就是优秀教师，特别是名家大师的无形魅力更容易激发学生、带动学生。最后，教师的作用还体现在引发学生思考，使学生行为以师为镜等方面。

父母受访者提到父母对自己影响的频次仅次于领域内教师，居于第二位。父母对孩子早期生活的影响，直接影响着孩子未来的成就，这已经被很多研究证实。奇克森特米哈伊通过对美国杰出人士的研究，发现高成就者的家庭大多平等地对待子女、尊重孩子，家庭教育主要是以鼓励孩子为主。本次访谈的结果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父母营造的开放民主、充满爱的氛围，以及父母为人风格、尊重知识的态度，都对受访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直接延伸到了他所在专业领域的研究。

比较父母影响的大小可以发现，母亲对孩子的影响略大于父亲。母亲的影响多数是通过具体行为来实行的，主要影响其人格特征，教会了孩子具体的行为和态度；父亲的影响则更多体现在信仰和做人态度上，通过无形的方式发生影响。研究结果还表明，家庭浓厚的知识氛围、艺术积淀、精神层面的高追求，都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谷传华等人对我国近现代社会创造性人物的早期家庭环境和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获得了类似的结果。

奇克森特米哈伊除了提出了父母对于创造性人才有着重要影响以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影响源——业内人士，或者叫作学门（field）、守门人（gatekeeper）。他们是各个领域的评判者，只有有幸接触到这些业内人士，被这些学门赏识，已有成就才有可能在这个领域被认可，从而更好地激发创造性成就的取得。实际上“守门人”并不限于各个领域的专业评判者，很多其他人事实上也充当着这种角色，如专业领域的教师，基金会的资金提供者，甚至同学同行，都有可能提供机会，发挥实际上的“学门”作用。他们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在不同程度上帮助受访者在领域内寻找到机会，获得成长过程中的关键支持。

对各类重要他人的影响机制的具体分析还发现，对于这6类影响源，除政治人物的影响作用限于影响信仰建立以外，其他5类影响源的影响作用都是多重的，即每一类影响源的作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影响源同时起着不同的作用，由此形成了如下影响源影响作用的重叠模型（见图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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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不同影响源作用重叠模型

其中最重要的是虚体人物的作用。在这里虚体人物主要指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和书籍。本研究发现很多人多次提及一些著名科学家对自己的重要影响，这些科学家对受访者树立科学信仰，建立追求科学精神的决心，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者对于书都是情有独钟的。他们认为，书籍可以开阔眼界，看书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自己。

社会交往中的他人也在各个方面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者的发展和成功。不少受访者都提及社会交往中他人对于自己成长的启蒙作用，影响之大甚至可以排到对自己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三人当中。密切交往对象是多种多样的：邻居家姐姐（哥哥）专业启蒙；堂兄的榜样力量；中学老师倡导新思想，对自己影响很大；小学老师的高期望；外婆或外祖父的早期领域启蒙承担了启蒙者的角色。他们的作用或者是使受访者接受了相关领域最早的专业启蒙教育，或者引导受访者建立了献身科学的决心。而最早的启蒙作用往往是无意识地发挥作用的，只有当受访者追溯往事时，才发现它的价值和作用。

（四）研究结论

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者的思维过程中思维特征的系统结构以瞬间的思维突破为核心，依托创造性思维的突出特点，以思维的形式为主要载体，外围受到天分和自身兴趣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者的人格特征有坚持、投入、有抱负、迎难而上、淡泊名利、严谨、挑战、勤奋、自信、独立性、平衡、执着、计划性、完美倾向、责任感、目的性、强执行力、沉着、反思19个。从大的分层上看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分别是积极的自我状态和良好的外界适应力。创造者的人格特征中非常强调个体的独立性这一特征。

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者对自身人格特征的概念结构可以分为四个类型，分别是独立、积极自我状态和有效心理功能、可靠外界结合与成熟自我把握、满足。与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人士自身特点符合程度最高的特征被称为纯正向特征，结果表明，独立、自信、诚实、爱思考、有爱心、坦率、开放7个词语构成这个层次。

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者成长的关键影响事件主要有6类，按重要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系统教育、时代特征、自身因素、人生际遇、文化环境、家庭环境。影响最重要的是可控的教育要素，即系统的教育。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者成长的重要他人主要有6类，分别是教师、家庭成员、社会交往中的他人、虚体人物、政治人物、思想引领者。其中最为重要的三个影响源按照重要程度序列依次为：领域内教师、父母和虚体人物（书籍）。

三、商业领域杰出民营企业家的研究

民营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民营企业家，是打破现有均衡的创新者，他们带领企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善于发现并抓住机会、愿意承担风险，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在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实现企业成长或变革。他们是商业领域的创新人才，在调配企业资源、主导企业决策、决定企业创新行为中起关键性作用。因此，我们团队的贾绪计、林崇德等对商业领域杰出民营企业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一）研究目的

加强民营企业家创造性的研究，探索影响民营企业家创造性的关键因素，有助于为增强民营企业家的创造性、营造有利于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的环境和氛围、培育和造就更多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提供重要启示。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访谈对象是“杰出创业型民营企业家”。为了保证选取的创业型民营企业家是“杰出”的，我们确定的标准为：民营企业家的企业创立时间至少在7年以上，且企业的利润在同行业同等规模企业中处于前20%。杰出创业型民营企业家作为企业的主导者。考虑到我们的研究更关注企业家的创造性，而成功创业无疑是企业家创造性的集中体现。因此，我们主要采用民营企业家创业成功的企业名称及所在的行业作为标准，因为这也是民营企业家做得最成功、最为自豪的企业。

访谈对象来源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2013年、2014年全国富豪排行榜中属于自主创业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二是通过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山东省商会、驻京办或相关领导的推荐，按照既定标准选取，共获得240名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杰出创业型民营企业家的推荐名单，这形成我们研究的备选对象。然后邀请一位企业家和一名创造性研究专家对240位民营企业家的创造性成就做评定，最终根据评定结果选取60人作为正式的潜在访谈对象。

研究人员给60名合乎要求的潜在访谈对象发邮件或打电话，说明研究目的，恳请他们能够接受访谈。但由于各种原因，共面对面访谈了33名企业家。他们中既包括财富榜排名前十的创业型民营企业的董事长，全国排名前四的电商的董事长、上海最大的建筑企业之一的总经理等，也包括领导小型但效益非常好的新兴科技公司的杰出企业家。其中小型企业9个（27.3%），中型企业13个（39.4%），大型企业11个（33.3%）；男性28人（84.8%）；年龄在30～40岁的12人（36.4%），40～50岁的9人（27.3%），50岁以上的12人（36.4%）。

（三）研究结果

1.民营企业家创造性特征的频次分布

研究在资料编码的基础上，获得了民营企业家强调的创造性特征出现的频次。为突出比较重要的创造性特征，对“比较重要”做了界定，即以某一特征出现频次不少于5次作为入选标准。按照该标准，民营企业家的创造性特征分别有：坚持性、德行修为、有理想和抱负、全局思维、责任心、勤奋、胸怀宽广、创新精神、团队合作、自信、知识广博、感染力、终身学习、冒险性、沟通协调、机会识别、执行力和独立自主（见表8-9）。

表8-9 民营企业家创造性特征的频次分布表（N
 =33）

[image: ]


2.民营企业家创造性特征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为探索创业型民营企业家创造性特征的心理结构，采用二分变量的探索性因素考察分析其创造性特征的潜在心理结构。在研究中，根据企业家在访谈过程中是否强调某一特征，将每个特征分成两类：0（未强调）和1（强调）。如果某一特征被同一位企业家在不同情境中多次强调，也记为“1”。

传统线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二分变量会扭曲变量的潜在结构，导致错误的因素分析结果。稳健加权最小二乘法采用对角加权矩阵的加权最小二乘法，并采用均值—方差校正卡方检验，这是二分变量因素分析的最好方法（T.A.Browne，2006）
 
[28]

 。因此，本研究采用稳健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因素旋转的方法采用的是GEOMIN斜交旋转法。在确定因素数目时，研究者并没有按照对连续性变量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时，以特征值大于1作为确定公因素数量的标准。我们主要的参考标准是：①公因素的特征值大于2；②每个因素至少包括3个项目；③理论上容易解释。根据这些标准，最终确定了4个公因素。其中，公因素1可以解释方差总变异的19.51%；公因素2可以解释方差总变异的15.88%；公因素3可以解释方差总变异的14.50%；公因素4可以解释方差总变异的12.14%。四个公因素共解释方差总变异的62.03%。

表8-10 因素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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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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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8-10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因素包括知识广博、全局思维、创新思维、沟通协调和坚持性五个特征。由于这些特征都在个体创造性的产生和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因此命名为“创造性基础素养”。第二个公因素包括终身学习、机会识别、自信、团队合作和执行力五个特征。由于这些特征更多地与创造性观念或产品的获取以及执行过程有关，因此命名为“创造性技能与品质”。第三个公因素包括勤奋、德行修为、责任心和胸怀宽广四个特征，这些主要与个性品质等有关，因此命名为“个性与品德”。第四个公因素包括冒险性、独立自主、有理想和抱负和感染力四个特征，这些都具有明显的驱动力特征，因此命名为“创造性驱动”。

3.民营企业家创造性的促进因素结果分析

表8-11 民营企业家创造性的促进因素编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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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家提及的对创造性有促进作用的因素，整理结果见表8-11。这些因素包括：①家庭因素。无论是出身家庭富足还是家庭贫寒，都有可能成长为杰出民营企业家，这说明，虽然家庭起点不同，都以不同方式促进个体创造性发展。家庭中最重要的是父母，父母通过塑造良好的支持性环境和刺激性环境，促使孩子主动探索世界，发现自己的兴趣，这对于孩子主动性、创新精神的培养非常有帮助。②中小学教育。企业家主要强调教师对自己的激励、赞赏和支持，增强了自己学习自我效能感，从而在学习上取得优异成绩。③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通过大学教师的角色榜样、激励和赞赏等实现。④丰富的职业经历。有42.42%的企业家表示，以前的职业经历对自己的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而且自己当前的商业领域通常与创业前的工作密切相关。⑤时代特征和国家政策扶持。国家或政府的鼓励和扶持，既为企业家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必要的支持性环境，又在一定程度提供了创新创业所需要的资源。⑥伯乐和贵人的扶持。39.39%的企业家提到伯乐和贵人对自己的扶持和帮助（尤其在创业阶段）。这种扶持主要体现在：作为业内人士/“守门人”角色，通过提供重要市场信息，让企业家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协助评估创业的优势或劣势，以及成功的可能性，从而影响企业家是否会进入该领域内创业；为企业家提供创业或创造性发挥所需要的资源。⑦良好的社会网络。这里包括与朋友的关系、与客户（上下游经销商）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⑧团队与组织文化。27.27%的企业家谈到团队与组织文化的重要性。⑨市场需求。27.27%的企业家提到市场需求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需求会起到决定你是否有资格继续留在市场竞争大潮中，即“守门人”的角色。⑩机遇。39.39%的企业家强调机遇的重要性。

4.民营企业家创造性的阻碍因素结果分析

在访谈中，企业家不仅谈及对创造性有促进作用的因素，也谈到阻碍企业家创造性的因素（见表8-12）。归纳起来，阻碍企业家创造性的关键因素就是缺少资源，或者说缺乏良好的企业发展生态，主要表现为：①缺少人才资源。如何招募到合适的人才，如何组建高效的企业团队，有12位企业家（36.36%）在访谈中提到。他们认为，缺少人才，缺乏有凝聚力的团队，是影响创造性的重要因素。②缺少资金，缺乏好的融资平台等问题。有8位企业家（24.24%）在访谈中提到。③法制不健全。有8位企业家（24.24%）在访谈中提到，目前我国法制不健全，对企业家有歧视；同时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维护企业创新的活力。④职业压力大。有5位企业家（15.15%）在访谈中提到，企业家的职业压力大，他们需要承受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创造性动机等。

表8-12 民营企业家创造性的阻碍因素编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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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营企业家创造性发展阶段划分

创业型民营企业家创造性的发展阶段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创造的过程。我们将对科学创造人才创造性的发展分为自由探索期、才华展露与专业定向期、集中训练期、创造期和创造后期。我们在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以往研究对创造性人才发展阶段的划分，将创业型民营企业家创造性的发展划分为自由探索期、领域定向期、才华初现期、才华绽放期四个阶段，其中在后两个发展阶段，企业家创造性的发展与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息息相关。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有不同的发展任务，且受不同因素的影响。

（1）自我探索期

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良好成长环境氛围的塑造、榜样作用的引领等，塑造个体的道德品质或创造性人格，如诚信、独立性、兴趣等。年龄大约为出生到正规基础教育阶段的结束，由于时代、家庭条件等的不同，正规教育的结束时间不一，多数是高中毕业。这一阶段的探索不一定与日后创业或者经商有直接关系，但却为以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心理准备。在该阶段，影响创造性的关键因素有家庭因素（尤其是父母的作用）和中小学教育（尤其是中小学老师的作用）。

（2）领域定向期

在该阶段，主要是领域知识的获取和运用，以及从事该领域的动机的激发。这些领域知识一方面来源于大学的专业教育，另一方面来源于企业家的实践经验，有6名企业家（18.18%）表示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做小生意，为自己挖了“人生第一桶金”。除此之外还来源于创业前丰富的职业经历，而且企业家创立的企业都与自己过去从事的行业有关。这些经历，是企业家习得领域知识、获得相关资源的途径之一，这些都为企业家创业或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和可资利用的资源。在该阶段，重要的影响因素有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教师）和丰富的职业经历。

（3）才华初现期

在该阶段，企业家的创造性突出表现为在适当的时机做适合自己的事情，从创业的角度讲，就是在综合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寻找、识别市场机遇，并整合已有资源牢牢抓住机遇，使自己的想法得以实施。至于具体表现形式则可能是自主或合伙开创新企业，也可能把国有企业转变为创业型企业。就创业动机而言，有为了经济利益，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条件；有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主动挑战自我；有不喜欢为他人工作的；有受到家庭影响的等。不管初始动机如何，都不影响他们创业才能的展现。在该阶段，企业家要有深刻的洞察力，围绕市场需求开展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等；要有人格魅力，能感染身边的人，使他们愿意相信你，愿意追随你，愿意为企业未来的美好愿景而奋斗；要有一定的关系能力，能为企业争取各种发展所需的资源。从该阶段开始，影响因素的多元化、重叠化趋向越来越明显，访谈中发现的主要因素有时代特征、国家政策的扶持、伯乐和贵人的扶持、良好的社会网络以及机遇。

（4）才华绽放期

在该阶段，企业家的创造性表现为从“如何做到从无到有”，转向“从可能没有到继续拥有”或“从平庸生存到独特发展”；企业发展从企业家个人决策逐渐转向团队决策，从个人创造性逐渐转向团队创造性和组织创造性；企业家的动机已从“单纯追逐经济利益、短期利益”转向“追求大众利益”的使命驱动，“企业家是追求自己的事业，顺带赚钱”。他们会努力挖掘市场潜力，抓住一切有利时机，把产品或服务做到极致，或者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已经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和人才资源，开始逐渐放权给下属，自己专心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在该阶段，重要的影响因素除了与才华初现阶段的影响因素重合外，还有企业家团队。

（四）研究结论

民营企业家的创造性特征包括坚持性、德行修为、有理想和抱负、全局思维、责任心、勤奋、胸怀宽广、创新思维、团队合作、自信、知识广博、感染力、终身学习、冒险性、沟通协调、机会识别、执行力和独立自主18个特征。这些特征分为创造性基础素养、创造性技能与品质、个性与品德、创造性驱动四个维度。

影响创业型民营企业家创造性的因素有家庭环境、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丰富的职业经历、时代特征和国家政策的扶持、伯乐和贵人的扶持、良好的关系网络、团队与组织文化、市场需求、机遇的作用。

以不同发展任务为标志，企业家创造性的发展划分为自我探索、领域定向、才华初现、才华绽放四个不同的阶段。在企业家创造性的不同发展阶段，其心理发展的任务不同，重要的生活事件或意义也不同。

第三节 拔尖创新人才的特征

虽然在第二节对自然科学领域、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商业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的研究中，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程序有一定差异，但依据相应的实证研究结果，结合相关的经验和理论思考，我们对拔尖创新人才特征的相同之处和区别之处进行了总结和概括，以期为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提供借鉴；同时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起学者对该领域的关注和深入探讨。

一、不同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共性

创造性领域一般性的研究认为，创造性是某种一般的、跨领域的人格特质和认知能力，并认为不同领域的创造性人格和认知能力是相同和相似的，而且倾向于寻找某种一般性的理论来揭示各种类型的创造性。从这个角度讲，不同领域的创造性人才之间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在研究中我们看到不同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共同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深厚的专业领域知识

创造力需要坚实的知识基础，专门领域知识的积累是拔尖创新人才产生的必要条件。专门领域的知识积累在一定范围内，是与创造力成正相关的（R.W.Weisberg，1999）
 
[29]

 。海耶斯（Hayes）通过分析艺术家（76位作曲家和131位画家）的传记发现，他们在第一部杰出成果问世前，都经历多年的专门领域知识的累积阶段。这些证据都表明，要想在某一行业内有所创新，必须首先成为领域内专家型的人，丰富的领域内知识是做出创造性成就的重要前提。张景焕对自然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研究也显示，科学创造者所具有的问题导向的知识架构是做出高创造性成就的重要基础。这种知识架构不仅包括陈述性知识，还包括程序性知识（包括研究技能与策略在内），是一种集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于一体的、问题导向的知识。而且，拔尖创新人才的知识结构是以开放和动态的体系存在的，需要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不断发挥知识的相关性或激发性作用，使灵感的火花不断闪现。但不是知识越多，创造性越好，领域知识经验的增加与创造性成倒U形曲线（D.K.Simonton，1984）
 
[30]

 。过多的知识，作为一种习惯和经验也许会束缚新观念的产生和连接，从而阻碍创造性。因此，更重要的是对领域内知识进行组织和建构，灵活地进行加工，从而发现现有知识经验的缝隙，突破知识边界，进而促进创造性的发挥（衣新发，蔡曙山，2011）
 
[31]

 。

（二）思维独立、灵活，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

无论是科学家、人文学者还是企业家，他们之所以能创造性地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都与其思维特点以及强烈的创新精神密不可分。在思维方面，拔尖创新人才的思维通常比较独立、灵活，遇到问题能够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知识、经验和整合能力强，善于系统地思考、分析问题。由于其认知比较灵活，思维跳跃性强，考虑问题就不容易墨守成规，能够推陈出新，提出与众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法。谢尔登（Sheldon）的研究也表明，高独立自主性的个体更愿意对信息进行深层次加工，对引起其兴趣的问题愿意付出更多的意志努力，而且通常有较高的情绪唤醒水平，这都有利于创造性的发挥（K.M.Sheldon，1995）
 
[32]

 。拔尖创新人才以发现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为己任，以解释、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问题为主旨，其生命真谛在于创新——思前人所未思，言前人所未言，做前人所未做——不仅批判现实，而且建构未来。这种创新精神正是拔尖创新人才的核心素养之一。

（三）内部驱动的动机

内在动机指的是个体对工作和活动本身有兴趣，因为喜欢该项工作而工作，而不是为了名誉、地位、金钱、害怕惩罚等外在因素。从对拔尖创新人才的研究发现，不论这些人物之间所从事的领域多么不同，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他们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工作，并全身心地投入，甚至达到废寝忘食、近乎上瘾的程度（M.Csikszentmihalyi，1996）
 
[33]

 。创造首先是一个内部驱动的过程，内在的兴趣、好奇心和求知欲以及怀疑精神和责任感是创造的原动力。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朗士说“好奇心造就科学家和诗人”，爱因斯坦认为“好奇心是科学工作者产生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万科创始人著名企业家王石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对自我现状的不满足和对未来永远的好奇。奇克森特米哈伊特别用 “酣畅”（flow）这一概念描述个体在创造过程中高度投入的心理状态，它包含了专注、愉悦、忘我和勤奋。驱使个体保持这种“酣畅”的心理状态、在行为上反复尝试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强烈的内在动机。阿玛贝尔也认为，内部动机是创造者最重要的机制。这些研究的成果和观点相互印证，充分说明了内部动机的重要性，它能保证个体将所有心理资源投入到创造性工作中，这是取得创造性成就的必备条件。

（四）懂得坚持，有坚强的意志力

创新的道路，历来是坎坷不平，有时甚至险象环生。这就需要具有顽强的意志力，具有很强的坚持性或耐挫折能力。创造性人才通常对自己的目标有坚定的信心，表现出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决心。他们的意志力建立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因而也会不断尝试新的问题解决方案，不会被目前的挫折和困难所吓倒，在逆境中执着追求、锲而不舍。一遇到困难就退缩的人不可能成为创新人才，更不可能产出杰出的创造性成果。以往对创造性人才研究的元分析也表明坚持有毅力、意志坚强等是创造性人才的重要特征（G.J.Feist，1998）
 
[34]

 。斯腾伯格（R.J.Sternberg）和鲁伯特（T.I.Lubart）（1999）
 
[35]

 也认为，长久保持创造性的人与那些昙花一现的人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他们是否遇到阻碍，而在于面对阻碍时能否坚持下来，善于创造的人会迎难而上，接受挑战。马克思指出，“科学是地狱入口处”，拔尖创新人才正是在“地狱”门口执着追求的一群人。伟大科学家诺贝尔研究炸药，没有因炸伤父亲和炸死弟弟、自己也被炸得鲜血淋漓而有丝毫犹豫和怯懦，经过几百次失败，最终获得成功；创作《命运交响曲》的杰出音乐家贝多芬，用音符表达了自己和命运搏斗并最终战胜命运的过程；如今杰出的企业家马云，在最初创建阿里巴巴时并不被看好，做客国外BBC节目还惨遭主持人羞辱，说马云不是百万富翁。

（五）良好的道德品质

道德品质是个人按社会规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而行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特性和倾向，是一个人思想意识、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综合体现。它体现了一个人是否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否有社会责任感等。创新型人才首先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犹如一个人的灵魂，如果只具备才学，没有起码的道德标准，一个人就失去了灵魂。“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精辟地概括了德与才的关系，良好的品德不仅能为创新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也能为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思想保证，以确保创新活动的正确价值取向。这都说明了良好的道德品质对创新型人才的重要作用。

（六）相似的成长阶段及其影响因素

科学家的发展阶段划分为自我探索期、才华展露与专业定向期、集中训练期、创造期与创造后期；民营企业家的成长阶段分为自我探索期、领域定向期、才华初现期、才华绽放期。仔细分析发现，他们在本质上经历相似的发展阶段。自我探索阶段是发展个体兴趣、好奇心以及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阶段，这与以后从事何种领域的工作关系不大，是一个很基础、很重要的阶段。领域定向期是发现自己的领域才能、为自己确定方向的阶段，越早定向，越有助于早做出创造性成就。企业家的才华初现期对应着科学家的集中训练期，也是展现自己的创造才能、发现创造乐趣的重要阶段。企业家的才华绽放期对应科学家的创造期，也是创造的高峰期，是整合各种资源产出具有广泛影响力产品的时期。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民营企业家的成长没有创造后期或衰退期，主要是与选择的样本有关，访谈研究中的民营企业家基本处于上升或鼎盛阶段，因此很少有人提及衰退的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企业家本人还是所经营的企业，都会处在创造或创新的衰退期，这既是创造力发展的正常规律，也是企业或行业发展的正常规律。

通过对民营企业家和科学家的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很多共同之处：①无论是企业家还是科学家，其成长都受到父母和教师的支持与鼓励，父母和教师允许其兴趣的自由发展，注重培养其优良品德的形成，以及他们的榜样示范作用。这一阶段，科学家和企业家的成长环境，并没有表现出差异。②科学家得到良师的指导，而企业家得到伯乐和贵人的扶持帮助，即在专业生涯的发展过程都受到伯乐和贵人、良师或益友的指引。他们不仅给予创新人才所需要的专业基础知识，带领他们接触或领略前沿领域的魅力，而且让他们体验到创造的快乐，并最终实现人生价值。③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团队的作用。通过团队合作，团队成员彼此分享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视角，互相启发和鼓励，从而产生新颖、独特和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Eisenbeiss，van Knippenberg，& Boerner，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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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都受到多样化或多元文化经历的影响。多样化或多元文化经历使得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包容性更强，更愿意接受不同的观点，从而为创造性的产生和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其中，教师在拔尖创新人才成长中起着独特的作用。与其他影响源相比，教师的影响居于第一位。这种影响不仅是综合系统的，而且是长期的。一个人的成长要经历不同的阶段，但是任何人都必须在特定时期接受学校教师的激发、共鸣、熏陶、赞赏和培养。启蒙教育的作用一般发生在中小学教师的身上，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素质的主渠道，教师的人格、品德、气质直接影响学生创新精神的成长。引导其进入专业领域的老师通常在大学阶段。大学教师在本科阶段是人们后来取得重要创新成就的领路人，帮助学生选择日后从事的领域，建构该领域的知识体系。可以说，教师在拔尖创新人才成长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为学生提供良好的专业资源；帮助学生把握领域热点问题，并找到突破点；用人格魅力激发学生，为学生树立榜样。

二、不同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差别

创造性的领域特殊性研究表明，创造性是一种具体的特质，而不是普遍的特质。韩（K.S.Han）和马文（C.Marvin）（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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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天才也更可能限于特定的领域，只有少数天才可能在多个领域表现出杰出的创造性。因此，我们也尝试探讨不同领域拔尖创新人才之间存在的差别，以更好地揭示不同领域创新人才的成长特点。在我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不同领域拔尖创新人才之间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对象的差别

自然科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关注自然界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旨在探究理解物质世界规律性本质的客观知识，不存在价值问题；而杰出人文社科学家则关注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情感的发展，致力于理解意义的历史解释和人的自由发展与提高，不仅研究客观事实，即“是什么”，还研究“为什么”“怎么样”的价值问题（王鉴，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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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领域的杰出企业家关注的是社会财富的创造，并把社会财富的创造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这种研究对象的差别与他们认识事物的视角以及人格特征有秘密的关联。例如，莫言在“科学与文学的对话”中说，“同样一个事物，在文学家和科学家的眼里可能就不一样，我记得鲁迅说过，我们一般看到的鲜花就是美丽的花朵，但是植物学家眼里就变成里植物的生殖器官”，同一事物，不同领域的人基于不同的视角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心理特征上的差异

自然科学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心理特征主要包括内部驱动力的动机形式、面向问题解决的知识构架、自主牵引性格、开放深刻的思维与研究风格、强基础智力五个因素。社会科学和艺术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的心理特征突出表现在人格方面，这些领域的创新动机不仅包括关注活动过程本身的内在兴趣，还包括价值内在化程度较高的外部动机以及与内在兴趣紧密联系的情感体验。而民营企业家的重要特征包括创造性基础素养、创造性技能与品质、个性与品德、创造性驱动四个方面。民营企业家的创新行为通常是为了自己和企业的美好愿景，有强烈的经营和发展企业的内部动机，愿意为企业的美好愿景而努力打拼，着眼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企业家创新的动力资源。而科学家和社科艺术人才更多地受到这样一种不可抗拒的创造冲动所驱使，即使他们的生活艰苦，报酬较低，也愿意付出代价来取得从事这项工作的机会。

另外，民营企业家特别重视“德行修为”。这也与已有对企业家的研究结果一致（白光林，李国昊，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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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领域特别看重德行修为，这可能与商业领域问题情境的复杂性有关。商业领域的问题情境比科学和艺术领域更加复杂多变，经济形势、市场需求在不断变化，人际互动（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员工、企业与政府等）频繁，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少出现完全相同或重复发生的问题情境，这就需要企业家具有高尚的品德，能与客户/消费者、员工、合作伙伴等形成彼此信任的关系，而相对稳定的品德因素是维系商业活动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三）对于创造心理特征的反省认知有差别

自然科学拔尖创新人才关于科学创造成就的概念结构是二维的，分别是“成就取向/内心体验取向”和“主动进取/踏实肯干”；取得科学创造成就的重要特征是“成就取向”和“主动进取”。而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拔尖创新人才自评人格特征分别是“纯正向特征”“偏正向特征”和“偏负向特征”三个层次，自评的核心人格特征主要有独立、积极自我状态和有效心理动能、可靠外界结合、成熟自我把握和满足四种类型，其中独立的倾向性最强，满足的特征倾向性最弱。

与其他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相比，民营企业家更加善于自我否定、更加重视大局观。之所以更加重视自我否定，可能是因为：企业家在面对模糊、复杂、不确定性的决策情境时，要做出创新性举措，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承担巨大的经济风险，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这就需要企业家自身经常自我反思、自我否定、自我调整，进而在企业内部形成自我否定的机制和文化，这样才能保证决策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并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之所以强调大局观，可能是由于：企业家创造性的发展与企业的创新是息息相关的，企业的创新既需要满足国家和社会以及市场的需求，又需要根据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这就需要企业家具有宏观思维，高瞻远瞩，能从全局看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将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产业和同行业的发展趋势、企业内部的各项运营等通盘考虑，才能做出最有利于企业创新发展的举措。

（四）影响因素的差别

尽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在成长中都受早期促进经验、研究指引和支持以及关键发展阶段指引，但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还有几个关键的影响因素：政治人物、思想引领者、虚体人物、密切交往对象，其影响效应体现在引导建立信仰、启蒙、入门、领域内发展引导、镜映现象和支持作用（林崇德，胡卫平，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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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镜映现象是指个体对自我的概念是由别人的态度和观点来塑造的现象。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创新人才在他们的探索成长过程中，由于诤友的真实批评和建议，他们像是照镜子时看到自己真实面貌的折射一样，真正发现了自己研究的不足或是在别人提醒下寻找到实质突破点，从而为创造性成就的取得奠定基础。

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创新人才相比，杰出民营企业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国家宏观政策或环境的敏感性或依赖程度不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虽然也会受到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导，如国家提倡节能减排，在该领域会聚集更多相关的研究人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的贯彻落实，会有助于“造就一批学贯中西、享誉国际的名家大家，一批功底扎实、勇于创新的学术带头人，一批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青年拔尖人才，构建结构合理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体系，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然而，民营企业以及杰出民营企业家的发展，对政策的敏感度、依赖度更高。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我国的历次创业潮也与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从20世纪80年代的“个体户”式的创业潮，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网络精英”式的创业潮，再到当前的“大众创业”，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一批民营企业家脱颖而出，快速成长为商界领袖。这也与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的结果一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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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报告分析了企业家对当前宏观环境的判断与企业未来创新意愿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企业家对经济体制、法律体制、政策体制、社会舆论、文化环境和市场环境 6 个方面的评价，与企业未来增加创新投入、引进人才和更新设备呈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企业家对宏观环境的判断越乐观，企业未来的创新意愿越强，因此增强企业家对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信心，对促进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具有积极意义。另外，政府支持创新的政策措施与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和引进人才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政府简政放权的各项措施整体上都与企业未来创新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政府创新政策措施的有力支持、政府简政放权会更多影响企业未来的创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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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心理健康与创造性



在目前创造性心理学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课题是创造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它成为创造性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亮点。

心理健康（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r mental health），简单地说，是指一种良好的心理或精神状态。心理健康过去称心理卫生，两者能否等同呢？如果按照新编的《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心理卫生是“用以维护和增进心理健康的种种措施”。由此可见，心理健康以追求良好的心理或精神状态为目的，心理卫生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或途径。

心理健康与创造性有什么关系，其表现形式有哪些，机制又是什么，我们团队做了哪些探索，这是本章将要介绍的内容。

第一节 心理健康及其与创造性的关系

为什么要讨论心理健康与创造性的关系？为的是让人类在创造性或创新活动中保持更适宜创造或创新的心理或精神状态，以获得更好的创造性成果。

一、从健康谈起

要讨论心理健康与创造性的关系，首先要弄清什么叫健康、什么是心理健康。我们团队的李虹教授著有《健康心理学》一书，论述了这些问题。

（一）“健康”的概念

健康，是人类十分珍重的概念。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早已开始重视健康，深入地研究了“健康”的实质、组成、途径。

我国越来越关注健康，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理念。

《辞海》中“健康”概念为“人体各器官系统发育良好、功能正常、体质健壮、精力充沛，并具有健全的身心和社会适应能力的状态”（辞海编辑委员会，1999）
 
[1]

 。

定义是概念的核心。《辞海》的定义不仅建立在医学模式的基础上，而且已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等，对健康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为此，李虹（2007）
 
[2]

 谈了“健康”定义变化的“简史”。

生物医学模式下的健康观被后来研究者称为“消极健康观”，健康的定义是：“一个有机体或有机体的部分处于安宁状态，它的特征是机体有正常的功能，以及没有疾病。”这时，健康被简单地定义为没有症状和体征。症状和体征是机体处于某种生物学紊乱状态的表现。这种紊乱状态，会降低机体正常生理功能。简单地说，健康是“没有疾病”，疾病是“失去健康”。这种解释导入了健康是“没有疾病”，疾病是“失去健康”的循环定义，最终并未弄清楚健康是什么，疾病是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疾病谱和死因谱发生了改变，许多非传染病性疾病和慢性退行性疾病逐渐增加（如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消灭这类疾病以获得健康，要采用综合防治的方法降低和排除各种危险因素，并且达到个体的身心平衡及其与环境的协调一致。于是，有了对健康与疾病本质的新认识。这一认识是从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开始的。

于是，国际上出现类似于我国《辞海》的定义。

一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世界卫生组织宪章（1947年）的健康定义：“健康是一种生理、心理和社会康宁（well-being）的完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这被称为健康的三分法（B.L.Bloom，1988）
 
[3]

 。

二是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健康是人在体力、感情、智力和社交能力等方面可持续适应其所处环境的程度。”（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1999）
 
[4]



三是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5年）的定义。“健康（人的）是个体能长时期适应环境的身体、情绪、精神及社交方面的能力。”这被称为“健康的四分法”。（《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1986）
 
[5]



四是整体健康观。哈尔伯特·邓恩（Halbert Dunn）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三分法的基础上，增加了智力方面（理性思维过程）和精神方面（心灵的或精神的），使健康具有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即躯体、社会、情绪、智力和心灵（精神）。这被称为“健康的五分法”。（黄希庭，郑希付，2003）
 
[6]



（二）健康行为的领域

健康行为，分为“积极的健康行为”和“消极的健康行为”。积极的健康行为是与良好的健康状态有关的行为；消极的健康行为是不利于健康状态的行为。健康心理学中所说的健康行为，一般是指积极的健康行为以及减少或消除消极健康行为。

健康行为包括哪些领域？国内外的看法是不统一的。有四分法，即四个领域（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对健康的总知觉）；有五分法，即健康五维论（生理健康、社会健康、心理健康、情绪健康、精神健康）；有七分法或健康的七维度（健康的生理维度、健康的情绪维度、健康的社会维度、健康的智力维度、健康的精神维度、健康的职业维度、健康的环境维度）。

我们团队的李虹教授（2007）
 
[7]

 曾介绍过四分法。

生理健康，是一个人的生理功能状态，也是健康的个体在正常情况下进行各种活动的能力。个体从事的活动可以分为六类：自我护理活动、运动、体力劳动、角色活动、家务劳动、休闲活动。

心理健康，确定的方法是看个体是否有抑郁症及其他情感障碍，是否有焦虑症。另外，衡量心理健康时还要观察积极的方面，如幸福感、自我控制感及良好的情绪、思想和感情。

社会健康是指人际之间的交往和活动，如与朋友的交往、参加集体活动以及一些自我评价，如是否与他人合得来。

对健康的总知觉是指个体如何看待自己的健康，包括的内容主要有对自己过去、现在、未来健康的总看法，对自己抗病能力的判断，是否担心自己的健康以及认为疾病在自己的生活中占多大比重。

然而，李虹在《健康心理学》中的结论还是坚持健康包含身心健康，即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或精神健康。我们团队也赞同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而心理健康包含智力与非智力诸领域的健康，其中包含社会适应能力。

二、关于心理健康

我们团队，除李虹教授的《健康心理学》之外，还有一部著作，即俞国良（2017）
 
[8]

 的《20世纪最具影响的心理学大师》。前者循着“积极”而不是“被动”这个积极健康心理学的方向，集中力量探索利用人积极的本质；后者介绍了18位心理健康者的生平事迹、主要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和学术贡献。从中我们能看到“心理健康”概念的提出、发展、分歧和关注点。

（一）较为典型的心理健康定义

定义是对含义的界定，在众说纷纭的心理健康定义中，我们选择了国内外较为典型的7种定义。

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译本将心理健康定义为：“心理健康是指个体心理在本身及环境条件许可范围内所能达到的最佳功能状态，但不是十全十美的绝对状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1985）
 
[9]



美国《大美百科全书》引用阿佩尔（Appel）精神医学辞典关于心理健康的定义：“心理的幸福及充分的适应，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上能够符合社会的标准。”（《大美百科全书》编辑部，1994）
 
[10]



以罗杰斯为代表的自我理论学者认为，“心理健康指在各种自我之间，即在主观自我、客观自我、社会自我、理想自我之间获得和谐关系”（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2003）
 
[11]

 。

美国健康与人力服务部（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发表的心理健康报告（Mental Health：A Report of the Surgeon）给心理健康的定义是：“心理健康是心理功能的成功性表现，它带来富有成果的活动，完善人际关系，有能力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逆境。心理健康对于个人幸福、家庭、人际关系、社区和社会是必不可少的。”（黄希庭，郑希付，2003）
 
[12]



我们主编的《心理学大辞典》将心理健康定义为“个体的心理状态（如一般适应能力、人格的健全状况等）保持正常或良好水平，且自我内部（如自我意识、自我控制、自我体验等）以及自我与环境之间保持和谐一致的良好状态。”

我们的《心理学大辞典》同时提出了“心理健康的标准”，从外延上进一步对心理健康加以定义：情绪稳定，无长期焦虑，少心理冲突；乐于工作，能在工作中表现自己的能力；能与他人建立和谐的关系，且乐于和他人交往；对自己有适当的了解，且有自我悦纳的态度；对生活的环境有适当的认识，能切实有效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逃避问题。

《心理咨询大百科全书》将心理健康定义为：“个体在内外环境允许的条件下保持最佳的心理状态。”（车文博，2001）
 
[13]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的《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心理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第二版）》对“心理健康定义”的表述是：“我们认为，心理健康是指个体具备正常的心理特质，从而能更好地调控心理以维持内外的平衡与协调，合乎常规地应付环境与交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2003）
 
[14]



（二）从心理健康的定义或含义中我们看到什么？

综上所述，心理健康的概念既代表心理健康，也表示它的相反方向——心理问题，也就是说，心理健康分为正负两个方面。关于心理健康的定义，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阐述。

1.国际争议

第一，关于心理健康的含义有不同认识。有的学者强调心理健康的客观标准，认为具有良好的身体、良好的品德、良好的情绪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等就是心理健康，如艾里克森（E.H.Erikson）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论和彪勒（C.Buhler）的基本生命倾向论（C.D.Ryff & C.Keyes，1995）
 
[15]

 ；有的则强调心理健康是一种主观感受，如马斯洛（A.H.Maslow）的自我实现概念等；有心理学家从外部标准、主观感受、情绪三个方面来论述心理健康；还有学者认为心理健康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Boey & Chiu，1998）
 
[16]

 。

第二，关于心理健康的测量指标有不同看法。在对西方心理健康研究文献检索中发现，关于心理健康的测量指标有很多，如情绪和情感、主观幸福感、自尊（M.Rosenberg，C.Schooler，& C.Schoenbach，et al.，1995
 
[17]

 ；Owens，1993
 
[18]

 ）、一般健康状况、生活满意度等，那么，什么指标最能够反映心理健康的本质和核心呢？这就构成了争议。

第三，关于心理健康的测量存在有不同理解。目前心理健康工作者所使用的心理健康测量工具，是存在争议的，因为大部分测量工具是对心理问题或心理症状的测量，如对于忧郁、焦虑和其他负面情绪的测量，布位德伯恩的负性情绪量表（N.Bradburn，1969）
 
[19]

 ，而忽略了对心理健康积极方面的量度。这样的测量能否指出“健康”与“不健康”之间的区别，有待商榷。

2.心理健康的含义

迄今为止，对心理健康公认的理解如下。

（1）心理健康分为正负两个方面

心理健康分为正负两个方面，它不仅仅是消极情绪情感的减少，也是积极情绪情感的增多，心理健康也就被默认成了这两种情感。积极情绪情感和消极情绪情感彼此独立。换句话说，积极情绪情感的增加/减少并不意味着消极情绪情感的减少/增加，它们可以同时存在。

（2）心理健康内涵的核心是自尊

所谓自尊，是指个体对自己（或自我）的一种积极的、肯定的评价、体验和态度。自尊是心理健康的核心。因为自尊与心理健康各方面的测量指标都有高相关（J.Crocker，2002）
 
[20]

 。

（3）心理健康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

这种主观体验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主观性，心理健康与否，往往来自个人的主观体感受，客观条件只是作为影响体验的潜在因素；二是积极性，表现出肯定的、正面的精神面貌，热忱的、进取的心理状态；三是全面性，心理健康与否，不仅表现在知、情、意的各个过程和个性的各个方面，也往往表现在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E.Diener，1984）
 
[21]

 。

3.心理健康的标志

其一，没有心理障碍。心理障碍是指心理现象或精神现象发生病理性的变化，它有轻度与重度之分；大、中、小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或行为问题，主要属于心理素质或心理质量不高的表现，它不属于心理或精神疾病的范畴，充其量是一种心理失衡的状态。

其二，具有一种积极向上发展的心理状态。心理状态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而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

4.心理健康概念的具体表述

国际心理卫生大会标准（四条）：①身体、智力、情绪协调；②适应环境，人际交往顺利；③有幸福感；④发挥潜能。

人本主义心理学（经典十条）：①我安全感；②了解自己；③理想、目标切合实际；④适应环境；⑤保持人格的完整与和谐；⑥善于从经验中学习；⑦良好的人际关系；⑧控制情绪；⑨适应群体，发挥个性；⑩适当满足个人需要。

美国人格心理学的标准（七条）：①自我开放（不自我封闭）；②良好的人际关系；③具有安全感；④正确地认识现实；⑤胜任自己的工作；⑥自知之明；⑦内在的统一的人生观。

（三）心理健康走向积极心理学

长期以来，病理学与缺陷观占据着健康心理学的主要地位，而人类的积极特征，如乐观、希望、知识、智力和创造力等却被忽视了。于此，在世纪之交，积极心理学产生了，其创设人是塞利格曼（M.E.P.Seligman），他以研究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关注人类健康幸福与和谐发展为主要方向，试图以新的理念、开放的姿态诠释与实践心理学，因此，积极心理学是关于人类幸福和力量的科学。

积极心理学研究涉及多个领域，主要研究内容是积极的情绪和主观幸福感体验、积极的个性特征、积极的心理过程对于生理（身体）健康的影响，以及积极的心理治疗等。

特别要指出的是塞利格曼提出的六大人类核心美德和24种性格力量。这个科学的结论固然有其理论上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来自他的团队对54个国家及美国的50个州的117 676名成人被试进行的跨文化研究的数据。六大美德有智慧、勇气、仁爱、公正、克己和自我超越；24种性格力量是六大美德的具体表现形式，表现为个体的思维、情感和行动中的积极品质：创造力、好奇、开放思维、好学、有见地、真实、勇敢、毅力、热情、仁慈、爱、社会智力、公正、领导力、团队精神、宽恕、谦逊、谨慎、自律、审美、感恩、希望、幽默和虔诚。

我们不必去细细评论积极心理学的具体内容，应该看到的是积极心理学使心理健康或健康心理学走向积极的或正能量的方向。

1983年，在国内我率先提出学校心理卫生与心理健康的设想，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我又强调学生心理健康是主流，不要把心理问题扩大化。1995年，我与几位专家商议心理健康的标准，我们从学习上的“敬业”、人际关系中的“乐群”和自我的“修养”这三个方面来确认标准（心理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1995）
 
[22]

 。后来我按这三个标准，提出了18项心理健康的指标（林崇德，1999）
 
[23]

 ：敬业（乐学善学、勤学反思、有满足感、卫生用脑、排除忧惧、良好习惯），乐群（权利义务、客观看人、关心他人、诚实守信、积极沟通、和谐相处），自我（自知之明、镜像自我、正确归因、珍爱生命、抱负实际、自制力强）。对照塞利格曼的积极心理学，我们提出的时间相近，各有内涵与外延。让我们一起把心理健康理解为积极的心理特征吧。

三、关于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的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关于心理健康与创造性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具有高创造力的人都是心理不健康的，并出现了天才者丧失理智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心理健康是创造性的基础和保证。

（一）创造者有心理健康的缺陷

在西方心理学的文献中，在心理健康与创造性的关系研究中，持高创造力者有心理问题的往往居多数。

1.当代西方应用率最高的三个研究

在当代西方的创造力与心理健康这一主题上，被引用和转述最多的三个文献（J.C.Kaufman，2016）
 
[24]

 如下。

第一个就是贾米森（K.R.Jamison，1993）
 
[25]

 总结的她曾做过的一些小型调查分析，包括一些传闻逸事以及有关精神疾病和创造力的观点。她在文中主要专注于研究躁狂抑郁症和创造力之间的联系，所收集的个案大都服务于证实这种联系。后来，她（K.R.Jamison，1997）
 
[26]

 写了一本关于自己与病魔斗争的回忆录，这本书后来成为畅销书。该论著在欧美有较为广泛的传播，这使得躁狂抑郁症与创造力存在紧密联系的观念深入人心。

第二个得到广泛引用和传播的研究是安德烈亚森（N.C.Andreasen，1987）
 
[27]

 做出的。他曾经用结构化访谈的方法分析了30位具有高创造力的作家，还选取了30位与作家相匹配的一般人作为对照组。此外，他还访谈了这60位被访谈者的一级血亲。基于访谈内容，安德烈亚森得出结论，高创造力的作家更容易患上躁狂抑郁症及其他情感性精神障碍；高创造力作家的一级血亲也更有可能同时具有高创造力和患有情感性精神障碍。安德烈亚森和格利克（N.C.Andreasen & L.D.Glick，1988）
 
[28]

 还得出结论，与高创造力的科学家相比，艺术家看起来存在更多的焦虑、情绪不稳定和容易冲动。

第三篇引用和转述较多的文献是基于路德维格（A.M.Ludwig）采用历史测量学方法所做的研究（A.M.Ludwig，1995）
 
[29]

 。加州大学西蒙顿曾经完善和开拓了这一有悠久历史的创造力心理学研究方法（D.K.Simonton，1990
 
[30]

 ，1994
 
[31]

 ，2009
 
[32]

 ）。历史测量学的数据主要来自高创造性杰出人物的传记资料，涉及杰出人物个体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出生顺序、智力早慧、精神创伤、宗教信仰、家庭背景、移民迁徙和教育经历等。路德维格的这项大规模研究囊括了西方1 005位出现在1960年到1990年主要传记中的高创造性杰出人物，这些人来自18个职业领域。在研究中，他发现艺术领域（如写作、视觉艺术和戏剧）杰出人物比非艺术领域（如商业、政治和科学）杰出人物更易出现心理和行为上的病态（包括酗酒、吸毒、精神病、焦虑障碍、躯体化问题和自杀等）。

这三篇文献被引用和转述最多，它们均支持高创造力人群与高的精神疾病患病率存在高相关这一观点，同时，这三篇文献还容易衍生出这种假设，即所有的创造力都与精神疾病高度相关（J.C.Kaufman，2016）
 
[33]

 。当然，所有上述三项研究在得到了高度关注的同时，也都受到了严格的批判。例如，罗斯伯格（Rothenberg，1990）
 
[34]

 认为安德烈亚森（N.C.Andreasen）的实验对照组并没有与选中的作家很好地匹配；施莱辛格（J.Schlesinger，2009
 
[35]

 ，2012
 
[36]

 ，2014
 
[37]

 ）做了大量的工作来证明这三项研究的缺陷（她称这三项研究为创造力研究领域“不稳定的三脚架”）。而考夫曼（J.C.Kaufman，2016）
 
[38]

 认为，尽管路德维格的研究存在缺陷，但却具有研究价值，但贾米森和安德烈亚森的研究除了增加了这个主题的喧嚣之外，几乎无法给有关精神疾病和创造力之间关系的讨论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论据。

2.创造力与心理健康的特殊领域

与路德维格（A.M.Ludwig，1995）使用类似方法的其他研究也发现了创造力与精神疾病存在较高的相关这一结论。这些研究分析了不同领域的创造力与精神疾病的联系，如有研究发现爵士音乐家具有更高的患精神疾病的可能（G.I.Wills，2003）
 
[39]

 ，有的研究发现杰出的男性艺术家和作家多伴有人格障碍（F.Post，1994）
 
[40]

 ，还有研究进一步证实了高创造性作家更容易罹患情感性障碍（F.Post，1996）
 
[41]

 。路德维格（A.M.Ludwig，1998）
 
[42]

 在另一项历史测量学研究中发现，艺术领域的高创造性人才比其他职业领域的同类人才具有更高的精神疾病患病率。马钱特-海寇斯（Marchant-Haycox）和威尔逊（G.I.Wilson，1992）
 
[43]

 使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测量了162位表演艺术家（包括演员、舞蹈家和音乐人及歌手），结果发现这些人在焦虑、内疚和抑郁几项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一般人群；哈蒙德（J.Hammond）和埃德尔曼（R.J.Edelmann）（1991）
 
[44]

 则发现职业演员比非职业演员在EPQ的神经质量表上得分更高，这表明职业演员可能更容易焦虑、紧张、担忧、郁郁不乐和忧心忡忡，他们的情绪可能起伏更大，遇到外界的刺激，更易有强烈的情绪反应。

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关注创新人才所在的领域在精神疾病发病率方面的差异。考夫曼（J.C.Kaufman，2001）
 
[45]

 的研究发现，与其他类型的女作家（小说作家、剧作家和纪实文学作家）和男作家（小说作家、诗人、剧作家和纪实文学作家）相比，女诗人更容易罹患精神疾病（此处的精神疾病是按是否具有自杀企图、是否曾住院接受治疗或特定时期是否出现抑郁症来衡量的）。将诗人与政治家、女演员、小说家和视觉艺术家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诗人比其他职业类型更容易患精神疾病。还有研究发现，知名诗人比其他作家患有精神病的可能更大（J.C.Kaufman，2005）
 
[46]

 ，并表现出认知扭曲（K.Thomas ＆ M.P.Duke，2007）
 
[47]

 。

研究也发现，西方作家的平均寿命要短于其他从业者（包括与艺术相关的职业）（V.J.Cassandro，1998）
 
[48]

 。考夫曼（J.C.Kaufman，2003）
 
[49]

 对近两千名美国、中国、土耳其和东欧作家的大规模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在这四种文化中，诗人的寿命比小说作家和纪实类作家的寿命都短。早期研究（Simonton，1975
 
[50]

 ）也发现，诗人是所有作家中最容易英年早逝的人群。

前文提到的西蒙顿对204名西方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作曲家进行历史测量学研究发现，精神疾病与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某种函数关系，这些函数关系又表现出领域性差异。具体来说，对于文学家和艺术家，创造力成就是精神疾病的单调递增函数，而对于科学家、思想家和作曲家，创造力成就是精神疾病的非单调单峰函数。达米安和西蒙顿在探讨精神疾病与创造力的关系时还引入了另一个因素，即成长逆境。他们发现，在预测创造力成就时，成长逆境具有与精神疾病相似的作用，而且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有些天才人物具有很高的精神疾病表现，但成长逆境得分较低；而另一些终身未曾罹患任何精神疾病，但其成长逆境的得分会很高。西蒙顿等人用“均衡”理论（trade-off theory）来解释这种互补现象
 
[51]

 。

贾米森（K.R.Jamison，1989）
 
[52]

 采访了47位英国艺术家和作家，结果发现他们中患有某种形式精神疾病的比例高于普通人口中一般的预测比例，特别是罹患情感障碍（如双相情感障碍）的比例较高。不过正如前文提到的施莱辛格（Schlesinger）指出的那样，该研究没有控制组；路德维格（A.M.Ludwig，1994）
 
[53]

 研究了59位女性作家和59位对照被试，结果也发现作家罹患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更大，这些精神疾病包括情绪障碍（包括双相障碍）和一般性焦虑。科尔文（K.Colvin，1995）
 
[54]

 发现音乐家比那些有天赋的音乐专业的学生出现更多的情绪情感障碍。内特尔（D.Nettle，2006）
 
[55]

 研究了诗人、数学家、视觉艺术家和普通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发现诗人和视觉艺术家具有更高的罹患精神分裂的可能，数学家罹患精神分裂的可能性较低。

3.综合探索创造者的心理困扰

考夫曼（J.C.Kaufman，2001）
 
[56]

 对1629名作家进行了研究，发现女诗人比男作家和女性作家经历更多的心理疾病的困扰。这可能与女诗人的情绪状态有关。进一步追溯该类研究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巴伦（F.Barron，1966）
 
[57]

 在研究创造性作家时发现，他们在MMPI测定精神分裂症倾向、抑郁症倾向、癔症倾向和心理变态倾向的一些量表中，得分较高。如果我们认真而谨慎地接受这些测验的结果，那么作家似乎比普通人心理健康水平更高，也更成问题。换言之，他们有更多的心理问题，但也更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巴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释作家的社会行为。他们显然是一群高效率的人，他们骄傲地、与众不同地驾驭自己，但他们置身于现实世界时却是痛苦的，这个世界常常容不下他们，有时又是冷漠和令人畏缩的，而且他们的确也容易对此大动感情。然而这些心理品质显然都是正常的品质，他们在诊断测验中较高的得分便是这些品质的标志。赖恩-艾希鲍姆早在1932年就提到，许多变成精神病患者的天才，只是在完成了他们的伟大事业之后才生病的，如哥白尼、多尼采第、法拉第、康德、牛顿、司汤达等。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在1904年对英国天才人物的研究中发现，确实有4.2%的天才患有精神病。他认为“天才与精神病之间的联系不是没有意义的。但证据表明这种情况的出现仅仅不到5%。面对这一事实，我们必须要对任何关于天才乃是精神病的一种形式的理论采取蔑视态度。”

（二）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呈正相关

在心理学界还有另一种意见，认为创造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每个人所固有的，而且只要创造性潜力一实现，不管其范围如何，都使人在心理上处于正常状态。特别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更认为只有心理健康的人才将创造能力更好地付诸实现，富有创造力正是心理健康的标志和表现。

牛（Niu）和考夫曼对722名20世纪中国杰出文学家进行研究发现，相对于西方文学家，中国文学家表现出更低的精神疾病得分，似乎在中国高创造性的文学家身上并不存在比普通人更高的罹患精神疾病的可能。他们指出，存在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中国人普遍受儒家和道家传统哲学影响，推崇与自然及他人和谐共处，认为这样才更具创造力（罗晓路，2004）
 
[58]

 。

一些精神病学家认为，借助于唤起病人创造性能力的精神治疗，应当是心理疗法的全部目的。他们把创造性能力的培养，视为使神经官能病患者养成克服对他们来说苦难情境的行为的心理治疗程序。通过学习解决日常问题的战略方面的课程，加强了心理的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起主要作用的并不是所获得的知识，而是有可能变换策略和使行为正常化的灵活性。根据这种观点，“个人创造性天赋”与“正常人的心理”的概念的意义是相同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真正的创造力是两种创造力的整合，即初级创造力（primary creativity）和次级创造力（second creativity）。初级创造力来源于无意识里的冲突，而次级创造力则是自我状态良好的、心理健康的成人的行为中自然的、逻辑的产物。人本主义关于创造性人格的观点和高自尊的特征基本相同。一项关于那些具有高自尊的个体才能获得高水平的创造力研究探索了阻碍大学生个人创造力的因素，发现缺乏时间/机会、压抑/羞怯是两个重要因素，且男女生存在显著差异。这为教育者帮助大学生减少阻碍创造力发展的因素提供了科学依据（罗晓路，2004）
 
[59]

 。

近年来，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创造力和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程喜中等人2003年利用卡特尔16PF问卷作为测量工具，对大学新生的创造能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学生的心理健康因素与创造能力个性因素成负相关关系，创造能力个性因素超常组的心理健康因素与正常组存在显著差异，超常组心理健康因素高于平均数的仅占26%，远低于正常组62%和总体56.5%的水平。说明超常组较其他学生有更多的焦虑和抑郁，在适应社会上有更多的苦难。但是，更多的研究结果与此相反。俞国良（2003）
 
[60]

 从理论上具体阐述了创造意识和创造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创造能力与实践能力，以及这些特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并明确提出以心理健康教育为突破口，全面培养和提高儿童青少年的创造素质。王极盛、丁新华（2002）
 
[61]

 发现中学生创新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水平关系较为密切，创新意识与学习压力、抑郁、焦虑呈显著负相关，创新能力与学习压力、抑郁呈显著负相关，与适应不良呈显著正相关，竞争心与抑郁、焦虑、学习压力有显著的负相关；心理健康水平高者其创新意识和竞争心较心理健康水平低者高；学习压力对创新意识和竞争心的预测作用较大，学习压力、适应不良和抑郁对创新能力的预测作用较大。还有研究者（卢家楣，刘伟，贺雯，等，2002）
 
[62]

 通过教学现场实验，研究了情绪状态对学生创造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学生在愉快情绪状态下的创造性总体水平显著高于难过情绪状态，且主要体现在流畅性和变通性两个方面。盛红勇（2007）
 
[63]

 也利用威廉姆斯创造力倾向量表探讨了大学生的创造力倾向与适应不良、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方式。结果发现，大学生的适应不良与心理健康总分呈显著正相关，与创造力倾向呈显著负相关，适应不良对创造倾向、心理健康有很好的预测作用。适应不良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适应性强的学生的创造力倾向明显。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说明健康的心理是创造性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心理条件。

（三）对于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分歧的文化分析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能初步看出，西方的研究结论是西方的高创造力者大多是心理不健康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的高创造力者的研究，或中国学者对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的研究结论是心理健康是创造性的基础和保证。

1.西方对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的结论来自古代西方的教条，在一定意义上是来自西方的文化

古代西方的不少学者都将创造力与意识状态的改变或强化联系起来，这种改变或强化通常具有个体心理健康变化方面的含义。在古希腊，创造力也被视为魔鬼附体。在当时的语境下，这种魔鬼是半神性的，是给予特殊个体的神圣礼物。苏格拉底曾说他的大部分思想来自魔鬼，柏拉图用“神圣的疯狂”来描述创造力，亚里士多德认为创造性的个体具有抑郁质，但是此处的抑郁并不是现在语义，而是指其后有某种东西支持他们。在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es）的体液说中，抑郁质也并不等同于某种精神疾患，而是四种气质类型之一，与抑郁症相关的特征包括了敏感、情绪化、内向和古怪（R.M.Ryan & E.L.Deci，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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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提到的西蒙顿的研究发现，到1800年这种创造力与疯狂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刻板印象已经成为教条。

在西方，相信精神疾患会导致创造力的观念主要发端于浪漫主义时期。当时的人们认为，疯狂是极端创造性带来的副作用。这一阶段许多浪漫主义诗人认为疯狂的状态是创作所需要的，所以开始拥抱疯狂，宣称自己经历着精神折磨甚至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这种将创造性与疯狂联系起来的信念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直到当代社会仍然存在。西方的作家和艺术家有时行为怪异，不少富有创造天赋的个体觉得正常就意味着平庸，从而渴求将自己与普通人区别开来。有一位曾获得过奥斯卡提名奖的电影明星，曾有过吸毒、因犯罪被拘捕的历史。后来，他说：“我的恶习，现在看来，是创造力。”

2.中外学者对心理健康与中国创造者关系的研究结论反映了东方文化的特点

衣新发、谌鹏飞和赵为栋（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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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历史测量学的方法研究了92名唐宋杰出文学家的创造力成就及其影响因素，其中包括唐朝杰出文学家48名，宋朝杰出文学家44名。结合唐宋杰出文学家的传记及文学史相关资料，研究者们使用“远距离人格测量”（At-a-distance Personality Assessments，APA）（R.I.Damian & D.K.Simonto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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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法对文学家的精神疾病逐一编码评分，其中所涉及的精神疾病包括以下四个维度：①心境障碍（如抑郁、躁狂、焦虑等）；②认知神经障碍（如精神分裂、精神错乱、精神衰弱等）；③成瘾（药物或酒精）；④自杀。同时，研究者们使用历史测量学的技术对这些杰出文学家的创造力成就予以评分。此外，还将朝代、性别、出生年份、智力早慧、成长逆境、移民迁徙和宗教信仰作为唐宋杰出文学家创造力成就的影响因素纳入整体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成长逆境对唐宋杰出文学家的创造力具有稳定的正向预测作用，即取得高创造力成就的文学家历经了更多的成长逆境。但精神疾病对唐宋杰出文学家的创造力成就未产生任何影响，也未发现成长逆境与精神疾病在预测西方杰出人物创造力成就时所存在的“均衡”现象。无论是在唐宋合并的总体样本，还是在分朝代分析的样本中，都未出现成长逆境与精神疾病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在精神疾病与杰出创造力成就关系方面可能存在中西方跨文化差异，这个差异可能折射了精神疾病作为一种心理特质在东西方可能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和个人意义，也可能是中西方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所导致的。这有待于未来进一步研究。

第二节 心理健康在创造性活动中的地位

我们讨论心理健康与创造性的关系之实质，是研究心理健康在创造性活动中的地位问题。

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

2016年8月19—20日，我国召开了21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卫生与健康大会。习近平主席在大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整个会议以“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为主题词。这对我们颇有启示，它为我们探讨心理健康在创造性活动中的地位问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观念。

（一）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全面发展包含着创造性

大会按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的要求，反复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里的健康，包括心理健康。因为大会指出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的基础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规范发展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也就是说，健康，包括心理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全面发展的含义十分广泛，既可从人的德、智、体、美诸方面来论述，也可从身心健康各方面来陈述，又可从人的自主发展。社会参与和文化修养几方面来表达。然而，不管从哪方面来论证问题，都会包含实践创新的内容。换句话说，身心健康是促进人的创造性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健康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而人是创造的主体

大会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即建设健康中国，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身心健康，不仅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也是我国富强发达、民族昌盛的一种象征。“东亚病夫”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的寿命早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平均为37岁，发展到今天的73.8岁。

一个国家的创造性，往往与一个国家振兴、人民健康相联系。如果70年以前我们被侮辱是“东亚病夫”，那时我们连造火柴都有困难；今天人民追求自身健康、民族昌盛，正是与我们振兴中华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紧密相连的。人是创造的主体，人民是创新型国家的主人。建设健康中国，突出的是以人民为中心，有了健康的人民，才能万众一心奔小康、齐心协力建成创新型国家。所以，人的身心健康，是创造性的必然要求。

（三）把健康融入政策，政策是创造的保证

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患者竭尽全力。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大会号召要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为此，一要树立大卫生、大健康观念，站在全局的、长远的、整体的角度审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加快转变健康领域发展方式，实现健康与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二是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把握好一些重大问题；三是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人民共建共享，使人人享有公平可及的健康服务的目标。

把健康融入政策，使我国的卫生与健康事业坚持改革与创新，也就是说，政策是创新或创造性发展的保证。身心健康的发展中有创造，它需要政策做保证。

（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创造的条件

大会提出人类生存与健康发展的环境基础的建设要求，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按照绿色发展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风险评估制度。重点抓好空气、土壤、水源等与人民群众健康相关的突出问题；提倡继承和发扬爱国卫生运动的优良传统；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共同建设健康、宜居、美丽家园。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人民群众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如前所述，在人类创造性发展中，创造性环境是根本的条件。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指出的良好生态、文明环境的建设，不仅保障了我国人民群众的健康，也是身心健康改革创新的建设。身心健康为建设创造型国家提供了一条绿色的通道。

二、健康的身心是创造性发展的基础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强调健康的正能量。对人类创造性发展来说，健康也是正能量。在一定意义上说，健康的身心是创造性发展的基础，健康的中国是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条件。这就提出了健康、心理健康在创造性发展中的地位。

尽管在上一节文献综述中出现“创造者有心理健康的缺陷”，但我们同意哈夫洛克·埃利斯的观点即“天才与精神病之间的联系不是没有意义的。但证据表明这种情况的出现毕竟是少数，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任何关于天才乃是精神病的一种形式的理论采取蔑视态度。”这说明在创造者中健康、心理健康是主流。

在上一节，我曾谈到，不管国内外对健康有多少种归类，四分法、五维论还是七维健康观，归根结底，它包括身心两个方面。对“身”而言，涉及身体的良好状态、对环境中的致病因素具有抵抗力的状态、预防疾病和治疗疾病的状态；对“心”而言，涉及智力、精力（精神状态）、非智力因素、社会关系以及道德修养等。

（一）健康的身体，支撑人的创新或创造性活动

身体健康是创造性活动的基础。身体健康，往往与“没有疾病”相联系，当然患病不是身体健康与否的唯一指标。我不否定，患病者也有非凡的创造性成果。霍金（S.W.Hawking，1942—2018）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霍金是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也是20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之一。他因患肌肉萎缩性骨髓侧索硬化症，禁锢在轮椅上55年，却身残志坚，克服了残疾之患而成为物理界的超新星。他不能书写，甚至口齿不清，但他超越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等理论而迈入创新宇宙的“几何之舞”——无边界条。尽管他那么无助地坐在轮椅上，但他的思想使人们遨游到广袤的时空，渐渐解开宇宙之谜。这样的例子，是极少见的，又是极珍贵的。

如第五章我们提到的身体，它应该涉及脑、动手能力和体力。身体健康，就体现在创造性发展和表达为脑的健康，且有动手能力和体力耐力，即创造性的生理基础要健康。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支持这样的观点，即脑的功能会影响创造的表达和创新。无论是大脑皮层，还是小脑的发育情况都与创造力和创新密切相关。近期的研究也表明，工作记忆、大脑皮层和小脑的合作是创造性和创新产生的基础（L.R.Vandervert，P.H.Schimpt，& H.Liu，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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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在科学创造力，还是在艺术创造力等其他创造力的发展和表达过程中，动手能力（实践操作能力）都是很重要的，是创意产生、保持和实现的主观条件，而体力则让创造主体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力来完成大量细致的探索和实验（衣新发，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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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上述三个身体因素组成的身体健康因素是创造性发展和表现的生理基础。

（二）健康的智力或智能，使创新或创造发展有了“硬件”的基础

创新或创造是一种智慧活动，尽管我们在前边多次提到，智力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创造性或创造力的发展，还有“软件”的动力因素即人格或非智力因素，还取决于环境条件。

然而创造性毕竟是智慧活动或智力活动。人的智力，至少应该包括感知、记忆、想象、思维、言语和操作技能，智力健康就体现在敏锐的观察、良好的记忆、丰富的想象、健全的言语、熟练的操作技能，特别是我们在第四章论述的创造性思维上。这里不再赘述。

尽然，在中国曾出现过唐氏综合征的乐队指挥者，但也只是一个特例。如前所述，创造性的发展还是与健康的智力相联系的，与智力水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的，尽管不是正相关。

（三）健康的人格，是创新或创造性发展的动力因素

我们在第四章谈到创造性的内因时，强调创造性人才的心理因素是由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人格组成的。人格的组成，前面谈了很多。人格健康，就体现在创造性形成和发展中所需要的健康的情绪情感、坚强的意志、合理的个性意识倾向性或需要、坚强的性格和良好的习惯上。

任何领域的创造都需要创造者对该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做充分的掌握和娴熟的运用，也就是智力的作用。如果说智力-知识部分是创造力发展所需的“硬件”基础，那么心理动力部分则是其“软件”部分，这就是健康的人格因素，或者叫创造性人格。阿玛贝尔尤其强调动机的作用，斯腾伯格等人则强调人格特质的作用。对于情绪的作用，奇克森特米哈伊提出“酣畅”（flow）的概念，认为积极的情绪状态有助于创造者打开思路、产生创造性的观念。所有这些，都是在强调健康人格对创新或创造的作用。所以，创造性发展和表达的心理因素一直在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关注，早在1980年以前，就有大量关于创造力与智力及人格等心理因素关系的研究问世，巴伦（Barron）和哈林顿（Harrington）曾经在心理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发表过一篇总结此类研究的综述，题目就叫“创造力、智力及人格”。

这里我们着重来分析健康的情绪情感对创新或创造性的作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曾在第四章第一节论述华莱士创造性思维的影响因素与第二节创造性人格与非智力因素中涉提到过。情绪情感是人对客观现实的主观态度，是人对作用于事物的体验的不同形态；这种体验是人对现实的对象和现象是否适合人的需要和社会要求而产生的。情绪情感对创造性的动力作用，从结构上来说，主要是由其性质、紧张性和强度来决定的（斯米尔诺夫，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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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人的需要和社会向其提出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个体就产生肯定的或否定的情绪情感，前者如满意、愉快、爱等，后者有不满意、痛苦、忧愁、愤怒、仇恨等。然而，健康的情绪情感不一定就是肯定的情绪情感，有时否定的情绪情感反而是健康的，如面对邪恶的势力，你能产生满意、愉快和爱吗？情绪情感是否健康主要是视其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而定的。凡能提高人的实践活动，增强其体力、精力、创造力，驱使人积极地投入实践活动的，就是积极的情绪情感，创造活动正是需要这种增力的情绪情感；消极的减力的情绪情感则会降低人的实践活动，减弱人的精力和创造力。因此，情绪情感在人的创造性活动中，在人为了达到既定目标而创新中的作用是巨大的。为了创新或创造，必须热爱其为之奋斗的相关活动，并且痛斥有阻创新或创造的条件。正如列宁所说的没有“人的情绪”，则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与人的创造性活动联系的情绪情感的另一个对立结构表现是紧张和轻松，这来自我们在第三章论述到的格式塔心理学关于创造性思维是“情境—紧张—重定中心”过程的机制。紧张通常使创造性活动处于积极状态。健康活动之前的准备、注意的集中、体脑积极性的调动都是有意义的，但有时候紧张也可能带来抑制状态，如使行为解体、妨碍注意集中，反而使创造性活动受阻，所以在创造性活动中，保持既紧张又适度轻松的状态有利于情绪情感的动力作用的发挥。至于情绪情感的强度，在第四章已经做了较详细的分析，不再赘述。

（四）健康的动机，是创新或创造性的内驱力

动机应属于人格范围，这里，我们把其抽出来做独立分析，因为良好的动机，是心理健康的重要表现，是创新或创造性的内驱力。

动机，是指引起、维持一个人的活动，并将该活动导向某一目标，以满足个体某种需要的兴趣、愿望、理想、信念等。动机是个体的内在过程，即需要的过程，行为则是这种过程的结果。动机有始发机能、指向或选择机能、强化机能。引起动机的两种条件，一是内在条件，即个体的某种需要使人产生欲望和驱力，引发活动；二是外部条件，即环境因素、外部刺激的诱因所发。两者并不矛盾，可由需要引起，也可由环境因素引起，但动机往往是内在条件和外在条件交互作用的结果。动机的分类相当复杂，从态度来分类，有肯定的动机（如尊敬、喜爱、宽容、自尊等），也有否定的动机（蔑视、厌恶、嫉妒、自卑等）；从归因来分类，有内归因（是行为者内在的原因，如人格、情绪、努力程度等），有外归因（产生行为的环境因素，如工作设施、任务难度、机遇等）；从志向来分类，有成就动机（个人在学习、工作、科研等活动中力求成功的内部动因，其又包括追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两种），有消极的动机（如羞耻、屈辱等）。

在创新或创造性活动中，我们同样不否定那种否定的动机、外归因的动机和消极动机也能产生一定的作用，如“忍辱负重”的现象，但是，我们更倡导健康的或良好的动机，如肯定动机、内归因动机和成就动机在创新或创造性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心理学研究证明，在创造性活动中，成就动机高的人所具有的共同行为特征包括以下几个：①对适度难度工作具有挑战欲，全力以赴欲求成功；②想要知道自己活动的结果如何，求得自身假设的正确性；③精力充沛、探新求异，具有开拓精神；④对于自己做出的决定勇于负责，即有责任担当的道德品质；⑤选择有能力的人作为工作的同僚，而不是选择亲近的人，有种任人唯贤的精神。（朱智贤，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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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我们认为，健康或良好的动机，是创新或创造性的内驱力。

（五）健康的社会关系，是创新或创造性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

在第五章，我们从组织环境、从社会和谐与心理和谐的关系中，已经看到健康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际关系对创造者的创新和创造性发展的影响。有人对我说：《鲁滨孙漂流记》中的鲁滨孙在荒岛上待了28年，他种植大麦和稻子，自制木臼、木杵、筛子，加工面粉、烘出面包，制作陶器、驯养野山羊，制造木船，并与野人做斗争，这些不是创造吗？鲁滨孙有社会关系吗？我做了三点回答：第一，《鲁滨孙漂流记》仅仅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既然是小说，可以有作家笛福的“创造”和“虚构”的成分；第二，鲁滨孙确实是创造了生活条件，但他更多是与大自然搏斗，是最大化利用了已有资源；第三，如果有“创造”，证明了是由于前边提到的“健康的智力或智能”，但是没有社会关系，也局限了像鲁滨孙这样智慧的人的创造性。

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社会活动和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最基本的可分为物质的社会关系和精神的社会关系两大类。从其他角度还可分为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道德关系、婚姻家庭关系，等等。其中人际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侧面，它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尤其是指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关系和联系。人际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由社会关系决定和制约；但是，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人际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集中表现。调节组织环境中的人际关系，能够充分发挥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心理学中的霍桑实验是一项典型的研究。实验表明，员工的创造性、生产效率的提高，固然有物质条件（如照明）的改变和提高福利待遇（如工资）的因素，但这些都属于次要的因素，员工最重视的是人际关系，健康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调动人们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霍桑实验告诉我们，人是社会的人，影响人际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素，除了客观的物质条件之外，主要还是社会关系，特别是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的分类并不统一，按需要的性质可分为感情关系型（满足相互间情感交流形成良好心理气氛）和工具关系型（为了相互协调达到某一目的）；按喜欢程度可分为吸引性关系型（相互喜欢、亲近、友好）和排斥性关系型（彼此心里厌恶、疏远、对立）；按双方地位可分为支配关系型（一方对另一方控制）和平等关系型（彼此地位平等）；按关系存在时间可分为长期关系型（如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和临时关系型（如营业员与顾客关系）；按包容性可分为主动关系型（主动与他人交往）和被动关系型（期待他人接纳自己），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哪些是健康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哪些是有问题的人际关系。对于创造性发展来说，健康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直接影响个体的微观环境。健康的人际关系是和谐社会关系的基本侧面，它能增强群体的凝聚力，使单位、组织、家庭拥有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以提高人们的友谊、幸福感，激励人们的积极性，进而促进人们创造性的发展。

三、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的机制

我们承认文献综述中涉及创造者有心理问题，但更认为多数的创造者身心是健康的。什么是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的机制呢？我们认为压力与自主性是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的心理机制。

（一）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的心理机制之一——心理压力

健康心理学十分重视对心理压力的分析。“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这是当年石油工人的豪言壮语，颇有哲理。我们认为人无压力不可能产生创新的需要，创造力就无以发展。

1.压力的定义

压力（stress）一词，又叫“应激”或“紧张”，是指个体生理或心理上感受或应对某种需求时所产生的紧张状态，有生物学取向、社会学取向和心理学取向。其作用是增强个体的动机水平。

压力来自压力源，即来自个体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各种各样的刺激对其施加的影响，压力源主要指那些使个体感受到紧张的事件或内外刺激。李虹教授把压力源归为四类：一是躯体性压力源，包括各种理化和生物刺激物等；二是心理压力源，特别是人格压力源，包括人际关系、个人需求、意志品质、对能力的期望等；三是社会压力源，包括社会文化、社会关系、社会工作、社会生活等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创新要求等；四是文化压力源，包括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改变造成的刺激或情境。

压力是一种主观反应，是主客观的相互作用。它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压力是紧张或唤醒的一种内部状态。它是个体内部出现的解释性的、情感性的、防御性的应对过程。二是压力是个体行为潜在的诱发者。它不同于一般性的刺激，并非简单地引发某种即时的具体反应，其影响先于外显行为反应而被感受到，所以压力具有方向性，客体、情境中的事件提供推向或拒斥力量。三是应对压力具有积极性与消极性。这种积极性与消极性由六种信号（称为6D）表现出来：防御（defensiveness）、忧郁（depression）、紊乱（disorganization）、挑战（defiance）、顺从（dependency）和决策困难（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这六个方面表现了个体如何增强有效的动机水平，减少或预防压力，于此显示出积极与消极的应对状态。积极压力状态较为突出的特点是主动性、理性和决策能力，面对压力构建起心理蓝图。它使个体具有特殊防御排险功能，能使个体精力旺盛，激化活动，使思路特别清楚、精确、动作机敏，推动人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及时摆脱困境。而消极压力状态，尤其是处于紧张而长期的压力状态下，会产生全身兴奋，注意和知觉的范围缩小，言语不规则、不连贯，行为动作紊乱。然而，压力的消极表现是可以调节的，个体的个性特点、过去的经验、经受的锻炼和训练在调节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事业性、责任性和良好的人格因素或非智力因素等，都是在紧张条件下防止行为紊乱的重要因素。

2.压力产生创造力

无论是在第一节里出现的来自心理不健康的创造，还是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呈正相关，从机制上分析，创造力首先都来自压力。

其一，创新或创造性来自压力源，心理困扰与创作的压力源往往是两码事。从第一节文献综述中“当代西方引用率最高的三个研究”来看，这三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点：被试都是做文艺的，文艺学者一般在人格上更偏情感型，如果出现情绪困扰或不健康的现象，犯双相障碍症的人数比“非艺术领域人物多”，这并不奇怪。而三项研究都强调情绪（心理）困扰者仍在坚持文艺创作。文艺创作是来自相关创新创作的压力源，它与情绪（心理）困扰是两码事。心理困扰者也一样能接受创作或创造的相关压力源，有了这种压力源，坚持创造是十分符合情理的。因为文艺创作的压力也能促进心理困扰者产生紧张或唤醒创作状态。

其二，某种压力会使人产生潜在的心理伤害，压力影响心理健康，“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是压力反应的重要途径；但这类压力要少于影响大脑的创新或创造活动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提到的霍金等各类病人或不健康者仍能做出成就的原因，情感、意志、价值观等人格因素的压力源是创新或创造能力或行为潜在的诱发者，这些因素在使创造者抵抗身心不健康因素、增强有效的动机水平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其三，压力应对有着差异性，如性别的差异、年龄的差异、领域的差异等。这就可回答我们第一节文献综述中“创造力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特殊领域”研究疑问。男女作家心理困扰或不健康的比例，职业演员与非职业职员在焦虑、内疚和抑郁上的异同，应看作压力应对的差异的表现，或者说这是由于压力应对差异造成的。

其四，健康身心创造者的创造性是怎么来的？按照第一节文献综述，我们坚持健康的创造者还是占绝大多数的。他们的创新或创造也是来自创新或创造的压力。这是由于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社会性强，更容易接受社会文化的创造性的压力源。压力源有躯体的、心理或人格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创新或创造性的压力源更多来自社会的和文化的；对压力的不同反应决定心理健康与否，压力的生物反应、压力的心理或人格反应、压力的社会反应，决定多数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这就是健康人的心理或人格状态。创造性活动压力与社会需求联系在一起，这就促使人的创造性压力显得健康而高尚。这就是我们在第一节文献综述中看到的多数创造者的心理是健康的，同时也可以看到正常人创新或创造性压力的特征。第二，具有应对压力的积极性。健康人在创造活动时，往往表现出健康的身心状态，在接受创造压力源的过程中，能持悦纳压力的激情、积极地迎接挑战、精确地决策全局、防御并克服困难，变压力为动力，并调节压力源中可能发生消极影响的因素。

从压力产生创造性的因素来看，创造性心理学应改变如前所述的病理学与缺陷观占据主要地位的现状。创新或创造性绝不是人类的“神圣的疯狂”“魔鬼”“精神疾患”等，而是人类对幸福人生、和谐社会与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种追求，一种神圣的、理性的智慧活动。

（二）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的心理机制之二——主体性

1.主体性的定义

主体，原是哲学中认识论范畴的一个概念。心理学将研究的主体之重点置于主观性或主体性上，认为某些以需要为核心的主观性构成人的主体的主要内容，如人的意识、道德性、意向、价值等个性意识倾向性。心理学的主体观具有两个含义，一是把人视为有生命的个体，人是自然实体与社会实体之总和；二是自我理论，即把人视为意识、精神活动的人格统一体。

主体性或主观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主动性。所谓主动性，是指个体按照自己规定或设置的目标行动，而不依赖外力推动的行为品质，它集中地由个体的需要、动机、理想、抱负和价值观等推动。主动性也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正面概念，艾里克森认为，主动性是个体心理社会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主动对罪恶阶段（3～6岁），在该阶段，个体可能形成积极的品质。在父母的鼓励下，具有该行为品质的儿童对外界事物好奇，充满兴趣，积极探索和控制外在环境，形成目的意识，为自信心和创造性品质的形成打基础（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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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体性在哲学和社会学里被称作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又称自觉能动性，它指人的主体需要或主观意识和实践活动对于客观世界的反作用或能动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物的特点。”（毛泽东，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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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主观能动性或自觉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它的功能必然有主动性，使思维结论有着自由权。由于能动性的存在，人类在实践中知行统一。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在认识的指导下能动地改造世界。行动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理论、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反映了人的心理的目的性、计划性和操作性，也必然产生创造性。人的主观意识有消极的，又有积极的，积极的主观意识就是尊重客观规律、掌握客观规律，这是充分地、有效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

人的主体性，包含着我们在第四章论述思维中涉及的“思维的生产性”，它表明人不是消极地反映现实，而是现实世界中积极的活动者和创造者。

2.主体性产生创造力

人类的创新或创造性活动，不仅来自压力和压力源，也来自创造者个体的需要及其表现形式的兴趣、动机、理想、信念、抱负和价值观，即来自主体性。几乎所有的发明创造者都谈到，创造探索是与实际问题（压力源）、与满足实际的主体需要或愿望相联系着的（斯米尔诺夫，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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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主体性或个性意识倾向性的一个重要成分是需要，需要是人类对客观或实际需求的反应。主体性成为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的心理机制，就是由于需要的功能。

其一，从需要的特征来看心理健康与创造性的关系。人的需要有四个特征，一是需要总是具有自己的对象，无论健康与否，若要投入创造性活动，就要明确创造的内容；二是需要都依赖于它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方式得到满足而获得具体内容，达尔文的观察实验就证明了这一点；三是同一些需要能够重新产生，重新出现，具有周期性，不论是心理困扰者还是健康者，产生的创造性的需要都具有周期性；四是需要是否满足随需要范围的改变和满足它的方式的改变而发展，如果在创造性活动中屡次失败到了无法获得成功希望时，无论健康与否的创造者都只得放弃这个创造项目。

其二，从需要的分类来看心理健康与创造性的关系。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对人的需要从低向高做了五种类型的划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在自我需要中实现个人的理想抱负，进行创造发明，这是需要层次系统中最高的一种需要；满足这种需要，要求最充分地发挥一个人的潜在能力和创造力。我认为需要的分类尽管复杂，但不外乎是两种：一是需要从其产生上分类，可以分为个体的需要和社会需要，前者系个体的要求而产生，后者系社会的要求而产生。不同健康程度的创造者，各自的创造动机可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从个体的需要出发，有的则是从社会的需要出发，很难分清是健康者的创造发明还是心理困扰者的创造发明。二是需要从其性质上分类，可以分为物质方面的需要和精神方面的需要。健康程度不同的创造者，有精神有问题仍从事精神方面，如文艺创造的实例，但很少有从事非文艺的创造，如自然科学的创造，这可能来自各自需要性质的差异。此外，上述两种分类是交叉的，不管哪种分类方法，人的需要总是带有社会性的，个体需要和社会需要、物质方面的需要和精神方面的需要相互制约，因此，人的需要又带有主观能动性的。

其三，从需要在人的创造性活动中的功能——动力作用来看心理健康与创造性的关系。人类的创新或创造性的动力是人的需要，是人的主体性，即主观能动性。创造压力源到来后，会激起人的紧张，唤醒创造的需要，使创造者产生理论、构想，提出计划方案，按既定目的而不懈努力做出创造性的操作，换句话说，创造的压力源通过外因激发或通过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人格的内因来完成创造性的任务。对于广大健康的创造者来说，发挥主观能动性，是构成其达到创新或创造性目的的内在动力；对于心理困扰者，包括躁狂抑郁症患者，只要他意识清晰，他肯定是从情感上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构成其达到创新或创造性目的内在动力。

从主体性产生创造力的影响因素来看，创造性心理学应加强创造性需要，特别是动机对创造性作用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发展的关系，而且要加强心理健康干预与创造性发展关系的探讨。

第三节 我们对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的研究

综合各种创造性理论与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个体创造性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心理健康水平之上，心理健康是个体创造性发展、发挥的基础，对创造性具有促进和保证的作用。因此，我们团队不仅重视创造性的研究，还开展了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的研究。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基于实证研究来确定心理健康与创造性之间的相关关系，还能够以心理健康为切入点，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与干预，从而提高创造性水平。这类研究或许能够为我们今后开展创造性培养提供或开辟了一种新的思路与视角。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团队首先进行动机与创造性思维关系的研究，因为良好的动机是心理健康的重要表现，然后进行了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的探索，最后还开展了一项以心理健康干预为手段来提高创造性水平的实验研究。

一、动机的激发与创造思维的关系

我们团队的张景焕教授基于自我决定论的理论框架，采用动机激发类型问卷、学业自主调节问卷和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图画）对305名小学五、六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考察了小学高年级学生的动机激发类型、动机调节方式与创造思维的关系。

所谓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是德西（E.L.Deci）和赖安（R.M.Ryan）（2000）
 
[74]

 从动机的外部激发因素以及外部激发因素逐渐被内化为个体动机的过程的角度来分析动机及其作用，提出动机激发类型（motivating style）与动机调节方式（motivation regulation）的概念，细致地刻画了动机的外部激发因素对个体行为产生作用的过程。瓦勒朗（R.J.Vallerand）、佩尔蒂埃（L.G.Pelletier）和克斯特纳（R.Koestner）（2008）
 
[75]

 将这一关系明确为：长期生活于某种动机激发类型下的个体会形成特定的动机调节方式，这种调节方式以自我决定的形式影响个体的行为表现。

创造力是产生被特定的社会文化所接受的新颖且适用的产品的能力（J.A.Plucker，R.A.Beghetto，& G.T.Dow，2004）
 
[76]

 ，其中创造思维是创造力的核心，因而许多研究用创造思维代表个体创造力水平。动机作为激发和维持个体活动的内在心理过程和内部动力，其与创造力的关系一直是创造力研究的核心领域。根据上述分析，该研究以小学高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基于SDT 的理论框架，探讨动机与创造思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一）四个研究假设

一是动机激发类型及其与创造力的关系。根据外部激发因素的性质及其对个体自主的支持程度，将外部激发因素划分为高度控制、中度控制、中度自主和高度自主四种类型（E.L.Deci，A.J.Schwartz，& L.Sheinman，et al.，1981）
 
[77]

 。不同动机激发类型对创造力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同的。在组织领域的研究发现，感知到的领导支持是影响员工创造力的关键因素（T.M.Amabile，E.A.Schatzel，& G.B.Moneta et al.，2004）
 
[78]

 。因而提出研究假设1：自主支持的动机激发类型（包括高度自主与中度自主）正向预测创造思维，控制性的动机激发类型（包括高度控制与中度控制）负向预测创造思维。

二是动机调节方式及其与创造力的关系。根据外部激发因素的内化程度可以区分出5 种动机调节方式：外在调节（external regulation）、内摄调节（introjected regulation）、认同调节（identifiedregulation）、整合调节（integrated regulation）和内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它们均匀地分布在由外到内的连续体上。其中外在调节是自主性程度最低的动机，指的是个体的表现和行为是为了获得奖励或避免惩罚，是由外部因素所控制的；内摄调节是个体为了维持自尊或避免内疚感而采取行动；认同调节是个体理解并认可了行为的价值，并将其纳入自我内部的一种较自主的动机；整合调节是一种自主程度较高的动机，指个体接受了外界目标，并使其成为个人的核心价值和信念；内部动机指个体因活动带来的内在满足感而从事活动。从这个意义上看，整合调节已非常接近内部动机了。

SDT对动机的重新分类深化了人们对环境因素内化为个体动机过程的理解，也更有利于预测行为结果。有实证研究发现，自主性动机正向预测个体的幸福感水平和学业表现（W.S.Grolnick，M.S.Farkas，& R.M.Sohmer，2007）
 
[79]

 ，尤其是促进需要深度加工和创造性的复杂任务上的表现（E.L.Deci & R.M.Ryan，2008）
 
[80]

 。而控制性动机与积极结果不相关甚至负相关（W.S.Grolnick，M.S.Farkas，& R.Sohmer，et al.，2008）
 
[81]

 ，如加涅（M.Gagné）和德西（E.L.Deci）（2005）
 
[82]

 认为控制性动机不利于积极结果，尤其是当任务需要创造性、认知灵活性或深度信息加工时。在启发式任务上，自主性动机将会产生比控制性动机更积极的结果；而在算法任务上，控制性动机将会产生和自主性动机相同甚至更好的结果。研究假设2：创造思维任务在本质上属于启发式的任务，由此可以推断自主性动机显著正向预测个体创造思维。

三是动机激发类型、动机调节方式与行为结果的关系。SDT 认为，个体动机是外部激发因素内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外部激发因素会直接影响个体动机的内化程度。自主支持的教师会通过支持学生内部动机和活动价值内化等方式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发展其自主性的动机调节方式；而控制取向教师更多地使用外在奖励甚至惩罚，或口头指示的方式引导学生的依从和努力，不利于学生动机的内化，容易形成控制性的动机调节方式（J.Reeve & H.Jang，2006）
 
[83]

 。研究发现，控制性、压力性的人际环境会削弱内部动机，而支持性、信息性的环境会增强内部动机（M.Vansteenkiste，J.Simons，& W.Lens，et al.，2004）
 
[84]

 。还有研究发现，知觉到的自主支持能较好地预测其自主性动机（I.M.Taylor & N.Ntoumanis，2007
 
[85]

 ；I.M.Taylor，N.Ntoumanis，& M.Standge，2008
 
[86]

 ；I.M.Taylor，N.Ntoumanis，& B.Smith，2009
 
[87]

 ；K.M.Sheldon & L.S.Krieger，2007
 
[88]

 ；W.S.Grolnick，C.E.Price，& K.L.Beiswenger，et al.，2007
 
[89]

 ）。即使在相对重视权威的俄罗斯，教师的自主支持也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自主性动机（V.I.Chirkov & R.M.Ryan，2001）
 
[90]

 。因此提出假设3：自主支持的动机激发类型（包括高度自主与中度自主）显著正向预测自主性动机。

四是动机激发类型、动机调节方式与创造力的关系。有关创造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从最初仅关注个体因素，逐渐发展到关注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再到关注个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历程（C.E.Shalley，J.Zhou，& G.R.Oldham，2004）
 
[91]

 。叶（Y.C.Yeh，2004）
 
[92]

 提出的创造力发展的生态系统模型（The Ecological Systems Model of Creativity Development）认为，个体成长的生态环境（包括家庭和学校）对个体创造力发展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个体因素实现的。有研究发现员工自身的内部因素积极情绪中的支持性因素（来自主管、同事、朋友和家人的支持）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起中介作用（N.Madjar，G.R.Oldham，& M.G.Pratt，2002）
 
[93]

 。创造力成分理论（Componential Model of Creativity）（R.Conti，H.Coon，& T.M.Amabile，et al.，1996）
 
[94]

 也提出外部因素往往通过影响个体的动机状态进而影响创造力。在梳理创造力研究脉络的基础上，基于叶和阿玛贝尔人提出的理论，根据SDT 关于个体的自我决定在自主支持性的环境和结果变量之间起中介作用的理论预期（R.M.Ryan & E.L.Deci，2000）
 
[95]

 ，我们提出研究假设4：自主性动机在自主支持性的动机激发类型（高度和中度自主）和创造思维之间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结果

一是动机激发类型对创造思维的预测作用。对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显示，中度控制、中度自主和高度自主两两之间具有强的正相关（r
 从0.49到0.73，ps
 ＜0.001）。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抑制效应（suppression effects）（M.Vansteenkiste & M.Zhou，et al.，2005）
 
[96]

 ，在回归分析时，控制了性别和年级的影响后，分别考察四种激发类型对创造思维的独立作用。结果发现，高度控制对创造思维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为0.02，p
 > 0.05）；中度控制、中度自主和高度自主均显著正向预测创造思维（β
 分别为0.18、0.26 和0.27，p
 s＜0.01），同时模型的解释率显著增加（ΔR
 2
 分别为0.03、0.07 和0.07，p
 s＜0.01）。因此假设1 得到了部分支持。

二是动机调节方式对创造思维的预测作用。采用回归分析，在控制性别和年级影响后，考察了动机调节方式对创造思维的独立预测作用。当自主性动机、控制性动机及其交互项进入模型后，模型的解释率具有显著的增加（ΔR
 2
 为0.05，p
 ＜0.001）。其中，自主性动机正向预测创造性思维（β
 为0.23，p
 ＜0.001），控制性动机及交互项对创造思维没有显著预测作用，验证了假设2。

三是动机调节方式在动机激发类型与创造思维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中介模型的结果发现，自主性动机在中度控制和创造思维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中度自主/高度自主和创造思维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为0.07、0.06 和0.07，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9%、23%和27%。另外，自主性动机在中度控制和流畅性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中度自主/高度自主和流畅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中度自主/高度自主和独创性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为0.07、0.07、0.07、0.05和0.0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值分别为39%、28%、26%、33%和31%。

（三）研究结论

该研究的主要结论有：①中度控制/中度自主/高度自主的动机激发类型和自主性的动机调节方式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创造思维；②中度控制/中度自主/高度自主的动机激发类型通过促进自主性动机进而促进创造思维，并具体体现在思维的流畅性和独创性上。

二、心理健康与创造力的关系

2003年，我们团队的罗晓路教授采用精神症状临床自评量表（SCL-90）、自评焦虑量表、自评抑郁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实用性创造力测验、威廉斯创造力个性量表、典型行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测验，用随机整体抽样的方法对从全国八大行政区十所大学抽出的796名大一至大四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被试的年龄为17～28岁，平均年龄为20.79岁，标准差为1.28。

（一）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状况

1.大学生在SCL-90上得分的一般情况

对大学生进行的SCL-90调查表明，我国大学生在SCL-90各维度上的得分最高的是人际敏感，其次是强迫症状。各维度在3分以上的比例为4.1%～22%（见表9-1）。

表9-1 我国大学生在SCL-90各维度上的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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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我国大学生在3分以上的人数比例在有些维度上还相当高，特别是人际敏感、强迫、抑郁、偏执等。这说明，大学生在这些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心理困惑。

2.大学生在自评抑郁量表上的得分情况

采用自评抑郁量表（SDS）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大学生SDS量表上的平均分为34.196± 9.464。不同抑郁指数人数的比例为：抑郁指数在0.5以下者（无抑郁者）为73.4%，抑郁指数在0.5～0.59（轻微至轻度抑郁者）为15.8%，抑郁指数在0.6～0.69（中至重度抑郁者）为9.2%，抑郁指数在0.7以上者（重度抑郁）为0.7%。

3.大学生在自评焦虑量表上的得分情况

采用自评焦虑量表（SAS）对大学生进行了焦虑水平的调查，结果发现，我国大学生焦虑水平的平均得分为33.798±8.63，高于全国正常人的总分均值（29.78±0.46）。

总之，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大学生心理问题并不算严重，心理健康是他们的主流，要求健康是当前大学生积极向上的一种表现。因此，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要注重解决大学生的人际困惑，重点培养大学生掌握情绪调节方法，使大学生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本研究的结果提示，要特别加强对大一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二）不同心理健康程度的大学生创造力的差异

1.心理健康与创造力的相关关系

本研究中，大学生在心理健康量表各维度上的得分与实用性创造力、威廉姆斯创造力个性测验、典型行为的创造力测验之间的相关，结果见表9-2。

表9-2 心理健康各维度与创造力测验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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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关表中可以发现，总体上心理健康的得分与创造力得分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创造力得分越高。但是，具体分析可以发现，有些创造力维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不显著，特别是创造性人格中的想象力，与心理健康的各个方面都没有显著相关；创造性人格中的挑战性与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等都没有显著相关。在创造性思维中联想力（除与恐怖维度之外）和洞察力与SCL-90各维度得分之间也没有显著相关。

2.自评抑郁量表高低分组大学生在创造力测验上的得分

借鉴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按照前后27%的标准对自评抑郁量表的总分进行了划分，将大学生分为抑郁高分组和抑郁低分组。

（1）自评抑郁量表高低分组在实用性创造力测验上的得分

采用多元方差分析，考察了高分组和低分组大学生在实用性创造力测验上的得分差异，结果表明，高低两组在实用性创造力测验上的得分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低分组大学生在新颖性、流畅性、变通性和总分维度上都显著高于高分组。

（2）自评抑郁量表高低分组在威廉姆斯创造力测验上的得分

采用多元方差分析，考察了高分组和低分组大学生在威廉姆斯创造力测验上得分上的差异，结果表明，高低两组在威廉姆斯创造力测验上的得分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冒险性、好奇性、挑战性和总分维度上均是抑郁低分组大学生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抑郁高分组大学生的得分。

（3）自评抑郁量表高低分组在典型行为创造性思维测验上的得分

采用多元方差分析，考察了高分组和低分组大学生在典型行为创造性思维测验上的得分的差异，结果表明，高低两组在典型行为创造性思维测验上的得分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把握重点、综合整理、联想力、通感、兼容性、洞察力、独创性、概要解释力、评估力、投射未来及总分维度上抑郁低分组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抑郁高分组大学生的得分。

3.自评焦虑量表高低分组大学生在创造力测验上的得分

借鉴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按照前后27%的标准对自评焦虑量表的总分进行了划分，将大学生分为焦虑高分组和焦虑低分组。

（1）自评焦虑量表高低分组在实用性创造力测验上的得分

采用多元方差分析，考察了高分组和低分组大学生在实用性创造力测验上的得分差异，结果表明，高低两组在实用性创造力测验上的得分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低分组大学生在新颖性、流畅性、变通性和总分维度上都显著高于高分组。

（2）自评焦虑量表高低分组在威廉姆斯创造力测验上的得分

采用多元方差分析，考察了高分组和低分组大学生在威廉姆斯创造力测验上的得分上差异，结果表明，高低两组在威廉姆斯创造力测验上的得分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自评焦虑量表上的低分组大学生在冒险性、好奇性、挑战性和总分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高分组大学生。

（3）自评焦虑量表高低分组在典型行为创造性思维测验上的得分

采用多元方差分析，考察了高分组和低分组大学生在典型行为创造性思维测验上得分差异，结果表明，高低两组在威廉姆斯创造力测验上的得分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把握重点、综合整理、联想力、通感、兼容性、独创性、概要解释力、评估力、投射未来及总分维度上焦虑低分组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焦虑高分组大学生的得分。

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心理健康与创造力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心理健康为创造力的开发和创造潜能的实现提供必要的认知、人格等心理条件。实际上创造力也是现代人心理健康的重要表现和基本内容，并能促进认知、个性及适应性等心理品质的发展。美国心理学家阿瑞提将创造力划分为普通的创造力和伟大的创造力，认为普通的创造力是每个心理健康的人都具有的，它能使人获得满足感，消除受挫感，为人类提供一种对于生活的积极态度。现代的心理健康观，不仅指没有心理疾病，还包含具有创新见解、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和创造新事物能力等多种心理素质健全的积极心理健康观。从这个角度来看，本研究测量的是大学生的一般创造力，因此得出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创造力越好的结论是符合现代心理健康观的。

总之，个体创造力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心理健康水平之上，即心理健康是个体创造力发展、发挥的基础。心理健康对创造力的发挥与发展起着促进和保证的作用，而创造力的提高，反过来也会增进心理健康的水平和质量。因此，培养大学生的创造力，是现代教育的任务，也是个体完善、发展的基础。积极维护心理健康，对大学生创造力的开发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基于心理健康的大学生创造力培养实验

我们的结果表明，心理越健康的学生表现出越高的创造力，因此心理健康是大学生更好地发挥自身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是，在高校中怎样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来促进大学生创造力的发展，有待进一步研究。罗晓路、俞国良两位教授以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个别心理咨询和团体心理辅导为突破口，用自然实验的方法，对大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进行干预研究。

该研究对2002年9月至2004年4月，到北京师范大学等四所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寻求心理帮助，经诊断为中度至重度抑郁症状、焦虑症状的学生进行单盲实验，采用现场自然实验，探讨接受心理辅导干预后，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和创造力情况的发展变化。研究使用了精神症状临床自评量表、自评焦虑量表、自评抑郁量表、实用性创造力测验、威廉姆斯创造力个性量表。被试分布情况见表9-3。

表9-3 被试的分布情况

[image: ]


（一）实验设计

1.研究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指实验组所接受的心理辅导实验处理。实验组和控制组接受每周一次1小时的心理咨询心理辅导，但控制组不接受任何实验处理。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被试在接受心理咨询、辅导后，与辅导前相比，在SCL-90、实用创造力测验和威廉姆斯创造力个性量表中所表现出的由自变量引起的变化。

对于控制变量，为了减少实验误差，降低实验干扰因素，本研究的设计采取了如下措施。

（1）实验效应的控制

本研究采用了实验组、对照组和控制组的三组实验设计，由此可以仔细考察因变量的变化，了解实验效应的存在情况，避免因实验效应引起误差。为了避免创造力测验和威廉姆斯创造力倾向量表的前测导致学习和记忆的干扰，本研究特设控制组被试，不参加前测。

（2）实验者误差的控制

来自四个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8名咨询员每个月就抑郁和焦虑个案进行讨论分析，对个案进行录像，请专家督导。

（3）被试控制

为避免被试的自我期待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实验组被试并不知道自己是被试。

2.前后测设计

采用实验组—控制组—对照组的前后测设计，将研究对象随机分配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组和控制组均接受心理辅导干预，实验组接受心理健康和创造力的前测和后测，为避免前测效应，控制组的被试不参加前测。在2002年10月进行的新生心理健康测试总分为前27%的学生中，随机选取40名作为对照组，对照组不做任何心理辅导干预。实验设计如表9-4、表9-5所示，其中，R=将所选的被试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控制组；X=根据实验设计和实验目标对被试进行的治疗和干预；O=对独立变量的观察和测量。

表9-4 焦虑组实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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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5 抑郁组实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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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前后测的实验设计可以表达如下：

Group1（实验组）：RO1
 　X1
 　O2


Group2（控制组）：　　　X2
 　O3


Group3（对照组）：RO4
 　O5


（二）焦虑、抑郁实验组和对照组前测在实用创造力和威廉姆斯创造倾向上的差异

本研究首先比较了焦虑实验组学生与正常学生在创造力上的差异，结果如表9-6所示。在实用创造力的三个维度上，焦虑组的得分显著低于正常学生。而在威廉姆斯创造力个性量表上，焦虑组学生只有在好奇性和想象性上的得分与正常学生有明显差异。在冒险性、挑战性和WLS总分上，正常学生的得分略高于焦虑学生，但二者的差异并不显著。

表9-6 焦虑组和对照组前测在创造力各维度上的差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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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组和正常学生在创造力各维度上的前测差异见表9-7。与焦虑组的结果一样，抑郁组学生在实用创造力各维度上与正常学生有显著差异，特别是在流畅性和变通性上，抑郁组学生显著低于正常学生。在WLS创造性倾向量表上，抑郁组学生的冒险性、好奇性明显低于正常学生，而在想象性和挑战性上，二者的差异不显著。在WLS总分上二者的差异也较显著。

表9-7 抑郁组和对照组前测在创造力各维度上的差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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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在没有进行心理健康实验干预以前，焦虑组和抑郁组学生的创造力水平明显不如正常学生。

（三）焦虑、抑郁实验组与对照组后测在实用创造力和威廉斯创造倾向上的差异

经过实验干预，焦虑组被试的焦虑水平下降到正常水平后，我们对其再次施测，使用创造力和WLS创造倾向性量表，其后测结果与正常学生的后测结果差异见表9-8。焦虑实验组和正常学生后测在创造力的各个维度上的差异均不显著，说明经过心理咨询、心理辅导，实验组学生的心理健康恢复正常水平后，其创造力的发挥也恢复到正常水平。

表9-8 焦虑实验组和对照组后测在创造力不同维度上的差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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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实验组学生经过实验干预后，心理健康水平恢复到正常水平（抑郁指数小于0.5），再次施测创造力测验，与正常学生创造力测验后测的差异见表9-9。抑郁组和对照组（正常大学生）在创造力各个维度上的差异均不显著，说明抑郁学生的抑郁情绪得到改善，恢复到正常水平后，其创造力的发挥也得到了提高。

表9-9 抑郁实验组和对照组后测在创造力不同维度上的差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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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焦虑、抑郁实验组和控制组后测在实用创造力和威廉斯创造倾向上的差异

为了检验在本实验中实验组创造力的提高是否存在前测效应，本研究特意安排了没有前测的控制组。焦虑实验组和控制组后测在创造力各维度上的差异见表9-10。尽管在实用创造力的三个维度上，实验组的均值略大于控制组，但这种差异不显著。在WLS创造性倾向量表的各维度上，实验组的均值都略低于控制组，而这种差异也不显著。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认为，在本研究中不存在前测效应。

表9-10 焦虑实验组和控制组后测在创造力不同维度上的差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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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抑郁组的被试我们做了同样的检验，抑郁组和控制组后测在创造力不同维度上的差异见表9-11。抑郁实验组被试和正常大学生在后测创造力的各个维度上差异不显著。这个结果同样说明，对抑郁组被试来说，不存在前测效应。

表9-11 抑郁实验组和控制组后测在创造力不同维度上的差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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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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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焦虑组前后测在实用创造力和威廉姆斯创造倾向上的差异

在上面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考查心理健康干预对创造力的影响，我们比较了实验组前后测在创造力各维度上的差异。表9-12反映了焦虑实验组在实验前后的创造力差异，焦虑实验组的前、后测在实用创造力的三个维度上差异均显著，而在WLS创造性倾向量表的各维度上前、后测差异均不显著。

表9-12 焦虑实验组在创造力各维度上的前、后测差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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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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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抑郁实验组前后测在实用创造力和威廉姆斯创造倾向上的差异

抑郁实验组在创造力各维度上的前测、后测差异见表9-13。抑郁组被试在冒险性、好奇性和WLS创造性倾向总分上的前、后测差异显著，而在实用创造力的三个维度以及WLS的想象性、挑战性维度上差异不显著。

表9-13 抑郁实验组在创造力各维度上的前、后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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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通过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改善来促进其创造力的发展，落脚点是通过心理咨询、心理辅导的技巧，对焦虑和抑郁这两种大学生中最常见的不良情绪进行干预，使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恢复到正常状态。这是目前许多大学心理咨询中心都在开展的工作。本研究采用单盲的方法，对到心理咨询中心求助的具有中至重度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学生进行创造力培养研究。

本研究在自然条件下通过心理咨询、治疗的形式，改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从而发现其创造力水平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验证了我们的假设之一，即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能促进其创造性思维的提高，也部分验证了假设之二：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能改善学生的创造性人格，但这需要一个长期的心理健康教育过程。

该研究结果向我们展示了一条全新的创造力培养的途径，那就是通过对学生进行各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可以促进其创造力水平的发挥和发展。因此，我们在教育观念上要树立起创造力培养离不开心理健康教育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大学创新教育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探讨如何通过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全面提高，为大学生创造力的正常发挥和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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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创造性教育的研究



我们团队重视创造性教育的研究。从1978年起我开始关注思维品质创造性或独创性的培养，到我的弟子胡卫平教授近10年来对创新教育模式的探讨，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团队对于创造性教育的重要研究内容。

第三章我们提到的英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开启创造性教育研究之先河，他的《遗传与天才》就有创造性教育的理念。20世纪40—60年代，从奥斯本到吉尔福特，都提倡创造性思维方法的培养，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造性教育研究逐渐形成了初步的理论体系。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出现创造性教育的实验，上面已提到的斯腾伯格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中国，陶行知先生是创造性教育的开拓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育才学校设立“育才创造奖金”，后又发表《创造宣言》，为中国的创造性教育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

我们的课题组对创造性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创造性培养模式的阐述；二是创造性学习的研究；三是创造性教育，特别是创造性教育的结果分析。我们已把这三个方面研究结果，发表在国内外相关的刊物上。

第一节 创造性教育的培养模式

所谓创造性教育模式，主要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创造性培养的具体方式或式样。它包括创造性教育与教学过程的组织方式、程序和方法。

一、国外对创造性人才培养模式的简介

创造性人才成长规律与培养模式是国外学术界、心理学界和教育界所关注的问题，但在我国，这类研究刚刚开始，与国际研究的深度还存在着一定差距。所以，我们课题组试图系统地研究国外创造性人才成长的规律与培养模式，梳理了国外近些年有关创造性人才培养的理论、教程、创新技能训练方法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实践，为课题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与研究基础。

（一）创新人才培养的理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提出了一些创造性人才培养理论，比较典型的有如下几种。

第一，吉尔福特（J.P.Guilford，1967）
 
[1]

 的三维智力结构模型。吉尔福特提出了智力的三维结构模型（The Structure of Intelligence），简称SOI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种以解决问题为主的思维培育教学模式。该模式强调记忆储存（知识经验）是问题解决的基础，问题解决的过程始于环境和个体的资料对系统的输入，经过注意的过程以个人的知识经验基础对资料加以过滤选择，然后引起认知操作，了解问题的存在及本质，接着进行发散思维，酝酿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集中思维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案。有时可能未经发散思维而直接以集中思维解决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如有反对观点，则必须靠评鉴的运用，但在发散思维的情况下，有些取出的资料则避开评鉴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拒绝批判”，这在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中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泰勒（I.A.Taylor，1976）
 
[2]

 的三维课程模型。泰勒提出了一种用于培养学生创造力的三维课程模型，第一维是知识维，即学生所学的学科知识，包括生物、物理、艺术、数学、语言、历史、音乐等各种技能；第二维是心理过程维，即学生学习学科知识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心理能力及所需要的心理过程，包括认知、记忆、发散思维、聚合思维、评估、学习策略等智力因素和直觉、敏感性、情绪、情感、需要等非智力因素；第三维是教师行为维，包括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媒体以及影响思维与学习过程的教师、学生和环境因素等。该模型强调通过学科教学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第三，威廉姆斯（F.E.Willianms，1980）
 
[3]

 的认知—情感交互作用理论。威廉姆斯提出了一种创造性思维培养的理论，叫作认知—情感交互作用理论（Cognitive-Affective Interaction Theory），简称CAI 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他设计了思维培育方案。整个方案包括指导手册、张贴部分和磁带。威廉姆斯的创造性思维培养的理论是一种强调教师通过课堂教学，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以提高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在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中的渗透。教学中宜采取游戏和活动方式，以便学生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中，大胆猜测，多方向发散，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从而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第四，崔芬格等（D.J.Treffinger，Selby，& E.C.Isaksen，2008）
 
[4]

 的创造性学习模型。该模型包括创造性学习的三级水平，并且在每一级都考虑了认知与情感两个维度。第一级水平包括一类具有发散功能的认知与情感因素，强调开放性——发现或感觉到许多不同的可能性。因为这一级水平包括对创造性学习来说基本的和重要的一类发散思维和情感过程，因此，构成创造性学习的基础。第二级水平包括更高级的或更复杂的思维过程，如应用、分析、综合、评价、方法论与研究技能、迁移、比喻和类比，同时还包括更高级或更复杂的情感过程，如认知冲突、善于想象等。第三级是学习者真正融入真实的问题和挑战。认知方面包括独立探究、自我指向学习、资源管理和产品的发展，情感方面包括价值的内化、对有效生活的承诺、自我实现。

第五，伦祖利等（J.S.Renzulli & S.M.Reis，2009）
 
[5]

 的创造力培养理论。伦祖利提出了一种通过追求理想的学习活动促进青少年发展的一般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理想的学习行为应处理好教师、学生及课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关系，同时要处理好教师内部（包括教师的学科知识、教学技能和对该学科的热爱），学生内部（包括能力、学习风格和兴趣），课程内部（包括学科结构、学科内容及方法和激发想象）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关系。

（二）创新人才培养教程

近几十年来，国外发展了几种影响较大的创造性人才培养课程，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科温顿（M.V.Covington，R.S.Cruchgield，& L.B.Davies，1996）
 
[6]

 的创造性思维教程。卡温顿等人编写了《创造性思维教程》（Productive Thinking Program
 ），该教程包括15本卡通一样的小册子，每册30页，每册讲述一个侦探故事，故事中主要有四个人物——两个儿童（吉姆和莱拉）和两个成人（吉姆的叔叔约翰和大侦探塞奇先生）。故事先就某个谜案提出一些线索，要求读者回答问题，目的是让读者“用自己的话陈述问题”“自己提出问题”“产生能解释谜案的各种想法”。当读者产生了某些想法之后，小册子中的吉姆和莱拉通过对话提出他们的想法，实际上，吉姆和莱拉就成了思维方法的“榜样”。就像真正的破案过程一样，他们起先会产生一些错误的想法，但后来在两个成人的评析和帮助下，最终揭开了要侦破的谜案。每个故事中成人评析都针对解决问题的一些策略。多项研究表明这一思维教程可以有效地提高青少年的思维能力。

第二，德·波诺（E.de Bono，1987）
 
[7]

 的认知研究基金（Cognitive Research Trust，CoRT）教程。德·波诺的教程起初是为成人设计的，目的是通过训练发散思维来改进他们的思维能力。该教程并不是基于某一学习理论或发展心理学理论开展的，其目的是学习一套思维策略并将其应用于更广泛的情境中。CoRT教程共有6个单元，每一单元包括10节课，每一节课训练在一个问题情境中的一种特定的思维策略。在每一节课开始时，先由老师简要地解释所要学习的思维策略，然后将学习者分成小组，讨论如何解决问题。几分钟后，各小组汇报他们的进展情况，并在老师的引导下进行讨论。CoRT教程的大部分问题来自实际生活和实践。这一教程在全世界有广泛的应用，有数千个班的人参加了训练。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经过严格的实验检验。

第三，阿迪等（P.Adey，M.Shayer，& C.Yates，1995）
 
[8]

 的思维科学课程。阿迪等人对英国青少年思维能力的发展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青少年的思维能力达不到皮亚杰提出的水平，而英国中学的课程是按照皮亚杰思维能力发展阶段设计的，故学生在学习科学等课程时会遇到困难。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阿迪等实施了通过科学教育对学生进行认知（思维）加速的研究（Cognitive Acceleration through Science Education，CASE）。CASE项目的理论依据是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和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具有事实准备（concrete preparation）、认知冲突（cognitive conflict）、元认知（metacognition）、架桥（bridging）等特点，特别强调在学生大脑中产生认知冲突，并通过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谈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建构认知结构，然后让学生总结自己的思维与解决问题的策略，发展自己的元认知能力，最后，将在活动中形成的这些策略应用到其他的问题上，推广到其他的领域。阿迪等人在理论建构和发展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训练教程《思维科学》，用于指导认知（思维）加速实验。思维科学包括30个活动，这些活动可以分为变量问题、比例问题、守衡问题、组合问体、相关问题、分类问题、模型问题、平衡问题等类型。CASE项目特别重视教师培训，培训内容包括CASE理论及每一个活动的实施方法，强调将这种教学思想和方法迁移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有近20%的英国中学生及南非、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中学生参加了这一项目，大量的数据表明，CASE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科学、数学、英语成绩，以及学生的思维能力，同时，也大幅提高了学生的创造力。

（三）创新技能训练方法

训练创新技能是国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方法，比较著名的有如下几种。

第一，奥斯本（A.F.Osborn，1963）
 
[9]

 的头脑风暴法。奥斯本从心理功能的角度将人的心理能力分为信息输入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四种，将思维分为判断思维和创造思维。他认为，经验是产生新思想的源泉，数量中包含质量，推迟判断能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想法，并提出了一种创造技能——头脑风暴法（brainstorming）。这种方法既可以用于在特定的情境中产生创造性的想法，也可以用于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它利用集体思维的方式，使思想互相激励，发生连锁反应，以引导创造性思维。

第二，德·波诺（E.de Bono，1985）
 
[10]

 的侧向思维训练。德·波诺将思维分为纵向思维和侧向思维。纵向思维即逻辑思维，是一步一步进行推理的，在推理过程中，每一步都必须是正确的；侧向思维是跳跃式的，为了得出正确的结论，思维的某一阶段可能是错误的。纵向思维关心的是提供或发展思维模式，侧向思维则关心改变原有的模式，建立新的模式。在整个思维过程中，纵向思维和侧向思维都是必要的，它们具有互补的关系。由于侧向思维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方法，且容易被人们忽视，故需对其进行训练。德·波诺侧向思维的训练材料主要有视觉材料、言语材料、问题材料、主题材料、逸事与故事以及物资材料，训练方法主要有改变想法、挑战假设、推迟判断、分解问题、逆向思维、头脑风暴、任意激发、类比、寻找核心概念和关键因素、选择切入点和注意范围等。

第三，托伦斯（E.P.Torrance，1970）
 
[11]

 的创造技能训练。托伦斯将儿童的创造技能分为6级水平，并通过阅读活动对其进行训练，他列举了课前、课中、课后能促进创造力发展的71个行为特征，并强调期望的作用，帮助学生想象未来。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创造技能，共有100多种。在这些技能中，既有内部联系技能，又有外部联系技能；既有强迫联想技能，又有自由联想技能；既有问题相关技能，又有问题无关技能；既有言语技能，又有非言语技能，最常用的有任意输入、反转问题、提出问题、总结问题、侧向思维、列举项目、头脑风暴、强迫类比、列举属性、心理图示、比喻思维、形象思维、优选假设、模糊思维、模仿、训练六种思维风格、遵循不连续原理、从形态上强迫联系、莲花开放技能等。

（四）世界发达国家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实践

1.美国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实践

美国注重创造性教育，各级各类学校在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教学的同时，高度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基础教育中，美国的中小学除了将创新能力的培养贯穿在整个教学活动之中，使所有学生都有机会提高其创新能力外，还设立专门的天才班级和天才学校。

中小学教育在创造性人才培养方面的具体做法和特点是：①教学内容丰富，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②学校与社区密切联系，强调学生的社会责任感；③师生平等交流，鼓励学生的参与意识；④课堂教学活动除教师以外，还有同学互教、小组讨论或团队协作等形式；⑤教师通常作为协调人和协作人的角色出现在课堂；⑥学生不仅是为了教师而且是为了教师以外的现实社会而完成作业；⑦课内外活动丰富多彩，为激发学生开发和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提供机会；⑧强调理解并掌握新知识，坚持重温所学内容；⑨实行定期或不定期测试与评估。

2.英国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实践

英国是创造力研究的发源地，20世纪80 年代以来，英国实施了国家课程，强调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特别是科学领域创造力的培养。英国在《学校课程框架》中提出了发展创新思维，了解世界群体和个人，养成正确道德观念等教育目标要求。具体来说，创新人才具有这几方面的素质：①创新意识，包括追求创新、推崇创新、乐于创新等；②创新思维，包括创造性想象、积极的求异思维、直觉思维、敏锐的观察力、敏捷而持久的记忆力、良好思维品质等；③创新技能，包括获取、处理信息的技能，动手操作、与他人合作，善于捕捉灵感技能等。

英国教育部担负创造性人才早期培养的主要责任，并且特别重视加强小学、中学和大学之间的联系，指定牛津布鲁克斯大学“高能儿童研究中心”为中小学校的超常人才计划协调人进行培训。同时，鼓励地方企业、工业资助超常学生，为超常生的长期培养奠定基础。

3.澳大利亚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实践

在澳大利亚英才教育过程中，教师对每个学生都有充分的了解，学校专门存放这些学生的档案包，记录着对其学习兴趣、认知风格的详细分析。教育重点是教会学生用辩证的眼光、批判的思维来学习和思考，教师经常采用诸如辩论的方式，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合作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的能力。

澳大利亚鉴别创造性人才的标准，可以归纳成以下几个方面：全面的综合智能、特殊的学术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领导能力、艺术表现能力、体育运动能力等若干方面。具体鉴别的方法是，先由学生主动申请，通过教师评估、水平测试、IQ 测试后，综合三方面鉴定判断这个学生的学习潜能——学习和思考的能力。当学生被认定为天才学生后，学校将与学生及家长签订一份特别教育协议，明确规定发展要求、预期成就以及所需时间等。

澳大利亚各地教育部门都在研究英才教育，众多高校纷纷建立了英才教育研究中心。1997年，新南威尔士大学成立的英才教育研究、咨询和信息中心，成为南半球的第一个英才教育研究中心，先后有60 多名教师已经拿到了英才教育硕士学位，600 多名来自澳大利亚各地以及新西兰、中国香港等地的教师在此完成了关于英才教育课程的学习。

4.日本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

日本人提出教育要成为“打开能够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大门的钥匙”“教育要适应技术新时代而提高学生的人格品位，发展学生的想象力、谋划能力和创造性智力以及为创造而进取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力”，使受教育者成为“面向世界的日本人”。

日本心理学教授宫城音弥认为创造性素质应包括：活力（精力和魄力），扩力（发展力、思考力和探索力），结力（组合信息能力、灵感、感知能力、联想力、构成力）以及个性四个方面。创新首先要通过活力即身心的精力，使扩力发挥作用，扩力扩散出来的东西又依靠结力而结合。个性能调控活力、扩力和结力。

坚持个性化是促进创造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可以这样说，没有个性化，就不会有创造性。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为了实现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教育目标，把实行个性化作为基本价值指向和最重要的原则，并贯彻于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之中。坚持个性化原则，首先，要实行教学民主化，师生之间必须建立真诚、平等、共融的密切关系；其次，要尊重学生的人格，提倡学生在共同性前提下的独特性；再次，废除给予性学习，实行自主的解决问题学习，实行知识、技能与培养创造力三位一体的教育；最后，必须使教育环境“人性化”，创设有利于个性发展的环境。

5.法国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实践

法国的教育改革高度重视培养儿童青少年的创造性或创造力，强调树立正确的学生观，认识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和主人，使其充分得到自由发展；启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尊重学生的人格；通过创新构思、造型艺术、素描、绘画等各种实验活动，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在教学时间上，分成创造时间、吸收时间、对话时间、探索时间、自学时间等。

6.新加坡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实践

《新加坡教育法》（1993年）就明确规定：使学生具备活跃的和具有探索精神的思维方法，使他们能够理性地思考和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和争论问题并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新加坡发表的《理想的教育成果》提出了新加坡21世纪的教育目标，规定了应达到的八大成果：人格发展、自我管理技巧、社交与合作技巧、读写与计算技巧、沟通技巧、资讯技能、知识应用技巧、思维技巧与创意。

新加坡实施创造性教育的主要手段：第一，营造创造性环境。鼓励教师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创造性能力，地铁站、街道口等人来人往的地方都悬挂大幅标语，宣传创意，鼓励创新。第二，推行课程改革。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新加坡教育部自1987年起，开始试行“思考”课程。1997年，新加坡教育部将思维技能、资讯科技与国民教育规定为各个学科中必须融入与落实的“三大教育创导”。第三，课堂教学改革。创新教育要求创造自由、安全、和谐和无拘无束的情境与气氛。新加坡教育部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少讲一点，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学生。新加坡的“少教多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四，改革评估办法。教育评估重点包括对学校、教师、学生的评价，特别是国家对人才的甄别制度的改革是创造性教育能够顺利实施的关键。第五，搭建展示平台。各中小学纷纷搭建了不同级别、不同形式的平台来展示学生的创造性才能。新加坡各校在发展学生的创新意识上都制定了相关的计划，开辟了专门的场地，设置了专门的创新校本教材，安排了专门的教师来引导学生发挥创意。第六，加强教师培训。为了发展教师的创意，新加坡政府主要采用了三种方法：一是扩大教师的资讯信息；二是有计划、有目的地把教师送到企业、银行、工厂等部门工作、学习，开阔眼界，了解企业的创新制度、方案、技术等；三是分层次培训教师的创意思维和创意教学法。

二、陶行知是中国创造性教育的先驱

陶行知是中国教育家，原名文浚，又名知行，安徽歙县人。1910年入金陵大学文学系，1914年赴美国留学，1915年获伊利诺依大学政治硕士学位。同年秋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为杜威·孟禄的学生。1917年获该校都市总监学位，秋季归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教授。“五四”时期主张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教育，提倡女子教育、学生自治等。1927年后积极提倡乡村教育运动，认为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教育应为古老民族最多数的贫苦农民服务。于是在南京郊区晓庄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培养具有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本领的教师。1930年他系统地提出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陶行知先生被毛泽东同志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是中国创造性教育的先驱，早在1933年就提出了“创造的教育”之观点，在《陶行知全集》与《陶行知文集》中有许多创造性教育的理论，这里我们来概括几个方面。

（一）创造性教育是完成行为—思想—新的价值的教育

陶行知先生分析当时中国的教育是传统教育，是关门来干的，只有思想，没有行动的。教员们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传统教育是死的教育，不是行动的教育。陶行知要扭转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陶行知从其老师杜威的“反省思维”五步骤（感觉困难、审查苦难所在、设法去解决、择一去尝试、屡试屡验得到结论）出发，提出“行动的教育”，即创造的教育，“有行动才能得到知识，有知识才能创造，有创造才有热烈的兴趣。所以我们主张‘行动’是中国教育的开始，‘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陶行知，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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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造性教育呈现“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模式（陶行知，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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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先生批评当时的教育脱离生活、脱离社会。

陶行知首先提出创造性教育就是“以社会为学校”“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彼此之间很难识别。其措施是拆除各人心中的围墙。各人把其感情、态度从以前传统教育那边改变过来，解放起来，实则这种教育，只要有决心去干，是很容易办到的。

与此同时陶行知提出创造性教育是“以生活为教育，就是生活中才可求到教育”。教育是从生活中得来的，虽然书也是求知的一种工具，但生活中随时随处是工具，就是教育。况且一个人有整个的生活，才可得整个的教育。

（三）创造性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建设国家、完善理论、技术创新

陶行知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教育家，他为抗日战争呕心沥血，他反对国民政府的独裁暴行，他希望中华复兴、祖国富强，于是他倡导教育性教育是为了“培养科学儿童以创造科学中国之始基”。他提倡学校加强自然科学教学、加强实验，这是建设科学中国的出路。

陶行知认为创办好创造的教育，也是为了更好地创造。创造性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而是接过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继续创造。创造需要理论，需要技术。所以创造性教育者也要创造值得自己崇拜之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他做了如下的一个形象比喻：活人的塑像和大理石的塑像有一点不同，刀法如果用得不对，可能万像同毁，刀法如果用得对，则一笔下去，万龙点睛（陶行知，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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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造性教育要培养学生手脑相长

陶行知先生在创造教育的措施上，提倡“创造儿童教育”，即了解儿童、尊重儿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他提出“陪着儿童一起创造”，即把我们摆在儿童队伍里，成为他们的一员，认知儿童有力量，解放儿童的创造力，培养创造力。

在这个前提下，创造性教育应该如何进行呢？陶行知提倡把学生的头脑、双手、嘴、空间都解放出来，培养手脑相长的创造力。他多次用“工学团”作为教育目标，“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也就是说，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团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陶行知实际上希望把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一个富有生活力的新教育。

创造性教育的目的，是帮助造就手脑都会用的人。陶行知先生指出：“我们需要的一种教育，是造就脑子指挥双手、双手锻炼脑子的手脑健全的人。”（陶行知，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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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们对创造性模式的探索

近30年特别是近10年来，在系统研究创造性人才成长规律的基础上，我们一直在探索创造性人才的培养途径，提出了营造创造性环境、实施创造性教育、培养创造性能力、塑造创造性人格的培养思路，开发了儿童青少年创新素质培养的活动课程，提出了创造性课堂教学的理论，组织了部分中学与大学联合培养创造性人才，建立了三百多所实验学校，探索了创造性人才培养的活动课程模式、学科渗透模式和中学与大学联合培养模式等，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一）三种较典型的模式

1.中小学活动课程培养模式

创造性人才除应具备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这两个关键素质外，还应有强烈的学习动机、良好的学习策略、较高的思维能力和对知识的深入理解。为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我们构建了活动课程培养模式。思维是智力和能力的核心，创造性思维是创造力的核心，基于中小学生思维发展的特点和学生的直接经验，我们陕西师范大学课题组开发了以思维方法为主线、以学生活动为载体、体现对知识的综合运用的思维活动课程。该课程共有8册，每个年级1册，每册都以活动为单位（小学每册24个活动，初中l4个活动），由“基础能力训练篇”和“综合能力训练篇”两部分构成，每个部分都包括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三种思维形式，同时涵盖了15种思维方法。每个活动包含活动导入、活动过程、活动小结、活动拓展四个部分，一些活动后面还有与活动内容相一致的课外阅读。同时，提出了动机激发、认知冲突、社会建构、元认知和迁移等教学原理和民主性、开放性、建构性、合作性和个性化等教学原则，建构了针对不同活动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10年来的教学实验表明：活动课程培养模式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创造素质的提高，并把这种模式介绍到国际上（W.Hu，P.Adey，& X.Jia，et al.，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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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校与中学联合培养模式

为在人才成长的关键时期，采取特殊措施，加快创造性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在系统研究创造性人才成长规律和总结国内外创造性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陕西省启动了高校与中学联合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春笋计划”。我们负责了方案的制订、学生的选拔、活动的组织和效果的评估。

“春笋计划”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选拔少数具有创造性潜质且学有余力的高中生，利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时间和节假日进入高校实验室参加课题研究。第二，组建创造性人才培养专家报告团，为高中生举办讲座、报告，开设选修课，参与高中生研究性学习的指导。第三，高校重点实验室对中学生实行开放日制度，接待中学生有计划地参观和学习。通过这些活动，培养高中生的创新素质。经过一年的实验，第一期“春笋计划”已经结束，经过评估，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参与“春笋计划”的学生不仅产出了一批创造性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有效培养了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加深了学生对学科知识的理解，提高了学生的创造性人格。调查表明：学生在怀疑性、独立性、好奇心、开放性和坚持性等人格特质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学生的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

类似于陕西省的“春笋计划”，北京市实施了“翱翔计划”，上海市的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中学等基础教育名校也开始联合培养创造性人才。高校也在围绕专业学科，特别是基础专业学科，如数、理、化、生、信息技术、文、史、哲、经、法等学科，围绕着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积极制定计划。基础和高等教育积极推进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素质教育，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创新人格，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探索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创造性人才培养模式。

3.高校培养创新人才模式

我们曾在前文中阐述了拔尖创新人才成长阶段中的“集中训练期”和“才华展露与领域定向期”，主要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高校培养创新人才更要体现创新性（创新）教育的特点，更要转变教育观念。高校领导（管理层）要营造有创造性的校园文化，包括认识和内化创造力，使创新意识深入人心，营造学校创造性校园气氛；开展创造力教学活动，提高师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师生的创新热情。北京师范大学创办“励耘实验班”，就是一种高校培养创新人才模式的一种尝试。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人才强国战略，培养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基础学科领域拔尖创新人才，促进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提升，2009年，我国教育部出台了一项人才培养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珠峰计划”。该计划选定了全国19所高等院校的五个基础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作为试点，力求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有所突破。由于专业特色和侧重点不尽相同，19所学校所制定的培养模式也各具特色。北京师范大学作为入选该计划的高校之一，在依托数学国家一级重点学科，理论物理、物理化学、细胞生物学、生态学国家二级重点学科，充分发挥国家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的优势的基础上，创建了“基础理科（含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拔尖学生培养实验班”，为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学生，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示范作用；此外，北京师范大学也注重人文学科拔尖学生的选拔和培养，创建了“人文学科（含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和哲学）拔尖学生培养实验班”，力图培养学生浓厚的人文素养和坚实的人文学科专业知识，为其将来成为文史哲学科领军人物、知名学者奠定坚实基础。励耘实验班坚持因材施教、扩大个性选择，实施导师指导下的开放式“宽口径、厚基础、个性化、本研衔接”拔尖学生培养模式，重构课程体系，强化相关学科基础；大力改革教学方法，推进研究性教学和自主学习；注重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科学研究的结合，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注重非智力因素培养，提升综合素质；并通过多种途径拓展学生国际视野，丰富学术生活。2010年至今，励耘实验班已经有六届学生，学生普遍表现出基础扎实、学习投入、兴趣浓厚、志向远大、能力突出等特点。励耘拔尖计划的实施，也带动和促进了学校基础学科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升了师资队伍水平。我们从中体会到：为了培养创新人才，对高校教师来说，一是要提高师德，能否培养出国家需要的创新人才，是衡量师德的重要标准；二是要“严慈相济”，激发学生的创新兴趣、动机和热情；三是倡导“培养出超越自己，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的理念，确实把培养创新人才放在教育教学工作的首位。对学生来说，必须抓好其学习活动中的七种因素，即兴趣、志向、质疑、毅力（特别是勤奋）、信心、责任心和实践（活动），以促进大学生或研究生创新精神和创新才干的发展。

（二）胡卫平的课堂教学创新模式

胡卫平的课堂教学创新模式，是我们学术团队对创造性教育模式研究的典范。所以我们做如下介绍。

课堂教学是学生创造力培养的主渠道，是创造性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要有效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必须实施有利于学生创造力发展的教学改革。基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发展理论、林崇德的思维理论（C.Lin & T.Li，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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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相关思维、学习和教学的观点，胡卫平提出了思维型教学理论（林崇德，胡卫平，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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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卫平，魏运华，2010
 
[19]

 ；胡卫平，刘丽娅，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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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u，P.Adey & X.Jia，et al.，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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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u，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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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创新素质。该理论的核心包括三个部分。

1.思维能力的结构模型

胡卫平基于对思维与创造力的长期理论研究和发展研究，分析了国内外关于思维与创造力培养的理论与实践，建构了整合思维内容—思维方法—思维品质的思维能力的三维立体结构模型——思维能力的结构模型（Thinking Ability Structure Model，TASM），如见图10-1所示。该模型有三个维度，每两个维度构成的平面代表特定的含义。内容与方法维所构成的X-Y平面表示学科的结构，方法与品质维构成的Y-Z平面表示一般的思维能力，内容与品质维所构成的X-Z平面代表与思维能力相适应的知识结构。

[image: ]


图10-1 思维能力的三维立体结构模型

本模型有三个特点：第一，整体性。即该模型指出，中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是由科学思维的内容、方法和品质有规则、有秩序地构成的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有机整体；第二，动态性。即该模型不仅在特定的阶段是稳定的，而且随着知识的丰富、方法的完善、品质的提高、能力的发展按一定规律发展变化，在这个变化中，整个结构形式保持不变，变化的只是具体内容；第三，自调性。即结构模型内各成分为达到平衡，产生了依靠其内部规律而进行的自我调节。

本模型给我们有如下启示：第一，儿童青少年的思维能力是由思维的内容、方法及品质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对该能力的测量必须同时考虑这三方面的因素；第二，思维能力的培养必须贯穿在知识和方法的教学中，并将思维品质的训练作为培养思维能力的突破口；第三，儿童青少年思维能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该结构模型的形成和改组过程，每一阶段有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教育与教学要适应这种结构，并促进其发展。

2.思维型教学的基本原理

教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是科学，说明有规律可以遵循；是艺术，说明需要教师的创造。因此，思维型课堂教学不可能给教师规定详细的教学细节，但有效的教学需要遵循五个本原理。

第一，动机激发。动机作为非智力因素之一，不仅是其他非智力因素的前提与基础，也对创造力发展有着更重要的作用。斯腾伯格等（R.J.Sternberg & T.I.Lubart，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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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了一种创造力投资理论，认为有六类相互作用的资源会影响创造性的表现，即智力过程、知识、类型、人格、动机和环境。阿玛贝尔（T.M.Amabile，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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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了创造力的三成分模型，认为创造力是领域相关的技能、创造力相关的技能和任务动机三种成分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教学过程中，要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设置适当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保持积极的学习情感与态度。

第二，认知冲突。认知冲突指认知发展过程中原有认知结构与现实情境不相符时在心理上所产生的矛盾或冲突。皮亚杰认为顺应或调节是解决认知冲突的有效方法，只有通过调节不断解决认知冲突，才能促使人的认知活动不断丰富和发展。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根据课堂教学目标，抓住教学重点，联系已有经验，设计一些能够使学生产生认知冲突的“两难情境”或者看似与现实生活和已有经验相矛盾的情境，以此激发学生的参与欲望，启发学生积极思维，引导学生在探究问题的过程中领悟方法、学会知识、发展能力，主动完成认知识结构的构建过程。

第三，自主建构。自主建构包括认知建构和社会建构两个方面。根据建构主义的认知建构思想，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采用恰当地列举生活中的典型事例，唤起学生已有的感性认识；运用观察和实验来展示有关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现象和过程；联系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知识进行教学；要让学生掌握建立概念、规律、形成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出高认知问题，重视探究教学；使学生掌握知识之间的联系及关系，在大脑中形成“富有弹性”的知识网络，建构合理的学科结构。社会建构思想体现在课堂教学中，从课堂互动的主体来讲，有课堂师生互动和课堂生生互动；从课堂互动的内容来讲，有认知互动、情感互动、行为互动。行为互动是课堂教学中师生的外在表现，情感互动是思维互动和行为互动的基础，而思维互动则是互动的核心。在教学过程中，创设平等和谐的互动情景，促进师生和同伴之间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正向情感的建立，激发师生和同伴之间积极的思维互动，可以有效促进学生创造力的发展。

第四，自我监控。自我监控是主体将活动本身作为意识的对象，不断对其进行积极主动的计划、检查、评价、反馈、控制和调节。自我监控能力不仅是教师教学能力的核心，也是学生学习能力的核心，影响着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也影响着学生创造性的发展。教学监控能力包括：课前的计划与准备性、课堂的反馈与评价性、课堂的控制与调节性和课后的反思性。在教学设计环节，不仅要设计每节课，而且要有一个长期的教学规划（包括知识教学、能力和非智力的培养）和系统的教学设计。在教学实施环节，要监控整个教学过程，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合理调整教学难度、教学方法和教学速度。要重视知识和方法的应用与迁移。特别是要重视教学反思环节，即在每一次课堂活动将近结束时，教师都要引导学生对学习对象、学习过程、思维方式、所学知识和方法等，进行总结和反思。通过总结和反思，使学生加深对知识和方法的理解，总结学习中的经验和教训，形成自己的认知策略，发展自己的认知结构，提高自我监控能力。

第五，应用迁移。应用迁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所学的知识与方法应用迁移到实际情境中去、应用迁移到其他领域中去，解决实际问题；二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与同学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合作的态度、积极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以及一些行为规范和价值观以不同形式迁移到日常生活中。

3.思维型教学的操作与评价

思维型教学追求学生对知识和方法的深度理解与灵活应用，以及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合作能力、交流能力、内在学习动机、自主学习能力等的培养。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基于五大教学原理，基本的教学操作程序如下：

创设情境—提出问题—自主探究—合作交流—总结反思—应用迁移

在实施过程中，构建促进学生发展的评价体系，注重终结性评价的同时，加强形成性评价；注重评价的全面性、动态性和激励性；坚持评价内容的开放化、评价标准多元化、评价标准多元化、评价方式多样化和评价主体的融合化。对一节课的整体评价，在满足科学性（教学内容正确、教学方法科学），适切性（教学难度和教学方法等适合学生特点），思维性（学生能够围绕教学目标积极思维）和自主性（学生自主参与、合作互动，具有内在动机和兴趣）的基础上，满足如下要求。

教学目标：突出核心素养，符合学生水平，规划完整恰当，按需调整目标，目标落实良好。

教学内容：内容选择符合目标，内容理解正确无误，突出知识形成过程，重视联系已有经验，体现学习进阶要求。

情境创设：基于生活实际，接近真实情境；紧扣教学内容，突出教学重点；适合学生水平，符合最近发展区要求；引起认知冲突，激发积极思维；能够融入情感，激发内在动机；具有形象性、具体性、探究性和可感知性。

提出问题：问题的设计有思维性和挑战性；问题的设计有准确性和适切性；问题的设计有开放性和探索性；问题的设计有层次性和条理性；要留足思考时间，给予恰当引导；反馈具有针对性，鼓励自我评价。

自主探究：自主完成，实施探究，积极思维。

合作交流：课堂教学氛围和谐，师生关系平等；创设有利于合作互动的教学情境；有适合于合作互动的高认知问题；面向全体学生，具有良好的课堂组织；教师及时的引导，学生的相互激发；以情感互动为基础，达到思维互动。

总结反思：结构合理，便于学生建构合理的学科结构；内容全面，包括知识和方法的总结；既反思探究的过程，也反思探究中的经验教训；引导恰当，基于学生的反思能力，立足学生积极参与，展示学生思维过程，引导学生自主完成；针对性强，围绕教学的重点、难点和关键点；教给学生探究、总结和反思的方法；注意对易错点进行总结和反思。

应用迁移：基于相关性，与所学内容相关，典型性，选择问题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思维性，能够激发学生积极思维；引导性，引导学生自主解决问题；实践性，联系实际，突出真实问题情境；全面性，包括知识和方法的应用迁移，包括迁移到本学科领域和其他学科领域。

第二节 创造性学习的研究

我们的学术团队和课题组对创造性学习探讨了近30年，不仅仅研究文献，更重要的是从事教改研究，尤其是1978年到21世纪围绕着中小学生思维品质的实验研究，获取了一些创造性学习的研究成果。

学习，一般是指经验的获得及行为变化的过程。人类的学习是获取经验、知识、文化的手段，知识的继承和文化的传承要依靠学习，而学习的重要内容乃是人类文化创造的结果。学习活动能否增加创造性的意义，学习过程能否增加除旧布新的成分，学习者是否有创造性的动机，学习者是否有学习策略并擅长一定灵活新奇的方法，学习者能否通过学习获得创造性的人格，进而加快发展为创造性人才等，对这些特点的研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个崭新的课题。

一、创造性学习是心理学界经长期探索而提出来的

“创造性学习”是怎么产生的？这是学术界颇关心的问题。

（一）创造性学习是学习理论研究的结果

在国际心理学界，创造性学习一般被认为是西方两种心理学理论的产物，一是布鲁纳的发现学习，二是吉尔福特的创造性思维。这两种理论都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如前所述，当时美国意识到国力竞争的关键在人才的培养，为了改变当时的科学技术状态，美国大力培养创造性人才，而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前提是创造性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在学习理论上，按不同的学习方式，可以分为接受学习和发现学习。所谓接受学习，是指学习者将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经验时，所学习的内容是以某种定论或确定的形式由传授者传授的，不需要自己任何方式的独立发现。与之相对应的教学方法是讲授教学法，学习者将传授者讲授的材料加以内化和组织，以便在必要时再现和利用。奥苏伯尔曾把接受学习分为意义接受学习和机械接受学习，其中意义接受学习的过程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一个新旧知识相互作用的过程，即新知识为“认知—知识结构”所同化的过程。学习者理解新知识，原有认知—知识结构获得改造和重组。所谓发现学习，又叫“发现法”，由学习者自己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学习方式。它以培养学习者独立思考（思维）为目标，以基本教材为内容，使学习者通过再发现的步骤来进行学习。发现学习分为独立发现学习和指导发现学习，前者与科学研究相同，在学校学习中较少见；后者却是在课堂教学中出现，它向学生提出有关问题，指导学生学习、搜集有关资料，通过积极思考，自己体会、“发现”概念和原理的形成步骤。尽管发现学习的效率比接受学习低，而且受学习者智力水平和知识基础的限制，但是发现学习的倡导者布鲁纳却认为发现学习有四个优点：一是有利于掌握知识体系与学习的方法；二是有利于启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增强其自信心；三是有利于培养学生发现与创造态度、探究的思维定势；四是有利于知识、技能的巩固和迁移。

创造性学习正是在发现学习和创造性思维等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创造性学习（creative learning）一词来自创新学习（innovative learning）。“创新学习”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牛津、纽约等6家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的《学无止境》（No Limits to Learning
 ）一书中，它是针对全球存在的环境问题、能源危机等而提出来的。创新学习是与传统的学习方法——维持学习（maintenancelearning）相对立的一种学习。维持学习是获得固定的见解、方法、规则以处理已知的和再发生的情形的学习，它对于封闭的、固定不变的情形是必不可少的。创新学习是能够引起变化、更新、改组和形成一系列问题的学习，它的主要特点是综合，适用于开放的环境和系统以及宽广的范围。预期和参与构成创新学习过程的概念框架，创新学习需要创造性的工作。维持学习和创新学习的另一区别在于：维持学习所要解决的问题来源于科学权威或行政领导，其解决方案容易被公众理解和接受。到20世纪80年代初，重视使用“创造性学习”概念，探讨学生创造性学习，是为了促进创造性人才的成长。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课题组提出“重复性学习”和“创造性学习”的分类，并强调学生创造性学习的重要性。

人的创造性的张扬，人的创造性的普遍化，就得有创造性的学习，这是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从实践的根本观点出发，确认了人的创造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也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是人的本性的延伸。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必须是知识不断创新、新事物新业绩不断涌现的时代，必将是百舸争流、人才辈出的时代。由于知识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创新人才成为竞争合作的决定性因素。人们必然会如同农业经济时代追求土地，工业经济时代追求资本那样去追求知识，创造性地去学习并掌握知识。知识产权的价值将显著提高，创新人才将成为国际间、企业间争夺的最重要资源，人们将把对教育和科研的投资视为最重要的战略性投资。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创造性的培养应当成为教育的普遍目标，它要面向全体受教育者，促进全体受教育者进行创造性的学习，各级各类教育都要以此为目的，并为此而做出努力。让我们积极顺应时代潮流，从教育改革入手，为了培养和造就适合时代的高素质创造性人才，我们中间应涌现出更多的创造型学校、创造型教师，从而产生更多的擅长于创造性学习的创造型学生，赋予创造性学习以本体论的意义。

（二）创造性学习是创造性教育的一种形式

学习活动，是要把人类所建树的一切经验、认识和文化成果，都用来武装新一代的头脑，以改变个体的行为，为文明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学习活动的基础是教育；教育是受教育者学习活动的前提。而我们今天强调创造性学习，则须以创造性教育为基础；创造性学习则是创造性教育的一种形式。

如前所述，创造性教育是在创造性理论的推动下，由创造性的训练而发展起来的。这种训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心理学家为了发展人类的创造才能，推荐了各种不同的创造力训练程序。例如，人的创造才能发展是与培养个体形成多侧面完整人格的整个过程分不开的，而不能单纯地局限于诸如“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上，因为学生个性（人格）及其内在动机的形成，对创造力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个性的形成必须接受教育的影响。又如，提倡问题—解决训练和其他许多鼓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或懂得教师是怎样提出某些问题的思路，以便呈现创造能力的方法。其二，教育措施除了对持续和成功的创造力必不可少外，其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归于其组织化因素。它的目的是保证主体的高效率，以及维持其高度创造力的心理状态。近30年来的实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通过许多组织化程序刺激学生的思维品质，特别是创造性的发展。

如前所述，创造性教育就是在这种创造力训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特别要考虑到：呈现式、发现式、发散式和创造式的思维方式。在创造性教育中，要提倡学校环境的创造性，要有创造型的教师，还要培养学生创造性学习的习惯，适应创造性教育的特征，使学生形成一种带有情感色彩且自动化的学习活动，关注在学习中呈现式、发现式、发散式和创造性的问题，这就是创造性学习。所以，创造性学习是创造性教育的一种形式。

二、创造性学习强调学习者的主体性

主体与客体（subject and object）原是哲学概念，是用以说明人的实践活动和认知活动的一对哲学范畴。主体是实践活动和认知活动的承担者；客体是主体实践活动和认知活动指向的对象。学生的学习活动是有对象或有内容的，即学习的客体。谁来学呢？学生。学生必然是学习活动的主体。然而，在传统的学习观中，更多强调的是教师的教，强调接受，强调重复性学习。我们从不否定教师在教的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也不否定接受学习的形式和重复性学习在学生学习活动中所占的位置，但在倡导创造性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则强调学习者的主体性。主体性是学习者作为实践活动、认知活动的学习活动主体的基本特征，它的实质是什么？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们就强调它是由于人有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人的意识的最高形式，它以主体自身为意识的对象，是思维结构的监控系统。个体通过自我意识系统的监控，可以实现脑对信息的输入、加工、存储、输出的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这样，人就能按照自己的意识相应地监控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正说明，人在实践活动和认知活动中，自我意识的监控所表现出来的分析批判性，体现着一个人的智力与能力的水平。美国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创造性思维和自我概念存在高相关。我们共同的结论是：自我认可、独立性、自主性、情绪坦率上高水平的被试，同样也是高创造力者。如何用这种主体性来揭示学生的学习，又如何来理解学习的主体性呢？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学生是教育目的的体现者。教育（培养）目标，尤其是在创造性教育目标是否实现，要在学生自己的认知和发展的学习活动中体现出来。如果学生没有学到知识、没有掌握教育内容，没有用所学的知识促进自己身心的发展和变革，那么教育的目的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创造性学习则更是无从谈起。创造性学习的学习目标要求学生不仅能获得书本或教师传授的知识，还对教师和书本上的知识进行分析，提出质疑，更自主而有选择地吸收。

其次，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成功学习的基础，只有学生主动学习、主动认知、主动获取教育内容、主动吸收人类积累的精神财富，他们才能认识世界，促进自己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主动学习就是创造性学习的基础。教师相对学生的学是外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教师的教，只有通过学生的折射才能生效。在学习过程中，师生的交互活动，旨在实现学生的社会化、个性化和创造化。所以，学生是学习活动，尤其是在创造性学习的主人，创造性学习只有在学生主动学习的过程中才能实现。

再次，学生在学习活动中是积极的探索者，在创造性学习活动中，学生不仅要接受教师所教的知识，而且要消化这些知识，分析新旧知识的内在联系，敢于除旧布新，敢于自我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尤其是创造性学习过程中是探索者和追求者。对学生主体来说，学习远不只是知识的简单增加，而是个体存在的每一部分都与某种学习经验、知识、文化相互贯穿，并且这种贯穿可以导致其态度、个性（人格）及对未来的选择方向发生变化。因此，学生只有发挥主体性，才能使其学习更有创造性的成分，从而更主动地获得发展。

最后，学生是学习活动的反思者。我们所讲的学习的反思过程，就是认知心理学强调的元认知。在创造性学习中，尽管也有直接理解或直接领悟的直觉思维，即所谓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更重要的是有批判思维的成分，即我们古人所指出的“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换句话说，在创造性学习中，要有严密的、全面的、有自我反省（或反思）的思维，要有思维活动的监控成分。有了这种思维，在学习中，就能考虑到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就能不断验证所拟定的解决问题的假设，就能获得新颖、独特的问题解决的答案，使学习活动更好地获得定向、监控和调节的功能。因此，反思或监控是创造性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创造性学习倡导的是学会学习，重视学习策略

我们教改课题组，特别是中学生思维品质研究课题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系统地研究学习策略。

在学校里，学生最重要的学习是学会学习，最有效的知识是自我控制的知识。创造性学习所倡导的是学会学习。要学会学习，就有一个学习策略的问题，即学习者必须懂得学什么，何时学，何处学，为什么学和怎样学。

在国际心理学界，对学习策略的看法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归纳一下，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把学习策略看作学习的规则系统；另一类是把学习策略看作学习过程或步骤；再一类是把学习策略看作学习活动。看法虽不一样，但反映了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去揭示学习策略的特征罢了。我们的团队因较长期地研究了学习策略，所以出版了学习策略的专著（剻超英，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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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认为，所谓学习策略，主要指在学习活动中，为达到一定的学习目标而学会学习的规则、方法和技巧；它是一种在学习活动中思考问题的操作过程；它是认知（认识）策略在学生学习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四个问题：一是学生学习的目的性；二是学生的学习方法，在一定意义上说，学生学习策略的主要成分是学习方法；三是学生的思维过程；四是学习策略和认知（认识）策略的关系。

学会学习或学习策略并不是一个新的思想。在西方，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法国思想家和教育家卢梭，他指出，形成一种独立的学习方法，要比获得知识更为重要。这里已蕴含了一种创造性学习的思想。在我国，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已重视学会学习的做法，他的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讲的就是学习过程中学习与思考关系的策略问题。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提倡，要促进学生有“学—思—行”策略。但真正提出策略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课题中。认知心理学对此起了很大的作用。认知心理学家们重视创造力的发展，重视创造性学习，重视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所以强调了学生学会学习的重要性。

我们在上边论证创造性学习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正是为了强调学生学会学习和学习策略的重要性。这里我们还要强调三点。

首先，重视学生的学习策略，就是承认学生在创造性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强调学生在创造性学习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学习策略受制约于学生本人，它干预学习环节、提高认知功能、调控学习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主体达到创造性学习目标的程度。于是，我们团队史耀芳研究员（1991）
 
[26]

 提出学生学习策略交叉的七种成分：注意集中、学习组织、联想策略、情境推理、反省思维、动机和情绪、计划和监控。可见，学生掌握学习策略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监控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统一过程。

其次，学生的学习策略是学会学习的前提，学会学习本身是一种创造性的学习，学会学习包括学生运用一系列的学习策略。学生的学习策略是造成其创造性学习成分多少，从而形成个别差异的重要原因。例如，研究表明，反应慢而仔细准确的“反省型”被试，比起反应快而经常不够准确的“冲动型”被试来，表现出具有更为成熟的解决问题的策略，更多地做出不同的假设；愿意循规蹈矩、喜欢依赖有条理秩序的“结构化”策略的被试，同希望自己来组织课堂内容的“随意性”方式的被试，在学习态度、学习成绩和创造性程度表现上是不尽相同的。

再次，在讨论学习策略中不能忽视学习策略与元认知的关系。我们团队的董奇教授（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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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元认知在学生学习中的具体表现，主要包括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监控两个方面。元认知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解决“学会学习”的问题。他通过研究表明，元认知水平高低，反映着学生是否有较多的关于学习及学习策略方面的知识，能否善于监控自己的学习过程，灵活地应用各种策略，去达到特定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策略也是一个元认知的问题。

最后，学习策略是一系列有目的的活动，它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选择、使用、调节和控制学习方法、方式、技能、技巧的操作活动。学习策略应该包括制订学习计划、监控学习目标、激发动机、感知教材、理解知识、记忆保持、迁移运用、获得经验的学习过程，以及对学习活动做出检查、评估、矫正、反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地形成自己的学习策略，有了良好的学习策略，他们就意识其学习内容，懂得学习要求，控制学习过程，以做出新颖、独特且有意义的决定，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学习活动，或者做出恰当的选择，灵活地处理各种特殊的学习情境，即形成创造性的学习活动。

总之，学生的学习过程，特别是创造性学习的过程是一种运用学习策略的活动。学生要学会学习，学会创设创造性学习的环境，寻找独特的方法，善于捕捉机会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都得运用一定的学习策略。否则的话，不仅学会学习、进行创造性学习成了一句口号式的空话，就连问题的解决、知识的获得、技能的掌握也难以实现。

四、创造性学习者擅长新奇、灵活而高效的学习方法

创造性学习者能能动地安排学习，有较系统的学习方法，并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学习过程是学生经验的积累过程，它包括经验的获得、保持及其改变等方面。它的重要特点是学生有一个内在因素的激发过程，从而使主体能在原有结构上接受新经验，改变各种行为，进而丰富原有的结构，产生一种新的知识结构和智力结构。因此，学习的过程，有一种学生的主观见之客观的东西，这就是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发挥的自觉能动性。学生这种能动性发挥的程度，正反映其创造性学习的水平。换句话说，学生的自觉能动性发挥得越出色，他们对学习的安排越新颖而独特，获取的知识就越多越新，从而使其智力活动具有更高的创造性。因此，如何安排学习。是学习方法是否有效的一种显著表现。创造型学生能能动地安排学习。例如，创造型学生在时间安排上，不一定按规定时间去学习，除了完成课堂作业外，他们自觉能动地把更多的时间花在阅读课外书籍或从事其他活动上，从而捕捉与一般学生不同的知识、经验与文化，建构着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认知结构。由此可以看出能动地安排学习与高效的学习方法之间的关系。于是我们团队系统地研究了学生的学习，特别是创造性的学习方法，并由扬州中学校长沈怡文（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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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了《学习方法》的专著。全书分十章，不仅阐述了突出“学习与思维”的创造性学习方法，而且用九章对语文、数学、英语等九门学科的学习方法、创造性学习要求都做了深入的讨论。

创造型学生有着较为系统的学习方法。过去论述学习理论时，强调学习方法。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开始重视各种学习变量对学习方法选用的影响，把学习方法的选用置于更为广泛的学习情境中考察，从而转向研究各种学习变量、元认知与学习方法选用的关系。这样，就将学习方法的探索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即上边提到的策略性学习的水平。如果用战术与战略关系来做比喻，学习方法属于战术的范畴；而根据学习情境的特点和变化选用最为适当的学习方法才是学习的策略，它属于战略的范畴。可见，学习方法由于种类多，又因情境而区别，所以因人而异。这种差异就决定了学生是否有系统的学习方法，能否选用最为适当的学习方法，也决定着学生学习的创造程度。学习方法尽管种类很多，但其中一些经过反复实践和修正，形成了具有模式意义的学习方法，并得到广泛的应用，如循环学习法、纲要学习法、发现学习法、程序学习法，等等。创造型的学生，在选择学习方法时，往往遵循学习的规律，明确学习任务，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学习条件，根据学习的情境、内容、目标和特点而灵活地应用。培养学生创造性学习的行为特征。除了在个性上有独特之处外，他们在行为表现上也是与众不同的。美国心理学家托兰斯（E.P.Torrance，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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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87名教育家做了一次调查，要求每人列出5种创造型学生的行为特征，结果如下（百分数为该行为被提到次数的比例）。①好奇心，不断地提问（38%）；②思维和行动的独创性（38%）；③思维和行动的独立性，个人主义（38%）；④想象力丰富，喜欢叙述（35%）；⑤不随大溜，不依赖群体的公认（28%）；⑥探索各种关系（17%）；⑦主意多（思维流畅性）（14%）；⑧喜欢进行试验（14%）；⑨灵活性强（12%）；⑩顽强、坚韧（12%）；⑾喜欢虚构（12%）；⑿对事物的错综复杂性感兴趣，喜欢用多种思维方式探讨复杂的事物（12%）；⒀耽于幻想（10%）。所有这些创造型学生的行为特征与我们课题组提出的好奇、思维灵活、独立行事、喜欢提问、追求质疑、敢于探索、善于概括等，是一致的。这样，这些特征不仅提高了学习的效果，而且也促进了创造能力的发展。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培养高效学习方法的基础。所谓学习习惯，是一种无条件的、自动的、带有情感色彩的学习行为。这种行为从哪里来呢？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曾提出“学习的习惯化”这样一种学习理论，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习惯形成的过程。复杂的习惯是由一些简单的条件反射构成的。这些条件反射是在学习过程中，通过条件化作用，将散乱的非习惯（无条件）反射加以组织而形成。而我们课题组认为，学习习惯的形成有四个条件：一是模仿，二是重复，三是有意练习，四是矫正不良的学习习惯。良好的学习习惯，能使学习从内心出发，不走弯路而达到高境界；不良的学习习惯，会给学习的成功带来困难。从系统科学的观点来看，学习习惯是一种能动的自组过程。一定的学习环境使个体学习达到一个临界状态，从学习到智力与能力高低的质变，往往是由学习习惯这种序参量来决定的。在客观的学习环境作用下，主体的学习习惯常常将一些单个的行为协同起来，使个体自动地做出一系列的学习行为。可见，学习习惯是一种自动化学习行为的过程，是智力与能力发展的过程。在学习中，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死守书本、不知变化，还是不拘泥、不守旧、打破框框、求异创新，正是重复性学习和创造型学习的两种不同的学习习惯。一个人养成重复性学习习惯还是创造性学习习惯，往往同其智力与能力水平的高低有直接的关系，它是反映智力与能力的重要指标。因此，高效的创造性的学习方法，必须从认识不良学习习惯并将其打破开始，并且要持续地养成创造性学习的习惯。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就形成一种创造性的学习风格，即稳定的学习活动模式。我经常谈到，如果一个人小学阶段的创造性比别人高一点点、到中学阶段其创造性又比别人高一点点、再到大学阶段仍保持比别人高一点点的创造性，这“一点点”可能使其走上社会变成一个创造发明的能手。因此，养成良好的创造性的学习习惯，其好处是不可估量的。

五、创造性学习来自创造性活动的学习动机，追求的是创造性学习目标

学习行为要由学生的学习动机来支配。学生的“会学”水平取决于“爱学”的程度。学生的学习活动，是由各种不同的动力因素组成的整个动机系统所引起的。其心理因素主要是需要及其各种表现形态，诸如兴趣、爱好、态度、理想和信念等，其次是情感因素。从事学习活动，除要有心理因素的需要之外，还要有满足这种需要的学习目标，这种学习目标包括学习目的、内容和成果。由于学习目标指引着学习的方向，可把它称为学习的诱因，学习目标同学生的需要一起，成为学习动机系统的重要构成因素。学生的学习动机之所以能发挥其作用，这与它的激发有直接关系。学习动机的激发，是利用一定的诱因使已形成的学习需要由潜在状态转入活动状态，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愿望或意向，从而成为学习活动的动力。学习动机的激发，其诱因可以来自学习活动本身所获得的满足，也可以来自诸如学习目的、学习成果和远大目标等学习之外所获得的间接满足。

创造性学习来自创造活动的学习动机，所以创造型学生的学习动机系统有其独特的地方。在学习兴趣上，创造型学生有强烈的好奇心，有旺盛的求知欲，对智力活动有广泛的兴趣，表现出出众的意志品质，能排除外界干扰而长期地专注于某个感兴趣的问题上；在学习动机上，创造型学生对事物的变化机制有深究的动机，渴求找到疑难问题的答案，喜欢寻找缺点并加以批判，且对自己的直觉能力表示自信；在学习态度上，创造型学生对感兴趣的事物愿花大量的时间去探究，思考问题的范围与领域不为教师所左右；在学习理想上，崇尚名人名家，心中有仿效的偶像，富有理想，耽于幻想，用奋斗的目标来鞭策自己的学习。在第九章我们展示张景焕教授的“动机的激发与小学生创造思维的关系”一文，正是证明我们重视创造性学习的动机问题。此外，我们课题组重视改革课堂教学的方法，特别是注意在教学中开发学生的创造力。激发学生创造的动机，我们课题组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激发学生的兴趣与爱好，使学生个体需要引发其创造性的内部动机。我们中学课题组组长、北京五中校长吴昌顺（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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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写了一篇《兴趣与成才》的论文，列举了大量实验点的学生创造力发展及走向成长之路，究竟原因是教师在课堂上激发其兴趣。二是用讲意义或用奖励的办法要求学生产生创造性的外部动机。但不同年龄段，鼓励的方法有所不同，我们确实看到了通过激励动机对学生创造性发展的效果。

创造型学习者追求的是创造性学习目标，创造性学习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创造性活动的指标之一是通过产生创造性产品来体现的。产品是看得见，摸得着，易于把握的，尽管这种产品不必直接得到实际应用，也不见得尽善尽美，但产品必须是创造性学习的目标所追求的。这种创造性学习的产品，可以是一种语言、文学上的作品，如作文；也可以是一种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的形式，又如新颖、独特且有意义的解题；又可以是一种近乎科技的设计、方式和方法，如科技活动小组的制作，等等。总之，创造性学习活动所追求的学习目标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内容上，创造型学生不满足对教学内容或教师所阐述问题的记忆，许多人喜欢自己对未知世界进行探索；在学习途径上，创造型学生对语词或符号特别敏感，能在与别人的交谈中，利用一切机会捕捉问题，并发现问题；在学习目标上，创造型学生不仅能获取课内外的知识，而且有高度求知的自觉性和独立性，得到不同寻常的观念，并分析批判地加以吸收。

综上所述，学习贵在创新。有人认为，学习只是接受前人的知识，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不是什么创造发明，根本谈不上什么创新。但如第一章所述，我们则认为，学习固然不同于科学家的研究，但也要求学生敢于除旧，敢于布新，敢于用多种思维方式探讨所学的东西。学生在学校里固然是以再现思维为主要方法，但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也是教育教学中必不可缺的重要一环。对思维的创造性或创造性思维的理解，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少数创造发明者身上所具有的思维形态，它是一种连续的而不是全有全无的思维品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具有独特、发散和新颖的特点，这应该说是他们创造性思维的一种表现。研究学生思维创造性的发展和培养，研究他们的创造性学习特点并加以促进，且做出科学的分析，这是思维心理学和学习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新课题，也是信息时代赋予教育工作者的一项重要的新任务。

第三节 对创造性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和造就，要靠创造性教育。创造性的培养必须从小开始。创造性教育，应在日常教育之中，它不是另起炉灶的一种新的教育体制，而是教育改革的一项内容。所谓创造性教育，意指在创造型管理和创造型学校环境中由创造型教师通过创造型教育方法培养出创造型学生的过程。这种教育不需设置专门的课程和形式，但必须依靠改革现有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来实现。

一、创造性教育的形成和发展

创造性教育是创造性研究的一种归宿，是创造性人才培养的一种必然。从创造性教育的形成到发展，有着一个过程。

（一）创造性教育的形成

在西方，创造性教育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前边提到的德国的韦特海默，在《创造性思维》（1931）一书中，把学生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造性教育受到重视，初步形成理论体系。50年代的美国掀起研究创造性的高潮，不少学校开始创造性教学的实验，如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开设了指导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实践活动。60年代开始，研究创造性的学者为适应创造性人才培养的需要，开始把商业中所有的创造力训练方法用于学校教育中。这些训练方法，曾使工商界有效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并提高有关人员的创造性的能力与技巧。例如，有的创造力训练的内容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运用演讲和讨论法，使受训者明确概念，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二步共同解决一些模拟问题；第三步及时反馈，对受训者解决模拟问题的方式加以评论，从而有效地掌握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过，那时学校所运用的创造性教育方法多属于实验性质，规模很小。在20世纪70年代，布法罗分校正式开始从事系统的创造性教学研究；托兰斯在佐治亚大学应用各种创造力训练方法来发展儿童的创造性技能；犹他大学的泰勒及其助手设计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发展多种才能的教学法；帕内斯（J.S.Parnes）及其同事提出的在课堂内激发创造力、创造性解决问题的策略。

在日本，20世纪60年代以来，创造教育受到重视。日本还出台了“创造教育论”，其理论基础是“创造为本的人生观”“人的本质在于创造”；提出了教育的价值和效果在于对创造的自觉帮助；教育的直接目的是培养受教育者创造出真、善、美的人格；教育的整体目的则是创造出优秀的人类文化；教育的方法是要求排除整齐划一和以教师为中心，提倡创造教育要以个体为本位的思想。从60年代至80年代的20年就出版了250多种有关创造力培养的著作或译著。

（二）创造性教育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在国际教育界，创造性教育是在创造性理论的推动下，由创造力训练发展起来的。在中国教育界，创造性教育的发展，既有国际上的影响，又有中华文化的传统。近30年来，这种创造性教育的势头如火如荼地发展着。

其一，心理学家为了发展人类的创造才能，推荐了各种不同创造力的训练程序。例如，人的创造才能的发展是与培养个体形成多侧面完整人格的整个过程分不开的，而不能单纯地局限于诸如“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上，因为学生个性（人格）及其内在动机的形成，对创造力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个性的形成又必须接受教育的影响。又如，提倡问题—解决训练，鼓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引导学生理解教师提出某些问题的思路等，通过这些训练以便呈现创造能力的方法。

其二，教育措施除了对持续和成功的创造力必不可少外，其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归于其组织化因素。它的目的是保证主体的高效率，以及维持其高度创造力的心理状态。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应用各种组织化程序刺激创造力的建议。例如，大脑风暴法（brain storming），即创造性解决问题的五步过程：发现问题—发现事实—发现观念—找到解决方案—寻找认可，并将观念应用于实践。又如，举偶法（syntactics），即对于别出心裁的思路，决定性的因素是程序。研究者将其定义为“形成熟悉的陌生”（making the familiar strange），意思是：一个人正在形成一种在某些熟悉事物上具有新面貌的尝试，他审慎地假定一个不同于完全被认可的观点，并且发展了一个针对众所周知现象和事物的非同寻常的尝试。

创造性教育就是在这种创造力训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三，中国近30年的创造性教育的发展，首先来自教育改革，素质教育是一种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教育，推行创造性教育，是为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乃至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与此同时来自众多的教改实验研究，以我们团队为例，董奇教授、申继亮教授、胡卫平教授以及我自己的课题组，有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包含以下四点：

一是创造力与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都有一定关系，我们团队的研究表明：创造性与其他智力的思维品质的相关系数在0.40以上（李春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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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相关系数不算太高，也不能算低。因此，我们重视学生的智力培养对创造力发展的作用，更注意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尤其是“创造”的成就动机对创造性发展的作用。

二是改革不利于学生发展的教育体系，改革课程内容和课程管理，把对学生创造性的培养融在各学科教学之中，这也是我们积极主持“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与参与中小学各学科和核心素养制定的根本原因。

三是国内外有许多创造力训练的特殊技巧，可以为我们所借鉴，所以我们比较重视对这些方法的采纳，也提出了自己的教学模式，如胡卫平的课堂教学模式。

四是营造创造性发展的社会氛围，使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教育统一起来，是我们课题组的一贯主张。所以，我们重视信息技术在创造性教育中的作用，重视课外或校外活动小组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

二、创造性教育的实质

创造性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无论人们有着怎样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其实质在于培养人的创造性素质，包括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创造性能力和实践能力等几个层次，涵盖了创造性的动力系统、认知系统、个性系统和行为系统，且各层次之间又相互影响、交互作用，构成创造性素质这一有机整体。换言之，创造性教育应是指在创造型学校环境中，由创造型教师通过创造性教学方法培养出具备创造性素质学生的过程。

（一）创造性教育是学校三种群体产生五种效能的教育

三种群体是指以校长为首的管理队伍、教师队伍和广大学生。产生的效能为：由创造型校长创造出创造型管理；由创造型管理创造出学校创造型的环境；在校长的带动下，建设一支创造型的教师队伍；由创造型的教师进行创造性的教育教学；这种教育教学工作培养出创造型的学生。具体地说创造性教育，不需专门的课程和形式，但必须依靠改革现有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来实现，并渗透到全部教育活动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我们课题组在北京五中的实验，吴昌顺校长是我们中学分课题组组长。截至2002年吴校长退休之前，在27年的创造型校长的工作中，培养了在科技、文学艺术、外交、企业等众多领域中的创新明星。在五中，一提倡学校环境的创造性，学校全体领导干部一律兼课投入教改。二建设创造型的教师队伍，一大批特级教师涌现，其中梁捷老师由普通教师成长为教育专家、北京市政府参使，她常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万物之美都有它的极致。那么，教师这个职业的审美极致在哪里呢？就在于提升师能，永不停滞。”她以学科心理学为依据，坚持创新，总结出阅读教学要突出“重点、规律、特色”。我听过她讲高一年级的说明文单元。当时这一单元共有四篇文章：《南州六月荔枝丹》《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一次大型的泥石流》《禅》。像这样的说明文，重点内容一看就懂，但四篇文章需要一周讲完，因而学生在心理上存在着不屑学、不爱学的消极定势。梁捷老师秉持学术良知，恪守学术规范，认真研究教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努力提高教学效率。这一单元她教学用了三个课时，而学生用一篇又一篇的高水平的说明文来回报她。梁捷的提高听、说、读、写能力的18部视频课程在全国发行；12集的《美育之光》在多地电视台播放。三培养学生创造性学习的习惯，这类似于上一节创造性学习的问题，这里不再赘述。

在创造性教育中，如何运转上述诸要素使之产生五种效能呢？我以北京五中为例子来说明。

首先，要提倡学校环境的创造性，主要包括校长的个性品质、指导思想、学校管理、工作方法、环境布置，教学的评估体系及班级气氛等多种学校因素的创造性。应该指出，民主气氛是学校众多因素的关键，学校里是否有民主气氛，这是能否进行创造性教育的关键。学校本是发现、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场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学校太注重学业而排斥了其他方面，这样就压制了教师和学生创造性才能的发挥。因此，优化学校环境的创造性是促进学生创造力发展的必要条件。

其次，要建设创造型的教师队伍，因为在学生的创造性素质的发展过程中，教师起着主导作用。创造型的教师是指那些善于吸收最新教育科学成果、将其积极应用于教学中，并且有独特见解、能够发现行之有效教学方法的教师。其内容主要包括教师的创造性教育观、知识结构、个性特征、教学艺术和管理艺术。特别是教学方法，这是能否培养和造就创造性人才的关键之一。教师不是单纯地传授知识、经验和文化，更要在传授知识、经验和文化的同时，更要重视培养人，塑造心灵，变革精神世界。即使在传授知识的时候，也要讲清知识来自创造，重在应用的道理。因此，一位优秀教师绝不是传声筒般的教书匠，应该是教育目的的实现者，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教学方法的探索者和教育活动的创造者。这里，我特别想指出，高等学校只有以创造性教育作为基本手段和培养方向，才能适应社会需求，否则就会削弱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特殊作用，甚至有被社会淘汰的危险。研究发现，教师在创造性动机测验中的成绩与学生的创造性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这表明教师创造性高低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的教师往往倾向于喜欢高智商的学生而不是高创造力的学生，因此，研究教师的创造力教育观、个性特征、知识结构、教学艺术及管理艺术对于培养和发挥教师的创造性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表10-1 对中学生数学能力结构的例举与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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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2 对中学生语文能力结构的例举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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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培养学生创造性的人格与创造性思维。学生是创造性教育的对象，所以要培养学生创造性的人格。任何创造性活动，都受人格或个性的极大制约，都需要对已有观念、方法与理论的突破。所以应提倡前面已提到的创造性人格或非智力因素，促进学生一丝不苟地、独立地、自信地用严峻的眼光审视周围环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勤奋好学、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探索未知世界。我们曾在第七章对小学生创造性发展的建议中，提出了语文、数学两科灵活性与创造性的模型，这里我们对中学生创造性思维也提出类似于第七章这样的建议。

（二）人人都有创造性

我们通过研究曾多次强调，人人都有创造性，创造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在过去的心理学中，创造性的研究对象仅仅局限于少数杰出的发明家和艺术家。创造性是一种连续的而不是全有全无的品质。人人乃至儿童都有创造性思维或创造性；人的创造性素质及其发展，仅仅只是类型和层次上的差异，因此，不能用同一模式去培养每个学生的创造性。由此可见，创造性教育要大众化，尤其在大、中、小学里人人都可以通过创造性教育获得创造性的发展，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创造性有大小不同的差异罢了。我们要从全局看问题，从未来看问题，从发展看问题，千万不要对学生如前所说的武断定论：“我把你一碗清水看到底！”（似乎说，“像你这号人还有什么创造性。”）这样做与“人人都有创造性”是相违背的，至少忘了教育家陶行知的名言：“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在创造性的发展中，人人（包括伟人）都有弱点，也有长处。创造性教育要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使受教育者“扬长避短”。

（三）创造性教育的关键在于转变教育观念

在创造性教育中，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尤其是人才观念。现代教育观念强调人才的多样性、广泛性和层次性，认为为社会做出贡献的都应该算是人才，在其能力中，肯定包括不同程度的创造力。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需要杰出的科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但社会一样需要各种各样的工匠；社会需要高学历、高学位的人才，但社会同样需要低学历、低学位的人才；社会需要受过一定的系统教育的人才，需要在实际工作中自学成才和有一定特长或专长的人才，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创造性，有的还十分突出，即所谓“行行出状元”，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社会必不可少的人才。

如前所述，现代教育观念还对学校如何培养未来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才能，以及独立获取知识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尊重学生的人格，重视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这种教育观念，使我们能够改革教学的内容，不仅能稳妥地改革教材与课程，也会积极地改革考试内容，在考试中突出创新精神和创造性；使我们能够改革教学方法，面向未来；使我们实现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教育目的，并为之大胆地投入改进教学方法的实验研究。

三、我们实施创造性教育的效果

创造性教育的内容十分丰富，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我们课题组的做法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意识；引导学生投入创造性的活动；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才干。我们很难罗列具体的内容，这里只是按我们课题组所做的工作，来论述创造性教育的效果。

（一）王雄带领教师从事社会公益创造性教育的实践活动

王雄是江苏省扬州中学正高级的特级教师，是我们课题组的骨干。他面对着教师每天都要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教师工作本身就具有创造性的现状，于2010年对扬州市16所中学767名教师进行了职业幸福感和倦怠感调查，采用自制《教师职业幸福感与倦怠感量表》，用分层抽样的方法，确定了五个样本限定要求，具体包括：学校类型（初中、高中、职中），学历（硕士及以上、本科、大专），职称（中学高级及以上、一级、二级、三级与未定级），工作年限（1～3年、4～10年、11～25年、26年以上）与学科（语文、数学、英语、理科、文科、体、音、美、计）。由人事处组织市直16所学校767名教师参加了调查，有效数据710。调查结果显示，总体工作幸福感的指数是70.4，总体工作倦怠感的指数是56.2，两者相差14.2。这反映了扬州市直中学教师总体工作幸福感水平达到比较幸福的程度，工作倦怠感居中，反映出一半以上的教师处于“辛苦并快乐着”的状态，如图10-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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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扬州市中学教师职业幸福感与倦怠感调查调查结果

教师总体工作倦怠感的七项具体指标并不平衡。职业自卑感最轻，只有36.6，属于轻度等级。工作疲劳感最高，达到75.2，处于较重水平。工作无价值、工作冷淡感、工作无效性都处于中下水平，工作无兴趣与工作消极性处于中等水平。

为了促进教师职业发展，改善教师培养模式。从2009年起，王雄在扬州组建教师团队，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培训和发展机会。培训为小班制的参与式培训，通过行为评价鼓励教师帮助中小学生开展社会创新活动。林崇德（1999）在《教育的智慧》一书中指出：教学行为有六项指标：教学行为的明确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教学的任务取向、富有启发性、教学活动的参与性和及时评估教学效果。王雄将这六个方面作为评估教师职业发展的重要指标。

王雄组建的扬州市教师公益团队的核心成员包括15位小学教师和20位中学教师。在8年中，这个团队在国内创立了“阿福童社会理财教育”“酷思熊儿童哲学教育”“小画眉生活识字教育”“扬帆伙伴计划”“故事田”等多个有影响力的教育改善项目（见表10-3）。扬州的教师团队为全国17个省市2300多所中小学提供了300多场公益培训，推动中小学生（特别是乡村小学）开展各种社会探索和公益活动。

表10-3 扬州市的教师公益团队四个典型教育创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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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0-3可见，扬州市教师公益团队成员在教育创新或为创造性教育做了努力，而他们都是普通的青年教师，他们也在创造性教育活动中成长，他们大多掌握了五种以上的教学方式，对教师职业有着很高的认同感。他们中90%成长为骨干教师，40%成为学校中层领导或校级领导。取得这一成果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求教师发现社会问题，用公益的方式帮助弱势群体，培养教师的社会责任感。团队中所有教师都远赴贵州、四川、甘肃等十几个省份支教，在支教中不仅感受到自我成长的快乐，也促进了自身专业技能的提高。

第二，在公益实践活动中，教师们获得的是质疑批判与建设性的思考力、沟通与协调能力、设计与动手能力、想象力与执行力、社会调查能力等，更为重要的是宽容与开放的心态、团队合作高峰体验与创造力。

第三，对教师的培养需要改变传统的讲座方式，更多采用多样化的参与式学习，让老师动手、动脑、合作，才能逐步让教师改变思维方式，为确立学生本位的创造性教育做贡献。

第四，最好的学习是指导他人的学习，公益团队的教师为了适应不同地区的教学必须学习更多的教学技能，在帮助贫困地区教师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发展了专业技能及创造性，而且建立起强烈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二）刘春晖基于“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开展的大学生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研究

2009年，我国教育部出台了一项人才培养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珠峰计划”。该计划以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人才强国战略，培养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基础学科领域拔尖创新人才，促进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提升为目的，以全国19所高等院校的五个基础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作为试点。北京师范大学作为入选该计划的高校之一，创建了“基础理科（含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拔尖学生培养实验班”，为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学生，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示范作用；同时，北京师范大学也注重人文学科拔尖学生的选拔和培养，创建了“人文学科（含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和哲学）拔尖学生培养实验班”，力图培养学生浓厚的人文素养和坚实的人文学科专业知识，为其将来成为文史哲学科领军人物、知名学者奠定坚实基础。

为了深入研究励耘实验班培养模式对大学生创造性心理特点的影响，我们团队刘春晖博士选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实验班和常规班的学生进行调查，通过对照研究反映了“珠峰计划”对学生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影响（刘春晖，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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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春晖，林崇德，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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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研究中，选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大一至大三的学生共529名被试。被试来自两种群体：一是励耘实验班（包括励耘基础理科实验班与励耘人文学科实验班），二是常规教学院系的对照班级，由于励耘实验班的学生来自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文学、哲学社会科学与历史等专业，因此也从这些专业中随机选取相应的学生。从总体来看，男生180名，女生349名；励耘实验班学生256名，常规教学班学生273名；年龄在17～22岁，平均年龄为19.38岁（SD
 =1.20）（W.Hu，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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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研究采用申继亮、胡卫平、林崇德2002年编制的青少年科学创造力测验中的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分测验作为研究工具，题目描述如下：“现在假如允许你乘宇宙飞船去太空旅游，接近一个星球，也可以绕这个星球转动，你准备研究哪些与这个星球有关的科学问题？”该工具广泛用于中外中学生、大学生的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测查，信效度良好（M.Liu，W.Hu，& P.Adey，et a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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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评分按照答案所反映的被试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思维和想象的流畅性、灵活性和独创性来进行。三个维度的计分方法为：流畅性得分是所提出科学问题的个数，每个问题得1分。灵活性得分是通过评分前对所有学生在该题上提出的问题根据不同的属性进行归类，并以此为标准对被试提出的问题分类，类别数目就是灵活性的得分。独创性得分由选择该答案的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来决定，若该比例小于5%，得2分；若该比例在5%～10%，得1分；若该比例在10%以上，得0分。结果如表10-4所示。

表10-4 不同班级类型、学科类别的大学生在创造性问题提出测验上的得分（M±S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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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造性问题提出的三个维度得分为因变量，以班级类型和学科类别为自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班级类型主效应显著，表明励耘班学生和常规班学生的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有显著差别；班级类型与专业类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理科专业的学生还是文科专业的学生，励耘班学生的得分均优于常规班学生得分；励耘班学生在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流畅性和独创性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常规教学班学生，其中，在独创性上的差异更明显，这说明励耘实验班的学生提出的问题更新颖、独特，也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励耘实验班的培养模式可能是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我们团队坚持这一观点：创造性人才成长的外部因素是创造性的环境。在励耘实验班中，有四个重要的外部因素对学生成长起重要作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报告编写组，2015）
 
[38]

 。

首先，励耘学院的创新管理模式，为创新教育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进入“珠峰计划”后，学校专门成立励耘学院作为计划实施的载体，并成立了专家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培养工作，在招生、教师聘任、经费使用、考核评价学生管理方面实行特殊政策，既为励耘学院的学生提供良好的创新教育氛围，也引领和带动了全校各学科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改革，充分起到了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试点的作用。

其次，励耘实验班拥有一支创新型的教师队伍。创造型的教师队伍进行创造性的教育教学，从而培养出创造性的学生。我们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杰出人才的成长规律与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教师的作用非常重要，其影响往往是系统和长期的。学校汇聚了一批国内外教学名师、知名学者担任授课教师，同时也为学生配备了由校内各相关领域学术水平高、责任心强、有热情和肯投入的“长江学者”“杰青”“973首席科学家”“千人计划”入选者及资深教授担任学业导师和学术导师，真正发挥教师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激发、启蒙、引领、规范、赞赏、参照等作用。

再次，励耘实验班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教学方法，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问题提出能力的发展。学校构建了导师指导下的“开放式、宽口径、厚基础、个性化”的“三段一体式”培养模式，深化了因材施教理念，给学生以充分的专业选择机会，促进了学生创新品质的提升。在具体教学中，实验班大力推进研究型教学和自主性学习，从教师讲授知识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研究、探索为主要方式的教学，这种教学模式强调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发现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加强了对学生理想、兴趣、动机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促进其创造性的发展。

最后，学校提供的各类条件保障，有助于学生开拓学术视野，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学生各级各类重点实验室、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全部对励耘实验班的学生开放，学生可以在大一下学期进入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励耘实验班的学生在图书馆等各类信息资源平台上拥有研究生标准的权限，并拥有全校本科生最高选课权限……这类条件保障为学生提供了研究型教学和自主学习的平台支撑。此外，学校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开展多形式、多层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大开拓了学生的国际学术视野，在得到更多一流专家学者的指导下，有更多机会展示、锻炼自己，提升科研能力。

总之，正是由于励耘实验班在营造创新环境、设计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加强课堂教学改革、重视教师的重要作用等多方面的努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初见成效。

（三）衣新发对德国大学生艺术创造性教育的研究

我们团队的衣新发教授从德国大学生的艺术创造力研究入手，探讨了德国文化和教育对于学生创造力发展的影响（X.Yi，2012
 
[39]

 ；X.Yi，W.Hu，& H.Scheithauer，et al.，2013
 
[40]

 ）。这是一位中国心理学家对外国被试的研究。在该研究中，我们选取了29名德籍白人大学生（其中包括17名女生和12名男生）和16名德籍亚裔大学生（包括9名女生和7名男生），这些德国大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25岁（年龄为19～36岁，标准差为3.48岁），具体而言，白人大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96岁（年龄为19～36岁，标准差为3.86岁）；亚裔大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3.14岁（年龄为20～29岁，标准差为2.51岁）。他们中的12人为移民的第二代，4人为移民的第三代；其中14人（87.5%）能够在家与他们的父母使用他们父母在亚洲的母语流畅交流。截至研究时，这些德国大学生只具有德国国籍且没有在德国以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均在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等德国大学上学。

在研究中，我们选取的实验材料为艺术创造力测量任务。为了从实验材料的角度避免先前的艺术知识或专业训练的影响，我们选择了两个艺术创造力的任务。一是制作拼贴画任务（T.M.Amabile，1982）
 
[41]

 ，第二为画外星人任务（Ward，1994）
 
[42]

 。在艺术创造力作品的评分阶段，我们首先收集所有被试制作的艺术作品，然后将其逐一扫描到计算机内，并制作幻灯片。每位评分者在评分之前都看一遍所有的作品。评分者被告知，所有的设计/图片都是由大学生使用相同的材料来制作的。之后，要求评分人员从以下8个维度给每幅作品评分，该评分维度参照了牛（W.Niu）和斯腾伯格的研究（W.Niu & R.J.Sternberg，2001）
 
[43]

 ，又经过进一步的完善，根据每个作品的描述性定义在维度名称的后面标出：①创造程度（该作品的创造性程度）；②可爱程度（您喜欢该作品的程度）；③切题程度（与所代表主题的契合程度）；④技术水平（制作中运用技术的水平）；⑤想象水平（制作者的想象力丰富程度）；⑥艺术水平（该作品的艺术性）；⑦精进程度（作品对于细节的完善程度）；⑧综合印象（您对该作品的综合评价）。

用于给作品评分的量表是李克特7点量尺。共感评价技术是这一评分方法的基础。我们邀请了21位来自中国和德国的评分者对所有被试的作品逐一评分，评分者所评分数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大都在0.70以上，说明评分者信度是理想的，所评分数可用于最终对德国大学生艺术创造力水平的刻画。

德籍白人大学生和德籍亚裔大学生两组学生在拼贴画制作和画外星人任务上的得分如图10-3和图10-4所示。直观看来，白人学生在后一任务上好于亚裔学生，而在前一任务上亚裔学生则更有优势，但合并两个任务做差异检验，发现两组大学生的艺术创造力得分并无显著差异（白人学生得分均值=4.37，亚裔学生得分均值=4.35，t
 =0.44，p
 =0.66）。

[image: ]


图10-3 两组德国大学生在拼贴画制作任务上的得分

[image: ]


图10-4 两组德国大学生在画外星人任务上的得分

从结果出发，我们可以推论，在艺术创造力发展方面，并未发现同一文化环境下的种族差异。可以说是德国的文化环境和教育，尤其是德国在基础教育阶段对创新教育的重视影响了德国大学生的创造力发展。德意志民族向来以思想深邃、创新能力强而著称于世。历史上，对于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康德启蒙哲学、科学心理学、马克思主义和量子力学等都诞生于德国。产生自德国的格式塔心理学派认为，任何存在都有能力经由自我调节而生成创新性的观念（S.Preiser，2006）
 
[44]

 。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人在全世界面前坦诚认罪、痛定思痛、认真反思，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富于创新性的文化教育战略，使得德国重新成为引领世界潮流的国际创新中心之一。2013年11月27日，德国新一届执政党联盟发布施政纲领。该纲领指出新政府将继续贯彻教育和科研经费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10%的投入目标。在基础教育领域，政府将加强青少年在数学、信息、自然科学和技术（MINT）上的综合学习，进一步强化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数字化教学建设、在体育精英学校的基础上，尝试组建以信息技术为重点的中小学。

德国罗兰·贝格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罗兰·贝格曾经在2014年总结了德国在创新教育方面的系列做法（贝格，林昕，2015）
 
[45]

 。罗兰·贝格指出，德国的文化教育环境一直重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发展。2009年德国发布的《德国科研和创新报告》及2010年欧盟发布的《教育和文化总体指南》是目前德国创新教育的重要依据之一。德国主要从四个方面推进基础教育阶段的创新教育教学。

第一，德国教育界普遍遵循让学生创新学习的理念，积极发展学生将感知、观察、思维和想象等能力综合起来。德国教师把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的信息收集与甄别能力、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作为核心追求；德国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一般不干涉学校教育活动和教材组织，给教师充分的教学创新的空间。

第二，德国学校普遍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学习与核心素养发展相结合；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德国在不断推进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培养比知识教学本身更为重要。德国在国家培养目标体系中已经把培养学生的关键素养作为主要目标，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和终身教育的需要。德国学校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和自我生存能力。研究显示，德国中学生在每个学期平均每人需要根据教师指定的内容做 4～6 个课堂报告，在学生完成报告的过程中，老师要求学生独立选题、收集资料、小组讨论、制作演示等并在课堂上讲解，教师会及时对学生课堂报告进行点评。这样的学生课堂报告的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50%。

第三，随着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德国教育行政机构认识到，以往偏重专业训练的中小学课程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应充分增加通识教育和能力训练，以使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结构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因此，德国中小学课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同领域的通用性，特别强调综合性、实践性和社会性相结合，潜移默化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例如，德国政府 20 世纪 80 年代就为中小学制定了“信息与通信技术教育计划”，在中小学课程中有计划地渗透新技术知识，使学生能在基础教育阶段就接触最新技术的新发展，实质性地了解和体验社会的发展变化。

第四，德国教育界认可这样的一条原则——学生的创新素质主要不是从日常教学中获得的，根本上源自学生在适当环境下的自有创造和发展。因此，德国的中小学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这种开放式的理念贯穿德国中小学教学活动的始终：学生可以将学习安排在校外的实际场景中，学校也可能请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等到学校参与教学活动，在课堂中多数情况下都会采取小组讨论、师生共同探究的教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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